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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篇

第一章 非形式逻辑与论证型式

粗略地说，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s或argumentation schemes）是日常论说中频繁使用的固化了的推理模式，主要包括演绎和归纳之外的第三类推理（例如根据证人证言或引证专家意见进行论证）。它是20世纪中期首先在北美兴起，后来蔓延至全球的“新逻辑”——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的核心议题。非形式逻辑的界定、起源、研究主题、突出特性，甚至整个论辩的合理性问题，无一不与论证型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非形式逻辑”释义

“非形式逻辑”不是称呼一个学派、一种教义或理论，它更像一面便利的旗帜，聚在旗下的人虽然志趣相投，但也是思想独立的哲学家。[1]
 他们仅仅是因不满形式演绎逻辑对自然语言论证的分析与评估之不足，企图探求一种适合真实论证的逻辑，而在逻辑的广袤疆域之一隅“揭竿而起”。

多种解释和核心意义

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或non-formal logic）
 
[1]

 一词的使用及相关作者赋予它的核心含义可概括如下：

肖尔兹：nicht-formalen logic/nicht-formale logik；[2]
 nonformal logic——科学论中与形式逻辑并列的下位概念。[3]


杜威：no formal logic
 
[2]

 ——科学方法论。[4]


赖尔[5]
 、哈里斯和杰里特[6]
 ：informal logic
 
[3]

 ——哲学或其他实质概念（而非逻辑常项概念）之意义分析的逻辑。

卡尼和舒尔：informal logic——形式逻辑不理会的逻辑内容，即演绎和归纳逻辑之外的逻辑。[7]


雷歇尔：informal logic——主要涉及语言及其在逻辑中的角色以及非形式谬误。[8]


福格林：informal logic——论证的语言和语用维度的研究，因为论证首先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殊使用。[9]


布莱尔和约翰逊[10]
 ：informal logic——论辩
 
[4]

 的逻辑（logic of argumentation），论证的逻辑（logic of argument）
 
[5]

 。 菲欧切诺：informal logic——一种阐述、检验、澄清和系统化有关解释和评估以及健全推理实践的概念和原则的推论理论。[11]


戈德曼：informal logic——如果有非形式逻辑的话，应该是认识论的一个分支，研究好推理的原则。[12]


柯比：informal logic——减去演绎逻辑所剩之物。[13]


沃尔顿：informal logic——逻辑语用学。[14]


温斯坦[15]
 ：informal logic——应用认识论
 
[6]

 。

图尔敏[16]
 ：informal logic——实质逻辑（substantive logic），论证的批判性检验。

希契柯克[17]
 、戈维尔[18]
 ：informal logic——论证哲学
 
[7]

 。

伍兹：informal logic——假定逻辑是一个逻辑主体之行为的形式的、理想化的描述
 
[8]

 ，那么，形式逻辑是一种逻辑形式的理论，非形式逻辑便是其余一切。[19]


汉森、格罗尔克[20]
 ：informal logic——非形式推理的逻辑
 
[9]

 。

由此看来，非形式逻辑是一个“流动的指示符”（Johnson，2006：232）
 
[10]

 。选用informal logic也不无遗憾。其前缀“in”被认为给非形式逻辑带来一些麻烦。这个否定性名称仅根据它不是什么（不是“形式的”）来定义；斯克里文指出，需要一个术语来指称“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论辩/价值批评/修辞学/语篇分析/媒体分析/评估……”方面的当代用法。他评析了七种已有的名称，又建议使用“infologic”这一“唯一候选者”。“info”部分意在传达这样的想法，我们在考虑所有的信息
 形式（forms of information）及其表征，以及它在论辩和探索之阵痛中的加工。当然，“info”也使我们想起我们的非形式的
 方法，放弃把一切转换为形式系统的努力。他还使用了“the ‘infologic’ movement”（非形式逻辑运动）一语。[21]
 更严重的是，该名称似乎给这一学科惹来形象问题和身份危机。informal 常常给人这样的印象：这种逻辑是不严格的、粗枝大叶的甚至是草率的研究逻辑问题的方法。[22]
 如今，在形式逻辑学家或非形式逻辑学家中，虽然极少有人认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水火不容，但informal logic一词却似乎有相反的暗示。因此，从某些方面来看，informal logic是一个不太适宜的术语。[23]
 不过，该表达式已经生根发芽，的确有某种尽责的语义工作，固执于对它的批判会显得粗鲁无礼。[24]
 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个否定性的前缀，表达了非形式逻辑的某些特征。20世纪的逻辑学以多种方式陷入分析哲学的哲学范式。在哲学和逻辑学两个背景中，非形式逻辑表达对该范式的不满：不满把形式演绎逻辑当作哲学分析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in”恰恰展示了这种否定力量。在哲学背景中，它是背离主流哲学分析本质之概念的信号——形式分析有局限性（斯特劳逊、赖尔和格赖斯）；在逻辑学背景中，它是逻辑变化的一个信号：远离形式化倾向（约翰逊和布莱尔、戈维尔、沃尔顿），疏远与形式演绎逻辑相联系的演绎主义（约翰逊和布莱尔、福格林），逻辑理论的焦点从语法学和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变（沃尔顿、福格林），从形式演绎逻辑人为的例子转向现实生活背景中的实际论证（穆森、约翰逊和布莱尔、戈维尔）。[25]


Informal logic之名引起人们的很多负面联想，也致使人们另择别名。比如，自然逻辑（natural logic）、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应用逻辑、日常逻辑（ordinary logic）或论证哲学。但是，约翰逊怀疑哲学家真的会受名称那么大的影响，并觉得这些可能的替代均不理想。自然逻辑早已被格里茨（Grize，1982）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实践逻辑可能与实践推理的理念相联系，而实践推理包括非形式逻辑处理的某些论证类型但不是全部；应用逻辑虽然是非形式逻辑创始人指称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温莎大学创立的课程，但后来他抛弃了这个术语，因为它暗示非形式逻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应用形式逻辑。恩尼斯的教科书题为《日常逻辑》，但这是否略好一筹也令人怀疑。也有人建议使用“论证哲学”，[26]
 但布莱尔持更为谨慎的看法。维尔希基和沃尔顿的“半形式逻辑”（semi-formal logic）也好不到哪里去，任何对“非形式逻辑”的反对都可轻易转移到这个概念上。[27]
 所以，至少目前还没有优于“非形式逻辑”的其他名称，[28]
 用同样不完美的名称替换它是在做无用功。[29]


在非形式逻辑旗号下，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准则，它们未必是一致的，常常是冗余的（即它们用不同的方式执行同样的任务），但它们都是反思形式逻辑对自然语言论证适应性的结果。在逻辑领域内，“非形式逻辑”是对应用形式逻辑的某些批判，该标签代表了对形式逻辑的一些离经叛道。[30]
 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依靠演绎技术和规范的逻辑研究。[31]
 可见，informal logic的使用有其合理的一面。

而我们从对informal logic这个称呼的解释已感到论证型式呼之欲出了。既然这门逻辑新学科与研究推理形式（form）的形式逻辑有所区别，那么，就不难想象，它作为逻辑，肯定要研究不同于真值形式的结构或形式，它不能依靠演绎的形式方法和标准做出分析和判定，其研究起点必定与某类特殊论证结构有关，这便是论证型式，一种论证的语用型式，或用人工智能学者的口吻说是，“半形式的”论证结构。

定义

不过，从纷繁的解释可概括出，“非形式逻辑”这个名称指不依赖演绎有效性和逻辑（真值）形式（form）概念的那种逻辑。非形式逻辑的创始人约翰逊和布莱尔至少在九个场合（1980，1983，1987，1994，1996，2000，2002，2010，2012）论述了什么是非形式逻辑的问题。早先（1980），他们回避直接定义非形式逻辑，而是突出它的两个倾向：转向实际论证，这与通常在形式逻辑教科书中发现的人造论证形成鲜明对比；对形式逻辑提供好论证标准的能力不再心存幻想。数年之后，约翰逊和布莱尔首次提出一个非形式逻辑的定义：

我们认为，最好把非形式逻辑理解为论证的规范性研究。它是力图发展自然语言中使用的论证（argument）和论辩（argumentation）的解释、评估和构建之标准、规范和程序的逻辑领域。[32]


后来对这个定义的转述稍有不同。[33]


我们用“非形式逻辑”意指逻辑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发展日常论说中的论辩的分析、解释、评估、批评和构建的非形式（non-formal）
 
[11]

 的标准、规范和程序。

而且，他们进一步给出了三点解释。首先，要理解“非形式的”（informal或non-formal），要先得理解“形式的”（formal）含义。现代逻辑是形式的，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推崇逻辑形式（logical form）概念，按照逻辑形式的概念来定义有效性概念，并因此决定逻辑形式扮演核心的规范性角色。与这个意思相联系的非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非形式的，是因为它放弃了作为理解论证结构之关键的逻辑形式的概念，也放弃了为评估论证而构造的形式有效性的概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巴斯和克雷伯形式2
 的意义上，论辩的逻辑（logic of argumentation）、非形式逻辑才能与形式演绎逻辑相区别。[34]
 其次，这个定义将非形式逻辑限于日常论说，看来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与实际情况不符。自然语言论证包括两类：一类是日常论说，比如公共事务讨论（报纸社论或议会里的论证），另一类是程式化或风格化的论证，即在各特殊学科之内的论证。因此，约翰逊和布莱尔并不认为非形式逻辑的范围应该受到论证的主题内容或论证主题内容的理论专业化程度的限制
 
[12]

 。最后，非形式逻辑和形式逻辑的不同，部分地在于主题内容。社会的、交流的论辩实践与推论和蕴涵不同。命题或语句之间的蕴涵关系与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不是对等的。好的前提支持结论的关系不必是演绎有效的，它需要满足的是另外的标准。另外，关于论证或理由的标准，非形式逻辑考虑在不同的语境下，论证需要满足真要件、合情理性或辩证可接受性这些不同的标准。所以，非形式逻辑研究的是受众应该从论证者用以支持目标命题的那些命题推出该目标命题所依赖的全部条件。非形式逻辑的主题内容不同于形式逻辑，前者的任务是开发论证评估的规范，后者的任务是发展形式有效蕴涵关系的规范。而这些差异全部缘于对论证的不同理解。论证或论辩的活动是各种社会互动，通常基于分歧，一般包括为了说服他人或听众改变他们的信念、态度或行为而给他们提供理由的某些元素。这个概念显然与逻辑证明或演证的论证概念不同。

在这样的限定之下，非形式逻辑的最佳定义便是《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最新版给出的最新说明：

非形式逻辑试图发展一种能够评价和分析发生于自然语言（“日常的”、“普通的”）论说中的论证的逻辑。该领域的讨论可能涉及科学的、法律的和其他技术性的推理形式（以及像区别科学与伪科学的概念）的实例，但是，最重要的目标是提出一种广泛的论证说明，能解释和评估讨论、辩论和日常生活中——社会和政治评论的争论中、新闻报道和大众媒体（报纸、杂志、电视、万维网、微博等）的社评中、广告、公司和政府沟通以及个人交流——所发现的论证。在发展其论证说明时，非形式逻辑把强调推论的逻辑传统与那些和非形式推理相关的广泛论题结合起来，比如论证的竞争定义、论证辨识、证明责任、论证的经验研究、论证图解、认知偏见、论证分析史、论辩研究方法、情感在论证中的角色、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具有论辩交换特征的隐含规则等。[35]


上述对非形式逻辑的界定突出显示了论证型式是该学科的核心对象。同时，从非形式逻辑兴起的过程也可以看到，论证型式给非形式逻辑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客观刺激，它是大学逻辑教学改革的出发点，也是非形式逻辑（至少作为形式逻辑的补充）的立足点。甚至也可以说，没有对论证型式的关注和研究，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也将黯然失色。

二 非形式逻辑的当代思想先驱

从发展模式来看，非形式逻辑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理论发展的传统路线。通常，一种新的理论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就会逐渐向教科书扩散。但是，非形式逻辑的发展走的是逆向道路：从教科书到理论研究。首先搞清工具应该像什么，然后设计它。[36]
 所以，在非形式逻辑发展的第一阶段，教科书的作者即非形式逻辑研究者尚未注意到他们之前的理论先驱和其他同步发展的成果
 
[13]

 。只是到了第二阶段，非形式逻辑的理论研究开始注意其先驱理论。

批评形式逻辑的先声

当代批评形式逻辑并倡导自然语言论证分析的先声首先在英国发出。除了维特根斯坦之外，斯特劳逊、赖尔和格赖斯的观点也与非形式逻辑理论异曲同工。

斯特劳逊《逻辑理论导论》（1952）首先承认，形式蕴涵（formal entailment）即逻辑学家感兴趣的普遍性的蕴涵与非形式的蕴涵（non-formal entailment）即词典编纂家（lexicographer）的蕴涵不同。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语言的逻辑运作，那么，简单的演绎关系并不是全部。必须从比蕴涵和矛盾更为丰富的维度来思考，使用那些形式逻辑之外的多种分析工具。在实际论证中，不仅有不属于逻辑不可能性的其他类型的不可能性，而且，虽然前提并不蕴涵（entail）结论，但它是接受结论的完全充分的理由。论证虽然不是演绎有效的，却是完全靠得住（sound）的论证。[37]
 因而有两类逻辑：符号的、形式的逻辑和语言的逻辑。在之后被收入艾耶尔编的《哲学中的变革》一书的“构造与分析”中，斯特劳逊也从自然语言的性质出发批评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作为我们表达和交流思想之工具的自然语言，它的有效性经受了一种不断使用的、最严格的检验。如果想懂得概念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必须在其实际使用中进行观察。由于基于数理逻辑的分析概念过于严格，因为它假定存在着概念类之间的准定义关系，但实际上这是得不到的，这也过于狭隘，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语言发挥功能时的许多完全不同的特点，而我们的哲学问题要得到解决的话，首先就要对这些特点进行精确的记录和描写。结果，最终导致那个用于日常语言的分析纲领的失败。对此，日常语言不能代人受过。的确，在被构造的系统中获得了准定义关系，然而，这有限的成功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种同普通言语概念的真实性相分离的代价。所以，我们应当通过仔细精确地观察有关表达式在日常谈话中实际使用的方式，来达到对哲学上令人迷惑的概念的理解。当然，人工语言的哲学建造者和自然语言的哲学研究者不必成为敌手。实际上，构造模型的简明性可以对实际用法的复杂性投以光明，而对自然语言所作的某些观察似乎对于成功地构造简明的模型也是必要的。所以，从某种角度看，两者应该互助而非竞争。[38]


对非形式逻辑感兴趣的人来说，毫无疑问，赖尔坦纳讲座（Tarner Lecture，1954年以《两难论法》出版）特别是最后一讲“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非常重要，他的论述影响了图尔敏和佩雷尔曼的著作。赖尔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总是或多或少与一般哲学探究相联系。亚里士多德既是三段论推论规则系统的创立者，也对哲学概念的阐明有相当的发展，这是不同的思维类型。三段论理论中的技术问题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问题十分相似，系统化和严格证明的观念在起作用，意义变换和遮蔽的问题被禁止，错误的步骤可被证明是谬误。但是，快乐、感觉或道德义务理论中的问题却与此不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辩论，随着辩论的推进，问题变得更为清晰，但这些辩论并未采用定理链的形态，也未采用允许系统符号汇编（notational codification）辩论中所使用的论证。形式逻辑家解决的是“且”、“非”、“某些”等的逻辑，而哲学家探索的是“快乐”、“看”、“机遇”等概念的逻辑。因此，“非形式逻辑”是对重要哲学概念的理论分析。赖尔认为，理想化程式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码事。实际的战斗不能归约于操练，绘图法不能归约于几何学，贸易不能归约于平衡账目，哲学问题的处理也不能归约于有关逻辑常项定理的派生或应用。如果操练、几何学、会计学能够完全地与它们的顾客分离的话，那么操练、几何学、会计学的全部关键要素就将迷失。这就像禁止所有的贸易而保留货币兑换。同样，对哲学家来说，他的问题、他的结果或他的程序应该或能够被形式化地建议，就如同关于战士、绘图者和贸易者的建议一样，是误入歧途。[39]
 赖尔将那种试图通过形式逻辑的运算把哲学问题归约为形式逻辑中的标准问题的期望，称作“无根据的梦想”。将一些哲学家的“心爱的模型”比喻为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之床。因此，哲学工作更经常的操作是“概念分析”、“非形式逻辑”。它是概念、观念的意义分析和澄清。

其实，这种思想在赖尔1945年担任牛津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的就职演讲“哲学论证”中就已现端倪。他要揭示适合哲学思维的论证类型的逻辑结构。哲学论证不是证明（proofs），因为证明需要定理和前提，然而不存在哲学定理。《心的概念》（1949）第九章对作为“从一开始就以受尊敬的几何学方式教授”的形式逻辑与“实践逻辑”进行了对比：以“沉思的习语”教推理与以“执行的”（或“建构的”）习语教推理；“认知”是看到某种东西与“认知”是搞出某种东西；推论是旁观者的活动与推论是参与者的活动；逻辑规则是同意推理的许可证与逻辑规则是做出推论的许可证；内在地“看到”一种含义的举动必定是使用论证的前奏与“听到”（或“读到”）一个公开了的论证是“看到”任何特殊含意的前奏。[40]


格赖斯的“逻辑和会话”也明确对照了形式主义者和非形式主义者的方法，实际上也可看成是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对比。[41]
 首先得承认，逻辑学家的形式装置，比如真值函项连接词（～、∧、∨、→）及量词等（和二值解释相联系）与自然语言中对应物，如“非”、“且”、“或”、“若—则”以及“所有”、“有些”等表达式之间，存在或显现出含义上的差异。形式主义者和非形式主义者（informalist）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前者关心非常一般的有效推论模式的形式化。形式装置绝对优于其自然对应物，因为可以根据形式装置构建非常一般的公式系统。这样的系统可以由某些简单公式和数量不定的进一步的公式组成。这样，我们就有一种处理未决的、可接受的推论模式，或许可以应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判定程序。而自然语言是含混的、歧义的，有时它的语句不能赋予一个明确的真值，可能背负坏形而上学的包袱。可见，自然语言中的表达式不能满足安全可靠的科学基础的要求。因此，应该构造一种理想的语言，把形式装置（其语句是清晰的，真值是确定的）和保证摆脱形而上学的意涵合并起来，由此，科学的根基将在哲学上是安全的，因为科学家的陈述在这一理想语言之内将是可表达的（虽然未必实际上被表达）。但是，非形式主义者有不同的见解。理想语言的构建依靠某些可疑的假设：评判一种语言之充分性的标准是其伺候科学需求的能力，除非对一个表达式的意义予以解释或分析，否则不能保证该表达式是完全可理解的；每一解释或分析必须采取精确定义的形式，即一种逻辑等值的表达式或断定。然而，实际情况是，除了服务于科学探究的目标之外，语言也服务于许多重要目标；在不知道一个表达式的分析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极佳地懂得它的意思（因而更有理由说它是可理解的）。而且，一种分析的预备可能（通常就是）就在于对所分析的表达式能否适用的条件做尽可能一般化的说明。许多自然语言表达的、并不依靠形式装置的推论和论证也是有效的。因此，一种形式装置之自然对应物的逻辑必有其地盘，它是未简化的、多少无系统性的，可以由形式装置的简化逻辑辅助和引导，但不能被后者排挤掉。确实，两种逻辑不仅不同，而且有时还相互冲突，因为对形式装置成立的规则可能对其自然对应物并不成立。[42]
 不过，格赖斯认为，形式主义者和非形式主义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影响会话的一般条件的性质和重要性。

总之，斯特劳逊关注日常言说的逻辑特性，赖尔注意日常概念的逻辑，格赖斯关心自然语言会话的逻辑。他们都是非形式逻辑的先知。不过，相较而言，维特根斯坦通过其学生对非形式逻辑的影响更大。

先驱之先驱：维特根斯坦

第一代非形式逻辑学家都是20世纪中期训练有素的分析哲学家。一方面，他们在逻辑方面所受的训练是符号逻辑或数学逻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形式逻辑，是逻辑的范式，而研究哲学需要运用逻辑。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当时流行的源自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哲学观点的影响：通过分析语词和表达式的用法，我们能获得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理解，即“意义即用法”这一口号；既然语词用法告诉我们它们所意谓之物，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实际的语言用法，而非依靠先验的理论化。这个信条可能引导人们考察实际论证。

非形式逻辑的当代思想先驱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其二是对自然语言论证的关注。

一方面，维特根斯坦的晚期著述对形式逻辑及其逻辑哲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强调语用学，影响了非形式逻辑理论发展的某些关键人物，如图尔敏、汉布林和斯克里文等。另一方面，非形式逻辑的出现以及有时表征为“日常论证的逻辑”、“活的论证”（用伍兹的话说——“未经屠宰的”论证） 的研究，与维特根斯所开创的“日常语言哲学”相联系。

维特根斯坦的晚期著述披露了某种挑战演绎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教条主义和演绎主义（演绎推理的理想化）之间的联系。逻辑所处理的命题和词被认为是某种纯洁而且明确的东西……在这里很难使我们免于垂头丧气，——我们很难看出，我们必须只考虑我们的日常思维的对象，而不要走上歧路，在那里，仿佛我们应当描述那些精致细微的事物，而这种描述却是我们的手段根本不可能作出的。……我们越是细致地考察实际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也就越加尖锐。（因为，逻辑的那种水晶般的纯粹性当然不会听命于我
 ，毋宁说，它是一种要求。）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容忍；这个要求面临变成空洞之物的危险。——我们站立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
 。让我们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吧！……只有把我们的整个考察方向扭转过来，才能消除关于这种晶体般的纯粹性的先入之见
 。[43]
 “构造命题的证明在心理上的不利之处是它们易于使我们忘记结果的意义不是单独从它那里，而是从证明那里读出。在这方面，罗素符号系统侵入证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提到“逻辑对数学的灾难性入侵”之后，又说“对数理逻辑入侵数学的咒骂是这样的：现在，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在数理符号系统中表示，这使我们觉得必须懂得它。虽然这种书写方式只是对含糊不清的普通散文的翻译。……由于把我们的交往语言的形式肤浅地解释为对事实的结构做出分析，‘数理逻辑’完全曲解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当然，在这方面，它只是继续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之上建构”[44]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影射依靠逻辑形式概念加工处理的简单化和形式化。《哲学研究》（23）说：把语言中工具及其用法的多样性以及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同逻辑学家们（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内）关于语言结构所说的话加以对比，那是很有趣的。[45]
 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一种对哲学逻辑的控诉，为维特根斯坦着眼于发展“我们语言的逻辑”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46]
 《哲学研究》（89）不满以前对逻辑和语言关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观察到，逻辑似乎应当有一种特殊的深度——一种普遍的意义。逻辑似乎处于一切科学的基础之中。——因为逻辑研究所探讨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探索事物的底蕴，而不应关心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还是那样。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先验的而非经验的研究。他将这个特性刻画为“逻辑必然的坚硬性”，[47]
 一种与从弗雷格《概念文字》（1879）开始并由怀特海和罗素《数学原理》承继的逻辑发展相联系的坚硬性。维特根斯坦写道，“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意义以及对语言逻辑的误解诱使我们认为，命题必定会做出某些非凡的、的确是独特的事情”。这暗示维特根斯坦相信存在一种我们语言的逻辑，但他和罗素曾经误解了那种逻辑，因为企盼自然语言符合形式的或数学的逻辑的精确性和严格性。对于晚期维特根斯坦，显然，自然语言的逻辑不处理逻辑系统研究所发展的形式演算，所要做的一切是处理他所谓的“我们语言的语法”——表达式、语词和语句如何被使用。约翰逊由此认为，非形式逻辑挖掘和代表“晚期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比起数学逻辑来，非形式逻辑可能是更有帮助的自然逻辑的表达。[48]
 这种精神在维特根斯坦1944年11月16日写给马尔科姆的信中以一种刺耳的方式呈现出来：你我曾沿着河边的铁路桥散步，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你对“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朴素自然的评论震撼了我。我然后想：如果哲学研究为你所做的一切是要能使你貌似有理地谈论逻辑的抽象问题等，如果它并不会使你比任何像记者这样的人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危险的
 措辞更为严肃认真，那哲学研究的用处是什么呢？你瞧，我知道对“确实性”、“可能性”、“知觉”等的良好思考是困难的。不过，如果可能的话，对你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进行真正诚实的思考或设法
 思考，更加困难。麻烦在于，思考这些事情不是令人激动的
 ，往往完全是令人不快的。每当它是令人不快的时候，它却正是最
 重要的。——我还是停止说教吧！我想要说的是：我非常非常愿意再见到你；但是，假如我们相见避免谈论严肃的非哲学的事情的话，那是不对的。由于羞怯，我不愿冲突，尤其不愿与我所喜欢的人冲突。但是我宁愿有冲突也不愿只是进行肤浅的谈论……[49]


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图尔敏

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思想对图尔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强调实践活动，语用学和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维特根斯坦最后几年的教学比赖尔和奥斯汀对他的影响都大。图尔敏说，[50]
 如果笛卡尔是标志现代开始的一个划时代人物，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维特根斯坦当作标志它终结的人物。他对意义和语言用法之间语境连接的探究，深深影响了图尔敏
 
[14]

 。拉卡托斯提醒人们注意，图尔敏忠诚于当代哲学中最高的反启蒙主义者传统之一：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51]
 图尔敏早先就意识到，伦理学领域的好推理遵循不同于其他领域（如数学、物理学或美学）之好推理的规则，并从第一本书就开始在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下向严格的形式主义方法发起攻击。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图尔敏不断地论证：推理的有效性由于领域、功能和语境的不同而以多种形式出现；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不同于17世纪跟随笛卡尔唯理主义和牛顿普通力学而建立的范式，在这个范式里，推理的有效性意味着几何的确实性、普遍性和必然性。[52]
 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图尔敏关注的焦点一直是理性（reason）、推理和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他站在抽象合理性（rationality）之一切形式的对立面。

图尔敏于1946年夏季至1948年进行博士论文写作，这个时期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哲学研究》。据说维特根斯坦在课程讲座中花费大量时间描述他的哲学方法，因而可以猜想他在这个时期的讲座里使用了《哲学研究》的材料。维特根斯坦去世前一年（1950年），在图尔敏的第一本书《理由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考察》（博士论文）里，对维特根斯坦有一些引证，从一些重要部分所讨论的看法可以看出，作者熟悉维特根斯坦的作品。图尔敏甚至提前使用了在维特根斯坦死后出版作品中的某些讨论。比如，当图尔敏挑战真值对应理论适用于伦理问题并反思“推理及其使用”的时候，他的表述非常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在描述性语句的情形中，为什么一个特殊的真值标准是恰当的问题，只有在我们考察了使用该描述的目的之后才能得以解决。一个推理模式的逻辑与推理作为其基本部分的那种活动关系密切。图尔敏证明提出“限制性问题”的坏习惯的“消除”与维特根斯坦有关质疑枢纽命题之无意义的警告的方式和理由都差不多。[53]
 另外，他在《理由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考察》的致谢中提到，从维特根斯坦的讲座获益（虽然在《论证的使用》和《人类理解》中没有致谢）。图尔敏把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集中于对道德判断的理由论证上，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在元伦理学领域中的具体应用[54]
 ，是“维特根斯坦式”的伦理论证分析。图尔敏所使用的方法，尤其在早期论著中，与维特根斯坦所赞成的方法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图尔敏不断提倡一种在人类情景中考虑论证的方法论。这是维特根斯坦主张的回响：语言游戏是理解逻辑的线索。[55]


紧接着博士论文的《科学哲学》（1953）将维特根斯坦晚期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科学哲学，该书也将科学理论尤其是物理学的解释力与发现我们周围世界一条路的地图而非命题的形式公理系统相比较。[56]
 图尔敏虽然明确承认其《科学哲学》将赖尔的“推论许可证”（inference-licences）的概念应用于物理学，把科学规律看作是“推论入场券”（inference tickets），但贝恩认为，这个观念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所断言的“一条规则立在那里就像一个路标”相差不远。还有其他重要的相似性，比如，图尔敏多次强调科学中图解的使用，理由之一是它们在描述形式体系不能描述或预设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力量。这也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断言：“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说明）而用描述取而代之。”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维特根斯坦是在说，形而上学家把语词变成日常生活语言游戏之外任务的工具。图尔敏对把科学哲学的任务规定成提供科学解释的逻辑形式这一观念最为不满。对他来说，解释的理论更像是地图。[57]
 图尔敏曾模仿维特根斯坦的比喻：话语不是单一的目标工具。事实上，它更像一种童子军刀，而且我们根据经验对其进行形塑和修改、加上新装置（推理模式和概念类型）以执行新功能，砥砺旧功能，最终它们将为其旧的、熟悉的、经过多次磨炼的目标服务得更好。希契柯克认为，《科学哲学》预见了非形式的（non-formal）科学哲学的新近工作。[58]


图尔敏后来在回顾自己的研究时说，[59]
 在《论证的使用》中，我将自己的立场从伦理学和物理学扩展到一般推理程序。辩论的最终核心问题也是开始的核心问题：哲学家宣布要分析的意义是包含在孤立的言语命题中，还是可理解的语言只是在行动和情境的更大框架中才有意义？晚期的维特根斯坦逐步相信，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信奉的一些观点，一些传统上作为严格的、形式主义者逻辑方法的假设，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维特根斯坦逐渐拒斥这样的观点：逻辑是所有证明（justification）和（好）论证的单一的、普遍的和抽象的模型。1932年，他向学生介绍他的论题：一个词的意义是其在语言中的使用，最终提出“语言游戏”的方法论策略。不仅不存在能模型化所有证明关系的单一演算，而且“逻辑领域”是个复数，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规范和标准集。这些标准不仅形成这个领域的理性评估的标准，而且基于在该领域本身的构件之间获得的某种内在特性或关系，即领域和语言游戏，看起来是证明世界的自然类。因此，图尔敏的论证域（field of argument）的概念与维特根斯坦关于规范的多元主义的立场颇为相似。戈登认为，图尔敏的论证域的概念是自亚里士多德《论题篇》以来对论证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而《论证的使用》当时遭到批评，恰恰是因为图尔敏变成了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论证的使用》的新颖性在于其态度源自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著述。[60]


图尔敏是非形式逻辑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先驱。《论证的使用》以最为明晰的形式表达了“好理由有好多种”的观念，影响了诸如约翰逊、福格林、希契柯克、伍兹、沃尔顿等第一代非形式逻辑学家以及批判性思维理论家（如梅可派克、恩尼斯）和美国论辩理论家（如布罗克瑞德和埃宁格等）。这种“对推理有效性的多形式、非普遍、非必然之本质的洞察毫无疑问是由晚期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教学所激发”，无论如何，这一洞察与维特根斯坦清晰明白的语言观点关系密切。[61]
 “人们在图尔敏《论证的使用》中感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62]
 在该著作的结论部分，图尔敏从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比喻出发，说明了逻辑改革的破与立的两个步骤。晚期维特根斯坦经常将哲学中所擅长的对观念的调整与图书馆书架上的书籍调整相比较。人们首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眼下虽然毗邻但实际上并没有联系的书籍分开，将其放在地板的不同位置。起初在书架的内部和周边难免越发显得混乱，但之后不久，改善了的新秩序开始显现。因此，在开始阶段，图书管理员和哲学家的活动是类同的，都必定是否定性的、混乱的、破坏性的。对图尔敏的探究来说，首先可能全神贯注于否定性问题：逻辑理论不应采取什么形式，在知识论中什么难题是幻想的东西，传统的演绎概念出了什么错，如此等等。为了使逻辑理论更与批判性实践相一致，一种激进的逻辑理论的调整是需要的。在从我们的理智图书馆的目录扔掉旧“逻辑”和“认识论”部分之后，我们如何着手以一种新的、更为实用的排列来替代散乱的书籍呢？对此的完满回答难以一蹴而就，不过，可以提出一些有关支配任何调整原则的一般评论：第一，逻辑和认识论之间修好的需求，它们将不是两门学科而变成只是一门学科；第二，逻辑中比较方法的重要性，把所有领域的论证当作同等有趣和正当的来对待，不带有一个领域的论证优越于其他领域的论证的任何暗示，来比较和对照它们的结构；第三，把历史的、经验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的考虑重新引入哲学家最为自傲的以演绎论证为中心的净化的学科。[63]
 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也常常透露出图尔敏身后维特根斯坦的影子。例如，《论证的使用》在讨论关于全称命题是否具有存在含义时，突出表现了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精神，认为是否有存在的含义并不由陈述本身的形式决定，而是看在特定场合提出的陈述形式的实际使用。[64]
 图尔敏模型中的“担保”（warrant）概念反映了图尔敏的一般洞见，推理的有效性表现为多种形式，大多数领域的推理不具有把许多思想家吸引至“唯理主义者”范式的必然性和确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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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空的构造》（1961）、《物质结构》（1962）和《时间的发现》（1965）追溯了从古代到现在理智发展的路线，根据它我们的自然概念的基本特性逐渐被接受为共同知识；比如，《时间的发现》给我们讲述了地球、生命和天空如何逐渐被理解为有一部历史的故事。这些对现代科学祖先的研究使图尔敏以更长的篇幅和一种历史架构在其《人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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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卷一中再次提出《论证的使用》的核心论题：在科学、哲学及相似学科中，逻辑系统性的排外成见一直对历史理解和理性批评是有害的。《推理导论》（1972）更使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的基本思想落实到非形式逻辑教科书中。《认识和行动》（1976）评介了回答“什么是你的信念和行动之理由”问题而形成的三种哲学传统——源于柏拉图的形式的或逻辑的传统、从18世纪以来最为人所熟知的常识或经验的传统以及康德开创的批判的或先验的传统。图尔敏则倾向于采取一种审慎的反形式主义者（antiformalist）的姿态。形式主义者传统曾在从古希腊雅典以来的哲学论证模型的发展中扮演了主流角色。但图尔敏不加掩饰的观点是，在历史发展中也几乎起着同样大作用的哲学怀疑论只不过是形式主义的不可避免的镜像——哲学家为过于当真最初基于几何学和形式逻辑所做出的夸大其词的主张所付出的代价。[65]
 《重返宇宙论》（1982）让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者讨论中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概念的成形，[66]
 图尔敏承认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科学概念天真外推到非科学语境依然需要加以严肃对待的看法的影响。[67]
 《决疑法的滥用：道德推理史》（1988）通过追溯从古希腊和罗马到作者自己工作的个案方法使用的历史，维护了伦理学中的个案方法。《国际大都会：现代性的隐秘议程》（1990）追溯来自16世纪人文主义和17世纪唯理主义的现代性起源，号召恢复二者之间的友善关系，将唯理主义者稳定的、自足的（self-contained）形式系统之观念中有价值的东西与复兴对口头、特殊、局部、合时宜的欣赏结合起来。最后，《返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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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从更高层次对发端于17世纪以数学逻辑的严格形式标准为特征的理性主义之梦进行了系统清算，促进辩证法、修辞学和语用学的整合。他或许过于乐观地赞美在许多学科里从对形式严格性的痴迷（从17世纪唯理主义继承的）到“难缠的事实、共享的价值和竞争的兴趣”之间新平衡的转移。[68]
 他对特殊的强调使得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人”。[69]
 在这些思想发展历程中，维特根斯坦始终如影相随。

在最后一本书《返回理性》中，图尔敏更加频繁引证维特根斯坦（30次左右）的说法。图尔敏感到因聆听维特根斯坦的课程而负人情债，并承认他的“理论批判被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路向所引导”。[70]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17世纪以来的思想家梦想将合理性、必然性和确实性封装在单一的数学包裹里，然而这一脱离实际的观念给人类理性造成了300年的创伤，现在需要重建理论和实践、逻辑和修辞学、合理性和合情理性之间合适的平衡。所谓“返回理性”就是恢复古希腊意义上的理性（reason）。这一核心思想显然是《论证的使用》的中心论点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表述，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对图尔敏的影响可概括如下：

第一，在对待自然语言的态度上，图尔敏继承了维特根斯坦。自然语言一般来说适合人类的任务，还是对于表达经验或交流抽象思想基本上是有缺陷的媒介？一些人把自然语言看作是漏洞百出的、有缺点的、不适合作为知识的工具；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切命题，就像现在的样子，是有完全的逻辑次序的。对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信徒来说，在神学上难以接受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产品，因为上帝造就人的本质必定已经赋予我们天生的语言能力。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具有真实的力量。《逻辑哲学论》的著名论点——“我们为自己塑造事态的表征”（图尔敏的翻译）在《哲学研究》里依然存在，而且为新词如何进入世界，进入不同活动语境和生活形式提供了清晰的说明。从这个观点看，语言是一种我们在其中形成情景或事态之表征的事业，理性探究通过考察这种观察和引导我们探究的假设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发现这些情景的真理。维特根斯坦坚持，规则、程序或语言游戏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个体思维者和主体的私人世界里，而存在于公共领域。维特根斯坦或许已经发现它有助于研究这些活动：注意看它们的持续性，意义如何被标准化，传达给新一代，乃至这些活动如何历史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波兰尼对科学知识默会方面之图景的描述与维特根斯坦的晚期立场相一致：科学术语和陈述从与人类情景和行动的特定群集的联系获得它们的意义。这一立场有助于消解20世纪初流行的科学哲学的唯理智主义解释。遗憾的是，维特根斯坦没有对他所促动的哲学中的变化采取一种历史态度。历史重要性的盲区是他的主要不足。图尔敏通过融合从维特根斯坦和柯林武德那里发现的东西，弥补了这一缺憾。[71]


第二，在对待柏拉图—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之梦上，图尔敏继承和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从蒙田到杜威、维特根斯坦和罗蒂都曾论证，我们不必就其表面价值接受柏拉图的追随者所痴迷的永恒真和难以企及的确实性这一梦想。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疑问很合适：人类事业的追求压根儿需要我们承认或遵守一套系统的规则吗？科学方法不是表达为类似于象棋规则的那样一套规则，而是表达为成功做的一种程序，而非计划不周的科学。赢得象棋并没有形式的秘诀，科学没有理由会不是如此。蒙田在16世纪的欧洲所扮演的怀疑论角色，在20世纪由维特根斯坦最终以一种变异形式而完成。这种怀疑加强了维特根斯坦对基础主义隐秘诱惑的摸索。不过，在图尔敏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晚期怀疑论路向最宜与皮浪主义者或“古典怀疑论”而不是笛卡尔或休谟系统怀疑方法或解构性论证相比较。按照古希腊哲学家的眼光，休谟的或笛卡尔的现代怀疑主义论证算不上是“怀疑的”，它们不过是“否定教条主义”的一种变体：预备否定其他哲学家断定的一切。对于希腊人，真正的怀疑论者以平等的力量反抗肯定和否定哲学概括的要求。皮浪的核心是，承认当对知识和确实性的要求过于广泛和宏大，以致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崩溃时，避免肯定或否定它们。虽然维特根斯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皮浪或塞克都斯，更不用说蒙田，然而，他的看法和古典怀疑论者之间的相似性以致被忽略。[72]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尔开启的现代性的哲学批评也与某些20世纪的其他作者相像。海森堡论量子力学的首篇论文攻击17世纪哲学，因为它采取过于消极的感觉论和严格分离观察和被观察者的观点。在此文余波未尽的1929年，杜威的吉福特讲座《确定性的寻求》出现。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家发现唯一适合任何哲学的“理性”系统的概念框架，因而再没有权利主张其特别权威性的要求。[73]


第三，在看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方面，图尔敏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图尔敏通过回忆维特根斯坦的身世和教学，证明他的老师看重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钢铁百万富翁家庭中的老小，在其性格坚强的姐姐的庇护下成长，在公立教育系统之外的家庭里受教育。从开始他就喜欢既精通数学证明也精通实践任务。对他来说，手工技能和理智技能之间的对照没有多大的重要性。理智的思维和实践的思维相结合是贯穿维特根斯坦一生的心灵特性。有一种不属于精确科学的理想化领域而属于富有技能的和富有经验的实践。阅读庄子（庄子怀疑他所认为的过于严格僵硬的、传统的儒家准则）的庖丁解牛使图尔敏回忆起维特根斯坦在课堂上谈论野外地质学的技能。当我们看到有经验的地质学家在山腰使用地质锤敲开岩石，看它们的组成成分时，似乎是那么不费力气，是相当直觉的：他们一只手翻转岩石，然后挑选敲打的地方，灵巧地击成两半，它们的内部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不是一种依靠来自科学理论的形式推论，甚至也非使用一种特殊的学科技术来做。当我们今天被一种理论的成瘾性淹没时，维特根斯坦的怀疑使我们重新认真对待实践的思维。“理论”（更准确地说，是“诉求理论”）是在特殊学科中起具体作用的实践。在科学推理旁边，还有一种修辞（trope）或论题（topic）——归类、演示、类比等发挥作用。合情理的、中道的古典怀疑论者不会对实践哲学大惊小怪。维特根斯坦十几次说到这种划界问题。需要看看前笛卡尔实践哲学在过去30年有多少重新被提及，占据了靠近哲学辩论中心的地方，我们就能摆脱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人曾经做出死刑判决的枯萎的理论哲学。图尔敏说，维特根斯坦激励他的学生避免把哲学当作一种职业来追随，而是开始从事一种更为像人的、有用的行当，比如像医学。但是，维特根斯坦在理论心理学中发现的混乱，以潜在的、更为有害的形式再现于法律实践和精神医学中。关于脑死亡概念或撤离生命支持机器的辩论，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哲学问题。[74]
 如果笛卡尔是标志现代开始的一个象征，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是它结束的标志。

此外，佩雷尔曼在其《新修辞学》和《修辞王国》中都曾引证维特根斯坦。[75]
 研究汉布林的麦肯齐报告说，汉布林把自己当成维特根斯坦的信徒。当然，他的维特根斯坦主义是非正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波普尔（汉布林的老师）和形式化学派的强项与晚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优势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汉布林理解逻辑的最佳方式。他吸收了维特根斯坦晚期工作的某些核心见解，认为语言有许多极为不同的用法。语言并不像逻辑学家所默示的那样，几乎完全由在试图证明的过程中担任前提和结论的真值陈述组成。[76]
 《谬误》四次提及维特根斯坦。[77]
 汉布林说，我将采取的论题是，语言实体的所有性质在根据它们用法的广阔模式可决定的意思上，是“辩证的”。[78]
 “它们用法的广阔模式”也许指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深层语法”。[79]
 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先驱斯克里文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其逻辑思想渗透着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精神。[80]
 在论述所谓的“检证逻辑”时，斯克里文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必须把人们身处其中的环境的信息内容吸纳进来作为我们逻辑分析的参数，而且，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没有多少意义。“当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方法很久以前就使这一点显而易见。”[81]
 他所创立的“评估逻辑”也受维特根斯坦影响。[82]
 像福格林这样的非形式逻辑教科书作者也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汲取思想，他曾直接应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讨论正常论证与不正常论证，其决定因素是深层分歧，不厌其烦地引证了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83]
 福格林说，“我的论点毋宁说是维特根斯坦的论点是，深层分歧不可能通过使用论证加以解决，因为它们暗中破坏了论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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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形式逻辑的三大理论先驱

在非形式逻辑的兴起阶段，除了汉布林的《谬误》（1970）对谬误路向的教科书和伍兹与沃尔顿的谬误研究有直接影响之外，图尔敏或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并没有对当时的非形式逻辑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形式逻辑的特权或垄断权依然在英美哲学思维中根深蒂固。图尔敏的挑战被撇在一旁，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文）在英语世界几乎没有人读。所以，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哲学家之中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非形式逻辑运动并不是图尔敏和佩雷尔曼有关论证或论辩工作的一种结果，而是扎根于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的独立结果，当然也与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因素有关，比如20世纪60年代反建制的社会态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刺激大学教育的膨胀。[84]


但是，当非形式逻辑的发展步入理论建构阶段时，其基本理论概念和观点均从图尔敏、佩雷尔曼和汉布林的思想中汲取了灵感和营养。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一些认同非形式逻辑的人开始浏览文献，思考论证分析新工具和评估新标准的理论基础。此时他们遇到了《论证的使用》和《新修辞学》英文版。布莱尔说，第一反应是某些观点得到了验证。作为年轻的学者因为教授所谓的“小儿逻辑”被我们的同行所蔑视而没有自信心，现在因为发现与我们类似的观点早在20年前由两个极受尊敬的哲学家表述出来而得到鼓舞。但是，不像在美国言语交际共同体里，著名的“图尔敏模型”并未在哲学教学中流行起来。起初我们不了解图尔敏的“担保”，以为它像是未表达前提。佩雷尔曼对论辩和演证的区分初期就被接受，但非形式逻辑家倾向于阅览其论辩型式与论辩实践的说明，把它们当作描述的而非规范的（而我们想要规范的），或者是难以接受的相对主义。但是，近来情况有所改变，最近10年许多非形式逻辑家重新考察这些作者的经典著作，并以导入一些概念的新方式加以发展。[85]
 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发展受到这三大理论先驱的不同路径的影响。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些理论先驱有一系列共同点。[86]


第一，图尔敏、佩雷尔曼和汉布林都有形式（数学）逻辑训练背景，因而他们对形式逻辑的批评非同寻常。图尔敏早先主攻数学和物理；佩雷尔曼的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弗雷格的；汉布林更是计算机科学前辈。这些深谙形式逻辑的知名学者的批评所具有的权威性是传统逻辑学者望尘莫及的，而且这种批评容易为后来同样有形式逻辑教育背景的非形式逻辑学家接受。

第二，三人都批评形式逻辑不关心论证的过程和目标。形式逻辑仅仅关心论辩过程的产品或结果——前提和结论组成的论证，而且主要与命题的内容无关。但论辩是一种发生于特定社会和语言环境中的社会活动，具有支配论说程序规则，有说服或证明的实践目标，使用各种技术。而论证只不过是论辩的一部分；由于把其余一切当作外在的而误解了论辩的丰富性，所以其焦点受到限制。

第三，形式逻辑忽视语境。形式逻辑脱离论证的语境而考虑论证，忽视论证是人所表达的论证这一事实。对于论证的优劣涉及在某个时间或某一情景中的个人毫无准备。由于焦点在于论证的形式方面，所以形式逻辑并不评估前提的实质性方面，也不考虑前提以不同程度的力量支持结论。用非形式逻辑的术语来说，充分性和相关性超出了形式的视界。形式逻辑是人工的，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普遍的不相关。

第四，形式逻辑信奉演绎的狭窄性。形式逻辑狭隘地处理关于蕴涵的形式上的命题关系，它是论证固定的本体属性。一个论证只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对于好论证而言，演绎有效性是一个太狭窄的标准。不仅存在不同的有效性含义，如演绎的、归纳的、引导的和回溯的有效性，也有有效性的等级。

第五，形式逻辑偏爱公理的固定性，躲避商议。形式逻辑并不描绘现实；尤其不理会人类如何商议的问题。演绎模型，就如规范原则，是不充分的，不是普遍可适用的，因为其理想不可企及，也不为每一听众所认同。从基础的自明之真推导出真的笛卡尔式的理想令人起疑，不存在自明的、无争议的真。而且，形式逻辑躲避歧义，要求单义性，用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抽象地工作。但是，论证发生于充满含糊、细微差异、歧义表达、并不抽象的自然语言之中，无一能实现这种分析。将形式规则应用于提取以断言表达的命题扭曲原来的陈述。

第六，形式逻辑集中于合理性（rationality）而非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形式逻辑专注于笛卡尔式合理性的模型，贬低合情理性的重要性。合理性模型一直被当作普遍的、客观的、绝对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而提出来。但是，由于这个柏拉图王国的残余永远超过人类所能及的范围，留给人们的是不得不基于可利用的证据作出合情理的决策。

图尔敏对非形式逻辑的影响越来越大。汉布林的影响主要限于谬误主题，其解决谬误问题的“形式辩证法”最终走向与非形式逻辑方法不同的方向，况且在非形式逻辑理论刚刚展开时，他就去世（1985年），因而几乎没有与非形式逻辑学家的互动。佩雷尔曼对非形式逻辑学家的工作有所了解，但由于他给听众以核心地位，部分非形式逻辑学家对修辞学持否定态度，而他基于早先对《非形式逻辑通讯》的印象以为非形式逻辑的重点纯粹是教学法，谢绝成为《非形式逻辑》编委，[87]
 所以始终与非形式逻辑保持距离。唯有图尔敏与非形式逻辑学家的互动日趋热络，标志是安大略论辩研究协会（OSSA）2005年会议——“论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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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论辩的人工智能学者也从非形式逻辑视角发展了图尔敏的观点尤其是图尔敏模型，因此，图尔敏对非形式逻辑的影响最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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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直接。

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先驱都看到了，用形式逻辑来应对日常或自然语言讨论中的论证，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勉为其难。这种困局正是论证型式（日常推理的绝大部分）的特性与形式逻辑工具的不匹配造成的。因此，不难理解，图尔敏放弃论证分析的几何学模型，而代之以法学模型——图尔敏模型。而图尔敏模型被普遍认为是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的更近真实的摹写。至于佩雷尔曼，竟耗费10年时间汇集法语世界使用的大量论证型式实例，作为《新修辞学》（1958）的主要内容。汉布林则从另一路径重振古典辩证法，他的理论精神也对论证型式研究有重要意义。[88]


三 非形式逻辑的特性

在适当语境中来看，非形式逻辑是逻辑改革历史进程中最新的改革之一。[89]
 但是，很多人可能仍有这样一种印象：非形式逻辑就是传统逻辑，因为后者也包含了论证理论。其实不然。传统逻辑中的论证理论内容单薄而且常常与其中的演绎理论相冲突，特别是谬误理论部分更是千疮百孔。

非形式逻辑和传统逻辑

普赖尔为美国《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传统逻辑”词条认为，传统逻辑包括的基本内容有：（一）词项逻辑：普遍词项和单独词项；外延和内涵；定义和划分；属、种、种差；本质和偶性；简单的普遍词项和复合的普遍词项；否定词项。（二）命题逻辑：1.对当——主词和谓词；命题的量和质；A、E、I、O与逻辑方阵；“有些”的含义。2.等值——换质；单称、全称、特称之间的关系。3.命题的换位——简单换位；限制换位；换质位。（三）三段论逻辑：三段论定义。大词、小词、中词。1.格和式——一般的式；包含单独词项的式；三段论规则。2.三段论的划归——划归方法；各格的特殊规则及特点。3.词项的周延性——A、E、I、O四种命题的词项周延情况；与周延性相关的规则。4.欧拉图解——5种图形对应的A、E、I、O；复合的欧拉图（三个词项间的关系）。5.复合三段论、省略三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归纳。6.三段论推理的怀疑论批评。7.假言、选言三段论——纯假言三段论；混合假言三段论；混合选言三段论的否定肯定式和不相容选言三段论的肯定否定式。8.二难推理——构造式、破坏式。19世纪后期，在弥尔的影响下，传统型教科书逐渐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形式的”或“演绎的”逻辑（差不多处理前述内容）和“归纳的”逻辑或“科学方法”。即使我们以动态的观点审视传统逻辑，将柯比的《逻辑导论》也当成是它的最新形式，也可看到非形式逻辑进行了十个方面的变革，更切合实际论证的本真情况。

1.论证的概念。融合了逻辑学（支持关系）、辩证法（对话、意见分歧）、修辞学（语境、听众）和言语行为论（说事和做事、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论证的预设），突出了论证的交际或说服功能。

2.前提的可接受性。论证的前提可以是多种情况：真、概然真、合理假设、对方接受。

3.语境决定评估标准。不同语境中的论证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演绎必然、高概率、证据优势或暂且可接受。从保真（truth-preserving）的规范向保权（entitlement-preserving）的规范转移。前者指的是有效论证前提真时结论不可能假；后者指前提可接受（合情理reasonable）时，人们有权利得出可废止的结论。

4.六因素的论证基本结构。图尔敏从法学论证提炼出来的论证六因素模型，有更强的概括力，区分了前提的不同功能，包容了多样的论证形式，融进了对话元素（反驳）和各种支持力等级（模态限定词）。

5.合情论证型式分析和评价。这是传统理论压根儿没有考虑的第三类论证，甚至将其混同于谬误。批判性问题评估法提供了加强论证与反驳或削弱论证的突破口。

6.论证结构类型和可能回应的关系。一些逻辑导论虽然也描述了线性、组合、收敛和发散式论证结构类型，但并不理解这些结构类型对应于另一方回应（质疑）的性质，因为它们没有在对话框架中来理解论证。质疑理由——线性论证；质疑相关性——组合论证；质疑充分性——收敛论证。

7.假设和证明责任。这一对概念为解决论证中的“诉诸无知”等提供了可能。

8.论证建构。语篇层次的论证建构突出听众和语境的作用。

9.论证批判。论证批判的一般原则和区分反驳和削弱的不同功用，削弱的多种形式。

10.新谬误论。相对于主体的类型、主体可利用的资源以及适合于特定语境的恰当的执行标准，才可以说一个对话中的推论或移动是否有谬误，谬误总是与一个语境上合适的标准相联系（伍兹）；谬误是合情论证模式的误用（沃尔顿）。

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

常常被认为是一门技术性学科的逻辑，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具体推理和论辩退避三舍。因而，很久以来，理解和改善日常推理被看作是独立于逻辑而运作的论辩理论的任务。不过，近几十年来，逻辑学科正在经历一种实践转向（practical turn）。更丰富的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ata）可以和推理的程序维度结合起来，逻辑和论辩理论之间共同的兴趣使二者成为盟友而非对手。[90]


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所经历的演变可以从三个时代的学者对形式逻辑的态度看出来。在以数学为中心的逻辑（mathematics-centered logic）盛行的年代，在正统逻辑学家眼中尚不存在研究日常论证的问题，因为这种逻辑的动因和焦点是数学的逻辑基础问题。但是，那些涉及具体学科的逻辑研究者逐渐开始怀疑这种逻辑的普适性。首先是从形式逻辑阵营内部杀出来的形式逻辑的批评者。非形式逻辑的三大理论先驱图尔敏、佩雷尔曼和汉布林均非常熟悉现代逻辑。他们试图用另外的方法处理日常论证问题，不约而同转向古典辩证法。只不过科学哲学家图尔敏侧重论证分析和评估的语境与标准的相对性，法学家佩雷尔曼偏好更为具体的论证型式和听众，计算机科学家汉布林则擅长对作为程序的论证的分析和描述。结果出现了图尔敏的实质逻辑，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和汉布林的形式辩证法。他们寻求以数学为中心的现代逻辑的抗衡力，从数学范例转向人类文化中至少与数学一样古老的其他推理范例。之后，20世纪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逻辑学家，面对的是两种有关推理的课程。范本特姆描述道：1970年左右我还是一名学生，阿姆斯特丹大学在同一学期教授两门推理课程，一门是逻辑，吸引一群学生在小教室上课；另一门是论辩理论，来自多个学科热衷于改善自己技能的数百学生填满了历史城中心（the historic city centre）的整个礼堂。今天，如果让我们的学生自由选择，我想情况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同样会出现同样的差别。现在，这也许正是在宽广的和狭窄的生活道路之间作出选择。不过，与相对流行的相比，逻辑与论辩理论之间的联系要多得多。逻辑可以是有效推论模式的规范的、数学的研究，但它并不脱离人类推理的现实，而且逻辑理论一直受到关于常识推理的观念的影响。实践推理和论辩实践都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稳定性，它给予逻辑扎根于实在的某种形式，即使逻辑教科书对此几乎没有反映。范本特姆长期以来对逻辑、一般论辩理论和法律推理联系的兴趣来自作为逻辑学生那些日子里所阅读的“禁书”，即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和图尔敏的《论证的使用》。论辩能丰富逻辑系统。信息流逻辑和程序中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多主体视角。信息通常从与他人的会话、试验或学生和教师的教育过程中获得。甚至个体行动典型地被我们对物理事实的所知和对他人之所知或所不知的了解所推动。论辩是这一范例背景，因为它典型地通过他人完成，它提供了逻辑理论之所需：一种经验和直觉的具体来源。[9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论以不同的力量起作用取决于手头任务的观念已被广为接受。在这里，变化的一个发动机是自然语言的语义学，日常言说和推理的微妙性以它们的方式进入逻辑理论。但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影响是AI中的常识推理的研究恰恰发动了上述大多数实践任务的缺省特性。实践推理的系统常常称作单调逻辑，这已经产生大量文献，实指一种逻辑多元论的哲学学说在一种庞大的推理模式军械库中寻找逻辑的本质。另一个体现这个多样化的是焦点转移。我们的行动基于信念而非知识。我们能校正自己，撤回结论并修正信念。推论和修正在现代逻辑理论中密切关联。多样化的经验已经丰富逻辑学科，给予它更广阔的范围。几十年的时间里，逻辑已经吸收了图尔敏的类似理念，主要通过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接触。这些更为丰富的看法进入认知科学，见证了缺省逻辑在认知心理学和大脑研究中的角色。[92]


图尔敏试图用司法的形式（formalities）即我们作推论的程序取代数学的形式（form）。在动态逻辑看来，推理是一种活动，许多信息形式在其中发挥作用，像我们这样的主体不断地做出引导我们行为的观察、推论、信念修正或评估的行为。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不是孤立地做，而是与他人交互地做：独自的纯粹演绎是极端情况。现在，现代逻辑恰好研究这种行为的某些产品，比如推论形式或静态的瞬时知识以及主体的信念，并不研究那些行为本身。逻辑应该也能够吸收一种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动态观点，而无须放弃其经典的方法论标准。特别是，现时的动态认识逻辑系统既描述主体在某一给定的时刻知道、相信或偏好什么，也描述这些作为发生的事件的态度变化如何成为逻辑系统的一部分：观察、提问、命令或任何交流行为。事实上，在图尔敏之前好多年，逻辑早已开始发展他所寻找的形式（formalities）和任务依赖的工具。从动态立场来看，图尔敏型式是能被明确研究的动态活动的静态“结果投射”（product projection）。限定词的角色是新信息、外部事实的观察或论说的内部压力迫使主体进行实际的修正行为的最低准则。因此，我认为，人们应该比图尔敏自己的型式更进一步，将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去做，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地使用逻辑！图尔敏将form和formalities对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后者有程序结构，该结构可以通过生成以一种数学形式体系（formalism）创造它的主要运算来研究。简言之，formalism有形式，不存在对立。正如我们在洛伦佐的对话中看到的：程序形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措辞恰恰是那些逻辑常项。[93]


在非形式逻辑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关注和强调的是它与形式逻辑的差异或对立。现在，人们强调二者的互补性。这种补充关系表现在若干方面：都研究论证，但从不同视角切入，强调论证的不同侧面（语形和语义或语义和语用）；在形式分析之前需要非形式分析的预备；形式分析方法也可以运用到非形式逻辑中（比如，谬误研究运用形式分析方法；论证型式也可以形式化。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协会2005年度奖获奖论文是雪利（David Sherry）的《适合于非形式逻辑学家的形式逻辑》）；有些形式逻辑学家（如伍兹等）也参与非形式逻辑研究，甚至有逻辑学家公然宣称自己既是形式逻辑家也是非形式逻辑家（如戴尔·杰奎特）；最近，《逻辑哲学》（2007）收录非形式逻辑学家撰写的《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的概念》（希契柯克）。

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或符号逻辑的区别何在？戴尔·杰奎特认为，区别在于专业化的符号与非专业化的非符号的逻辑。一种逻辑理论或程序是形式的，当且仅当它采用一种专业化的符号论表征那种并不在日常的、非专业化的、非符号的思想和语言中出现的逻辑形式。所有逻辑都必须处理逻辑形式，但不见得逻辑形式本身的所有表达都必须是形式的。非形式逻辑限于通过在自然语言之内的论证重建来考虑命题或论证的逻辑形式，对可疑的推论使用反例，辨识犯了所谓论辩谬误的论证等。简言之，形式逻辑和纯粹非形式逻辑的区别在于，以专业化的符号论作为分析逻辑形式的手段还是以自然语言作为研究逻辑形式的手段。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来看两种逻辑的关系就大为不同。非形式逻辑和符号逻辑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要认识到并有效利用逻辑中可利用方法的连续体的优势，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有用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或方法论的偏见而忽略。在批判聪明但有缺陷的论证时，在合作性的分析合伙关系中，常常有必要组合互补性的非形式逻辑和符号逻辑技术。他以说谎者悖论和上帝存在的证明为例，说明分析前者非形式逻辑较为擅长，而符号逻辑技术能揭露后者论证中隐藏的谬误。[94]
 维尔希基针对论证型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它们成为形式的，以致足以提出一种“具体的逻辑”，也许这是一个选择或口味问题：人们是否拉大论证型式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距离。[95]


从论证型式研究角度看，以人工智能研究为纽带，非形式逻辑和形式逻辑走得越来越近。如果把“形式的”一词理解包括指称抽象模式的话，非形式逻辑（按其表现而别管其名称）也是一种形式的事业，因为大多数理论家集中于论证的模式或论辩型式，把它们当作分析和评估论证的工具。[96]
 论证型式研究促成了非形式逻辑从抵抗形式逻辑到拥抱它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看来像是黑格尔式的那种辩证过程。在运动早期，作为分析和评估论证之工具的非形式逻辑拒斥形式逻辑；而现在已走到成功发展论证型式的形式化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不过，新的综合正确地把自然语言论说置于优先地位。[97]
 在布莱尔看来，论证型式理论是图尔敏作为推论许可的担保、佩雷尔曼和提泰卡注重的论证型式以及黑斯廷斯理念（批判性问题可以与论证型式相联系，其作用是作为评估例示型式之论证的基础）的组合，这一切在沃尔顿手上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论证型式分析和批评显然是非形式的，但是（或许有点儿悖论），对某些计算机科学家来说，它似乎是用于开发使用计算机来分析、评估甚至构建自然语言论证之程序的最佳方法。为此目的，形式的和非形式的工具最近已被结合起来。[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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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形式逻辑学者中，informal logic的使用频率高于non-formal logic。而且，informal fallacies（非形式谬误）一语在非形式逻辑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开始流行，因此，首届国际非形式逻辑讨论会（1978年6月26—28日，温莎大学）的会衔（Symposium on Informal Logic）选择了Informal Logic；会后不久（7月）创办的《非形式逻辑通讯》（Informal Logic Newsletter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选择。固定一个术语是必要的，因为之前人们使用的术语有些杂乱：自然逻辑（natural logic，比尔兹利、托马斯、斯克里文）、应用逻辑（约翰逊和布莱尔）、实质逻辑（法律人士）、修辞学（卡亨）、谬误理论或逻辑批判理论（伍兹和沃尔顿、约翰逊和布莱尔）等。


 [2]
 亦可见 John Dewey and Jo Ann Boydston，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Vol.16，1949—1952.Essays
 ，Typescripts
 ，and Knowing and the Known
 ，Carbonda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9，p.12。


 [3]
 informal logic一词也出现于这本研究交际中的语言和逻辑的教科书名称里：Language and Informal Logic
 。


 [4]
 在非形式逻辑领域，argumentation和argument被广泛使用。一般来说，涉及论证的过程、对话框架等时，使用argumentation；而仅仅指由前提和结论构成的命题集时，使用argument。argumentation和argument有时也替换使用，比如在指称“论证型式”时，argument scheme和argumentation scheme几乎没有区别。在某些场合并用argumentation和argument时，后者往往指构成前者的一个部分，比如在涉及一个复杂论证结构时，总的结构用argumentation表示，而其中的简单论证结构用argument表示。约翰逊的argumentation和argument用法大致是：一个argument是从论辩实践（practice of argumentation）萃取出来的语篇或文本形式，其中论证者通过产生支持它的理由来说服他人接受一个论点。除了这个推理核，论证还包括一个论证者在其中履行其辩证义务（预见和回应怀疑或反对）的辩证层。论辩实践是构建、表达、批评和修正论证的社会文化活动。这个活动必须在习俗、惯例的框架内来理解，它天生并依然是广阔的社会活动，包括论辩过程、从事该实践的主体（论证者和他人）以及作为产品的论证本身。这里需要指出，早在1909年克拉伦斯·吉尔伯特·豪格（Clarence Gilbert Hoag）就有一篇题为《论证逻辑》（The Logic of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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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伍兹说，这种逻辑观需要阐明形式性、理想性和主体的行为这些关键概念。但是，这一路向中的形式性不能仅局限于逻辑形式的问题，因为逻辑形式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而且按现时的意思，逻辑形式地描述逻辑主体。理想性也有这样的问题，对人们做什么的理想化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的错误描述。即使如此，在实际行为是理想行为或理想模型中的行为之近似的程度上，理想化是允许的，而且这种近似关系本身面临一种理论说明的合理估量。模型中的主体行为将模拟认知主体的实际行为，其会受到必要的限制或趋于理想化。这一概略描绘给予我们这样一个逻辑的概念，它易于把当下被认为非形式逻辑拥有的东西含纳进来，而且，这个逻辑概念也考虑到非形式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形式逻辑是一种逻辑形式的理论，非形式逻辑便是其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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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尔克（2002）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非形式逻辑”词条说：“非形式逻辑试图发展一种能被用于评估、分析和改善那些出现于个人交流、广告、政治辩论、法律论证以及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各种社会评论中的非形式推理的逻辑。”


 [10]
 约翰逊还发现informal logic的古怪用法，比如：“这里的文化被当作指称格茨（Clifford Gertz）曾描述为‘实际生活的informal logic’。”


 [11]
 在《非形式逻辑综述》中，使用的是non-formal2
 ，系借用巴斯和克雷伯（1982）区分三种形式（form）的用法。Ralph H.Johnson and J.Anthony Blair，“Informal Logic：An Overview”，Informal Logic
 ，Vol.20，No.2（2000），p.94.


 [12]
 这一点被非形式逻辑的新近发展所证明。例如，在流行病学研究、器官移植决策研究和工程安全系统论证研究，特别是数学的非形式推理研究中，都包括对论证型式的作用和具体模式的探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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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图尔敏也承认受到杜威实验逻辑关注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日常推理方式的影响。柯林武德使图尔敏理解了从历史观点审视观念的重要性（这是维特根斯坦从未理解的东西）。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证，不惜一切代价的形式主义的先见是使青年知识分子脱离社会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成为强化现存秩序之偏见的手段。这一思想也对图尔敏产生了“令人惊奇的”影响。


 [15]
 约翰逊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图尔敏关于担保、论证评估的标准要追溯到维特根斯坦极为困难。《论证的使用》的主要影响似乎来自法学和认识论，这一计划的核心是要为分析论证提供新模型，其中担保的概念极为突出，而这似乎并没有维特根斯坦的来源。在前言和参考文献中，图尔敏承认威斯德姆、赖尔、厄姆森和奥斯汀等人的影响，根本没有提到维特根斯坦。根据索引的线索，唯一提到维特根斯坦的是在第253页（全书的结论部分），引用了维特根斯坦使用的一个类比：重排我们的观念与重排图书馆的书。但是，肯定也关心实践的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把批判性实践作为重排理论的工具，而是作为澄清被遮蔽或理想化的基础。或许，图尔敏描述的“工作的逻辑”和“理想化的逻辑”之间对比表明“维特根斯坦精神”的影响，但只不过是细微的迹象，而在重要的章节里并没有参考维特根斯坦。参见Ralph H.Johnson，Wittgenstein’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Logic，Cogency
 ，Vol.2，No.2（2010），pp.81-104。


 [16]
 此书也被拉卡托斯称为图尔敏的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传统的第5本书。


 [17]
 希契柯克提到，在私下交流中，图尔敏说曾想将此书命名为《返回合情理性》（Return to Reasonableness
 ）。


 [18]
 福格林著有《维特根斯坦》（1976，1987）、《用维特根斯坦的话理解维特根斯坦：一种文本研究》（2009）。他还受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的影响，在其教科书中附录了《逻辑和会话》。


 [19]
 会衔刻意模仿图尔敏《论证的使用》。图尔敏应邀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理论和实践中的推理》。《论辩》杂志第19卷（2005）第3期为“今日图尔敏模型：使用图尔敏论证样式的当代工作”专号，其中刊载的8篇论文中有4篇来自本次会议。同时，该会会议录《基于图尔敏模型的论证：论证分析和评估新论文》（2006）以“论辩文库”（Argumentation Library）之第10卷出版，其中包括《论辩》专号的论文。


 [20]
 图尔敏1922年生，2009年以87岁高龄辞世。


第二章 论证型式的本质

在形式逻辑中，逻辑形式或论证形式（form）实际上代表各种演绎的、必然的推理规则，它反映了推理的结构性规律。与此类似，非形式逻辑中的论证型式（scheme）表征各种非演绎的、或然的推理规则，反映推理的“半结构性”规律。正确的论证形式具有保真性（truth-preservation），即它能将前提之真毫无损耗地传递到结论。然而，论证型式只有保权性（entitlement-preservation），即前提可接受时，在缺少削弱或颠覆性证据的情况下，人们有权利得出暂时的结论。这是由论证形式和论证型式所依据的推论原则的差异造成的：前者依据绝对的、全称的概括，后者依据允许例外的、概称的概括。

一 术语用法

比利时学者佩雷尔曼和提泰卡在《新修辞学》（1958）中使用了schème argumentatif
 和sch
 èmes d
 ’arguments
 ，[1]
 即argumentative scheme或argumentation schemes，argument schemes
 
[1]

 ，指在说服性活动中能扮演建设性角色的论辩技术。

术语的多样性

在这之后，非形式逻辑和论辩理论英语文献中频繁出现argumentation schemes或argument schemes以及相似表达式：

argumentation schemata[2]


scheme of argumentation[3]


schemes of argument[4]


argumentative schemes[5]


argument-schemes[6]


inference schemata[7]


inference scheme[8]


argument schema[9]


argument schemata[10]


reasoning scheme
 
[2]



schematic argument
 
[3]



非形式逻辑学家和论辩理论家都把argumentation schemes及其相似表达式理解为论证（论辩）的“形式”（form）或“结构”（structure），认为这种论证之形式的语用结构类似于标准形式逻辑中“推论的逻辑形式”，[11]
 只不过对scheme的外延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argumentation schemes指论证（推理）的经典分类——演绎和归纳论证之外的其他论证。但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金泡因特纳的《日常逻辑：论辩模式的结构和功能》（1992）与美国论辩理论家格罗尔克和廷德尔的《好推理问题：批判性思维的建设性路向》（2004）把所有推理形式都包容在inference schemes、argumentation schemata或argument schemes的概念外延中。“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者本奇—卡彭和普拉肯则把图尔敏模式当作论证的一般scheme，其他argument schemes则是具体的schemes。[12]
 而当代修辞学还常常把图尔敏模式中的根据（data）和担保（warrant）的组合名之为“论证路线”（line of argument）或论证型式。[13]


当然，论辩领域的其他学者还用不同的术语指称类似的概念。比如，英国逻辑学家怀特莱在其《修辞学原理》（1846）中就使用“argumentation form”来概括因果论证、迹象、范例论证等。在美国学者所写的关于学术辩论的教科书中，常常谈到论证的种类（kinds of argument）、论证的类型（types of argument）、讨论中的论证形式或推理模式（forms of argument or modes of reasoning in discussion）。当代论证型式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黑斯廷斯也使用“推理模式”（modes of reasoning）和“推理类型”（types of reasoning）这些相似术语来概括现在所说的各种schemes。[14]
 大多数非形式逻辑和论辩学者（包括修辞学者）一般使用scheme。除了黑斯廷斯使用mode外，格瑞安使用了pattern。[15]
 一般认为，这些不同术语与form基本同义。据加森说，荷兰论辩学者谢棱斯在其荷兰语专著《合情理的论证：批判性读者之规范研究》（1985）中使用了“reasonable argument forms”（合情理的论证形式）。[16]
 贝克斯等认为，人工智能学者波洛克的所谓“初步的理由”（prima facie
 reasons），也非常类似于argumentation scheme的概念。[17]
 施旭用论证的结构（structures）或规范（norms）来解释argumentation schemes，指它是在一个文化—语言共同体中大致广泛共享的主张和论据之间的关系。[18]
 人工智能学者维尔希基把argument schemes所代表的论证叫做“semi-formal templates”（半形式的论证模板）。[19]
 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以及相关逻辑领域的学者还使用inference schemes，scheme of reasoning和argument schemas等表达式。研究论辩的修辞学者所使用的rhetorical argument[20]
 和topical argument，[21]
 也属于论证型式范畴。

译法辨析与选择

但是，对以上这些表达式里的scheme（schema，复数形式schemata）却有不同的译法——图式、方案、计策和型式等。“方案”和“计策”的译法虽然对argumentation schemes内蕴的技术或技巧的含义有所反映，但难以反映schemes之中更为重要的“形式”之意；而且，在沃尔顿新辩证法和范爱默伦的语用—辩证法论辩理论中，还经常使用另外一个可译为“论辩计策”的词——argumentative devices，因而方案和计策的译法可弃而不用。“图式”和“型式”孰优孰劣，需要做更广泛的考察，特别是论辩理论之外scheme（schema）的用法。

首先，schema一词是多个学科的专业术语。比如哲学中有康德的先验schema；人工智能中，遗传算法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一种schema理论；纯粹数学中也有所谓的scheme（概型）理论；在心理学中，皮亚杰的schema概念，指一种认知结构即有组织的知识块。现代schema理论的代表人之一是巴特利特（F.C.Bartlett），他认为，schema是指每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是大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和积极组织，是被学习者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对新信息起作用的过程，以及怎样把这些新信息积存到学习者知识库中的过程。简言之，schema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被组织成单元。这些知识的单元或schemata储存信息，所以一个schema就是理解知识——知识如何被表征和使用的一种一般化的描述或一个概念系统。按照这种理论，schemata代表关于概念的知识：对象以及它们与其他对象、情景、事件、事件序列、行动和行动序列的关系。例如，某人关于狗的schema，很可能包括这样的知识：吠声、四条腿、牙齿、毛发、尾巴；也可能包括某个狗种的信息；也可能想起在动物和其他有生命物体的更大范围内的狗，即狗呼吸、需要食物和繁殖；关于狗的知识也可能包括它们是哺乳动物，因而是暖血的，生小狗而不是下蛋。无论是作为宠物（驯养的和忠诚的）的狗，还是作为让人害怕的一种动物（可能咬人或攻击人），都可能成为某人schema的一部分，这取决于人们的个人经验。每一新的经验将更多的信息整合进一个人的schema中。学界将这个意义上的schema译为“图式”。显然，这里的schema与表达某种逻辑结构的schema明显不同。

不过，心理学的schema理论也被一些论证研究者运用到论证分析理论中。例如，雷泽尼特斯卡亚和安德森提出了一种Argument Schema Theory，它整合了哲学家（如图尔敏、戈维尔、范爱默伦、沃尔顿）发展的论辩理论、图式论的认知观点和社会学习理论。按照理性论证的规范模型（如图尔敏的），他们假定了一个argument schema的元素，即可以用具体语境细节例示的抽象知识结构。一个成熟的argument schema包括的元素有：信念陈述、理由、事实根据、担保（warrant）、支援（backing）、限定词、反论证和反驳。它包括对一个论证的修辞组织、特性、功能和使用条件的理解。可以把论辩知识设想为领域不变和领域依赖的规则、原则和非形式启发法的集合体，它构成一个argument schema。重要的是，一个argument schema不只是个别元素的简单汇集。这些元素及其关系通过认识论信念集合（建立该schema的一种“说明构架”）而得到支持。一种成熟的argument schema的功能包括：注意与论证相关的信息；指挥从记忆中提取与论证相关的信息，并准许推论性重建；组织与论证相关的信息；为预见反对和发现自己与他人论证的缺陷提供基础；促进论证理解、构建和修补。通过整合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的schema理论观点，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推论发展背后的具体心理机制。[22]
 一个argument schema可以被分解为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verbal patterns）或者论证计谋（argument stratagems）。论证计谋是论辩中所利用的修辞的和推理步骤。计谋适应具体语境的部分会有变化，但背后的目的、形式、可能后果以及对该计谋的反对将保持是同样的。一个schema的抽象特性应该能使论辩知识迁移。就如进到一个新的餐馆激活一个从先前多次的吃馆子经验抽象得到的“餐馆schema”一样，从事一个要求使用论辩的任务将激发构成一个argument schema的一组认知的和社会的实践。比如，假定一个任务涉及使用论辩（写一篇说服性作文），学生将依赖argument schema来生成、组织和编辑内容，即他们将集中于为所持的立场提出理由、预见反论证并提供反驳。他们被期望合适地利用论证计谋，通过参与合作性推理的讨论，将已有知识推广到新的、与论证相关的任务上。一旦某一文本被确认为一个论证，读者就开始利用被激活的schema中的“空当”（slots），寻找主张、支持理由、反论证和反驳。根据以上论述，Argument Schema Theory中的schema译为“图式”或“型式”均可。

在逻辑学特别是形式逻辑中，也有大量schema的使用，且常常和inference或valid inference连用。在涅尔《逻辑学的发展》（1962）中，schema出现50次左右，几乎均指具体的逻辑形式或公式，但汉译本中均译为“图式”。scheme出现百余次，用法则比较复杂，汉译本依上下文将其翻译为方法、表、图式、方案等。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有两处用到了汉语“型式”一词：“Topics指谈话中往返出现的议题或型式（pattern）”，而这里的topics正是argument scheme的古代表现形式；“……因为论证是按照下面这个逻辑图式进行的：‘如果P则Q；非Q；所以非P。’这是标准的反驳论证型式（argument-pattern）”。[23]
 《牛津哲学辞典》对schema的解释是：在许多逻辑演算中，公理和规则被表征为form或schemata，规定任意无限数量的代入实例都是公理。比如，肯定前件的推论规则可以表述为A，A→B，所以，B。其中的A和B可以由该演算的任意合式公式代入。通过谈论所有函项、所有性质等直觉地形成陈述，如皮亚诺的第五假设（公理），或者集合论的分离和代换公理，都可以由一阶逻辑的公理schemata来表达。[24]
 《牛津哲学手册》的“现代逻辑”词条也说到了论证形式和argument schema，其中写道：许多论证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形式（form）；任何其他有同样形式的论证也将是有效的……诸如“每一X
 都是 Y
 ，没有Y
 是W
 ，所以，没有X
 是W
 ”。这样的形式是一个argument schema；其中有型式字母（schematic letters），而当把这些字母翻译为词组或短语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论证。用这种方式从该schema得到的每一个论证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称上述形式为“有效的argument schema”。同样，某些陈述因其形式就完全成为真的，并因此是逻辑有效的。我们可以写下一个陈述的schema来展示该形式，比如，若p且q，则p。这里的schematic 字母p，q肯定要翻译为子句；不过，无论我们使用怎样的子句，作为结果的语句必定为真。如此的一个schema是逻辑有效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无前提的有效argument schema。近百年以来，通常的做法是把逻辑分为严格的部分与不严格的部分，前者处理精确定义的argument schemas，后者与将论证翻译为它们的逻辑形式有关。这个不严格的部分在哲学中一直有很大影响。有一种学说，可称之为“逻辑形式学说”（logical form doctrine）——认为每一命题或语句都有一个逻辑形式，论证的逻辑形式由出现于其中的语句的逻辑形式构成。逻辑的严格的部分则将论证中出现的逻辑连接词和量词（借助量词的辖域）都用有固定意义的符号来表达。在这些符号的帮助下，能把英语语句翻译为一种形式语言。这种形式语言的语法可以用数学的形式写下来。通过选择一组特别的符号，给予模式字母和量词精确的解释范围，我们就挑选出一种精确的形式语言，能够开始对用这种语言可表达的有效论证提出数学问题。比如，一阶逻辑语言是用上述符号建立起来的一种形式语言，所有量词都被解释为有相同的量化域，但这个域可以是任何非空集。一阶逻辑是基于用一阶语言所写的argument schemas 的逻辑。区分有效和无效argument schemas 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有两种主要的路向：一种是基于规则的或句法学路向，结果是逻辑演算，即生成有效argument schemas的数学手段。在依据规则生成一个argument schemas的过程中，写下一系列符号，称作该schema的一个形式证明。定义有效性的另一方法是语义学方法。一个argument schema是有效的，仅当每一个解释都使得前提真结论也真。换一个稍许不同的说法，一个argument schema的反例是一种将前提转变为真语句而结论转变为假语句的解释；语义学定义说，一个argument schema 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它没有反例。《牛津哲学手册》另一处也写道，“在逻辑中，一个schema是一个表达式，常常是一个语句，其中特定的词组被移除并用空位或更经常地用‘型式字母’替换”。[25]
 可以看出，这里的 scheme或schema基本与form同义
 
[4]

 。

其实，按照肯尼迪的研究，sch
 ēmata
 在公元4世纪就已常见，一般意思是任何形式（form）或形状（shape）。[26]
 根据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的引证判断，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将sch
 ēmata
 这个词用于修辞格（figures）。更早可追溯到伊索克拉底，他把自己的《安提达西斯》（8）（Antidosis
 ）描述为“用一种道歉的形式（sch
 ēma
 ）”；昆体良将所知的最早的sch
 ēma
 定义归于4世纪的犬儒派哲学家佐伊鲁（Zoilus）：“假装一个事物而说的是另一个”，似乎只是描述反讽。

科科伦对逻辑史中的schemata的概念考察也表明，这个术语自从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以来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三段论的格和式可以被当作是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ata），斯多葛的命题逻辑规则也是一样。逻辑公理化中使用的语句型式（sentence schemata）只是从冯·诺依曼的里程碑式论文（1927）开始的。现代哲学家通过塔斯基1933年的论文了解到schemata在真的语义概念之阐释中的作用。数学逻辑家承认schemata在一阶数论中的角色，海伯伦的归纳—公理型式（Induction-Axiom Schema）近似于皮亚诺的二阶归纳公理。同样，在一阶集合论中，弗兰克尔的一阶分离型式接近策梅罗的二阶分离公理。在一些紧密相连的意义上，一个schemata是一个具有多重组件的复杂系统，其中之一是模板—文本（template-text）或型式—模板（scheme-template），它是由一个或更多“空位”组成的句法串，也可能是由语词或符号构成。第二个组件是附加条件：一个schemata的模板文本被用作详细说明大量的（常常是无穷的）语言表达式（如短语、句子或论证文本）的“模板”，称为该schemata的实例（instances）。实例的汇集可以但不必被当成是第三个条件。实例几乎总是要从预先认定的语言（形式语言或自然语言）来考虑，因而常常被认为是另一个组件。科科伦发现，逻辑文献中schema和scheme的用法常常冲突，不同用法有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预设。[27]


我们认为，鉴于scheme或schema在逻辑之外是与表达式结构不同的“图式”，而在逻辑之内接近于“形式”，而且要反映scheme的“形式”之意，又不至于和“form”混同，最好的选择似乎就是“型式”一词。因此，我们将论辩理论中的scheme或schema译为“型式”，将argument schemes译为“论证型式”。这一译法其实也有词典学上的根据。国内出版的一些英汉词典中，scheme也常被解释为“型式”。
 
[5]

 而在非形式逻辑学家中，scheme、form、mode和pattern是混用的。国内一些修辞学家在翻译topos
 时有“论式”一译，[28]
 最为接近“论证型式”的译法。

二 论证型式的定义

对论证型式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修辞学、语用—辩证法理论、非形式逻辑、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在这些领域，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论目标和学科视角，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论证型式定义。这些多元的定义，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论证型式的特性。

修辞学的界定

当代修辞学家沃尼克和克兰概述了佩雷尔曼和提泰卡在《新修辞学》中对论辩型式的界定。论证从公认的前提获得其说服力，也从修辞家将意见和这些前提连接起来的方式获得力量。他们假定，论证者通过推论形式或论证型式联结前提和论点，即从接受前提过渡到接受结论。型式通过联合的或分离的过程生成联结。论证型式开发由论证者所解释的听众的文化和认知的素质而完成。型式本身是关于我们从早已接受的前提形成新信念的方式的独特的、属于某种文化的信念。因此，论证型式本身是关于论证的“loci
 ”（论式），它们是将意见和凭借被公认和听众接受而获得力量的断言联系起来的不同方式。正是该形式本身的可辨认性赋予论证说服力。型式能有说服的功能是因为论证者和听众在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参与，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佩雷尔曼拒斥证明是去历史或去文化的，并通过强调这一点来反对笛卡尔式的证明模型。他把论证视为文化上的构建活动，型式能修辞地运作是因为它们的推论是被论证者和其听众的共同文化一致认可的。因此，他坚持理性（reason）能力是在我们内部通过一种文化学徒身份（cultural apprenticeship）的手段建立的，因为我们被教的规则和我们对规则的改变，都是规则运用的一种结果。[29]


佩雷尔曼之后的修辞学家对古典论式（topoi
 ）系统有大量研究，一般将其对应于现代的论证型式，因此，他们所概括出的topoi
 的定义，基本上也被当作是论证型式的定义
 
[6]

 。例如，鲁宾尼丽指出，在古代修辞学中，论式的另一个意思是“论证的型式”。更具体地说，一个topos
 指示确立或反驳一个被当作论点的命题的一种程序。由此看来，论式基本上是由一种规律或一般原则构成的，有一种证明（probative）的功能，作为一个搜索公式起指导作用。通常，一个论式也有其名称标签，主要是以“根据……”的形式（比如论式中的“根据对立”等），突出论证型式主要成分中的焦点概念。[30]
 在研究修辞学论式在法律论辩中的应用时，一些学者也将论式和论证型式对应起来：论式是在某个论说中被用于提供论证前提的一般命题或概念，被论说的参与者当作似真的而共同接受。[31]
 可以看出，论证型式的修辞学定义强调论辩参与双方在使用论辩型式方面的共识和论辩型式的说服功能。

语用—辩证法的界定

语用—辩证法的论辩理论是修辞学和辩证法的综合体。该理论早期的定义突出论证型式的惯例性。范爱默伦及其合作者指出，我们把论辩中使用的行动型式（action schemata）称作论辩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ata）。在赞成性论辩的情形下，它们是证明性（justificatory）论辩型式；在反对性论辩的情形下，它们是反驳性论辩型式。一个证明性论辩型式由与一个被陈述的观点相关的、用于证明该观点的特定陈述群组成（试比较命题逻辑中肯定前件的推理形式）。一个反驳性论辩型式由与一个被表达的观点相关的、用于反驳该观点的特定陈述群组成（试比较命题逻辑中否定后件的推理形式）。在他们看来，论证型式是一种惯例（conventional）用法。不过，在满足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说存在某种用法的惯例。第一个条件是，某个论辩型式代表语言使用者共同体成员用法的固定性（regularity）。有一些论辩型式能容易地被证明在一个特定共同体中使用，比如人们熟知的命题逻辑中有效的论证形式（form）。佩雷尔曼区分的论辩型式，实际上也可能被反复使用。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论辩的确包括一些反复出现的论辩型式。第二个条件是，论辩型式的出现被语言使用者共同体成员所期望。从广义上理解，语言使用者努力用论辩手段来解决一个观点的争议，这种论辩手段是为他们的特殊论辩型式的共同讨论者使用而准备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期待那些论辩型式的使用。语言使用者有时（成功地）预期别人的论辩，预见论辩型式的描述。在很多情况下，论辩型式具有一种高度的可辨识性。在任何情况下，可允许得出这样的结论：论辩型式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与语言使用者的期望一致。第三个条件是，共同体成员在解决一个特殊的交互问题的情形中，偏好使用某个论辩型式。语言使用者期望解决交互问题（比如对一个观点的争议），这将总是必定偏好正确的论辩型式。当然，一组语言使用者认为是正确的论辩型式也许被另一群语言使用者当作是不正确的甚或是谬误。这意味着，两个团体对所涉及的论辩型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不同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语言使用者群体从不同的合理性概念出发。一个语言使用者共同体成员期望解决对一个观点的争议，他们偏好适合于解决相关交互问题的论辩型式。在多数情形下，他们也将就那个论辩型式满足这个标准达成一致。[32]


后来，范爱默伦及其合作者逐步强调论证型式的结构或关系特征。在论辩中，将论据和论点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为了使人信服所使用的论辩型式。有许多论辩型式，它们都可以有各种内容的填充，就像填充诸如肯定前件的论证形式（form）那样。一个论证型式有无数的代入实例。实践中出现的所有论辩，都可以看作是某一论辩型式的具体内容。[33]
 在论辩过程中，论证者依靠一种现成的论辩型式：一种或多或少表达论据和论点之间关系的惯例化（式样化）的方式。……论辩型式是抽象的框架。……某一论辩型式的所有代入实例都能被逻辑地分析为包括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类似于肯定前件）推论。不过，它们的逻辑论证形式本身并没有提供各种论辩型式的不同特征。……一个论辩型式是某一辩证路线的线索。提出某一论辩的人预期批评，选择某个特殊的论辩类型，使用这个而不是那个论辩型式，这意味着，他知道哪个路线会导向其论点的证明。[34]
 每个单一论证的内部组织都能用论辩型式刻画其特性。个体单一论证的“内部组织”，即以前提为手段辩护所讨论的论点时，这些论证所依靠的原则就是论辩型式。论辩型式与一个单一论证中所确立的前提和该论证要证明或反驳的论点之间的那种关系类型相联系。一个论证型式刻画了给论点提供的证明或反驳的类型的特征。[35]


然而，作为结构或推论原则，论证型式有语用性质。单一论辩中所使用的辩护机制是由论证型式的概念所指示的证明原则（justificatory principles）。论证型式属于论辩中明示的前提与要确立的论点之间的一种关系，为的是促使可接受性从明示的前提传递到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辨识正被使用的论证型式和发现论辩所依靠的topos
 ，需要某种解释工作。因此，语用知识必定再次被运用。[36]
 范爱默伦等通过辨别形式和型式，论证了研究各种论证型式的必要性。“论证型式”是 “论证形式”这一逻辑术语的语用替代。后者几十年来在导论逻辑教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当用它来分析和评估日常论辩的时候却颇成问题。当然，论证型式是语用的支持原则的表征。[37]
 提出论辩的人在原则上预设，所提出的前提将被看作是可接受的命题，这个前提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与他希望辩护的论点相联结。如果通过所使用的“论证型式”的手段，前提的可接受性“传递”到论点，那么，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这种联结就是恰当的。这就是为何论辩理论关心对各种不同论证型式的区分的缘故。“前提”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结论相联结，因此需要区分不同的论证型式。语用—辩证法论辩理论区分了三类主要的论证型式，它们对应于能在实体论辩中表达的三种不同的论辩类型。分类的理论依据是适用于各类型论证型式的不同正确性标准，因为每一论证型式中的论据都与要辩护的论点有不同的联结。[38]
 同时，论证型式是辩证检验程序的一部分，其中反对者和提议者确立是否一个前提以恰当的方式支持一个结论。使用某一论辩原则涉及援引一种专门的检验程序，其中涉及与该论辩原则系统地相联系的某些批判性问题。每一论证型式与一种特有的检验程序相伴这一事实，是区别三个原则和三类主要论证型式的依据。[39]


非形式逻辑的界定

在非形式逻辑学家中，沃尔顿是研究论证型式的先锋和主将。他的论证型式定义强调所谓的第三类推理（论证）及其与逻辑形式近似的“型式”。这里，我们主要考察沃尔顿比较新的论证型式定义。在《论辩型式》（2008）专著中，沃尔顿指出，论证型式是代表日常论说以及诸如法律论辩和科学论辩那样的特别语境中所使用的常见论证类型之结构的论证形式（推论的结构）。它们包括我们早已在逻辑中熟知的演绎的和归纳的论证形式。但是，它们也代表既非演绎也非归纳的，而是属于第三范畴，有时称作可废止的、假设性的或回溯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本身也许不是非常强，但是，在其前提是可接受的条件下，可以强到足以为保证其结论的理性接受提供证据。这样的论证能合适地承载分量，或者基于在向前推进的探究或讨论中对各种意见的平衡，成为接受的合情基础。这种探究然后前行，甚至在不确定或知识缺乏的条件下，使用暂时被接受的结论。[40]
 论辩型式或论证型式把握人类推理的固化模式，它是论辩研究的核心。此前已经证明，用演绎的眼界来看人类推理有些困难，因此，论辩型式作为刻画人类推理结构之特性的有用方法被提出来。比如诉诸权威的论证，这种论证的形式显然发挥了作用但又不能被分析为演绎有效的（甚或归纳有效的），这曾刺激了对论辩型式的研究。[41]
 纵观近来的论辩研究，逻辑领域正在从仅仅使用演绎的和归纳的推理模型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使用半形式的论辩型式的方法。这类可废止型式可以被用来辨识、分析和评估那种在日常会话交换以及在诸如法律推理和医学诊断推理这些实践领域中最经常使用的论证。这些型式看来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topoi
 ，即传统上一直被认为对于逻辑和修辞学都重要的普通论证形式。[42]


人工智能学者的理解

沃尔顿最近的工作与人工智能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事“人工智能与法律”主题研究者的工作紧密结合，论证型式研究成为这种结合的一个纽带。在他们提出的定义里，论证型式的可废止性得到更多的强调。论辩型式典型产生于普通的日常论证中，是固化了的可废止推理式样。论辩型式的标准说明将它们描述为表征不同似真论证的类型，当它们被成功运用时，生成有利于其结论的假设，并因而将证明责任转移给反对者。与每一论辩型式相伴随的批判性问题集被用于评估对应类型的论证。提出一个批判性问题，具有击败初始假设，将证明责任返还给原来的提议者的效果。如果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假设就被恢复，证明责任又转回到提出批判性问题的反对者，如此等等。[43]


同时，论证型式的逻辑方面得到更多的关注。论证型式是为了确立命题支持或攻击其他命题而使用的重要的论证式样。这些式样被主体在对话期间所表达的命题以及主体可能拥有的相关信念代入。[44]
 戈登和沃尔顿甚至用形式逻辑的语言来定义论证型式——论证型式是一种式样（pattern），通过代入该式样可生成论证；通过给一个特定的论证匹配该式样来归类论证。有自由变项的型式相当于能通过用始终指称个体的变项系统地代入而生成型式集。[45]
 论辩型式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形式，这种推论形式是在日常会话交换（其中一方当事人设法使另一方在未来接受争议中的一个结论）中使用的论证。在一些实例中，它们代表演绎的和归纳的式样，但它们典型地代表那种在不确定和知识缺乏的条件下走向一个似真假设的有用启发法的可废止推论。[46]
 本奇—卡彭和普拉肯在自己的逻辑架构中，把论证型式假设为具有推论规则的形式。……一个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引起削弱性的反论证。批判性问题有意要指示一个型式的例外，这意味着，它们并非被设计成把型式表达为严格规则的形式，因为严格规则按定义是无例外的。[47]


可废止的论证型式必须与形式逻辑中的真值形式区别开来。正如维尔希基所分析的，真值形式适合纯正的形式逻辑系统；在逻辑上正确的真值形式是必然有效的；在不允许例外的意义上，它们是严格的推论规则；表达的是抽象的一般型式。在这四个方面，可废止的论证型式大不相同：它们不会出现于纯正的形式逻辑系统；最多是语用有效的，是偶然的即在特定语境或环境中使用；是可废止的即允许例外；是具体的、依赖语境的型式。所以，可废止的论证型式（如沃尔顿的列举）是一种半形式的论证模板（argument templates）。[48]
 沃尔顿所使用的型式和批判性问题，在仅仅通过填充变项就获得实际论证的意义上，不能被当作那种论证的纯形式的具体化。论证型式和批判性问题的良好运用要求有能力的语言使用者的进一步解释。对于为真实生活论证提供分析和评估工具的目标来说，纯形式的论证型式和批判性问题也许并不是足够柔性的。[49]
 论证型式是形式逻辑中发现的推论规则的半形式概括。维尔希基认为，沃尔顿的论证型式是语境依赖的，而非普遍的；是可废止的，而非严格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与图尔敏的“担保”（warrants）十分相似。当然也有一些差异：沃尔顿的论证型式是被构造的，而担保却不是；论证型式由一个或一些语句（常常有非形式的变项）组成的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而担保表达为类似规则的陈述。由于给予概称推论许可更多结构（如在沃尔顿的工作中），结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它们是否成为形式的，以致足以提出一种“具体的逻辑”。或许，这是一个选择或口味问题：人们是否拉大论证型式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距离。要指明论证型式这种多少有点儿暧昧的状态，“半形式的”一语或许最合适。[50]
 沃尔顿亦表赞同：代表日常会话式论辩中遇到的常见论证的标准化形式，必须有一种精确的、局部的形式结构。但是，这些论证形式也有一种语用的要素。……从非形式逻辑向半形式逻辑（semi-formal logic）的运动日益显现。他甚至宁愿将《非形式逻辑：一种语用路向》中的“非形式逻辑”改为 “半形式逻辑”。[51]


根据这些不同视角的论证型式定义，我们可以概括出论证型式的一些要点：

·反复出现于多主体对话或言语交互活动中

·反映某种文化中的共识和共享价值

·用于确立或攻击某一命题，即说服与反驳

·有一种不同于演绎或归纳推理的假设性推理的论证结构

·其结构是半形式的，可接受性的传递取决于可用批判性问题反映的具体语境和例外条件，因而具有语用性

·核心是可废止条件句或可废止推论规则

·得出暂且可接受的结论（假设），因而转移证明责任

普拉肯为《哲学逻辑手册》（第二版）所写的“可废止论辩的逻辑”指出，逻辑研究正确推理的模式，但这并不排除对其他较弱的推理概念的研究。这种推理能否被称为“合乎逻辑的”似乎只是一个用词问题。要紧的是辨识在其基础上接受一个结论是合理的那些模式；有时，即使前提并未达到绝对确实的地步，接受一个结论也是合理的。[52]


三 论证型式的语用特性

对论证型式来说，前提的可接受性向结论的传递不可能仅仅凭借所使用型式的形式特性来完成。[53]
 具有相同样式的论证型式的论证实例，并不全都会得到相同的评估结果。例如，同样使用了证人证言的论证型式的两个论证，一个可能得到正面评价（例如，法官予以采信），另一个可能得到否定评价。而对于论证的逻辑形式，比如所有具有肯定前件结构的论证，形式逻辑只能做出相同的判定：均为有效。因此，逻辑形式是纯形式，论证型式就没有那么纯粹。

形式：form、formality和scheme

每一论证都有其结构或形式。然而，自然语言中的“因此”这一基础指示词所表征的关系不一定是前提对结论的真值蕴涵关系，因此不能统统将所有论证的推论关系抽象为演绎逻辑中的真值形式（form）。按照巴斯和克雷伯（1982）与约翰逊和布莱尔（1991）对“形式的”和“非形式的”语义考察，人们可以给非形式逻辑或非形式推理应用某种意义的“形式”概念。在《从公理到对话》（1982）中，巴斯和克雷伯辨析了“form”的三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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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m1
 ：形式可能意为柏拉图式的、一个概念或一个现象实体的单一（非复合的）基础的普遍词项（例如，词项“人”）。在形而上学或传统逻辑的读物中，这些形式、本质、实体或理念，被看成是自然构造的普遍原则或模型、基本的主题内容、哲学的基础探究对象。在任何情况下，它们被视为一种“内心语言”、“心理交谈”（霍布斯）的建筑原材料。有时，这些形式或理念被认为是不可变的（人作为刻板的、不可变的木偶）；有时，比如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辩证法）中，它们又被视为可变的。如果把“formal1
 ”看作是从属于这种形式或form1
 的形容词，那么，大多数传统逻辑是formal1
 ，而现代逻辑则不是。在现代逻辑中，语句“人是要死的”不是形式完善的，它不能被语法规则构造，因此并不是我们研究的语言中的一个语句。而语句“所有的人是要死的”是形式完善的。

form２
 ：指语言的简单表达的结构模式（mode of construction）。在现代逻辑中，一个语句和其他表达式的精确的形式（form２
 ）必定是十分重要的。当一个人说，“逻辑系统σ是一个form２
 逻辑”，他心中可能存在两件不同的事情。他可能想要说，σ所属的语言（的语法学）被非常精确地形式化，即语言被形式化；通常形式化的递归模型被使用。人们也可能想要在σ中表述有效性概念。适用于论证的“好”（goodness）的概念，用所包括的语句形式的术语加以定义，或者至少间接地依赖我们已有构造的完整的通盘考虑。

form３
 ：简言之，即formal３
 程序。程序意指“按照某种规则集发生”。我们将“formal３
 ”用于我们讲述被规则集而非语法规则和语句构造所调节的程序和行为。《从公理到对话》的第三章以汉布林的“形式辩证法”为出发点，发展了一个意见冲突的言语解决规则系统，被作者称为“formal３
 辩证法”系统。“我们并不辩护所有环境下的所有种类的形式性3
 ”，而是“辩护这样的论点，言语辩证法必须有一个特定的form３
 （即必须按照特定的规则来实施），以便一个人能够说一个讨论是赢了还是输了”。[54]


在形式2
 的意义上，大部分现代和当代逻辑是形式的，即这种逻辑在推崇逻辑形式的概念和扮演核心角色的有效性概念的意义上，是形式的。非形式逻辑不是形式的，因为它放弃了逻辑形式的概念作为理解论证结构的关键，也放弃了有效性作为论证（论辩）评估追求的目标。在形式3
 的意义上，非形式逻辑本身也是形式的，因为非形式逻辑的事业中没有什么会与论辩性讨论应由规范制约这个理念相对立；即是说，非形式逻辑也受规则、规范、标准或程序的管辖。被拒斥的东西是：评估论证的规范仅仅通过对逻辑形式的反映而获得。[55]
 巴斯和克雷伯以及约翰逊对形式的意义的辨析意在辩护对话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合法性。我们可以从顺着这个思路做进一步的辨析，对非真值函项的论证形式予以辩护。

约翰逊和布莱尔也发现formal至少有七个意思：[56]
 （1）大致相当于mathematical（数学的）；（2）与经验的相对，是conceptual（概念的），在此意义上，逻辑和数学是形式科学，即它们的真理本质上是概念的而非经验的；（3）意指a priori（先验，自明的）或necessary（必然的），此时与contingent（偶然的）相对照；（4）用作deductive（演绎的）同义语；（5）约等于algorithmic（算法的）；（6）意味着处理推理或论证的form（形式），它与内容或前提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形式（符号）逻辑相联系，一个论证的形式用符号而不是自然语言进行研究；（7）意为rigidly proscribed（严格地被禁止）或circumscribed（限制），一个相当formal（正儿八经的）人拘泥礼仪和正规的程序，与更为informal（随便的）或casual（漫不经心的）人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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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从他们对非形式逻辑的辩护中看出，非形式推理（论证）的特征是：不适合用逻辑学家所谓的“逻辑形式”来理解其结构且不适合用有效性来评估。[57]


图尔敏在程序、有序步骤的意思上理解“形式”，相对于form而使用了formalities。论证的基本形式便是图尔敏模型。这个模型代表了领域论证之形式的不变性即领域独立性。理性评价和司法实践之间的类比向我们显示了一个思考逻辑形式理念的竞争模型。现在，看起来论证必定不仅有特殊的形相（shape），而且也必定通过遵守程序基本规则的一系列步骤予以表达。当考虑论证之布局的时候，就会从一个确切的问题开始：我们必须问，正确论证的形式特性在什么程度上能被认为更有几何学色彩，这是它们具有恰当形相的问题；相反，多大程度上需要以程序术语来思考，这是它们符合必须被遵守的形式（formalities）的问题，假如论证的任何理性评价要成为可能的话。理性评价是一种必定包括形式（formalities）的活动。寻找逻辑和法学之间的平行比寻找逻辑和几何学之间的平行更为自然：一个得到清晰分析的论证即是一个理性评价的形式（formalities）被清晰展示，被用合适的形式（form）表达的论证，就如一个用整齐的几何形相提出的论证。有一大群能用整洁的形式（form）——“根据；担保；所以结论”表达的有效论证，但是图尔敏试图用司法的形式（formalities）即我们进行推论的程序来补充数学的形式（form）。[58]
 不难看出，图尔敏侧重程序的形式（formalities）与巴斯和克雷伯的形式3
 相类似。

与巴斯和克雷伯的形式3
 相比，图尔敏模型所代表的formalities更接近论证的型式（scheme）。因为，图尔敏模型的基本元素——根据、担保和结论构成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而模型中的反驳（反证）和模态词则突出了论证型式的可废止性质。

形式推论规则和语用推论规则

按照标准方法，揭示一个论证的逻辑形式，就是要用逻辑系统中的逻辑词项（联结词和量词）符号翻译日常语言对应的语词，用模式字母置换其余的所有表达式。不过，出于某一逻辑系统的目标和能力，一些词项有时被看作逻辑词项，有时被看作非逻辑词项，由此产生了不同的逻辑。“必然”不被看作逻辑词项，我们得到的只是经典逻辑；“必然”被看作逻辑词项，我们就得到模态逻辑。依此，通过扩张逻辑词项，就可能产生众多不同的逻辑。[59]
 依照这种获得论证的逻辑形式（论证形式）的方法，把逻辑词或逻辑连接词看作是真值连接词，就会得到论证的真值形式。作为形式逻辑之一种的命题逻辑的“形式”的根基就在于这种真值形式。真值形式的核心是真值连接词，每一连接词及其真值形式都可以通过真值表来刻画其逻辑特性。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论证的关键词“所以”、“因此”或“因为”等并不是经典逻辑意义上的真值连接词，相应的论证形式也不是真值形式。

重言的真值形式表达逻辑规律，其中一些规律属于推论有效式。它们可以用对象语言表述，也可以用元语言表述。前者呈现为推论的有效形式或模式，后者表现为形式推论规则。无论何种表述，推论好坏的判定都只涉及语形或语法（结构、形式）和语义（真假），再不需要别的条件，即与语用维度无关。然而，对于大量非真值形式的论证，当我们抽象其论证结构的时候，得到的并不是论证的真值形式，而是诸如此类的结构：

证人证言：目击证人W作证说C，所以，很可能C。

诉诸权威：C所属领域的专家E说了C，所以，很可能C。

现象论证：这个物体看上去像是C，所以，很可能C。

征兆论证：作为C之征兆的S出现了，所以，很可能C。

诉诸威胁：若另一方不接受C，对他不合意的后果P就会出现，所以另一方最好接受C。

第一，论证中的关键词，如证言、权威、现象和征兆，都不是一般逻辑中的真值连接词；第二，这些论证模式之好坏要依其运用语境来判定。我们不能说使用这些论证模式的论证都是谬误，也不能说它们都能保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论证模式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比如，法庭不可能一概不相信证人的证言，也不可能一概相信。是否采信证人证言，要求法官思量保证该证言之可信性的常规条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庭至少应从五个因素来考虑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证人在罪行发生的时候看到罪犯的机会

·证人在当时注意的程度

·证人给出的任何先前描述的准确性

·在辨认时，证人表明的确定性程度

·罪行发生与证人报告之间的时间间隔的长短

法庭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后，认为环境（情况）总体表明某个证人的辨认是可靠的。甚至在这五个因素中，还可能细化若干子问题，比如，对第二个因素，包括证人的感觉器官在当时发挥正常的功能等。相反，如果诸如此类的条件未予满足，证人的证言就难以采信。用图尔敏模式的术语来说，得出可能性或假设性的结论需要排除反证或例外情况。第三，同一论证模式在不同论辩语境中的适用性大为不同。比如，诉诸威胁的论证在谈判语境中是适用的，但在科学证明和批判性讨论的语境中并不适用。

这种论证的结构也可以用对象语言或元语言表述为语用的推论模式或推论规则。例如，前述论证模式都可以表述为肯定前件的推论模式，但也可以表述为相应的规则。如证人证言论证：

论证模式：证人W处于知道A是否为真的地位，证人W说A是真（假）的，所以，可把A合情理地当作真（假）的。

推论规则：常规情况下，证人W的证言说C，是相信C的初步理由。

这些模式的语用性与其中的推论规则作为一种概称陈述这一特点密切相关。从推理的角度来看，其中所使用的概括有三类。第一种概括是普遍或绝对的概括。绝对的意思是指，命题中所涉及的个体域中的个体毫无例外地被提及。例如，“所有的老虎有四条腿”，即“对所有x
 ，如果x
 是老虎，那么x
 有四条腿”，经典逻辑表示为全称量词公式：（∀x
 ）（Fx
 →Gx
 ）。单个的反例（一只没有四条腿的老虎）就可证伪它。当然，基于这种概括可以得到有效的推理，比如，全称例示。命题逻辑中的概括也是绝对的概括。蕴涵式p→q被定义为一种绝对概括。因此，肯定前件（MP）或分离规则p→q，p，所以q是演绎有效的。第二种是归纳（统计）概括。归纳概括不是绝对的，即它不是与全称陈述相联系的概括。如“大多数……是绿的”、“百分之……是……”。当然绝对的概括也可能在归纳论证中起作用。如“先前发现的所有……是绿的，因此下一个……也是绿的”。第三种是假设性概括或概称句，如“老虎有四条腿”。这种陈述仅仅断定，老虎一般有四条腿；在有限制的意义上，一般地，老虎能被期望有四条腿，除非特定情形下存在相反的信息。这种概括会遇到例外，其可接受性是暂时的：它面向新证据，这些证据或许在一个探究或论证的某个较晚的阶段出现，而且在应用于该情形时能击败该概括。可废止概括的一般化表述是，“对x
 而言，一般地但有例外，x
 是F。用＃x
 作为可废止量词，因此有（＃x
 ）Fx
 。它有一个假设性的合情理的推论形式：（＃x
 ）Fx
 ，∴Fa
 ”。[60]
 在概括时，个体推理者往往避开全称量化条件命题，如“对所有x，如果x是老虎，那么x有
 四条腿”，几乎总是做出概称（generic）推论或概括，如“老虎有四条腿”。前者用一个否定实例就可击破，因而是脆弱的，后者经得住各种各样真实的否定实例，因而是有韧性的。概称主张不必为每一例外付出代价。[61]
 从命题逻辑角度看，演绎的肯定前件（MP）是：

前提：绝对地（若A则B），A

结论：B

一个反例就击败其中的规则。基于可废止条件句的推理是具有可废止的肯定前件形式的论证（DMP），维尔希基称之为“无例外的肯定前件”（modus non excipiens）：

前提：一般地，但会遇到未来可能的例外，（若A则B），A，在此情形下没有（若A则B）规则的例外被知道

结论：B

此时的肯定前件如洛德所描述的，从condition→conclusion变成了condition∧～exception→conclusion。[62]
 推论规则或担保加上了算子“一般地，但可能遇到例外”，因此规则成为可废止规则。当一个规则不适用于当下情形时，它就被弃用。但是，A真但B假的一个单例并不证伪该规则。两个规则适用于哪种情况取决于哪个规则更适合于该情形中使用的推理。[63]


概称陈述是受某种特殊限定词（如典型地、常规情况下、一般地、通常地等）约束的普遍概括。这些限定词指示该概括成立的一般条件，换言之，限定词表明，在排除例外或异常情况之后，概括是成立的。由于人们很难穷尽想象每一概称句可能遇到的所有例外，因此，概称句是否适用当下的具体情境只能有待对该情境的具体分析来解决。由此我们会看到，两个证人W1
 和W2
 同样做出证言C，不见得受到法官的同等对待；同一证人W做出不同的证言C1
 和C2
 ，也会待遇悬殊。这就表明，即使我们选定一些在经典逻辑及其扩展形式中并不被视作逻辑词项的所谓的“新逻辑词项”，比如，“权威”、“证言”等，但由于这些“逻辑词项”并不是真值连接词，而是语用的逻辑连接词：由此连接结词和变项构成的论证形式，其逻辑评价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连接词的含义，还依赖使用它的语用条件。这就是说，对同一论证模式（如证人证言的论证），在一些情形下的使用是合理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下的使用则是不合理的。在经典逻辑中，有效论证即是例示有效形式的论证，而只有例示有效形式的论证才是有效论证。同理，在这些论证模式的“新逻辑”中，合理论证也是例示合理形式的论证，而且，只有例示这种合理形式的论证，才是合理论证。不过，由于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一种合理的论证形式既包括一般的结构，也包括达到合理性需满足的条件。这样，“新逻辑”中合理论证的判定和经典逻辑及其扩展系统中的有效论证的判定就不相同。它不是语形或语义的判定，而是语用的判定。为了从评估角度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论证形式，我们把“新逻辑”的“形式”表述为“型式”。

显然，每一论证型式表达一个前提支持结论的特殊原则。论证型式是普遍而抽象的模式，也有无穷可能的代入实例。就此而言，论证型式与标准形式逻辑中所研究的论证形式有相似之处，它是论证形式的语用结构，语义推论之逻辑形式的对应物。[64]
 “从逻辑的观点看，论证型式对应一种逻辑系统的推论规则。”[65]
 同时，从外观上看，所有论证型式似乎都是肯定前件的推论形式。但是，这并未揭示出不同论证型式的不同特性。[66]
 因而，对于一个论证型式来说，可接受性的传递不可能仅仅基于它的这个肯定前件的形式特性。在技术上具有推论规则形式的论证型式并不以逻辑算子的意义为基础，而是基于认识论或实践推理的原则。[67]
 “人工智能和法律”研究者指出，关键是逻辑推论的概念非常抽象。一个推论的逻辑有效性纯粹依赖于包括在推论中的结构词（如连接词和量词）的意义。但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观点不予以区别的语句，可能在论证中扮演非常不同的角色。图尔敏（1958）早就观察到，论证的不同要素可能有不同的功用，因而导致评估论证的不同标准。例如以下语句：所有荷兰人是高个子；所有电子邮件地址是个人资料。从形式逻辑观点看，两个语句都可描写为全称量化的蕴涵式。但从认识论观点看，它们显然不同。第一个是关于某种动物类的经验陈述，第二个是解释一个特殊法律概念的法律规则。不同意第一个语句所使用的攻击方法与不同意第二个语句所使用的攻击方法大不相同。即使是在经验陈述之内，也存在差异，试比较：荷兰人通常喜欢英式足球；证人通常说真话。两个语句均是经验概括，但第二个表达了一个知识的来源，而第一个语句本身并不表达知识的来源。由于这个差异，攻击第二个陈述的方式（比如，根据证人是有偏见的或官能障碍进行攻击）并不适用于第一个。这些例子的共同点是，论证中语句的用法并不仅仅依赖其逻辑形式，也依赖其他东西，比如其认识论的或语用的本质。使用逻辑有效性（无论演绎的或非单调的）抽象定义的逻辑学，看不到这种差异，因此，应该用所谓的“论证—型式”（argument-scheme）方法加以补充。[68]


论证型式的核心是一种推理规则的表征，用图尔敏的术语来说，就是可以表明我们从根据得出主张之合理性的担保（warrant）。所以，许多非形式逻辑学家认为，推论规则的概念不仅包括形式演绎原则（如肯定前件、析取三段论、三段论第一格）以及诸如统计三段论形式的归纳模式，也包括由许多“担保”所代表的实质推论规则。其实，皮尔士早已提出“思维习惯”的概念，即所谓的“引导原则”（leading principles），这些引导原则即是推论规则。当然，人们可能发展某些不可靠的推论习惯。严格来讲，由于它们不是完全可靠的，相应的推论规则都没有包括在典范的规则集里。不过，重要的是，得到适当支援（即图尔敏的backing）的推论规则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被合理使用。[69]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两类推论规则或形式——严格的和可废止的推论规则。前者似乎是纯正地可形式化的、必然有效的、严格的和独立于语境的；后者是语用有效的、偶然的（即可能存在使用某一论证型式的限制条件）、可废止的（即可能存在论证型式的结论不能从前提得出的例外环境）和依赖语境的。看来，必然性、严格性和脱离语境的经典逻辑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处理作为语用推论规则的论证型式。但是，从更抽象的层次看，严格的形式推论规则与作为语用推论规则的论证型式之间也明显存在结构上的类似之处：二者都由一个或更多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论证模式中的语句必须一律被变项代入。结果，形式推论规则和语用推论规则都被处理为“前提—结论”的模式：“前提1
 ，前提2
 ……前提n
 ，因此，结论。”进而可以把推理模式理解为一个连续体：抽象推理模式（推论的逻辑规则，如肯定前件）—语境推理模式（语用论证型式，如根据专家意见）—领域规则（如法律中的判决模式，在法律语境之外是不相关的）。[70]


四 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

论证型式虽然在外观上是肯定前件的形式，但与经典逻辑的肯定前件有本质的不同。如何描写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

逻辑视角

从逻辑视角对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进行刻画，主要凸显可废止条件句或担保的特点。一般来说，一个型式由一个结论、一个前提集、一个型式使用的条件集和阻挡该型式使用的例外集组成。因而其一般结构是：

结论

前提：前提1
 ，前提2
 ……前提n


条件：条件1
 ，条件2
 ……条件k


例外：例外1
 ，例外2
 ……例外i


这种逻辑取向的方法在一些方面背离了传统逻辑的概念，因为它是具体的、辩证的逻辑方法。“具体的”意思是，型式的实例可能属于具体的论辩情景，并不一定是普遍适用和独立于语境的；“辩证的”的意思是，型式遇到反证（counter-argument），即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境，其中型式即使得到它的前提也并不导致其结论；在这样的意义上，该方法是逻辑的：为了用与形式逻辑相关的风格分析和表征论辩而使用形式方法。[71]


卡扎夫和里德刻画的论证型式结构是：[72]


（1）论证前提（一个或多个）的形式

（2）论证之担保的形式

结论

通常，担保表征为一个条件句的形式。该条件句形式的前件相当于型式中给出的前提，后件相当于一个或多个被传输的事实（凭借一个具体的传输工具）。例如，从因到果的论证型式：

（1）A


（2）如果A
 ，那么，A
 引起B


所以，B


当然，人们可能倾向于使用“A引起B”的形式来表征从因到果论证中的担保，而不是（2）中使用的条件句形式。但是，一个符合“A引起B”的命题将推导出由形式“A
 ”给出的前提，因而使（1）成为多余的。为了避免这一点，通常使用条件句形式代表论证型式中的担保。

突出论证型式都是可废止肯定前件规则的实例则可以描写为：


P


如果P
 ，那么通常Q


因此（假设地），Q


这个结构代表的型式可以通过论证存在该规则的例外而被攻击（比如，P且R和如果P且R，那么通常非Q
 ）。每一个型式都有它们自己的批判性检验的典型方法，因此，用它们来补充仅仅对抽象推论形式的研究是值得的。[73]


萨托尔认为，推理型式（reasoning schemata）的一般结构是：[74]



A
 1
 ；…；且A
 n


——是B
 1
 ；…和B
 m
 的理由

这种理由可以是得出终局性结论的理由，也可以是得出可废止结论的理由。

如果突出论证型式作为可废止推理模式的特点，几乎可以包括所有论证型式的一般模式是：[75]


大前提：α
 ⇒β


小前提：α


结论：β


连接词⇒代表可废止的蕴涵，大前提意为“如果α
 ，那么假设地β
 ”。这意味着，只有在没有例外，没有占上风的相反结论（反驳）之理由的情况下，结论β
 才从α
 得出。维尔希基、本奇—卡彭和普拉肯都认为，论证型式可以重铸为可废止的肯定前件形式，其中条件句大前提的前件是陈述的合取，每一陈述代表初始论证型式的先决条件，比如，诉诸专家意见的型式是：

大前提：（E
 是一个专家且E
 说了A
 ）⇒A


小前提：E
 是一个专家且E说了A


结论：A
 是真的

批判性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削弱（不再适用）相关型式或否证（反驳）其前提的反证。例如，关于专家不可靠的批判性问题可以改述为这样的削弱者：


E
 是不可靠的⇒﹁[（E
 是一个专家且E
 说了A
 ）⇒A
 是真的]

沃格曼斯以“可接受性传输原则”（acceptability transfer principle）为中心揭示论证型式的结构。“可接受性传输原则”（ATP）是指接受论据使论点变成可接受的。ATP是言说者关于任何明确陈述的论据证明力之承诺的一般表达。它包括论证型式、topoi
 和逻辑规律。若以STP代表论点，ARG代表论据，ATP代表可接受性传输原则，一般论证型式就是：[76]


1 STP

1.1 ARG

1.1′ ATP（1.1→1）

该结构的扩展可以从两个要素展开：对ARG和ATP进一步论证：

1 STP

1.1 ARG

1.1.1 ARG

1.1.1.′ ATP（1.1.1→1.1）

1.1′ ATP（1.1→1）

1.1′.1 ARG

1.1′.1′ ATP（1.1′.1→1.1′）

不论如何刻画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都需抓住两个要素（前提、论据或理由与结论、论点或主张）和一个可废止推论规则。具体的论证型式全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都是前提、结论和推论规则的具体化。其实，品托提出的一个公式最能反映论证型式的本质：（S）（t）（x）假如S在t时以为（期望、肯定、假设等）“x是F”，那么，在t时缺少削弱或推翻证据的情况下，S在t时以为（期望、肯定、假设等）“x是G”是合情理的。[77]
 这样一来，论证评估从保真（truth-preserving）的规范向保权（entitlement-preserving）的规范转移。前者指的是有效论证前提真时结论不可能假；后者指，根据论式，前提可接受（合情理reasonable）时，人们有权利得出可废止的结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化的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

通常，符合条件P者，则可认为（期望、肯定、假设等）C，

在此时此地，已经排除了例外情况（即削弱或颠覆C的证据），

所以，认为（期望、肯定、假设等）排他性的结论C（尽管是可错的）是合情理的。


topoi
 视角

瑞士语言学学者里戈梯和心理学学者莫拉索采用语用—辩证论辩理论框架，运用 “程序构件”（procedural component）和“材料构件”（material component）的概念，构建了一种刻画论证型式的“论式的论辩模型”（Argumentum Model of Topics，AMT），融合了辩证法和修辞学（把和被激活的推论联结即准则相一致的程序出发点与保证该准则对论证涉及的实际情境的适用性的材料出发点结合起来），整合了古典传统的loci
 概念和现代论辩理论的论证型式方法。程序构件基于一种生成推论联结的语义—本体论（semantic-ontological）结构，论证的逻辑形式正是由此而来。材料构件将论证型式融入论辩双方的共同基础所约束的隐含或明示的前提。他们认为，有四个理由把AMT当作分析论证的推论结构的更完备工具：更为明晰地显示实际论证的推论结构；区别程序前提和材料前提，强调程序和材料构件之间的交叉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辨识论证的前提；由于明确了诱发众人之意和论证型式材料构件之内的论据予料（datum），更加凸显了论证的语境约束性；AMT能支持引出与Y结构的每一节点相关的可能的批判性问题，准确说明哪个节点与一个论证的有效性问题相关。AMT的主要原理之一是，把材料和程序出发点的概念应用于识别在论证型式中起作用前提的不同本质，正确重构这些不同的前提，“发现”它们相互交织的联结。[78]
 AMT不仅凸显了佩雷尔曼、图尔敏、黑斯廷斯、金泡因特纳、语用—辩证法和沃尔顿等论证型式一般结构描述中的所有元素，而且揭示了众人之意即论辩双方在具体语境中预设的共同基础所起的支撑作用，以及程序和材料出发点之间的交织互动：从基于众人之意的推理路线得到的第一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准则的推理路线中的一个小前提，因而提供了论证型式的一种详尽表征。

在AMT中，论证的推论维度（logos
 ），共享的前提（众人之意，它是被相关公众或相关公众的意见领袖所接受的看法。正方和反方在相关的批判性讨论中必须就材料出发点达成一致，以便解决他们的意见冲突。）——听众尊重的相关价值（ethos
 ，例如专家的可信性品格），以及可能因此激起的情感（pathos
 ）整合在一起。我们从中看到，众人之意如何在论证的推论结构中被激活。整个论证的评估不仅取决于前提的可接受性，也取决于它们对准则所要求的条件的实际适用性。而准则都有自己具体的可接受性条件。这些条件可用作建立具体论证型式的正确性标准。比如，手段—目的论证需要针对潜在的副作用以及达成同一目标的可能替代手段等。[79]
 当然，这些标准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批判性问题表现出来。

[image: ]


图2-1 AMT论证型式Y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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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argument scheme衍生出的词，指那种其结构能被表征为特定argument scheme的一个实例的特殊论证。参见Devid M. Godden and Douglas N.Walton，“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Schemes and Critical Questions”，Informal Logic
 ，Vol.27，No.3（2007），pp.267-292。


 [4]
 相似论述可参见[英]斯蒂芬·里德《对逻辑的思考》，李小五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1页。


 [5]
 例如，《英汉农业大词典》、《英汉—汉英文献信息词典》、《英汉新编实用财经贸易大词典》、《英汉汉英统计大词典》、《应用统计方法辞典》等。


 [6]
 当然，像廷德尔等修辞学家并不认为古典topos
 与现代论证型式完全对应。论证者不仅需要了解他自己驻留topos
 的心灵，也要了解其听众的心灵和听众可能承认的topos
 （听众被由此得到的论证说服）。所以，在这里，论证者和听众共享的认知环境是个关键。这样，topos
 作为心理的“地点”或“空间”，不仅居住着topos
 ，而且也将其与其他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观念是我们心理生命的认知内容，有效论辩和交流的先决条件。所以，了解听众，不仅涉及他们的信念、价值等，也涉及他们将承认且能驻留于他们自己心理空间的那种topos
 。如果我们认为topoi
 只是论辩型式，那么由基本上附属于topos
 概念的地点隐喻所承载的价值就受到威胁。


 [7]
 后来，克雷伯在其博士论文《对话逻辑研究》（1982）中，又提出另外两个formal的意思。formal4
 指的是建立形式辩证法系统规则的一种先验方式，即一个形式辩证法系统的规则先验地被选定，而不是经验探究的结果。formal5
 指那种是“纯粹逻辑的”辩证系统，即并不提供任何实质移动的辩证系统，而实质移动是那些依赖某个非逻辑词项的意义的移动。第四个意思其实来自汉布林对形式的和描述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分。克雷伯在分析形式辩证法时也指出形式辩证法的三种意思：辩证法在管制（regulative）意义上是“形式的”：受规则支配或管制（的对话）；在语言学意义上是“形式的”：辩证系统的措辞严格地由语法规则决定，就如在编程语言中；在一种先验的意义上是形式的：系统的规则先验地被选定。分别对应以前所说的formal3
 （管制意义）、formal2
 （语言学意义）、formal4
 （先验意义）。参见Erik C.W.Krabbe and Douglas N.Walton，“Formal Dialectical Systems and Their Uses in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in Keeping in Touch with Pragma
 -Dialectics and Computation
 ，Eveline T.Feteris，Bart Garssen and A. Francisca Snoeck Henkemans（eds.），Amsterdam： Benjamins，2011，pp.245-263。


 [8]
 约翰逊和布莱尔认为，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意思导致这样的观念：作为和日常推理相联系的非形式推理与更为学术的或受学科约束的推理截然不同，或者与严格结构化的推理有巨大差别。


第三章 论证型式的功能

论证型式有多重功能。在论辩过程中，它可以作为分析论辩性话语的手段；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可废止的证明力，因而可以转移证明责任；它也是帮助我们构建论证的启发性工具；而对于辨析和克服谬误，论证型式更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不过，这一切，都以论证型式所产生的规范力或理性拘束力为基础。

一 论证型式辩护

论证型式的合法性证明总体上只能是一种语用证明。演绎推理形式的证明是一种系统的语义证明。例如，对于肯定前件式的证明要一般性地考虑演绎命题逻辑的整个系统。首先，我们必须定义这类论证的有效性，然后必须表明实质蕴涵并用命题的真值加以定义。之后就容易证明肯定前件是一个有效的推论形式，因此它得以证明。简要地说，这里表明的是推论的演绎有效形式是保真的，意为如果前提真结论也必然为真。所以，给定蕴涵符号的真值函项定义，就容易表明，所有具有肯定前件形式的推论是保真的。类似的系统证明在归纳推论的情形下能完成。首先，提供归纳推论如何能按照概率值被评估为或强或弱的某种一般理论；其次，条件概率和其他诸如合取和析取概率的推论形式用贝叶斯公理加以定义；然后一个特殊的归纳论证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能加以证明。然而，这样一种系统的证明程序能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应用于既非演绎有效亦非归纳强的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型式吗？回答是，尚不存在广泛接受的建立起来的系统用来评估这种论证型式，因为给如此论证的形式分析和评估建立一个系统还没有解决。当然，论辩理论的新近发展已经提供了该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法。除了案例研究分析和形式辩证系统之外，还有将语用的和系统的证明连接起来的另一种形式的型式证明。在主体交际中论证型式的形式的和执行的模型已被发展起来。在这一工作中，形式化型式的方法在计算中是可执行的，也接近自然语言论证的丰富性。这种形式化基于一种论证标记语言（Argument Markup Language）的执行。这种方法提出了一种论证型式（包括熟悉的演绎型式和可废止型式）的形式化。这一形式工具是与分析来自自然语言论说论证之案例研究技术相结合的，例如Araucaria
 。计算中的这一当前研究既是形式的也是实践的，因为在计算中它用于实践目的，而且它需要接近自然语言论辩。它组合论证型式之系统的和语用的证明。形式对话模型所提供的辩证结构给出了一个解决证明问题的最佳路径的框架。[1]


本体论证明

诚然，一个型式可能是任意的模式，因为不存在要求论证型式展示既定的逻辑原则。但是，许多型式被反复使用，其模式被确认和命名。沃尔顿等（2008）描述和命名了60个型式以及它们的一个或更多的子类。论证的这些名称和模式是我们所熟悉的。什么使得这些型式众所周知并常常被例示？布莱尔猜想，它们是具有乍看似真性的型式。例示这些型式的论证乍看起来是似真的论证。这相当于是它们的担保——许可从其前提到其结论的推论的关联条件句的概括——是可辩护的。即能表明当这些担保在论证中被依靠时，在恰当的条件之下，论证的前提起到证明结论的作用。[2]


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概念处理关于什么实体存在或在何种条件下它们能被认为存在，以及这种实体如何能在一个层级内被归类、相联系，按照相似和差异，以类似波菲利树那样的方式再归类的问题。与论证型式相关的是自然语言语义学的本体论概念，它是我们在文化内共享的，主要受我们共有世界经验约束的常识本体论。

论证型式的核心是推论联结或准则。正是由于这类准则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论式原则”（topical principles）的类同性，现代论证型式才对古典topoi
 或loci
 认祖归宗。不过，在西塞罗或中世纪的传统中，loci
 就是habitud
 ——某一论辩性推理所基于的“本体论关系”。比如，被定义项和定义项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类比（相似性）关系等。loci
 本身的名称唤起这种本体论关系：根据权威（ex auctoritate
 ）或者根据对立（ab oppositis
 ）的loci
 。[3]
 其实，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发现topoi
 与本体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辩证topoi
 是一个论证型式，它被用来建立或反驳一个争议的观点，基于常常与该观点的主词和谓词的逻辑性质相联系的高度抽象的原则，是无主题的，因而普遍适用。[4]
 《论题篇》试图提供能用于论证任何问题（不管其具体内容为何）的方法。为此，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命题的共性。他集中于命题的主词和谓词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发现在任何陈述命题（即陈述一个谓词属于或不属于一个主词的任何语句）中，用来陈述属于或不属于主词的谓词仅有定义、属、特性或偶性。同样，对任何被探究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101b，17-25）。[5]
 四谓词最终扎根于他的十范畴所代表的世界本体论，最终具体化为本质、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承受（103b，20-39）。[6]
 一个谓词是否被正确使用，要通过检验是否与每一谓词的定义相符来判断，而这些定义确定了相应的某种结构特征。通过考察这些特征，言说者被引导寻找恰当的前提来建立或反驳探究中的那个命题。[7]



Loci
 的特性在中世纪传统中逐步显现。波伊提乌认为辩证论证的核心是在一个问题中两个词项之间起媒介作用的词项，即能将该问题的两个词项连接起来的某一词项；连接的方式是，那两个词项能在论证的结论中被相互连接起来。种差提供所需要的这种媒介词项；它们构成风险论证的“合情理路径”。例如，对于争议问题“摩尔人有武器吗？”我们想要论证他们没有武器。要找到一个论证就需要找到问题中两个词项的媒介，某种能加入到两个词项之间并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东西。按其步骤的安排，波伊提乌给出的论证是：“摩尔人没有铁，铁是武器的材料（或质料因），没有该质料，也就没有用该质料制造的东西，因此摩尔人没有武器。”摩尔人没有武器是由根据质料因种差提供的论证，根据质料因种差本身不是产生该论证的媒介词项，而是 “铁”，论证的提议者想要连接起来的两个词项是“摩尔人”和“武器”。[8]
 之后，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论题种差（locus
 -difference）表达为本体论关系的一端，它的另一端与论点本身重合。比如，彼得认为，根据原因的locus
 是因到果关系的一端，另一端即结果是论点；在根据定义的locus
 中，相关的关系与定义和被定义对象短语结合在一起（一个定义是意指一个事物存在方式的话语，根据定义的locus
 是定义与被定义东西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根据更大和更小的locus
 ”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定义为，就其事态而言，一个虽然更可能是如此但实际上不是如此的实体（如甚至上帝都不知道一切）与一个更可能不是如此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其准则之一，这个关系蕴涵着，对于后一个实体该事态当然是假的（甚至上帝都不知道一切，那么人更不会知道一切）。阿伯拉尔和布里丹也解释过作为habitudo
 （习惯，本体论关系）之端词的locus
 。阿伯拉尔将habitudo
 和推论的可靠性联系起来。布里丹甚至更为明确通过构成准则的词项来辨识locus
 。鉴于此，戈里梯提议与准则联系起来解释locus
 ：locus
 是联结生成一个或多个准则的不同事态的特殊关系，给准则提供语义透明性（semantic transparency，拉丁notitia
 ）与分析真（veritas
 ）和说服性（efficacia
 ）的具体程度。把loci
 解释为生成论证型式的本体论关系（habitudo
 ）蕴涵着从各自的论式关系（topical relation）获得每一论证型式的任务。在中世纪学者看来，这一来历表明，locus
 的本体论蕴涵着运作。比如，种对属的关系蕴涵着“如果某事物被陈述为一个种的个体为真，那么把它陈述为属的个体也是真的”，这是因为，一个种的任何个体也是对应属的一个个体。比如，如果一个人跑，那么一种动物跑是真的。同一locus
 也生成其他准则，如“若某事物被否定属于某一属，则它也被否定属于种”，因为属于一个属所需的特性被属于其所有的种预设。例如他不可能是一位眼科医生，因为他不是一位医生。

这种本体论关系被我国学者描述为“常规关系”。从本原来说，常规关系是事物间的一种自然关系。任何事物都于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环境下存在；事物有自身的外在形式、内部结构、作用功能；事物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终结的过程，这些过程都会有其前因后果、采取一定的形态、表现出一定的特性；而且，事物同周围环境还会相互作用，从而同其他事物也具有某种关系，如此等等。经过人们认识或想象，这些东西作为认识成果加以固化，于是某一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或某事物的某一状态同某些时间、空间、性状、形态、功能、变化、因果等之间的关系，就会被认定为规约性地建立起来的较为经常性的联系，成为某一“常规关系”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认识成果在用相应的语言固化和表征后，就成为人类的第二信号系统。从本体论来说，常规关系是事物自身的关系；从认识论来说，常规关系是社会群体以关系方式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和传播媒介；从方法论来说，常规关系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成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图式。以常规推理进行的含意推导具有常规关系的两事物互为对方的“关系体”（relational entities），一关系体的存在总是内在地（inherently）蕴涵着另一关系体的存在，从而有可能将事物连成一个可以理解、可以解释、可以预测的网络。常规关系可以体现为相邻和/或相似关系，具有相邻和/或相似关系的两关系体，具有这样的联结关系：一关系体的存在总是内在地蕴涵着另一关系体的存在，因此，在一定的语境下提到x就可能意味着y。[9]


由此继续推导，我们会发现，语用学的这种含意本体论，最终在应用于含意推导的过程中，必定与具体的论证型式或合情推理联系起来，换言之，这种含意本体论决定含意推导必定使用具体的合情论证或论证型式，例如，类比、根据迹象、因果、目的—手段、语词归类等。


locus
 本身代表的这种本体论关系引起被称为“准则”的推论联结。比如，根据目的因的locus
 显示若干可能的准则（如果某一特定的目标要达成，就要考虑有助于实现该目标的因果链；如果没有因果链可利用，该目标就不能达成，等等）；质料因的locus
 引起的准则有：如果没有质料，事物是不可能的；通过质料存在，事物也可能存在；如果事物存在，质料存在或曾经存在。每一准则激活一种逻辑形式，比如肯定前件或否定后件。尤其是，如若某一本体论关系是如此这般，那么，通过适用由它生成的任何推论联结或准则，就会激活某一论证型式中的一种逻辑形式。比如，“假如原因是如此，那么结果也是如此”激活肯定前件的逻辑形式。不同的准则可能激活相同或不同的逻辑形式。例如，根据属和种的locus
 被代入时，“对属成立的对种也成立”，同样激活一种肯定前件的逻辑形式。但是，成问题的因果准则（正确的因果准则的颠倒）“如果结果是这样，则原因也是这样”却激活“虚假”的肯定前件的逻辑形式。另一个因果准则“如果结果没有发生，原因也就没有发生”属于同一个locus
 ，它激活否定后件的逻辑形式。根据直接对立的locus
 的准则之一是“如果一个对立面是如此，则另一个不是如此”，它激活一种不相容析取的逻辑形式。[10]


认知心理学证明

尼尔森指出，意义、认知活动和修辞的论证按照范畴而群聚（cluster）。数十年人类概念思维的研究表明：一种分类行为（邻接转移contiguity transfer）是人固有的；分类导致一种行为的等级结构，由此，在回忆过程中分子单位被模式化为摩尔单位
 
[1]

 ；分子和摩尔单位都按照一种内在化的图式系统化；分类行为是语言倾向的一种必要先导；在人类行为的所有形式中，分类实际上具有重大功利主义价值的意义。这些公理证明有必要复兴对人类分类行为模式的探索。存在概念类别的纵、横上位概念（摩尔单位）的语义表征，而且这些上位概念是可识别的。这个假说得到以下有效程序的支持：第一，意义倾向于按照语言范畴而群聚（cluster），这些语言范畴的上位范畴是可识别的；第二，认知活动倾向于按照范畴群聚，认知范畴的上位范畴的语义表征是可识别的；第三，修辞式论证按照范畴群聚，这些范畴的上位范畴是可识别的；第四，哲学探究倾向于按照范畴群聚，哲学观念的上位类别的语义表征是可识别的；第五，可观察的语义表征发源于这些领域的每一个都共享共同的要素；第六，范畴的上位范畴的变化是最低限度的，相对不受时间、空间和文化改变的影响的。尼尔森最后指出，源于语言的、认知的、修辞学的和哲学的范畴的语义表征都被看作是对某些人类概念行为之模式的反映。[11]
 上述第三点与论式相关。在尼尔森看来，亚里士多德修辞的论式代表论证群聚的上位，因为在理想情况下，它们代表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语义概念系统，它说明就任何特殊情况而能够提出的所有主要的论证。它们超越了任何具体知识的限制，因而是概括的上位水平（superordinate level）。尼尔森认为，威尔逊和阿诺德勾勒的修辞论式系统与他自己的方向相一致。论证群聚的上位划分为十一个属性和五种关系，如表3-1所示。

表3-1 威尔逊和阿诺德的修辞论式系统

[image: ]


按维果茨基的提议，沿着地球表面放置这些topoi
 只需要简单延伸。十一个属性代表一个概念的客观内容，因而被安置在经度的上位（longitudinal superordinates）概念，五种关系是理解内容的思考行为，因而构成纬度的上位概念。就第六点而言，亚里士多德论式系统对当今知识的适用性证实了没有因时间、空间和文化影响所形成的限制。尽管下位范畴在进化和变化，但上位范畴保持相对不变。所以，在人的语言、论证、假说、理论和真理的解释变化的同时，语言、思想和演说的上位分类多半保持不变。除非某种否定存在、程度、时间、空间等属性的相关性的激进革新的出现，我们将继续考虑和讨论这些领域。尼尔森还指出，罗杰特的分类词汇汇编（观念的类别）可以解释威尔逊和阿诺德论式系统（论证的类别）和奥斯古德（属于语言和认知范畴）列举的项目，这些可观察的语义表征源自这些领域共享的共同元素，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12]


目的论证明

可废止推理型式的运用可以通过目的论论证加以证明，即通过表明这种型式是达至在社会背景中进行的相关活动类型之目标的合适手段。这种证明应该说明不同的元素：属于认识论认知（epistemic cognition）的目标（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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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实践认知的目标（在特定情境中做出最佳选择）、主体的需要（及时找到解决办法，不用太多的认知资源等）、他们所参与的互动的类别、社会价值以及共同习惯和共有的实践。[13]
 错误修正是基于论证型式的智能推理（intelligent reasoning）过程的必要构成部分。在把论证型式解释为可废止条件句的情况下，证明初始论证型式（伴随批判性问题）的问题转换为证明对应可废止条件句的问题。例如，证明诉诸专家意见论证型式的问题转换为证明条件句“（E
 是一个专家且E
 说了A
 ）⇒A
 是真的”。沃尔顿和萨托尔的证明方法是，推理主体本身可以运用他们的型式来确定是否他们正在使用的型式被证明。目的论推理可以用于其他推论型式的证明。要采取的行为是一个伴随批判性问题的论证型式的使用。比如，假定主体在考虑是否应该依靠专家，主体有一个得到真信念的目标，实践推理的一般型式可代入如下：

大前提：与我的选择有关，我的目标是获得真信念。

小前提：每当“根据专家意见”的型式是相关的时候，完成该行为由执行该型式构成，它是实现获得与我的选择有关的真信念之目标的手段。

结论：每当这个型式相关时，我就应该完成构成执行“根据专家意见”型式的行为。

假设对一特定主体该推理的两个前提都成立，这个主体将的确证明采取根据专家意见的型式是正当合理的，即证明每当是相关的时候，承诺使用这个型式是正当合理的。如果主体是一个反省的认知实体，能怀疑他自己的推理过程并对它们做出选择，这类证明对于主体本身是易达到的。对于主观愿望的思考这样的型式，也可以找到支持采取主观愿望思考的目的论论证，但是，有更强的理由反对认可这个推理型式（用根据否定性后果的论证）：这个型式在认识论上是坏的，因为它导致坚持许多虚假信念，它在实践上也是坏的，因为基于错误假设的行为很可能使他们的目标落空。

对论证型式的需求通过参照运用型式的实践的和求真的认识活动类型的目标来证明。必须考察这些活动的每一类型，涉及它的目标、作为完成这些目标之手段的论证类型。这意味着，论证型式的证明需要通过决定在共同规范目标（价值）的背景中哪种论证应被用于完成使用那些论证的团体的个体目标。每一论证背景必须有决定何时一个论证适合被使用的协议（protocols），以及能提供这些协议的规范的对话模型。

日常商议是这样的活动类型之一。在此情景中论证型式的价值是，它们为选择一种更好的协议提供基础，虽然它们是可废止的。能证明型式在商议中是有用的，而且的确在理性商议中有必要使用它们，因为别无选择。对商议来说，基本的型式是实践推理的那些型式。第二类活动是，在实验科学中，为了在探究的某个特定点所知证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哪个命题能被当作真或假的理论，而构建和检验假设。在发现阶段，导致最佳说明推论的论证型式是核心。第三类活动是审判背景中的法律论辩。这类活动适合说服性对话模型。最适合这类活动的论证之一是运用包括专家意见证言的证人证言支持或攻击一个主张。因此，一般而言，上述三类论辩活动中，相关性的标准是证明论证型式之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仅当这类论证在支持相关活动类型的目标和价值方面是相关的时候，特殊论证型式的使用才被证明。日常生活中一个有趣的论证例子是看医生。

论证型式不仅是在相关主体的私人推理中使用，也在对话的和社会语境中使用。一个论证型式的使用效果不仅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也在于它被另一相关团体采纳，与该推理型式被展开的特殊语境有关。论证型式要适合于对话。论证的可接受性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参与者相联系，与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相联系。例如，先例在传统上从来不被法国最高法院所引证。关于决定是否在嵌入一个社会背景中的对话使用某一型式，需要区分三种评价：如果使用一个型式对对话者的目标有所贡献，那么，该型式在个人方面是可推荐的；如果遵循一个型式的使用并不危害对话的目标，那么，该型式在对话上是可允许的；如果使用一个型式对对话的目标有正面贡献，那么，该型式是对话上可推荐的。一个型式是否满足这些要件取决于对话的类型，也取决于对话中某一方的特殊立场和对话发生于其中的社会语境。

不过，用目的论论证来证明论证型式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为在用论证型式来证明论证型式。避开这种循环或无穷后退的办法之一是辨识某些诉求每个人直觉的基本推论型式，确实可以被看作是每个人天生的技能。在这些论证型式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条件、教育或个体的选择，其他型式被采用。看来，波洛克的5种可废止推理型式（知觉、时间投射、统计三段论、归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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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结合演绎推论和概率推论，能给相关主体提供充分的推理资源来自己决定采纳更多的论证型式。[14]


实践或经验证明

与演绎系统得出全部有效推理形式的方式不同，现代论证型式都是从实际使用的实例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因此自然有其经验基础与应用价值。

黑斯廷斯曾从演讲、讨论和书写作品中选用了250余个论证标本，归纳出9种主要论证型式。对其中114个学术性论辩标本的考察发现，根据例证的论证、根据证言和因果论证使用的比率增大，其他模式的使用比率下降；某类内容（如学术论辩、法律语篇和医学报告）可能比其他语篇类型更经常地使用某些论式。[15]


荷兰学者研究公共信息宣传小册子中论证型式的使用时发现，当说服小册子使受众信服他们应该做或克制不要做某事时，可能使用某些论证型式：从因到果、从果到因、根据规则的论证、后果论证、根据权威的论证、典型例证和类比。所考察的20个公共信息手册（最长者A4纸3页），全部使用了根据后果的论证，其中15个使用了从因到果的论证型式，14个使用了典型例证论证，8个使用了根据规则的论证，6个使用根据权威论证，3个使用从果到因，2个使用类比。另一项对读者专栏投稿的10个样本的研究也表明，后果论证、从因到果、典型例证和说明的论证使用得最为频繁。对50种报纸原文（社论、评论、广告和报告）的分析发现，根据评估规则的论证也属于最为频繁使用的论证型式之一。[16]
 著名非形式逻辑家希契柯克考察了从28个领域抽取的50个论证样本，概括出了多种论证型式使用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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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敦提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计算学院论辩研究组的ARG：dundee研究计划项目“自然交际和人工交际中的论辩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es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Communication）得到英国著名研究基金Leverhulme Trust的资助。这个主要研究自然语言论证的计划强调从经验概括新的论证型式（包括法律领域运用的）。比如不同论证型式分类的比较（人们或许比较修辞学与语义学的分类，看看语义学的特性对应哪种给定的修辞论证类型）；论证语料库用于为现存论说领域发展描述性论证类型学或分类表（比如，论证语料库可用于评估一个分类表的穷尽性）。论辩型式被看作是表达固化了的、形成人际合理性之“胶水”的推理式样的语言形式。论证语料库来源地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南非、英国和美国，资料来源于原因消息、讨论论坛、杂志、报纸和法律及议会记录。[17]
 这个研究为扩展分析而构建的论证语料库，可能在研究独白的和人际交互的推理的表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探索已经确认了一些进一步研究的优先议题，特别是：规范论证在所有辩论场合的频率；规范（和非规范）论证征兆的分布；在卡扎夫和里德的论证型式分类中，具有强的论辩特性的型式，比如根据蕴涵的论证（摘自普通媒体尤其是报纸社论）等的角色；线索词用法和型式挑选之间的关系；文化或话语共同体与引起偏见的型式的用法之间的关系。就如在哲学研究、交际研究中一样，人工智能开始抓紧进行论辩型式理论的研究，这对于阐明评价型式集效力的机制和型式的分类系统将是必需的。至少，在处理真实世界论证的成功是一个论证型式集之效力的一种度量的意义上，某些机制可能被期望是资料驱动的。所以，世界上第一个被分析的自然论证语料库正在开始初步显示其潜在效用的迹象。随着数据集的增长，用更为精细的真实世界背景中论证的使用式样和组织进行探索成为可能，并因此提供重要的经验资源，能为进一步在哲学的和计算的论辩方面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该语料库从真实世界的论辩中概括出25种新的论证型式：根据可能性的论证、根据同义性的论证、从单因到结果的论证、根据共因的论证、从全体到部分的论证、从部分到全体的论证、类—成员论证、从种到属的论证、根据数目同一性的论证、根据因果律的论证、根据具体事实构成的论证、从结果到单因的论证、根据特性构成的论证、根据肯定性规范事实构成的论证、根据因果律构成的论证、根据否定性规范事实构成的论证、根据构成事实之构成的论证、根据必要条件构成的论证、根据可能性构成的论证、根据单因事实构成的论证、根据单因果条件句构成的论证、根据类实例构成的论证、根据非因果律的论证。[18]
 研究者发现，规范论证（即以应该是什么或什么应该发生为结论的论证，包括“根据肯定性规范事实构成的论证”和“根据否定性规范事实构成的论证”）出现频率较高（26%），它的第一种型式更为常见（18%）；根据蕴涵的论证（明显建立一种演绎结构）有14%，除了一个议会记录和3个法律例子外，其余全部出现于报纸和杂志社论；61%的法律论证包括“根据属性构成的论证”（A，A构成对象B具有特性F的事实，所以，B具有特性F）；还发现型式和论辩领域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论坛讨论”，包括各种在线新闻组、公告板、论坛中使用的论证型式）。在一个“基督教护教学和研究部”（Christian Apologetics & Research Ministry）网站获取的论证中，所有论证都使用“根据非因果性规律的论证”，这些论证全都建立在引用神圣法（divine law）的基础上；论证型式使用在文化上的差异也被观察到：最为突出的是印度文本有40%使用了“根据单因的论证”（在整个语料库中该型式占15%，其中一半是印度来源），而在从因到果和从果到因的根据单因的论证型式的使用上，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偏好，比如，英国的样本中超过12%使用从因到果，只有3%使用从果到因，美国的样本有8%使用从因到果，而13%使用从果到因。[19]


对语言学学术会议论辩的研究发现，传统的修辞topoi
 ——论证型式在讨论中频繁使用。与自然科学不同，语言学是一种并不总是以严格可测量的、可触摸的和可证实的方式来运作的“人文”（Geisteswssenschaft），它必须依赖一种保证成功论辩的逻辑。在1/3的案例中，根据权威或根据个人证言用来支持讲话者的主张；主要在回答话轮中使用的根据比较的论证也频繁使用；根据范例（源于学科本身）的论证仅仅出现于回答话轮，作为对否认的回应。而根据类比的论证相对少见，根据后果和根据划分的论证在论辩中也只有相对不重要的作用。这些论证型式旨在增强讲话者或提问者的主张，也服务于保证互文性（intertexuality）和互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20]


麦考密克和萨默斯曾实施了一个旨在概览各国在制定法规则解释中所使用的各种论辩形式（forms of argumentation） 的国际合作计划。这一耗时7年由16位知名学者联袂完成的国际研究计划的成果《解释制定法：一种比较研究》（1991），对英、美、德、法等9国高等法院在裁判过程中使用的法律解释论证型式进行了考察和比较，概括出11种广泛应用的法律解释论证型式，它们都是合情论证。其中，萨默斯所写的关于美国的报告提出了被用来解决美国高等法院出现的制定法解释冲突的22种论证型式。[21]
 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认为前10个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根据语词的标准日常意义的论证，根据语词的标准专门意义的论证，根据语境上融贯的意义的论证，根据先例的论证、根据法条类比的论证、根据与一般法律概念相融贯的论证、根据与公共政策相一致的论证、根据相关的一般原则的论证、根据历史演化意义的论证、根据法条最终目的的论证。[22]


欧洲学者有一个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文本建立论证语料库的计划。在此研究中，判决按照论式加以分类，目的是要建立法律案例中的论证的自动检测和归类的系统。利用为数不多的论证型式（26种）或者沃尔顿（1996）确认的论证型式，作为辨识不同论证类型的方法。研究者考察2006年8月到12月的45个英语文档，结果发现其中出现相关论证型式的频率（百分比）如下：根据迹象（7.9）、根据语词归类（4.7）、根据承诺（0.6）、环境的针对人身（0）、根据知情地位（2.1）、根据专家意见（2.7）、从证据到假说（0.3）、根据假说的证伪（4.2）、从相关到因果（1.1）、从因到果（4.7）、根据后果（8.2）、类比（21.6）、根据耗费（2.3）、根据流行（1.2）、根据通行做法（2.4）、品格论证（0）。[23]
 这一语料库的建设至少说明，论证型式在法律裁决中被广泛运用。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两位学者发现，在计算机系统安全工程中，采用一种“基于论证的方法”，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在安全论证构造和评审过程中有重要角色。论证型式提供两种装置：第一，在构建论证时，它们提供论证形式（型式）的仓库和提示所需要的零件（即前提和结论）的模板；第二，在评价论证时，每一论证型式提供一组批判性问题，它们能用于检验某一论证的似真性。批判性问题集指示一个论证的薄弱之处（假设），对它们可以质疑、挑战和攻击。论证型式方法既可以用于论证构建阶段，也可以用于论证评估阶段。型式方法凭借型式模板预防论证缺陷，凭借批判性问题揭露论证之不足，因此，论证型式方法比聚焦于探查缺陷的谬误方法（更何况传统谬误方法有时不能很好辨别真正的谬误和合理论证）要好。他们概括出10个常用的“安全论证型式”（safety argument schemes）：根据风险规避的论证（Argument from hazard avoidance——系统X的所有发现的风险都被处理了，所以系统X是可接受的安全的）、根据功能分解的论证（Argument from functional decomposition——所有与系统X安全相关的功能X是安全的，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风险，所以系统X是可接受的安全的）、根据概率故障树分析的论证（Argument from probabilistic fault tree analysis——概率故障树分析X显示，X发生的概率是P，所以X发生的概率是P）、根据历史数据的论证（Argument from historical data——原始资料S显示，事件E在过去出现的概率为X，按照某种标准，事件E可能出现是X，就具备了作为P的资格，所以事件E可能出现是P）、根据形式验证的论证（Argument from formal verification——形式验证表明系统或组件X符合其安全规格，所以系统或组件X符合其安全规格）、根据验证试验的论证（Argument from verification testing——测试表明，系统或组件X满足其安全规格，所以系统或组件X满足其安全规格）、根据确认试验的论证（Argument from validation testing——验证试验显示系统或组件X是安全的，所以系统或组件X是安全的）、根据多种证据形式的论证（Argument from diverse forms of evidence——证据E
 1
 ，E
 2
 ，…，E
 
n

 ，均支持安全主张C，所以，安全主张C）、根据冗余的论证（Argument from redundancy——组件或系统的仿真品X通常保证可靠性，所以组件或系统X是可靠的）和根据开发程序的论证（Argument from development process——标准流程被用于执行活动A，所以活动A被正确地执行）。[24]


更出乎人们想象的是，佛罗里达技术学院的阿伯丁也发现了数学推理中论证型式的应用。[25]


历史证明

论证型式研究是对古典辩证推理或论式（topoi
 ）
 
[5]

 学说的复兴。和修辞学的topoi
 理论几乎不间断的历史相比，逻辑方向的topoi
 学说或论证型式理论却命运多舛。

当代论证型式可远溯至古希腊的论式（topos
 ）研究。在逻辑学发轫阶段，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通过对论式（topos
 ）的研究所创立的四谓词理论，构成逻辑学最初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是关于古典“辩证法”（一种特殊的论辩竞赛对话活动）中的“辩证性推理”的学说，是对“分析学”所包含的适合于证明性推理的三段论理论的补充。据说，亚里士多德讨论到300多个topoi
 ，尤其关注一般的topoi
 。按照近来出版的《逻辑史手册》和一些多卷本哲学史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之后的论式研究，逐渐集中于代表必然性推理的论式，与三段论和假言推理相联系，因此，实际上代表或然性推理的那些论式被忽略掉了。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Peripatos）学园里的学生和后继者德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就开始同化论式和形式逻辑。他将论式的“指导”和“规律”的区别正式化，称前者为parangelma
 （关于在一个特别处境中如何生活的规则），用“规律”指论式。作为规律的论式被当作前提包括在他的假言三段论系统中。在中世纪逻辑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如，从阿伯拉尔到威尼斯的保罗），研究论式的主要旨趣在于其形式性质。阿伯拉尔对传统论式目录的长期研究主要关心发现那些展示形式关系的论式（Bird，1961）。他把论式当作一种推论担保进行探讨，论式理论主要被用于评价的目的，而非发现。9世纪作品中出现的一个解释趋向是，将论式理论视作与假言三段论具有特殊的联系。阿伯拉尔更多地受到这一趋向的影响。他将论式理论作为对条件句说明（聚焦于前件和后件的推论联结）的关键因素。按他的观点，这种联结应该用topoi
 的术语来澄清。由此我们将学会一类重要的真条件句，懂得为什么它们会这样。这样一来，原来的论式理论被重新定向：与提供论证不同，它建立了检验确证条件句的任务。[26]
 西班牙的彼得（Peter）所分析的一些论式准则（topical maxims），也可用逻辑的形式语言来刻画。他们所热衷的论式性的后承（topical consequences）是其有效性依赖于它们的重要词项之间关系的那些论式，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们不是纯形式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没有形式的元素。使一个论式后承有效化的规则、准则或外在媒介可能构成一种纯形式规则，即一个逻辑规律。[27]
 基本上可以说，在整个逻辑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创造不是被溶化于形式逻辑，就是被遗忘了。直到图尔敏对形式逻辑的批评，才唤醒了逻辑学者对论式，特别是非形式的、非必然性的论式的关切。

佩雷尔曼要在修辞学王国复兴的论辩性推理其实是以古代的辩证推理为典型的或然性推理，它本来属于逻辑王国，却从近代开始逐渐被放逐到修辞学领地。佩雷尔曼谴责拉谟斯造成修辞学的退化，因为后者将整个包括topoi
 的“发明”或发现归于辩证法即逻辑，而将修辞学瘦身为风格（和发音）。其实，对于逻辑而言，排斥topoi
 的始作俑者是笛卡尔或《波尔—罗亚尔逻辑》。随着逻辑的“形式”倾向越来越强，直至数学逻辑的出现，topoi
 的逻辑理论被彻底遗忘。而在修辞学领域，topoi
 学说甚至整个发明学说虽有从修辞学退隐的趋势，但最终尚能在写作或作文领域苟延残喘，等待东山再起。尽管图尔敏的论证理论受到美国修辞学界的热捧，但他始终强调，和分析性推理一样，论式性推理（topical reasoning）是逻辑研究的对象。当图尔敏奋力攻击哲学圈子内把形式逻辑当作好推理的普遍科学这一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已假定了推理类型的多样性和评估标准的多样性。图尔敏试图给论证提供一般的模式，其后的学者则努力给具体论式予以分类。[28]
 图尔敏模型昭示了论式的几个突出特征：一个论证的前提可能有不同的角色；日常论证是可废止的，这反映在模型中反驳的概念上；评估论证的标准是领域依赖的，因为有担保的不同支援（backing）。通过辨识某一领域所使用的论式和表述对应于这些论式的批判性问题的削弱者，可以把握标准的领域依赖性。[29]
 图尔敏始终认为，他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在实践推理的标准和价值与数学逻辑、20世纪的哲学和认识论所依赖的准则和规范之间的对照，以及与此关联的种种问题，“是逻辑问题”，或“描述为关于逻辑的问题更好”。图尔敏在20世纪90年代就注意到，论式的论证理论在大学教学中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他提到两个大学的不同做法：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一个致力于多学科研究的跨系委员会网络。在实行跨系教学时，哲学家试图适应《论证的使用》开启的分析以教授形式逻辑技术之外的推理之批评，他们并没有遇到来自其他系的干扰。相反，一段时间之后，甚至有学生开始支持他们。学生们说他们自己在写作论文、报告和其他学术科目中，依然使用这种课程中学会的方法。在新英格兰的一所著名大学里，演讲系以推理批评为基础扩展它的课程，对本科课程作出了较大贡献。当然，这种方式要冒侵犯哲学家领地（他们早已有基于形式逻辑原理的强有力的导论课程）的风险。他不仅把逻辑理解为一种“论证批评”理论，而且提出了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和论式性推理（topical reasoning）的区分，认为论证的理性批评包括两种不同的艺术：“分析的”与“论式的”。前者是形式逻辑，后者在历史上有很多名称，如论题（topics）、论辩、修辞学（rhetoric）、工具（organon）和方法（method），今天因“非形式”逻辑而逐渐为人所知，而图尔敏自己愿用一个更具肯定性的名称——实质逻辑（substantive logic）。[30]


非形式逻辑学家发现，真实论证之中有大量既非演绎亦非归纳的论证，而且之前的哲学家早有相关论述。皮尔士（19世纪晚期）在演绎和归纳之外探索了“回溯”（abduction），而哈曼（1965）独立提出“最佳说明的推论”。波利亚（1954）打破演绎和归纳的二分法，将演绎或演证推理（demonstrative reasoning）与合情推理或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相对照，而归纳只是后者的一个子类。合情推理和除了数学与演证逻辑知识之外的所有知识相联系即和猜想、推测融为一体，物理学家的归纳论证、律师的案情论证、历史学家的史料论证和经济学家的统计论证都属于合情推理；它是冒风险的、有争议的、暂时的和推测性的，它是我们日常事务中所关心的仅有的一种推理；它的标准是不固定的，在清晰程度上不能与演证逻辑相比或博得相似的公认；它和数学的发明过程相联系，在形成数学定理的详细证明之前，要用到合情推理，以通过猜想发现证明。剑桥哲学家威兹德姆的《证明和说明：弗吉尼亚讲座》（1957）论证了法律和道德等领域中的“个案程序”（case-by-case procedure）或“个案类比推理”是一种不同于演绎和归纳的重要推理类型，甚至是一种基础的论证类型。之后，威尔曼的《回应与挑战：伦理学中的证明》（1971）也认识到（威兹德姆是刺激威尔曼对伦理证明进行思考的人之一），伦理陈述能使用三种不同的逻辑——演绎的、归纳的和他所谓“传导的”（conductive）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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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应该带你儿子去看电影，因为你曾许诺；它是一部好电影，况且你今天下午也没有什么更要紧的事”。该论证既不是演绎的，也不是归纳的（不是概率或概括的问题）。之后，第三类推理或论证以不同名义出现：雷歇尔（1977）的似真推论（plausible inference）、斯克里文（1987）的检证推论（probative inference）、沃尔顿（1995）的假设性（presumptive）推理等。从具体的推理结构来看，所有这些第三类推理可以由非形式逻辑研究焦点——论证型式统领起来。

论证型式方法被认为是非形式逻辑的主要方法之一。它在辨识论证型式结构的基础上，从可能的例外环境或反证因素入手，运用匹配的批判性问题评估论证。这种方法日益与谬误分析方法相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因为谬误可以理解为不恰当的论证型式或恰当论证型式的误用。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研究也是逻辑实践转向的一个体现。这种转向的核心之一是，逻辑开始严肃考虑人们现实生活语境中的推理所具有的应变性（contingencies）。研究者发现，人的实际推理要比演绎有效推理丰富得多，其“形式”千变万化。一方面，若干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论证型式在各个领域被发现；另一方面，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在研究本领域独特的论证型式。目前，该方向活跃的学者有加拿大的沃尔顿、布莱尔、希契柯克（一般理论），美国的阿伯丁（数学的论证型式），荷兰的范爱默伦、加森和沃格曼斯（语用—辩证法的论证型式理论）、普拉肯和维尔希基（人工智能论证型式），英国的卡扎夫和里德（人工智能与论证型式语料库）、卡明斯（流行病学研究中的论证型式），瑞士的里戈梯和罗西（topoi
 的现代理论，金融论辩的论证型式），比利时的帕劳和利文（法律论证型式语料库）、西班牙的托尔钦斯基（器官移植决策的论证型式）等。

当代非形式逻辑对论式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非形式逻辑发展的早期阶段（20世纪70—90年代中期），在辩护第三种推理或论证时涉及论式的研究。第二个阶段以沃尔顿的专门研究为代表。《假设性推理的论式》（1996）在修辞学家（佩雷尔曼、黑斯廷斯、金泡因特纳和范爱默伦）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辩证法为分析框架的论式的规范理论。第三个阶段是非形式逻辑学家布莱尔和品托等在沃尔顿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并研究了论式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比如论式的规范力和批判性问题的不同功能等。尤其是布莱尔（2001）提出了一些关键的理论研究议题，它们成为第四个阶段理论发展的巨大刺激。第四个阶段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学者的合作研究为显著特征，跨国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产生了第一本研究论式的专著《论式》，其中提出了96个论式，对常见论式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证了论式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地位，并初步提出了论式的形式化理论。这不仅使论式研究的逻辑面貌更为清晰，也使论式研究跃到学术前沿。

二 论证型式的规范力

演绎论证型式凭其形式结构生成必然的证明力或拘束力，它所展示的逻辑必然性、合理性和结论的确然性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承认前提真，推理形式有效，而又否认结论为真的确然性，那么，他必定陷入逻辑矛盾。这就迫使一个承认真前提和有效推理之人不得不接受结论。所以，演绎论证型式的规范力源自人类理性对逻辑矛盾后果——非理性的绝对拒斥。可是，可废止论证型式的规范力从何而来呢？

一般论证型式的规范力

人的理性最终归结于信念、行动本身的一致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当然，所有这些一致性都表现为言语的一致性。一致性的反面是矛盾或不相容。按照佩雷尔曼，如果根据严格的逻辑观解释矛盾的话，它就是形式矛盾，即形如“A且非A”的表达式。而其余的矛盾是“准”逻辑矛盾即“不相容”。除了形式矛盾，还有语义矛盾和语用矛盾。语义矛盾虽然没有形式矛盾的外观，但语义之间是冲突的，比如，“一个有妻儿的鳏夫”。语用矛盾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不一致，这种条件改变了，也许不一致就不存在了。比如，“一个人生活于明代，此人从北京到南京只用了5小时的时间”。也可以对应于三类逻辑，将矛盾解释为三种不一致：逻辑不一致或形式不一致、概率不一致和语用不一致。

按照布莱尔的观点，论证型式的证明力（probative force）或说服力（cogency）在于：接受例示正当型式的一个推论或论证的前提而拒斥其结论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这可以通过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之规范力的类比来说明。[31]


在演绎有效论证型式的情形下，型式从这一事实得到其规范性力量或说服力：承认前提而拒绝接受结论是非理性，因为造成了严重的不一致即陷于自相矛盾。一个演绎有效论证意味着，若前提为真，必定结论为真，即不可能出现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所以，一个理性的人面对一个演绎有效的型式，如果承认前提，就不得不接受结论。如果某人承认了一个论证型式是演绎有效的，它就承诺：若他自己承认或同意前提，他就认可结论。因此，一旦他承认前提而拒绝认可结论，就把自己置于矛盾境地——最严重的非理性。其中的原理可以给出一种形式证明。假设有一演绎有效论证型式：若p则q且p，所以q。令→代表“若……则……”，∧代表“且”，﹁代表“并非”（即“否认……”，“……不是真的”），当一个人承认前提而否认结论时，我们有如下证明：

（1）p→q∧p　　　　　　　前提

（2）﹁q　　　　　　　　　前提

（3）p→q　　　　　　　 　∧消去或定义

（4）p　　　　　　　　　　∧消去或定义

（5）﹁q→﹁p　　　　　　（3）逻辑规律

（6）﹁p　　　　　　　 　（2），（5）→消去

（7）p∧﹁p　　　　　　　（4），（6）∧引入或定义

最后一步是形式矛盾。这就是说，在承认逻辑规律的前提下，一个人接受某一演绎有效论证的前提而否认或拒绝接受其结论，必然导致逻辑矛盾。根据归谬法，表明此人接受前提而否认结论是荒谬的。所以，逻辑有效的论证型式对理性人具有一种绝对的强迫力量。

同理，承认一个论证型式是归纳强的，意味着承认其前提真，就承认其结论比其他备选结论有更高的可能性为真。按照一般的理性原则，在同等条件下，接受更高可能性的选择是合理的，而对更高可能性的选择弃之不顾反而接受更低可能性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据此，归纳强的推理这样得到其规范性力量：使用强的归纳推理，按照证据，结论比任何其他选择更可能，而否认结论就是要维持不太可能的选择。所以，在特定环境下，承认一个归纳强的论证型式，接受前提而否认结论，而又没有确认非常规的环境条件存在，那就相当于坚持不太可能的是更可能的，或更可能的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一致，因而是非理性的。

展示论证型式规范性力量的源泉就在于：使用那个论证型式，接受前提，承认推论的合理性，却否认结论的似真性或合情理性（plausibility），这在没有指出任何反驳存在的情形下是语用不一致的。因为，对于一个满足匹配要件的可废止论证型式，在没有被指出否定证据或发现一个反驳条件的情况下，承认前提而拒绝接受结论，就意味着相信存在并没有证据支撑的某个反驳条件和环境。此时，相当于坚持不太似真的或合情理的是更为似真或更为合情理的。[32]


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明论证型式的规范力。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建立了一些正常或通常情况下的一些“常理”或假设，它们成为人们在话语交换活动中应予遵守的准则或默认的假设。古代就发现很多这样的常理，用来作为推论规则，比如，没有相应的材料，就不能制作相应的物品；证人一般说出真相；等等。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出现异常情况，这些一般概括或常理都是成立的。一个手上没有证据的人无端怀疑或否认这些常理被认为是唐突的、不合情理的。论证型式的核心——推论规则或图尔敏所说的“担保”（warrant）正是如此。按照图尔敏，任何论证都依赖“担保”或推论许可（inference-license）。从所提供的根据到要支持的结论——推论，预设了这样的根据到如此这般结论的推论是正当合理的。希契柯克证明，应该把图尔敏的担保概念理解为论证的关联条件句的一种概括。一个论证的关联条件句是以前提的合取为其前件，结论为其后件构成的条件命题。论证的关联条件句本身不能是一个前提，否则会导致严重的无穷后退。同样，论证的关联条件句的概括也不能是一个前提。所以，一个论证的担保不是一个前提，而是论证的一个假设。它是明确表达出来的还是隐含的，无关宏旨。不过，基于这种担保，论证型式的前提仅为其结论提供了初步（prima facie
 ）的支持，而不是无限制的、无条件的支持。这就是说，假如意外但可能的反驳条件出现的话，这种支持就将被解除。因此，这种论证是可废止的。在佩雷尔曼看来，论证与演证（如数学或逻辑的证明）不一样，原则上总是允许挑战或复议。他把自己确认的论证型式的实例视为原则上存在质疑的可能性。黑斯廷斯用每一论证型式所匹配的一组批判性问题来展现这样的理念：这些批判性问题是一种检验手段，它将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任何作为论证型式之例示的特殊论证是确立自己的结论，还是反而被击败。

论证型式规范力的生成及其撤销，可以用品托的概念和公式加以简要表述：
 
[7]



（S
 ）（t
 ）（x
 ）假如S
 在t
 时以为（期望、肯定、假设等）x
 是F
 ，那么，在t
 时缺少削弱或推翻证据的情况下，S
 在t
 时以为（期望、肯定、假设等）x
 是G
 是合情理的。[33]


这样一来，论证评估从保真（truth-preserving）的规范向保权（entitlement-preserving）的规范转移。前者指的是有效论证前提真时结论不可能假；后者指的是根据论证型式，前提可接受（合情理reasonable）时，人们有权利得出可废止的结论。非形式逻辑的主题正是这种可废止论证。[34]
 如果可废止论证的前提构成决定结论所基于的可利用的唯一突出的信息或根据，那么就给接受其结论提供了好理由。但是，来自批评家的挑战或仅仅发现另外的信息就可能“击败”这样的论证，即可能降低或删除原来前提给结论提供的任何证明力。证人有说谎和欺骗的过往记录；作证的证人是相关利益人；证人的感觉器官没有发挥正常功能；在那种环境条件下证人的感官达不到他所描述的精确性；凡此等等都构成异常情况而削弱或撤销原来例示论证型式的具体论证的证明力。

具体论证型式的规范力

我们承认，某些具体论证型式的逻辑力量并非是纯粹主观任意的。它们的规范力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为何我们可以依靠他人之权威？或者说，为什么一个推理者R
 相信环境C
 中的P
 ，理由是S
 说如此这般是合理的（reasonable）？答案就在对权威或专业知识的分析之中。权威的一个要件是知识。假如某人通晓一个领域，那么他就知道很多属于该领域的命题。但是，只有一个命题是真的，它才能被知道或认识。因而在一个权威的专业知识与该专家保证的某个命题真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实际上，正是这个关联批准了从权威或专家主张的东西到那些主张为真的推论。[35]
 这样一来，承认专家就意味着承认他通晓某一领域，拥有该领域的很多真命题。因此，一个人承认某一专家或权威在某一领域的有效性，但在没有发现例外情况的条件下，又否认专家所言的可接受性，就相当于犯了一种语用不一致。从另一角度看，R
 基于S
 在环境C
 下所言而相信P
 是合理的，恰恰是因在环境C
 中，至少在R
 和S
 之间，存在一种诚实（truthfulness）的实践。在许多社会里，有一种极为广泛的实践惯例：除非你相信一个命题为真且认为你有好理由，否则你不能或没有资格断定该命题（即以将其表达为真的方式陈述该命题）。在此背景下，某人说P
 一般而言是接受P
 的一个好理由[36]
 。当然，例外情况可能发生。

根据类比的论证型式包括基于两个案例的相似性来论证一个规范性主张：当下的案例应该像先前相似的那个案例一样处理。为什么诉求类比？答案就在正义或公正的规范之中。公正要求对相似的情况予以相似的对待。承认公正是善，就应该同等对待相似情况。类比论证预设了公正规范或佩雷尔曼所谓的“正义规则”。这实际上是假设了一致性的合理性。因此，如果有人承认两个案件相似，承认公正规范，但又在没有特殊理由对两个案件做出区别的情况下，对两个案件给予不同的处理，这就出现了不一致或恣意妄为。事实上，很多论证型式的规范力都源自类似的“惯例或实践的隐涵”（the implication of a convention or practice）。比如，前述真诚惯例和一致性惯例。根据承诺的论证、根据已确立规则的论证、根据语词归类的论证、根据后果的论证、根据因果滑坡的论证、根据耗费的论证、根据先例的论证、根据先例滑坡的论证、从证据到假说的论证、从相关到因果的论证，都涉及一致性这样的担保条件。另几种论证型式的担保是因果概括，担保条件是因果性的本质。比如，根据迹象的论证、环境的针对人身论证、根据众人的论证、根据偏见的论证等。[37]


三 论证型式的功能

论证型式的功能越来越多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论证型式的论证构建功能——论证之发明或发现，但基本属于修辞学范畴。在逻辑领域，论证型式一直以来难登大雅之堂，因为按照演绎有效性标准，它们全都被打入谬误的冷宫。非形式逻辑首先自觉确立了论证型式在论证逻辑中的核心地位，着力挖掘和利用它在论证辨识、论证分析（结构、补充省略成分和图解）、论证评估（证明力）、论证构建、论证批判和谬误辨析等诸方面的重要作用。

论证辨识和论证分析功能

论证型式是复杂论证结构分析的一个工具，因此具有重建功能。实际使用的论证是由多个子论证嵌套起来的复杂结构，而且每一子论证都是通过具体论证型式来发挥自己的支持作用。不过，子论证常常是不完全的表达形式，对话双方默认的或惯例性的连接关系或常识往往没有陈述出来。对于分析家来说，这些省略的因素需要加以明晰和补充，以便搞清论证的精确结构，有利于进一步评估。在大多数情况下，论证型式中的推论规则反映的是“常规关系”或惯例，对话双方心知肚明，故而常是被隐含的对象。当分析家确认了从前提到结论的跳跃所依靠的这种“规则”后，通过填补，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明晰的论证结构。对每一子论证做完诸如此类的工作之后，整个复杂论证的结构就重建起来。

证明功能

论证型式有证明功能，即建立赞成一个主张之假设的功能。提出论证一个主张的论证型式，意味着我们凭借某些“初步的”理由将对前提的接受传递到对结论（主张）的接受，在没有反驳性环境或条件出现的情况下，把结论暂且当作一个合情理的假设加以接受是合理的。当然，这意味着，论证者需要针对对谈者使用所谓的批判性问题对具体论证型式所提出的批评，对该假设做出辩护，[38]
 即表明所使用的论证型式满足该论证型式匹配的合理性要件。论证型式在科学探究中的重要作用已被发现和证明。对疯牛病和艾滋病研究的认识论的探索发现，诸如根据未知的论证和类比论证（疯牛病和羊痒病的类比，艾滋病和乙型肝炎类比）是流行病学家研究疯牛病和艾滋病的重要工具。根据未知的论证曾被疯牛病研究团队标签为疯牛病故事的“符咒”（mantra）。最为常见的是“没有证据”的形式——问：它能传染给人吗？答：没有它能传染给人的证据。这种论证型式包括两个变体，“没有理由”和“没有（科学）证明”。“没有理由相信儿童尤其易得病”，“我们相信，不吃英国牛肉没有科学证明，人人都能吃”。德勒评论说，“一个读者假定，‘没有理由相信P’至少蕴涵着，或者相当于另一种说法，‘有理由相信P是假的’”。卡明斯指出，科学研究即便有也很少在完备知识背景下（研究拥有与特殊问题或议题相关的“完满事实”）进行。通常，科学家被迫在认识的不确定性环境中开展研究，其中特殊知识甚或整个知识的缺乏构成探究的特征。没有任何地方比所谓的流行病学科学研究分支中认识不确定性更为明显，或者实际上更成功地受控制。流行病学家运用类比推理策略力图在认识上不确定的情境中推进它们的探究。关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HIV/AIDS）的早期科学工作直接以流行病学调查为先决条件，而其中与乙型肝炎的类比推理具有意味深长的重要作用。AIDS的流行病学调查具体说明了类比推理能够推进认识不确定条件下的研究的能力。就此而言，类比推理应该被那些从事不确定性实践问题管理的人和那些在论辩研究和认识论领域进行理论辩论的人所关心。因此，卡明斯试图通过类比推理这样的论证型式对诸如HIV/AIDS研究作出的贡献，反对科学探究只是或主要由演绎推理形式构成的主流观点。科学家实际的推理要面对认识上不确定性的情境。在认识不确定语境中，类比推理能通过指示调查研究的说明性假说的方向来推动探究前行。由于其基本的假设在本质上是可废止性质，类比推理能以不需要在探究中广泛地拒斥知识的方式对探究中反指示（counterindications）的出现予以回应。类比推理的这些多方面特性被用于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探究观，一种超越传统的、标准概念的演绎重点。[39]


萨托尔指出，可废止推论型式看来有双重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给推理者提供暂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人们推理和行动，直到发现相反的信息。本着这种精神，波洛克将可废止推理与人类认知的一般性质联系起来。他论证说，通常人们从知觉的输入开始，继而根据人们的当下认知状态（一个人的知觉加上先前推论而得的信念）推论信念。这样的信念形成过程，必定满足显然的不相容必要条件：人们必须能在一种局部知觉输入（人们不可能坐等拥有其环境的完全表征）的基础上形成信念；人们必须能考虑知觉输入的一个无限集。可废止性是调和这种要求的一种方式。同时满足这些必需的唯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使主体能够基于知觉输入之小集来采纳信念，不过在面对那些以各种方式与信念的原来基础相冲突的另外的知觉输入时，撤销那些信念。这是可废止推理的一种描述。第二个功能是启动一个结构化的探究过程活动，在至此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寻找结论的击败者、击败者的击败者，如此等等，直到能获得稳定的结果。这个过程有两个主要的益处：它将探究聚焦在相关的知识上；它在探究继续进行的同时，传送暂时的结果。[40]


转移证明责任

对话（dialogue）是作为言语伙伴而行动的两个团体（在最简单的情形下）按照惯例的、有目的的共同活动。[41]
 论证是不同对话语境中推理的使用，在对话中，两个团体用一种有序的、连续的、指向目标的架构一起推理。[42]
 在对话框架中，提出一个合理论证型式的对话一方，将证明责任转移到对方。如果对方不接受这一合理论证型式支持的结论，那么他就有责任对该论证型式提出反驳，否则他就只能接受该论证型式得出的结论。论证的提议者首先基于当前收集到的数据的假设性概括提出一个作为似真的可废止论证。只要回应者发现并报告没有该概括的反例，该似真推论就可被用于证明该主张。提议者必须证明推论的前提是似真的，如果他能这样做，回应者就有义务将结论作为相对似真的加以接受；但是，假设回应者能提出该概括的一个反例，那么证明责任就转过来了；假如提议者想坚持结论的话，他必须提出一个不同的论证。

在论辩实践中，如果把某个东西当作假设，那么，挑战该假设的对话者就要承担反驳它的责任。因此，拥有假设的一方将证明责任转移到对方。利用论证型式的一方在得出暂时结论而又排除例外环境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承认他的前提，接受所使用的论证型式，那么只能将得出的结论作为暂且的假设予以承认，否则他就得设法证明存在原论证型式的击败者。按照沃尔顿的观点，使用论证型式的目的是在对话中转移证明责任，并不是证明一个带有特定概率或似真性等级的命题。一个型式在转移证明责任上是否成功，取决于该型式在其适用的场合是否是有效的，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是在对话的早先阶段给予肯定的回答，还是可能后来这些问题被提出。利用论辩型式转移证明责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对话中，使用一个论证型式相当于使用初步的证据暂且得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作为结论；如果对方不接受这样的结论，他就负有提出批判性问题的责任，而问题提出来以后，原来的论证者又负有回答这些批判性问题的责任；如果论证者满意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对方若再不接受得到增强的假设，对方就又负有证明责任。

构建论证

论证型式有“发明”（生成和写作）论证的功能，这也是古典论证型式的突出作用之所在。例如，在发现证据的过程中，论证型式能帮助人们更快地挑选相关证据；一般论证型式还能防止某些相关论证被忽略。当需要为证明一个主张找到合适的论证时，我们可以根据论证型式目录或一览表选择论证的切入点。比如要讨论核能电站问题，可以通过选择使用核能电站作为能源的肯定或否定的后果，构造站得住脚的论证，来进行正反论证——因果或诉诸后果的论证型式；也可以通过选择比较核能电站和其他能源的成本和效益的站得住脚的论证，来进行比较论证——比较的论证型式；甚至可以引证那些就各类不同的发电站发表过看法的权威（如科学专家）来论证——诉诸权威的论证型式。[43]
 基于可废止论证型式的发明（发现）系统可以灵活应用于不同语境。比如，可能用于审判的准备阶段，基于证据和构想的证明策略，建立案件论证；也可以用于日常对话式论证或庭审中法律论辩；也可能用于科学探究的发现阶段发现新假说。每一语境极为不同，取决于从前提集得出一个结论的推理必须有多强以及被当作可接受的前提是什么。这样一个发明系统建立在三个基本要素之上。第一，被当作论证的可接受前提的陈述集S
 ；第二，被用于从这些前提得出结论的推论规则R
 ；第三，根据前两个要素递归地构建论证链的一种装置（技巧）Ch
 。使用连接装置，论证的发明者采用前提集S
 ，并将R
 应用于前提集，生成结论。这一结论然后加到S
 集中。论证发明者重复这一过程，每一次使用新的结论作为新推论中的前提之一。按照这个递归程序，只要一个陈述是作为结论得出的，现在就变成下一个得出新结论的推论的一个前提。反复运用这个递归程序，能指导证明或否证最终的结论。即使这个方法没有证明结论，它也可能使论证发明者接近这个结论，因为留下的缺口可以用某种方法加以填补。这个缺口也许是由那些不在给定前提集中的命题构成的，一旦加上它们，就能提供完成整个链条的论证所需要的前提。这种缺失的命题可能是十分易于检验的，也许是听众早已接受的假设，或者不会有疑义。[44]


图尔敏模型本身作为论证型式的普遍模式也是建构论证的方法。论证的核心是给出接受某个主张的理由。给出理由的必要性在于别人可能对我们提出的某一主张的可接受性抱有怀疑。论证表明这种理由的可接受性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那个主张的可接受性，因而打消或削弱这种怀疑。论证的构建就是要为某一主张选择恰当的理由。主张可以是事实陈述（如“与上个季度相比，失业率下降了”）、价值陈述（如，“这个季度降低失业率的各种举措非常得当”）或建议性陈述（如“为了降低失业率我们应该扩大投资规模”）。不管何种理由，都必须为打消对主张的怀疑有所贡献，所以，不是任何陈述都能充当论证的理由。显然，矛盾陈述不可能成为主张的理由，因为它是最假的陈述，不能打消任何怀疑；比主张更可疑的陈述，也不能成为其理由，因为用更可疑的陈述（理由）来打消另一陈述（主张）的可疑性是悖理的。

我们在特定的情境或语境中向特定的人群表达意见或主张，并在支持它们的过程中提供恰当的“理由”。这样，一个论证至少涉及一个论证者和其听众。图尔敏从法律程序得到启发，注意到论证的构建可以描写为一种程序性模式。如法律程序（提出法律主张、举证、适用法律、引用法律渊源、考虑法律规则的例外、上诉法院对裁决所蕴涵的法律规则之适用范围的说明等），任何论证的第一步是提出一个特定的主张（claim）；然后要提出该主张所基于的理由或根据（ground）；接下来，提出确保从根据得出主张的规则、原则或“推论许可证”——保证或担保（warrant）；当保证的权威性遭到怀疑时，就提出支援（backing）来对保证予以核准；然而，有一些可能的例外或特殊情况阻止保证的适用，因而有可能削弱或推翻论证，它们是该论证的反证或反驳（rebuttals）；最后，我们会问，整个论证对主张的证明力能有多强？因此，需要给主张添加一个模态限定词（modal qualifiers），以准确表达我们对主张的可接受性有多大的信心。这样，在建构论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六个要素：主张、根据、保证、支援、可能的反证和模态限定词，它们构成图尔敏模式。例如，正在下雨（G），所以，我很可能（M）应带伞（C）。因为如果要避免淋湿，下雨时就要打伞（W），雨伞不透水或有防水材料（B），除非雨伞有洞或裂缝（R）。

需要注意，保证有两类。一类保证是完全可靠的、全称的、绝对的概括，如科学和工程中的保证，常常表现为数学公式。另一类保证是近似的、粗糙的概括，如法律、伦理、政治领域的保证。两类保证决定不同的模态限定词。第一类可以加上“肯定的”、“必然的”等模态词；第二类则只能加上“十分可能”、“很可能”或“假设地”等限定词。在没有发现反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地”得出一个结论。例如，“他是常态的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很可能应该服用盘尼西林，不过要看他是否对盘尼西林过敏”。从语用角度考虑，由于保证常常是理所当然的“常理”，因而常常在论证中省略。

由六因素构成的论证一般模型是：给定根据G，我们可以诉求保证W（它依赖支援B），在没有某种特殊反证R或例外情况出现时，来证明（justify）主张C，或者至少假设（M）C。这一模式囊括了所有论证类型。当保证是普遍的、绝对的概括陈述时，它是演绎论证的模式；在保证是归纳统计概括陈述时，它是归纳模式；当保证是允许例外的可废止概括陈述时，它是合情论证模式。在这一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更复杂的论证。比如，可以有多个根据，根据也可以有支援和反驳，反驳也可以有支援和反驳，等等。

当论证所依据的理由是多个时，它们可以嵌套在一起构成复杂论证。常见的主要论证结构类型有三种：线性论证、组合式论证和收敛式论证。线性论证与回应对理由可接受性的怀疑有关。当论证的一个理由有可能遭到怀疑时，论证的构建者预期这种怀疑并提供理由之理由加以消除，就会使用线性论证。例如，“下周日我不能帮你粉刷房子。我下周没有时间，我得为准备考试下番苦功，因为我不想失去奖学金”。组合式论证是两个或更多理由一起发挥作用支持结论，缺少其中之一会导致整个论证丧失证明力。例如，“他不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都是黄皮肤，而他不是”。从图尔敏模式来看，保证和根据构成组合式论证，因为其中任何一个有问题，结论就难以得出。在某种意义上，保证显示了根据对结论的相关性。所以，组合式论证可能为了回应人们对根据与主张的相关性的质疑而形成。在收敛式论证中，不同的理由相对独立地分别支持结论，也许这些理由独自给结论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但它们的支持力累积起来可以给结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例如，“尸检报告表明，死者是被毒鼠强毒死的。嫌疑人到过犯案现场，和被害人有仇，在黑市买过毒鼠强并在其住处搜到了残留毒鼠强粉末，所以很可能嫌疑人害死了被害人”。实际上，这些结构还可以组合起来构成论证某一主张的更复杂的结构。

布罗克瑞德和艾宁格在图尔敏模式框架内所建立的某类结论适合某种论证型式的系统，对论证建构有很大帮助。这些论证可以适合哪类问题或主张？争议的问题通常被分为四类：是否问题，它提出事实问题，由所谓的指称性（designative）主张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提出一个定义问题，由定义性主张回答；什么是值得的问题，它是价值问题，由评估性主张回答；应该执行怎样的行动路线问题，这是政策问题，由提倡性或建议性主张回答。通过对各类论证对各类主张的适用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在确定要证明的主张之类型后，选用合适的论证型式。

谬误辨析

将论证型式的使用置于更为广阔的对话背景中，谬误的问题就与对话者的批判性反应联系起来。由于对论证特别是可废止论证的批判方式颇为纷繁，涉及论证型式方面的谬误只是部分情况而已。按照克雷伯和拉尔的分析，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对论证提出批判：

1.批评由单一推理构成的基础论证。对于任何一个论证，我们可以针对其结构提出三类批评：直接批评主张（结论）；批评根据或理由（前提）；批评保证。

2.批评由一系列基础论证构成的复杂论证。批评论证链中出现的歧义概念，质询论证者的某个命题的意思或者所用的概念不准确；批评论证的循环或乞题（理由比结论更可疑）；批评论证不同部分之间的不一致；批评论证赖以成立的假设或预设。

3.批评论证者。指出论证者没有资质就某个问题发表合理见解，例如，一个无生物学知识的人就转基因问题发表的意见是令人生疑的。

4.批评论证者所处的环境。比如，有人批评烟草研究专家为烟草提出的“烟草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危害”辩护，因为他老婆就是烟草公司的经理。

5.提出对立论证，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反驳。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原来的论证者可能犯有谬误，论证的批判者也可能重蹈覆辙。例如在上述各项中，批判者照样会出错。

就论证型式而言，对谬误的分析与判定首先必须考虑不同的语境条件。当今谬误分析发展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点是，普遍认识到除了少数论证模式（同语反复、转移论题、“稻草人”反驳、不一致、歧义论证等）恒为谬误之外，大多数论证模式是否为谬误将依使用的语境条件为转移。正如加贝（Dov Gabbay）在《哲学逻辑手册》第二版（2005）序言中勾勒逻辑发展版图时指出的，“谬误实际上在合适语境中是有效的推理模式”。谬误分析家和理论家的注意焦点已转移到这些条件的性质和类型上。结果发现，大多数谬误是合理论证型式（schemes）的误用，这种中立的型式形成了谬误论证与合理论证在基本模式上的相似性外观，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满足保证论证合理性的各种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可用批判性问题来表征。比如，法庭不可能一概不相信证人的证言，也不可能一概相信。是否采信证人证言，要求法官思量保证该证言之可信性的常规条件是否被满足。谬误的语境依赖性还表现在，同一论证模式在不同论辩语境中的适用性大为不同。比如，诉诸威胁的论证：另一方最好接受C，否则会有对他不合意的后果P出现。这种论证在谈判语境中是适用的，但在科学证明和批判性讨论的语境中不适用。好多谬误都是对合理论证模式的误用，更准确地说，是不满足适用条件的可废止论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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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这里，摩尔的（molar）和上位的（superordinate）可替换使用，就像分子的（molecular）和下位的（subordinate）或从属的可互换使用一样。当然，上位（superordinateness）或下位（subordinateness）有不同的等级或程度，类似于集合论中的子集、子集的子集等。


 [2]
 认识论认知具体包括个体对认识的有限性、确定性和相对性等特性的知识。它关心的是问题解决的性质、策略的局限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条件。


 [3]
 知觉：在时间t有一个内容为P的知觉，是认知者相信t时之P的一个可废止理由；时间投射：如果t0
 ＜t1
 ，相信在t0
 时的P是主体相信t1
 时的P的一个可废止理由；统计三段论：相信“大多数F是G”，“C是一个F”，是主体相信C是G的一个可废止理由；归纳：如果B是对A可投射的，那么，相信“X是所有是B的A的一个样本”是相信“所有A是B”的一个可废止理由；计划：相信“S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好计划”（即是一个比无行动好的计划），是采纳S的一个可废止理由（被一个更好的不相容计划击败的理由）。参见John L. Pollock and Joseph Cruz，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
 ，Totowa，NY：Roman and Littlefield，1999. J.L.Pollock，Cognitive Carpentry
 ，Cambridge：MIT Press，2005。


 [4]
 28个领域是人类学、艺术史、书目学、传记、商业、计算机工程学、化学、描述统计学、经济学、环境工程学、小说、历史、讲道学、文艺评论、数学、博物馆管理、机械科学、公共管理、哲学、物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外科学、社会服务、神学、游记和职业指导。论证型式使用频率可参见武宏志、周建武、唐坚《非形式逻辑导论》（下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5]
 topoi
 一词意义繁杂。与辩证推理相联系的topoi
 相当于现代的论证型式，故采用顾曰国先生的译法：“论式”，而不是通常的“论题”。


 [6]
 由布莱尔和约翰逊编辑的《传导论证：可废止推理概观》（Conductive Argument
 ：An Overlooked Type of Defeasible Reasoning
 ，College Publications，2011）在加贝主编的“逻辑研究系列”第33卷出版。


 [7]
 布兰顿指出有三种后承记录关系（consequential scorekeeping ralations）。保存承诺的推论关系是对演绎关系的实质推论情形的概括，包括义务的、非逻辑的实质推论。保存权利的推论关系是对归纳关系的实质推论情形的概括，包括允许的、非逻辑的实质推论。不相容蕴涵（entailment）关系是对模态上强关系的实质推论情形的概括。如果对一个主张的承诺排除蕴涵对另一主张的承诺，那么两个主张就是不相容的（按照记录）。保存权利的推论总是可废止的；人们所获得的这个权利因而只是初步的（prima facie
 ）。如果一个人承诺了与结论不相容的某事物，那就没有权利主张一个好的保存权利推论的结论。Robert B.Brandom，Tales of Mighty Dead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7-8. Robert B.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 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20。


第四章 论证型式的分类

在理论层次上，论证型式的分类可以反映不同论证型式相互区别的特性，进而使论证型式系统化。就实践层次来说，纷繁的论证型式可能对记忆储存构成某种挑战，庞大的数量会导致混淆模式和原则。针对某一目标，通过论证型式的内容与结构的某种结合，可以开发论证型式的适宜分类系统，表明只存在一些为数不多的、带有相对一般的评估原则的模式类型，这就降低了对记忆的要求，因而有利于对推论进行更准确的评估。[1]


一 古代重要的分类系统

古希腊就有相当于论证型式的分类系统——topoi
 系统。但严格意义上的topoi
 分类系统是从西塞罗开始的。古代最有影响的分类系统是波伊提乌的三分法系统。

《亚历山大修辞学》和《论题篇》

论证型式的最早分类是由公元前350年的《亚历山大修辞学》
 
[1]

 提出的。按照布雷特的比较，这种最古老的论证型式分类令人惊讶地和最新近的分类相似。[2]
 《亚历山大修辞学》论pisteis
 （你能相信的一切，即证据或论据）的第二部分（第7—17章）将论据分为两组：内在的和外在的。前者直接来自确凿的言辞、活动和人本身，包括或然性事实、范例、确切性证据、推证的证据、格言、或然性证据和反证的证据。后者是对言辞和活动起辅助或补充作用的论据，包括证言、誓言、由拷问得到的供词等。[3]
 这些论证型式或论据类型近似于基于因果可能性的论证、根据范例、基于承诺的反驳性论证、根据征兆的论证、反驳、权威论证等，构成了以法律事实证明为重心的法律修辞学系统。

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提出了首个有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论证型式（topoi
 ）系统。《论题篇》打算发展一种能使讲话者从任何向他提出的问题开始论证的方法，它是一种成功讨论各种争议主题的、能普遍应用的理论。这就得研究命题的一般性质：在任何陈述命题中（即陈述一个谓词属于或不属于一个主词的语句）命题的主词和谓词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结果发现，用于陈述属于或不属于主词的谓词只有四种情况：谓词是主词的定义、属、特性或偶性。同样，对问题的回答也无非是表达一个定义、一个属、一个特性、偶性属于或不属于某一主词。而四谓词最终扎根于亚里士多德用他的十范畴所表征的世界的本体论。在辩证论辩中，依靠每一谓词的定义来检验一个谓词是否被正确使用的可能性，正是谓词的关键特性。如果一个谓词要被恰当地陈述为一个主词的定义、属、特性或偶性，它就必须具有与其本质一致的某种结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考察，引导言说者寻找恰当的前提来建立或反驳探究中的那个命题。伯德指出，里杰斯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到了不少于337个topoi
 规则：偶性103个，属81个，特性69个，定义84个。卢修斯计有287个，布勒计有382个。[4]


300个topoi
 里既包括必然性的论式，也有或然性论式。从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来看，有一些“最适宜”和“最一般”的topoi
 ，无须任何四谓词概念和知识就能应用：根据定义；根据词项的四种对立——根据矛盾、反对（相反）、缺乏和具有；根据相对；根据对等和派生；根据相似事物情况；根据更多或更少程度；根据相似程度。[5]
 这些论证型式对相关理论的后续发展有重要影响。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结合修辞式论证（enthymeme）列举了29个论式
 
[2]

 。适用条件随后通过对九种假冒的或表面的修辞式论证的分析得到具体说明，而所举的例子大部分和控告与辩护有关。

西塞罗

西塞罗认为，系统处理论证包括两个部分，发现（或发明、构想）论证和对其有效性进行判定。西塞罗讨论的topoi
 被划分为两大类：内在于所讨论主题的本质和从外部产生的topoi
 。[6]


西塞罗对topoi
 的处理并没有联系谓词的本质，因而与亚里士多德的处理方式不同，表达topoi
 的方式较为接近《修辞术》（强调topoi
 的名称和应用实例），对于很可能并不理解《论题篇》的形式框架和抽象语言的修辞学家来说，这样的表述也许更好理解。[7]
 虽然西塞罗的这本著作与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同名，但人们在其中看不到对辩证论式（如属、种、相似和不相似）逻辑性质的兴趣。西塞罗的着眼点在于搜寻适用于法律问题讨论和个体案件论证过程的那些论式，因此该书实际上是修辞学取向的。[8]


表4-1 西塞罗的loci
 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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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提乌、彼得与威廉

人们一直试图将topoi
 的类型减至易管理的数量，按历史影响来判断，这方面最成功的是波伊提乌的分类。[9]
 波伊提乌《论论题种差》也不以谓词作为归类论式的基础，而是追随弥修斯把论式划分为三大类：内在的、外在的和中间的。波伊提乌所采用的弥修斯的论式分类是：内在的（14种）：根据实体、定义、描述、名称的意义（解释）、实体的后果、整体或属、部分或种、动力因、质料、形式（natural form）、目的、效果、毁灭（使用）、关联偶性。外在的（7种）：根据判断、相似、更大、更小、对立（相反、相对、丧失和拥有、以肯定和否定为手段）、比例（关系类比）、转代比喻。中间的（3种）：根据实例、词形变化、划分。以这个分类系统为核心的论式理论成为中世纪标准论式学说。

表4-2 彼得的loci
 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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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彼得的《逻辑大全》（Summulae Logicales
 ）第5章所讨论的loci
 理论属于波伊提乌传统，论式的组织方式与《论论题种差》相同。他试图将传统的loci
 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结合起来。强调每一省略式必定被还原为三段论的重要性。论式分为准则和种差。对于准则，没有其他优先于它即更为充分知晓的命题。例如，每一整体都大于其部分；谓述定义的，也谓述被定义的；谓述一个种的，也谓述其属。作为一个准则的种差的论式是一个准则不同于另一个的根据。例如，上述后两个准则之不同在于前者由“定义”和“被定义事物”组成，后者由 “属”和“种”组成，因而这些简单词项被说成是准则的种差。作为准则之种差的论式的划分也是三分法：内在的、外在和中间的论式，彼得提出了前述分类系统并予以细致说明。[10]


威廉的《逻辑导论》第4章是论loci
 或“辩证推理”。逻辑学主要关心三段论。可以从某个角度将三段论分为证明的、辩证的和诡辩的。辩证三段论基于可能的前提，但它的可能性来自辩证的根据（ground），因此需要确定辩证根据的本质。在自然对象的情况下，所谓的根据（locus
 ）是，它包括一个事物，而且有可能从它提取该事物。一个辩证的根据（locus dyalecticus
 ）是一个论证的根基（sedes argumenti
 ），或者从其便利地引出论证的根基。辩证根据分为准则和准则的种差。作为准则（locus maxima
 ）的根据是人所共知的、包括和确认许多论据的一般命题。准则的种差是一个准则不同于另一个的诸方面。辩证的根据也划分为内在的、外在的和中间的。依据内在根据的论证包括，根据实体即根据一个“已接受的定义”，“已接受的定义”适用于一个名词的定义、描述和解释；根据实体伴随物的论证得自伴随主词的或辩证问题之谓词的实体的状态或环境，包括根据属，根据种，根据总体（根据完整的总体、根据量的总体、根据时间的总体、根据位置的总体、根据修饰的总体
 
[3]

 ），根据原因（根据质料因、根据形式因、根据动力因、根据目的因）。根据实体伴随物的根据包括根据生成，根据毁灭，根据用处和根据关联偶性。外在根据的论证包括：根据外在根据的混杂论证（根据权威、根据相似、根据优越者、根据低下者、根据比例），根据对立（根据反对的对立、根据缺性的对立、根据矛盾的对立、根据互相相对的对立），根据转代比喻。根据中间的根据包括：根据同位（coordinates）或同源词，根据语法上相关的形式，根据划分。[11]


中世纪之后，loci
 的研究偏重于主题或程式的意义，基本上脱离了逻辑轨道。随着辩证推理被遗忘或归约为形式三段论，论证型式的逻辑研究出现了历史断裂。在修辞学中偶尔有阐述论式的火花闪现。[12]
 只是到了佩雷尔曼和提泰卡的《新修辞学》（1958）问世，论证型式研究才开始真正复兴。

二 新修辞学

佩雷尔曼和提泰卡历时十余年，用《新修辞学》三分之二的篇幅，综合了一个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系统，其中包括若干新范畴（如分离、象征关联、双层级论证等），因此提供了描述推理结构的更丰富的语汇。[13]
 由于《新修辞学》论述论证型式的章节安排并不完全与分类对应，导致研究者在列举论证型式子类时出现分歧。例如，金泡因特纳、里德和罗的论证分析软件Araucaria
 的论证型式库以及葛拉索等所整理的佩雷尔曼论证型式分类就不尽相同。[14]
 表4-3是我们根据《新修辞学》英文版整理的。

准逻辑论证的说服力源自与被确立的逻辑或数学的形式推理模式的相似性。也许准逻辑论证的缺乏严格和精确性看起来是一个逻辑缺陷。但是，因一个人使用逻辑上有缺陷的论证而指责他，只是在此人宣称要提出一个逻辑演证（demonstration）时才有意义。准逻辑论证不是正确或不正确演证的实例，而是言说者可以在必要时用其他类型的论证予以加强的更强或更弱的论证。[15]
 但是，仔细分析之后会发现，逻辑和论辩之间的差异说明了这些论证的准逻辑本质。逻辑或数学的推理模式与利用预定的工具和明确程序的封闭系统相联系，而准逻辑论证则与服从暂时性和极少使用无歧义语言的开放系统相联系。[16]


矛盾（contradiction）的修辞学对应物是不相容（incompatibility）。矛盾是一个命题及其否定的合取，但不相容更为广泛。它可以是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做的多个论断、命令或许诺之间的冲突；一个人的言与行不一致；一个人的前后两个行为不一致；可能是一个人对相似的两个人或场合（本该适用同样的要求）提出的不同要求或命令，也可能是同一人接收到来自两个人的不同要求或命令（如双亲对孩子的要求或命令出现冲突）等，是多样态的语用不一致。当然，在自然语言中，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解释消除这种不一致。由定义所确定的同一性关系不是形式有效的，而仅仅是讲话者断定的，因而使用定义的论证都是准逻辑的。在论证中，纯粹的重言式（tautology）几乎不出现。“男孩毕竟是男孩”这一陈述要有意义的话，绝不是A＝A的意思。论辩中断定的同一性的真正含义取决于它们的语境，读者或听者有解释它们的部分责任。正义规则是指相似情况予以相似对待。基于“对应（reciprocal）关系”的论证，如昆体良的例子：“对学是体面的东西，对教也是体面的。”在进行传递性关系的论证时，如果传递性本身是有争议的，或者要肯定它需要警惕或特别说明时，传递性论证在结构上是准逻辑的。格言“我们朋友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其实包括了一个断言：一个人在心中肯定“朋友”是传递性关系。如果有人基于观察或对朋友概念的分析而提出反对，该格言的辩护者可能总是回应：这是他的真正的“朋友”的概念，而且，真正的朋友应当依照该格言行动。另一类准逻辑论证涉及数学关系——包含（数量上的使用，比如整体等于其部分的和）、划分（部分被认为是整体的部分）、比较（对立的比较——重和轻；排序的比较——x比y更重；量化排序——按照衡量单位进行衡量，等等）和各类可能性。即使一个数量上的断言完全是真的，但基于选择不同的比较基础，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比如，描述一个国家比法国大九倍，而不说它是巴西的一半。根据比较的论证中最为频繁使用的型式之一是根据牺牲的论证：为了达成某一结果，一个人愿意做出牺牲，这是该论证的基础。在这种论证中，缺乏客观标准，对事物的判断只是根据人们赋予它的价值。被牺牲的善能变为一个矛盾心态的对象，可能作为长期寻求的目标。之所以归为比较，因为其中涉及权衡。

“基于序列关系的论证”涉及以时间序列发生的事件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对应于传统上所说的“因果推理”。主要包括实效论证（即一个行为或事件，根据其归因后果的品性而得到评估）、关于目的和手段的论证、趋势论证（针对追求一个思想或行动路线的无法预料的冒险而提出警告）、“浪费”的论证（为了避免浪费积累的资源或努力，看来有必要继

表4-3 《新修辞学》论证型式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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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直至达到目的）和无限发展论证（行动的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更有价值，因而应该保持行动的方向）。“基于并存关系的论证”涉及一个人与其行为，一个团体与其组成成员，或更一般地，个体与其表现。一个人与其行为的关系是典范的共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本质的因素，而行为是（非本质的、暂时的）人的表现。当用某人相关的特定（过去的）行为来辩护有关此人未来行为的论点时，常使用这个论证型式，如某个过去作过假证的人将很可能再次作假证。象征关系以一个象征（符号）和该象征所唤起的东西之间的共有关系为特征，常常作为被认可的转喻起作用。某些人或事件被当作其他人或事件的象征或形象（figures）。例如，十字、旗帜和君王分别被看成是基督教、祖国和城邦的象征。[17]
 序列和并存关系一起构成更复杂的论证类型，其中之一是双层级论证：一个系统的结构被另一系统（甚至更多的系统）的资源所辩护。例如，波斯湾战争结束之际，和平拥护者论证，“现在停火比以后谈判和解更好，因为假如战争持续的话，双方会有成千上万人丧命”。这个论证使用了一个可接受的基于数量和价值——挽救生命与丧失生命对立的层级，支持第二个层级——立刻停火的价值超过最终谈判和解。[18]
 关于程度和阶（order）的差异的论证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有关，因而也和所谓的“连锁推理”（sorites）有关。程度的差异与本质的差异，或者形态（modality）的差异与原则的差异之间的对立，都具有以下效果：使程度的差异降到最低；在某种程度上将某事项与仅仅在强度上不同的另一事项等量齐观；使某事项与另一阶事项的区别更突出。另外，把阶的差异转化成程度的差异具有相反的效果，把看似被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分离开的事项紧密连在一起，凸显成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例如，西塞罗采用斯多葛在有德性的人与其他人的基本区别：不道德的行为可大可小，但行为本身并非由其大小构成。即使船员丢失了满载金币的舰船，而不是装满稻草的船只，在损失金额上有某些差异，但在船员的不称职上没有一点差异。不道德行为的严重程度并不重要：它们都属于同阶。量的差异可以转化为质的差异。在论证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时，如果贷款削减25%，该计划就会变成只不过是一个“福利”方案。古代的秃头论证和谷堆论证与此类似。有时通过把本质的或阶的差异转换成程度的差异，看起来源于不可通约的阶的事物变得彼此不分伯仲。例如，有人论证，人的心灵经历从第一类知识（古代科学）到第二类知识（现代科学）是逐渐完善的，只不过是寻求更高的精确性。这两门科学之间的关系就如用眼睛注意一个运动的诸阶段与用瞬间成像做出更完全记录的关系一样。[19]


在建立实在结构的论证中，某一规则或经验惯例通过特殊情况或一个相似情形而建立。前者包括三种形式：例证（example）使概括成为可能；例解（illustration）给已经确立的规律性提供支持；榜样鼓励仿效（imitation），反榜样提供告诫。佩雷尔曼肯定类比推理在各种论辩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意形式逻辑学家否认类比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它的最一般公式是：A对B就如C对D。

分离的结果总是把一个业已存在的概念区别为两个概念。例如，“占星术不是真正的科学
 ，而是伪科学
 ”。论说者的目的是要听众接受某一概念的“新意义”，同时放弃旧意义。分离导致一个概念的重新定义或专门化。

在《修辞学王国》（1982）中，佩雷尔曼对论证型式做了更为精练的分析，设计了包括五大类十三个子类的论证型式系统，
 
[4]

 代表现代论说——演讲、论文、小册子、文学作品和其他来源所使用的论证型式的式样。[20]


三 基于图尔敏模型的分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论辩成为一种应用逻辑，论辩域变成了日常语言主张、争议和辩论所基于的逻辑形式的研究。[21]
 名为“论辩和辩论”的教科书讨论各种论辩方法、论证类型和型式。

布罗克瑞德和艾宁格

美国修辞学界从图尔敏的《论证的使用》学到了新论证理论，像布罗克瑞德和艾宁格这样的修辞学家不仅大力推崇图尔敏模型，而且根据该模式中的“担保”
 
[5]

 （warrant）对“技艺性证明”进行分类。“担保”权威化从事实材料向主张前进的心理“跳跃”这一论证组成部分。担保的功能是要使已接受的事实材料支持构成主张的（被怀疑或不相信的）命题，从而保证这个主张是真的或可接受的。[22]


图尔敏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传统的修辞式论证。担保是技术性证明中的关键要素，我们可以根据辨识担保在履行其功能过程中所经过的可能路径来分类技术性论证。修辞式证明有三条路径：logos
 、ethos
 和pathos
 。第一种是论证者以有关外部世界现象之间存在的关系之假设为手段来用事实材料支持主张，这是实质性的（substantive）；第二种以关于来源之质量的假设为手段，可描述为权威性的（authoritative）；第三种以关于促成论证听众之行为的内驱力、价值或愿望的假设为手段，即动机性的（motivational）。实质性论证的担保反映关于我们周遭世界中事物联系之方式的假设，通常认可六类可能。第一个关系是根据原因的论证的基础，根据原因的论证担保将这些事实归因于一个生成性力量，具体阐明它们将生成的结果的本质。从果到因的论证担保断定一种特殊的原因力量对于说明这些事实是充分的；第二个是根据迹象，担保解释这些迹象的意义；第三个是根据概括，担保假定对构成样本的项目是真的东西也将对该类没有在样本中出现的其他成员是真的；第四个是根据相似情况，担保断定在事实材料中报告的实例与在同一范畴中的第二个实例具有本质的相似性；第五个是根据类比，担保假设在第二对项目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第六个是根据归类，担保假设在事实材料中报告的项目是真的，也将对已知或被认为属于这里所描述类的一个迄今未考察的项目是真的。权威论证担保肯定来源的可靠性。动机论证的担保为接受与某种内驱力、价值、愿望、情感或渴望，或者这些力量的组合相联系的主张提供动机，往往和把对象当作有价值的予以接受或当作无价值的予以拒斥，或者所描述的政策应该或不应该被采纳，或所指的行动应该或不应该实施有关。这些论证可以适合哪类问题或主张？争议的问题通常被分为四类：是否问题，提出事实问题，由所谓的指称性（designative）主张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出一个定义问题，由定义性主张回答；什么是值得的问题，是价值问题，由评估性主张回答；应该执行怎样的行动路线问题，是政策问题，由提倡性或建议性（advocative）主张回答。通过对各类论证适合各类主张的分析，我们可以在确定要论证的主张类型之后，选用合适的论证型式。这种基于图尔敏模型的分析实际也可看成是“争点”与论式的结合，因而也有发明功能。布罗克瑞德和艾宁格对图尔敏论证型式模型基本理论的解释和扩展意味着开启了对一种新的、当代的、动态的和合用的论证逻辑（logic for argument）的探究。[23]
 后来，艾宁格和布罗克瑞德根据担保的9种类型，再组合结论的4种断言形式（指称的、定义的、评估的和行动的），组合得到30种左右的论证型式，而可接受的模式是20个。[24]


表4-4 艾宁格和布罗克瑞德的论证型式的可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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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瑞南

在艾宁格和布罗克瑞德工作的基础上，格瑞南整理出9类担保和8类主张。格瑞南认为，艾宁格和布罗克瑞德担保中的“统计”本质上是数学的，所以应排除在“归纳论证模式”（即可废止的论证型式）之外。“概括”被改为样本到总体，“归类”改为总体到样本。“动机的” 模式不是情感模式，而是逻辑模式，即“目的—手段”的担保。格瑞南还把艾宁格和布罗克瑞德的四类主张调整为八类，增加了审慎行为主张，使原来的“行动主张”扩充为三类；基于塞尔对原始事实和制度事实的区分，把指称主张分为物理世界主张和心理世界主张；给定义主张添加了“概念真”和“物理重言式”，并改称为“构成性规则主张”； 增加了“调节性规则主张”。

如果这种分类是穷尽的话，就可以推算出所有可能的论证型式。假定考虑只有一个前提的论证，前提和结论都可能是8种主张类型中的某一种，所以，二者的组合有8×8＝64种。假设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使用不同种类的担保（9种），则共有论证型式64×9＝576种。但是，有些型式因三条原则而被排除，它们不是假设的有效的推论模式——正确的归纳论证模式。第一，P必须与C相关，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型式被排除；第二，对听众来说，前提比结论更可接受；第三，应用某些担保（如样本到总体、相似情况和总体到样本）时，前提和结论的主张类型一样，所以要检验的这类模式就从64×3种减少至8×3种。当然，还可以再简化。比如权威论证型式的前提总是物理世界主张即某人断定某事；目的—手段型式仅仅使用心理世界主张作为前提（P想要W），以审慎行为主张（P应该做A）或评估主张（A对P是合意的）为结论，这样就仅有两类主张可能依赖目的—手段担保而产生假设的有效的模式。把那些违反三原则、无效型式、无用处、通常不用的加以排除（40余种）之后，筛选出假设地有效的论证型式有72种。

格瑞南指出，在逻辑领域内，和归纳谬误相比，归纳地令人满意的论证模式被严重地忽视了。对任何非形式逻辑或柯比风格的教科书的浏览都将证实，他所描述的大部分论证型式都未予以讨论。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激励其他逻辑学家和修辞学家对这些论证模式做更多的研究，因为它们毕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依靠的论证模式。[25]


黑斯廷斯

黑斯廷斯的博士论文（1962）也从图尔敏模式出发，用“凭借担保的权威性从事实根据向结论运动的”推理过程的概念，描述和分类最重要的担保类型，提出了一个依据担保划分的三大类九种论证型式分类系统，并创造了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这种方法已扩展到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领域，成为论式评估的标准方法。

在语词推理中，从事实根据到主张的步骤以论证使用语词意义的方式为基础。“从实例到描述性概括的推理”中，某个一般陈述由提及若干特殊事实或案例的前提加以证明。比如，“抢劫的增多意指我们的社会每天有更多的暴力”。这种推理中的担保采取的一般形式是：实例是典型的，而且被结论恰当地描述。“从标准到语词分类的推理”以某些特性为基础来刻画一个人或情景。比如，“x
 是富婆，因为她有300万资产”。在这种推理的担保中，特性（“是富婆”）中所用语词的意义是参照特定的标准（“有300万资产的女人”）给出的。在“从定义到性质的推理”中，事件或情景以特定的方式定义，依此定义得出事件的特性或者逻辑含意。与第一种推理相反，这个论证型式是从一个类到归类属性或者从一个原则到该原则的一个应用的移动。比如，“x
 是中国人，所以x
 会说汉语”。在担保中，提到了定义的后果和含意。因果概括构成因果推理中的担保。“从征兆到未观察到事件的推理”指观察到或了解到的事件被当作未观察到事件之存在的指示，而未观察到的事件是已观察到事件的原因。“从因到果的推理”以某一事件存在为基础预见另一事件。“从环境证据到假设的推理”是从结果到原因的论证。在这种推理中，提出一系列征兆，意在表明主张中提及的假说是真的，结论中提出的假说为前提中提到的事实提供了说明。当然，这种推理形式和“从征兆到未观察到事件的推理”有类似之处。但明显的差异在于，“从征兆到未观察到的事件的推理”通常仅仅提及一个征兆，征兆和假说间有强关联；而在“从环境证据到假设的推理”中，一个以上征兆被提及；由于征兆与很多种事件类型相联系，因而征兆与假说间的关联是弱的。

自由漂移的推理不像以上两类，不可能给出担保的一般概括，它的三种形式并不与结论的特定类型相联系。“根据比较的推理”依据一事件与另一事件相似，然后将得出的关于第一个事件的结论应用于第二个事件。在“根据类比的推理”中，类比事件是相似的，但并不以事实或环境而是以抽象原则为基础，两个事件的抽象关系结构是相同的。可见，前一种是性质类比，后一种是关系类比。“根据权威推理”的担保所说的是，一个具体的人（或机构）做出一个陈述这一事实是该陈述为真的一个标志。[26]


表4-5 黑斯廷斯九大类论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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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斯廷斯论证型式的分类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他首先明确使用批判性问题来评价论证型式。尽管关于论辩的主要教科书没有采纳他的分类，但是，他的分类成为其他学者的出发点。而在非形式逻辑领域，他的论证型式的研究比任何学者的影响都要大。

谢棱斯

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谢棱斯（Peter Jan Schellens）的博士论文《合情理的论证：批判性读者的规范研究》（1985），对批判性读者评估论辩合理性的工具进行了探讨。批判性读者首先通过补充未表达前提或假设来重构论辩，然后通过将论证“浇铸”成某一论证型式，再提出与该型式相匹配的评估问题，进而决定那些前提是否可接受。

论证型式分为两大类：受限的和不受限的论证型式。前者的应用被限制在某种类型论点或结论上（某些型式得出描述性的结论，另一些得出规范性的结论）。在这一组论证型式中，包括基于规律性的论证（用于支持关于现在、过去或未来的描述性陈述）、基于规则的论证（用于支持关于一个情景或过程的价值的规范性陈述）和实效（pragmatic）论证（得出一个关于蓄意的行为之合意性的陈述）。相比之下，不受限的论证型式可用于辩护任何类型的结论。它包括根据例证、类比和权威论证。

表4-6 谢棱斯论证型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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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规律性的论证中，论据支持以一种有规律的、反复发生的经验性联系为基础的事实的或描述的命题。在许多情形下，这种有规律重现的联系本质上是因果联系，但不尽然：这种联系可能是相关性的联系或征兆的联系（根据征兆的论证）。一种因果联系可用于支持预见或说明。预见可以用因果的或非因果的概括予以辩护。在因果概括中主张的是，论据中提到的东西一般导致结论中提到的东西。当然，预见不一定和未来事件相联系，也可能是通过指出事件的原因来证明一个未知的过往事件，称之为“准预见”。还能以尚未发生的原因为基础对未来事件做出预见，这是“条件预见”。[27]
 在从因到果的论证中，一个现象将发生的预见源自一种反复发生的关系。在从果（或征兆）到因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诊断：基于观察到的后果（或征兆），因果联系的规律性使得以某种可能性程度做出关于其原因的断定成为可能，从时间到因果的论证是通过指出两个事件同时出现来辩护一个因果相关。

在基于规则的论证中，论据支持一个规范的或评估的陈述。在基于评估规则（如评估标准或规格）的论证中，论据支持把一种情况评估为有利或不利。在基于品行规则的论证中，论据支持对某一行为的恰当性或可接受性所做出的决定。

在根据后果或实效的论证中，基于其优劣利害，支持有关行动、行为或措施的合意性。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论证限于提及一个正面或负面结果。而根据后果论证的扩展形式则要细致考虑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利弊，包括可行性、可接受性和行动的代价都要考虑。

不受限的论证型式并不限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论点或结论，而有广阔的适用范围。例如，根据权威的论辩，既可用于支持某事是真的陈述，也可以一个权威的判断为基础来支持行为的合意或不合意。在根据实例的论证中，一个普遍陈述用特殊的实例得到辩护。根据实例的论证和归纳概括有区别，如果将前者作为归纳概括的话，它的实例数量太少，结论中的一般陈述也不一定是个概括。在类比论证中，依靠提及相似的情况来辩护结论。

事实上，一个说服性讯息的核心主张或结论的本质确定后，我们就可期望特殊的论证模式出现：对各种代表相关论辩领域特色的论证型式的配置。比如，要说服他人采取某种行为，实效论辩就扮演主要角色；而要支持关于后果发生可能性的陈述，从因到果的论证可作为其子论证；关于后果的合意性的陈述，可用基于规则的论证的子论证提供支持，论证一个后果的合意性是合情理的；而关于行为的合意性的论点，可以诉求基于规则的论辩，以若干相关的行为规则对该行为做出判断；而根据权威、实例和类比的论证型式既可以支持关于行为合意性的观点，也可以支持后果的可能性或合意性的观点。[28]


金泡因特纳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金泡因特纳的《日常逻辑：论辩模式的结构和功能》（德文版，1992）同样以图尔敏模型为出发点，依据担保的类型来区分论证型式，得到三大类58个（另一说是60个）论证型式或“推论型式”（inference schemes）。

第一类通过假定担保早已被接受将前提和结论连接起来，是使用担保的论证型式；第二类通过归纳论证的手段辩护一个表达担保的结论，由于此时担保是结论而不是前提，因此叫“确立担保的论证型式”；第三类既非仅仅使用担保也非仅仅确立担保，因而叫“既非单纯使用也非单纯确立担保的论证型式”。[29]
 论证型式的每个子类都可能有描述性的结论和规范性的结论。使用担保的论证型式占大多数。金泡因特纳的论证型式分析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系统的方法和细致的描述。同时，他的分类也是折中的，既吸取了古典和中世纪的修辞学和辩证法的见解，又借鉴了现代语义学。但是，使用担保和建立担保的论证型式是否完全互斥尚存疑问。例如，归纳论证实际上不诉求担保吗？[30]


在其教科书《合情理的论证：讨论的规则和技术》[31]
 （德文版，1996）中，金泡因特纳简化了其先前的论证型式分类。金泡因特纳发现，现有的论辩文献忽视了对论证类型或论证型式的研究。在他看来，对于意见冲突的理性解决而言，了解不同的论证类型，明白它们的力量和弱点是绝对必要的。该书的第二部分“论证的材料”对适合于合情理论辩的论证型式提出了精准和广泛的描述，并试图将理性讨论的洞见与古典修辞学的表达理论结合起来。在日常论辩中，人们遇到大量不同的论证型式或论证类型，但可以把它们还原为相对少数的型式或模式。根据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同的、依赖内容的关系，区分30个论证型式。金泡因特纳认为，他的清单包括了所有能保证支持或反对一个结论之前提的相关性的内容关系。他给每一个论证型式加上一个批判性问题清单，它能使论证者评估相关的论证。有八种主要类型：定义、属—种、整体—部分、比较、对立、因和果、实例、权威和类比。其中的定义、对立、整体—部分吸收了罗马晚期和中世纪论式系统中的论证型式。可以看出其受到亚里士多德、波伊提乌以及现代修辞学家如佩雷尔曼的影响。正因如此，有时不好理解某些论证型式能在日常论辩中作为一般型式使用。比如，属—种型式对应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或准三段论，根据对立的一般形式对应于选言三段论。这样一来，某些论证型式就接近于逻辑推理形式，而他自己并不打算将逻辑推理形式包括在该分类中。不清楚为什么他要把这些形式看作论证型式。总体看来，金泡因特纳的论证型式分类，实际上是图尔敏模型、佩雷尔曼论辩技术、语用—辩证法和古代论式理论的综合。不过，金泡因特纳从论证型式研究史看到，论证型式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至少有四个角度已被考虑：[32]


表4-7 金泡因特纳论证型式分类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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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担保的正（pro）、反（contra）使用。例如，西班牙的彼得《逻辑大全》（5.10）就区分“定义的论式”（locus
 a definition）的两种使用方式。正：定义所谓述的东西，也可用被定义的事物谓述，如“一个理性的会死的动物在跑，所以，一个人在跑。”反：从定义移除的也可从被定义事物移除，如“一个理性的会死的动物没在跑，所以，一个人没在跑。”当代学者也发现一个论证型式的正反运用，比如根据后果的论证既可以从引发的好后果进而肯定某一建议或行动，亦可根据引发的坏的后果进而否定某一建议或行动。

（2）担保之描述的和规范的版本。描述的：相似的事物可用相似的方式加以判断。规范的：相似的事物应该用相似的方式加以判断。

（3）语境独立和语境依赖的担保。语境独立的：普遍或一般的担保，如因果论证型式。语境依赖的：一种是没有具体时—空的，如，一间房屋的建筑师是好的，那么房屋本身是好的；另一种是有具体时—空的，如，一间1985年在阿姆斯特丹建造的房屋的建筑师是好的，那么房屋本身是好的。

（4）还可以做出使用担保的与支持一个担保的论证型式之间的区别。这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例证、中世纪的内在的和外在的以及如今演绎的和归纳的区分。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三个分类系统值得注意：语用—辩证法三分法的修改版本、敦提研究组的分类系统和里戈梯的当代loci
 分类系统。

四 语用—辩证法

语用—辩证法的论证型式分为三大类：征兆论辩、基于比较的论辩和因果论辩。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曾提到三类论证型式的一些子类。加森（1997）区分了更多的子类。例如，第一类论证型式包括根据权威、根据范例、基于意义或定义的论证；第二类包括类比、基于公平原则；实效论证属于因果论辩的子类。范爱默伦等（2007）给第一类加上了根据样本的论证；给第二类加上基于比喻比较的论证（类比）、基于正义规则的论证、基于互惠原则的论证；给第三类加上实效论证。加森论证说，由于语用—辩证的分类整合了出现于7个不同列举中的所有论证型式，不存在修改或扩展这种分类的需要。这7个例证是：佩雷尔曼（1958，1969）、布罗克瑞德和艾宁格（1960）、黑斯廷斯（1962）、麦克伯尼和米尔斯（1964）、谢棱斯（1985）、金泡因特纳（1992）、弗里莱（1993）。[33]
 希契柯克和沃格曼斯根据语言学概念——指称（referent）和谓词（predicate）来分析论证型式中的论据和论点的命题内容，来解释三类论证型式。第一个主类“征兆论证”中的论据和论点有一个共同的指称（X），不同的谓述。在论据（Z）中，归于该指称的特性被当作在论点（Y）中归于该指称的特性的充分征兆而提出。第二个主类“基于比较的论证”中的论据和论点有共同的谓词（Y），不同的指称。凭借论据（Z）的指称与论点（X）的指称的相似性，可接受性得以传送。第三个主类“因果论证”就如在征兆论证中一样，论据和论点有共同指称。论据的可接受性传送到论点，凭借论据的谓词标志一个原因而论点的谓词标志其结果这一假设。

论点和论据是对包括一个指称和一个谓词的命题的态度。从此观点出发，可以在高层次的抽象水平上将三类论证型式归约为两个主要类型。

第一个是谓词传送，其中一个指称所具有的一个特性对于证明同一指称拥有一个不同特性的主张是充分的；第二个是指称传送，其中一个指称拥有的某特性对于证明一个不同的指称拥有同一特性的主张是充分的。用较为形式化的语言来说，第一类是，在另一个谓词归于一个指称的基础上，把某一谓词归于同一个指称，其一般形式是：

1 Y对X适用

1.1 Z对X适用

1.1′ 一般地，是Z的东西都是Y

这个原则的范围可以限于X所属的一个子类：

1.1′ 一般地，是Z的W都是Y（且X是一个W）

这个一般论证型式类型称作“谓词传送型式”，因为它们通过改变适用于一个指称的谓词，来适用同一个指称，把论据的可接受性传送到论点。

第二类是，在一个谓词归于其他指称的基础上，把同一谓词归于某一指称。一般形式是：

1 Y对X适用

1.1 Y对Z适用

1.1′ 一般地，对Z适用的东西对X也适用

表4-8 语用—辩证法的论证型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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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式的原则通常只对一个受限的谓词范围成立，有必要明确这一点：

1.1′ 一般地，属于Z的任何变项值V也属于X（且Y是变项V的值）

该类论证型式称为“指称传送型式”，因为它们通过改变同一谓词所适用的指称，把论据的可接受性传送到论点。所有迄今在语用辩证方法中所辨识的论证型式的主要类型和子类，都能放在这两个范畴之下。这样就得到迹象论证和相似论证及其子类和未表达前提（原则）的一览表。[34]


五 自然分类系统与AMT系统

论证型式的自然分类系统

敦提大学论辩研究组的卡茨夫和里德提出新的论证概念和类型，作为发展论证自然分类系统的基础。他们用传输关系（relations of conveyance）定义论证，并以此为据分类论证型式。论证是表征这样一个事实的命题：它传输其他事实而且整体上这样做。一个事实传输另一个，当且仅当在特

表4-9 敦提论辩研究组的论证型式自然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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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环境中，它使另一个的获取不可避免，或很有可能。一个事实整体上传输另一个，当且仅当所有组成事实的成分对传输另一事实都起作用。传输关系是在合适环境中，一个事实使另一个的获取不可避免或很有可能的任何类型的关系。传输关系尤其包括事实x引起事实y（单因到结果），特殊的x是y类的一个成员（类和分子），特殊的x是属y的一个种（属种关系），事实x构成事实y（构成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可用于构建论证。

根据传输关系可以确定辨识同一类型论证的标准：（1）两个或多个论证表征的传输关系是同一种传输关系；（2）它们代表的传输关系表达以同样的方式排序论证的传输事实（conveying facts）和获传事实（conveyed facts）。例如，同属因果论证的论证，从因到果与从果到因，表征的是不同的论证类型。因而描绘传输关系有必要考虑排序事实。正因为排序事实不同，所以因果论证之下才有从因到果和从果到因论证的区别。论证是通过传输关系从表征传输事实的前提到表征获传事实的结论。例如，“x抽烟，抽烟引起肺癌，所以，x可能会患肺癌。”其中，x抽烟即“是一个抽烟者”是传输事实，“x患肺癌”即“是一个患肺癌者”是获传事实，“抽烟引起肺癌”表征某一特性传输另一特性所凭借的传输关系。整个论证是，通过因果关系，“是抽烟者”指派的特性传输“是患肺癌者”指派的特性。在这里，传输关系是图尔敏意义上的“担保”，“前提表征传输事实，结论表征获传事实，担保（常常并不明示）表征传输事实和获传事实之间的关系，它们通常采用条件句的形式。论证的分类使得担保表征的传输关系明确起来”。由于传输关系表达了担保，所以，这种方法也是按照论证中包括的担保的类型对论证进行分类。这样一来，论证型式能够依据其担保或传输关系加以区别。卡茨夫和里德据此提出上述论证型式分类系统。[35]
 当然，对论证型式的分类可以有另外的维度，比如，必然的传输与可能的传输等。每一类下还可以再具体化，而且所列出的子类并没有穷尽。这个分类系统提出了一些新的子类，使用了不少新概念。

AMT模型理论

里戈梯等直接从波伊提乌的论证型式（loci
 ）理论出发，改造其基于弥修斯的分类系统。Loci
 是基于一种本体论关系的论辩程序的“子发生器”（sub-generator），它生成一个或多个以真条件句形式表现的准则，这一准则允许把论点的真值与相关公众所接受的命题的真值捆绑在一起。里戈梯利用现代语言学中结构体（syntagm）概念，将波伊提乌的外在的、内在的和中间的loci
 ，改造为横组合的、纵聚合的和复杂的loci
 三分法。横组合的（syntagmatic）loci
 指所有涉及在本体论上直接或间接与论点相联结的诸方面的那类论证，比如词项的外延关系、依赖语义内容、依赖谓词的层级分类、依赖整体与其部分的关系；还有根据世界的片段进行的论证，传统上称作原因、结果、环境和伴随状况以及与论点相关事态的条件。纵聚合的（paradigmatic）loci
 基于纵聚合关系，既有对立，也有类比（相似）。复杂的loci
 用于表明纵聚合和横组合loci
 之间经常出现的混杂，以及推论外因素掺杂于其中。例如，根据权威的loci
 指向讯息“生产者”的道德或认知的质量，首先涉及根据主体的横组合的loci
 ，是根据充分因的locus
 的一个子类；不过，被考虑的方面并不涉及论点的内容，而是涉及讨论论点的交际情景。复杂的loci
 所包括的根据词源格和词形拥有更浓厚的修辞色彩，激活一个或多个横组合的或纵聚合的loci
 。[36]


表4-10 AMT论辩模型的论证型式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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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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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尚无普遍接受的论证型式分类系统。沃尔顿只从使用者便利的角度考虑权宜的分类，对常用的论证型式做了大致的归组。[37]
 德国学者卢默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一个包括所有类型论证的分类系统，包括演绎的、概率的和实践的论证型式。[38]
 在修辞学领域，美国修辞学全国委员会希望修辞学家生成不止一个而是多个topoi
 的计划方案。一个topoi
 系统是寻找有意义话语的有序方式。华莱士的修辞topoi
 系统将topoi
 分为三大类：主题的、听众的和演说者的。[39]


六 论证型式分类的若干问题

论证型式分类问题包括：存在多少论证型式？这些型式彼此有怎样的关系？分类系统与分类目的相关，因此，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论证型式分类系统。唯一相关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一特殊分类成功地或最佳地实现它的目标。[40]


获得分类系统的方法

金泡因特纳认为，分类的经验基础要扎实，必须考虑各种数据来源。不同的数据类型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比如，通过问卷进行的态度调查的最大便利是试验者可以明确地把担保表述出来，然后获得被试做出的相关判断，因而可以避免高度复杂的、未表达担保的隐晦性问题。当然，这些判断总是人为的，受研究者表述的影响，汇集书面和口头论证的庞大语料库因而就成为必要的。为了从语料库的数据获得赞成或反对某一特殊分类系统的证据，人们常常不得不考察庞大的数据以发现例证。同时，研究者的直觉和古老的论式传统的代表也不能被忽视。在研究的较后阶段，还需加上跨文化数据，以回答某些“一般论式”或论证型式是普适的还是文化特效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方面，论式传统对当今的论证型式研究依然大有裨益。[41]


形形色色的论证型式分类系统从何而来？怎样生成？希契柯克最近总结了获得论证型式系统的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生成（bottom-up generation）方法，即根据以某种方式挑选的真实论证，抽象出它们的一般型式。佩雷尔曼、沃尔顿等很多人的论证型式系统走的是这条生成路线。当然，达到何种程度或水平，各人可有不同选择。维尔希基曾区别了中等抽象水平的论证型式与非常具体的属于某一领域的规则，同时承认二者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像沃尔顿等所辨识的论证型式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抽象，但尚未达到纯粹形式的那种抽象程度（如肯定前件），因而属于中等水平的抽象。[42]
 这种抽象水平使得适合某一论证型式的具体论证是否构成从前提到结论的好推论，取决于是否某些条件被满足。[43]
 而纯粹形式的抽象水平则使论证的评价完全根据其形式结构。不过，这种最高抽象也许未能反映论证的真实结构。这一点我们在从经典命题逻辑向谓词逻辑过渡时就已遇到。比如，对于一个三段论论证，如果我们用命题逻辑的方法进行抽象，我们得到的结构是p，q，所以r。这是无效形式。而根据另一种抽象（分析至词项成分），我们就可能得到三段论的有效式。自下而上的生成论证型式也遇到相似问题。

用包括被替换的表达式在内的特殊范围的一个变项，替换一个或更多的“内容表达式”（content expressions），就可以从任何论证得到一个论证型式。例如，“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终有一死。”可以看成是以下型式的实例：


p
 ，所以q
 。

个体对象x
 是人，所以x
 终有一死。

苏格拉底是K
 类，所以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个体对象x
 是K
 类，所以所有x
 有属性F
 。

个体对象x
 是F
 ，所以x
 是G
 。

第一个型式处于最高抽象水平上，p
 和q
 变项范围是语句。在较低抽象水平上，比如最后一个，变项x
 的范围不仅包括个体的名称，也包括个体对象类的名称，个体对象的特性，等等。变项F
 和G
 的范围是各类谓词，包括归类的、描述的、评估的和规范的谓词。这个型式的便利之处在于，允许推论规则有单一的形式，且能包容范围非常广泛的论证：从某物是F
 的信息，有权得出它是G
 的结论。

但是，这个形式的规则可能表现为许多类型：

从一个类到一个描述性属性——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从绝对可靠的迹象到一个描述的属性——她有奶水，所以她生了小孩；

从并非绝对可靠的迹象到一个描述的属性——他打喷嚏，所以他有过敏症；

从目前的原因因素到预见的未来后果——他是傲慢的，所以他会失去朋友；

从描述的属性到一个评估——此小说有不合情理的情节，所以不是至佳小说；

从一个后果到一个规范——给某某医疗机构捐赠有助于解除大量病痛，所以你应该认真考虑。

凡此等等。要确定这些类型推论规则的合法性，人们需要确定既是F
 也是G
 的对象的某一具体类的成员，它们普遍地、大多数或在缺乏颠覆性或削弱性环境的情况下，是F
 者也是G
 。虽然对这些类型的评估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何建立该概括的方式在推论类型之间却是不同的。要确定某类的每一成员都有某属性，人们诉求什么属于此类的一个定义，或者在经验上收集已建立的关于该类成员的非偶然概括；要建立一个属性F
 是另一个属性G
 的迹象，人们需要在经验上收集良好信息：有属性G
 典型地引起属于具体类的成员个体x
 ，x
 在属于有属性F
 的论据中被提到；等等。

不仅在抽象的一般性上，而且在为了概括目的而对特殊论证进行归类方面，人们都可能有不同选择。“x
 是F
 ，所以x
 是G
 ”这种形式的迹象论证，可以与其他并无这种明显形式的迹象论证归为一类。比如，“西面天空有黑云，所以快要下雨了。”可以通过把话语中的时间和空间处理为x
 的指称，重新把这个论证表述为“x
 是F
 ，所以x
 是G
 ”的形式：“现在这里西面天空有黑云，所以这里不久之后会下雨。”这种重塑需要理论家的机灵性（ingenuity）以设法自下而上生成论证型式。[44]
 这种生成路径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代表常理的论证型式与非常偶然的论证型式之间的区别。

布莱尔也指出，对一个特殊推理片段包含的型式，常常有一系列可能的表述。但不管怎样，应把一个论证性话语打算的推理类型准确加以表征。因而有两个最低要件是一个推理实例的描述性型式需满足的：第一，型式应该准确表征推理者或论证者意欲的推理类型；第二，型式应该显明地展示该推理之力量（cogency）的突出特性。[45]


与自下而上生成论证型式的方法不同，自上而下的方法不需要假设要被抽象的论证型式的实例在先存在。该方法从陈述的类型与推论规则的类型开始，通过计算可能的组合，获得论证型式的系统。要探究的论证型式可以根据问题的分类生成，最理想的情况是基于单一划分原则生成一组问题类，这些问题合起来是穷尽的，各自又是互斥的，每一类都共有一个单一的准算法路径来决定对问题的正确回答。由四类问题构成的古代争点系统可以用来生成证明一个被告有罪的论证型式，可是，论证型式很快分出大量的子型式，这要看所谓的犯罪要素以及控罪的程序要件。艾宁格、格瑞南等论证型式系统的生成采用的是第二条路线。如果陈述的类型、推论规则的类型或问题类型本身是穷尽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可以生成穷尽的论证型式系统。然而，这种经验上没有根基的庞大数量的论证型式往往只是表示抽象的逻辑可能性，况且，陈述类型和推论规则的类型是在何种抽象程度上确定也将影响所得出的论证型式的具体化水平。论证型式抽象水平的一般性越高，适用性越广，所形成的分类系统越易于管理，但是，其代价是论证型式结构更为粗糙。[46]


实际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生成方式的利弊已经预示混合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黑斯廷斯、谢棱斯和金泡因特纳采用的是混合方法，即在主张分类和推论规则分类的基础上参考论证语料库。这就把陈述类型和合理推论规则类型的框架与真实论证的经验基础结合起来，是一种更有成效的方法，在此论证语料库或经验基础起着筛选作用。由此来看，构建论证型式分类系统的目的不见得是要获得整全性，而是广泛的适用性。

分类标准、整全性和论证型式之间的关系

如何最佳地分类论证型式尚无一致意见。难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些相互独立的相似性维度，我们可能希望一种分类应该对此予以尊重。但是，型式也许可以按照它们所建立的结论的本质予以大致归类，包括要被接受或拒斥的特殊的和一般的命题、要被执行的行动、其他论证的评价、要被遵循或忽略的因果主张或规则以及要归于主体的承诺。[47]


一个具体的论证如何根据一个分类系统进行归类？子类间的区分标准又是如何的？经验取向的分类应该至少给清晰案例提供归类标准。金泡因特纳提出了三个标准。第一，明确归类言说者或听者的话语。例如，“我相信X为真，因为它是Y的结果”；“在我看来，X是Y的对立”；“如果我对你的理解不错的话，你的意思是我说X且Y使自己陷入矛盾了？”第二，话语的语境有助于归类论辩性话语，因为关于论辩序列存在惯例。比如，根据“正义规则”的论证常常跟随着关于差异的论证。第三，某些语素（morpheme）的出现可能是归类的线索。比如，“像”频繁出现于比较和类比论证；部分的枚举、种和例证的论证常常以“第一”、“第二”、“第三”等为标志；“甚至”这样的介词在“更少的”论证中使用。例如，“天然的放射性都可能是有害的，所以由切尔诺贝利引起的额外的放射性沉降必定是危险的”。[48]


论证型式之间借以区分的标准可以是一些话语中的关键词。正像连接词将各类命题形式及其推理类型区别开来一样，论证型式里的一些关键词表征某一型式的突出特征。迹象、因果、知情地位等关键词会激活相应论证型式，它们是推导结论之前提或论证主张之理由的主要特征。这既是上述金泡因特纳第三点的提示，也是语用辩证学派对论辩指示词研究的启发。

现有纷繁的分类引出了论证型式分类的一般问题，例如，分类的目的、标准、整全性等。在论式传统中，分类者常常吹嘘自己的分类系统是整全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予以证明。显然，通过经验概括所生成的论证型式系统很难达到穷尽所有可能论证型式的整全性，比如，佩雷尔曼就没有主张这种穷尽性。不过，一种经验上充分的分类也得多多少少处理一下整全性问题。

论证型式分类不必是整全的，而应是广泛的。论证型式应该以自然的方式按照属于每一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加以区分。[49]
 一个分类应该丰富得足以包容相当数量的日常论证类型，简单得足以能有效地教授和应用于分析，精细得足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评估工具，严格得足以用自动化模型执行，清晰得足以被结合到传统的图解技术之中。同时，一种分类系统应该反映日常论证者在一种直觉的、常识的或前理论水平上形成的论证之间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分类目的将决定相关的分类范畴。这意味着不同分类系统不需要彼此竞争而引起一般的理论难题，只要不同的系统适合不同的目的就可以了。因此，可能不存在“正确的”论证型式类型学。唯一相关的问题是，任何特殊的分类是否成功地或最佳地实现它的目标。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一分类系统的核心目的是要帮助推理和论证的结构分析和评估。[50]


在金泡因特纳看来，列举所有语境依赖的担保是不可能的，但在论式传统中所区分的20—30种一般担保的类型连同大约80个“最高命题”，似乎覆盖了日常论辩的大多数特殊语境的论证型式。问题在于是否仍有更多的类型需要通过经验探究加以回答。不过，一种分类的目标必须设置整全性的限度。[51]


论证型式之间有几种关系值得注意。其一，型式之间可能存在属种关系。比如，根据专家可以归为根据知情地位论证的子类，从证据到假说是回溯推理的子类。当然，一个型式以复杂的方式被归类为另一个的子类，这一复杂的方式需要说明这些型式之间的结构上的关系。其二，某些简单而基本的型式构成了高度复杂的型式。最重要的简单型式是实践推理、根据知情地位的论证、根据承诺的论证和根据价值的论证。油滑斜坡和根据已支付成本的论证，实际上是由像实践推理、根据后果以及根据价值这些简单论证构成的更复杂的论证型式。其三，某些论证型式的评估，比如对某一批判性问题的回应，与另一种论证型式发生关系。根据否定后果的论证与实践推理型式匹配的一个批判性问题相对应；根据已确立规则的论证的一个批判性问题则与根据例外案例的论证相联系。所以，一种论证型式的更深层的分类对于论证挖掘和其他非形式逻辑任务是有用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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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书作者的身份存疑。一说它是兰萨库斯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of Lampsacus）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2]
 鲁宾尼丽说有29种，但苗力田和罗念生译本均提到28种。多出的一种是将“根据更多更少”分离成两种：根据更多更少和根据相似程度。


 [3]
 这种论证只能是破坏性的，一个修饰的总体是没有修饰地使用一个动词，如苏格拉底没在跑，所以苏格拉底没在很好地跑。准则是：没有与关于一个修饰的总体相辅而行的东西，也不与关于一个部分相辅而行。


 [4]
 关于佩雷尔曼的系统究竟包括多少种论证型式，难有定论，因为可能有不同的归类根据。比如，金泡因特纳整理的佩雷尔曼的系统包括26种左右，Compendium
 软件的型式库中列举了36种，格罗斯怀特认为有50余种。


 [5]
 对图尔敏担保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例如，弗里曼从认识的角度将担保分为四类：先验的（若任何事物是红的，则它不会是黑的）、经验的（沙特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教徒）、制度的（市区驾车速度超过每小时30英里违反道路交通法）和评估的（一个人应该兑现自己的承诺）。按照图尔敏“支援”（backing）的思想，由于这四类担保的来源不同，因此对每一类的评估也不一样。


 [6]
 converse opposition在语义学中也称为相对关系（relativeness）。有三种对立：反对（contrary opposition）、矛盾（contradictory opposition）和对反（converse opposition）。反对性对立如老和少，其间有灰色地带，有不属于这一对形容词的对象。按真值来说，其中一个真保证另一个假，但一个假不保证另一个真。这是语义学上讲的反义。矛盾性对立，如死与活。一个真保证另一个假，一个假保证另一个真。在语义上，这是一种穷尽的（complimentary）对立。对反（converse）是从不同视角来看的同一真值，如买和卖。一个与另一个反向。如果你从经销商那里买的汽车是真的，那么经销商卖车给你也是真的。前者是从买家的视角考察，后者是从卖家的视角考察。像同义词一样，一个真保证另一个真。依视角而言，它们是对立的，但基本上是在描述同一情景。不同之处在于主体或主语。


 [7]
 Incompatibility是指不兼容、不一致、不可调和的品质或状态。佩雷尔曼把不相容视为逻辑学中的矛盾在修辞学中的对应物。


第五章 论证型式的评估

论证型式的评估以论证型式的辨识为先决条件。检验或验证自然语言论辩中的这些论证型式的实例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或合理的，是整个论证型式理论的重大核心问题。虽然，“有效性”不适合作为可废止论证型式的评估标准，不过，同样的道理是：当论证型式被正确或恰当地使用时，必须满足某种正确性标准。这个标准应该与一般论证评估标准别无二致，只不过检验的途径和方法颇具特色，突出体现了批判性思维。迄今为止，评估论证型式的标准方法是黑斯廷斯（1962）开创的批判性问题评估法。

一 论证型式的辨识

论证型式辨识是整个论证辨识的核心，占据了六大任务中的五个。论证辨识的第一个任务是，根据论证的定义（或论证这种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将不同于陈述、提问或说明这些话语形式的论证从语篇文本中识别出来。第二，根据论证类型的典型特征，辨识已确定的论证属于哪类具体论证类型或论证型式，涉及区分前提和结论构成的特殊论证型式的独特推论原则，可以利用标志词或指示词（比如，专家、权威、原因、目的等）。第三，论证型式的更深层的辨识，比如，因果论证型式具体是从因到果、从果到因，还是从相关到因果等。第四，更准确地表达论证型式。完成这一任务有若干方式。其中一种方法可能是将应用于特殊领域的论证型式表述出来。比如，法律领域的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型式，与分析日常会话论辩相比，需要用一种更精确的方式加以表达，因为法律领域作为一种证据的根据专家意见论证的具体标准，业经法律程序和法院裁决予以确立。第五，根据论证型式的特征，将看来相似或密切相联系的那些论证型式区别开来（这当然要预先开发一个论证型式的细致分类系统）。第六，努力在辨识自然语言语篇文本的过程中，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1]


论证型式辨识的经验考察

从实际操作来看，论证型式的辨识并不困难。黑斯廷斯在其博士论文中报告，十二个论证型式例子有八个以上被绝大多数学生正确地辨识。[2]
 沃尼克和克兰也认为，经过训练的分析者识别佩雷尔曼的大多数论证型式是可能的。[3]
 加森的一个测试要求被试者在没有关于论证型式的事先指导的情况下辨识三类论证型式，发现被试者能正确地归类根据比较的论证，但根据因果联结和根据迹象关系的论证只有十分平常的得分（也许因为语用—辩证法的论证型式分类过于笼统，要把多样的论证型式归于三个范畴之下有些困难）。[4]
 谢棱斯和忠格对公共信息宣传小册子所使用的论证型式的辨识调查发现，后果论证、典型例证和从因到果的辨识正确率可达60%—70%，而对从果到因和根据评估规则的辨识是40%—50%。经指导后辨识率有较大提高。[5]
 金泡因特纳也考察了他的分类中某些论证型式的普遍可接受性。在他的研究中，被试者必须评估一系列根据相关的论证型式的论证。他发现，被试者关于论证的相关性和可接受性的判断主要是否定的。加森审查语言使用者是否具有论点和前提之间特定关系的概念，以及语言使用者接受的前提和论点之间的关系如何良好地对应于语用—辩证的论辩型式。为了确立是否语言使用者有一个论点与前提间关系的前理论概念，他设计了一个测试，其中被试必须通过批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做出反应。事实是，存在一种批判性反应和匹配语用—辩证论辩指明的批判性问题的对应性，被试者拥有前提与论点间的特殊类型关系的概念。但在种族来源和对特定论辩类型的偏好之间没有关系。最近，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系的两位研究者的实验表明，对于五个最常用的论证型式，利用每一型式的特有属性，计算机分类器从众多型式中辨识出某一型式的准确率在63%—91%，其中两个（根据范例的论证和实践推理）平均准确率超过90%，其余三个（因到果、根据后果和语词归类论证）在60%—70%。在型式（用五个常用型式组成十个型式对，对每一组运用两个型式的特有属性将它们归为型式1
 和型式2
 ）的成对归类中，大多数辨识准确率在80%—94%。[6]


辨识策略

非形式逻辑学家的辨识策略主要是把握论证的结构特征，特别是其中的可废止推论规则的特性。每一论证型式都与一组标识符（关键词、定位前提和结论的标记）相联系，当标识符的正确分组在一个文本中的某个地方被定位时，论证挖掘方法（argument mining method）就将其确定为某个特殊论证（来自论证型式一览表的）或可辨识类型的一个实例。[7]
 对某一论证型式基本结构特征、关键词、案例库、分类系统及其说明的了解都有助于辨识论证型式。

语用—辩证法学派对论辩指示词的研究包括对论证型式指示词的研究，这些指示词是论证型式辨识的重要线索。例如，三大类论证型式之一“类比论证”的指示词“如”，X可以被比作Z、X相似于Z、比较X与Z、X等价于Z、X使某人想起Z、X如Z就如Y、X正像Z、X几乎与Z一样、宛若、仿佛等。回应别人的类比论证，也可以用澄清相关区别或差异的指示词，如差异是……、那是别的东西、那是一个不同的故事、那是不同的等。[8]
 一些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论辩研究者也将指示词与论证型式的特有属性联系起来，让计算机分类器能够辨识论证型式。例如，根据范例的论证有八个关键词和短语（比如、诸如、举例来说等，三个标点符号：冒号、分号和破折号）；因到果的论证有二十二个关键词和简单提示短语（包括导致、与……有关、造成等），十个条件句模式（假如……、当……、如果……就会等）；实践推理有二十八个关键词和短语（想要、目的在于、目标、意欲等），四个情态动词（将要、就要、必须、需要），四个指示言说者目标的命令句和不定式模式；等等。[9]


当然，也可按照黑斯廷斯提示的那样，根据每一论证型式的定义进行辨识。[10]
 不过，从论证型式评估角度来看，辨识问题尚需延伸到把握整个论证型式的结构。如前所述，论证型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形式而外，更重要的是相应的语用制约条件，因而按照维尔希基，论证型式（广义论证型式）整个结构的探究包括四步：第一步，确定语句的相关类型。相关的语句类型是论辩型式的建筑砖块，即它们的前提和结论。语句类型是包括变项的语句，语句类型之变项的每一例示都生成一个语句。语句类型可从外延辨识，即通过考虑语句类型之实例的语句集来进行辨识。从形式逻辑观点看，这一步是定义语言的。第二步，确定论证型式。维尔希基坚持最简易的论辩型式的一般形式，即前提1
 ，前提2
 ……前提n
 ，然后得出结论。初步的论证是一个论辩型式的简单实例，复杂论证是一个论辩型式的实例链，比如线性论证和收敛式论证。第三步，确定阻止论证型式使用的例外。可废止论证型式会遭遇到例外，许多型式并不总是导致基于其前提证明其结论。例如，“过错并不一定是该受惩罚的，可能是因不可抗力犯过错。”注意，例外阻止一个型式的使用，可能包括了例外的语句类型，需要返回到步骤一和语言的外延。第四步，确定论证型式使用的条件。论辩型式并不普遍有效，仅仅可能在特定语境中或特定环境下是可接受的，型式的使用可能取决于一些条件的满足。[11]


概要之，一个完整的论辩型式由结论、前提集、型式使用的条件集以及阻止型式使用的例外集构成。

二 从谬误评估方法到论证型式评估方法

传统的论证评估方法使用三种高度发展的逻辑系统：三段论系统、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由于三段论系统以直言命题为基础，因而其适用范围有限。命题演算系统是一个证明程序，能够通过演算表明用它的“语言”所描述的论证是形式有效的；根据不能构造其证明来推断某一论证是形式无效的。当然，命题演算也只能处理复合命题论证；即使如此，由于析取、条件句和双条件句的定义与“或者”、“若—则”等日常用法有很大距离，因而它对日常论证的效用大大降低。从日常论证评估的角度来看，传统评估方法有四大疏漏：缺少前提评估、几乎没有讨论假设性论证模式（论证型式）、忽略了实质有效的演绎论证以及没有总的评估程序，即缺乏对构成论证的多个推论评估的整合。[12]
 非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估方法之进步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即谬误评估方法、RAS方法和论证型式方法（批判性问题方法）。

谬误论的论证评估方法

与传统谬误分析不同，卡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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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与当代修辞学：日常生活中理由的使用》（1971）将谬误提升为评估论证的一般方法。虽然卡亨在此之前就已是形式逻辑教科书《逻辑与哲学》（1969）的成功作者，但他认为形式逻辑对于分析日常论证并不便利。卡亨在后来的版本中指出，点燃该《逻辑与当代修辞学》教科书材料原创安排的思想火花是，学生关于日常议题的推理可以通过让他们熟知一些好推理的基本原则，特别通过启发他们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谬误论证所迷惑的常见方式来加以改善。经过对日常生活中推理实际上出错方式的仔细考察，卡亨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出错的原因首先是阻碍有力推理道路的心理障碍（根据愿望的思考、合理化、迷信、地方主义等）；其次是缺乏充分或充分准确的背景信息；最后是对各种可利用的信息来源之本质和质量的拙劣理解。他指出，一个论证要成为有力的，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从被验证的（得到担保的、可相信的）前提开始；（2）包括所有可靠的相关信息；（3）它是有效的或正确的，亦即接受其前提是正当合理的，证明其结论的可接受性是正当合理的。[13]
 卡亨建议，批判性推理课程要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就要聚焦于（1）和（2）这两个标准，因为推理中的大多数常见错误并不是由形式逻辑的失误产生的！它们因接受本该遭到质疑的前提导致，因没有运用相关背景信息所引起，或者因运用了相关但错误的背景信念所造成。[14]
 对于（3），卡亨承认有效推理的两种类型，而且使用了“归纳有效”（inductively valid）的概念，其背后的理念是向经验学习。

任何一个不满足三个标准的推理就是谬误。因此谬误有三个基本类型：可疑前提（前提并没有得到担保）、封锁（或忽视）证据（相关信息被忽略）和（广义的）无效推论。[15]
 卡亨已经明确建议，要避免犯诉诸权威谬误，就要问三个基本问题：该来源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或良好判断吗？若如此，我们能信任该权威真诚地告诉我们这些吗？我们有时间、意愿和能力就该事项自己进行推理吗？（或者，为了理解该专家的推理，我们不必仅仅依赖该权威的话）同时提出了几条实用规则；在一个领域的权威不必然是另一个领域的专家；我们需要成为关于争议主题的专家（当专家有分歧时，我们必须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转向根据证据、理由和论证而不是结论或意见来识别专家）；某些专家比其他专家更可信赖；检核所谓专家的以往记录。[16]


约翰逊和布莱尔《合乎逻辑的自辩》（1977）追随卡亨，但提出了论证评价的正面方法，把谬误分析方法普遍化为批评理论（The theory of criticism）。他们将“坏”论证视为源于好论证的模式，通常允许改善或修补。他们比卡亨更进一步，要求研究每一谬误的辨识条件，要求学生证明某种谬误发生的条件已被满足，以此来证明此谬误已出现的断言；希望教师为每一种谬误提供准确的、严格的和理论上行得通的辨识条件；对于听众和论证者而言，仅仅主张一个论证是谬误的并没有多大用处，除非你有支持自己意见的好理由，你需要做出一个合理的论证支持你的观点。谬误是违反一个好论证必须满足的标准之一，且以某种显著频率出现的论证模式。一个好论证需要满足的标准有三个：相关性标准（standard of relevance）、可接受性标准（standard of acceptability）和充分性标准（standard of sufficiency），即RAS标准
 
[2]

 。相关性标准要求，前提与结论是相关的。如果前提之一不相关，则表明论证并不好。人们以某种等级的频率生成前提与结论不相关的论证。这类论证是“推不出”（non sequitur
 ）。充分性标准要求，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结论。如果没有考虑支持论点的全部证据，论证就有跳跃到结论或仓促结论的过失。满足这两个标准我们不一定有义务接受结论，因为仍需决定我们是否会接受已陈述的前提。人们要问：它是合理的主张吗？它本身需要辩护吗？它真吗？否定的回答是拒斥论证成立的理由，此时论证就有成问题的前提。[17]


基于此，有三种基本谬误：不相关理由、仓促结论和可疑的前提。其他谬误归于这三个基本类型之下。比如，若提出一些不充分的证据来表明被引证的人是一个权威，那么，这种不适当地诉诸权威属于仓促结论；如果不适当的论证语境中诉诸权威，那就出现了不相关理由。在日常语言中，人们熟知相关性、可接受性和充分性这三个概念。这个谬误方法在理论上可辩护、融贯而且提供了论证分析和评价方法的坚固基础。它没有过分纠缠分类，也不是漫无目的、无指向的。[18]
 “谬误”一词可被解释为属于论证批评的元语言。[19]
 当然，为避免谬误方法被滥用，要坚持每一谬误必须用一些可辨识的条件（显示一个论证是谬误的条件以及区分此谬误与彼谬误的条件，比如针对人身和“稻草人”都是不相关谬误，但它们的辨识条件不同）。这是RAS方法对卡亨方法最突出的改进。约翰逊和布莱尔通常将这些谬误条件写在一个框中加以突出。这些条件既像实战指南，又像一个法令：它们向学生表明，在练习或其他例子中辨识谬误时所要寻找的东西；要求学生必须构造包括具体元素的论证，令人信服地证明某种谬误已经现身。[20]


卡亨与约翰逊和布莱尔的谬误评估方法都假设，如果我们擅长辨识日常论证中出现的常见谬误，我们就能够或多或少可靠地辨识好论证，其本质是强调论证的病理学。在这种方法里，已经将论证优劣的制约条件置于核心地位，实际上已非常接近论证型式的标准评估方法。

菲欧切诺进一步指出，谬误的类型与能在辩证互动语境中发展的批评策略相联系。[21]
 形式有效性虽然被人们当作是对一个论证做出肯定、可赞成评估的基本概念，但它对论证优劣的评价既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排除乞题和有矛盾前提的论证），也不是必要条件（对经验科学、法律语境、人文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论证而言）。相反，谬误理论更有助于推理评估。在他看来，对谬误的研究是对推理缺陷的研究。菲欧切诺比照斯特劳逊“逻辑学家的二阶词汇”的概念，指出“谬误”术语适用于某人想评论推理之一阶表达的某个逻辑性质，相信一种合适的方法必须承认被二阶术语“谬误”表达的否定性评估。这种“二阶层次”或者“关于推理之推理”的水平，使我们思考如何着手证明一个特定结论从特定前提得不出的各种方式。在这种二阶水平上，因为一个正当合理的否定性评估自动包括单纯肯定性评估所没有的一种比较——在（被认为确实的）好论证支持否定性评估与坏论证被评估之间的对比，因此否定性评估在方法论上更重要。这也是其他哲学家的结论，比如波普尔及其同事强调，在科学中，谬误与批评就像证实与反驳一样是首要的；约翰斯通论证了，在哲学中批评性论证比构建性论证更基本；拉卡托斯强调数学中反驳方法论的重要性。[22]
 这种否定性评估方法在菲欧切诺《伽利略和推理艺术》（1980）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现，而运用这种谬误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搞清思想史中经典论战的意义。

预设肯定性评估的否定性评估

实际上，从前述谬误评估方法就已看出，识别和分析谬误以假设评估标准或规范为先决条件，因此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是，将谬误还原为论证理论特别是合理论证规范的违反，从论辩的肯定性理论（positiv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推演出谬误理论。德国学者卢默提出的“谬误理论的还原”方案就是要发展一种“论证的实践理论”，提供一系列论证类型以及一般论证正确性的精确标准，同时给出这些标准的认识论理由。首先，应该建立好论证的肯定性理论，提供好论证的严格标准；然后把“谬误”定义为没有遵照这些标准的论证；最后将与这些标准相联系的谬误予以系统化，加以阐明。谬误定义为：x
 在情境l
 （由一个听众或受话人h
 和时间t
 构成）中是一个谬误，当且仅当：1. x
 是一个论证；2. x
 在l
 中没有履行论证的标准功能。论证的标准功能是理性地使听众确信。“理性地确信”意思是导致听众获得论证的论点是可接受的（真的、很可能的或好像真实的，即在接近真相的意思上）知识。论证可能以两种方式未履行论证的标准功能：一是，x
 在l
 中未履行标准功能，也没有在任何情境中履行，因为它是论辩上无效的（argumentatively invalid），即逻辑无效、不正确（unsound）等。这种谬误称为“（论辩的）无效性谬误”；二是，x
 在l
 中未履行标准功能，但x
 至少在其他某个情境ld

 中履行或将履行这种标准功能，这意味着，诸如此类的论证x
 本身是论辩上有效的，只不过在l
 中被不恰当地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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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谬误称作“恰当性谬误”（fallacies of adequacy）。承认正确论证的理由真相当于承认论点的可接受性，是由这种论证所基于的认识论原则（epistemological principles）这一事实保证的。例如，演绎的认识论原则：“如果一个命题被真命题逻辑地蕴涵，它就是真的”；或者知识生成原则：“如果一个命题已被正确地验证，则它就是真的”；解释的认识论原则：“如果一个命题是已知事实的唯一可能的解释，那么它是真的”，等等。由此可见，认识论原则是特定条件下为真的一般命题。当然，既有被应用时真正担保论点可接受性的有效力的（efficient）认识论原则，也有无效力的（inefficient）认识论原则。从其所基于的认识论原则来看，各类论证有所不同：演绎论证以演绎认识论原则为基础；知识生成的论证（比如根据权威的论证）基于知识生成的原则。认识论原则是命题可接受性的一般标准。优良的论证艺术包括发现适合给定论点的可接受的标准，该标准要求的条件被满足，而且听众知道已被满足。论辩的有效性是比逻辑有效性要广义的概念。“论辩上有效”是一个一阶概念：论证有效或者无效；相反，“恰当”是一个三阶概念：“工具x
 在情境l
 中是恰当的，因为完成了功能f
 ”。一个有效论证可能在某一情境中是恰当的，在另一情境中却不恰当，不过它必定在至少一个情境中是恰当的，该要件称为“原则上的恰当性”。循环论证在原则上不恰当，因此不是有效的。卢默然后定义了一系列标准，它们为判断违反这些标准所导致的谬误提供了依据。所有谬误违反了至少一个具体化条件。[23]
 卢默还将这种论辩的认识论理论用于分析和归类论证型式，越加证明相关标准对于评估论证的关键性。[24]


廷德尔的新教科书《谬误和论证评价》（2007）更明确而直接地将谬误分析方法和论证型式评估融为一体，而且“用于处理谬误的基本工具是每一谬误的批判性问题集”。他指出，论证有不同类型，其意图也不相同：说服一个听众，解决一个争议，在谈判中达成一致，推荐一个行动，完成一个探究。由于这些不同的意图，论证出现于不同的论辩性情境即语境。从历史案例使用的因果推理到凭借诉求经济领域的权威推荐一个经济政策路线的论证，均使用各种策略，但它们都可以用一个特殊结构来刻画：提出一个或更多的陈述前提支持某一结论。论证也有其证明力的强弱之别：从那些遵守好推理原则的论证到那些犯有更深不可测错误的论证。运用谬误分析方法评估论证包括两件最基本的工作：第一，由于许多谬误是好论证策略不正确的变体，而且论证本身内含于生成它的语境，因此辨识和评估谬误推理不是简单将谬误标签贴于一个文本片段，然后继续前进，而是应该针对一个正在进行的论辩背景，详审一个广阔语境之内的主张和意义；第二，在每一种情况下，如果适当的条件被满足，论辩策略很可能已提供了形成作者论点的合适手段。但是，其中对可辨识策略的使用也许是一种误用。因此，随着研究不同谬误的进程，我们会经常问：是否它们是合法论证型式的反面（countersides），即适当的条件显然没有被满足，或者显然被违反。谬误是论辩性讨论中的推理模式，几乎总是论证型式或模式本身。我们辨识的许多谬误实际上是合法论证型式的反面或不正确的变体。从这一视角来看，有两类谬误需要区分。某些论证型式，比如针对人身或诉诸权威，可能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变体，取决于它们是否满足特定的条件；另一些论证型式，比如稻草人谬误、循环论证等，并不是合理论证策略的误用，而是恒为谬误。大量论证模式是价值中立的，即常常既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可疑的论证类型的实例，而区别好的和坏的论证将取决于是否满足特定的条件。为了帮助我们考虑这种条件，发展对具体论证的评估，廷德尔采取针对每一“谬误”的批判性问题集——基于我们的讨论揭示每一论证出错之处；用这些问题武装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能够考虑在论证所在语境的范围内，恰当地评估论证。比如对于针对人身的论证，我们会问：前提所引入的有关某人的材料是否与我们对立场或主张的评价是相关的？是否相信该材料实际上是正确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论证评价中谬误评估的核心。同时，谬误的欺骗性也许缘于我们错把一个不正确的论证当作好论证的适当描述。我们受骗并不一定是因论证者的聪明或狡猾，可能是因具有相同型式的好论证和坏论证之间逼真的相似性。最早的谬误教科书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就曾告诉我们，缺乏经验的人没有获得对事物的清晰观点，所以混淆现象和实在。克服这种无经验的关键方法就是通过训练我们自己看穿与真实相反的赝品。从亚里士多德对反驳的一般兴趣到现代对论证型式较为完整的处理，都依据具体条件是否被满足进行判断。[25]


三 批判性问题评估法

上述情况表明，在谬误评估法、RAS评估法和论证条件评估法之中已现批判性问题评估法之端倪。批判性问题评估法本质上与分析合理论证的制约条件并无二致，不过其最独特之处在于突出对话语境中论证型式评估的特性。

黑斯廷斯方法

非形式逻辑学者公认，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是由黑斯廷斯在1962年美国西北大学博士论文中创立的。黑斯廷斯认为论辩（argumentation）的功能是发现和表述证明一个命题的证据要件。这意味着论辩的原则将应用于发现证明一个具体断言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述赞成或反对该断言的论证。如此的理解与假设、证明责任和初步证据（prima facie proof）的用法相一致。当然，这种定义也允许将论辩的原则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决策检验等。从真实论辩性文本中抽象推理过程的重要一步包括发现推理过程的证明要件是什么。得自逻辑、修辞学和论辩的信息由对实际论证的观察而来的想法加以补充。推理过程的证明要件逻辑地蕴涵可能被用于每一论证类型的那种检验。由于论证的性质，对每一论证而言，某些检验看来比其他检验更为重要。实际上，在辨识论证阶段，黑斯廷斯就开始使用批判性问题。“区别非论辩性话语和论辩性话语可能有些困难，但是，有一些问题被回答之后会澄清话语的性质。”四个问题有助于识别论证：1.某事被断定或被暗示是真的吗？（关于结论）2.是基于其他陈述做出的断定吗？（关于前提）3.有前提被省略或只是隐含的吗？（关于补充前提）4.结论被省略或只是隐含的吗？（关于补充结论）分析论证的结构借用图尔敏模型，通过四个步骤完成：1.确认论证是一个有理由的断言或前提支持结论；2.通过补充省略元素使论证清晰起来；3.将论证放入图尔敏的布局模式；4.按照推理过程分析论证，即基于担保之权威从事实材料移向结论。[26]


黑斯廷斯所关注的是不同于演绎推理的修辞式推理（rhetorical reasoning）。在检验修辞式推理时，需要考虑两个证据领域：第一是前提的实质真（material truth），即事实实际上是确实的吗？第二是推理过程的有效性，即满足证明的逻辑过程吗？对于辨识出来的九类论证，黑斯廷斯首先对推理过程进行定义，然后分析论证样本，进行评论，最后逐一进行评估。“评估论证的方法得益于证明过程的仔细描述”被黑斯廷斯自认是一个特别的贡献。他本人没有论述评估论证的批判性问题方法的一般问题，只是针对每一论证类型提出相应的具体批判性问题。但根据他所使用的图尔敏模型分析论证的结构，可以想见批判性问题主要与模型中的反驳因素有关。这些批判性问题不言而喻也是前述“证明要件”的表达。例如，对于“迹象推理的评估”，黑斯廷斯指出，如果推理过程是从原因到结果，那么迹象就是结果，结论将是原因或产生该迹象的复合体。评估基本上有三个方面：1.该迹象与所指示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是在问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或出现的关联性有多强。某些迹象是确实的，有些则有不同的可能程度。一个论证要有高效度，相关性必须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必定存在一个概括说：这两个事件在大多数时间里被发现在一起，或者基于过往的经验这是很可能的。如果关系是结果到原因，问题就是：是否该结果总是可追溯到这个特殊原因。如果关系是结果到结果，强度可以仅仅基于该相关性进行分析，或者可能追溯到两个事件的一个共有原因的发源地，然后对关于两个事件可被假定基于那个基础的联系有多可靠进行评估。2.存在更可靠地说明该迹象的其他事件吗？这个问题适用采用从结果到原因的推理过程的情况，它问的是：或许别的原因生成这个结果？其他因素可能起作用了？或许存在其他可能的理由？迹象推理要成为合情理的，迹象的其他原因必须是不太可能或可能性较低的。显然，在一个环境中也许是很可能的迹象在其他环境中可能变化，指向不同的态度、实体或状态；同一迹象在变化了的环境下可能指示不同的结论。新的因素可能进来并改变关系（即使是临时的）。在因果假说里必须考虑这些情况。3.在结果到结果的迹象推理中，分析过程更为复杂，因为存在两个要分析的因果关系。上述第一个问题是适用的，因为可能使用的是相关性而不是考虑“原因”。不过，分析从结果到结果过程的另一个手段是从迹象到原因、从原因到另一个结果的运动，评估两条因果路线的可能性。前一个在问题二中处理了，后一个涉及原因到结果的推理过程，稍后讨论。但是，因果分析的标准方法是适当的：所生成的结果具有怎样的确定性？该原因是充足的吗？会有其他因素干涉吗？[2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黑斯廷斯评估方法的特点：揭示论证模式的图尔敏结构，从反驳因素考虑证明要件，将这些要件表述为（批判性）问题。这种方法是从反驳或批评论证入手来强化论证对其相应的合理性条件的满足程度。就此而言，合理论证的具体制约条件与批判性问题没有本质区别。[28]
 我们看到，无论是19—20世纪逻辑教科书对论证型式恰当性条件的早期分析（比如，伍兹和沃尔顿给诉诸权威所列举的若干制约条件），还是当今的一些表述，都与批判性问题有对应关系。例如，对实践推理的研究所提出的实践推理的制约条件，可以有两种表述，一种直接表达为恰当性条件或假设，一种表征为批判性问题，前者基于信念—愿望—意图模型，着重攻击实践推理的方式；后者基于承诺模型，重点在于评估的两种可能性：强化和削弱论证型式的证明力。不过，无论哪种方法，都渗透非形式逻辑的一贯精神：语境和语用评估。

表5-1 实践推理论证型式评估的反驳条件与批判性问题的对应性

[image: ]


按照当今流行的方法，对每一种论证型式的描绘，都包括型式的结构表达公式、推论规则或担保（常常在表达公式中是隐含的）、匹配的批判性问题集、一些实例、该论证型式的突出特性、该型式与其他型式的相关性、假设性力量的评估、相应的谬误以及它所适用的典型语境。由于可废止论证型式是基于常态或常规关系的，其证明力取决于对异常或例外情况的排除，因而反映它们的批判性问题在评估中居核心地位。当然，在应用批判性问题分析法之前，我们已确认某种论证结构有资格成为可废止的论证型式。

论证型式的规范性与批判性问题

是否每一个辨识出来的论证型式都有规范性的力量？品托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第一，由于所涉及的推论本身是有缺陷的，即论证本身所表达的信息不能建立赞成其结论的一个假设，因而论证型式没有规范力。比如，一个或多个前提不可接受，担保因各种理由受到挑战。这类缺陷是论证的内在缺陷，论证型式因而不能生成赞成其结论的假设，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它的反对者。第二，由于论证之外的其他考虑即论证本身之外的新信息击败原来论证型式的推论，使其不再起作用。虽然起初论证型式可以生成赞成结论的假设，但后来的新信息击败初始的推论。由此得出，由于并非所有论证型式都能成功地建立赞成其结论的假设，因此，论证型式本身并没有规范力。[29]
 显然，第一类问题并不是非演绎论证特有的；第二类问题与论证型式的非单调性质相联系。[30]
 戈登和沃尔顿同意品托关于第一类缺陷导致论证型式不能生成赞成其结论的假设，也不能转移证明责任，但不同意由此得出论证型式没有规范力。因为，按照品托的思路来论证，由于例示演绎有效形式的论证也可能有第一类问题（比如，虚假前提、依赖循环的担保等），并非有效论证形式的所有实例都会成功地建立其结论之真或提供好理由，因此演绎有效的论证形式（form）也不应视为有规范力。由此可见，承认演绎有效论证形式的规范力就也得承认论证型式的规范力。前者是一类没有反例的论证，其担保是保真的（truth-preserving），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标准。虽然这个证据不是对所有论证环境都合适，但它的确是某个论证或者满足或者不满足的特殊标准。同样，论证型式是一类（相对于某种信息状态）不知道有反例的论证，它的担保是在常规环境下，在缺乏击败证据或抗衡意见的条件下，建立假设（presumption-establishing）。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证据标准，虽然同样不是适合于所有论证环境，但它的确是某个论证或者满足或者不满足的特殊标准。对于特殊论证的评估，戈登和沃尔顿与品托又走到一起：特殊环境中所展示的论证的规范力（证明力或说服力）不可能由论证本身的形式或型式来决定，而要使用批判性问题来评估。满足特殊证据标准的论证才具有规范力。[31]


按照非形式逻辑领域普遍接受的论证评估标准，任何论证型式作为一个合理论证也必须满足这些标准，而论证型式匹配的批判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评估论证标准在合情论证上的应用。不过，虽然所有论证型式使用的一般标准是相同的，但是，每一特殊的论证型式在满足这些标准时具有某种特殊性，这便是匹配每一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的必要性之所在。其实，这与演绎论证满足有效性标准相类似。每一演绎论证都需满足“不可能前提真而结论假”这个共同标准，但三段论与假言推理要满足的具体标准有所区别，这种不同体现在各自保证有效性的规则上；相反，人们要揭露和分析它们的无效性，就要想象出那种形式的反例，这也是它们的共性；但是，要指出某一演绎论证形式的谬误之处，就要针对它违反具体规则的情形，比如一个三段论中词不周延，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用了肯定后件，等等。

按照广为接受的RAS评估标准，好论证或令人信服的（cogent）论证满足四个[或归约为三个，即把“（4）”归到“（3）”中]标准：（1）前提与结论相关；（2）前提是理性的可接受的；（3）前提为接受结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4）不知道存在支持对立结论的更好理由。这些标准一起构成检验前提以及前提和结论之联结的恰当性标准。搜寻论证型式的削弱者（削弱的击败者）和颠覆者（反驳的击败者），可视为论证有力性之充分性标准的应用，而发现压倒原论证的反驳显然是检验条件（4）。

布莱尔将相关性（证明相关性）、可接受性和充分性这些概念与一种认识上负责任的主体联系起来，给出了RAS标准的正式定义。[32]
 一个认识上负责任的主体是这样一种人，他觉察到、知道和相信他本该觉察到、知道和相信的东西。

相关性：对任何论证P
 1
 -Pn
 ，所以C
 ，对S
 而言，任何前提P
 是单独地与支持C
 相关，仅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S
 应该承认P
 1
 真将使得C
 真，或比别的更可能或更似真（即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P
 1
 真，那么C将比其他结论会更可能为真或更似真）；对任何论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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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S
 履行了注意义务但没有觉察到R
 （反证），仅当不存在为什么S
 应该觉察到R
 的好理由。

充分性是根据相关性和可接受性来定义的：对任一论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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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1）
 支持C。

论证型式评估的批判性问题方法源于论证证明力的RAS标准。批判性问题并没有提供RAS标准的替代标准，相反，它们最好被当作该标准对特殊类型论证（即在独特的辩证环境中展开的论证）的一种应用。批判性问题的正当性源出于这样的事实：它针对RAS标准之一检验其目标论证的某个方面。批判性问题是型式特有的（scheme-specific），因为它们告诉我们某一特殊论证型式的论证实例可能未能满足RAS标准的某种一般方式。[33]
 这也是如布莱尔所言，“与推理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是由在其中存在常规好推理之例外的那类环境的知识生成的”。比如，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具有以下型式和匹配的批判性问题：[34]


大前提：E
 是一个包括命题A
 的学科领域S
 之内的专家

小前提：E
 断定命题A
 是真（假）的

结论：A
 是真（假）的

CQ1.
 专长问题：作为一个专家来源的E
 有多可靠？CQ2.
 领域问题：E
 是A
 所属领域的一个专家吗？CQ3.
 意见问题：E
 之所言意味着A
 吗？CQ4.
 可信赖问题：作为来源的E
 本人是可靠的吗？CQ5.
 一致性问题：A
 与其他专家的断言一致吗？CQ6.
 支持证据问题：E
 的断定基于证据吗？

上述每一个批判性问题都检验RAS标准的某一成分。“专长问题”通过问是否一个破坏或削弱条件适用，来检验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理力量的充分性条件；“领域问题”提出了推论之大前提的可接受性问题。这类前提可能失败的一个明显方式是所谓的专家没有资质，或者只是在某一不相关的领域有资质。在某些诉诸专家意见的版本中，大前提并没有明确说专门知识领域指哪个领域，这时领域问题将挑战前提的相关性，提出了可能暗中削弱推论的一种情况。“意见问题”挑战小前提的可接受性。“可信性”问题或“可信赖”问题也通过提出可能暗中削弱推论的问题来检验充分性条件。假如能够对专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就是给出怀疑其证言之准确性的理由，而不管他具有该领域的专门知识。“一致性问题”通过提出可能压垮或削弱推论的问题，来检验推论的整体充分性。如果所选定专家的意见并不与该领域的其他专家的普遍意见相一致，那么，可能有两种后果：第一，该专家证言的可靠性可能遭到怀疑，因而削弱推论；第二，其他专家相反意见能为对立结论提供好理由，因而压垮了推论。最后，“支持证据”问题挑战推论的充分性。大致可以说，它检验的是，看看是否在这个情形中专家意见有理性基础；该专家特别考察过所讨论的问题，还是仅仅给出一个意见。专家意见缺乏合适的理性基础可能会削弱该推论。[35]


人们可能因为批判性问题检验RAS证明力标准进而认为像批判性问题这样的其他评估工具纯属多余，因为通过RAS证明力标准检验的任何论证都将是好论证，由此甚至可以证明整个论证型式也可省却。戈登和沃尔顿指出，批判性问题在论证型式的辩证评估中有重要作用。与论证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由两个因素决定：它们的基础和功能。RAS证明力标准是其理论基础，而批判性问题是否应该用作论证评估的工具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的问题。批判性问题的独特功能证明它们作为一套独特的评估工具是正当合理的。[36]
 我们知道，论证型式的证明力是由排除废止该型式效力的例外来巩固或加强的。这是对所有论证型式共同的。但是，适用于某类型式的RAS证明力标准的典型的或普通的方式，可能对其他类型的论证型式并不是典型地适用的。批判性问题的作用是使它的使用者想起该型式表征的那种模式的有代表性的失常推理的那类环境。批判性问题起着校验表的作用，帮助我们决定是否任何应该撤销论证型式证明力的例外条件的常规类型在特定情形中出现了。[37]


批判性问题在论辩性对话中的角色

从逻辑视角来看，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有划界或判定功能，即区分合理论证与谬误。而在辩证法的眼界里，批判性问题在对话过程中有更加重要的角色。

人们对批判性问题的角色认识不一。布莱尔曾认为它们是任何论证型式之论证实例的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提出一个批判性问题的影响是要暂时地击败目标论证，至少在问题被满意地回答之前，因而它起码是所有提出的问题得到满意回答的论证之可接受性的必要条件；沃尔顿和里德把它们看作具有类似于传统论式的记忆策略；沃尔顿设想批判性问题是教学工具，对论证的辩证评估有启发法的作用。[38]
 但总的来说，批判性问题的功能是指导批评家或提问者寻找能取消论证之力量的证据或考虑因素。发现压垮或削弱证据的“负担”不是提议者的责任，而是提问者的责任。批判性问题一种是路标，它给提问者寻找这种证据指示大方向。[39]
 不过，考虑到约翰逊所谓的“论证的辩证层”，提出使用论证型式的论证者也应该主动根据某一型式匹配的批判性问题进行自我批判，预先做好“免疫”或防范工作。因此，更为周全地说，批判性问题不仅给批评家提供了表达合理怀疑或攻击论证的一些切入点，同时也向论证者指明了排除合理怀疑，提高论证质量的主要途径。

在对话中，批判性问题的角色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批判性问题是将证明责任在提议者与提问者之间来回转移的杠杆。提议者提出一个合理论证型式之实例的论证，就是履行了初步的证明责任；提问者或者接受，或者表示怀疑或反对，若是后一种情况，证明责任就可能转移到提问者这一边，而当他提出相应的批判性问题时，就可能把证明责任转回到提议者；如果提议者对这些批判性问题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提问者就得将原来论证的结论当作暂且可接受的予以承认。由此可见，批判性问题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生成相对的拘束力。不过，批判性问题与证明责任的具体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批判性问题、提问的责任与论证可接受性条件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如果赋予论证型式可接受性标准，那么看来在提问者接受结论之前，提出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对他是一个负担。与此相似，假如某人不愿接受或承认所讨论的一个论点，似乎有某种责任提出对支持性论据的反对。另一方面，如果问题只是旨在帮助批评者发现反对的启发式策略，那么把提出这些批判性问题作为论证型式评估的一部分或许显得没有必要。所以，关于是否存在提问负担的部分回答是由批判性问题本身的性质给出的。有一些要点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一旦批判性问题被提出，为了维持其论证的可接受性，提议者就义不容辞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给予满意的回答。由此看来，原则上，能被回答的批判性问题是论证可接受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在实践中这个要件被一些更为实用的考虑所抵消。第二，支配承诺和撤回的规则也会影响提出问题的决定。某些对话框架（比如法律）用推论的概念操作，凭借一种推论许可而非推论要求从某些前提得出一个结论。在使用推论的许可概念的对话中，对话参与者没有义务接受一个由对手论证了的主张，即使那个论证给主张提供了某些支持、论证本身未遭受挑战而通过。在这类条件下，质疑或者反对一个哪怕是一个人不愿接受其结论的论证可能不是必要的。与此类似，考虑诸如是否、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提问者能撤回他对曾经被允许进入对话的一个主张的承诺，肯定会对是否、什么程度上一个提问者应该就任何给出的论证提出批判性问题产生影响。除了这些因素，也会有实际的考虑，比如是否只是更好推进对话，仅当在后来被认为必要或重要时才回到批判性问题。也有策略的考虑，帮助决定是否应该提出批判性问题。这些考虑可能包括：在对话的整个语境里所讨论的特殊主张的重要性，所涉及的证据群，或者是否存在反对论证型式的更好方式，比如通过给一个对立主张提供更强的论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批判性问题的确为论证型式的可接受性提供必要标准。但事实上，为了其结论被接受而回答每一个关联的批判性问题，并不是每一论证型式的必要条件。

那么，批判性问题是否给出了论证型式可接受性的充分条件呢？同样有一些因素影响这个问题。评估可废止论证型式的一个难题是整全性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所讨论的型式是非单调的，即理由给一个结论所提供的证明力总是根据信息遭到击败。从这个观点看，对整全性问题的回答似乎是，任何可废止论证型式的评估永远不会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束，而仅仅是在某种局部的语境中，相对于某种具体的信息体而结束。在全局的语境之内，论证可能遇到新信息，这些信息也许导致它的失败，但一个可废止论证提供某些支持其结论的证据，尽管不是终极性的证据。在缺少任何相反理由的情况下，这些理由为结论的暂时接受提供了充分根据。结果，这类论证的论辩影响将证明责任转移到反对者一边，它们的效力是生成有利于结论的一个假设。这一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这个更为受限的语境内，批判性问题是否独自提供充分标准，即是否相对于确定的信息体给一个结论的暂时接受提供充分标准。看来回答是，一方面批判性问题有助于论证型式的评估，但另一方面它们不是穷尽的。批判性问题把RAS证明力标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该标准并不构成它们的全面应用。相反，它们的功能是把握特殊论证型式的论证实例可能没有满足RAS标准的一组典型方式，据此，即使所有批判性问题被满意回答，也可能存在影响特殊论证之力量或者结论可接受性的其他因素。[40]


对于论证的提议者，满意回答由提问者提出的与论证型式相关的所有批判性问题是一个负担或责任。在很多情形下，虽然从提议者那里得到某个对问题的回应，但提问者有责任表明这种回答并不充分。这就是说，除非所提出的问题得到满意回答，否则提出的问题击败论证。不过，品托（2003）看到，在许多情形中，对批判性问题的一个满意回答不需要将新的信息、理由或论证引入对话。回答可能是敷衍了事，或者问题可能只是提示提议者对其得出结论时所做出的某些考虑进行反省。然而，回答问题足以恢复论证型式所支持论点的原来的假设地位，将证明责任转回给对手。这个回合失败的唯一条件就是回答不是令人满意的。不过，表明回答不令人满意正是提问者的工作，他要证明回答不是令人满意的。问题在于，实际上将新证据引入对话落到提问者而非提议者的身上。这与假设性论证的论辩效力相一致，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提问者。

提问是否负有证明责任？早先的看法是问批判性问题不承担证明责任。很多情况下，提问者提出批判性问题实际上并不转移证明责任给提议者。普拉肯等通过分析诉诸权威型式也发现批判性问题之间有功能上的差异：[41]
 一些服务于质疑省略前提；另一些服务于寻找对论证的可能攻击点。例如，在诉诸权威论证的批判性问题中，CQ1
 、CQ2
 、CQ3
 和CQ6
 是保证论证型式得出假设性结论的基本条件，不假定对它们的恰当回答作为诉诸权威论证的部分，该论证就没有多少意义。所以，问这四个问题，就可以将证明责任转移到提议者。但CQ4
 和CQ5
 不同。如果专家意见被认为是偏颇的或不诚实，那么，如果的确存在相应的证据，就攻击了该论证。但是，作为一个攻击，看来批评者将必须产生某些公正的实质性证据。这样，CQ4
 和CQ5
 似乎被附加了一个肯定性的证明责任。即是说，问CQ4
 和CQ5
 本身还不能转移证明责任，只有用证据证明这两个问题存在，才把证明责任转移到提议者。在转移之前，挑战者首先负有证明责任：CQ4
 和CQ5
 问题确实存在。这也是品托所区分的两类批判性问题：批评Ⅰ和批评Ⅱ，前者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提议者，后者的证明责任却在提问者。不可混淆批评Ⅰ和批评Ⅱ两种不同功能的批判性问题，否则会误置证明责任。面对一个合适的假设性论证，抗拒假设性结论的提问者应该承担发现悬疑或压垮性证据的责任，不能把这类批判性问题理解为是在建议提问者可以简单地通过要求提议者表明不存在如此的证据来逃避这个责任。[42]
 因此，批判性问题有两个可能的角色：一些（如诉诸权威的CQ1
 、CQ2
 、CQ3
 和CQ6
 ）可用于定位可能被质疑的默认前提；另一些（如CQ4
 和CQ5
 ）则用于寻求对一个论证的可能攻击点。所以，某些批判性问题转移证明责任，有些则不能。

由于不同的批判性问题以不同的方式与它们关联的论证型式相联系，有时提出批判性问题负有证明责任，有时则不是。比如，如果一个批判性问题是针对在论证中作为隐含前提起作用的某个假设，提出关于这些假设之可接受性的问题就不负有证明责任。这些批判性问题似乎常规地、自动地发挥作用将证明责任转回给该论证原来的提议者，它们本身没有将证明责任带回到提问者。另外，某些批判性问题看来提出对一个论证的指控，这些问题要有批判的力量，其本身依靠用作反对该论证的某个隐含的主张，因而看起来某些批判性问题并不自动将证明责任转回给提议者。更有某些批判性问题似乎负有积极的证明责任。总之，某些批判性问题代表论证的附加假设，另一些起着发现反证之出发点的作用，前者不负有证明责任，后者却有。从修辞角度考虑，提出批判性问题可以是弱意义上的（作为更深入探究论证的手段），也可以是强意义上的（作为挑战或对论证的反对）。问的方式与证明责任有关。如果在弱意义上问批判性问题，通常的功能是将证明责任转回给提议者；如果问题更进一步，作为一种反对，那么就负有积极的证明责任。[43]
 可见，提出批判性问题是否负有证明责任主要取决于提问者的问题是否隐含着断言，有则要履行证明责任，无则不用履行。这与一般的谁主张谁举证相一致。

如前所述，匹配某一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都是具体检验论证的相关性、可接受性和充分性条件是否满足。批判性问题的检验功能通过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批评一个论证型式的前提。对任何形如“前提1
 ，前提2
 ……前提n
 ，因此，结论”的型式，都存在n个这类批判性问题：CQ1
 ——前提1
 真或得到适当支持吗？CQ2
 ——前提2
 真或得到适当支持吗？……CQn
 ——前提n
 真或得到适当支持吗？任何型式使用的先决条件是前提真，得到适当支持，得到辩护，等等。二是指出某一型式不应被使用的例外情形。例如，对诉诸专家的论证型式提出“专家E
 没有出错吗？”的问题，表明这个批判性问题指出了阻止使用诉诸专家的论证型式的例外，即“专家E
 出错了”。三是批判性问题给出了论证型式使用的条件，它要求运用某一论证型式时满足该型式使用的条件。如针对人身的第二个问题（a
 是一个坏人的断言和判断a
 的论证是相关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该型式才可使用。广而言之，一些论证型式在特殊语境中是不合适的，比如在科学探究对话类型中，使用诉诸威胁、针对人身的论证型式就不妥，但在谈判对话类型中，诉诸威胁就是合理的。四是指出与论证型式的结论相关的其他可能论证。比如，对专家证言的型式问“是否有其他专家断定或否认P
 ？”对任何论证型式，都可寻找是否存在对其结论的赞成或反对。对任何论证型式都可以问这类批判性问题。那些有更强理由支持的相反结论构成对原初论证型式的反驳。[44]
 显然，这四种情况对应前述论证评估的四个标准。

批判性问题的结构和层次

语用—辩证法将论证型式置于批判性讨论框架中来审视。首先，论证型式作为一种推论方式必须是论辩双方同意使用的，换言之，它们必须属于程序出发点之中的东西。其次，论证型式的有效性（广义的）要通过相应的批判性问题来检验，这是主体间的检验程序（inter-subjective）。最后，与论证型式相关的谬误有两种类型：使用错误的论证型式与错用正确的论证型式。语用—辩证法对论证型式的新近研究揭示了在对话或辩证剖面（dialectical profile）中，相应批判性问题的定位和层次。伊能在加森给出的实践推理或实效论辩（pragmatic argumentation）及其批判性问题的基础上，描述了实效论辩型式主体间检验程序的动态模型。[45]
 这对于理解批判性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颇有裨益。在语用—辩证法的论辩型式三分法系统中，实效论辩型式属于因果论辩这个大类。按照加森的描述，在实效论辩中，论点建议一个特殊方法（计划、政策等），通过指出一个行动路线的结果来支持这个建议。对包括该行动路线的论点的合理论证是通过表明这个行动路线当然导致某种有利的或合意的情况而形成的。实效论辩也可用于指责某一行动路线，这时要在论辩中指出该行动路线不利的或不合意的后果。实践推理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它的论证型式是否可认为是“实践上有效的”（practically valid）。一个推理模式是实践上有效的，如果对它的合理正当的应用导致计划或意欲的行动，因而能合理地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在大多数实践推理的理论中，人们假定这种实践上有效的推理模式是存在的。[46]
 保证“实践上有效”需要探究制约实践推理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通过实践论辩型式匹配的批判性问题表现出来：

1.在论辩中作为结果提出来的情况事实上是合意的或不合意的吗？（先决问题）

2.作为原因引进的情况的确导致上述（不）合意结果吗？

3.存在必须要提出的任何其他因素连同所提议的原因一起生成上述（不）合意结果吗？

4.上述原因有（不）合意的意外后果吗？

5.上述结果也可以由别的手段获得或阻止吗？[47]


在对话剖面里，这五个批判性问题实际上有一种结构上的层次关系，表现为有先有后；对前一问题的某种回答，可能引出或取消对另一些问题回答的必要性。一个行动的可行性是确立执行该行动之义务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一个行动的行不通或不被允许意味着它与实际限制不相容或与制度的和道德的原则、规范或规则相冲突。如果所提议的行动是不可行的，那么其余所有问题就变得没有关系（在图5-1中，回答之下有下画线者，表示对话由此不能继续）。一旦当事人同意行动的可行性，随之而来的就是批判性问题CQ2a。要确立所提到的原因是一个必要条件，提议者需要表明，除非该行动被执行，否则合意的事件不会（至少不太可能）发生。如果该行动不是必要条件，那么就有其他能得到同样结果的替代手段。承认了有这些替代手段，立刻引出提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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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实践推理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的结构和层次

要维持对该行动的选择，就需要证明替代手段实际上不能导致合意的后果，或者替代手段不能被执行。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提议者可以表明所建议的行动是达至合意后果的各种手段中是最佳的，确定为“最佳”当然是权衡代价和其他有利之处的结果。当承认了所提及的原因是必要原因之后，CQ2b 就没有必要提出，而直接进到CQ3a，考虑所建议行动带来的代价。如果双方同意没有代价或不合意的意外结果，提议者就成功辩护了自己的观点。若有不合意的意外结果，要维持所建议的行动，提议者就必须回答CQ3b，即不会是得不偿失。[48]
 按照这个检验程序，如果所提议的原因是获得某一合意结果之一系列选择之中的最佳手段，如果它是一个没有成本效应的必要手段，或者它是一个合意效果胜过成本效应的一个必要手段，那么实效论证就是一个合理的论证型式。这个检验程序与一些实践推理型式主要研究者得到的结果相一致。[49]


批判性问题与反驳型式的联系

批判性问题引发反论证，比如一个论证型式引发对偶的论证型式（相同型式的肯定与否定变体），引发不同类的论证型式（诉诸权威的批判性问题引发针对人身论证）。当我们在实践论证型式中用到根据后果的论证来论证行动的合意性时，质疑者提出某一行动引起的副作用问题可能伴随一个否定的根据后果的论证；使用一个专家证言论证，质疑者提出一致性问题（CQ5
 ）：A
 与其他专家的断言一致吗？可能伴随另一个专家的相反证言。因而提出某些批判性问题暗含某种断言，而提问者履行证明责任时必定会诉求某一论证型式证明该断言。比如，他可能引证断言非A的另一专家。由于所用论证型式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因肯定或否定而不同，所以称为对偶的论证型式。

表5-2 某一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引发另一论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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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论证型式匹配的批判性问题也可能引发不同类的论证型式。例如，根据已确立规则论证的第三个批判性问题，引发一个根据例外案例的论证。[50]
 当然，根据例外案例的论证这个反论证要比批判性问题涉及的问题要多，它需要某类明确的证据加以支持，而且，如果在对话中这个论证成功的话，就把证明责任返回给对方（提出根据已确立规则的那个对话者）。可见，这个根据例外的论证匹配先前根据已确立规则的论证，是它的反驳型式（refutation scheme）或抗辩型式（counterargument scheme）。

批判性问题的整全性

但是，详细说明例外所发生的全部环境是不可能的。有无穷数量的这种环境类型。我们之所以不能给出批判性问题的完美列举，因为情景以不可预见的方式而不同，也因为不同的情景可能提出并不普遍适用的因素。如果P
 只是那些有过高级科学工程训练的人能理解的（例如，新发动机的重量会增加金属疲劳的危险吗？），那么S
 （专家）必须有某些相关的属性——有高级科学工程训练，曾经学习过关于P
 的研究等。但是，如果P
 仅仅对于那些有个人经验的人是可理解的（如生孩子是怎样的？），那么S
 必须具有P
 的个人经验，这不需要什么训练。专家之间的分歧会提出关于某些P
 的问题就如医生会诊一组症状之原因的诊断是产生的不一致意见一样。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那些有知识的人之间的分歧是不相关的，就如电影批评家关于某一部电影好不好意见不一那样，而你总是发现特殊批评家的口味和价值与你自己做出明确的赞许或不满的判断相一致。不能做出批判性问题的完美列举的另一个理由是，满足或不满足一个条件的程度可能关系重大。也许专家有分歧，但他们中名气大的大多数人拥护P
 ，就当下目的而言，对于你接受P
 就足够好了。或许有某些一般的理由质疑S
 的可靠性（例如，S
 因其意见得到报酬），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理由认为S
 关于P
 的正直性（integrity）毫无怀疑。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具体说明所有因素的条件与估量它们的方法不可能有效地被一一陈列出来。另一个妨碍阐述完全清单的变量是对立场的置信度必定是变化的。当需要生死攸关的信息时，对来源合意的是接近确实性那种程度的信心。当便利性是重要的时候，是否该立场些许有错则关系不大；S
 仅比某人自己只不过多一点知识，他有关P
 所在专门知识领域的忠告或许对于接受P
 是完全充分的。还有一个复杂情况，即使假定在P
 的似真性与S
 的可靠性之间没有冲突，在需要关于P
 的判断的特殊情景中各种因素也可能冲突。也许，要求确实性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做出，但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做出这个决定（就如在医院急诊室可能发生的那样），需要应急的（快速而粗糙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实用性的要求与对确实性的要求相冲突，而且影响合理信赖一个来源的条件。比如，也许大多数权威同意P
 ，而一个业绩记录斐然的杰出权威（少数）不同意。[51]


不过，人类行为和动机倾向于遵循数量有限的定义明确的路径，以一般方式为任何型式勾勒出其例外的主要类型是可能的，由此为那种论证型式的使用提供有用的、即使不是普遍的也是一般的指导方针。[52]


整全性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对话语境中，何时一个提问者必须停止向一个论证提出批判性问题，承认争议的观点？应该有一种终止批判性提问过程的程序吗？若有，这个终止点怎么确定？对此问题的部分回答取决于批判性问题是否已被满意回答。如果一个批判性问题尚未被满意回答，那么提问就可能暂停，因为目标论证将被消除。但是，对这个整全性问题要获得理论上更为有力的回答，另一些批判性问题的论辩特性值得考虑。假定一个问题被给予初步的回答，提问能用子问题或不同的问题继续吗？回答依然是辩证的，最终将按照证明责任加以说明。因此，整全性问题与是否存在附属于提出批判性问题的负担的问题相联系。倘若如此，对整全性问题的最终回答是，对任何具体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论辩，每当局部的证明责任不能被满足的时候，提问过程就停止了。[53]


关于论证型式批判性问题的研究还涉及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比如，如何确定这些批判性问题？每一型式的批判性问题是什么（给每一型式所匹配的批判性问题在学者之间有所不同）？对一个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的满意回答意味着所讨论的论证终结性地确立了其结论，还是仍旧存在被进一步信息击败的机会？对于一个给定的论证型式，什么程度上，对遵循该型式之论证的作者来说，他具有表明对该型式的批判性问题予以积极回答的责任？存在什么类型的击败者？一个论证的状态如何，要根据被注意到的各种各样的击败者、击败者的击败者等的序列来裁定吗？[54]
 此外，与论证型式结构描写的深度相应，批判性问题挖掘的深度也很重要（比如，是否就实践推理目的背后的价值提出相应的批判性问题）。对于使用者而言，使用批判性问题（问句）便利，还是直接指出制约条件便利？廷德尔诉诸权威论证的基础批判性问题用问句表达，而完整的七个批判性问题却没有用问句表达，[55]
 似乎因为前者是短句子，后者表达的意思较多，句子复杂。

卢默最近对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颇有微词。首先，他否定批判性问题的对话框架。因为我们可能自己私下使用这些论证，或者因认识的目的（如考察某论点是否为真）而检查我们遥不可及的论证者的（死去的、在远方的）书面论证，因此一个论证之结论的真、可能性或可接受性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对话问题。在此情况下，没有提问者也没有证明责任。此外，假如向一个聪明人或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提出一个坏论证，后者几乎接受一切，而前者几乎什么也不接受，这并不改变我的论证的质量。因此，批判性问题应该被当作论证者本人可能要问的问题。其次，卢默以知情地位论证型式为例，否认全部三个批判性问题的作用。CQ1
 和CQ3
 （提供证言的人处于知情地位吗？他断定命题P
 是真的吗？）只是问前提得真，这对每一论证的前提都适用。可见，这些批判性问题并没有给假设性论证加上任何新东西。唯一新的是在CQ2
 里触及的：该来源是诚实的（可信赖的、可靠的）吗？但是，对此问题的一个明显反对是：为什么不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前提写入论证？卢默假定将“S
 是一个诚实的来源”这个判断作为一个前提加到知情地位的论证型式上，认为这样依然保持该型式假设性的而非演绎有效的。不过，这样一来，就没有批判性问题了，假设性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方法销声匿迹了，没有剩下任何阐释假设性论证的有效性、可接受性或质量的理论方法。即使某人处于知道P
 的地位，他也不必知道是否P
 为真；即使他断定P
 ，他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核查P
 ；即使核查了，核查也许是错误的，也许他忘记了正确的结果；等等。即使该来源知道有关P
 的真相，一般是诚实的和可信赖的，他也可能有特殊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说谎。前提中所强调的事实只不过使得下述情况成为可能的：该来源知道是否P
 且他是诚实的，因此也使得P
 成为可能的。[56]
 不过，卢默的批评也成问题。他似乎对论证型式的对话框架不太了解，而且他将批判性问题改写为前提的做法早已由沃尔顿尝试过了（参见沃尔顿对诉诸权威论证型式四个版本的描述）。

四 谬误

谬误的演化史是逻辑演化史的一面镜子。在宏观尺度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谬误学说发展实际上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路线。最早的谬误概念是与辩证推理或对话框架中的论证密切联系的——诡辩的反驳。与形式逻辑相适应的谬误概念采用了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有效性，因而标准谬误论的谬误概念被定义为：看似有效而其实无效的论证。然而，这个概念不仅难以囊括古希腊以来谬误一览表中的谬误，甚至有混淆合理论证和谬误之虞。汉布林对标准谬误论的批判导致了考察谬误视角的转变
 
[5]

 ，突出表现为从逻辑视角扩展（回归）到辩证法视角。结果，在谬误研究的路径、目标、方法和重点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谬误理论。巴斯和克雷伯提出谬误的形式辩证方法；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把批判性讨论作为分析谬误的一般框架，提出语用—辩证的谬误理论；辛迪卡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视为质疑—对话中的质询错误；沃尔顿的“新辩证法”把谬误和不同对话类型之间的辩证转移联系起来；伍兹提出基于资源和主体的谬误理论；还有新修辞学方法，它将谬误理论的关注焦点转向听众。

论证型式研究引发谬误学说的重大变革

论证型式研究使谬误分析的面貌焕然一新。它不仅揭示了谬误问题的复杂性，暴露了逻辑教科书“三段式”叙述（给谬误贴上一个标签——一个简略描述——提出使学生避免在自己推理中出现谬误的警告）的致命缺陷，也给谬误欺骗性的根源提供了合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论证型式理论引发了谬误研究的革命性进步，因为正是论证型式研究使得人们能将传统谬误学说中的所谓“谬误”区别为“X论证”和“X的谬误”，被传统谬误学说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入谬误冷宫的许多论证因而得到解救。

谬误研究的革命性进步是论证判定标准革命的自然结果。推理的正确性与推理者要完成的认知任务和执行该任务可利用的认知资源相关。这是一种逻辑的行为（agency）观点。实践推理是由实践主体（agent）所做的推理。实践行为由两个构成因素的组合所支配。一是某种程度的成功所需的认知资源（如信息、时间和计算能力）；二是实践推理主体所瞄准的或高或低的认知目标。成功的推理甚至面临相对不足的资源，它的认知目标相对适中，所以，评价其认知执行的标准也将不那么严格和精密。一个主体的认知实现的测度由三个因素决定：他的认知目标；达到该目标必要的（或充分的）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他能达到满足该标准的手段。一个实践主体的资源和目标发挥相互的影响。可废止地坚持合情理的信念是一个实践主体的惯用手段。按照由实践主体通常提出的认知目标，有效性和归纳强通常不是他们成功的适合的（或可能的）标准。因此，在某些情形中，根据演绎有效标准判定的“谬误”其实是成功的贫乏资源调节策略。[57]


论证型式研究发现，许多谬误其实是好论证的型式或形式的失败实例。比如，我们不能将所有的针对人身或油滑斜坡论证贬为谬误，因为这些论证在一些语境是恰当的。我们需要小心区别这些型式的好实例与坏实例。揭示这种差别就要考虑提出论辩的那些语境的诸方面。在许多情况下，这涉及论辩交换的参与者之间对话的细节。而在另一些情形下，我们必须透彻考察某一争议的出现的背景，诸如参与者之间的交换史或听众的信念。对于理解和评价谬误而言，考虑这种辩证的和修辞的特性极为关键。当然，考虑这些特性对于谬误推理如何会发生，如何被证明是欺骗的，也是重要的。这也表明，谬误研究的这种路径比谬误传统仅涉及命题的逻辑评价牵涉更多的问题。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谬误是某种论辩策略的误用。如果适当的条件被满足，这些论辩策略很可能给论证者提供了形成论点的合适手段。因而，我们在分析谬误时往往会发问：它们是不是合理论证型式的反面（countersides）？它们显然没有满足或者明显违反适当的条件。结果，我们关注的重心就集中于澄清在每一案例中什么出错了、为什么以及是否该错误能被预防。所以，谬误将是论辩性讨论中的推理模式，几乎总是论证型式或模式本身。[58]
 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指出，论证型式本身作为一种结构是中立的，在满足某些制约或保障条件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好论证的模式；但在不满足这些保障条件的情况下，它们就易于蜕变为谬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谬误研究正是探究违反这些保障条件的各种表现，因而谬误研究自然是论证型式研究的附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逻辑教科书对谬误的处理，无论是在文本中的安排（或是教科书的开头部分，或是结束部分），还是提供的分析方法，均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

论证型式评估与谬误分析

传统上，根据谬误的原因是否论证形式结构上的瑕疵，将其分为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从演绎逻辑的观点看，一个具有无效论证形式的论证是形式谬误，因为对论证进行判定的唯一根据是其形式结构。例如，命题逻辑中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后件、否定前件谬误，词项逻辑中的无效三段论等，都是形式谬误。其余谬误不是逻辑形式无效的论证，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堕入谬误。比如，论证因使用歧义语词、前提和结论是同一命题或者前提的可接受性尚存疑，以及归纳论证、类比论证和其他合情论证的谬误（关联谬误）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谬误仅仅与论证形式有关，因而是结构谬误或语形谬误；绝大多数非形式谬误需要结合论证的语境来分析，所以是语用谬误。但是，从论证型式的观点来审视，这里有不少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形式有效的论证也可能是谬误。显然，乞题谬误或循环推理是有效的，但肯定是谬误。根据不一致前提可以得出任一结论，这一推理可以构造为有效的，但它是知名的“不一致”谬误。其实，我们恰恰要区分的很可能是这两类情况：第一类是某些恒为谬误的论证模式，如：

同语反复：C，因为C

循环论证：C，因为G1
 ；G1
 ，因为G2
 ；G2
 ，因为C

“稻草人”反驳：欲反驳C，实际反驳了C*
 （C与C*
 不是等值命题，且C不蕴涵C*
 ）

歧义论证：在假定论证中的一个关键词的两次出现同义（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的前提下，得出C。

第二类是，是否谬误要依其运用语境来判定的那些论证模式，如证人证言：C，因为目击证人W说了C，等等。我们不能说使用诸如此类论证模式或型式的论证都是谬误，也不能说它们都能保证得出合理的结论。这些论证模式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出合理结论。比如，法庭不可能一概不相信证人的证言，也不可能一概相信。是否采信证人证言，要求法官思量保证该证言之可信性的常规条件。如果诸如此类的条件未予满足，证人的证言就难以采信。用图尔敏模式的术语来说，得出可能性或假设性的结论需要排除反证或例外情况。

第二，无效形式的论证也可能是好论证。大量归纳的和合情的论证由于使用了概称陈述句作为推论规则，因而全都是无效的，但有可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力，因而被当作好论证予以承认。

第三，一些型式恒为谬误而大部分型式依制约条件而变化。循环推理、稻草人或转移论点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是为了证明一个主张）均为谬误。但其余绝大部分“谬误”均取决于使用论证型式的条件。

第四，形式谬误与非形式谬误的鸿沟正在被填平。[59]
 当我们判定一个四词项三段论为谬误时，我们常常需要分析具体语境中三段论中词的实际情况，这个谬误极可能是由中词的歧义导致的。故此，三段论的这个形式谬误与非形式的歧义谬误是紧密联系的。而肯定后件的谬误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它可能是误用了不同性质的条件或因果关系，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将结论当作是可能的，是合理的根据迹象或从果到因的论证。这取决于对论证出现语境的分析。

第五，谬误型式的判定与更大的框架——对话类型有关。非形式谬误的语境依赖性还表现在，同一论证模式在不同论辩语境中的适用性大为不同。比如，诉诸威胁的论证：另一方最好接受C
 ，否则会有对他不合意的后果P
 出现。这种论证在谈判语境中是适用的，但在科学证明和批判性讨论的语境中不适用。语用性正是非形式谬误复杂性的根源。

由此可以想见，语用—辩证法和新辩证法都将许多谬误定义为：不正确论证型式的使用或正确论证型式的误用。

论证型式理论也可以解释谬误“看似正确”的表象从何而来。具有同样结构的两个论证型式：一个可能满足相关的制约条件，另一个则不满足（谬误）；对于后者，由于在结构上与前一个类同，因而容易产生类似于前者的说服力。同一个论证型式，在某一语境或对话类型中是合法的使用，但将其迁移到另一个不适合的领域，也易于造成相似于前一语境中的说服力。可见，谬误的“看似正确”的表象可能缘于它与合理论证型式的表面相似性。正如沃尔顿所言，论证被评估为正确或不正确，取决于它们是对实现对话的目标作出贡献还是妨碍这一目标。谬误是在对话交换的过程中，被错误地以狡诈的、欺骗的方式使用的对话或论辩的有序移动的类型；一个谬误是原则上合法、按照对话的规范标准适合于某个情形的、但被错误地用于这一特殊情形的论证型式。[60]
 例如，对于传统上毫不犹豫认定为谬误的“针对人身”（人身攻击）的论证型式，如果满足这些批判性问题提出的要求，某种“针对人身”的论辩型式就是合理的；如果不回答或未能恰当地回答这些批判性问题，那么，相应的论辩型式就是谬误的。当然，“针对人身”的评估不仅是语用的，而且是辩证的，意味着论证的判定相对于对话中两个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交际行为的语境和目的。它与对话的类型、论辩阶段、论证评估的方式等密切相关。论证型式及其谬误的评估具有“语境敏感性”（contextual susceptibility）。

甚至可以将论证型式当作非形式谬误的对应物来思考。并非每一个论证谬误的类型的实例本身都是谬误的，同样，并非每一个论证型式的实例都是好的假设性论证。[61]
 语用—辩证法的论辩理论理性讨论十条规则系统中包括了论证型式规则
 
[6]

 ：如果辩护是凭借正确地应用一般接受的论辩型式（scheme of argumentation）的那种论证手段进行的，那么，一个论点就必须被看作得到了决定性的辩护。论证型式的评估涉及两个方面：论辩的正确性不仅仅取决于论证型式的类型的选择，也取决于其在特殊情况下的具体内容——自然取决于这个具体的论证型式被如何应用。[62]
 传统上所说的非形式谬误其实都和论证型式的误用有关。它们都是未满足论证型式的使用条件或未满足批判性问题的论证型式。论证型式本身并非总是谬误的。论证型式既可以是合理的使用，也可能成为谬误。显然，论证型式的误用即谬误可以用相应的批判性问题及其子问题加以定义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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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卡亨逝世（2001年5月2日，享年73岁）后，《纽约时报》以“一个逻辑流派的先驱哲学家”（Philosopher Who Advanced a School of Logic）为题，进行了报道：卡亨博士是寻求使逻辑学摆脱其严格的数学内涵，使其成为能评价任何事情（包括政治陈述、广告和学校教科书）之工具的哲学家。卡亨逝世时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亨特学院教授。


 [2]
 RAS方法被许多教科书用作论证评估方法，例如：Trudy Govier，A Practical Study of Argument
 ，Belmont：Wadsworth，1985；T.Edward Damer，Attacking Faulty Reasoning
 ，Belmont：Wadsworth，1987；James B.Freeman，Thinking Logically
 ：Basic Concepts for Reasoning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8；J.Frederick Little，Leo A.Groarke and Christopher W. Tindale，Good Reasoning Matter
 !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Critical Thinking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Vincent E.Barry，The Critical Edge
 ： Critical Thinking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Fort Worth，Texa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Zachary P.Seech，Open Minds and Everyday Reasoning
 ，Belmont：Wadsworth，1993；Robert Malcolm Murray and Nebojsa Kujundzic，Critical Reflection
 ：A Textbook for Critical Thinking
 ，Montreal： McGill-Queen’s Press，2005.


 [3]
 这与语用—辩证法的两类使用论证型式的谬误相似：使用不正确的论证型式和正确论证型式的错误使用。


 [4]
 应该注意弗里曼可接受性前提评估方法与论证型式的内在联系。例如，当前提是从直接感知得到的时候，相当于使用了根据知觉的论证型式，判定前提的可接受性就变成对所使用的知觉论证型式的评估，弗里曼对前提可接受性提出的检验条件是：（1）生成信念的机制必须正常地起作用；（2）它们必须在所适合的认知环境中运作；（3）按照达至真的设计计划（或设计计划的某方面）运作；（4）以这种方式运作会达到真或似真性的客观概率必定是高的；（5）获得有关前提为真的更多的证据的期望代价，远高于接受即使是假的前提的期望代价。前四个是判定条件，最后一个是语用条件。满足前四个条件一个前提就成为有正当理由的假设。James B.Freeman，Acceptable Premises
 ：An Epistemic Approach to an Informal Logic Probl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2005，pp.44-64.


 [5]
 即使在逻辑学之内也有研究视角的变化。例如，伍兹和沃尔顿将经典逻辑（三段论、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视角扩展为多元逻辑视角（如相关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古典辩证逻辑等）；约翰逊将传统逻辑的视角扩展为非形式逻辑的视角；菲欧切阿罗则把从其他命题推出一个命题的失败（不只是无效）作为谬误的基本面。此外，哲学家西格尔等更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谬误，谬误是扩展我们知识之努力的失败。马永侠：《谬误研究的新修辞学视角》，《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15页。


 [6]
 早先是第7条（1987，1992），后为第8条（2009）。


第六章 多学科视野中的论证型式

信息科学家米切尔斯基指出，在合情推理中，前提可能是不完全的、不确定的、不精确的，或者只是与任务部分地相关。但是，人们能够根据前提获得有用的结论。合情理的推理的能力是人类心灵最了不起的特性之一，是理解智力行为的关键。[1]
 这个观点实际上道出了论证型式得到许多学科青睐的秘密。今天，论证型式的研究或应用的疆域已大大拓展，并不限于传统学科。鉴于修辞学、逻辑学和法学的论证型式研究都有相应章节详论，本章对这些学科之外的论证型式研究作一概览。

一 语言学和交际传播

论证型式的核心——可废止推论规则或古代的topoi
 学说中的“原则”（泰奥弗拉斯特）或“准则”（波伊提乌），往往是推论过程中的隐含元素。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看，回话者的共有知识通常可以略而不表。同时，传播中的说服功效与采用的论证方法或论证型式密切相关。这样一来，语言学研究中的语用学和交际传播中的说服方式就与论证型式联系起来。

论证型式与含意推导

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表达时所利用到的言词以外但又确为语言单位的形音义所承载的意思，即为“含意”。含意的本原是事物间的联系，在语句中对这样的联系“秘而不宣”地加以利用而让受话人自行解读出来就成了含意。[2]
 语言学家在研究含意推导所使用的语用推理时发现，语用推理涉及的是非单调逻辑缺省推理中的合情推理。[3]
 无论是格赖斯还是新格赖斯理论的含意推导机制，都遵循人们习惯的信念，诉诸双方认同的一般共有常识，以“合理性”为基础；默认语境、特殊语境均为双方心照不宣的共识。一般含意是“可推定的”（presumptive）意义，即推想的、设定的、认为是有根据的，因而是合理的，同时也具有“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莱文森（2000）认为可以用合情推论解释含意，而摩尔（1985）提出的合情推理表达式以及黎曼（1998）指出的“较为大胆，较为冒险的常识性推理”都表明，含意推导的逻辑属性是运用合情推理。[4]


含意推导之语用推理的本体论依据是事物间的常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比较容易把握和省察的现象
 
[1]

 。从本原来说，常规关系是事物间的一种自然关系：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环境，事物有自身的外在形式、内部结构、作用功能，事物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终结的过程，这些过程都会有其前因后果、采取一定的形态、表现出一定的性质特点，而且事物同周围环境还会相互作用，从而同其他事物也建立关系，如此等等。这些被人们认识或想象为如此以后，就会以知识形态或社会意识的形态作为认识成果固定下来，于是某一事物同另一事物之间的关系，或某一事物的某一状态同某一（些） 时间、空间、性状、形态、功能、变化、因果等之间的关系，就会被认定为较为经常性规约性地建立起来的联系，成为某一“常规关系”的基本内容。从本体论来说，常规关系是事物自身的关系；从认识论来说，常规关系是社会群体以关系方式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和传播媒介；从方法论来说，常规关系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方法，成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图式。[5]


常规关系反映为思维方法、视角、图式、框架，提炼为“常规范型”（stereotype）。一句话，含意推导的语用推理是通过常规关系进行常规推理。常规关系按其范围可分为一般常规关系（世界范围内都有共识）、特殊常规关系（某一群体的局域现象，人为约定惯例）和个别常规关系（几个个体之间认可的约定或惯例）。任何的语言运用必定体现常规关系——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和事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常规关系最为抽象的层次是相邻与相似关系，语言运用总是利用话语中所涉及的事物之间的相邻或相似性。[6]
 语用推理中对常规关系的把握有索引式、象似式、链条式、寄寓式和作譬式等。[7]
 在将常规关系作为人类交际能达致相互理解的一般性前提和语用基础的情况下，一种含意推导的语用推理模型，实际上是多种论证型式或合情推理的整合：该语用推理的内部机制是溯因推理，而且在推理过程中采用诸如归纳统计推理、合理省略、发生论推导等作为补充手段。[8]


从语用学的这些分析容易看出，所谓含意推导的语用推理或合情推理正是非形式逻辑研究的论证型式。只不过语用学研究是从语言使用或用法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论证型式的。甚至在描述论证型式时，不谋而合使用了同样的语词：常识、共识、合情理、合情推理、范型（stereotype）等。正如论证型式理论成为论证解释和结构分析的工具一样，对含意推导的语用推理的研究结果也对非形式逻辑关于论证解释的理论有借鉴意义。

论证型式与公众说服

在交际（传播）研究中，已有十余个关于不同证据类型（论证型式）相对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结论。[9]
 统计、因果论证和专家证据比传闻证据（anecdotal evidence）更有说服力。当证据被用于支持一个主张时，其背后总有一个论证型式，比如，在统计证据情形中根据概括的论证。证据的质量可以通过参考某一证据类型的实例满足这种规范标准的程度来操作。通常，强的统计证据由基于大样本的数字信息构成，满足如此条件的证据将是有说服力的。其他被识别的因素有：主张的类型、证据接受者的文化背景等。研究这些影响证据类型相对说服力的因素，将有助于理解哪种证据类型在哪种条件下最有说服力。

最近几年，瑞士论辩学者感到与全球金融危机相关联的金融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因而开始研究金融语境中的论辩，其中包括论证型式。论辩对金融和经济决策的相关性已被这一事实所证明：像信任这种关键价值在论辩交互中典型地加以交换，构成了金融现实的实质。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是金融决策中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尤其当互动涉及非专业人员决策者（并非金融概念和机制的专家）必须把他们的财富信托于专家金融管理者即中介机构和私人顾问的时候。金融决策还包括大量其他论辩策略，如依据内部要素合理性，一个计划的可行性，与该语境所确立条件的兼容性，甚至符合法律规范和伦理价值；按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建议的便利性；与不同经济活动的比较。对金融决策的重建和分析表明，在其中出现的论证型式或loci
 的评估是通过验证由准则（隐含地连接论据和论点的推论连接）所施加的可接受性条件完成的。这种评价代表了一种决定作为金融决策基础的推理过程质量的有用工具。在金融论辩中，根据类比的论式（locus
 from analogy）似乎频繁出现，在银行业语境中，诉求专家意见也较多。关于某种投资的典型决策，常常在一些因素中，基于类似的投资策略的绩效或基于相同投资策略在过去的绩效。何种程度上基于过去的信息能帮助预见未来在金融理论中也是激烈辩论的对象，一些人支持有效市场假说，另一些人质疑这个观点，提出解释金融决策的行为方法。[10]


瑞士学者研究了在欧债危机情势下，瑞士联合银行（UBS）在保持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方面所做的努力之一：发布新闻稿宣布银行董事会的重大变化（Kaspar Villiger新任董事会主席）。该新闻稿有清晰的论辩目标：说服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顾客保持对银行的信任。其中的核心论证使用了根据目标—手段的论证。按照帕尔米埃里的分析，这是一个符合“论式的论辩模型”（AMT）分析格式的论证型式。整个论证的评估不仅取决于前提的可接受性，也依赖它们对准则（maxim，或推论原则、推论连接）所施加条件的实际的可接受性。而得以重建的准则属于实效论辩的论证型式（locus
 ），它们有自己具体的适用条件。这些条件可以作为确立这个具体论证和类似实效论辩的正确性标准。例如，政府拯救一间银行的决策，必须考虑它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和达到同样目标的可能替代手段。[11]


对媒体论辩的考察发现，媒体论辩的深层结构包括十五个组件：1.媒体论辩基本上由合情理论证构成，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是演绎的或归纳的，但大部分是假设性论证，诸如实践推理、诉诸公众意见、诉诸怜悯、诉诸恐吓、诉诸权威，以及针对人身、诱导性定义和有缺陷民调等谬误。2.分析和评估媒体论辩的特定案例，前提和结论的辨识是重要的一步。另一个独立的步骤是前提和结论之间推论连接的辨识。3.这些论证具有一种由论证型式表征的结构。在媒体论辩中典型使用的假设性论证型式中，大前提是一种担保（warrant），它不是绝对真的，而是可废止的。4.实践推理是媒体论辩非常重要的论证型式，在商业广告里无所不在。广告的结构常常采用这样的形式：“有一个问题，买这个产品是解决之道。”实践推理也是民主社会政治商议中的媒体论辩的基本结构。5.论证型式需要在对话语境中通过提出恰当的批判性问题加以评估。证明责任和对话中的轮换对于评估一个论证的合情理性或可疑性是非常重要的。6.这种论证的前提基于提议者向其发出信息的那些听众的承诺，前提常常是众人之意或被公众和专家普遍接受的命题。7.试图对一个议题的流行意见进行判断的常见方法是民意调查。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很有价值。但它们也可能是误导的。它们常常被滥用，或者用非批判的方式执行，成为极有欺骗性的谬误。在某些情况下，与一个目标听众的成员（如焦点团体）对话可能是判断流行意见的更为准确、较少误导的方法。8.公共意见的形成应该被看作是经历若干阶段的一个商议过程。一个问题被表达出来，解决它的方式和手段得到讨论，获得解决办法并予以评估。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信息在不同点上注入该商议。9.媒体信息需要在不同的对话语境中予以分析和评估。辩证转移需要得到说明。例如，一个信息寻求对话可能嵌入一个商议对话。10.说服是媒体论辩的核心。一般来说，媒体论辩的目标是说服一群听众采取行动或接受一个观点。11.媒体论辩采取反馈的五阶段形式。提议者设计并尝试向一个对谈者或一群听众提出一个论证，它以民调的形式，观察销售上升与否，用其他各种与听众沟通的间接手段获得反馈。同时在这个过程进行当中，信息往往进来，建议论辩的改变或重新定向。这样，最初论证中的前提可能被修改和校正，以使论证做得更为合情理。12.在论辩型式的基础上，论辩策略对于理解媒体论辩结构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分离（佩雷尔曼）和对比[查蒂尼（Cialdini）]的策略本身不是论证型式，它们代表提议者使用的一个论证的修辞轨迹，在一个较长的、导向结论的论辩序列之中提出那个论证。13.要模型化论辩策略的概念，对话中的提议者和回应者必须被看作是主体（在多主体系统中这一术语的意义上）。在媒体论辩中，提议者和回应者共享关于共同接受的做事方式的信息和知识。作为主体的提议者然后能基于他对其回应者可能如何对特定断言或论证做出反应的预期，使用模拟推理，设计一个策略。14.设计说服听众的论辩策略时，格赖斯的含意（implicature）至关重要。规划识别（plan recognition）能使每一主体预见其他主体能被合理期望得出的含意。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提议者构造他所选择的带有省略假设的论辩路线的策略，而听众能推出结论或填补未表达前提。暗示和影射是大众媒体论辩的极为重要的工具。15.偏见是评估媒体论辩的中心范畴。修辞式论辩经常是偏颇的，因为它是辩护，但其本身并非必然是批判的缺点或辩证的缺陷。一个论证在批判之缺点的意义上是偏颇的，如果它声称要成为一个双边对话，但实际上是单边的。宣传难以定义，但宣传中的论辩不一定要判断为批判地欺骗或谬误。不过，宣传有一种欺骗的强烈趋向，其中不少和论证型式相关。[12]


沃尔顿的另一项研究表明，[13]
 保健产品广告典型地使用一种易于辨识的、论辩研究中熟知的那种结构。往往会发现在例子中使用论证型式，即代表常规论证类型的标准化的推理形式和带有隐含前提或结论的省略式。沃尔顿的研究从《新闻周刊》杂志收集六十三个取自药品或保健品广告的例子，使用可视化工具Auraucaria
 显示其论证结构。结果发现，实践推理的论证型式代表这种广告中所使用的基础论证形式。当然，它也是广告中使用的主流论证型式。研究同时发现，在这些保健品广告中，实践推理论证型式与其他论证型式和省略式结合起来使用。虽然省略式的使用给应用自动化文本挖掘工具扫描广告文本和设法辨识特殊类型论证的实例带来一些困难，但是，与某一型式相联系的指示词能辅助计算语言学技术使用论证型式进行文本挖掘。本研究与最近使用论证型式和计算工具辨识和分析自然语言语篇中的论证类型的工作相一致。

在语用学中的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尤其是话语—历史方法中，topoi
 也有一定地位。沃达克（Ruth Wodak）认为，典型的、与内容相联系的论证型式的分析可以在topoi
 清单的背景下来完成，虽然这个清单不完全，其子类也并不总是互斥的。他提供的一个topoi
 清单是：1.有用，有利；2.无用，不利；3.定义，名称解释；4.危险和威胁；5.人道主义；6.正义；7.责任；8.担当，权重（Burdening，weighting）；9.资产（Finances）；10.现实；11.数字；12.法律和权利；13.历史；14.文化；15.陋习（Abuse）。例如，有利的topos
 按下述条件加以刻画：如果从某一具体相关视角来看，一个行为是有用的，那么一个人就应该执行它。它有不同的子类，比如：为公众利益的topos
 （对所有人有利），对我们有利的topos
 和对他们有利的topos
 。理查森（2008）也有相同的清单，它们被刻画为在写作或谈论“他人”尤其是移民时所使用的最为普通的topoi
 。在《运转中的政治话语》（2009）里，沃达克列举了另一组九个topoi
 ，它们是最普通的topoi
 ，在谈判具体议程的会议中使用，或者设法使一个听众确信某人的兴趣、愿景或立场。在其中还可发现挑战的topos
 、欧盟扩大的实际费用的topos
 、归属的topos
 和塑造一个英雄的topos
 。在这里，话语的某些部分获得了topoi
 的地位。更多的topoi
 可以加到这个清单中，当然也可从中删除。不过，对于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将topoi
 加到这个清单上或从清单移除，沃达克没有提供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选择标准，对topoi
 的论述也不完整，没有重建相关论证。因此，这种分析处于描述层次。[14]


研究论辩的语言学进路有一种基于topos
 的方法（the topos
 -based approach）。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杜克罗（Ducrot）和安思科姆里（Anscombre）相信，所有将听者或读者（常常是隐含地）导向某一结论的口头话语（verbal utterance），总是包括论辩关系。据此，他们将自己的激进立场名之为“激进论辩主义”（radical argumentativism）。他们方法的特色是，对诸如“仅仅”、“不少于”、“但是”、“甚至”、“仍旧”、“因为”和“因此”这些语词抱有极大兴趣，这些语词具有论辩“运算符”（operators）或“连接器”（connectors）的作用，而且赋予话语某种论辩力量和论辩方向。在某些语境中，“这个戒指只卖100欧元”可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买它。”而语句“这个戒指卖不少于100欧元”反而指向如此一个结论：“不买它。”像“但是”这样的语词，只决定语句所暗示的结论的方向，无关乎该结论的内容。这个内容也依赖语境和说出语句的情景。无论从一个具体语境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在所有情形中出现的语词“但是”，都引起这样的结论：比起必定从“但是”之前的语句部分得出的结论来，它是相反的，也是更强的。比如，在“保罗是富有的，但是他结婚了。”这个句子中的“但是”暗示一个相反的观点，挑选两个相当于古典修辞学topoi
 的不同的“论辩原则”。对于该例，假设的两个topoi
 或论辩原则是：某人越是富有，对于想更多地了解他的女人就越有吸引力；某人越是心系另一个女人，对于想更多地了解他的女人就越没有吸引力。在此情形中，后一个topos
 是比第一个更强的论据，可以说是第一个被后一个抛在一边或驳回了。因此，后一个topos
 决定该语句的实际上的论辩方向，这导向一个隐含的结论：“企图更多地了解保罗没有用。”[15]
 安思科姆里和杜克罗（1983）强调所谓的“得出结论的义务”（the obligation to conclude）。他们研究了将主张与结论联系起来的论证的内部结构。他们用topos
 表示这个结构。一个topos
 的论证可以与具有论辩刻度（argumentative scale）的一个等级联系起来，比如，“天气越好，你越应该出去”。基于topos
 的方法一直被用于研究论辩话语，在一些基于知识的应用中，被用于表征渐进式知识（gradual knowledge）。有学者将此方法用于生成专家系统所做推论的定性说明。[16]
 在人工智能特别是基于知识的系统研究中，源自安思科姆里和杜克罗论辩方法的topoi
 概念被视为一种渐进式推论规则（gradual inference rule），比如“越是P
 ，就越是Q
 ”。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渐进知识对语言学中的论辩以及人工智能特别是基于知识系统架构的意义。一些研究者透彻研究了topoi
 对知识获取、知识说明、基于知识的系统的规格和验证、设计应用的用处。[17]


二 心理学和教育学

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论证型式研究都集中于非形式推理（informal reasoning）。

非形式推理、教育辩论和自由教育

心理学早先只注意演绎推理（主要是三段论和条件推理）和归纳推理（主要是概率推理），近来关注非形式推理，主要研究了相关知识、信息评估方式、智力和论证技巧以及道德判断和“我方偏差”（指个体在非形式推理过程中搜索到的、支持自己当前观点的证据要比反对观点证据多的一种倾向）对非形式推理的影响。[18]
 对儿童非形式推理的发生和发展特点已有初步的研究，[19]
 还有论辩环境中大学生非形式推理特点的研究。[20]
 教育学研究发现，仅仅在各个学科里教学生演绎推理是不够的，需要加强非形式推理的教育。人们也研究了在各种课程（如科学、国际关系、医学、法律、历史、社会研究、写作教学、测试等）教学中教授非形式推理方法的种种问题。[21]
 最近几年的一个热点是社会性科学问题课程（socio-scientific issue curricula，简称SSI）和非形式推理。[22]


认知心理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语用推理型式”（pragmatic reasoning schemas）的概念。语用推理型式理论是说明内容对推理之影响的三种理论方法（其他两种是记忆理论、联结论）之一。意图、目标和它们的关系组成一个型式应用的组织结构。型式通向逻辑响应。型式可能承载一个许可：行动要求一个先决条件被满足；承载一个义务：如果一个先决条件出现，一个行动必须被提出；可能是其他较弱的形式，比如因果关系：如果〈原因〉，那么〈结论〉。这种型式容易导致错误，因为事件常常被当作有单一原因。所以，形成一个因果关系型式的问题有机会生成一个反向的推论：如果〈证据〉，那么〈结论〉。其他推理错误起因于将型式非同构地应用于形式逻辑。[23]
 他们指出，人们关于真实情景的典型推理既非使用无内容的句法推论规则，亦非使用具体经验的表征，而是使用源自日常生活经验的知识结构——语用推理型式进行推理，比如许可、义务和原因的语用推理型式。语用推理型式与纯粹句法规则不同，它由一般化的、语境敏感的规则组成，按照目标类（比如，采取合意的行动或做出可能未来事件的预见）及其与这些目标的关系（比如，因与果或者先决条件与允许的行动）加以定义。

许可型式的核心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生成规则，每一个都是四种可能先行情景的具体情形，假设行动和先决条件的出现或不出现：规则1：如果要采取行动，那么先决条件必须被满足；规则2：如果行动没有采取，那么先决条件不必被满足；规则3：如果先决条件被满足，那么可以采取行动；规则4：如果先决条件未被满足，那么必须不采取行动。由于推理型式并不限于严格有效的规则，所以这种方法并不等于任何条件句的形式逻辑或自然逻辑。型式的方法假设，解释性构件将陈述映射到附属于相关型式的特殊语境敏感的规则集上。这种型式在其对应于实质条件句的程度上不同。[24]


除了时间的方向是相反的，义务型式极类似于一个许可。在一个许可中，执行一个行动要求先决条件的满足，反之，在义务中，某一情景要求一个随后行动的执行。对应于许可型式的四条规则，义务型式的规则是：规则1：如果先决条件被满足，那么行动必须被采取；规则2：如果先决条件未被满足，那么行动不必被采取；规则3：如果行动被采取，那么先决条件可能已被满足；规则4：如果行动未被采取，那么先决条件必定未被满足。[25]


因果条件句涉及时间顺序因素。在因果型式中的推论“如果〈原因〉，那么〈结果〉”有其易位推论：“如果〈结果没有〉那么〈原因没有〉”，结果的缺失用作得出原因缺失之结论的证据。这两个条件句都有一个共同的时间约束，包括原因和结果的相对时间顺序。被解释为原因（或它的缺失）的事件必定在时间上先于后果（或它的缺失）。如果用条件句表达的一个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违反上述约束，那么语句听起来就是反常的。前述一个条件句的易位是“如果一种植物不生长，那么人们就没有恰当地管护它”，这个语句暗示植物不生长（假定的结果）先于人们没有恰当地管护它（假定的原因）。

试验研究表明语用规则首先出现，这些规则的概括形成形式规则。[26]
 在学前儿童中，像肯定前件这样的基础规则是从语境特殊的形式到语境一般规则的概括化。语用型式的概念假设型式提供缺省推论。由于型式支持缺省推理，而不是严格的演绎推理，所以，它与强调日常推理中的非单调推论的重要性并不冲突。[27]


心理学对说服技巧的经验研究与论证型式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查蒂尼（1993）总结出的作为社会影响之基础的7种技术，大都与论证型式契合。对照、互惠（reciprocity）、一致性（consistency）、社会证明（social proof）、喜欢、权威和稀缺。查蒂尼将它们归类为认知捷径——在没有时间进行更长的思维分析过程时，直接得出一个结论。据沃尔顿比较，这7种技术或者与论证型式和传统谬误相联系，或者是不同的论辩策略。比如，权威显然与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型式相联系；社会证明与诉诸流行意见的论证型式密切相关；一致性与根据承诺的论证型式有关，同时也是所有不同论证型式中使用的一个策略；对照与佩雷尔曼所谓的“分离”相联系。[28]


有学者指出，论式对教育理论研究有基础性的意义，几乎所有教育论辩都以论式（a common place）为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和教学都源于这些基本的修辞式论证。topos
 的语义内涵如此广泛，足以覆盖欧洲教育共同而基本的认知想象及教育的概念，可能比民族心理描写或民族史分析更为有效。发现topoi
 被认为是教育概念的基本先决条件。topoi
 对所有人都是可理解的，也能用不同的意思加以填充。作为一种分析纲领，topos
 足以阐明国家、地区甚或地方教育概念的基础，同时也能突出国家间的关系。人们寄望于它能帮助找到一些比较一致的欧洲教育概念之基础的相关（理论的）标准。在一些教育研究者看来，topos
 包括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和所有文化资产，被用作无争议的论据和集体经验的表征，因而可以作为任何教育概念辩论的出发点。不过，topoi
 不是严格的、不可变的模式，其意义和后果随我们周遭世界的变化而变化。[29]
 新的topoi
 可能出现，也可能在巨变时代变化。topoi
 被用作思维训练的宝库。

更有学者洞察到自由教育与论证型式的深刻联系。他们从古典修辞学“发明”的核心部分——论式（topoi
 ）出发，证明培养获得“可保证的同意”的能力是自由教育的重要任务。对布思（Wayne Booth）和西塞罗，维科和维维斯（Vives），纽曼、克尔凯郭尔和博克（Kenneth Burke）来说，通过培养发现所有知识领域（或跨课程）可保证的同意的能力来建立品格、共同体和真理构成了修辞学，因为所有知识或多或少是修辞的，与探究者的兴趣、价值、信念、期望等密切联系。按照布思，我们能构想的自由教育首先不是作为一种教义，一种“最值得拥有的知识”，而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最值得做的认知（knowing），它与修辞学共有三个特性：它关注所有知识领域，而非某个确定的主题内容；它由“完整的人”（whole person）起中介作用而促成（以不同的程度）；它包括一种不能还原为算法（algorithmic methods）的批判性探究或发明，如布思所言，它包括发现的修辞能力——真正地保证我们的同意。而修辞发明和自由教育的心脏是教学和探究中修辞的topoi
 的作用。纽曼曾指出，与普通topoi
 相比，特殊topoi
 有更大的重要性，普通topoi
 （common-places）只是不锋利的武器，反之，穿透并达到它们标明的位置的正是特殊topoi
 。培根同样对特殊topoi
 印象深刻。但是，修辞学教学法和理论偏爱推论的或形式的topoi
 ，很大程度上因为与实质topoi
 不同，形式topoi
 能容易被逐条记载、予以划界和传达。对于教师来说，推论的视角显然方便些，它提供便利、连贯和边界，允许脱离topoi
 原来的语境并详加阐述。相反，实质的视角强调修辞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从实质topoi
 转向形式topoi
 所获得的系统的融贯性（有时是可疑的）要冒放弃现实和见多识广判断的危险。[30]
 布思明确指出，我们达到这种培养的方式是要发现新的topoi
 ，新的共享的topoi
 ，这样的topoi
 不是要记住的推论形式的抽象列举，而是探究具体的实质来源。自由教育关心任何领域的信念之好理由的发现，它给予发明和判断的艺术跨学科的自治权，目的都是生成合理的同意（reasonable assents）。布思对这种话语研究的贡献就是在他自己的探究中证明，特殊topoi
 如何能用于发现新意义和更新传统价值。[31]


论证图式（型式）理论

培养和发展学生在解决复杂议题时使用理由充分的论证的能力之重要性已得到许多当代学者的认可，也在美国的各种教育标准中得到反映（比如，《国家教育进展评估》，1998，1999，2002）。如何培养从事理性论辩的能力，何以能促进论辩知识的获取，是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突出了社会活动、对话、论辩的决定性作用。有效的对话讨论提供了一个外部竞技场，每一参与者都能观察和试验各种各样的论辩招式，包括就议题采取某一立场，用理由和证据予以支持，挑战别人的立场，回应反论证；等等。随着对论辩的多样的经验之内化，个体获得一个抽象知识系统，这便是论证型式。[32]


20世纪80年代，研究论辩和推理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2]

 就开始使用图式（型式）的概念。一些研究者使用“语用推理型式”（pragmatic reasoning schemes）描绘对条件句推理的典型回答做出说明的语境特定的心理学机理。写作和阅读研究者则用这个概念表达论辩性文本的一种总体结构。雷泽尼特斯卡亚等使用的论证图式（型式）概念更为宽泛，因为它合并了适合于论辩的修辞结构、推理的推论规则以及其他认知实践和社会实践。同时，它也强调论辩的对话本质。[33]
 论证型式理论整合了三个独立的研究传统，即哲学家（图尔敏、戈维尔、范爱默伦、沃尔顿等）所发展的论辩理论、认知的图式理论观点和对学习的社会影响研究。[34]
 按照论证图式理论，论证图式是通过在一个集体背景中的社会化为论辩性论诘发展起来的。教学上有效的小组讨论可能允许参与者在各种情景中使用理由充分的论辩话语。每一讨论都有独特性。论证图式理论假定，对话性讨论有共同的重要结构元素，比如表达一个主张，提供相关理由，质疑假设和提供反论证。通过从事小组讨论期间的论证，学生遇到多样的实例，从中可以抽象出论辩的原则。论证图式理论提供了一种对通过对话互动获取的论辩知识的说明。该理论允许生成对关于论辩性话语的获得和迁移的试验性预见。按照论证图式理论，学生会将在小组口头讨论中获取的论辩知识应用到个人独立执行的新写作任务中。[35]
 在理性论证的规范模型（图尔敏的一般论证型式和沃尔顿的假设性论证型式）的基础上，一个论证型式应该包括这样的要素：信念的陈述、理由、根据、担保、支援、限定词、反论证（counterarguments）和反证（rebuttals）。一个拥有成熟论证型式的人将具有论证组件的陈述性知识，以及如何与何时从事特定语境论辩的有条件的知识。一个成熟的论证型式的重要组件之一是对使用理由充分的论说探索复杂议题并形成结论的认识论的承诺。这个承诺类似于库恩（1993）的“认识论的评估论者类型”。按照评估论者的认识论假设，知识是相对的和有语境的，某些判断比别的判断更合情理，知识是暂时的，并通过对主张的理由充分的证明得以进化。[36]


研究者使用适合于儿童的隐喻，将构建一个论证比喻为建造一座坚固的房子。借鉴图尔敏模型，模仿斯图尔特·耶（1998）教授中学生所用的“金字塔启发法”（也参考图尔敏模型），他们提出了用于分析口头和书面论说的基础论证型式，扩展了图尔敏模型，将反论证或反对包括进来，但省略了担保和限定词。[37]
 论证型式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复发性模式或论证计谋。按照论证型式理论，参与对话活动促进一种论辩知识的抽象内部表征或论证型式的发展。比如，用理由支持自己主张的个人性格来自参与讨论，在这种讨论中提示学生为他们的立场提供理由，或者他们能领略要求其他参与者阐明他们推理的功能方面的益处。一个论证型式的抽象特性使得它能适用于新情景，鼓励个体依靠理性论证过程形成和证明主张，促进论证理解、构建和评估。[38]
 对型式的结构研究确认了一个型式对知觉、理解、学习、推论和记忆的重要影响。一个成熟的论证型式的功能包括：分配对与论证相关信息的注意；指导检索记忆中与论证相关的信息，使推论的重建成为可能；组织与论证相关的信息；为预见反对与发现自己和他人论证的缺陷提供基础；帮助论证的理解、构建和修补。[39]


[image: ]


图6-1 基于图尔敏模型的基础论证型式

在这种研究中，有两步明确传达指示，给儿童提出一个论证的定义、目的和用法。教师描述论证的组成部分，包括立场、理由、支持事实、反对和对反对的回应；解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给出例子。其中使用了基本论证图式。在讨论最后，学生根据对基本论证图式的讨论归类命题，这个活动设计为进一步使学生熟悉该图式的要素。研究4涉及元认知，监督检查参与者的贡献，学生共同反省这样的问题：我们谈论重要的想法了吗？我们回应了其他不同的看法了吗？人人都能参与吗？等等。关注一个人的认知和社会机能运作被看作是生成理由充分论证的基础，因为它允许不断评估思维的过程和产品。用论证图式武装起来的学生能更好地生成与论证相关的命题，考虑不同选择，调和对立的视角。[40]
 在小组讨论进行期间，儿童学会和重新使用他们所看到的其他儿童使用的有效论证计谋，这就是所谓的“滚雪球假说”。照此假说，有用的计谋在儿童中间传播，而且趋于在讨论中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一旦被内在化，论辩的知识就能迁移到新情景之中，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执行个体的任务，比如写作说服性作文或阅读论辩性文本。[41]


三 数学、科学与技术

乍一看，将数学和论证型式（可废止推理）联系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一般也难以想象科学和技术会关注论证型式问题。不过，当代研究显示了论证型式研究已渗透到这些领域。

数学

早在20世纪50年代，波利亚（1954）就研究了数学教育中的非形式推理——合情推理，并整理出一些具体的推理模式和规则。阿伯丁对数学的研究发现，“在数学推理中，至少可以发现两打以上的论证型式尚待经验探究”。在《数学中的谬误》一文里，他运用沃尔顿的论证型式分析与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研究了数学推理中的诉诸权威论证的角色及其谬误问题，而且指出了将论证型式应用于数学的两种方式：其一，数学论证型式能把握对数学语境独一无二的推理模式；其二，语境独立的论证型式能阐明数学实践和日常推理之间的联系。论证型式可以大致按照它们建立的结论来归类，包括要被接受或拒斥的特殊的和一般的命题、要被执行的行动、其他论证的评价、要被遵循或忽略的因果主张或规则以及要归于主体的承诺。所有或大部分这些类型的论证可以在数学推理中发现。阿伯丁引述了西尔维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的发现，“有多少观察、预测、归纳、试验研究和验证、归因等与数学家的工作有关”。“数学不只是结论从公理推导出来。”[42]
 在之后的一篇相关论文里，阿伯丁继续这一研究。他承认，在论辩理论和数学中，数学论证型式有许多先驱。在数学中，一些独立方法已经导向各种大致类似于论证型式结构的研究。特别是，自动化定理证明共同体已经发展了“证明规划”（proof plan）和数学推理的普通片段的其他模型。在数学哲学里，“推论程序包”（inference packages）也可能分析为具体的数学论证型式。许多数学谬误例示了总是坏的论证型式，这对于我们是寻找一般的型式如量词改变，还是特殊的数学运算，如用零除，都是真的。在历史上，贝克莱就曾揭露牛顿著作中不恰当使用的具体数学论证型式的例子。阿伯丁运用非形式逻辑中的标准论证型式分析方法研究了数学推理中使用的论证型式及其谬误，包括根据语词归类的论证型式、根据流行意见的论证型式、根据流行做法的论证型式。[43]
 在《论式与数学实践》的演讲中，阿伯丁提出4个论题：数学推理中高级模式的再三出现可以用专门的论证型式予以解释；很多非形式的数学推理是可废止的，显示可理解为主题中立的论证型式的实例；高级数学推理还原为低级论证型式是可能的，但以隐藏与理解数学实践相关的高级推理的那些特性为代价；数学是论证型式方法论的试验台。[44]
 拉卡托斯所论数学中猜想与反驳的一些方法也可能和沃尔顿的论证型式联系起来，甚至可以用沃尔顿的论证型式来改写拉卡托斯《证明和反驳》中的讨论。[45]


科学的topoi


在科学哲学领域，有人提出“科学论题学”，认为随着高科技时代科学活动方式的巨大转变，科学哲学主题也将由传统的公理体系的单理论静态研究和范式转换的多理论动态研究向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论题学研究转变。当代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论题的论证和解决过程，科学知识存在的重要形态之一是论题目录结构；科学论题学的核心内容是论题的多元论证理论。复兴被遗忘的古老论题学智慧，结合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科学论题学方法，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46]
 不过，应该看到，科学论题学是科学修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科学修辞学家相信，对于发现科学论诘中的论证的关键过程而言，探究的逻辑存在盲点，古典修辞学的topoi
 教学提供了消除这个盲点的手段。Topoi
 是一个特定的推论共同体思维和价值之持久方式的标准。Topoi
 理论允许我们分析科学家在设法提出应急条件下的似真论证时，他们做出选择的逻辑。因而，传统的探究逻辑与浪漫主义共同的看法——发现是一种纯粹的不可能被合理重建的直觉过程这一结论遭到了削弱。在科学的每一分支里，有一些持久的、标准的但非形式的论辩类目的数不清的集合，当新手参与各种论辩活动时，他们心照不宣地变得熟识它们。科学修辞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这个默认的方面明晰起来，希望自觉将其结合进科学课程里，改善论辩和学术交流的标准。另一个任务构成topoi
 的分类和系统研究，这些topoi
 决定每一学科一般而言的科学主体间推论的视阈。[47]


普赖利（Lawrence J. Prelli）认为，科学家做出系统的修辞决定，是以有关适合的修辞目的和可能相关的topoi
 知识为基础的，它们指示在不同的情景中，哪些对于科学主张是可说或不可说的。这些标准本身不是在任何形式意义上逻辑地决定的，也不是不合逻辑的。科学修辞学基于一种特殊类型的topical逻辑。Topoi
 被定义为“可重复的、可接受的主题（themes），它们处理共享的信念、价值和意见……与情境上合适的科学思想和活动有关”。科学topoi
 对于科学活动必不可少，它在交流选择和科学家使用的说服策略中显示出来。科学的topoi
 可分为四组：问题解决的、评估的、典范的和伦理的。只有那种显露“实验能力”、“预测能力”或处理“重大反常现象”的论说才被当作科学问题解决的合法实例予以接受。评估的topoi
 建议论证路线，修辞家在其中检验实验的、理论的或方法论主张的特别价值。因此，为了评估一组针对他人的主张，科学家使用评估的topoi
 ，比如“内在一致性”、“简单性”和“丰富性”（fruitfulness），证明一个科学论说更为合情理，是比流行看法对现有难题更富有成效的说明。典范的topoi
 包括诸如范例、类比和隐喻这样的推论策略，它们用来支持科学论证。增强科学家精神气质的topoi
 包括“普遍性”、“怀疑精神”、“无私”和“公共性”。[48]


扎盖基和基思进一步探讨了科学革命时期实践的科学家所面临的特殊修辞问题和情境以及科学家使用什么修辞策略和topoi
 做出应对的问题。许多修辞学家拥护库恩来支持他们的一般主张，革命性的科学变化是以修辞活动为中介的，在某些情况下，科学知识本身是修辞地构成的。不过，在科学的修辞活动被探寻的同时，革命修辞topoi
 的本质和引起它们的情景或历史紧急情境尚未做出完整的描绘。实际上，特殊修辞的紧急情境伴随着科学革命阶段，其本身引起推进科学论证和变化过程的修辞topoi
 。在科学革命发展期间，至少有四个至关紧要的紧急情境要求合适的修辞响应：不确定性的技术性紧急情境，革命期间造就合适的科学人物角色的问题，保存革命理念的紧急情境和将革命变革转换为建设实践的问题。扎盖基和基思相信，在topoi
 理论基础上的对科学革命的一种历史理解尤其与修辞批评的传统相一致，因为修辞分析家不是为研究论说本身而研究，而是为了发现论说如何反映其历史的、观念的和政治的语境，以及适应这些语境的论说方式。这种广泛的视角也会帮助这个某些科学文献修辞学中的多样线索，系统地延伸我们对重要修辞领域的理解。[49]


科恩把科学中的革命进展分为四阶段：知识分子革命、承诺的革命、论文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主要是创造性活动，个体科学家或他最紧密的工作同事创造、发现或凭直觉知道一个相对完全的（革命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当下的理论和范式之上出现，但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变换或改变它们。[50]
 修辞的、topical思维的过程开始于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由记录革命观念的个人或群体构成，记录的形式包括日记或笔记本、书信、一组注解、一个报告或者最终也许作为一篇文章或著作出版的完整说明的手稿。不确定性的紧急情况造成许多关于发现之真正本质的技术问题：“事实是什么？”“我如何能查明？”“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问题解决的topoi
 （例如，将证实和重复现象之存在的实验程序）来探索，它们本身担保关于事实、事实的意义以及探究事实的最佳方法的判断。同样，在这个阶段，科学家可能使用突出的评估性topoi
 ，按照一般解释的观点解释事实的意义。研究者也许低估这个观念或结果，或者在现有理论之内设法协调，也可能洞见到“这是革命的！”如果科学家乐意承认他们的观念是革命性的，他们再次面对不确定性的技术紧急情况：事实是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能在现有理论和研究的语境内（或从外部）协调一致？许多问题解决、评估性的和道德的topoi
 都可用于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些topoi
 涉及实验的本质，可能的理论说明的形式特性，这些说明的长期影响（个人的和科学的）。一般来说，第二阶段中的科学家通过topical机制对付不确定性的技术紧急情况的方式来自他们对主流科学家观点的理解，就这个紧急情况提示进一步探究人们会对这个作为革命呈现的新洞见怎么说或怎么想而言，它起着一般听众的功能，换言之，一般听众给革命科学家提供了合理怀疑的最初立场和随之发生的topoi
 ，以决定该洞见的实际重大意义。在他们将自己的洞见交付公共审查之前，工作的科学家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是修辞地行动的，因为他们与同事讨论发现，或者勾勒在第三阶段将更为正式出现的注释和报告。科学家离融贯性距离尚远，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用教科书说明他们的活动。所以，他们的修辞行为必须通过唤起保证或否定那个风险的重要性的特殊topoi
 以适应这个阶段。[51]


第三阶段出现在这个时候，科学家决心从事论文创作，在科学共同体中交流那个概念，使其成为公共、科学领域可接近的。第三阶段设计的核心修辞问题是创造一个合适的科学人物。科学家可能适应三种角色公开提出他们的主张——革命的人物角色、调停的人物角色和保守的人物角色。一个声称被迫成为革命的科学家或许使用重大反常的评估性topos
 改变作为一个平常科学家的自己，那时，所遇到的这个特别反常不能简单地被排除。在努力使这个反常与现有观点一致之后，科学家可能承认，这种协调做不到，因此挑战现存的正统。这个研究者也可能利用评估性的丰富性topos
 ，以及我们将称作评估性的科学创造性topos
 ；这些topoi
 表明，他的结果和说明如何在目前科学实践之内得以创造性地诠释，这些风险如何可能生成进一步的洞见，它们如何能在合法科学的范围内创造性地追求。另一种科学家是寻求革命的。这个研究者能利用评估性的科学创造性topos
 ，利用我们所谓的方法论相关的问题解决topos
 ，利用普赖利的重大反常或他的无私性的伦理topos
 。这些topoi
 能将一般承认的观点描绘为荒诞的不恰当，同时证明顽固效忠一般承认的观点如何是“反科学的”，因为它扼杀新思维，使困难问题解决不了。另外，这个科学家可能容纳一些范例的topoi
 ，比如隐喻、类比或者所谓的修辞对比，凸显新理论和一般承认的观点之间的不同。不过，他也许尝试通过包括其他一些评估性的和问题解决的topoi
 ，比如简单性、实验能力或预测能力维持（作为合情理的和科学的）可信性，证明对科学事业之规范恪守承诺。在第三阶段，有一些范例的topoi
 用于保存科学观念。达尔文显然希望他的进化论的生动表达会造成有关他的理论后来的辩论，而事实上造成其理论的接受。不过，他也意识到需要利用预先设定的培根式的科学和自然神学的范例topoi
 （即它们的形式的、风格上的特点）——一种修辞的移动。菲欧切诺的研究表明，拉瓦锡感觉到他在燃烧研究上已经做出革命性进步，但并不准确知道这个进步是什么，希望保有发现某事物的荣誉或功劳。因此，拉瓦锡就在呈送位于巴黎的科学院的一个密封笔记中，使用所谓“含糊的范例topoi
 ”（exemplary topos of ambiguity）。分析表明，范例的和评估的topoi
 的保护力量：范例的topoi
 ，像隐喻的和类比的说明，传达基础科学突破的意义；评估的topoi
 ，如丰富性和启发法，支持在某一时刻的某个基本洞见可以归功于他们。[52]


到了第四个阶段——“科学中的革命”，科学革命整体上才真正完成。通过这个阶段，革命被转换，从革命出发到成为科学建制的一部分——它们成为教科书科学。这时，先前三个阶段的特征——不确定性和说服斗争不见了。第四阶段的修辞学涉及一个对所有革命共同的基本问题：保持革命实质的完整性，同时将革命的修辞学转换成建制的修辞学。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使用三种修辞策略：描绘旧观点的特征，赋予新观点一个适当的历史，使新观点成为易接近的。伦理topoi
 中的进步、科学中的真理和可错论，用于论证旧观点不再显得是新理论的重要竞争者。而说明为什么被颠覆的理论是错的，可能使用实验一致性的评估性topos
 ，即指出旧理论的经验假设不再符合实验数据，因而需要一个新的假设集或理论概念。在任何情况下，在一个人的理论偏好由当作科学决策和实验的理性标准指导的范围内，转向一种新理论似乎遵循做科学的逻辑（the topoi
 ）。海森堡的量子论革命的描述例示了这个topical推理。说明先前观点之错误的另一个手段是所谓的外部影响的评估性topos
 （evaluative topos
 of external influence）。在这种情况下，旧观点的失败责任在外部问题，比如政治制度、人的轻信或迷信或者缺乏科学方法知识。一旦旧观点被描绘清楚，新观点必须被置于合适的地位。新理论是一种更为讲究的叙事。有风格的叙事技术本身可能提供一种范例的topos
 ，这个topos
 使新观点的正确性和不可避免性得以强调。或许，拉图尔所讨论的很多修辞策略也起着范例的topoi
 的作用，把注意力从有时混沌的科学发现活动引向默认的假设：这个发现按照已接受的科学原则和方法进行。此外，各种评估性的和问题解决的topoi
 也可能用于强调纯粹科学对革命变化的作用，例如现代科学家的修辞学更可能将18世纪某一科学革命的成功归于展开评估性的和问题解决的topoi
 （例如科学的创造性和诉求科学方法）。库恩对范式的讨论表明，需要固定整体视角的核心范例和隐喻，即普赖利所谓的范例的topoi
 。大多数外行通过球棍模型理解原子和分子理论；天体物理学中的“弦”（string）的隐喻，混沌理论中“滴水的水龙头”、“心跳”，甚至DNA研究者使用的“编码”隐喻，都可视为范例的topoi
 ，它们为交流关于原子结构、外界受力（物理力量）、概率和混沌、DNA和遗传的基本洞见提供有力的方法。[53]


对科学革命修辞学的检视表明，科学的连续性和进步与真理已经成为描绘合法科学革命之存在以及揭示这些革命通过完全与科学制度本身一致的有序手段而发生的关键修辞topoi
 。成功的科学革命可能事实上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选择的topoi
 既强有力地提出他们的论证，又并不显得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挑战科学建制。[54]


人工智能的论辩和论证型式研究

人工智能和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辩理论的结合是人工智能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结合包括论证型式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和深化。所以，里德评价说：在几乎所有的AI领域中，论辩起着新技术和新方法发展的催化剂的作用。[55]


早在20世纪80年代，伯恩鲍姆等的论证分子（argument molecules
 ）的分析就涉及论辩型式的结构。研究论证结构的方法之一是设法辨识经常出现的包含一系列命题的支持和攻击关系的式样。这些论证分子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因而能用于指定包括在分子中的哪个命题值得尝试攻击或支持。论证分子既能帮助计划反驳，也能生成对敌手可能反驳的预期。论证分子被区分为对比立场（contrastive-positions）和抵消（stand-off）两类。前者指两个核心命题之间相互攻击关系的论证形式，更多对命题的支持和攻击附着其上；后者指攻击敌手使用的似真推论规则，支持某人自己的观点。这种攻击的效果是通过表明敌手的推理也能用于支持某个他不可能接受的命题而产生的。“X也做Y”很可能是“抵消”论证分子的一个好指示。[56]
 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和认知科学教授约翰·波洛克在其《如何造人：一个绪论》（1989）、《当代知识论》（与克鲁兹合著，1986，1999）和《认知木匠：如何造人的蓝图》（1995）中，论述了七种相信一个命题的“初步的理由”（prima facie reasons）、可废止的理由型式（reason-schema）或可废止的理由：知觉（现象）、记忆、证人证言、时间投射、归纳、统计、一般知识。这些原则都可以表述为非常简单的理由型式，例如，知觉的理由型式是：在时间t
 拥有一个有内容P
 的知觉，是认知者相信P
 -at
 -t
 的一个可废止理由。[57]
 波洛克区分了决定性的理由与非决定性的或可废止的理由，[58]
 指出哲学中的初步的理由曾经主要作为不同类型的认识论难题的分析工具，而这正是他自己有关可废止推理工作的起源。自1965年以来，初步的理由和击败者一直是他在认识论方面工作的主要逻辑工具。要对我们周遭的世界成功地推理，仅仅使用演绎推理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几乎我们所相信的一切事物都至少间接以可废止推理为基础。数学之外的所有有趣的推理，都包括可废止的步骤。[59]
 显然，如贝克斯等所言，“初步的理由”非常类似于论证型式的概念。[60]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论证型式也被一些跨学科探讨论辩和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学者所关注。里德（Chris Reed）、诺曼（J.Norman）、维尔希基（H.B.Verheij）、普拉肯（H.Prakken）和弗里斯维基（G.Vreeswijk）等，给论证型式提供了一种更缜密的分析。目前，人工智能对论式的研究以英国敦提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计算学院论辩研究组的ARG：dundee研究计划项目“自然交际和人工交际中的论式”（Argumentation Schemes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Communication）为代表。这个得到英国著名研究基金Leverhulme Trust的资助，主要研究自然语言论证的计划涉及论证型式研究，比如不同论证形式分类的比较（人们或许比较修辞学与语义学的分类，看看语义学的特性对应哪种给定的修辞论证类型）；发展描述性论证类型学或分类表（比如，论证语料库可用于评估一个分类表的穷尽性），试图构建世界上第一个自然论证分析的语料库。该语料库从真实世界的论辩中概括出二十五种新的论证型式，[61]
 也涉及不同论证型式分类的比较；某种论证型式在不同论辩领域使用的频率；论证型式和论辩领域之间的关系；论证型式使用在文化上的差异等。

人工智能与法律（AI & LAW）研究领域的工作不仅架起了连接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桥梁，也使得论证理论的形式化迈向一个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不少（法律）论证的逻辑模型，如哈格等人的基于理由的逻辑、戈登的诉讼博弈系统、洛德的对话法律系统、普拉肯的可废止诉讼博弈框架、维尔希基的论证助手系统以及萨托尔的法律论辩逻辑系统。人工智能最近的研究工作所关注的概念之一便是论证型式。研究论辩的人工智能学者一方面以图尔敏模型作为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汲取以沃尔顿为代表的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研究成果，并在某些方面予以深化和超越。

人工智能领域论证型式的研究强调论证型式的逻辑本质。虽然人工智能学者与非形式逻辑学家都主张区别可废止的论证型式形式逻辑中的真值形式，把论证型式看成是语用的、可废止的、依赖语境的，但是，前者更注重论证型式的“形式”方面。一些人工智能学者将论证型式的本质理解为可废止概括，它类似于图尔敏的“担保”。如果说形式逻辑中发现的推论规则是形式概括的话，那么论证型式是半形式概括。[62]
 能否根据论证型式的“形式的”方面，提出一种“具体的逻辑”，是人工智能研究者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看法对非形式逻辑学家也产生了影响。在人工智能中兴起一种做法，将这些论证形式称作“半形式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描述为从非形式逻辑向半形式逻辑（semi-formal logic）的运动，提出了与论证型式相关的一些逻辑概念和方法，甚至主张一种论证型式的逻辑。普拉肯论证了，论证型式本质上是逻辑结构体，论证的程序主要采取一种逻辑的形式。大多数论证型式是可废止推论规则，它们的批判性问题是反论证的指示器，所以，支配论证型式之运用的逻辑，应该是一种非单调的或可废止推理的逻辑。然后，论证型式的对话角色可以通过将这样一种逻辑嵌入对话系统来模型化。[63]


一种论证型式的逻辑梗概如下：论证型式是可废止推论规则，批判性问题是反证的指示者。攻击论证的三种方法对应于论证型式的三类批判性问题。一些批判性问题挑战一个论证的前提，另一些指出削弱性反证，而其余的问题指出反驳性的反证。某些论证型式只有前两种类型的问题（如知情地位型式），另一些有所有三类问题（如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型式）。与此不同的是，对于命题逻辑或一阶逻辑中的每一有效推论，不允许任何对它们的削弱或反驳性攻击，其唯一的批判性问题是它们的前提是否为真。论证形式的核心或逻辑本质可以归结为可废止条件句的逻辑本质。但是，学者对其在型式中的功能，有不同理解。普拉肯将它理解为可废止的推论规则，而沃尔顿和里德（2003）、卡扎夫和里德（2004）把它当作论证型式里的一个条件句前提。在普拉肯看来，由于论证型式表达一般认知的和认识论的原则，而且，自然语言的论证型式的可废止条件句几乎从不作为一个论证的一部分表述出来，几乎所有自然语言论证必定被当作是不完全的，由于这些理由，把论证型式看作（元语言的）推论规则似乎更为自然。推论规则的说明比前提类型说明更好被形式化（当然，这也许随时间改变）。偏好推论规则的说明更多的是实用便利的问题，而非逻辑正确性问题。在对论证型式的推论规则说明路向中，根据是否把例外不存在当作另外的前提加上，表征论证型式有两种选择。事实上，两类方法是逻辑等价的。从实际应用来看，自然语言论证极少把对假设的肯定回答明显化。把（可能不同的）论证型式应用于不同前提，指出矛盾结论，这两个论证相互反驳，这个攻击是对称的，因此应该基于实质的根据来裁决。如果一个论证削弱另一个，那么前者攻击后者的假设——某个没有出现例外的假设。这是对称的攻击：一个假设与相反证据冲突，假设性推理的本质要求相反证据赢。最后，一个论证攻击另一论证的前提，这个攻击不是对称的，但它并不是自动成功的，取决于攻击针对的是一个通常前提，还是一个假设。我们必须考察前提的本质，它从哪里来，它是被假定的，还是一个确实的事实？如果是被假定的，那么根据假设性推理的本质，攻击严格地击败它。但是，如果它是确实的事实，回答取决于为什么我们如此对待它的理由。在一个对话背景中，常常给出更进一步的理由攻击前提：反证采取了一个反驳子论证的形式，这就返回到第一种情况。所以，实际上前提攻击必须基于真实的根据来裁决并不经常发生：或者攻击是一个假设因而自动成功，或者受到攻击的前提被进一步的论证支持，因而冲突转变成一种反驳性攻击。现在，攻击第一个论证的前提事实上是就变成反驳第一个论证的子论证。普拉肯还发现，某些论证型式（如从证据到假说的型式）的一些批判性问题本质上不同于其他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如对话进行得有多远？如果对话是一个探究，那么在这个案例的探究中，搜索的深度如何？继续进行对话，还是在此点上得出结论更好？）这些批判性问题并非专属这个特殊型式，事实上，它是非单调逻辑一般嵌入对话系统的具体情形。因此，这类型式本身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型式，它们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论证，而是包括更多推理过程的压缩。甚至可以设想，除了这两类论证型式，进一步的探究也许会披露更多的论证型式类型。[64]


人工智能的研究实现了论证型式解析和评估的视觉化。在一系列分析和评价论辩的软件系统中，论证型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65]
 维尔希基（2004）的ArguMed
 表征应用于论辩的型式。著名的论证分析辅助软件Araucaria
 （Vol.3.1，2006），把论证标记为预先定义好的论证型式，论证型式与其批判性问题一起储存在数据库中，以一种开放交互格式即论证标示语言（the Argument Markup Language，AML）保存分析结果。其中包括了佩雷尔曼、沃尔顿、格瑞安、波洛克、里德和卡扎夫（Joel Katzav）列举的论证型式。在Rationale
 这款商业软件中，也提供了型式的抽象模型，使用者可以填充具体的前提和结论。一般分析和评估论证型式的软件在处理承载不同证明责任的批判性问题方面有所局限，有鉴于此，由戈登领导开发的Carneades
 论辩系统，把批判性问题模型化为假设或例外，因而在型式刻画中区分了四类前提：普通前提（型式的大、小前提）、假设（提议者要回答的批判性问题）、例外（回应者要回答的批判性问题）和否定性前提（除了提议者必须证明陈述并非如此这般外，和普通前提相似）。把批判性问题模型化为一个假设将证明责任置于提议者，但只是在回应者从其陈述提炼出一个问题之后。只要该陈述无可置疑，该假设就成立。Carneades
 类似于威格摩尔图解，尤其适合关于法律证据论证的分析和评价。另一个由英国开放大学开发的功能更为齐全的开放式软件工具Compendium
 是一个集图示化工具、略图工具、实体交叉参考工具等为一体的强大的整合工具包。Compendium
 整合像Araucaria
 较简单的图解技术不能利用的文章、电子数据表和图像等材料。它是以基于问题的信息，为管理信息和思想之间的连接提供灵活的视觉界面。它在多个层次上将人、思想和信息之间的连接视觉化，图解讨论和辩论等。

最近包括多主体系统在内的计算领域认识到，论证型式对于推理和交际能力的重大改善具有潜力。通过聚焦自然语言论辩型式的模式，然后根据它们建立形式系统，直接的补充变成可能，即不仅在柔性和范围上有便利，而且也便于计算的效力。定义、分类、汇集、分析和具体化论辩型式被认为是建立相关计算理论架构工作的基础。形式化的目标既充分保持接近语言实践——开发自然论辩的丰富性和柔性，又提供在生成和理解方面可执行的模型。[66]
 在人工智能领域，将论证型式和修辞学理论结合起来，出现了所谓的“计算修辞学”。[67]


论证型式在计算系统中既有广泛的应用，同时也还有发展的空间。人工智能关心自动推理、分布式推理和推理表征，因此，推理的基础方面——可废止型式的使用，肯定遍布整个AI。[68]
 论辩理论领域的研究转向这种基于型式的推理，合作和跨学科利用的潜能变得更大，这是一种先后在论辩型式的理论的和执行的模型方面发展的潜能。[69]


论证型式在科学、技术中的应用

在计算机系统安全工程中，一种“基于论证的方法”正在兴起。非形式逻辑的论证型式在安全论证构造和评审过程中有重要角色。论证型式提供两种装置：第一，在构建论证时，它们提供论证形式（型式）的仓库和提示所需要的零件（即前提和结论）的模板；第二，在评价论证时，每一论证型式提供一组批判性问题，它们能用于检验某一论证的似真性。批判性问题集指示一个论证的薄弱之处（假设），对它们可以质疑、挑战和攻击。论证型式方法既可以用于论证构建阶段，也可以用于论证评估阶段。型式方法凭借型式模板预防论证缺陷，凭借批判性问题揭露论证之不足，因此，论证型式方法比聚焦于探查缺陷的谬误方法（更何况传统谬误方法有时不能很好辨别真正的谬误和合理论证）要好。[70]
 虽然，非形式逻辑并没有提供计算机安全工程所需要的全部具体型式，但从非形式逻辑论证型式研究获得的知识能提供帮助。一个安全状态是合情理地证实风险被管控到合情理实践一样低的程度。构建一种安全状况的第一步是危险源识别和评价。然后生成系统安全要求来规定风险防御，以及如果危害出现的话如何进行管控。袁和凯利根据计算机系统安全工程文献提出10个常用的“安全论证型式”（safety argument schemes），并配以批判性问题。例如，根据风险规避的论证（Argument from hazard avoidance）：

前提：所有识别的系统X的风险都被处理了。

结论：系统X在可接受的安全范围内。

CQ1
 .被识别的风险清单有多完全？

CQ2
 .每一风险的识别有多准确？

CQ3
 .风险得到充分控制了吗？[71]


卡明斯对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研究过程的分析也显示，类比论证型式对这种研究有重要的认识论贡献，因而那种认为科学研究只包括或主要是演绎推理形式的观点很难站得住脚。研究者认识到，类比推理能促进在认识论上不确定语境中的研究进展，因为它指示探究中的说明性假说和所追求的研究方向。作为可废止论证的类比，还能够对探究中出现的问题做相反预示（counterindications）。同样，对英国疯牛病的研究过程的考察发现，不仅类比推理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研究将疯牛病与羊痒病进行类比），而且对于疯牛病的传染问题的论证频繁使用根据未知的论证型式。[72]
 研究者甚至认为，为了适应这些论证型式的假设性本质，需要对我们的科学探究概念做出一种实质性修正。[73]


四 决策

在决策支持过程中，对基于论辩方法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论证型式起着关键作用。推理步骤以论证型式的方式加以表达，这使得证明成为可能，也为用不完全模型处理缺省推理提供了可能。而通过定义附加的批判性问题集，建立了处理修正程序的方法。研究者认为，在构建论证时，论证型式提供了要考虑的论证形式库和提示所需构成片段的模板；在攻击论证时，论证型式所提供的批判性问题集能辨识对手论证里的潜在弱点。可以从三个角度区分论证型式：多重判据（聚合一系列标准）与单一判据（关涉单一标准）；成对评估（按照成对比较原则）与内在评估；评估（论证型式关涉行动的评估）与可接受性（只涉及行动的可接受性）。在理论上，所有组合似乎都是可能的，虽然某些比别的更为自然。有四种决策论证型式比较重要。例如，多重判据成对评估的论证型式和批判性问题是：[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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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1
 ：行动（假设）：该行动是可能的吗？

CQ2：标准清单（假设）：这个标准相关吗？我们应该引入一个新标准吗？事实上有两个标准是相同的吗？

CQ3：肯定性理由（假设）：有足够的肯定性理由支持该主张吗？聚合技术是相关的吗？

CQ4：否定性理由（例外）：无足够理由阻止该主张吗？聚合技术是相关的吗？

多伦多大学的两位学者厄普舍和克莱克探讨了在关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简称EBM）的辩论语境中，非形式逻辑的角色和应用。他们把图尔敏和沃尔顿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与普通临床方案联系起来，研究了临床推理、合理性和证据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非形式逻辑有这样的优点：它使临床推理中证据的作用明晰化，引起了对在需要证据的临床决策中理解对话语境作用的敏感性。最近，评论者指出了论证分析，特别是图尔敏模型方法，对基于证据实践应用的关联性。研究者得出结论，“论证是医学思维的基本单元”，证据分析的结构性方法以及它在论辩中的使用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厄普舍和克莱克针对EBM研究中所使用的图尔敏模型（以高血压处理为例），进一步区分了四种担保：

1.因为我是医生（直觉/权威）。

2.因为据我的经验它是这样运作的（经验）。

3.因为用特殊的生物化学过程干预，将降低血压（基本科学）。

4.因为许多设计优良的研究表明，麻醉药对降血压是有效的（临床科学）。

显然，在论证中存在广泛不同的担保，一些比另一些更强。EBM 寻求加强第四类型的担保。

医学知识的内在易错性指明，医生使用的推理类型本质上是很临时的，在其取向和表达盖然性的形式上是语用的（虽然似真推理也可以量化）。临床医学的判断和决定更依赖似真性而不是确定性，即在给定的环境集中，什么看起来是真的、恰当的。它为支持一个信念或证明一个行为的正当提供合理的指南，但事实上可能变成是错误的，有修订的必要。这与医学证据的本质一致。[75]


精致调谐的论证型式由专家系统实现中的基于主体推理的建议者所发展。比如，一些具体的论证型式被用于模型化器官捐赠和移植领域里的决策。[76]
 在医学中的器官移植选择系统里，也使用到论证型式。例如，Carrel＋系统包括一种基于论证的模型ProCLAIM。其特色在于有一个调停者主体（mediator agent）。调停者主体有三个主要任务：告知器官移植支持者主体在每一商议阶段可能采取的辩证移动；确保提交的论证是相关的（比如，它们遵循指导方针）；评估提交的论证，确认赢得论证并因而决定是否一个提议的决策是有效的。要保证完成这些任务，调停者主体参考四种知识资源。其中第一个就是论证型式库（argument scheme repository），调停者主体使用论证型式库和它们相关联的批判性问题指导支持者主体提出和交换论证。论证型式和批判性问题被用于刻画与移植器官生存有关的完整论辩空间，重点是如何指导主体探索他们的所有辩证义务。为了评估型式和批判性问题是否把握了全部需要的推理路线和论辩，研究者与医生合作精练了论证型式库，并为接受医生们对论证型式表征和论证型式库之组织的评论开发了一个互动网页。当前他们特别关心的是把使用者在与型式互动时（例示或编辑型式）的日常费用降到最低，同时确保这些型式依然把握所有需要的推理模式。[77]
 这一ProCLAIM模型还被研究者运用到关于河流流域污水管理的决策中。在它的论证型式库中包括了与污水排放和处理相关的具体论证型式。[78]


关于基因检测的决定及其论证评估也涉及论证型式的研究和应用。福克斯等（2007）开发了一个计算机应用程序，推论病人携带乳腺癌基因突变的定性水平上的风险，然后根据病人的历史提供支持和反对所推论风险水平的证据。鲁宾尼丽等人（2010）提出了一个应用程序，推论携带乳腺癌基因突变的定性水平上的风险，此外，为了辩护风险评价，由第二个系统生成的论证处理可能阻止病人接受该评价的个人偏见。格林等人（2011）开发的类似系统使用抽象的论证型式，为支持诊断和怀疑病人疾病的遗传来源构建论证。之后，格林（2012）讨论了关于是否做基因检测问题的论证型式。对米利亚德基因公司（Myriad Genetics Laboratories Inc.）的“乳腺癌易感基因分析病人教育工具”手册的解析表明，其中涉及实践推理的论证型式及其变体，比如防护动机的型式（protection motivation scheme）：

结论：你想要降低你与乳腺癌相关联的风险

前提（威胁的严重性）：癌症是严重的疾病

前提（易受伤害的威胁）：你的风险可能比一般人群要高

前提（效果）：某些干预措施能降低那种风险（或改善你得了病的后果）

还有因果/统计型式、因果/回溯/统计推论型式等，都匹配相关批判性问题。凯撒医疗机构的成员手册对于某人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做乳腺癌易感基因检测提供理由，依然使用匹配型式的批判性问题。美国全国癌症研究所情况说明书（National Canser Institute Fact Sheet）用问答格式提出信息，并配以回答中所引证的医学文献的参考列举。这一手册有新的批判性问题，比如批判性问题（有效性）：乳腺癌易感基因检测在决定是否某人有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是有效的吗？不一定。结果可能是假阴性、假阳性或无结果。[79]


此外，在知识管理、组合规划、管理会计等决策领域也使用论证型式方法。

五 其他学科

在文学研究中也看到topos
 的久远影响。史前社会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包含文学的方面、人物或背景，它们在古代文明、宗教文本、艺术甚至现代故事中反复出现。这些反复出现和重复的主题（motifs或leitmotifs）标记为文学topoi
 。在文学中，topoi
 可能解释为一个传统主题，文学之惯例；一个方法论或系统的总主题或话题；常见的讨论主题；源于保存口述心理结构的口头练习的公式化的表述模式；通常是某一特殊年代和地方（如，启蒙运动、战后的德国）或者特殊论说（如反女权主义、新保守主义）文本之内常见的主题、话题、意象或论据；诗歌中的一个topos
 是描述一个特殊主体的一种标准方式，比如，从头到脚描述一个人的外表身材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诗歌的一个标准topos
 。除了文学topoi
 ，还有音乐topoi
 ，甚至在绘画艺术中，也有topoi
 宝库传下来。在文学问题域中，topoi
 是指不断反复出现的主旨（motifs）、固定不变的主题，最终变成普遍可用的陈腔滥调。[80]
 库尔修（Ernst Robert Curtius）指出，对于中世纪的拉丁文学而言，topoi
 有从前几乎不为人所看到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库尔修1938年概述了topos
 概念，随后将这一修辞学概念延伸到几乎任何文学模因（literary meme）上。最有影响的是他论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的著作。[81]
 比如，库尔修注意到古代世界的共同观察：“所有人必死”在慰藉演说中作为一个topos
 ，人们面对自己的死亡常常停下来反思以往同样死去的很多很多人。库尔修注意到的另一种稍许不同的topos
 是，为各种修辞目的，对自然（天空、海洋、动物等）祈祷，比如见证一个誓言，讨好或赞美上帝，或者分担诉说者的哀痛。批评家曾经追溯这种topoi
 在古典时期到18世纪以至后现代文学中的反复使用。这可以用原型英雄和《千面英雄》理论中的研究为例说明（维基百科）。

文学批评家发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组织文章的常见方式（比如，比较、对照，定义、因果和划分等，源自亚里士多德28种论式）之外，文学批评还有六种重要的论式或老生常谈（common place）：轻蔑现世态度（contemptus mundi）、复杂性、表象/实在（appearance/reality）、无所不在（everywhereness）、范式（paradigm）和悖论。[82]
 它们是与印刷文学取向有关的论式。批评家指望通过六个论式（places）来弄懂（解决）他们的文本。复杂性和轻蔑现世是态度性的，批评家在考察文本结构复杂性和主题复杂性的同时，警觉衰亡或绝望的迹象。表象/实在指的是，批评家寻找二元模式，寻找表面之下的意义。悖论指批评家发现和调停文本的矛盾。无所不在即批评家辨识他人所忽视的某一模式，然后发现在文本中该模式“无所不在”。范式指批评家发现文本中的一个关键模式起着引导读者反映的作用，或者该关键模式被看作是反映了“真实”世界里的某个模式。[83]
 新批评主义使用全部六个批评的老生常谈，但倾向于强调其中的3个：无处不在、表象/实在和悖论。新批判主义方法假设，对文学的任何个人回应都是由作品的形式要素所引起。这里的基本任务是这些要素的分析，表明它们如何为生成意义而共同起作用。[84]


历史学家认为，修辞学的topoi
 尤其能很好适用于历史的常规研究。例如，伊利康亚斯（Heikki Ylikangas）在研究16世纪晚期以来附加在瑞典和芬兰法律和法令上的司法指导（jurisdictional instructions）的作者身份问题时，就运用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提到的一个推论模型：假如一个人有能力和动机做某件事，那么此人就会做此事。伊利康亚斯指出，佩特里（Olaus Petri）是一个具有足够知识和智力写作这些指导，也有充分的动机这样做的人。作者还使用了其他topoi
 规则，例如，假如一个文本为作者所熟悉的一个弊病表达了一种系统的、校正的解决方法，那么，改正这个错误就是作者的意图；假如一个作家认为某个人是某一错误的教唆者，那么，批评这个人就是该作者的意图。[85]


在宗教学中，布拉德利（David G. Bradley）对topos
 的定义和《圣经》研究有关：它是关于各种主题的简短精练的告诫。它们是仅仅与当下语境松散联结的教学的独立单元。突出的特性是，一个topos
 由一个以上处理同一主题的语句组成。单元发现于常见的题材。这个单元常常因使用与其他元素联结在一起的、反复出现的语词而强化。基督教的训勉（paraenesis）通常与道德教导相联系。一种宣传训勉的特殊方法是使用topoi
 。一个topos
 是“以独立的、适当的思想、行为、美德或恶习的主题之形式进行治疗”；是一类储存起来的答案，街道传教师频繁用它来回答普通问题；是固化了的苦口良言的微型短文。[86]
 这些微型短文采用一种标准形式：禁令（injunction）——呼吁要遵循或避免的行为过程；原理阐述（rationale）——要遵照的基本原理；议论——包括行为之逻辑的、实践的后果，常以一个情景、可选的相似境况为例来说明。例如，《德训篇》（Sirach 31：25-31）：“不要在喝酒上逞勇”（禁令），“因为酒已摧毁了好多人”（原理阐述），“火与水考验钢铁，同样也能考验心地”（相似情况），“如果你适度饮酒，酒便如人的生命……”（议论）。[87]
 据考证，在《协同书》（Book of Concord
 ）中，locus
 、loci
 等相关语词（locum
 、loco
 ）出现270余次。加勒指出，《协同书》中的作品按照神学的常理（commonplace）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法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及其《论题篇》。宗教改革者所使用的loci
 方法使用修辞学标引和安排《圣经》之教诲。这一哲学性的loci
 方法和记忆的应用，适合于人文主义，而且在许多不同层次的教育中具有突出的角色，也在改革进程中被运用，教导人们什么是他们要信仰的，从而什么可以得救。神学领域的早期改革者揭露他们敌手的“坏逻辑”，晚期改革者则写作他们的“好逻辑”。这种对逻辑的关注在改革年代里始终如一，甚至在之前的时期也是一样，比如奥古斯丁和奥卡姆坚持逻辑在神学中发挥作用，虽然是有限的角色。对改革者而言，逻辑的地位肯定在《圣经》之后，只能因救赎的原因正确地使用。宗教改革者将自己的作品划分为“topics”或“place”，以他们认为的主要条款为中心，用信仰来辩护。而且，这种划分允许他们规定某个地方适合讨论什么，不适合讨论什么，比如教导关于爱的必然性和善行之必须与教导辩护分离开。[88]


论证型式的普遍意义在对文化关键词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明。欧洲交际研究学者看到，对文化关键词的语义学分析可以富有成效地与论证分析的古典省略式方法结合起来，以便给检验文化关键词提供基本原理，而且，这种方法能为关键词的“说服力量”的现实处理提供有用的洞察。这种文化上共享的价值和信念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众人之意的概念。用当代的语言来说，一个众人之意是一种被相关公众或其意见领袖接受的意见。在省略式论证中，文化关键词往往扮演中词的角色。关键词在明确陈述的小前提中可能担当共享价值和信念（众人之意）的词汇指示器，而这个众人之意充当隐含的大前提以支持某一主张。[89]
 更准确地说，一个共同体中的公开论辩中典型地具有这种功能的那些词很可能是该共同体文化中关键词身份的候选者。在省略的论证结构中，一个关键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谓词，但不只是作为一个谓词，因为它一定是一个众人之意，一个命题。与关键词相联系的众人之意定义对一个行为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取向，比如，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生命；选择的自由是最值得要的；叛国罪是最坏的犯罪等。这样的众人之意的形式可以简化为：对所有x而言，假如x有属性P，那么x是好的或坏的，合意的或不合意的。[90]


考察某种文化中的谚语所代表的论证型式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有趣课题。研究者指出，英美文化中的谚语表明了大量的逻辑原则。谚语反映了推理或论证型式的隐含的类型学；具体说明和评论恰当的推论模式，提醒注意一般和特殊的谬误。它是一种习俗智慧。[91]


一些文化研究甚至将topoi
 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施泰特（Ch.Stetter）《文字和言语》（1997）说，topos
 是“演说者和听众彼此碰面的共同信念之地”。波恩朔伊尔（L.Bornscheuer）的《论题》（1976）指出普遍topoi
 有四个结构特性：习性（habituality）、潜能（potentiality）、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符号性（symbolicity）。在修辞式推理中，把topoi
 当做前提使用预设它们确实反映了特定社会有关事物和事实的共同意见，此谓“习性”（habituality）。它来自亚里士多德的endaxa
 （众人之意），这个希腊词（拉丁：probabilia
 ）描述了特定社会主流的或共享的意见。潜能可用亚里士多德就目的所做的说明：“寻求一种探索方法，通过它，我们就能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就任何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推理。”（100a，20）可能问题的范围极为广阔，因而对它们的考虑要求高度灵活地使用论题的材料。通过诉求某一特定社会的众人之意，几乎无限制的适用性成为可能。因此，在其出发点上，每一topos
 都是“自身未确定的和一般的”；但是，在某一问题的语境中，它为各种各样的兴趣开发特殊的论辩矿藏，而挑选与熟练应用适合每一个特殊情境的topos
 是留给作者的任务。意向性是指一般的、未决的topos
 向一个特殊论辩的传递。Topos
 的摇摆因此变成一种特殊语境的论辩力量。第四个特性符号性：任何topos
 都能采取一种短语或记忆韵文的形式。依此特别具体的形式，它任凭特定社会群体成员使用。这种从topoi
 角度对世界的理解与形而上学和科学不同，因为topoi
 受制于时间，它们的有效性限于特殊地点（place）。此外，topoi
 具有特殊的审美品质。它们是利用（也创造）道德榜样、隐喻和神话或宗教故事的文化特异性想象的产品，正是这个想象的、世俗的方面，给世界的文化意象赋予其意义和魅力的“神奇”力量。作为一种意义自由指派的topoi
 理解，靠多价的解释潜能盛极一时，相关的不定性（indefiniteness）是topoi
 的一个长处，因为语义多价的测量开辟思维的解释视野。对世界的一种文化特异性理解，与其说是作为逻辑的结果，不如说是作为topoi
 构建的结果而发生的。在这里，特殊topoi
 组合成的综合体构成一种topoi
 世界观，文化独特性的秘密正是要在其中来寻找。具体的情景领域需要被理解为激发演说活动和古典修辞学所勾勒的五个步骤的历史和文化的具体语境的一部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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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

第七章 亚里士多德的论式理论

在古希腊和罗马，论式
 
[1]

 （topos
 /topoi
 ，locus
 /loci
 ，argument schemes）是辩证法或辩证推理的基本战力装备，是修辞术跃升为理性说服的催化剂。而且，修辞术、辩证法和逻辑有共同的源头——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索：早期修辞术尤其是智者的法律修辞术，首先刺激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辩证法的建立；其后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推理的系统研究建立了论式系统，这种论式理论（一种逻辑理论）又成为改造旧修辞术的利器；而与论式相联系的四谓词理论进而成为古代逻辑学的核心——三段论系统发展的基础。整个西方研究论式的传统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西塞罗对它的译述后来又被波伊提乌的《论论题种差》加以评论，并从概念上予以重新组织。《论论题种差》后来成为中世纪大部分评注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当今论证型式研究的历史出发点。但是，topoi
 和loci
 有悠久的语义演变史，其纷繁的含义需要厘清。

一 topoi
 的多义性

仔细考察会发现，英语的topics或commonplaces难以反映古代topoi
 的多重意义，因而很多文献干脆将其直译为places。当然，英译的汉语翻译亦难涵盖topoi
 的纷繁含义。在此情形下，试图把topoi
 理解为单一的、融贯的学说实为枉然。对topoi
 学说发展史的梳理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辩证的topoi
 含义相对稳定，修辞学的topoi
 却变动不居。里夫指出，topics可能指推论模式（modes）、所考虑主题（subject）的诸方面、一个听众的态度、议题（issues）的类型、修辞材料的类目（generic headings）等。[1]
 所以，他建议，应从这个复杂传统分离出某一路线，细心追溯其发展来进行研究；而他的研究对象就是与拉丁loci
 理论中的人和行动相联系的topics。[2]
 我们则主要从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和《修辞术》（尤其2.23）讨论或列举的topoi
 出发，研究这样一类topoi
 ：相较而言，它们比其他类型的topoi
 与推理或论证有更多、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有相对浓厚的逻辑意味。因此，我们采用顾曰国的译法——论式，来指称与论证型式相联系的辩证法和修辞术中的一般（有人称为形式的）topoi
 。

而从学科领域考察，topos
 的用法至少涉及四大领域：物理学、记忆术、辩证法（含逻辑学）和修辞术（含写作）。而且，不同领域中的topos
 又相互纠缠，比如，记忆术与修辞术，辩证法与修辞术，甚至物理学的topos
 也能与修辞术的topos
 勾连起来。即使在某一特殊领域，topoi
 的含义也不单纯，例如，往往与修辞发明（invention，具有发现和发明双重含义）相联系的topoi
 ，可能指文学中反复发生的主题（themes）、人们从中得到一个论据或论证的经验领域、激励观念创新的启发法等。topos
 的这四个领域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物理学空间意义上的topos
 ，另一组是与话语相关的topos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物理学》、《天象学》和《论天》等，对物理空间意义上的topos
 ——地点，进行了讨论；而《论题篇》和《修辞术》对隐喻意义上的topos
 即与论说相关的策略、方法作了论述。


Topoi
 的两条语源线索

追溯topoi
 的语源有两条路线，而且都上溯到公元前4世纪。一些学者认为，topoi
 的来源可能与记忆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163b）本身就提供了某些线索。
 
[2]

 有证据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使用亚里士多德辩证方法的过程中利用某种记忆系统。这些系统似乎一直基于一系列对有固定顺序的真实位置（如沿街的房子）的形象记忆；要记住的项目然后被叠加到这些形象上，使其有可能按顺序、相反顺序或者直接依靠该系列中的位置被回忆起来。topos
 术语本身也许打算回忆这种技术。甚至有迹象显示，亚里士多德想要按照一种固定的顺序记忆一个一个的topos
 ，例如关于某种一般观念的topoi
 群组总是以同样的顺序频繁出现。像亚里士多德所意识到的一样，以固定顺序枚举的项目清单更易于记忆。运用亚里士多德方法的辩证法家能通过井然有序的清单来搜寻合用的topos
 ，而不是随意铸造。因此，一个topos
 是为迅速记起而储存大量论证（据）的一个地点。另一条追溯路线发现，topos
 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个军事术语，指有利于发挥军力的地方，即人们能用以有效建立一种攻击的位置。[3]


现在流行的一种中道的说法是斯密斯提出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topos
 的上述两个意思交织在一起。可用两种方式描述topos
 ：它是针对敌手的一个攻击点，也是存储论证（据）的一个地点。[4]
 德里荷将这一解释推进一步，把两个来源都当作是有效的：第一个意思（主动的、语用的）有其军事用法的来源，第二个（被动的、静态的）至少部分地来自记忆术。[5]
 在一个特殊的辩证遭遇战期间，语用的、辩证的用法确实符合第一种可能的起源，而与topoi
 一览表中的这个或那个topos
 相联系的挑选，需要第二个可能来源
 
[3]

 。

传统上，将topos
 的英译topic描述为论证的源泉、场所或驻留之地。古典的比喻形式是：修辞家是一个猎人，论证是他的猎物，topos
 就是可能在其中发现该论证的一个狩猎场。[6]
 猎人发现猎物从来不是全然意外的，却可能常常令人惊奇。米勒猜测，topos
 或许是早期希腊狩猎思维的遗迹。这是在狩猎的（venatic）或推测的世界观语境中希腊修辞术特性的一种体现。柏拉图就曾频繁比较修辞术（或诡辩术）与医学、狩猎、航海和其他手艺；亚里士多德的ethos
 （品格）也有狩猎的来源，其早先的意思是“haunts”——栖息地或“动物通常被发现的地方”。荷马曾用它指马匹的荒草地。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也比较了雄辩家和猎人：“在艺术、观察和类似的实践中，熟悉你的追逐与追踪你的猎物的土地（范围），这便是一切。”昆体良则将两种形象组合起来：地点（locus
 ）是论据居留的秘密地，论据必定从这里引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发明的处理也常运用狩猎的意象，尤其在阿格里科拉和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作品中。昂格（Walter J.Ong）将文艺复兴狩猎意象的使用归于拉丁语sylva
 （森林）的次级用法，意为材料的富足或聚集，具有希腊同源词hyle
 （意为材料或题材，被砍伐的树或木料）的基本意思。文艺复兴使用的这些狩猎意象为随后科学和技术的讨论提供了发明的词汇。科学被描绘为猎取（hunt）自然的秘密。[7]


在《论题》（Topica
 ）中，西塞罗将topos
 翻译为locus
 即place。一个地方是一个论据的地域，它的sedes或seat（座位），一个条凳（bench）或一个宝座（throne）；或者这样来表达，它是一个居住地（dwelling place），就像在一个人的家里；一个基础、地基。sedes来自单词sedeo
 ，意思就是“坐”，但也可能是“建立”的意思，意为“使……定居于……”（be settled）。在西方，当一个争斗者是论证之地的唯一拥有者、驱逐了其他要求权利的人时，他就赢得了一个论证（一种怀疑转变为一种确实性或认同）。西塞罗使用大部分取自罗马民法的例子（它是用财产权的术语规定的，而财产权的概念历史上一直扎根于土地物主身份权的概念），来一般地说明topos
 逻辑的理念。而在拉谟斯那里，locus
 被描绘为不动产开发中的个体结构，凭这么多英尺的清晰空间与其他东西隔开。修辞发明的辩证方法，是一种扎根于topos
 逻辑的领地性（territorial imperatives）方法。正是这些领地性或地盘占有天性奠定雄辩演说家修辞力量的基础。[8]


物理学的topos


在较早的《范畴篇》中，对topos
 的处理并没有区别质料和形式，也没有说明变化，采用的是柏拉图的概念，topos
 与占据地点的对象具有一样的广延。“空间是连续性的数量。因为体的各部分占据着空间（topos
 ），而且这些部分具有连接它们的共同边界，空间的部分也是如此”（5a，9-11）；“对空间，说它作为数量似乎具有相反者，好像是很有道理……的确，我们在限定所有其他相反者时，都会想到空间”（6a，12-16）。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还没有认真和明确地表述空间或地点的概念，他所描述的日常的topos
 概念乍看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在后来的《物理学》中受到检讨和拒斥。[9]


《物理学》所讨论的题材与我们当今意义上的物理学不太相同。它所利用的素材包括：直接的经验予料（data）；基于直接经验予料由大众或哲学家获得的公共意见或众人之意（endoxa
 ）；纯粹逻辑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定理、难题（aporiai
 ）或怪论。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系统中，topos
 是一个理论术语，它在整个理论中的地位也是由它与其他理论术语（特别是质料和形式）的关系这种特殊方式决定的。[10]
 在《天象学》（Meteor
 ）中有topos
 的纯粹地理学的使用。“地震是局部性的，常常只在小范围（topos
 ）内发生，但风却不然。”（368b，14）这一“地理学的”用法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若干论著中。作为三维物体的topos
 的某些用法，依然颇为接近《天象学》（353b，5，9，354a，1）中的“地理学的”用法：“他们似乎认为……整个宇宙的其余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地点而构成的……他们说，起初，地球周围的地点全是湿的……有些海在地点上彼此完全无关联。”《论天》（De Caelo
 ）中的topos
 用法也类似于此（310b，7；287a，12-13）。

《物理学》对topos
 的讨论与《论题篇》和《修辞术》对论说范围内的、隐喻的topos的讨论并非全无关联。首先，除了《尼各马可伦理学》（1145b，6-7），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方法在《物理学》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清楚明确地得以显现。有一个重要段落向我们提供了说明topos
 的方法论：“我们应该以这些为基础去探讨其余的问题，力图像这样来说明地点是什么，以便解决所提出来的疑难，并且阐明那些被认为是属于地点的特性确实为它所有，还要进一步澄清有关的麻烦和疑难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每一个问题都有完满的解答。”（211a，8-11）《物理学》对topos
 的讨论满足所有这四个要求：提供一个定义；归因表面的事实；解决疑难；澄清该主题内在困难之缘由。物理学家的实际任务就是要剔除日常思维和普通用法没有以融贯方式使用的、似乎有合情理含义的topos
 术语，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理理论的语境中不再使用它们。因此，《范畴篇》和《物理学》中topos
 用法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说明：在前者中，亚里士多德是以乍看起来合情理的普通用法的意思之一来使用topos
 ，而在物理学中，它被检讨和拒斥。不过，可能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正统概念并未证明在所有环境中有用，所以并没有把作为三维的、自立的广延的topos
 概念剔除干净。在其哲学生涯的进程中，亚里士多德的确发展了对日常思维和言说之含糊和歧义的自我意识，对他来说，日常语言的惯例和困难构成了他对诸如地点和空间这样的理论实体之本质的辩证探究的原材料。[11]


其次，不少学者发现，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使用了和《修辞术》完全相同的术语：idios
 和koinos
 。任何对象都有“其特殊的或特有的地点”，和“对它与其他事物共有的地点”（209a，31-32）。这也是《修辞术》（1358a，12-33）中用来描述特殊的和普遍的topoi
 的术语。因此，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的思考也许与《物理学》中的思考相联系，两者之中的topos
 存在一致性。[12]
 topos
 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容器，不只容纳一个物体，而且“表现出某种影响，具有某种力量”：“自然而单纯物体的移动表明地点具有某种潜能，因为如若无障碍，每一元素都被移动到自己所有的地点上。地点不仅有方位上的区别，而且有潜能上的不同。”（208b，10-12，22-23）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明，限定力量早已在地点中；正是地点本身的本质，通过其包容和围绕的能力（容量）提供这一定界：以围绕来包容。topos
 显露其生产的潜能，它只是通过自己对那些物体的固有的响应能力而具有定界物体的能力。从《物理学》的论述抽象出来的topos
 的意思，对于发明的理论和实践的差异生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地点确实也是在何处，但不是作为在地点中那样意义的在何处，而是作为在被限物中的界限。”（212b，27-29）这种topos
 的概念提议一种生成性的地点理论，它强调内在性、响应能力和连通性。[13]
 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理解《物理学》的topos
 论述对修辞术理论的意涵。亚里士多德原来的隐喻似乎要求我们构想不是作为命题的topoi
 ，而是从其获得命题（或辩证法中的词项）的源泉。《物理学》暗示，如此的源泉可以被认为是容器，或许能认为是不完全决定形状、不完全决定内容的容器。在这种容器之内，生成性的并不完全可预见的或预定的概念组合可能出现；在其之内，听众、词项和命题之间的新的（或旧的）连接可能（或不可能）被发现（或创造）。Topos
 就像形式和实体被汇在一起的一口大锅，在其中质料（hyle
 ）和形式（eidos
 ）相互作用，生成论证和说服的成品材料。[14]


还需注意，古代世界的科学史和古典逻辑史与地球描绘史和绘图密切联系。地理（地球的描绘）在几何学的帮助下研究空间、位置。科学作为一种用几何学模型化的空间而出现，差不多所有思维都是地志学的，思维和认识都受位置的约束。思维和地理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思维的元素即思想如何被想象；人们如何想象顺序即这些思想的定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观念发现于遵循地理景象之模型的概念空间，这个景象由位置来标记。在古代记忆术中，这一点尤为清晰。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地图上，思想像面积一样被定位，描绘它们关系的语词指示其位置和轮廓。人们假定，这个景象的元素是某些事实（同一原则），不能同时处于两个地点（免于矛盾），它们安排边界（不可能有第三者的原则）。如果要把世界合理地组织起来，人们就必须挑选、概括、画出区隔和连线。所以，空间和地理的观念形成思维的基础。这些地点（topoi
 ）被定义为古典沉思（reflection）的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把topos
 描绘为发现证据位置的规范，它反复出现，具有空间呈现的特性。[15]


记忆术的topos


记忆能力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极为重要。公元前516年左右，希腊最受赞赏的抒情诗人西蒙尼戴（Simonides，约公元前550—前468年）发明了“记忆术”（mnemonics）。发明记忆术的动因源于西塞罗记述（《论演说家》）、之后利玛窦也曾转述的一个传说。

一位名叫斯寇帕（Scopas）的贵族宴客，来宾中的诗人喀俄斯的西蒙尼戴在向主人致敬而吟诵的一首诗中有一段赞美了天神宙斯的双胞胎私生子卡斯特（Castor）与波利克斯（Pollux）。斯寇帕很小气地告诉西蒙尼戴（据说他是第一个写诗取酬的人），他只能付一半事先约好的吟诗酬劳，另一半去向那对双胞胎神要。稍后有人通报西蒙尼戴，宴客厅外面有两个年轻男子求见，他来到外面却未见到人。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塌了大厅。其他的欢宴者都被砸死在其中，血肉模糊，肢体残缺，即便是其家属也难以辨认。不过，西蒙尼戴能准确地回忆起这些亲友饮酒时的位置，于是，他一个个地点出名字，尸体也就得以辨别。这两个未露面的神，在大厅倒塌之前把西蒙尼戴召唤出去，算是给他吟颂的厚酬了。这次经历让西蒙尼戴领悟到，安排有序是精确记忆的关键。西蒙尼戴还被认为是第一个等同古典诗歌和绘画方法的人，他强调视觉对其他感觉的优越性。[16]
 他称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画家描绘正在进行的事，文字描写已经完成的行为。这使得他将位置或地点（topos
 ）与形象或意象结合起来创制记忆方法系统，即通过把场所和形象印入脑海的方法来达成记忆。因此，想要锻炼记忆能力的人必须选好场所或位置，把要记住的事物构想成形象，再把这些形象储存于位置，让位置的秩序反映事物的秩序，这些事物的形象会指明事物本身。需要时，我们便可从记忆中提取这些位置和形象。西塞罗的《论演说家》还提到了雅典具有超常记忆力的几位杰出人士，据说他们都曾经使用形象和地点写下他们想要记住的事情，就如在蜡版上写下字母一样。当然，这要以自然赋予我们记忆力为前提。如果我们的记忆力是隐藏的，那么这样的练习无疑能唤醒我们的记忆。所以，通过训练养成能使用大量清晰、明确、间距合理的地点与有效的、轮廓确定的、独特的形象的习惯。[17]
 记忆术也是演说家的修辞术的组成部分，雄辩家凭记忆术可以把长篇演说词准确记住。从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建立“记忆之宫”的方法可以窥见记忆术之大概。“记忆之宫”是人们头脑中的空间结构，用以安置鲜明的、能唤起记忆的形象，走进“记忆之宫”，便能从有序排列的“房间”中找到需要的内容，按照事物的顺序进行记忆。利玛窦从罗马学院学到了这些记忆的技巧。他告诉中国人，对于每一件我们希望铭记的东西，都应该赋予其一个形象，并给它分派一个场所，使它能安静地存放在那里，直至我们准备借助记忆的方法来使它们重新显现。

约作于公元前1世纪初期，现存拉丁文献中最早关于修辞术的系统论著《献给赫伦尼》（Ad Herennium
 ）做出这样的提示：为了更容易记忆，形象要尽可能引人注目，生动；或者赋予它超凡脱俗的美丽，或者独一无二的丑陋，使其更为醒目；或者用鲜血玷污，用泥巴弄脏，用红漆涂抹它，使其触目惊心；或者给形象添加几许滑稽效果，也易于让人记忆。昆体良这样阐明怎样使用场所来存放所选择的形象：最主要的观念形象被安置在前院，其次的形象安置在起居室，其余则应按预定顺序围绕蓄水池安置，它们不仅仅被保管在卧室、客厅，甚至可以考虑塑像等物。这样安置之后，一旦需要召唤关于这些事物的记忆，人们便可依次拜访所有这些场所，并从保管人那里将它们一一取出，于是，每看到一件物品，就能回忆起各自的细节。因此，无论人们想要记忆多少东西，所有的形象必然如同舞者手牵着手依次连接，由于它们是按前后顺序挨个连接，因而便不会出错。除了最初安排它们各就各位的劳动之外，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同样，可以如我所说的在一套房子内进行安置那样，我们也可以将形象存放在公共场所、一次长途旅行、城市的防御工事，甚至一些图片之中。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自己构想类似的场所。而利玛窦在给巡抚陆万垓讲述记忆术时也说，记忆法的最关键的是每幢建筑物里存储形象的场所的次序。[18]


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都论证，topoi
 代表记忆中的位置，在那里一个要寻找的事物的诸方面被标记或编制索引。由于每一topos
 都代表一个概念维度，所以聚焦于topos
 给头脑指示一个特殊的位置并帮助回忆与该位置相联系的项目。使用一个topoi
 系统，能提示储藏与一个概念相联系的项目的所有地点（维度），因而帮助一个言说者回忆他曾将其与一个给定概念联系起来的全部信息。以这种方式使用topoi
 可帮助言说者发现他期望存在的那些项目。

人类的和人工的智能系统都提议topoi
 对识别记忆中的地点的用处，认为topoi
 代表一种详尽的、或多或少标签识别语义空间中的关键点的离散集。Topoi
 是抽象语言所能允许的最高位，人类概念化的各种维度被贴上人类认知的上位结构的标签。对于概念加工和所有被认为调和知识各部门的捷径来说，topoi
 是中立的线索。topoi
 是不管主题内容的有活力的分类器，它们可推广到所有情况。这一基于当代心理学证据的观点相当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和培根坚持的立场。尼尔森的实验研究决定是否存在相信topoi
 会辅助人的记忆的证据；从实验上检验topoi
 系统对回忆与特定议题相关之项目的效果。威尔逊和阿诺德描述的论式系统
 
[4]

 代表一种一般概念结构，特别适合帮助回忆。因此，尼尔森在试验中使用这一topoi
 系统检验这一假说：在一小时内，与使用对于被试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概念的自由回忆的被试相比，使用威尔逊和阿诺德所勾勒的topoi
 提示线索的被试，将回忆起更多的项目。试验表明，以修辞的论式和它们的同义词的形式出现的上位词项对于高度有意义的或较少有意义的议题，是有效的概念刺激。在一小时的回忆过程中，使用上位概念的被试，就一个高度有意义的议题，生成了比使用自由回忆的被试多17%的项目；而对于较少意义的议题，被试生成多于10%的项目。这个证据支持这样的主张，topoi
 能担当发明过程的重要部分。研究者也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9]
 英凡特的两个实验研究也倾向于支持尼尔森的发现。[20]
 威尔逊和阿诺德给出了扩展的例证，说明topoi
 如何充当人的信息检索的线索。博登和尼尔森则表明威尔逊和阿诺德的属性和关系topoi
 如何效力于计算机化的信息检索。[21]


辩证法的topos


亚里士多德的topos
 概念其实是苏格拉底程序的系统化。他设想在两个对谈者之间发生一场争论：其中一个是回答者[后来的拉丁术语是应答者（respondent）]，他必须在两个不同观点中选择其一，并加以辩护；另一个是提问者[拉丁术语是敌手（opponent）]，他的任务是攻击应答者的回答所构成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时代，topos
 获得了与辩证法和论辩相联系的一种新的技术性含义。有学者认为，topos
 的核心有一个论证形式（argument form）——结论形式和对应前提形式的抽象或概略的陈述。这一形式嵌入亚里士多德辩证方法之组成部分的程序之中。然而，亚里士多德在专论topos
 的《论题篇》中并没有给出该术语（特别是辩证的topos
 ）的定义。对此，人们提出多种猜想：这是亚里士多德罕见的疏忽？《修辞术》包括topos
 定义的那部分内容佚失了？更普遍的推测是，当时topos
 的含义人所共知，亚里士多德本人相信他的听众熟悉这个概念，因此关于其定义无须赘言。不过，人们可以从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分析中提炼出topos
 的核心意义。古典辩证法传统的表述差不多也就是：topos
 是论证的源泉、场所或驻留之地。这个比喻在某种程度上与修辞术的topos
 的所指有所重叠，即都与论据的发现或论证的构建有关。

辩证法的topos
 出现于一种辩证情境之中。“辩证法”从芝诺悖论（归于不可能的推理）发端，苏格拉底扩大了辩证法概念，把它看作是通过问答探索真理的方法（助产术），柏拉图接受了这个描述，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不同于“分析”的论证方法，辩证法被理解为通过会话的理性论证艺术。中世纪的经院辩证法更强化了辩证的规程格式，它被发展成为逻辑的一个技术性部分——义务游戏（竞赛）。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与“辩证的”频繁联系的概念是对立。所有形态的辩证法都涉及对话、对立（矛盾）、对手（正、反）。在现代，辩证法被视为应用逻辑的一个分支，处理各种会话语境中的论证评估问题，[22]
 比如范爱默伦等的语用—辩证的论辩方法、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的“新辩证法”等。新辩证法突出了古典辩证法的对话、意见对立，并强调对话程序规则。弗里曼更明确指出，一般的对话或论辩不同于辩证情境中的论辩，认为辩证情境有三个突出特性：包括冲突或对立、参与者寻求批判地解决某个问题、参与者的角色事先就规定了。[23]
 说一个情境是辩证的，意思是它的参与者在某个主张上存在对立，包括交互的提问，为的是批判性地检验这个主张，这个过程以一种受控的、由规则支配的方式进行。这些规则规定参与者的角色和批判性过程的标准。[24]
 沃尔顿最近则提出辩证情境的8个特征：包括两个相互推理的参与者、必须处理问与答、是情境的和语用的、总是以存在两个参与者之间的深层对立为核心、论证不必基于知识或信念（基于接受即可）、基于那种表达普遍接受的意见的前提、既有形式的方面也有描述的或应用的方面、必须处理论辩中所用词项的意义和描述这些意义的定义。[25]
 辩证论辩的每一方在证明和反驳的过程中，都需要运用一些基于某种规律的论辩策略或论证路线，这就是辩证推理的topos
 。

亚里士多德通常将topos
 解释为是提问者所使用的。一个topos
 的模式是：

1.a.看看是否其他部分陈述了/意味着……

b.那么，做/说/问……

2.因为……

因此，topos
 由一个“指导”和一个“理由”组成。亚里士多德倾向以一些标准程序为重点，比如检核属与种，辩论中事物的具体差异，或者与该事物对立的某种东西。“理由”是被用于确证一个推论的命题。这些命题是简单和富有洞察力的逻辑—语义或逻辑规律（少量的）、必然真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某些核心概念定义的结果（主要是关于属、种的陈述）或者是显然令人信服的、难以反驳的、既非总是亦非必然，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真的命题。[26]
 它们不一定是必然真或普遍有效的，而往往是专家或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原则。在论证中，被这类群体视为有高度可能性、规范性的东西依然有充分的力量。例如，一个不那么强壮的人经过特别训练能举起的重量比一个大力士能举起的还要大，这绝非不可能。但是，对于听众而言，这个例外并不否定“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力士能举起更大的重量”这一原则的一般的可接受性。[27]


不过，在此对topos
 的解释依然有多种，每一个都分别反映它的某个侧面：

视角或观点（point of view. Prantl，1855；Hambruch，1904；Viehweg，1962； Wieland，1970）
 
[5]



逻辑形式（logical forms.Havet，1846）

许多论证类型的共同大类（Thionville，1855）

能发现与某一辩证目标和相同辩证目标有关的许多论据的一个地方（Grote，1872）。

解决四类辩证问题（定义、属、特性和偶性）的原则（Gardeil，1908）

在记忆中一个要寻找的东西的地点（Jebb，1909）。

论证路线（line of argument.Robert，1924；McBurney，1936；Cooper，1954，King，1955）

寻找某物储存的地点和仓库本身；包含若干同类修辞论证的一个标题或范围（Freese，1939）

非分析性规律（non-analytical law.Bochenski，1951；De Pater，1965）

标题（headings.Baldwin，1959）

研究公式（research formulas.Lausberg，1960）

能引出对可发现适合特殊言说任务之想法的最佳狩猎地之思考的一种系统（Wilson和Arnold，1964）

公理，公理形式（Ebbesen，1981；De Pater，1965）

研究指导（investigation-instruction.De Pater，1965；Stump，1988）

论辩策略（strategy of argumentation.Stump，1978）

在危险道路上引导我们的安全规则（safe rules to guide us on dangerous path.Lieber，1980）

自明之理（axiom.Ebbesen，1981）

非分析性前提（non-analytical premises.Plebe，1990）

规训规则（disciplinary rule.Fiss，1992）

约束结构（structure of constraints. Fish，1992）

辩证推理由以得到其论据的“鸽洞”（pigeon-holes.Ross，1995）

外部推论原则（external inference principle.Primavesi，1996）

一种命题和原则（a sort of proposition and principle.Slomkowski，1997）

起着保证从前提到结论跃迁作用的人类推论的一般原则或规则（McElholm，2002）

为获得优势和形成成功论说的论辩策略，普遍可接受的论证型式，制造论证的机器（Rubinelli，2009）。

一种“陈词滥调”（cliché），便当论据（take-away-argument.Buss，2012）。

近来，一些学者（如佩特、布雷特和鲁宾尼丽等）通过研究topos
 的结构来概括相应的定义。研究发现，亚里士多德论述topos
 时，通常使用特殊语词skopein
 （你应该考察）和gar
 （因为）。前者在一个topos
 的第一部分出现，其作用是提醒注意，它被解释为指导、策略或规则。后者完成topos
 的第二部分，代表一种逻辑或价值论的规律。这两个因素虽然并非次次出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中是出现的。此外，论述topos
 时还可能配以例子、目的、名称和适用条件。比如，在《论题篇》112b，7-10论述属与种的论证，113a，20-30论述根据偶性论证，113b，27-114a，6论述根据对立的论证，都包括了指导和规律。[28]


从逻辑视角的各种解释中提炼出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是：topoi
 是在某个论说中用来提供论证前提的一般命题或概念，论说的参与者将其当作合情理（似真）的而共同予以接受。它们能应付抽象的哲学问题、具体专业问题或一般人类生活问题，通常有固定的结构，在语言表现上是一个（或一些）词或语句，一般以修辞上精微的风格表述。[29]
 从当代的研究来看，古典的topos
 的核心与argument scheme（论证型式）的核心基本相似。古典topos
 系统是一种介于形式逻辑的严格性与修辞术的情感潜能之间的论辩理论。对于那种以修辞效力（说服性）与辩证标准（批判的合情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重点，非形式论证的概念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论辩理论来说，topos
 系统有显著益处。[30]


从古典辩证法视角来看，topoi
 对应于当今的argument schemes（论证型式）。在此意义上，若要选择一个既反映topoi
 的核心意思又易于理解的译法的话，“论式”为佳。对于论辩和逻辑而言，透彻理解topos
 有重要意义。通过领会topos
 ，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非科学的”知识领域；topos
 也能帮助我们洞悉古代辩证游戏的本质与功能；它还能使我们从历史长河里辨识出一种论辩的非形式传统：[31]
 以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为起点，经由西塞罗、波伊提乌、中世纪辩证法家，到20世纪下半叶由图尔敏和佩雷尔曼复兴，直至当代的语用—辩证法等新论辩理论。

修辞术的topos


修辞术中topos
 的所指最为繁杂。从修辞术的主要议题——发明或发现（invention）学说的历史演化来看，topos
 的含义也有天壤之别。在修辞术的发明中，topoi
 是观念之关系的基本范畴，每一个topos
 都能充当发现谈论某一主题所需的模板或启发法。发现（明）的topoi
 的字面意思就是“发现事物之地”。

最早的topos
 指的是口头文化不断重复的固定语录和程式（formulae）。赫西奥德（Hesiod）使用由箴言、警句、聪明的说法、劝告和比喻构成的编目技术（掺杂一些故事）。在赫西奥德目录中发现的那种材料，更像文艺复兴时期累积常理或老生常谈的材料。口头表演者、诗人或演说家需要这种材料。这种材料含有常备的绰号、修辞格、范例、箴言、警句、引语、人和事的赞美和谴责以及美德和罪恶的简明论述。在近代之初，累积的常理存在于数不清的印刷销售的集句或札记簿（commonplace book）中。伊拉斯谟（Erasmus）在《格言》（Adages
 ）、《警句》（Apothegms
 ）和《对话录》（Colloquies
 ）中汇集了数千常理。[32]
 《集句》被设计成提升言说者或作者对几乎任何情景做出回应的智谋或能力，topoi
 一语指论诘实践中反复出现的元素。

普罗塔戈拉是第一个设计topos
 概念的人。他发现两个对立的逻各斯（logos
 ）是所有实在固有的；演说中所提出的任一问题，都可找到正、反论证。其实，这种topos
 从阿那克西曼德到亚里士多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发展。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希波克拉底等作者那里，基于两极对立的宇宙论、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理论极为普通。[33]
 亚里士多德也暗示智者系统运用了topoi
 。[34]


即使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中的topos
 的意义也起伏不定，它是论证路线、发现的地点、记忆点、普通话题（common themes）、冲突论证之地（places of clashing arguments）和三段论推理中的担保（Boone，1987：40）。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至少提到三种topoi
 。一是共同的topoi，如更大或更小，可能或不可能，过去或未来事实（1358a，21；1391b，23-1393a，20）。二是28个一般的topoi
 （1397a，6-1400b，33）。三是未予详细说明但数量庞大的特殊的topoi
 （1358a，18，23）。在修辞学研究中，人们最为看重一般的topoi
 。奥克斯将一般的topoi
 理解为词项类（如属和种）之间的形式关系模式，或者修辞式论证通常采取的模型的混合（如更多或更少）。赖安认为是论证的模式。最近，劳森—坦克雷德（Lawson-Tancred）说它是相当一般的论证。[35]


而西塞罗修辞理论中讨论的loci
 指“论题”或“主题”、“专门性的topos
 ”、“题材指示词”、“论据”和“现成的论据”，早先主要指作为题材指示词的loci
 概念——“属性”（attributes）。拉丁的communis locus
 即commonplace（现成的论据，常理）指一种反复出现的话题（theme），比如友情，由结构性的固化主题（motifs）的汇集所组成，该主题再展开为各种主题成分（如友情的主题包括平等、互惠、互信、需要时的无条件帮助、心甘情愿付出最大牺牲、率真和忠诚等）。因此，一个topos
 并不是一种文学形式，亦非仅仅是论辩路线，而宁可是各类文学形式（箴言、范例、故事、常备的尊号、夸张的主题等）中使用的共同主题。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描述了演说家可能在3个具体的演说情景中发现可利用的说服手段。每一手段都是演说者可以用来发展演说的修辞的topoi
 。卷1描述议事演说之生成相关的topoi
 ；包括政治的、伦理的和关于法律（制度）的topoi
 。关于政治的topoi
 有5个：财源、战争与和平、国防、进口和出口与法律的制定。这5个主题域是议事演说的创作者为发现该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意见可能要去的特殊topoi
 或地点。这些特殊的修辞topoi
 不同于《论题篇》所描述的辩证的topoi
 ，因为它们不是给人们提供分析一个具体命题之谓述的形式方法。卷2在描述情感的、伦理的和逻辑的诉求时也列举了topoi
 （题材），但这些topoi
 更具体——关于情感和品格的事实命题或者我们通常认可的“常理”，比如亚里士多德陈述了普遍接受的关于年轻人的意见（1389a，3），它们不同于提供发现命题的方式，而是常理本身。穆斯格雷夫提议将这种topoi
 称为“命题的”topoi
 。[36]
 所以，topos
 是固化了的、有普遍适用性的主题仓库，亚里士多德使用短语idioi topoi
 即特殊的topics来描述它。后来的修辞术手册概述了结构化的topoi
 和适合于各类演说的topoi
 。雅典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公元3世纪）所写的一部论典礼演说类型的手册中，提出婚礼演说的4个topoi
 ：新郎的家庭、新娘的家庭、婚礼的夫妇和新房的描绘。在每一topos
 之下，他建议了演说家能用来扩展主要话题的各种主题。[37]
 大量的topoi
 也出现于像昆体良、郎吉努斯（Longinus）、伊拉斯谟、谢利（Sherry）、皮查姆（Peacham）、伯吞南姆（Puttenham）等修辞术家的著作中，[38]
 而亨利·戴（Henry Noble Day）的《修辞艺术要义》（1866）不仅有专门章节论述topics，而且在一个名为“发明练习话题”（themes）附录中列举了500个左右的topoi
 。

从具体的topoi
 考虑，它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公众普遍接受的抽象信念和价值的命题之详细目录，描绘某一共同体的社会知识和符号，[39]
 或者如博克（K.Burke）的观察：“亚里士多德心中的topoi
 明显相当接近于当代社会学家所谓的‘价值’。”[40]
 拉丁修辞理论家早就开始背离亚里士多德作为推论策略的topoi
 概念，将论证的topoi
 放在修辞论说的一般主题的概念基础上，该系统的焦点从推论连接的发现转移到论证材料的发现。[41]
 拉丁人想要创造一种穷尽的修辞发明启发法的企图对20世纪的修辞术思维有实质影响。科贝特（Edward P. J.Corbett ）评论说，当人们密切考察在本世纪一直发展的这种启发法系统时，会注意到其中许多与古典topoi
 系统有姻亲关系。[42]
 一些作者提议一种新的topoi
 系统。例如，拉尔森的系统质疑方法，斯蒂尔和雷定的可能起论辩前提作用的美国文化价值的详细目录，威尔逊和卡罗尔的共同属性和关系的16点体系。从发明方面考虑，topoi
 甚至和头脑风暴联系起来，即我们设法考虑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每一想法。由此看来，topoi
 是用来发现可能论说任何东西的心理地点。[43]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向即兴演说者提供所谓隐喻的topoi
 系统：艺术、生物学、商业、化学、经济学、教育、英语、电影、外交、历史、法律、军事、哲学、心理学、宗教、政治、科学、社会学、体育运动、电视……这一具有弹性、可扩展的清单跟随早已存在的学术范畴或主修，给学生提供联想来发展有关他们引证的观念。在确定引证的意义之后，学生能从头到尾查看这样一个topoi
 清单，问这样的问题：这如何与艺术相关？如何与生物学相关？如何与商业相关？等等。这些问题引起演说话题与topoi
 之间的关联。一个完全即兴的论题可以通过使用这样一个topoi
 集形成。topoi
 的古典概念能转变成一种现代联想的帮助，支援辩论学生发现、创造和记忆适合即兴的观念。隐喻topoi
 系统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写作方面的需求。初学的学生可能仅仅从他们的主修兴趣形成观念。但作为获得信任和知识的演说者，其他更为创造性的和富有挑战性的方法也可能尝试。一个更老练的演说者可能使用topoi
 发展跨领域的广泛的隐喻。[44]


从以上分析所得到的教益是，不可能用一个译法反映topos
 的多重含义，应该根据其出现的语境或考察它的视角，分别译为地点（物理学）、位置或场所（记忆术）、论题或常理（修辞学的含义之一）和论式（辩证法、修辞学的普遍topoi
 ）等。

二 前亚里士多德时期的topoi


按照迪·安格洛（D’Angelo）对修辞学中topoi
 发展的三阶段划分——累积的topoi
 、分析的topoi
 和综合的topoi
 ，大约在公元前700年的赫西奥德时代就形成topoi
 发展的第一阶段。


Topoi
 的形成

一般来说，荷马时代的人关心附和传统比做出个体判断为甚。此时，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文化上，对诗歌的认同都是必要的。因为，记忆需要认同，而且史诗保存了法律、历史、传统、道德观念以及群体的社会规则。但是，伊里亚特人要对事物进行思考，就必须能够反抗自我认同史诗的习惯。当然，要使诗歌成为知识的一种对象，必须从叙事流中把内容（在史诗故事中隐含的作为由重要人物完成的行为或事件）抽象出来，这样，它们就能成为思想和经验的对象。字母表的发明使得用一种非史诗的习语报告经验更为容易。口头文化不断重复固定的语录和公式（formulae）形成最初的topoi
 。记忆模式和背诵模式构成口头文化思想。这时，不再只是回想和感觉而是开始认识（know）的自主主体，能够面对大量成为他的知识之对象的抽象规律、原则、topoi
 和公式。在赫西奥德目录中发现的那种材料，更像文艺复兴时期累积老生常谈的材料。编目技术逐渐将累积的老生常谈与诗歌叙事分离开。在赫西奥德《神谱》（Theogony
 ）和《劳作与日子》（Works and Days
 ）这样的来源中，从成千的口头传统的语境中分离或抽象出目录来，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一种分离的或“抽象的”形式正在显现，逻辑思维也浮现出来。总之，在口头文化这个阶段，累积的topoi
 隐含在诗歌叙事中，分析的topoi
 以一种老生常谈（作为一种未分化基质中的“关系”）材料的形式嵌入口头表演。[45]
 在荷马的《奥德赛》中（22.321-25）就已有根据可能性的论证。据邦斯考证，[46]
 那时的文学作品中就有很多合情理（reasonable）论证的例子，如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德斯》（Eumenides
 ）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
 ）。

演说和修辞学中的topoi


根据可能性的论证（arguments from probability
 
[6]

 或eik
 ós
 -arguments）的发明与作为一种艺术的修辞学本身的兴起相联系。据说修辞学的创立者西西里人科拉克斯（Corax）和提西亚斯（Tisias）发明了这种论证。这是在驱逐暴君之后刚刚建立的民主制城邦中，一种影响和指引政治集会的手段。不过，在实践中运用可能性论证的主要领域其实是法庭雄辩。而且，即使是在法庭雄辩中，也主要是用在有关是否某一罪行真的由被告所犯的议题上（较晚的修辞学理论称之为推测的争点）。这种论证并不是基于柏拉图所谓的貌似真（truth-likeness）的概念，也不是以频率为基础的现代概率概念，其实质是，演说家通过指明自己的叙事与听众在先建立的信念集[即他们的普通日常经验、道德价值、知识（intellectual knowledge）、情感倾向和行为习惯]的融贯一致，而使他们的主张成为（对听众）可接受的。演说者的论证路线适合于听众本人在相似情境下的情感和做法，或者他们知道（也许是合情理的假设）讨论中涉及的那人、他的朋友或亲属或其他类似的角色会在相似的情境和相似的条件下如何感觉或行动。

特别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可能性论证在希腊修辞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高尔吉亚、安提丰、吕西亚斯、伊索克拉底和其他早期阿提卡演说家（Attic orators）大量使用它们，而且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学家也频繁使用。高尔吉亚《帕拉梅德斯辩护词》在一个虚构的审判背景中，使用可能性（指合情理性）的论证（topoi
 ），为帕拉梅德斯被控的叛国罪开脱。这些topoi
 的使用体现当时希腊社会的重要价值。高尔吉亚对法官说，请求朋友和群众的同情对判决是有用的，但要说服你们这些希腊人中最优秀的人来说，借助朋友、悲伤的恳求者和哀歌是无用的，只有最清楚的论证才能使你们信服，我要向你们披露事实真相，而不以欺骗手段来逃避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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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将根据品格的论证和逻各斯作为说服的工具。可以看出，高尔吉亚提出了一种辩护或修辞方法，该方法是由根据合情理性的逻辑的、伦理的论证所组成，它们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描述类似。在辩护中出现的关于动机和能力的各种类型的论证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所描述的用于法庭的topoi
 。只不过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中的topoi
 与高尔吉亚topoi
 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脱离语境的，而后者被置于帕拉梅德斯虚构的叙事语境中。[47]
 安提丰《四部曲之第一》（First Tetralogy
 ）和《关于谋杀希罗底斯案》（On the Murder of Herodes
 ）以及利西阿斯（Lysias）的演说（1，9，12，16和24，在这些演说中根据可能性的论证特别突出），都是如此。正是在关于这种意见不一的演说中，使用根据可能性的论证以获得最佳效果。西西里的法庭雄辩家在那种没有目击证人、书面文件或生成其他不容置疑的直接证据的案件中，运用这种完全适宜的方法进行成功的辩护。对他们来说，这种论证的主要长处是，它的使用完全在于演说者对技巧的掌握。因此，它也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技艺的”或“人为的”论证。也正因如此，这种论证常常受到指责。在《费德鲁篇》（267a）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提西亚斯和高尔吉亚“把可能性看得比真理更值得重视，他们能够运用语言的力量，使微不足道的东西显得很重要，使重要的东西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这个评论并不见得公正，[48]
 像提西亚斯、高尔吉亚和安提丰这些人，实质上并不相信可能性是比真理本身更好、更强或更有价值的论证，而仅仅是在由诸如书面文件、目击者人证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保证的“真”不可用或不确定的案件中，把根据可能性的论证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加以诉求。

可能性论证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是显性的或隐性的。前者明确用eik
 ós
 、éoika
 或其他变体来标示，比如“极为可能的是X”、“Y是不可能的”或者“X比Y更可能”。安提丰和利西阿斯使用的论证大多如此。后者并不使用这些标示语词，而是用否定短语的形式，或者以潜在祈愿语态、反事实方式设问的形式来表达。

亚里士多德把可能性论证整合进自己的修辞式论证的总概念中。可能性是修辞式论证的两个基本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将可能性置于他所谓的众人之意（éndoxa
 ）——普遍接受的意见的基础之上。这个众人之意的概念引进了一种强有力的、以听众为目标的元素。不是事件的客观概率，而是意见的主观可接受性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中心。

雅典的伊索克拉底认为，修辞学是教育的理想基础。他思考的是使用以可能性（实为合情理性）为基础的推理处理实际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库”是能生成对决定一个人在任何特定环境下行动的合理考虑的那种论证源泉。这种“topos
 的”推理可以在伊索克拉底的演说《战神山议事会颂》（Areopagiticus
 ）的开头发现。在著名的演说《泛雅典娜节集会辞》（Panegyricus
 ）中，伊索克拉底将动词enthumeisthai
 （思考，考虑）引入合情论证的语境中。他用enthumeisthai
 以及名词形式（enthumema
 ）等指称以（历史的）事实观察和可能性（合情理性）的考虑为基础的推理领域。当然，伊索克拉底还没有给出这个术语的定义，其使用方式代表作为技术性术语enthumema
 发展过程的前反思阶段。这些发现也被伊索克拉底的同代人、教育辩论的对手阿尔基达玛（Alcidamas）使用的enthumema
 所确证。在《论智者》（On Those who Write Sritten Speeches
 ，or on Sophists
 ）中，enthumema
 的用法不仅涉及诉求逻辑认识，也把情感和情绪当作是相关的。后来，阿尔基达玛从记忆的角度得出同样的看法。这种解释也有语源学的根据。enthumema
 的词源thumos
 （“心灵”或“精神”）指的是情感和思想组合的复杂体。总之，此时作为非技术性术语使用的enthumema
 有三个特性：有逻辑因素，指的是心理操作、一种思考路线，其中对可能性和合情理性的考虑发挥作用；有集体性的因素，因为该论证能从基于个体和与他人共享的经验，从作为说者和听者之源头的知识库得出。这个知识库包括非理性和理性的因素；指用语言表达的思想或论证，它显现于一个表达出来的语句或语句集，这说明enthumema
 和onomata
 （语词，话语）有密切关系。[49]


公元前350年，兰萨库斯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of Lampsacus）的《亚历山大修辞学》（Rhetoric to Alexander
 ）首次对修辞式推论进行了技术性处理。利用修辞式推论（enthymeme）进行的论辩，其本质具有topos
 的性质；可能性、相关行为、事件的通常路线、共享经验的材料要素以及表达简短的形式要素，都旨在为演说者提供实践技巧。这种论证类型用名词enthumema
 表示。[50]
 后来，亚里士多德用enthymema
 指修辞式证明。修辞学不是关于科学证明或辩证法的，而是关于说服性论证的原则，因为它被非专业人士使用，比如平常的陪审团成员等。修辞式推论的例子来源于文学。所有这些材料来源构成人们知道一般是真的、著名的命题，演说者把它们当作topos
 或常理，进而用来使一般陈述合情理化，将其转变为一个合情理论证。

柏拉图辩证法中的topos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希腊雅典成了新观念、新理论、新技巧和新教育形式的展示和推销的大市场。尤其在立法院和法院，有政治抱负的人通过展现口头论辩才能和技巧，而有希望走上权力的坦途。因此，讲授辩论术和法律诉讼技巧的职业人士，能诱来慷慨解囊的听众或学生。同样，会饮和宴会场也成为各种思想论争的场所。那些作为教师的智者因发展了一种通过提问进行言语争论的形式而大出风头：在对话中，说者提出一个观点，他的对手则设法通过提问使得说者陷入矛盾或无话可说。普罗塔戈拉发现两个对立的逻各斯（logos）是所有实在固有的；演说中所提出的任一问题，都可找到正、反论证。其实，这种topos
 从阿那克西曼德到亚里士多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发展。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希波克拉底等作者那里，基于两极对立的宇宙论、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理论极为普通。然而，对立并没有予以严格定义，对立之间的关系常常过于简单化。比如，后来亚里士多德努力发现的对立和矛盾之间的区别尚不明确，不同对立类型之间也没有清楚的一般区分。柏拉图在不同对立类型之间做出了某种重要区分，澄清了矛盾难题；特别指出，外表的矛盾陈述表现为一个事物（在某一意义上）被断定又（在另一意义上）不被断定，根本不是矛盾。在其一系列对话中，通过他的划分方法——某个属被分为种或一对相反物，发展了许多这样的区分。亚里士多德给予对立模式最为详尽和系统的处理。[51]
 有学者推测，这种技巧很可能源于雅典法律诉讼程序。雅典法律诉讼程序允许诉讼当事人让他的对手接受一连串提问，只允许做出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52]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开启了topoi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大约公元前624年），即从智者到17世纪或18 世纪左右，这个时期可以被描述为分析topoi
 演化历史的分化阶段。在早期希腊思想中，对立和类比以及解释的方法是主导的论证类型。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哲学家尚未用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那种分化的范畴进行思考。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倾向于在他们的推测性思维中使用类比。但在论证中使用的对立并不总是精确的，有些类比是牵强的，某些没有考虑否定实例。柏拉图对类比逻辑作出了某些重要贡献，但亚里士多德在其对范例的讨论中，最充分地描述了类比。范例分为三组：历史的相似、取自其他领域的例子和寓言。范例是基于类比的修辞论证。[53]


苏格拉底将智者所发展的言语论战技巧用于严肃的哲学目的，将他们的问答游戏转变成一种对定义进行解构的会话策略，其本质是通过熟练而深刻的提问检验通常定义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辩证法”具有破坏性检验的功能，可以揭露错误、幻想和无根据意见。[54]
 苏格拉底摆脱了用隐喻、老生常谈和格言论说的诗歌传统，用合理的表达方式，影响他的对谈者不得不更注意适当的合理性标准。柏拉图的一些对话表明，topos
 方法在苏格拉底论辩模型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例如，柏拉图的《拉刻斯篇》（Laches
 ）就有topos
 的运用：当拉刻斯在对话中将勇敢定义为坚定性时，苏格拉底通过表明勇敢是美好的东西，而坚定性不是（坚定性或固执可能和智慧结合，也可能和愚蠢结合），进而论证了勇敢和坚定性不能等同，因而用坚定性定义勇敢是不成立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苏格拉底的论证首先运用了亚里士多德后来所称的“根据对立”的topos
 ：说者要建立或反驳将一个偶性归于一个主词，就要表明该偶性的对立偶性属于或不属于该主词的对立主词。主词“和智慧结合的坚定性”与“和愚蠢结合的坚定性”是对立的，谓词“美好”和“有害”是对立的，所以，谓词“美好”属于主词“和智慧结合的坚定性”时，谓词“美好”的对立谓词“有害”就属于对立主词“和愚蠢结合的坚定性”。其次，苏格拉底假设了“有害的东西并不是美好的”这个endoxon
 （众人之意），它是拉刻斯接受的。最后，苏格拉底实际上运用了这样的策略：说者反驳陈述两个事物是相同的前提，可以通过表明一个的偶性不是另一个的偶性。换言之，我们有这样的逻辑定律：如果A和B在逻辑上是等同的，那么，任何对A为真的东西对B也真；反之亦然。证明某种东西对一个真而对另一个不真，就证明了A不等同于B。[55]
 由于美好的属于勇敢，但不属于和愚蠢结合的坚定性，因此，和愚蠢结合的坚定性与勇敢不是一回事，所以，用坚定性定义勇敢不成立。[56]
 按照罗宾逊的研究，topos
 概念的系统使用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因为他第一次给出了辩证topoi
 的系统说明。它们是理解理念的手段：topoi
 代表一种对理念、理念的结构关系和层级予以连接或划分的关系。基于topoi
 的辩证法被当作是攀登理智世界的途径。柏拉图描绘了一组辩证程序，并没有叫做topoi
 ，但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密切相关。第一个程序是划分，可见实在的组织反映理念的秩序。其他的组织规则是根据更多和更少、根据相反、根据相似、根据定义和根据关系的规则。在这些一般标签之下汇集了亚里士多德后来当作topoi
 的东西。在柏拉图作品中，表达topoi
 的另一种方式是，把它作为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所使用的那种论证的实例。我们通常会发现，苏格拉底使用他的反驳（elenchus
 ）方法质疑专家意见，探究论说中的矛盾，使用类比论证等。苏格拉底提供了辩证法家工作的模型：运用共同或常见的论证形式提出问题，探析对手论证的弱点。[57]
 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没有发展分析和构建这种论证的新术语。

三 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论式理论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大约在赫西奥德时代开始出现的老生常谈材料，走上了演变为分析的topoi
 的道路。昂格将其概括为：口头文化生成了作为其累积和检索知识的程式装置（formulary apparatus）的常理，手写本进而起着程式推动力的作用，使得通过将常理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写在书页上来进行编配和分类。结果是智者、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西塞罗、昆体良其他人所做的“分析的”常理（即标题或loci
 的列举）的第一次理论编纂。亚里士多德之前的topoi
 一直是现成的（ready-made）论据或常理，被用于特殊演说。亚里士多德作为形成修辞式推理之材料的topoi
 概念将累积的常理和分析的topoi
 联结起来。28个普遍topoi
 或“论证路线”独立于特殊的主题内容，是构建修辞式推理所依据的基本的、不可分割和内在的构件。在《修辞术》中，格言出现于修辞式推理之下。如果从修辞式推理去掉三段论的形式，剩下来的前提或结论都可能是格言。在赫西奥德时代出现的常理材料开始向亚里士多德修辞式推理材料过渡。这个修辞式推理材料转而变成形式上更为抽象的范畴，如对立、因果、定义、划分等。[58]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论式有双重功能：它是能证明某一结论之真假的一种视角或观点，也是能发现论据或论证的地点。

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古典辩证法的一种形式。希腊哲学家们对辩证法的界定并不相同，但共同的要素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两个当事人互相推理。在《申辩篇》（38a）中，苏格拉底把辩证讨论称为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59]
 斯多葛学派认为，聪明人必须擅长辩证法。第欧根尼在描述斯多葛辩证法时写道，没有辩证法的研究，聪明人就不会在论证方面绝对可靠，因为辩证法区别真与假，澄清似真性和含糊的陈述。[60]
 苏格拉底使用问答系列的过程来检验人们所声称的知识。这个辩证过程常常叫做反驳。霍格伦德勾勒了苏格拉底辩证法模型的大致轮廓：

一个问题在会话中出现了；

苏格拉底表露出对这些问题的迷惑或无知；

他的朋友（对话者）用一个说明（explanation）或解释来帮助他；

苏格拉底通过提问细致审查这个说明；

朋友通过回答“是”或“否”来辩护那个说明；

苏格拉底归纳出他的朋友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承认的东西，而这一归纳的结果与所提出的那个说明是矛盾的；

那个说明现在要被修改或放弃。[61]


按照罗宾逊、柏拉图的辩证法模型的特征可用4个规则来描述。第一，辩证法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至少两个参与者合作轮换提问和回答；第二，回答者或回应者必须按照自己的真实看法来回答问题。当然，在对话期间，该看法可能改变或修正，不过，回应者被期望保持其意见的一致性；第三，回应者必须总是回答提问，不能只是表达无知。该规则防止回应者躲避提问（当然，有圈套预设的提问另当别论）；第四，辩证法不承认权威，不允许回应者以权威为基础接受任何东西。此规则和第二条一起告诉我们，辩证法被设定为是关于回应者意见的。[62]


亚里士多德的任务是给出辩证法更为一般和精确的说明，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结构或形式方法。[63]
 《论题篇》是论述辩证法的完整著作，但亚里士多德用dialectic意指何物尚有许多分歧和不同理解。不过，对于古代世界所接受的辩证法的一般印象可描绘如下：辩证法是一种由提问者和回应者通过提问和回答而相互推理的理性讨论艺术。它包括在整个对话序列中运行的论证和连接论辩步骤的链条。它既是争论的也是合作的，因而不同于争论的或诡辩的单纯争吵。它探究或研讨一个常常是有伦理意义的争议话题（比如在柏拉图对话中所显示的苏格拉底的实践），以双方的初始对立或分歧为基础。它的前提基于回应者的回答，也基于普遍接受的意见。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发现在整个对话中得以展开的论证中的缺陷、弱点、矛盾和谬误的过程。有时，对话过程并没有以解决原来的冲突意见而告终。即便如此，辩证法也颇有裨益：通过讨论澄清了歧义或含糊，检验了合情理或不合情理的假设。它的目标看起来是要向所讨论事物的真相或真理进发，苏格拉底对话说明了这一目标如何达到。但是，辩证法也有阴暗面，它可能蜕变为反逻辑的和争吵的，狡猾的诡辩家为了蒙骗而滥用它。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辩证法不仅适用于哲学领域，也可应用于各种对话，包括教育、法律、政治等以及日常会话。与这种普适性相随，辩证法成为一种规则支配的活动的结构，甚或是一种潜在的形式框架或组织化活动集。[64]


辩证论辩是一种在柏拉图创立的学园中进行并很可能制度化了的游戏。两个争论者履行提问者和回答者的角色，他们就一个形如“P是或不是如此”的问题展开争辩。《论题篇》开头解释了这种论辩。[65]
 辩证论辩围绕辩证问题展开。辩证问题不是所有人或多数人都明白的问题。辩证的问题对于选择和避免是有用的。它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属于争论的议题，起自人们根本没有意见或者引起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主题。这种问题是回答者可以用简单的“是”或“不是”回答的。在辩证论辩中，讨论是由向回答者提出一个问题的提问者发动的。他的任务是通过将回答者导向陈述最不可接受的后果，该后果是回答者所坚持的命题必然造成的，来反驳回答者的论题。[66]
 在此背景中，提问者有两个明确的任务：一是，如果回答者说“是”，并提出命题P，提问者就必须摧毁P。要这样做，他必须找到一个命题Q，Q一方面表达P的一个必然蕴涵，另一方面其内容却是回答者不可接受的，拒斥Q导致P的毁灭。二是，如果回答者说“不是”，并提出命题非P，则提问者必须建立P。为此，他必须找到一个命题Q，一方面代表P的充分预设，另一方面其内容回答者不得不接受，这种接受导致P的建立。当然，回答者可以要求澄清或评论一个问题的多种意思。一个辩证的论辩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也许是提问者的所有前提都得到赞同，成功建立结论；回答者可能毁坏了提问者的论证，因反对不能被反驳的东西；或者在规定的时间里，提问者不能建立他的论题。这种论辩是一种竞争的游戏、训练，通过讨论如何解决意见冲突、有输赢结果的一个过程，两个言说者学会论辩。为确保健康的讨论，论辩由行动守则管控，好像被一个正式的裁判或某人的老师、朋友所监控。[67]


克雷伯认为，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和《辩谬篇》的确是一种相当严格的辩证系统
 
[8]

 ，它可构造成一种可名之为“学园的1
 ”（ACADEMIC1
 ）的形式辩证系统
 
[9]

 ，它是《论题篇》和《辩谬篇》的基础。[68]
 有两个角色：提问者和回答者。在对话的第一步，提问者提出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要求回答者接受相互矛盾的陈述之一作为自己的论点。这个步骤形式化为“问题T
 ，﹁T
 ”。下一步，回答者要从“论点T”或“论点﹁T
 ”得到他的选择。然后，提问者的论点必定是回答者论点的矛盾即回答者剩下的那个选项。现在，提问者引出他自己的论点。因此，如果回答者的论点是T
 ，提问者就得到﹁T
 ，反之就推断T
 。为了获得其推断的前提，提问者使用一种可形式化为“提问P
 ，﹁P
 ”的移动，要求回答者让步或承认，回答者然后必须做出让步或承认（通过“让步、承认P
 ”的移动或“让步、承认﹁P
 ”的移动）来回答这一提问。在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中，回答者可以选择要求澄清或反对该问题（例如，通过指出一个含糊之处，但这里对此不形式化）。根据回答者的承诺即前提P
 1
 ，…，P
 
n

 ，提问者凭借基本论证（仅由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的论证，没有间接步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C
 （即执行一个“P
 1
 ，…，P
 
n

 /C
 论证”的移动），如有必要可以重复这一程序。由此以最后的论证：“R
 1
 ，…，R
 
n

 /T
 论证”设法最终得出他的论点（比如说T
 ）。在亚里士多德系统中，也可以质疑论证的有效性（但这里假设任一方提出的基本论证只是有效的或至少是无异议的，而不予形式化）。因而，回答者必须以放弃论证的结论来作出反应（“让步或承认C
 ”）。提问者也可以用归谬法论证。某些命题被假设标记为“不可能的”。假如C
 是不可能的，P
 1
 ，…，P
 
n

 是论证者的承诺，提问者可以使用P
 1
 ，…，P
 
n

 和某个假设H
 ，以归谬论证得出C
 （归谬“P
 1
 ，…，P
 
n

 ，H
 /C
 ”），以获得对H
 之否定的承认或让步。H
 可能是回答者的论点，但也可能是某个别的命题。同样，归谬的论证被假定是有效的，回答者的反应必须是让步或承认H
 之否定（“让步或承认﹁H
 ”）。一旦回答者承诺提问者的论点（与他自己的论点矛盾），对话就结束了。这时，提问者赢了，回答者输了；或者在时间到了的时候，回答者没有被迫承诺提问者的论点，此时回答者赢了，提问者输了。

可用汉布林形式辩证法系统的风格表述这些规则。用C
 ，H
 ，P
 ，S
 ，T
 ……指那种语言的语句，在这种语言中有固定的有效基本论证（P
 1
 ，…，P
 
n

 /C
 ）的可判定集VA，表达不可能命题语句的固定的可判定集IP，Q为提问者，A为回答者。

ACADEMIC1
 的规则如下：

语句规则：

Q的语言表达式 问题T
 ，﹁T
 （T
 本身不是一个否定）；

提问P
 ，﹁P
 ；

论证P
 1
 ，…，P
 
n

 /C
 ；归谬P
 1
 ，…，P
 
n

 ，H
 /C
 ；

A的语言表达式 论点T
 ；让步P


结构规则：

S1在每一轮，一个言说者贡献一个语句。

S2 Q首先移动，提出“问题T
 ，﹁T
 ”。

S3“问题T
 ，﹁T
 ”类型的移动只执行一次。

S4“问题T
 ，﹁T
 ”必须被“论点T”或“论点﹁T
 ”跟随。

S5“提问P
 ，﹁P
 ”必须被“让步P”或“让步﹁P
 ”跟随。

S6只有P
 1
 ，…，P
 
n

 /C
 ∈VA，且P
 1
 ，…，P
 
n

 是A的承诺，才可使用移动“论证P
 1
 ，…，P
 
n

 /C
 ”。

S7“论证P
 1
 ，…，P
 
n

 /C
 ”必定被“让步C
 ”跟随。

S8只有（i）P
 1
 ，…，P
 
n

 ，H
 /C
 ∈VA，（ii）P
 1
 ，…，P
 
n

 是A的承诺，且（iii）C
 ∈IP，才可使用移动“归谬P
 1
 ，…，P
 
n

 ，H
 /C
 ”。

S9“归谬P
 1
 ，…，P
 
n

 ，H
 /C
 ”必须被“让步﹁H
 ”跟随。

承诺规则：

C1“论点T
 ”将T
 放置在A的承诺库里。

C2在一个移动“让步P
 ”之后，P
 进入A的承诺库。

对Q不需要有一个承诺库，也不存在对从A的承诺库删除承诺的需要。

赢输规则：

W1令游戏的第二个移动是“论点T
 ”（T
 不是一个否定）。只要﹁T
 出现在A的承诺库，游戏就结束了：Q赢，A输。

W2令游戏的第二个移动是“论点﹁T
 ”（T
 不是一个否定）。只要T
 出现在A的承诺库，游戏就结束了：A赢，Q输。

W3如果移动的数目等于预先固定的限制，且W1和W2均不适用，那么游戏结束了。A赢，Q输。

以下自然语言例子例示这些规则的运作：


B
 我们的头脑代表我们自己。


J
 任何某个领域的人在SCI期刊上发表400篇以上文章，他就是该领域的专家。


F
 我们的头脑代表我们自己属于神经生物学的陈述。


P
 S教授在SCI期刊上发表了神经生物学领域的400篇以上文章。


C
 S教授主张我们的头脑代表我们自己。


E
 S教授是神经生物学专家。

表7-1 亚里士多德辩证推理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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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对话中，提问者Q在第14步赢了。

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或topoi
 是在辩证对话过程中使用的具体论证路线或方法。但是，与这个辩证过程相关的论证或推理有很多，它们之间的区别应该澄清。

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类型和topoi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研究了各种论说中的论证形式，发现它们因论证的目的、前提的状态和推论的性质不同而相互区别，其中一些和对话（辩证法）相关。必然的论证对应于几何学的演绎证明，前提是公理（不证自明），推论是三段论，因此保证得出的结论是定理。教导的论证是教师教学所用的推导，前提是在特殊学科内认可的，从一般到具体推演，由于其中可能涉及师生的问答，因此有辩证特性。检验的论证相对于现在辩论会中辩手使用的论证，以众人之意（endoxon
 ），即共同信念、公认意见、受尊敬的意见或公共意见领袖的看法为前提进行论证，推论可能是演绎，大量的是具有演绎形式伪装的合情论证，目标是反驳对手，置对手于自相矛盾或显露无知之境地。从最狭义角度来理解，辩证的论证有三个特征：从众人之意前提出发，通过问与答，以反驳为目标，此种论证用于论辩能力的训练。[69]
 修辞式论证根据可能和迹象进行论证，一般是合情推论，目标是说服听众，主要用于演说，其中推论所依据的一般前提常常是人所共知的知识（众人之意），因而可略而不提。其余争执的和诡辩的论证基本属于谬误，主要因其目的不纯，因而有“表面胜利”或“表面智慧”的恶名。
 
[10]

 亚里士多德讨论的这些论证类型在当今的论说中依然如影随形。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两种逻辑：关于三段论和辩证推理（广义的）的逻辑。不过，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逻辑发展偏重于三段论逻辑开辟的方向，演绎逻辑得到充分的研究，辩证推理尤其在近代以来逐渐被遗忘了。

表7-2 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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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论式属于最狭义的辩证推理，即它同时具备辩证法的三个要素：问答、反驳和众人之意。“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是辩证的推理。”（100a，30）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很多地方突出辩证推理的“众人之意”特性（24b，11-14；65a，36-39；81b，18-23；105b，2，30；162b，25，31；165b，1-4；183a，37-39）。
 
[11]

 前提的特性而非逻辑形式构成辩证的论证与证明的论证的区别。当然，辩证论证也通过问答进行，它具有不受限制的一般性。不过，“根据众人之意的论证”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因为《论题篇》的开头就给予众人之意特别突出的地位，而且它是辩证的和证明的论证的种差，辩证论证的其他特性只不过随之而来，或者是偶然的。《论题篇》提供辩证法的艺术，这是一种在论辩中获得成功的系统手段。而亚里士多德在一开始就强调众人之意的真正理由就在于他相信，发现我们论证某一结论所根据的正确的众人之意的能力是辩证技能的关键。[70]
 辩证法是问答过程。论证者要依据他人的回答即别人的意见进行论证。可是，人们的意见众说纷纭而难以预见。一种对人们所相信的各类意见的系统研究可能形成辩证艺术的基础。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辩证法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握那以共同原理为根据而形成的反驳的各个方面”（170b，10）。《修辞术》（1356b，28-35）更完整的表述是：“……修辞学不会研究个别地众人之意比如对于苏格拉底或西比阿斯而言的众人之意，而是研究对这类人而言的众人之意，就如辩证法一样。”
 
[12]

 亚里士多德将众人之意分为几类：每个人的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聪明人的意见等（100a，34-21；104a，5-11；105a，33-36）。对于那些需要提出可能被各种回应者接受的前提的辩证法家来说，汇集这些各种各样的众人之意的类别将是有用的。获得前提是辩证技能所需的四种工具之一（105a，20）。获得或选择前提包括制作按照这种划分的各种意见的清单，[71]
 这个程序的目的是要拥有我们的回应者在论证中会承认的前提。因而，我们也应包括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概括，也应注意知名人士所坚持的意见，对某类事情有所研究的那些人的意见，以及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相悖等（105b，9-18；104a，11-15，34-37）。不过，也可以按照主题内容来归类各种众人之意（105b，13）。

如果想从某一特定对手承认的前提推出某一特定结论，我就需要找到满足两个要求的前提：第一，想得到的结论从它们推出，第二，讨论中的对手接受它们。按照相信者的类型分类意见有助于第二个要件，按照主题内容的意见分类对第一个要件有用。一种结合这二者的交叉分类正好给出了我所需要的东西：特定类型的人所接受的关于给定主题的前提。然而，这个双重分类系统也只是提供了也许证明是有用材料的一个仓库或库房。真正的辩证艺术应该提供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发现一个人的对手可接受的前提，它对推出想要的结论是有用的。这便是topoi
 本身给我们提供的东西（《论题篇》第2、3卷的主要内容）。[72]
 辩证topoi
 的特征是：辩证法家知道他必须达到的结论；他寻找那些允许他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泰奥弗拉斯特将“指导”称作parangelma
 （训诫、指导），仅把“原则”（precept
 ）或“规律”称为topos
 。“指导”给出“寻找”结论的给定特征，如果那个特征出现，topos
 就给出某个一般规则，有助于发现一个有用的前提。《论题篇》（113b，27-28）关于相反者的指导和topos
 的运作可理解如下：假定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好事（A）是有益的（B）”，假如A和B都有相反者（“坏事”和“有害的”），它们也是相反者，此时便是一个“相反者的情况”。因而我们应该考察是否“相反者跟随相反者”（topos
 ），即A的相反者是否跟随B的相反者：合适的代入意味着“考察是否有害的跟随坏事”。假如确实如此，那么使用前述topos
 ，我们就找到一个前提，“坏事是有害的”，从它推出我们想要的结论。由于在辩证交换中我们的前提必须是众人之意，任务就是考察是否由topos
 的应用所生成的前提真的是一个恰当的众人之意。如果我们有一个各类众人之意的强大汇集，对其按照主题内容（比如“善”）编制索引，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仅仅查阅合适的图解（diagraph
 ê），看看是否它包括“坏事是有害的”前提。在这里，《论题篇》两个程序交织起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东西。[73]
 我们认为，瑞士语言学学者里戈梯和心理学学者莫拉索运用 “程序构件”（procedural component）和“材料构件”（material component）的概念所构建的“论式的论辩模型”（Argumentum Model of Topics，简称AMT），是对topoi
 和endoxon
 这种互动论证程序的更清晰的当代表达。[74]



topos
 的模型

《论题篇》的目的“是要发现一种能力，即从所存在的被广泛认可的前提出发，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进行推理的能力；因为这就是辩证论证本身以及检验论证的功能……”，说明“当支持一个论证时，我们怎样依靠最为广泛接受的前提首尾一贯地捍卫我们自己的论点”，而这种研究“以前根本不曾有过”，“完全没有一部早期的作品可以借鉴”。[75]
 为了给参与辩证论辩的学生提供论证策略或方法，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论式系统，这些论式可用于建立或反驳任何一个谓词被说成是属于一个主词的命题。

如果只考虑两次以上讨论中出现的那些成分， topos
 有5个构件：[76]


1.一般用“根据……”的形式来命名或描述topos
 ，如“根据更多和更少”（1397b，12）。

2.给言说者就做点什么即“研究某事物”的忠告（1397a，8，21；1399b，31，23；1400a，15），有时与指出目的（证明或反驳）一起出现。

3.一个多少有点儿抽象的原则的公式化陈述。

4.一个或多个应用原则的具体文本的例子，它是构想的，也可能取自演说或悲剧。

5.补充性评注，尤其是关于使用topos
 的条件（有时提及谬误的构成）。

在5个构件里，构件1总是出现，构件4几乎总是出现。奇怪的是构件3（它好像提供实际topos
 的最好例子）并非总是出现。而且，构件3之中的原则（另一些学者称之为“规律”）的抽象程度广为不同。

《论题篇》（113a，33-113b，8）论述属于偶性的论证，提到了所有构件：

如果【适用条件】假定了偶性有某种相反者，就应考察【指导】能接纳偶性的东西是否也能接纳它的相反者，因为【规律】同一个东西能接纳相反的双方。例如【例子】，有人说过憎恨跟随着冲动，憎恨就会处于精神振奋状态；因为冲动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因此，要考察憎恨的相反者，即友爱是否处于精神振奋的状态，因为如果友爱不是这样，而是处于欲望状态，憎恨也就不可能跟随冲动……这种方法对于驳论有用【目的】。但是对于立论来说，这种方法无助于证明偶性一定属于某物……

《论题篇》（136b，35-137a）论述相似关系的论证时，假定了规律可从指导推出之后，也可以认为几乎包括了所有构件。布雷特发现，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对“根据更多和更少”topos
 的讨论，也包含了上述提到的几乎所有组件：

另一主题来自更多与更少【名称】。例如，“连众神都不是全知，更不用说人了”【例子】。这是在说，要是更有可能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都未能具有，很显然更少有可能具有这种属性的事物也不会具有【原则或规律】。再就是打父亲的人也会打自己的邻人，其根据是，如果更少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更有可能发生的事也就会发生【原则或规律】，因为人们打自己的父亲比打自己的邻人较为少见。或者可以如此论证，或者也可以说，要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没有发生或要是更少有可能发生的发生了，任取其中一方面都可以进行证明，或是证明某事会发生或是证明其不会发生【忠告或指导】。此外，还可以在那些没有更多与更少的地方使用这种论证，由此有这样的诗句：

你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固然可怜，

俄纽斯失去了他有名的儿子就不可怜吗？

又如……“要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关心母邦的声誉，你们就都该关心全希腊的声誉”。[77]


在讨论topos
 时，亚里士多德可能论及一两个构件，尤其是指导（忠告）与规律（原则）的相互可导出性，为在论述过程中省略其一提供了基础。在布雷特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原则更为清晰地指示一个topos
 的本质。而且，原则提供每一忠告的刺激，而不是相反。所以，原则能最佳代表讨论中的topos
 ，而这种原则可以用“若—则”这一公式来表述。最近，鲁宾尼丽也从结构分析得出相同结论：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对topos
 的描述包括：基本要素——指导和规律；附加要素——适用要件、名称、例子和目的。[78]
 当然，所有现代解释最多是亚里士多德可能意思的似真解释。[79]


鲁宾尼丽认为，topos
 是一个动态的和语用的概念。《论题篇》中topos
 描述构建论证的一种方式，重点是其构成命题的形式结构。它由一种指导（instruction）和一个规律（law）两部分组成（有时只表述一个，但另一个可以推想出来）。指导建议言说者，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前提，如何从一种抽象的视角处理探讨中的命题，如何使用这个前提建立或反驳那个命题本身。通常用命令句表达为：“你必须考察……”等某些同义表达式。规律通常用“因为”或同义表达式导入，它是保证指导所建议的运作的可靠性的原理。规律通过指导将发现的前提和欲建立或反驳的结论联系起来。规律和指导不能相互孤立而发挥作用：规律是论证构建的基础，但要使用它，必须通过指导所建议的推论过程。例如，如果偶性有某种相反者，就要考察它所属的东西是否正是偶性曾被断言所属的东西。因为如果某物为前者所属，就不应为后者所属；因为两个相反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属于一个相同的事物。[80]
 这个指导扎根于不矛盾原理：矛盾的谓词不能同时属于同一事物，即如果偶性的对立面属于该主词，那么该偶性本身就不能属于该主词。除了指导和规律这两个主要构件以外，亚里士多德的topos
 还有其他三个附件——名称、例子和topos
 的适用要件。有时用指称策略名称的一种公式介绍topos
 ，一般用“根据……”的形式来指示该策略所依靠的主要概念。一个topos
 的名称可用来让人记起某种论辩策略。例子是亚里士多德用来说明如何利用topos
 构建具体内容的论证的，常常为一个topos
 所依赖的抽象术语代入若干实际例子来阐释构建程序。有时还说明某一topos
 策略对哪个论证维度（建立或摧毁）是有用的，注意到某一topos
 的应用可能导致谬误，常常举例说明特殊情况下个别topos
 的应用，这便是topos
 的适用要件问题。因此，一个topos
 描述所包括的基本的和附加的要素可概括为：适用要件、名称、指导、规律、例子和目的（或者不同的顺序：适用要件、名称、指导和目的、规律、例子）。[81]



topos
 的推论原则

按照鲁宾尼丽的概括，反映这些规律的原则有十一类：[82]


1.逻辑谓词的定义：主词和谓词间的关系，为某一谓词的正确归属保存逻辑条件。比如，种差绝不可能是任何事物的属。因为没有一个种差表现本质，而是更多地表现性质（就像步行的和两足的）。

2.本体论方面：通过考虑本体论参数（如围绕特定过程的时间维度、它们的发生之地、生成过程、衰落和增加、存在状态等），把一个谓词和主词联结起来。例如，生成善的东西本身亦是善的；本身是善的生成的也是善的；毁灭为善的东西，其本身则是恶的。

3.同一、类似和差异：建立是否两个主词是等同的、相似的或差异的标准。

4.本体论上相关的词项：通过假设词项的某些共同的语义特性而发挥作用的原则，这些词项在语言上相联系，其重点是词项的对等（coordinates），如公正、公正的行为、公正的人和公正的；词的派生形式即词的言语形式相同，但结尾不同，如勇敢和勇敢地。这些词相关的原则，如果公正是某种知识，那么公正的也就是有知识的，公正的人也就是有知识的人；反之，如果这些情况中的某一种不成立，其余的也就会无一成立。

5.根据命题的词项的定义：该原则预设由主词和谓词定义性质的兼容性所揭示的东西必然也是一个主词和一个谓词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属的定义必定既谓述种也谓述分有种的东西。

6.命题之间的蕴涵：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结。某些情况下指蕴涵的一般原则，如，一个断言的后果之一被推翻，则原来的断言也就被推翻。

7.根据对立：基于词项的四种对立即矛盾、反对、相对（相互不能交换的关系，如父亲和儿子）、缺乏和具有（如感觉和没有感觉）。

8.根据更多、更少和相似程度：体现依赖谓词属于某物的更多、更少及相似程度的谓述原则，并不是必然的蕴涵，但就其似真性特性而言，有某些论辩力量。例如，如果偶性随它所属的主体增加，那么很明显，它就是偶性，但如果不随之增加，它就不是偶性。当一个谓词适用于两个主词时，如果它不属于它更应属于的那个主词，那么它也就不会属于更不应属于的那个主词。

9.模态算子和量词：涉及模态算子和量词之间的关系。一些原则是关于模态算子的本质和不可交换性。例如，把必然的当作经常的，显然是把属于一切的当成不是一切的了；若把经常的当成必然的，就把不属于一切的当成属于一切的了。这些都是错误的。

10.属—种：很多原则依赖属—种关系。比如，某些原则对等一个属或种的特性与一个主词的谓词，如所有谓述属的东西也必然谓述其某个种；还有些原则考虑谓述主词的属和种的特性，如所有属于种的特性也属于属。

11.词项的语义学和语源学：涉及按照语词的用法和语源使用语词的规范。比如，一个原则是，当语词对大多数人意指相同事物时，它们就能用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来描述。在某些情况下，用语词的语源定义替换当下的意思是合适的，特别是双关语和有多个意思的词语。再如，有多种意思的谓词，其中至少一个意思必定适用于一个主词。同样，如果一个谓词属于一个有多种意思的主词，那么它必定属于其中的一个。

在300个左右的topoi
 里，有一些是“最适宜”和“最一般”的，其例子在整个《论题篇》中俯拾皆是。这些topoi
 无须任何四谓词概念知识就能应用。根据鲁宾尼丽的概括，这些topoi
 是：[83]


根据定义

根据词项的四种对立——根据矛盾、反对（相反）、缺乏和具有、相对

根据对等和派生

根据相似事物情况

根据更多或更少程度

根据相似程度

它们对后续的topoi
 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论题篇》提出的辩证的topoi
 有三个特点：能用于建立或反驳一个争议的观点；基于高度抽象的原则，常常与该观点的主词和谓词的逻辑性质相联系；与具体题材无关，因而是普遍适用的。不过，topoi
 是非常抽象的。为了构建真实生活的论证，topoi
 的应用必须以特殊学科内容的前提（protaseis
 ）为手段。topoi
 给言说者提供推论原则，以假言论证的形式使论证成为逻辑有效的；而寻找这些前提的能力使言说者能在实际案例中应用topoi
 进行论证。就如给出topoi
 使用的指南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对收集众人之意、辨识是否一个词项有多个意思、区别概念之间的差异和考察事情的相似性等获得前提的方法，提供了指导方针。[84]
 为topoi
 的应用所挑选的那种前提决定论证本身的认识论状态：如果言说者挑选的前提是众人之意，那么论证将属于辩证法或修辞学；如果依靠某一具体学科已确立的内容来应用topoi
 ，那么论证将属于该学科本身。


Topos
 的功能

据佩特（De Pater）的研究，topos
 有两个功能，选择功能和保证功能。topos
 是在可能的论据集中发现论据的方法，因而在罗马和中世纪传统中，常常把topoi
 或loci
 定义为“sedes argumentorum
 ”（论据的存储地）。演说者能匆匆察看描绘各种论证的topos
 的一览表，挑选出对他的情景和主题最佳的或最适合的。范爱默伦等（1987）称这个功能是在提出一个论证时的“战术援助”或“搜索公式”（formula）。在其保证功能中，topos
 是一种推论连接，保证“从论据到争议主张的步骤的似真性”。保证功能把topos
 用作推论的桥梁结构，可以等同于图尔敏的担保或保证（warrant）。topos
 因此有修辞和逻辑的双重功能：选择功能是修辞的，是帮助发现有用论证的方法；保证功能是逻辑的，它给出规范的意义上的评估论证的标准。[85]
 考虑到论据的命题内容毫无疑问是来自被所有（或大多数）人或者所有（或大多数）专家接受的命题集，搜索公式就是帮助从这样的endoxa
 集中选择相关的论据。[86]
 套用《论题篇》的一个例子可解释为：如果毁灭为恶的东西，则其自身是善的（topos
 ）；废除一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是恶的（选中的论据）；自由表达一个人的意见是善的（结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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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论式的选择和担保功能

系统化的topoi
 本来是为了帮助辩证论辩中的言说者。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topoi
 对其他目的，比如即席会话、哲学和辩证的探究，也是有用的，可以帮助言说者看到一个议题的多方面尤其有普遍的用处。而且，topoi
 也能用以检验建立科学第一原则所需要的那些众人之意，因为这些原则是某一科学之内所有前提最根本的基础，它们不能在该科学的构架内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的确使用topoi
 来建立或反驳为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物理学（《物理学》）的某些探究提供出发点的众人之意。对于即席会话中topoi
 的运用，亚里士多德将辩证的topoi
 引入修辞学，作为他把修辞学的状态提升到适当的技术性状态之努力的组成部分。

四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topoi


和形式逻辑相比，古代世界曾经有巨大文化影响的是修辞学。日常讨论中所争议问题能用形式逻辑推理解决的机会很少。从最早有史记载的希腊和罗马开始，口头说服就扮演重要角色，说服广泛听众的能力是达成人们所愿望的政治目标的关键。甚至在罗马帝国的独裁统治之下，修辞术也盛行于法庭和政治展示。因此，修辞术占据古代教育课程的中心。大量有关修辞术理论和教学材料出现，许多将理论家的规则付诸实施的演说和其他著作留存下来，它们对后来的数代人也有极大影响。形式逻辑的严格演绎论证太狭窄，在演说家感兴趣的实践议题中有重要作用的那些论证难以囊括其中。为填补形式逻辑的严格和修辞的情感潜能之间的裂缝，古代的topoi
 理论发展起来。这种理论提供的是一种论证的非形式理论，提供一组能被用于各种广泛实践语境的灵活型式，它们并不具有亚里士多德或斯多葛三段论形式的演绎有效性，但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从前提得出，也有说服力。但是，对于必须控制演说的众多特性（不只是逻辑的特性）的有抱负的演说家来说，要生成《论题篇》300个topoi
 或很好区分这些topoi
 ，显然不太可能。同样，要求演说家能够按照亚里士多德区分的四谓词来归类topoi
 ，也勉为其难。由此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对topoi
 的处理颇为不同于在《论题篇》中采取的方式。[88]


辩证论式与修辞论式

辩证论证和修辞式论证的关系将辩证法和修辞术联结起来。首先，修辞术与辩证法共享一个理性论辩的架构：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修辞式论证有两个不同于其他三段论形式（尤其是科学证明）的特性：科学三段论的基本前提是真的和基础性的，而修辞式推论基于的前提，是一般真、常常真或者只是大部分真，常常是众人之意；修辞式论证是以特殊方式表达的论证，尤其是一个前提未表达出来。其次，修辞术像辩证法一样，主要基于众人之意开展工作。亚里士多德鼓励演说者像老师一样，从其听众具有的知识出发开展说服；最后，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修辞术像辩证法一样成为探索任何给定主题的可利用说服手段的能力。[89]
 修辞术和辩证法不像其他技术，不处理任何具体主题，它们不是科学，而是提供论证的基本能力，提供论证的技术性方法。亚里士多德的焦点是理性论辩。由此得出，修辞术是辩证法的对应物。当然，对应物不是相同物。辩证的论辩总是用真实的或潜在的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提问和回答完成，修辞术限于可能性的特殊类即我们商议的事情。

辩证法家必须做的和允许他们做的一切是发现他人推理中的矛盾或者避免在自己的推理中自己矛盾。辩证法家需要知道的是，基本上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论证，他们的训练旨在使他们最终成为专业的论证者，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的大部分描述topoi
 本身。在修辞术情境中则不同，演说者的品格和听众的情感对演说的结果有突出影响。训练演说者构建理性论证是不够的。演说者也要能挑选他们演说的内容以便使他们自己值得信任，让听众感受到某种情感。他们必须能使自己的演说适应其听众，因此承认听众的“个性”。修辞术与政治或伦理学相联系，考虑社会中的人，其行为动机、行为本身、情感、习惯、态度和倾向、德行和恶习。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教演说者构建修辞式论证（enthymeme）的辩证方法即topoi
 。修辞式论证对于有争议的情况是基本的，在法律修辞术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商议修辞术中使用例子更佳；在展示性演说中使用夸张更适宜。[90]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新颖性完全依赖修辞术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他本人强调《论题篇》和《修辞术》的联系，将《论题篇》中发展的辩证的topoi
 引入《修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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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努力教演说者构建修辞式论证方法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在此对topoi
 的讨论，与《论题篇》处理topoi
 的方法相一致。他要求演说者能构建被同代修辞术忽略的、可以用于构建关于任何题材的修辞式推论。但是，《修辞术》第2卷第23节所论述的二十九种topoi
 （苗力田，1994：469-482），[91]
 与《论题篇》的topoi
 有复杂的关系。《修辞术》的二十九种to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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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论证型式，和辩证的topoi
 一样，都表达了一些或多或少固定的元素，比如，“根据……”的命名、指导、指导某些例子所基于的原则，以及使用topoi
 之条件的若干评论。这些条件随后通过对九种假冒的或表面的修辞式论证的分析得到具体说明。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大部分和控告与辩护有关。但是，如鲁宾尼丽指出的，《修辞术》列举的topoi
 中有一多半和辩证的topoi
 不同。仔细比照，按其适用水平之不同，《修辞术》有四类topoi
 。Ⅰ类：也出现于《论题篇》且普遍适用；Ⅱ类：《论题篇》中没有，但普遍适用；Ⅲ类型：“更多和更少”topos
 不太抽象的版本，仅用于修辞术语境（即议事、法庭和展示性演说）；Ⅳ类型：主要聚焦于人类关系之人际的和情感的方面，或仅仅在修辞语境中认为有效的。[92]


1.根据对立（Ⅰ）；2.根据相同的变格或同一语词的语法形式（Ⅰ）；3.根据对等词（Ⅰ）；4.根据更多更少（Ⅰ）；5.根据相似程度（Ⅰ）；6.根据对时间的考虑（Ⅲ）；7.根据对方就我们说过的话来反对对方（Ⅲ）；8.根据定义（Ⅰ）；9.根据一词多义Ⅰ），严格来说，这是一种策略但不是一个论证型式；10.根据划分（Ⅰ）；11.根据归纳（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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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根据先前的判断（Ⅱ）；13.根据部分（Ⅰ）；14.根据后果（Ⅱ）；15.根据后果（Ⅱ），指对立的后果；16.根据私下和公开赞颂之间的矛盾（Ⅳ）；17.根据类比（Ⅰ）；18.根据前因与后果的同一（Ⅳ）；19.根据并非总是先后做出相同的选择（Ⅳ）；20.根据目的（Ⅳ）；21.根据劝说或阻止以及做或避免做的原因（Ⅳ）；22.根据被认为发生了但又不合情理的事情（Ⅳ）；23.根据地点、时间、行为和言辞方面的自相矛盾（Ⅰ）；24. 根据陈述导致错误印象的起因（Ⅳ）；25.根据原因（Ⅱ）；26.根据考虑是否有更好的计划（Ⅳ）；27.根据将已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合起来一并考虑（Ⅳ）；28.根据对人们所犯错误的论辩（Ⅳ）；29.根据名称的意思（Ⅰ）。

仔细考察发现，《修辞术》二十九种topoi
 包括了同样出现于《论题篇》的抽象的论证型式，即“最适宜”和一般的topoi
 。看来，亚里士多德为《修辞术》挑选了那些最为一般性的论辩策略，它们的应用不预设任何四谓词知识。而四类二十九种topos
 几乎全是论证型式，都是达到一个案件的结论的手段，能在每一种修辞情形中使用。[93]
 而其中的7、8、10、11、12、14和17等若干种，对于当代论辩理论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94]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把topoi
 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topoi
 提供“一种抽象的推论范畴”，“采取语词或短语的形式表达高度抽象的、与任何论证的主题相关的关系模型”。[95]
 在现代，亚里士多德的一般topoi
 常常被压缩为基本类型：属和种、本质、权威、后果、时间和空间、语词等。佩雷尔曼重新发现这条路线，并将其推进到论辩型式的研究。之后金泡因特纳、范爱默伦代表的语用—辩证理论、廷德尔以及欧洲语言学研究学者等在修辞学领域建立当代论式理论系统。沃尔顿和一些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者则在逻辑领域开创一般论式系统理论研究新方向。所谓的“一般topoi
 ”，表达抽象原则，可被用作所有体裁的推论原则。具体的topoi
 是一种表达公众普遍接受的抽象信念和价值的命题之详细目录，描绘某一共同体的社会知识和符号，[96]
 还有一类特殊topoi
 属于议事的、展示的和法庭的三个演说体裁。在特殊论题中，普遍接受的意见和价值被表达，这些意见和价值与特殊体裁演讲追求的目标相联系。比如，政治topoi
 指出导向幸福的行动路线，“好的事情是令我们的朋友愉快，被我们的敌人仇恨的事情”；只要是增进幸福的事情，都应该做。为一个典礼演讲（赞美）寻找前提，讲话者可能从与德行相关的topoi
 中选择；与判决相关演讲的topoi
 帮助演讲者寻找证明被告因指出的动机、环境或品性等导致犯罪的因素而承认有罪的论证：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和动机做某事，那么一个人就会做此事。topoi
 处理常识知识，因为修辞的和辩证的讨论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日常推理的大部分不是演绎的即逻辑上有效的，而是所谓归纳的或合情理的，我们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我们前提的支持。从莱布尼茨开始所依赖的曾经推动逻辑现代研究的形式化观念，似乎不适用这些情况。它们几乎不形成任何刺激公理化系统的陈述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97]
 特殊topoi
 是一个论证或三段论的通用前提，所以特殊topoi
 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体所谓的“专题知识”（topical knowledge）。埃格斯将特殊topoi
 分为：涉及事物状态的（如果一个人不按时抵达车站，他就会误了火车），依赖典型过程的（德国人喜欢啤酒），依赖可能性的（打自己的父亲比打邻居的可能性要小）。[98]


科贝特（Edward P.J.Corbett ）评论说，当人们密切考察在20世纪一直被加以发展的这种启发法系统时，会注意到，其中许多与古典topoi
 系统有姻亲关系。一些作者提议一种新的topoi
 系统。例如，拉尔森的系统质疑方法，[99]
 斯蒂尔和瑞丁的可能起着论辩前提作用的美国文化价值详细目录，威尔逊和卡罗尔的共同属性和关系的16点体系。这些和其他启发法的topoi
 ，被认为是关于某个主题之观点的“提议者”（suggesters）、“提词者”（prompters）、“倡议者”（initiators）或“清单”。清单一词暗示，人们逐一仔细检查topoi
 的一览表，问自己是否这个特殊的topos
 将发掘出我们主题发展的任何材料。[100]


修辞topos
 的运作

论式如何运作呢？比如，雅典公民大会讨论国家要不要开战。设想有人对开战的提议持相反意见。言说者可能采取的论点是：战争赢不了。之后，他的任务是要发展一个能使公民大会相信这个论点的论证。他会怎样使用topos
 （如《修辞术》卷2之23章里讨论的那些topoi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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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者首先泛泛表述自己的论点：我们赢不了这场战争。论者首先能够且应该利用这个topoi
 一览表使他的论点更为具体。在仔细翻检topoi
 一览表时，当他到达“更多和更少”topoi
 这一项的时候，他可能考虑将他的论点表达成“更不可能的情况不会发生的可能性”。换言之，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把他的论点表达为“更多和更少”topos
 原则（“假如更可能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么，更不可能的事情就没有发生；假如不太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更可能的事情也会发生。”）中的“那么”部分中的那类命题的具体代入。这样，经填充之后，他得到“如果那在更可能的情况下都没有发生，那么，我们肯定没能力赢得这场战争”。当然，论者也可能选中“因和果”topos
 ，此时，论点可以被当作是不会发生的一个“后果”。经过同样的填充后就得到：“如果原因不存在，那么，我们的胜利即结果不会发生。”

第二步，论者根据论点的可能代入，设法四处寻找一个具体类型的论据，即topos
 原则“如果”部分（比如“更可能的情况”和“原因”）的具体代入。这时，他要做两件事：提供属于“如果”部分的那类论据的一个具体论据；然后决定这个论据是否对听众是可接受的（众人之意）。这可称为具体论据的可用性和可接受性。在眼下的例子中，可能出现这样的代入：“如你所知，甚至另一个有比我们更强大军队的城邦都没有成功战胜我们的敌人”（更可能的情况）；“你们无疑会同意，我们的部署中并没有必要的盟军”（原因）。当没能找到恰当的代入时，就够不成对论点的辩护。当合适的代入被发现时，被选中的形式中的论点就是可辩护的。

之后，论者就能采取第三个决定性的步骤：他可以明确表达一个修辞式推论，来说服其听众，使他们接受他的论点。比如，“另一个有比我们更强大军队的城邦都没有成功战胜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肯定也不能战胜他们”。

因此，按照布雷特的概括，论式（topos
 ）的运作（以“更多和更少”的topos
 为例）可以描述为以下步骤：

前论式步骤0：泛泛地表达论点（我们无法赢得战争）。

论式步骤1：论点的具体化。在论式的“那么”部分中用论点代入（例如，那么，我们肯定不能赢得战争）。

论式步骤2：找到可能的具体论据。在论式的“如果”部分用可用的和可接受的具体论据代入（如，有更强军队的另一个国家都没有胜利）。

论式步骤3：形成一个修辞式论证。论证由一个被自然而然相信的修辞式论证加以表述，它将使论点成为可接受的[如，有更强军队的另一个国家都没有能赢了它（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也不能]。

由此可见，一个论式（普遍的topos
 ）具有双重提示功能：在论式原则中的“那么”部分，建议把论点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表达提出来，以使它成为可辩护的；在“如果”部分，建议考察和选定可用的、可接受的论据，以辩护论点。如果这种建议生成积极的结果，那么，凭借论式履行其担保功能的方式，一个修辞式推论就能被表达出来。该论式保证，由原则的“那么”部分和“如果”部分代入将说服听众接受那个论点。[101]


修辞式论证的特性

Enthymeme（修辞式论证）是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核心概念。关心真正的而非徒有其表的论证需要研究topoi
 即论证的模式，对修辞术而言，便是enthy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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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式。说服的方式有三种——演说者的品格（ethos
 ）、使听众处于某种心境（pathos
 ）和借助证明的论证（logos
 ）本身（1356a，1-3）。logos
 必须被构想为关于案件问题的修辞式推理的论辩（enthymematical argumentation）。ethos
 和pathos
 也可能采取修辞式论证的形式，但这个论辩并不与案件问题直接相关。在这种修辞式论证中，结论与演说者的品格或听众的激情（的理由）相关。在理想的情境（具有良好的程序和理性的判断）中，logos
 占支配地位；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现实情境中，具有不完善程序和非理性判断的ethos
 和pathos
 占了上风。[102]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与其前驱的修辞理论的分水岭便是topoi
 和修辞式论证理论，它们也是现代论证理论的古代源泉。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修辞式论证是所有理由充分论说的焦点概念或要素，没有它的修辞艺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如三段论在逻辑中占据的地位一样，一个不知道如何做修辞式论证的人不能自诩为一个演说家。[103]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式论证是“说服之躯干”（1354a，15），一种修辞式论证（1356b，4-10），“是根据可能或迹象的演绎”（1357a，22-33； 1359a，7-8； 1402b，14）。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明确将修辞式论证作为一个修辞和逻辑的概念加以论述。然而，实际使用中的修辞式论证一词的意思繁复不堪。据汉米尔顿考察，它的用法竟有四大类十七种：（一）指称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或命题：1.任何思想或命题；2.带有附加理由的任何思想或命题；3.关于想象或情感的，与理智对立；4.发明的；5.滑稽的、诙谐的、对偶的。（二）指称作为三段论之一部分的某一命题：6.任何命题；7.一种带证式三段论（epichirema
 ）的结论。（三）指称特定内容的三段论：8.任何种类的修辞三段论；9.根据结果或根据对立（矛盾、对立、不相似等）；10.（在把根据后果称作epichirema
 后）只指根据对立；11.根据迹象和可能（亚里士多德的特殊学说）。（四）指称有未表达成分的三段论：12.一个或两个命题；13.任何命题；14.任一前提；15.大前提（小前提未表达允许是普通三段论）；16.结论；17.两个命题。

不过，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解释是：enthymeme是带有一个未表达命题的三段论，这是逻辑教科书中流行的解释；是包括“迹象”或“可能”命题的三段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特殊学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将enthymeme定义为缩短或省略的三段论几乎是最为流行的权威解释。但汉密尔顿指出，亚里士多德enthymeme的意思几乎全都被搞错了，而且这一错误的权威性应归于所有逻辑系统中不合逻辑的荒谬介绍。他把省略三段论的解释斥责为“粗俗的学说”，认为这是在没有对其正当性或起源怀疑的情况下强加于亚里士多德的；而当遭到审查的时候，竟然没有对保证如此一个结论哪怕做些许的努力。这个“粗俗的学说”开始于最早的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注释家，可能追溯到恩披里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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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以“省略”作为区别属性的人将一种形式的基本差异建立在偶然的表达变化上，坚持逻辑关涉外在语言的偶然性，而非内在思维的必然性。这至少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实，正是迹象和可能把enthymeme与纯粹三段论区别开来。[104]


麦克伯尼怀疑学园的早期学生利用过可靠的亚里士多德手稿。而早期斯多葛哲学家，如芝诺、克里安提、克吕西波现存的残篇，没有提及enthymeme，尽管人们知道他们写过修辞术的论著。种种情况表明，斯多葛关心确立“真”甚于“可能性”，即使作为修辞家，他们也全身心研究逻辑三段论之精妙，用逻辑三段论取代了enthymeme。[105]
 后来，混淆enthymeme和逻辑三段论的倾向愈演愈烈。当然，对第一种解释早就有怀疑。在其死后出版的著作De Inventione Dialectica
 中，阿格里科拉就承认它是可疑的。而在1578年，尤利乌斯·帕修斯（Julius Pacius）就以四种希腊手稿为本，将一个“耀眼的词”——imperfectus
 （不完全的）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70a，11）中驱逐出去。伯林的研究者也发现，鲁汶的马斯特（Masters of Louvain）在其注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述中，注意到“在某些手抄本中没有发现imperfectus
 一词，它应该是被补上的，希腊印刷的版本和波伊提乌的版本也证明这一点”。[106]
 波易特的考证也认为，关键词“不完全”（ateles
 ）可能是11世纪插入《前分析篇》的，《修辞术》三次说到“一个enthymeme是根据可能或迹象的演绎”，
 
[19]

 但均无该词。[107]


这样，我们就发现enthymeme在逻辑和修辞术中有两个大相径庭的意思：在逻辑中，指带有省略前提的三段论；而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中的意思是指作为似真或可能的（eikotic
 ）论证。在约瑟夫看来，[108]
 eikos
 （可能性）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真的一般命题（比如，粗糙食物不受欢迎），这种概括会遇到例外。因而，尽管基于它们的推论可能是合情理的，但会遇到反驳。把enthymeme解释为省略三段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虽然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这类简略论证的重要说服作用，但缩短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修辞术》（1357a，15）只是说，enthymeme是“一种来自少数的前提的三段论，往往少于原初的三段论的前提”。[109]
 有学者注意到，“往往”（而非“总是”）一词阻止缩短成为enthymeme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enthymeme定义为缩短的三段论，仅仅指出论证应该常常被缩短。麦克伯尼指出，今天enthymeme被严重误解，有充分理由说，enthymeme作为一种省略三段论的主流概念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这个概念的意义。[110]
 赖安走得更远，认为谈论隐含前提完全不妥，因为《修辞术》里只有一个前提的enthymeme不应由附加假想的未表达前提来补充。[111]


在怎样的理论框架中来解释enthymeme，《修辞术》本身并没有始终一贯的处理。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原则上，《修辞术》中的整个enthymeme理论是“后分析的”（较严格意义上的三段论），只是有些“前分析”遗迹的怪异例外（如第23节依然是topoi
 的enthymeme）；另一些人则宁愿认为enthymeme纯粹是topoi
 ；还有人持中间立场，认为“前分析”的路向是主导，三段论是边缘性的，是后来加上的。我们认为，考虑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演进以及其文本常常被修改的情况，布雷特的看法最有道理：看来，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对enthymeme的讨论重点从论辩理论转向逻辑。起初，亚里士多德似乎注意的是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实质关系的类型，出发点是他在实践中发现的论证。这是topoi
 路向，通过所引证的例子来阐明。后来，我们看到按照形式三段论的样式解释enthymeme的努力。为此目的，大量实际论证被按在直言三段论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上，三段论教科书发明的例子能说明这种三段论路向。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想使他的三段论的杰出发现适合于修辞式论证的分析和评估，但从论辩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前途的事业。[112]


当代修辞学家也对省略式（修辞式推论）的特质有所研究，不同学者强调不同的方面。例如，科贝特根据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强调修辞式推论的或然性；比彻则认为修辞式推论的本质是从听众的预设出发进行推理，而形式完整与否，前提是否或然，均无关紧要。此说得到佩雷尔曼等修辞学者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我国学者提出，非完整性与或然性对于修辞式推论并非同时必需，但应至少满足其中一个特征，否则就成了标准三段论。[113]
 至于修辞式推论的表现形式，可能的组合有好多种。还有一些研究基于论式的一般模型——图尔敏模型，用修辞式推论来解释语用推理中的寓义推导过程。[114]


解释的分歧将人们召回到亚里士多德文本。在《前分析篇》（70a，11）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定义enthymeme是从可能（eikos
 ）或标示（迹象，semeion
 ）中得出的三段论。[115]
 他说（1356b，4-10），我们把推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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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修辞三段论，把例证称为修辞归纳法。所有演说者都通过使用例证或推理论证得到证明来进行说服论证，此外不用别的方法。由此可知，如果一般而言必须采用三段论推理论证或归纳法来证明任一事情（在《分析篇》中我们已经讲清楚了），那么前两者必然等同于后两者。[116]


亚里士多德把可能和迹象视为enthymeme的材料，用eikos
 （可能）意指rationes essendi
 （存在理由），用tekmerion
 （必然的迹象）和semeion
 （易错的迹象）指rationes cognoscendi
 （认识理由）。rationes essendi
 指一个试图说明所坚持的事实或原则的论证，即在假设它真是如此的情况下，给一个事实的存在指派一个原因或理由。而rationes cognoscendi
 是确认一个事实存在的某个理由，它在试图为确立一个事实之存在而提供理由，并不是设法解释何种原因或理由引起该事实。按照麦克伯尼的归纳，[117]
 亚里士多德使用的eikos
 （可能）包括以下信息：第一，它是普遍认可的命题；第二，它是不同于迹象的“曾经的可能”；第三，作为可能，它承担与那些作为普遍陈述到特殊陈述的可能相同的关系；第四，它与迹象是二分的；第五，例子是“嫉妒仇恨”和“爱陪伴喜爱的对象”。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可以看出，得出俄瑞斯忒斯爱她母亲，因为“爱（通常）陪伴喜爱的对象”，该论证并未试图证明（给出一个迹象）俄瑞斯忒斯实际上的确爱他母亲，而是（假设他爱他母亲是很可能的）试图说明或阐明这个现象。假如一个人依据eikos
 得出“嫉妒之恨”的结论，该论证并不是证明约翰实际上的确在“恨”，而是假定他恨，暗示嫉妒是恨的一个可能原因。总之，eikos
 是表达可能性的一般原则的命题，当应用于论证时，并非试图证明一个事实的存在，而是（假定它存在）试图说明该事实。它是“通常发生，缺乏必然性”的，将其应用于对特殊现象来说明它们的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对迹象的定义更为清晰。他区分了三个格的迹象，并给出每一格的例子。第一格是必然的迹象，如一位妇女生了小孩，因为她有奶水；有奶水是一个妇女有小孩（或最近生了小孩）这一事实的证据，但几乎不能被解释为怀孕或小孩的原因。第二格是可错的迹象，如从观察一个妇女脸色灰黄，得出她有身孕；一个妇女发烧，因为她呼吸困难。同样，“灰黄色”和“呼吸困难”显然是不同于原因的迹象。第三格是例证，如聪明人是好的，因为比各大是好的。他说（70a，7-10），一个迹象是必然地或一般地被接受的证明前提，如果一个事物与其他事件共存，或者在它发生之前或以后，其他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事物就是那个事物已经生成或存在的标示。[118]
 这个陈述是rationes cognoscendi
 的一个出色定义。[119]
 此外，亚里士多德常常对照enthymeme和例证，前者类似三段论，后者类似归纳。在《前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归纳可以还原为三段论形式，这与同样将例证还原为一种enthymeme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在《修辞术》中，对作为论证形式之一的例证有最完整的讨论，但没有直接提及与enthymeme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类例证（1393a，28-29），“一种形式的例证涉及在此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另一种则靠演说者自己杜撰一些事情”。[120]
 所引证的例子相当于我们今天理解的类比推理（后一种分为比喻和寓言）。这些例子中的推理，由根据一个或更多实例的概括组成，然后做出关于所讨论情况的一个演绎。亚里士多德说（1423b，15-18），“依据例证的推理论证在于通过一件或数件相类同的事件进行归纳，并在这种情况得出普遍结论，然后再把通过例证得来的结论用于推论部分的或个别的事物”。[121]


由此，一个enthymeme可定义为（1402b，13-21）：一种从可能的原因、迹象（必然的和可错的）和例证推演的三段论（即演绎）
 
[21]

 。不过要注意，从可能的前提（实质意义上的可能）出发，并不能达到形式有效性的标准。如果考虑sullogismos
 一词的更为一般的含义，或许我们可以在廷德尔意见的基础上，将enthymeme归为一种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在不确定和知识缺乏的条件下走向一个似真假设的有用启发法的可废止推论，[122]
 同时侧重于强调论证者顺应听众的状态，听众提供论证的某些前提。

按照亚里士多德（1356b，15-17）的观点，一个enthymeme是“给定了某些条件，从这些条件中推出另外某一结论与它们并列，普遍地或经常地，这在辩证法中被称为三段论，而在修辞术中被称为推理论证”。[123]
 然后，亚里士多德刻画了enthymeme的三种特性：前提不必然；缩短的论证；根据topoi
 实现推理。不过，从更广阔的视角，在与演绎有效论证的比较中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enthymeme更为深层的特性，而且这些特性与法律论证的特性极为契合。这也难怪亚里士多德在论述enthymeme的运用时，将法庭演说作为三大领域之一。

第一，前提是或然的，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真，而非完全普遍的、确然的，这是一种允许例外的概称句。enthymeme主要处理非必然的事物，即人的行为，也因如此，它是从可能和迹象得来的（1357a，22-33； 1359a，7-8； 1402b，14）。“enthymeme的前提很少是必然的……” “肯定的证据或证明、或然性和表征构成演说的命题”；“enthymeme所依据的题材共有四种，它们是：或然性、例证、肯定的证据或证明、表证”。[124]
 个人推理者避开全称量化条件命题。个人主体在概括时几乎总是做出概称（generic）推论或概括，即不是“对所有x，如果x是老虎，那么x有四条腿”，而是“老虎有四条腿”。[125]
 对人而言，概括得到全称量化条件句命题并不是典型情形。这种情况的基本理由是，全称量化概括是易碎的，单一否定实例就击垮了它；相反，概称陈述是弹性的，甚至在面临某个真实的否定实例时，它们仍可能是真的。把人们的概括限制为概称有一种显著的经济特点。[126]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概称句前提是enthymeme的最重要的特性。科贝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enthymeme的特征是，常常涉及仅仅是可能的前提，因此仅仅导致一般或通常为真的结论。人的活动是偶然的，相关的推理只能根据可能的、不确然的命题进行。[127]
 按照马登的标准，即使是一个完全的三段论，只要它的大前提不是完全普遍的，结论只是可能的，都属于enthymeme；即使前提是普遍的，但中词是迹象或更进一步的经验事实的指示符的话，论证依然是enthymeme。[128]
 照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enthymeme，是一个非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假设性论证型式，它基于一般情况下可成立的但遭遇到例外的推论规则（即图尔敏意义上的担保），在没有发现例外情况存在的条件下，得出合情理的结论。一个听众将更容易被他们认为是合情理的论证有效地说服。

第二，概称句前提往往是普遍接受的原则，尤其是演说者和听众的共识。“修辞术则从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中得出结论。”（1356b，37）enthymeme依赖演说家和听众之间的共识。为了证明他们的结论，雄辩家必须召唤其听众普遍坚持的信念和价值。当然，共同意见通常不是同质的，而是由不同观点组成。亚里士多德建议考察一个论题的各方面的论证，以便决定每一方真或假的东西。通过将这些多样的论证整合为一个更为全面的观点，修辞家能处理更多人的关切，对这些人也很可能有说服力。通过理解共同意见，修辞家与其听众达到广泛一致，很可能是共识。[129]
 演说家受到他所属的共同体的通常看法的约束，必须用听众成员能认同的那种方式演说。enthymeme的这个性质，与辩证推理有共同之处——根据众人之意（endoxa
 ）进行论证。比泽尔尤其强调enthymeme的前提由听众提供这一特性，甚至认为enthymeme的定义就是：其前提总是得自听众的理性说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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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真的或所谓可能的论证（eikotic arguments）基于一个人对某一熟悉情境中的某事在正常情况下将会如何运作的主观理解。共感或移情——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是故事或解释中的主人公的话会在熟悉的情境中怎么想或怎么做。这种能力是似真性的基础。这种共识还不够格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按照沃尔顿的解释，它类似于一种“脚本”——语言使用者共有的关于在某些常规情景中典型地发生的事情的大量知识，它能使语言使用者填充一个演说文本中未予明白陈述的推论的缺口。[130]


第三，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使得enthymeme表现为较少的前提。我们使用enthymemes，是为了让没有受过教育的听众明白，因而简明的表述更为合适。而且，由于熟知的假设可以不陈述出来，enthymeme常常从比标准三段论较少的前提得来。（1357a，3-22；1395b，24-26；1419a，18-19）“针对有些听众不能总揽演说论证的诸多步骤或不能领会复杂推理过程的情况……一种来自少数前提的三段论，往往少于原初的三段论的前提”；“结论不应从很远的地方推出来，也不应遍列全部的推理步骤……论证的冗长使得含义模糊不清，或者会由于大讲一些明显的道理显得是在多费口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反倒比受过教育的人‘向大众讲话更加娓娓动听’”；“由于听众智能低下，也不大好提太多的问题，因此推理论证应当尽可能地精简”。[131]
 由于“听众听到他们先就部分地意识到的道理以一种普遍的形式从演说者的口中说出时，自会喜不自胜”（1395b，6-7），因而作为一种关于行为方面的普遍陈述——格言，成为一种特别有效的enthymeme，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倾向于把格言当作风格手段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逻辑论证的工具来对待。格言是典型的简略表达式，之所以能省去理由或道理，完全是因为其“不费解”、“一目了然”、格言的理由“显而易见”，而“流俗的、通用的”格言人人予以认可，它们似乎有其正确性。演说者“必须猜测他的听众正好已有了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如何形成的，然后便以普遍的形式把这些道理表达出来”。除了这个用处，格言的另一个更大的用处是，“它能使演说显示出某种品格”。演说是有品格的，其中体现了人们的意图。假如格言是好的，也就能使讲格言的人显出好来。（1394a，21-1395b，17）格言体现了修辞论证的“流行的”本质或“公共性”。[132]
 然而，对于论证的批评家来说，要完成评价论证的任务，必须对简略表述的论证加以重建。当代论辩理论一方面承认具体语境中的论证成分省略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在评估时明晰这些成分的必要性。因此，省略论证之后的论证重建不可避免。

第四，enthymeme在形式方面的瑕疵，并不必然摧毁其主张的说服力。从无可置疑的三段论的视角看，enthymeme是形式上不完善的或有缺陷的；而从修辞术的观点来看，完全是可接受的。在讨论反驳时，亚里士多德（1402b-1403a，4-9）联系到可能的原因和迹象指出，一个根据可能性的论证显然不能通过表明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加以反驳。在修辞术家看来，与纯粹的三段论不同，enthymeme不可能是纯粹形式的，因为它们嵌于使我们感兴趣的可能性之中。就是说，enthymeme 不可能脱离其语境轻而易举地被形式化，而听众的积极参与——提供评价推理、判断所提议的行动的证据所需要的假设——是该语境的一部分。修辞论证的基本模型不同于逻辑论证的形式模型。它与听众的关系，特别是它与品格和情感的联系，说明修辞论辩不同于它的严格的辩证对应物。正如曼泽尔（Mansel）指出的，《前分析篇》（70a，7-10）第二格根据迹象的推理对于修辞目的是可允许的。所有逻辑上无价值的enthymeme的累积，可以产生一种确实的可靠性。[133]
 人们也不难理解萨布里所看到的皮尔斯外展推论和修辞式论证之间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可错的，都依赖共同接受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关涉在演说者和听众熟悉的情境中典型地或通常可期望的东西。

第五，enthymeme必然涉及各种不同的论证或对立论证的冲撞，因此，证明和反驳的交锋是其常态。波易特注意到，当人们就“可能的”真进行争辩时，任一方都可能做出合情理的主张。根据可能的论证往往是成对出现的，称为“可能的论证”（eikotic argument）和相反可能的论证（reverse eikotic argument）。亚里士多德提到的一个例子（1402a，19-24）是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两个智者科拉科斯与提亚斯提出的。在可能的和相反可能的论证中，似真推论的得出基于这样的预想：陪审团能够把自己置于该情境中并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这种论辩正是那种影响陪审团的论辩。当亚里士多德将enthymeme定义为基于可能和迹象的三段论时，他考虑的正是这种似真的或可能的推理。[134]
 亚里士多德enthymeme的概念表现为这样一个主张：在议题复杂、解决困难的世界里，对立论证的冲撞是人的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的积极表达，因为确实存在某种每一方都要诉说的东西。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的enthymeme学说是其最伟大、最原创的成就之一。[135]


第六，逻各斯、品格和情感是enthymeme的共时维度。[136]
 逻各斯通过enthymeme所运用的topoi
 来体现，品格所引起的相信应该由演说本身引起，通过演说引发听者的激情使得他们做出相应的判断。（1356b，1-1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逻辑、品格和情感不是enthymeme独立的三种证明模式，而是使演说具有证明和说服力量同时要具备的要素。“既然修辞术以判断为目的（议事演说要让人们形成判断，而法庭审理就是作出判断），那么一位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才能使其演说具有证明和说服力量，而且还必须表现自身的某种特性，并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之中。这对增强说服力大有裨益，尤其是在议事演说中，其次是在法庭演说中，演说者应该表明自己的某种特性并让听者觉得他在以某种态度对待他们，以使他们也以某种态度来回报他。”（1377b，20-29）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法庭演说更应该诉诸情感，因为听者在不同的心情下表现就会不同，比如，当一个人对他所要判决的人怀有友爱之心时，就会认为此人无罪或者罪过很轻，而怀有憎恨之心时他的看法就会自然相反。当然，这绝不是与先前只是诉求激情的旧修辞术同流合污，因为这种情感诉求和enthymeme的逻辑诉求是同在的。

修辞式论证和topoi


像辩证的三段论（sullogismoi
 ），enthymemes也是三段论的一种类型，即与具体和实质的topoi
 相对照的topoi
 （topoi koinoi
 或普通形式的topoi
 ）。尽管根据普通topoi
 的enthymeme更被看作是修辞术的特性，但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根据具体topoi
 的enthymemes却更频繁。（1358a，10-35；1396b，28-1397a，1；1403b，14-15）“我所说的辩证法和修辞术的三段论是指它们与某些主题
 
[23]

 有关，这些共同的主题包括……大多数推理论证根据的是这些属类的所谓部分的专门的题材……我们也应区分各种推理论证的属类和它们所根据的主题。所谓属类，我指的是有关个别的种的特殊命题，主题则是一切命题共同关涉的东西。” “有一种也是首要的一种搜集方式就是论题的方式……大致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每一种形式的有用的和必需的论题……哪一些是反驳式推理论证，哪一些是证明式推理论证，以及哪些是表面的推理论证……”；“我们也阐述了各种推理论证，指明了它们应当从哪里获得题材……”。[137]
 就像在科学三段论中，人们可以抽象内容，而仅仅注意其形式一样，对于enthymeme也是如此。不过，enthymeme的形式基于或衍生于topos
 。[138]
 廷德尔把enthymeme刻画为能够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论证策略或论证路线的可能的论证形式，这些论证类型和亚里士多德的topoi
 是相同的，只不过它似乎比topoi
 涉及的因素更为庞杂。[139]
 麦克伯尼认为，《修辞术》中作为实质的topoi
 （特殊的和普遍的）为enthymeme提供前提（《修辞术》卷2，19），而作为论证路线的“形式的”topoi
 （《修辞术》卷2，23；24）为enthymeme提供论证路线。

戴克给出一个定义：topos
 是一种独自或结合其他关系或谓词的二元关系，用于构造“若—则”陈述。修辞式推理（enthymeme）是使用一个或多个topoi
 构建的一种演绎的松散形式。修辞式推理的一个要素就是一般topos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topoi
 和enthymeme的差异绝对清楚：前者是后者的一个要素或部分，即后者要用前者来构建。

三段论、辩证三段论和修辞三段论的关系如下：三段论是证明，前提真或被作为真的接受，蕴涵是必然的（24a，16-17；24b，19）；如果前提是因论证的缘故而选择的或者是受尊敬的意见（100a，20-100b，22），在其构建过程中使用了topoi
 （101b，15及以下），那么论证就是辩证的。如果除了具有辩证论证的上述特性，它的主题与修辞学的各部门（议事的、法庭的和典礼的演说）有关，那么论证就是修辞的（1355b，29-1358a，35）。与证明的三段论相比，辩证的和修辞的三段论的一个关键点是，一个或多个前提可能“仅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真的（1356b，15及以下），因而结论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式推论用另一种关系即topos
 替代了蕴涵关系。

三段论通常包括谓词P和Q，变项x和y（谓词和变项都有相应的限制），具有这样的形式：

如果P（x），且x 蕴涵y，那么P（y）

或者

如果P（x），且P蕴涵Q，那么Q（x）

与此相类似，典型的修辞式三段论的形式如（T代表一个合适的topos
 ）：

如果P（x），且T（x，y），那么P（y）

或者

如果P（x），且T（P，Q），那么Q（x）

更为一般化的表达是：

包括蕴涵的一般三段论形式 如果P，…，且P蕴涵Q，…，那么…，Q，…

由一般topos
 构建的修辞三段论形式 如果P，…，且T（P，Q），…，那么…，Q，…

因此，戴克将修辞式三段论定义为：一种有一个或多个前提也许是可能的且由topos
 替换了蕴涵的三段论。这与enthymeme是一种松散的（relaxed）演绎相一致（1355a，8）。
 
[24]

 戴克接着用这种形式分别描述了由各种topos
 构成的修辞式论证。例如，被人们广为引证的亚里士多德的根据对立的论证：

修辞式论证的一个topos
 来自各种相反者。应当注意相反的一方是否具有与对方相反的性质。如没有，就可推翻某一论证；如有，就可建立某一论证。比如，节制是有益的，因为放纵是有害的（1397a，7-10）。若以Opp（-，-）表示对立的topos
 ，即二元关系“…是…的对立面”，P＝有害的，Q＝有益的，x＝节制，y＝放纵，则有：

如果放纵是有害的，且节制与放纵是对立面，有益与有害是对立面，那么，节制是有益的。其结构是：如果P（y），且Opp（x，y），Opp（P，Q），那么Q（x）。[140]


亚里士多德辩证中的topoi
 与修辞术中的enthymeme，都是现代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s）的特殊子类。因此可以说，在非必然、非演绎、非单调论证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依然是伟大的历史先驱。他的相关理论成为当代论证型式理论的重要参考。最近的研究发现，亚里士多德古典定义（基于可能或迹象）的enthymeme，为包括视觉论辩在内的论辩研究提供了全面的修辞术方法。视觉论证包括只是可能的前提和结论。常理是说者和听众之间潜在一致的文化特有的基础。[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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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代论证型式概念源于古希腊的τóποç
 （τóποι
 ）即topos
 （复数topoi
 ），古罗马中世纪拉丁文为locus
 （复数loci
 ）。现代译法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直译字面意思，如“location”（Robin Smith）、“lieu”（J. Tricot）和“正位”、“场所”（方书春，1961；贺麟，1960）或“地方”（徐国栋，2008）；另一类是意译，如“commonplace”（E.S.Forster）、“rule”（W.A. Pickard-Cambridge）、topic（topics）以及论题（徐开来，1990）、主题（颜一，1994）、部目（罗念生，1991；韦卓民，1991）、论式（顾曰国，1990；袁影，2010）、话题（刘亚猛：2008）等。这些译法分别反映了topos
 一词纷繁含义的某个维度或侧面，而要找到一个能涵盖其全部意思的表达式实属不易。限定于某一领域理解topos
 的具体含义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本文对与推理和论证型式相联系的topoi
 采用“论式”的译法，以突出其论证模式的蕴义。


 [2]
 不过，鲁宾尼丽质疑这种解释：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163b）中并没有谈及topos
 ，实际上他在心里仅有作为论证组件的命题；在《论题篇》第八卷开头的一个段落里，亚里士多德说他完成了对topos
 的处理。Sara Rubinelli，“The Ancient Argumentative Game： τóποι and loci
 in Action”，Argumentation
 ，Vol.20，No.3（2006），pp.253-272.


 [3]
 另一种解释似乎也有一定道理：topoi
 的清单或目录起先写在纸草卷上，寻找一个具体topos
 的学生展开纸草书卷，直到抵达列举那个topos
 的地方。后来，地点的这个形象的意思在概念上应用，意指藏匿一个能插入任何合适论说的证据（proof）的知识来源或区域。Sharon Crowley and Debra Hawhee，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95.


 [4]
 参见“论证型式的功能”一章里的“认知心理学证明”所列威尔逊和阿诺德的修辞论式系统。


 [5]
 桑托斯指出，topoi
 、loci
 或common places 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point of view），具有非常开放、未完成或灵活的内容，易于适应各种论辩语境。正如翁格所言，按其全部意思，该词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处理早已被知晓的东西的开发，而且的确常常是人们极为熟知的东西的开发。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Toward a New Legal Common Sense
 ： Law
 ，Global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LexisNexis，2002，p.103.


 [6]
 加加林提醒，如果是用数学演算意义上的probability翻译eikos
 的话可能会造成误导。说“他很可能会来”，并不是考虑数学的概率，而是这样的意思：“他会来是合情理的预期。”Michael Gagarin，Antiphon the Athenian
 ：Oratory
 ，Law
 ，and Justice in the Age of the Sophists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29.研究古代论式理论的著名学者斯顿普在翻译波伊提乌《论论题种差》时发现，希腊语ε＇νδοξα
 常常被误导地译为“probable”。她根据波伊提乌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词和拉丁同义词的说法，放弃了“probable”的译法，而代以“readily believable”（易于相信的），易于相信即是合情理性。Eleonore Stump，Boethius
 ’s De Topicis Differentiis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18.


 [7]
 《帕拉梅德斯辩护词》中译文可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版，第357—365页。


 [8]
 指它是一个至少在管控（regulative）的意义上，即所谓“formal3
 ”的意义上，是形式的辩证系统：受规则支配或管控。


 [9]
 这里的形式化直接涉及演绎的部分。演绎（sullogismos）是广义的三段论（syllogism）。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仅限于有效的演绎论证，它不是乞题，也没有冗余前提。没有考虑对归纳论证或类比论证的使用以及提出反对和回答的方式的形式化。


 [10]
 亚里士多德还使用另一些名称，如竞赛的（agonistic）、辩驳的、疑问的（erotetic）论辩等。这些论证基本属于表7-2所列论证。


 [11]
 除了《工具论》在很多地方提到endoxon
 外，《尼各马可伦理学》（1098b，28）、《修辞术》和《形而上学》等也提到它。例如，《形而上学》（955b，21-25）说，辩证论者试图从通常意见来研究问题。有学者指出，endoxon
 也有不同的意思，但与辩证推理相联系的endoxon
 应理解为一种似真的或合情理的命题（plausible propositions）。Luis Vega Renon，“Aristotle’s Endoxa
 and Plausible Argumentation”，Argumentation
 ，Vol.12，No.1（1998），pp.95-113.


 [12]
 此处苗力田译本与斯密斯的英文译文不太一样。


 [13]
 不过，也有学者（比如Jacques Brunschwi）认为亚里士多德获得其辩证topoi
 的方式与修辞topoi
 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似乎是被演绎地设计的，后者是根据修辞学实践归纳地创造的。


 [14]
 苗力田和罗念生译本均提到28种。多出的一种是将“根据更多更少”分成两种：根据更多更少和根据相似程度。


 [15]
 在《论题篇》中，归纳不是一个topos
 ，而是可用于建立对谈者并不接受的那些三段论的前提。此外，鲁宾尼丽根据《修辞术》第2卷第23节与其他部分不太协调，认为这部分是独立写成，从其他地方插进来的。Sara Rubinelli，ARS TOPICA
 ： The Classical Technique of Constructing Arguments from Aristotle to Cicero
 ，Dordrech：Springer，2009，pp.89-90.


 [16]
 应该注意，topoi
 的方法似乎假设：论者要处理一个以上的topoi
 ，但不是一个长而不灵便的一连串topoi
 。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或多或少可概览的topoi
 一览表如何对言说者有帮助。Antoine C.Braet，“The Common Topic in Aristotle’s Rhetoric：Precursor of the Argumentation Scheme”，Argumentation
 ，Vol.19，No.1（2005），p.71.


 [17]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将enthymeme译为“推理论证”；罗念生《修辞学》（1991）译为“修辞式推论”；逻辑教科书大都译为“省略三段论”。我们倾向于修辞式推论（论证）的译法。


 [18]
 麦克伯尼在其被收入《研究古希腊修辞学的经典论文》（1994）（Landmark Essays on Classical Greek Rhetori
 c）的文章《 enthymeme在修辞理论中的地位》（1936）中引证了Richard Claverhouse Jebb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意思的误解最早是在公元前1世纪。


 [19]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239页）中是“省略三段论就是从可能或标示中得出的三段论”，也没有“不完全”一语。不过，沃尔夫指出，应该区分更为一般的sullogismos
 的概念（如dialectical sullogismos
 ）和《前分析篇》中所描述的技术性的sullogismos
 。后者专指包括共同项的两个前提的有效推理形式，即syllogism
 （sullogisme
 ，syllogismus
 等），而前者尽管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结构上不一定满足包含共同项的两个前提的要件，因此，在现代英语翻译中，并不将sullogismos
 译为三段论，通常译为“演绎”。参见Simon Wolf，“A System of Argumentation Forms in Aristotle”，Argumentation
 ，Vol.24，No.1（2010），pp.19-40。


 [20]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和第九卷（苗力田，1991、1994）将enthymema
 译为“推理论证”。


 [21]
 波易特和廷德尔并不同意这样的定义，认为亚里士多德的enthymeme既非按照传统学说解释成缩短的三段论，也非根据可能和迹象的三段论，甚至不是在另外某个意义上的根据可能和迹象的演绎（sullogismos
 ）。enthymeme是一种根据可能和迹象的演绎也许是真的，但这并不是它的定义。廷德尔进一步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阐明enthymeme，暗示他期望他的听众熟悉这个概念，而这进一步暗示，他在应用当时的用法，即enthymeme正是意味着：一个演说者希望向听众交流的思想或想法。因此，enthymeme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专门术语，也不是人们所接受的意义上的三段论；它是为了证明某个东西而向听众传达想法的演说。由于这包括提出论证，所以，enthymeme是论证（sullogismos
 ）的一种。Christopher W.Tindale，Act of Arguing
 ：A Rhetorical Model of Argument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10.


 [22]
 比泽尔（1998）评论了三种常见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强调enthymeme命题的内容，主张enthymeme的特性是前提和结论的实质可能性。第二个解释强调enthymeme的形式结构，认为enthymeme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形式上是有缺陷的。第三个解释强调enthymeme与人类事务的关系，坚持其特性是它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关系。比泽尔拒绝这些解释，因为它们都没有将enthymeme与三段论的其他类型区别开，都没有指定真正的区别特性。他自己强调enthymeme的构建方式，而非内容、形式或关系，为此提出第四个解释：enthymeme是一个理性说服的工具，因为其前提总是得自听众。这个观点在集中于修辞说服中enthymeme的独特功能方面是成功的，它避免了其他解释遇到的困难。要强调的关键点是，enthymeme只是当演说者和听众联手生成它们时才发生。由于它们是联合生成的，enthymeme将演说者和听众亲密地联合起来，提供最强的可能证据。由于修辞式论证或enthymeme是由听众提供的前提材料形成的，因此听众具有自我说服的优点。幸亏演说者的技巧，听众自己帮助构建说服他自己的证明。Lloyd F.Bitzer，“Aristotles Enthymeme Revisited”，in Landmark Essays on Aristotelian Rhetoric
 ，Richard Leo Enos and Lois Peters Agnew（eds.），New York：Routledge，1998，pp.179-192.


 [2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将topoi
 译为“论题”（徐开来译），第九卷译为“主题”（颜一译）。


 [24]
 苗力田和罗念生中文译本与英文译本出入较大。


第八章 古代标准论式理论

亚里士多德之后，论式理论依然在逻辑学和修辞学这两个学科得以延续和发展。只是分析的路径并未完全遵循先贤的足迹。昆体良实现了修辞视角的标准化，波伊提乌完成了逻辑视角的论式标准化。后续的发展表明，topoi
 的逻辑方面日益被三段论同化，而修辞的topoi
 也与逻辑渐行渐远。亚里士多德的论式理论在中世纪被彻底重新解释，它的功能和角色实质上得以改变。主要的变化是：认为所有三段论都依赖论式；所有论式性论证都被认为是必然的。[1]
 中世纪论证研究的焦点是辩证法和证明（demonstration）之间的关系。从11世纪开始，加兰德（Garlandus Compotista）把所有论式都构想为根据前件和后件之论式的逻辑形式，其种差是三段论规则。阿伯拉尔对论式的讨论不仅是原创的而且代表了12世纪论式和三段论讨论的转折阶段。以西班牙的彼得为代表的唯名论逻辑学者在辩证三段论（使用论式的论证）和证明三段论之间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别。13世纪的另一些逻辑学家，比如基尔汪德柏（Robert Kilwardby）和达契亚的波爱修（Boethius of Dacia），使论式研究转向后承或推论（consequences）。由于强调直言三段论作为所有推论的基础，论式学说又回归到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不过，随后的变化使三段论的地位下降，所有三段论反过来被认为依赖论式，而且不仅证明性论证是必然的，论式性论证也是必然的。奥卡姆和伯利的论著慢慢完成了论式融入后承（推论）理论的过程。论式性推论相当于实质后承的分支，有时标签为“简单实质后承”，被当成省略式后承，加上一个前提就可以将其还原为形式后承。这种学说一直维持到15世纪早期。在文艺复兴时期，瓦拉和阿格里科拉将西塞罗的《论题》和波伊提乌的有关论式的两个论述抬高到逻辑研究的中心，[2]
 但整个中世纪所坚持的辩证的和修辞的loci
 之间的差异被模糊了。

一 西塞罗loci
 理论的前驱

西塞罗是topoi
 理论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阐释、发挥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另一方面又对古典修辞学的争点理论（issue-theory）予以提炼和系统化，由此形成的topoi
 或loci
 理论成为以后loci
 理论的最重要基础。拉丁修辞学理论家背离亚里士多德作为推论策略的topoi
 概念，将论证的topoi
 放在修辞论说的一般主题概念的基础上，焦点从发现推论联结转移到发现论证的材料上。[3]


泰奥弗拉斯特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和门徒以及吕克昂学园后来的掌门人，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有关于topos
 的两篇论著——Topics
 （2卷）和 Preface to the Topics
 （1卷）。逻辑史家杜米特留（Anton Dumitriu）指出，泰奥弗拉斯特关注的是三段论机理中判断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构成判断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就如普兰托（Carl Prantl）所评论的：命题的语法功能逐渐取代了逻辑功能。在泰奥弗拉斯特看来，在三段论中，判断的语法形式和结构的作用比判断的真假更重要。他似乎要探索独立于真因而也独立于本体论的三段论机理。[4]
 从这个观念出发，泰奥弗拉斯特对其老师的topos
 理论做出评论和修改。

泰奥弗拉斯特将topos
 称作一个原则和条件从句（protasis
 ）。据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评论，泰奥弗拉斯特将“指导”称作parangelma
 （训诫、指导），仅把“原则”（precept
 ）或“规律”称为topos
 。Parangelma
 的例子如：“人们必须根据对立进行攻击”；而topos
 的例子如：“如果一对对立中的一方属于另一对对立中的一方，那么，前一对对立中的另一方也属于后一对对立中的另一方”。topos
 被定义为一个原则，“得自一个parangelma
 （指导）的前提”，这是对其在假言三段论中的角色，即表达某一条件从句和原则的研究指导的刻画。[5]
 亚历山大把规则和规律都看作是topos
 ，而且规则只有通过与规律的联系才是topos
 。[6]
 对具体topoi
 的研究证实，绝大多数topoi
 是构建假言三段论所依据的原则，它在假言三段论中发挥假设（hypotheses）的作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topos
 是原则或假设。这种假言三段论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和关系逻辑这三个逻辑分支的发源地）中发现。[7]
 后来的topoi
 研究走向了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方向，因而纳入形式逻辑的研究范围。可以说，这是从泰奥弗拉斯特肇始的。格瑞—彼得森指出，波伊提乌对种差和最高命题之区别的描述极为类似于泰奥弗拉斯特的Parangelma
 和topos
 之间的区别。[8]


波亨斯基在泰奥弗拉斯特的topos
 定义与对topos
 和precept（规则）之区别的讨论中，发现了一种比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更为逻辑的倾向”——topoi
 学说同化于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基于谓词之不同安排topoi
 的顺序，但在泰奥弗拉斯特的《论题篇》中，把topoi
 分为属于定义的（属、种差和等同）与不属于定义的（即偶性）。亚历山大对这个定义与偶性二分法评论说：“在其热情传输某个一般方法的过程中，他已使得该主题变得不太清晰了。”阿威罗伊认为，“尽管这个程序与亚里士多德论著中的顺序不一样，但显得与辩证法学科更为一致，对记忆和学习更有帮助”，同时在称作《论前后分析》的著作中，试图给亚里士多德的一览表加上新的topos
 。[9]
 然而注释家们认为，这意味着泰奥弗拉斯特考虑该系统的经济和典雅，而将学生、教师和该艺术的实践者的便利置于次要地位。[10]


在其《论表达》（On Expression
 ）的残篇中，欧德慕（Eudemus）忆及泰奥弗拉斯特对topoi
 的重新安排。之后，在吕克昂学园中唯一为topoi
 劳神费力的似乎是斯特拉图（Strato）。据亚历山大记述，斯特拉图给亚里士多德关于关系的topos
 加上了一个新topos
 ，但没有文献留存下来。巴恩斯（Barnes）概括漫步学派的逻辑成就时说：“漫步学派没有构想包括各种类型论证的一个逻辑系统的概念，他们也没有尝试一种有效论证的单一和包罗万象的系统化（regimentation）。他们的逻辑是……零碎的。”[11]


泰奥弗拉斯特对后来弥修斯（Themistius）的topoi
 理论有所影响，而弥修斯的理论对更晚的波伊提乌的标准理论影响甚大。弥修斯在其《后分析篇》的改述中提出的topos
 定义追随阿威罗伊所引用的泰奥弗拉斯特的定义，topos
 是比三段论的其他命题更真的全称命题，有时它本身也出现于一个三段论之中，有时是三段论的支持和力量。弥修斯和泰奥弗拉斯特都挑选出同类的事物作为一个原则即topos
 ，两个定义似乎只在于重点不同。泰奥弗拉斯特把原则说成是一个来源和要素，弥修斯指它为一般命题。弥修斯认为一个原则有时在一个三段论内使用，看来是继续泰奥弗拉斯特的一个倾向，把topos
 构想为命题。按照阿威罗伊，泰奥弗拉斯特的另一种影响是，弥修斯采用了他所确立的顺序。也许，把所有topoi
 归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和偶性之下意味着区分内在的（in terminis
 ）和外在的（extrinsic）topoi
 ，[12]
 这正是后来弥修斯、西塞罗、波伊提乌的分类路线。

就topos
 理论而言，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漫步学派的教学中，辩证法和修辞学明显结合在一起。第欧根尼·拉尔修曾说，亚里士多德在为论题（thesis）训练学生的同时，也让他们经历一种修辞训练。为论题而设计的训练，也可适用演说等其他应用场合。这也验证了漫步学派教学中辩证法和修辞学之间的联结。亚历山大也在介绍了这个作为“训练”手册的topos
 学说之后，接着描述了它与修辞学的类比：“因为就如在修辞练习中一样，那些能划分问题和概览主要标题序列的人，在论辩中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在辩证法练习中，那些了解该程序的人更易提供有助于议题的论证。”看起来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至少在吕克昂学园，辩证法的发展以某种方式反映修辞学的发展。[13]
 事实上，在以后的发展中，辩证的和修辞的topos
 很难“一刀切”。

公元2—3世纪的一些希腊修辞学手册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Anonymus Seguerianus
 而知名的作者，在以“论证明或说服手段”为题的那一卷，保存了一个相对完整和清晰的topoi
 说明。10个主要topoi
 的列举似乎表明与《论题篇》有更密切的姻亲关系，比如属和种差这样的子类印证了这一印象。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包括的topoi
 也发现于《论题篇》，但有不同程度的技术性。不过，即使在Anonymus Seguerianus
 的列举中，有更多的子类可能与《修辞术》相联系，但其措辞依然暗示，作为修辞学家的作者本人并不满足《修辞术》，而是返回到辩证来源。该列举更可能反映了后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发展。[14]
 Anonymus Seguerianus
 对topos
 的界定引述了亚历山大的定义：topos
 是一个epicheireme
 或证明（proof）的出发点，人们从它出发找到一个epicheireme
 。某些topoi
 ，如纽克勒斯（Neocles）所言，创造某种对所有争点（stases
 ）共同的东西，其余的对各自的争点是特殊的。亚里士多德发现了最普遍的topoi
 和特殊的topoi
 。普遍的topoi
 是：定义、划分、比较、对等、包含、相似、附属、不一致性、潜能和判断。定义划分为三部分：作为整体的定义、定义中的东西和定义的相关物。定义中的东西是：属、种、种差。与它相关的是语源、派生、绰号、小词；epicheiremes
 从这些得来。例如，如果某事是公正的，那么它就被公正地做了；如果一个人是公正的，那么此人的行为是公正的，等等。划分本身也可以三种方式表现：枚举划分（enumeration）、分解划分和按种划分。当一个名称被不同事物共享，就是枚举划分。如心、身和财产之善不同，但都是善良而美好（agatha
 ）；名称和事物是共同的，但有一个不同的词汇意思，这就是分解。例如，logos
 总是指“言说”，但可能具有“一个词、一个言说”的意思，等等。按种的划分显而易见不用解释。比较也采取三种方式：按照更多、更少或同等。对等厘清事物和名称共享的意思，比如“聪明”和“聪明人”相互对等。[15]
 包含是双重的：某事物作为部分被包含；按照其潜能，某事物被包含。例如，口和耳是人体的部分；说和听是潜能或能力。根据相似的topos
 也是双重的：一种是按照质的相似性，另一种是根据类比的相似性。附属采取三个形式：事实之前的事物、卷入该事实的事物和该事实之后的事物。不一致包括对立和反对。反对是一个事物的意思是另一个事物意思的一个否定（denial）。某些对立是相互的否定，某些不是。否定，如艺术的与缺乏艺术的（artless）；非否定的对立，如好与坏。潜能有八种不同形式，与有益的东西的划分相一致。有益的东西源于好和坏的考虑，在每一情况下划分为四种形式：根据好的获得、增加、保存和有益；根据坏的避免、降低、损失和忍耐。判断得自上帝、英雄、散文家、哲学家和诗人。这些是最典型的topoi
 ，现在谈论所有topoi
 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在指明理解该主题的道路”。[16]



Anonymus Seguerianus
 对topoi
 的简要论述中的一些项目和出现的顺序与弥修斯的topoi
 分类系统有一系列相似之处。比如，弥修斯“外在的”topoi
 子类中的更大和更小、相似、对立和判断，分别对应于Anonymus Seguerianus
 中的比较、相似、对立和判断；弥修斯“内在的”topoi
 子类中包含的第一个topos
 即“根据实体”的论证，大致对应于Anonymus Seguerianus
 的第一个topos
 即定义；而Anonymus Seguerianus
 根据相似中的两个topoi
 （质的相似和根据类比的相似），对应于弥修斯的事物的相似和成比例，等等。这些相似性提示我们，辩证法能帮助我们理解修辞学，尤其是我们必须采取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泰奥弗拉斯特、亚历山大、弥修斯和波伊提乌等的辩证法）来说明修辞学的发展轨迹。[17]


争点学说与修辞分析写作练习中的topoi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可以解释为议题或问题，不过修辞学的3议题（是否、是什么和是何类）与亚里士多德的4“科学问题”（是否、是什么、何类和为什么）有更为明显的关系。是否和何类是事实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寻求事实的理由或原因的问题。科学使用事实判定的具体topoi
 和原则，修辞学使用对一系列科学或经验领域的主题内容共同的一般topoi
 。[18]


雄辩是训练学生进行演说的标准练习，也被职业演说家和教师用作样品。当然，有时人们也责难它人为卖弄和思想贫乏，而且这种责难也常常被学者们不加反省地予以接受。但是，教育中的持续使用反映了它们的实践价值——训练在争议案件上大展雄才的演说家。于是，上佳的雄辩论题被认真设计，为案件中各方的论证提供机会，教会有抱负的演说家辨识一个案件中的关键争议点的类型，并能生成适合每一争议点的论证类型。希腊化时期的修辞理论家特别是赫玛格拉斯（Hermagoras of Temnos）设计了“争（议）点理论”（issue-theory），此理论特别对一个案件可能包括的各种争议点进行归类，并提供处理它们的策略。争议点理论粗线条的策略需要与更为具体的论证相结合。显然，topoi
 理论至少是其较晚的具体形式，对争议点理论有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两种理论方法紧密相关，以致难以区别。因此，并非只是少数深奥的理论家关注topoi
 理论，而是要所有修辞学生吸收以便能够在实践论证中使用它们。学习修辞策略的课程的一般焦点是法庭，但被规定的修辞策略出现于古代写作的所有形式中。topoi
 并不是一种晦涩的和被忘却的论证理论的沉闷练习，而是一种基本要求。修辞学本身是一种灵活的工具，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在写作《论题篇》时所设想的那种辩证论证的系统方式。[19]


生活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职业修辞学教师赫玛格拉斯曾写了一部论述演说结构的手册（已失传），其中在修辞发明部分提出的争点理论，是这种理论的基本形式。赫玛格拉斯的争点理论甚至比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对修辞实践的影响更多，这一争点理论的某些部分可以根据后来的评注，特别是西塞罗和昆体良的扩充和变种予以重建。[20]
 按照肯尼迪的解释，staseis
 （争点，争议点）的字面意思是“立场、站立、站姿”（stand，standing，stance），描绘一个面朝其对手的拳击手的“站姿”，大概从这个语境转移到演说情景下，指一个言说者面对一个敌手所采取的立场。[21]
 昆体良看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十范畴的前四个似乎与（原因）争点（拉丁文中为constitutio
 或 status
 ）相关，后六个仅仅关涉论证的topoi
 。[22]
 争点指由辩论对手采取的立场所造成的一场争议中的基本议题。[23]
 虽然古代的描述有重大不同，但争点基本上是一个分类法，对可能在一场争论中所争议的各种问题进行归类的一个系统。[24]
 按照赫玛格拉斯，假设某人被控谋杀，那么，任何司法案件必定与4个可能的关键议题相关。第一个可能的问题是推测的争点——关于争议事实的推测（coniectura
 ），即事实争点。对于这个关键议题，一方将论证被告做了这件事，另一方则论证没有做。当被控的行为由被告所为这一点业经确立或承认之后，第2个议题就是定义（Definitiva
 ）的争点，即被控的行为符合谋杀的法律定义吗？当被告的所为被证明或承认是谋杀的情况下，性质（Generalis
 或qualitas
 ）的争点可能出现：是否存在某种环境条件使这一行为成为正义的、应急的甚或是荣耀的？之后剩下的便是转移（Translatio
 ）的争点，即是否这个法庭或法官对这个案子有审判权。根据后人的转述，赫玛格拉斯还论述了有关“法律问题”的争点与“缺乏争点的问题”。[25]
 赫玛格拉斯为争点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之后，西塞罗对争点的研究贡献尤为显著，他继承和拓展了赫玛格拉斯的争点学说。《论开题》、《论演说家》和《论题》都讨论了争点，并最终形成了可适用各种演说的争点系统。[26]
 不过，西塞罗和昆体良放弃了第4个问题，因为上法庭之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虽然关于争点的数目、本质和子类依然有争论，但争点的基础重要性、它们在发明中的首要地位从未遭到怀疑。公元2世纪，希腊修辞学家赫摩根尼特别为准备辩论的学生重新精心阐述了争点理论，其影响延伸至文艺复兴。他不仅恢复了4争点，还强调争点理论的层级顺序，并将争点的应用扩展到议事。从赫玛格拉斯到赫摩根尼的400年间，争点理论是发明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27]


古代修辞学的说服手段之一logos
 包括3种具体方式：争点（staseis
 ）、论式（topoi
 ，loci
 ）和修辞式论证（enthymema
 ）
 
[1]

 。这三者的关系大致可描述为：首先辨识一场争论中的核心或关键分歧点、焦点；然后在储藏派得上用场的论据之地（topoi
 ，loci
 ）找到或发现相关论据或论证，用它们展开对那些焦点问题的论述或演说；在这些论证中，基于可能性（合情理性）和迹象的论证最符合演说情境的脾性。正如康利（T.M.Conley）所说，争点理论为使人们既能确定一场争论中所争议的相关点，也能发现可应用的论据从合适的地方引出来而设计。西塞罗和昆体良都把基于争点理论的论证发明训练看作是成功演说家之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28]
 事实上，西塞罗根据记忆在旅途中所写的《论题》将topoi
 处理为发明手段而非论证的分析学，而且与争点理论混合起来。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错肯定让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不快。[29]
 通过学习争点，学生们学会跟随分歧意见可能出现的关键点透彻思考案件。这些争议或斗争点把一个复杂案件划分为元件部分或问题。与事实、定义和性质诸问题相关的论证被演练，并因而与学生的思维模式融为一体。[30]
 从修辞发明的步骤来看，在确定争点相关材料之后，另外的材料能通过使用topoi
 来引出。尽管罗马人没有掌握论式方法的哲学意蕴，但他们的确因它的实践维度而使用了该系统。两类topoi
 程序被教。题材的或实质的topoi
 是演说家为了确保对手头案件的彻底调查要问的问题，比如，当所谓的罪行发生时，被告在哪里？等等。而与辩证方法论密切联系的，以形式topoi
 为基础的程序则强调事件与关于事件之陈述之间的关系。学生要问，什么引起了这个事件？它的效果是什么？它与什么相似？什么是它的组成部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生成一些形式或结构，从实质topoi
 得来的陈述可被置于其中。结果就是修辞上有效的论证，因为包括了陈述之间的推论关系，这些论证是似真的或合情理的。[31]


争点的实际运用可大致勾勒如下。面对一大堆证词或事实材料，演说家首先必须决定争议的争点或问题。演说家不是挑选其材料然后应用争点，而是应用争点选择材料。首先了解可能议题的类别，先要搞清：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是定义、价值、审判权或一系列其他问题？换言之，案件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包括各种选择，还是涉及一个争点，或从议题移动到议题？一旦确认，争点就在下一步将演说家引向合适的topoi
 ，以便为回答那类问题形成令人信服的论证。所以，争点具有把topoi
 加以组织的作用，是生成常理（commonplaces）的系统。例如，第一个争点中的问题将法律演说家引向环境、人、行动或迹象的topoi
 （或可能与不可能、过去的事实）；第二个争点中的问题将他们引至定义或相同与不同的topoi
 ；第三个争点中的问题将法律演说家请到更多或更少的topoi
 面前，凡此等等。因而争点理论被看作是论证的一般启发法，它援助对两个团体（在第三方面前的两个团体）之间冲突的探究，甚至在冲突语境之外的论证发明方面，它也是一般启发法。从发明的整个过程来看，争点理论只是发明之一部分而非全部，它在其中所占的合适地位就是“发明的原则”。[32]


后来，西塞罗按照《论题》的分类系统将topoi
 理论和按照赫玛格拉斯争点理论的演说划分联系起来。当一个争议主题被确定之后，探究就涉及3个问题，推测（事实）、定义和性质（区别正误）。西塞罗认为，所有topoi
 都适宜这些问题，只不过某些比较适宜于这个问题，某些更适宜于那个问题。而在这3个问题之下的topoi
 可能是：

推测：原因、结果、环境

定义：定义、描述、记号或同源词、划分、部分、后件、前件、不一致、因果、关联

性质：根据比较

起源于希腊化时期，在罗马初期成为主流，并对文艺复兴修辞教学有重大影响的一种修辞训练方法——修辞学初阶训练（progymnasmata
 ），也利用6个topoi
 引导学生在叙事写作时应该考虑叙事的6种属性。修辞学初阶训练的主要版本来自1世纪的席昂（Theon）、2世纪的赫摩根尼斯（Hermogenes）和4世纪的阿夫索尼乌斯（Aphthonius）。其中阿夫索尼乌斯的14组练习最有影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4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修辞学初阶训练背后的核心理念是，通过使用topoi
 取得学习上的进步。在修辞学初阶训练里，topoi
 有许多形式。比如，在叙事写作时，学生要考虑完成行动的人、所做的事、行动的时间、地点、方式和行动的原因；在写作一个chreia
 （曾经发生的事，一种短小精练的历史逸事）时，要用一组topoi
 发展一个话语或行为的意义：第一个topoi
 是所言或所行之人的赞美，然后用自己的话表达其意义，接下来是一个理由，根据对立的论证、比较、例证、来自受尊敬者的证言以及一个简要的结论。这些topoi
 叫做kefalaia
 即发展一个主题的“标题”（headings）。论辩的基本训练包括反驳和证实的练习，这种练习预设学生知道如何从不同的视角讲故事，如何使用诸如对立、例证、类比和根据他人证言这些topoi
 。典型情况是，学生们反驳和证实一个叙事的意义。这意味着学生首先必须解释该叙事（通常是一个神话故事）的意义，分析它，然后写一个短文作为在课堂上口头演讲的基础。因此，这个过程既是分析，也是写作。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教给学生引导其整个学习过程的6个topoi
 ，这就是清晰的、有说服力的、可能的、逻辑的、恰当的和有利的topoi
 。每一个topoi
 都配以它的对立面，使学生寻找清晰的和不清晰的（通过澄清议题开始解释过程），有说服力的和没有说服力的（考虑对听众来说，这个故事是否可信、有说服力），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是否存在使得要完成的行动成为不可能的障碍），逻辑的和不合逻辑的（推理模式是否有谬误，明晰隐含的前提），恰当的和不恰当的（考虑修辞情景，所分析情况的诸方面是否与社会和文化规范相符），有利的和不利的（谁从所建议的行动中获益）。这是在教学生进行两面或双向论证。[33]


二 西塞罗集大成的loci
 理论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是罗马社会鼎鼎大名的演说家，被尊称为法庭之王。人们对他的演说生涯、演说风格、演说的修辞技巧以及他为罗马政治和社会历史提供的证据，均赞赏有加。罗马人对修辞学这一学科的自觉意识只是开始于他们在地中海最为急速扩张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西塞罗在经受学术训练期间，接触过最好的罗马演说家。他在罗马时曾经听过最著名的希腊修辞学家摩隆（Apollonius Molon）的讲学。摩隆和学园哲学家菲洛（Philo）的折中主义的开放思想在西塞罗的所有著作中都留有痕迹。西塞罗是第一个吸收和精通严格意义修辞理论的罗马思想家。

作为题材指示词的loci


西塞罗的《论开题》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西塞罗论修辞学的主要著作。西塞罗所使用的术语loci
 （topoi
 ）有不同用法
 
[2]

 ，指“论题”或“主题”、专门性的“论证型式”、“题材指示词”、“论据”和“现成的论据”。但是，他似乎既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处理这类具体topoi
 的

表8-1 西塞罗修辞的loci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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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也没有特别看重这些topoi
 。西塞罗把topoi
 分为技艺的和非技艺的，即通过技艺得到论据的地点和不用技艺得到论据的地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做出相似的区分，但西塞罗处理两类topoi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于西塞罗，非技艺的loci
 必须处理证言。他列举4种技艺的topoi
 ：定义、枚举、语源和环境，环境分为13种。它们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topoi
 ，而是《论题篇》伴随一般topoi
 的谓词，《范畴篇》中区分的各种对立，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考察的行动的“环境”的组合。[34]
 西塞罗特别集中于作为题材指示词的loci
 概念，把它们当作“属性”（attributes），予以非常广泛的列举。同时，他的兴趣在于loci communes
 （ready-made argument，“现成的论据”），它本质上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topoi
 ，因为一个现成的论证并不指导论证的构建，而是能够迁移到某些相似的情况上，使听众进入一种赞成的心境。《论开题》处理演说构建的问题，为隐藏在任何给定的修辞学问题中的推论性说服寻找资源，包括了帮助演说者构建其演说的规则汇集，其中主要是“争点”理论。西塞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论证的形式和题材的规则，处理了属性的目录，大部分属性指示论辩中要使用的主题。属性被划分为牵扯进案件的人的属性（11种）和行动的属性，它们能启发演说者构建他们的论证，因为它们给演说者在设计论证时提供要考虑的可能主题。[35]
 在处理属性时，西塞罗注意到某些论证类型背后的推论策略（如在“相似”之下根据对立的论证和根据类比的论证），区分了必然的论证和仅仅得出很可能得出结论的论证，提到了一些论证型式（如迹象、权威、比较、例证、两难、带证式三段论即五段式演绎论证等），虽然偶尔也在论证型式的意义上使用loci
 ，甚至在一些场合将locus
 用于指称与具体主题无关的更为抽象的论证型式（例如，建议原告提出简要、清晰和惯例的词语定义，然后将该定义和被告的行为相联系，这个策略被说成是一个locus）
 ，但是，《论开题》依旧追随前亚里士多德时期传统的处理修辞学的方式，基本上是修辞经验思考方式的结果，不仅忽略了亚里士多德topoi
 的工作，也未注意某个locus
 意涵的可能的推论策略。[36]


最适宜的loci


在《论演说家》（公元前55年）中，西塞罗采用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修辞术》所采用的视角探讨论证理论：通过辩护修辞学的系统教学，尝试重新发现本质和其基本构成。一种修辞术基于对什么演说是有说服力的认识；实现演讲术的说服目的完全依靠三种手段——证明我们的辩解、赢得听众的善意、激发他们的感情，使之最终朝着我们的案件所要求的方向发展；演说者可以支配两类材料——不是演说者自己想出来的以及完全依赖于演说者的推理和论辩的材料；给年轻人教授现成的论证而不是发现最终源头的修辞术是贫瘠的。[37]
 这一切都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提出的观点的回应。

西塞罗认为，演说者学会loci communes
 即那些现成的论证，对于将听众置于赞成的心境是有用的，学会loci communes
 不需要伟大的才能，只要大量的实践。《论演说家》首次提到，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可以在其中发现所有论证（方法）的topoi
 （loci
 ，common-place）
 
[3]

 ，对哲学家的讨论以及法庭上的争论都是有用的。[38]
 西塞罗强调loci
 作为搜索公式，论证可被发现的“地点”的角色以及loci
 可被用于构建任何论证。[39]
 他简洁概述这些topoi
 ，是“希望告诉某人某个地方的地底下藏有金子，那么我只要把那个地方的标志和金子所在的位置告诉他也就够了”，这些topoi
 无论对于在法庭上的，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演说而言，都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使演说家感到迷惑。[40]


公元前44年，应朋友和法学家特巴提乌斯（Trebatius）的请求，西塞罗写成了《论题》。这个请求源于特巴提乌斯在西塞罗的藏书室里发现并想学习的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因此，《论题》不仅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同名，而且整个作品堪称法律修辞学。莱文指出，西塞罗将亚里士多德的topoi
 和法律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是给法学家讲述topoi
 理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西塞罗把罗马法看作是特别得益于topoi
 理论所提供的理性分析的领域。在《论题》中，通过topoi
 理论，西塞罗向法学家提供了一种扩充罗马法的方法，它既适用于新的、复杂的或边缘的法律问题，同时又是被广泛同意的方式。[41]
 因此，西塞罗不仅为他那个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论证理论之实践应用的模型。不过，西塞罗对激情的强调甚于topoi
 。[42]


西塞罗认为，系统处理论证包括两个部分，发现（或发明、构想）论证和对其有效性进行判定。亚里士多德是这两个部门的创建者，而斯多葛的辩证法忽视了论式的技艺。如果隐藏东西的地方被指出和清楚地加以标记的话，这些被隐藏的东西就容易发现；所以，当我们希望考察任何论证时，应该知道亚里士多德所谓topoi
 的所在地点，论证正是从这里得到的。由此，topos
 是一个论证的所在地，而论证则是促成人们相信某事情的理由，而没有该论证它将是可疑的（参考Yonge，C.D.英译本改译）。[43]
 Loci
 被西塞罗划分为两大类：内在于所讨论的主题的本质和从外部产生的。后一类主要包括诉诸权威。前一类有：同源词、属、种、相同（类比）、差异（种差）、对立（对反）、附加（关联）、前因（前件）、后果（后件）、矛盾（相斥）、原因（产生结果的原因）、结果（结果之事）、对比[44]
 （比较，即与较大、较小和类似的事情比较）。
 
[4]

 按照波伊提乌的解释，“相同（类比）”是两个事物有相同的性质。“差异（种差）”是指种差，比如“理性”是人不同于马的种差。“对立（对反）”是处于同一属下的但又非常广泛地背道而驰的那些事物，比如白与黑。[45]
 事实上，西塞罗的对立包括四种情况：反对、敌对（adverse），即属于同一属的谓词，如智慧与愚蠢；缺性概念或剥夺的，以前缀词为特征，如尊严与无尊严，人道与不人道；比较而得的对立，如长与短；否定或消除，如若是这，就不是那。[46]
 “附加（关联）”被关联起来的事物是那些具有接近一个体事物的一个本质的那些事物。比如，脸色惨白与害怕相关联。这些事物的本质是，虽然它们常常足以符合与它们相关联的事物，但是，它们并不必然被强迫代表它们所接近的事物。脸色惨白伴随害怕是经常的，但并非总是如此。所以，逼真的论据源自关联的事物，因为关联的事物对于它们坚持的事物一般起着证据的作用。“前因（前件）”是这样的事物，当它们被断定时，别的事物必然跟随（后果，后件），比如，有战争就有敌对行动。这种前后关系与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并不完全对应。比如，一般而言，敌对行动在战争之前存在，但我们不能断定“如果有敌对，就有战争”。所以，只要我们记住在命题中先行的事物（无论它是自然在先的或在后的）必然得出随着它的某个其他事物，是否一个给定的事物自然先于或跟随某事物，就没有不同。“矛盾（相斥）”即不相容（incompatibles）的事物。友谊和敌意是相反的，一个损害的意愿从敌意而来，友谊与一个损害的意愿是不相容的。“原因（产生结果的原因）”是先于并生成别的事物的一个事物，比如“白天的原因是太阳的升起。”“结果（结果之事）”是在先的原因所生成的。“对比（比较）”指的是比较更大、更小和相等。比如，如果没有一个无辜者应该被流放，那么西塞罗也不应被流放，因为他不仅是无辜的，而且是他的国家的救星；如果没有人认为西塞罗——他的国家的救星值得奖赏，那么没有人会认为一个仅仅是无辜的而没有为共和国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值得奖赏；如果这个无辜的公民不应被流放，因为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个公民也能正义地远离他的国家，他是无辜的。[47]


西塞罗试图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教特巴提乌斯如何使用这些论式，来生成有助于他在法庭上论辩的大量多样的论证。也因如此，西塞罗没有清楚地讲述topoi
 支援论证发现的方法，而波伊提乌在其从容不迫和广泛的评论中加以补全。[48]
 不过，通过比较会发现，西塞罗的列举似乎体现一种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精神，表达topoi
 的方式较为接近《修辞学》而非《论题篇》，使得topoi
 对修辞学家更好理解，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并不理解《论题篇》的形式框架和抽象语言。[49]


三 古代标准论式理论

西塞罗之后的loci
 学说逐步进入到一个标准化阶段。昆体良在西塞罗修辞学loci
 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古典修辞教育的标准loci
 理论。波伊提乌则在弥修斯的框架下，确立了辩证loci
 的标准学说。

昆体良的标准修辞论式理论

“最伟大的罗马教师”昆体良（公元35—100年）的《演说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
 ）被视为古典修辞学教育的主要权威论著。但是，由于人们看重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因而他关于论式的观点常常被略而不表。《演说术原理》从第2卷第11章至第11卷阐述修辞学原理。第3卷第6章至第6卷论述修辞学的“发明”或发现，即在储藏各种论据的地点（topoi
 或loci
 ）找到可用的论据以生成说服性论证。对commonplaces（现成的论据，常理）的详细而有趣的分析是在第5卷第10章进行的，主要依赖西塞罗《论开题》（第1卷，24—3）的框架。[50]


昆体良对修辞学的基本看法是：修辞学被定义为好公民良好演说的艺术，因而有道德功能。昆体良赋予演说家好公民的角色意在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运用修辞的力量。不过，好的或善良的演说家必定是一个文化上保守的罗马公民，一个高贵的人，一个用如此的美德补充某些天赋才能的人（这些天赋才能通过实践和细心的教导得以磨炼）。像罗马修辞学一样，昆体良教给学生的法庭演说包括五部分——绪论、陈述、证明或证实、反驳和结论。

《演说术原理》第10章首先从论述论证开始。昆体良采用的论证概念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式论证（enthymeme）。在辨析了相关语义之后，昆体良认为，论证包括证明或证据（proof）、指示或迹象（indication）、可信性（credibility）、攻击（aggression）；论证是提供证据的推理过程，通过它从一个事物得到另一事物，凭借提及确实之物来确立（原本）可疑之物。当然也必定存在不需要证明的确实之物。被感官感知的东西是迹象或指示，由人类的普遍一致所公认的（上帝存在、尊敬双亲等），都是确实之物。法律所确立的、变成一般用法的、共同习惯、两个团体达成一致的、被证明的以及我们的敌手并无异议的等，也为确实之物。对于要正确处理论证的人来说，应该了解所有事物的本质和特性以及它们的一般效果，由于依靠这样的知识来建立论证，论证称作“可能的”（probable）。可能性有三个等级：依赖非常强的理由，因为所应用的是普遍发生之物（如儿童得到双亲的珍爱）；更倾向于不确实（如今天健康的人明天会依然活着）；差不多与可信性是矛盾的（如一个小偷在一间房子里干坏事是家庭成员之一干的坏事）。推理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依赖可能性。[51]


论证或论据的地点（places of arguments）即loci
 是论据藏身之所（seats），论据由此引出。就如所有种类的水果并不在所有国家产出一样，如果你忽略鸟和野兽通常的生产之地或出没之处的话，你就不会发现鸟和野兽。每一种论据不会从每一个地点得到，因而并不是每一个地点都要搜寻。另外，毫无章法地寻找，靠运气，也无益于发现。但是，如果我们查明特殊论据提供之地，当我们来到它们的藏身之处时，就会容易辨认这个地方存有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论题篇》中列举的辩证topoi
 对于由偶性、定义、属和特性所谓述的直言命题是有用的。昆体良建议一种通过在一个主词的可能谓词中进行挑选来发明命题的topoi
 手段，穆斯格雷夫将它们称为“谓述的”topoi
 。[52]
 按照这个系统，作为隐秘之地的topoi
 或论据一般划分为两类，命题可以得自那些与事物有关的和那些与人有关的属性。事物的偶性是原因、时间、地点、场合、工具、方式等。关于人，那些从其可以得出论据的loci
 是出生、民族、国家、性别、年龄、教育和癖好、身体构造、财富、条件或状态、自然性情、职位、个人追求、过往生活、以前的说话方式、情感和名字等。[53]


关于被做的一切事情，问题是为什么、在哪里、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或用什么手段做的。论据因而得自实施行动的动机，论据也可得自地点，常常涉及事实的证明，不过有时也与法律问题相关（一个地方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地点也常常影响一个行动的质量，影响举荐还是轻蔑，在议事演说中也有影响。时间有一般的和具体的，前者包括如今、以前、亚历山大时代、在特洛伊包围战期间，或者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等；后者指一般承认的时间部分，如在夏天、日间、夜间，或者偶尔发生在任何特殊时期，如战争期间、在宴会期间。所有的论据易于从先于所考虑事实、与它同时或者在它之后的环境得出。包括工具的手段与一个行动的质量和作品的解释都有关系。[54]


从定义而来的论据有两种模式，即用一般方式表达的定义与使用细目列举法的定义。定义事物可以依其本质，亦可引用语源。定义尤其属于属、种、差异和特性。属不能确立种，但可排除它。是树的东西不必然是悬铃树，但不是树的东西肯定不是悬铃树。相反，种给属提供强的证据，但没有否证它的力量。正义肯定是一种美德，不是正义的东西也可以是一种美德，比如刚毅等。一个定义以其特性得以建立，而凭差异定义得以推翻。按照差异，一个属划分为各个种。西塞罗也表明通过划分（不同于将整体分割为部分）得到定义。划分也可用于证明和反驳。这一推理模式有各式各样的类型。有一种根据连续移除的论证形式，利用它可以证明一个整体的主张是假的；也可以经过连续排除之后，证明剩下来的整体的一个部分是真的。这类论辩是危险的，必须极为小心谨慎加以运用，因为倘若在列举中漏掉一种情况，整个大厦就倒塌。在此，昆体良联系到二难推理：无论采纳两个命题中的哪一个，都会引来同样的后果。就如时间有三个部分一样，事物的顺序也由三个发展阶段组成，它们都有开端、增长和完成。结局可以从开端推论，开端可以从结局推论。同样，根据一个事物的增长，可以推出有关该事物的开端与结束的论据，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适用。论据也可以从相似性得到。如果节制是美德，那么节欲也是美德。还有根据不相似性、根据反对、根据矛盾、根据后果或附属物（如果正义是善，我们就应该用正义裁决）。昆体良把以下两类论证形式也称作后果的：关于行动的和关于时间的。还有一种根据两个相对后果的命题的论证，根据对立的陈述证明同一事物（那些说世界被制造出来的人也等于说世界将会终结，因为被制造的一切都会达到一个终点）。与这个论证相似的还有修辞学家所谓的根据原因的论证。有时后果必定发生，有时虽然不一定发生，但一般会发生。昆体良提醒，虽然必然后果的论证既可以从原因而来，也可以从结果而来，但要注意逆推可能导致的错误（例如，运动一般会使身体强壮，但不能得出强壮的人都曾运动），或者误解概称语句（运动过的人都强壮）。比较的论证根据更小证明更大，根据更大证明更小，或者根据相等证明相等。一个关于事实的推测得到这些论证的支持，关于法律的问题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支持。对于依赖定义或性质的问题，比较的论证形式更为适合。比较的论证有很多表现形式，从一系列事物到一个事物、从一个到一系列（如曾经发生的事可能常常发生）、从部分到整体、从属到种、从包容物到被包容物、从更困难到更容易、从更遥远到更近、从所有这一切的相反到它们的相反。这些论证本质都相同，都是从更大和更小或从同等力量的事物得出。如果我们追求如此的区别，那就有说不完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为事物的比较是无穷的，而这类论证的例证的数目也是无法计算的。[55]


在列举了根据比较的很多例子之后，昆体良做出如下总结：论据得自人、动机（causes）、地点、时间（之前、同时和之后）、方式（一件事被如何做的）、手段（包括工具）、定义、属、种、差异、癖好、移除；划分、开端、增长、结束、相似性、不相似性、相反、影响（consequence）、原因、结果、议题、连接、比较。其中每一个都划分为一些种。[56]


当然，论据不仅从承认的事实得来，也可以从虚构或假设得来。昆体良举出很多法律上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认为，了解所有证明（证据）都是得自人或事物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一般标题之下的小类无穷无尽，那些学会从在前、同时或之后的环境得到论据的人还不一定有资格判断什么论据适合于从如此的环境中得出的特殊诉讼。尤其因为大多数证据取自内在于诉讼之本质，与任何其他诉讼没有共性，即使这些证据是最强的时候，也最不明显；虽然我们从规则学会了对所有诉讼共同的东西，但对于任何特殊诉讼的特别之处，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我们把这种论证称作根据环境的论证或根据适合具体诉讼的事物的论证。发明的力量即使不是最伟大的，肯定也是第一需要，就如对于一个不知道该瞄准哪里的人来说，箭头对他没有用一样，对于那些尚未确定要把loci
 用在哪里的人而言，论证也毫无用处。昆体良说，我做出这些观察并非是因为我认为论据从其中得出的一般loci
 的知识是无用的，而是因为曾经研究它们的人自己没有思考，在忽略其他关键点的同时，他们却成了功德圆满的艺术大师。修辞学作者使用从演说家那里提取来的老论辩例子，没有自己的新货色。当要讨论一个主题时，学生不必搜寻论证的每一个locus
 ，就如敲击它的大门来了解是否回答，帮助证明他们所愿的东西；他们不必这样做，除非他们还是初学者，没有经验。确实，这样的审查使演说过程极其缓慢，如果考察各种论证总是必要的话，通过审判查明其中的哪个匹配和适合我们的目标；我不知道是否所有论证的规则都不会是我们的妨碍，除非我们有某种心灵的洞察力，凭借天性、练习和研究引导我们走向适合于任何特殊诉讼的所有考虑。[57]


《演说术原理》第2卷第1章的第9—12节强调loci communes
 作为演说实践练习的重要性。古人为了提高雄辩能力，让学生就真实的或假想的案件来练习论题（theses）和common places以及其他不涉及特殊环境或人的修辞练习形式，恰恰是因为这类实践处理在实际案件中频繁发生和突出显现的事项，因而成为基本的。无论是针对罪行的commonplaces，还是对问题的泛泛讨论中的commonplaces，它们都与诉讼案件的内容关系密切。他相信loci communes
 是我们应该永远储藏在军械库中以备不时之需的武器。发明或发现需要commonplaces，但不光是回忆和逐字重复。[58]
 里夫认为，昆体良区分了贫瘠的、纯粹言辞的与启发式的commonplaces。形成commonplaces过程的练习服务于两个发明目标：第一，为磨炼和集中演说家使用和整合构建某一给定论题的commonplaces所需元素的能力，提供最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问题总是生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调用抽象的或理论的原则不足以获得所需的技能，通过实践才能学会它。第二，在实践中生成的commonplaces起着一种模型的作用，它能储存在记忆中，然后应变化的环境而被重建和适应，即通过练习而生成的“产品”为其他相同或不同主题的创造行为提供一种推论类比。这样，commonplaces和记忆的启发性形式相互联系起来，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论证方法起作用，而是作为发现与手头案件相关的材料的一组策略。发现合适材料并恰当地使用它们的能力，不能归约为某种一般的方法，必须把案件知识和有基础的判断结合起来加以发展。[59]


昆体良对一组定义性loci
 ——属、种、特性和种差的分析似乎背离了西塞罗，这些loci
 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谓词有关，这是修辞的和辩证的学问在此合并的进一步证据。[60]
 昆体良loci
 系统基本坚持《论开题》提供的模型，暗示loci
 本身有价值但也只是有限的价值。它们的真正功能是要帮助提升学生的论辩技能，培养自然禀赋的发展，并磨炼对公共领域出现的案例的洞察力。因此，昆体良否定任何设计完全严格和穷尽的loci
 系统的可能性。他在接受loci
 广泛应用性的同时，告诫过于严格地归类它们的企图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理论计划，只能给学生的实践造成混淆而不是澄清。而且，在实践情况下，论证者也没有时间浏览一个长长的loci
 目录，直到他找到适合该特殊情景的一个locus
 。规则并不生成辩才，仅仅拥有loci
 系统的知识不过是拥有一种哑巴科学。Loci
 可以增强天赋能力，扩展识别在任何案件中的论辩可能性的才能。但是，与作为发展形成论证的一般理智能力练习的loci
 相比，作为生成一类论证之模型的loci
 就不那么重要了。昆体良使用一些比喻概述这些理念：只有经过不断的练习，我们才能确保演说者的思想不会由于可能论证的多样性和数量而阻滞，就如音乐家的双手，即使他的目光转向别处，也能凭借习惯的力量，创作低音、高音或中音的音符。就如作家无须思考字母和音节一样，理由应该不由自主地随演说者的思想而来。[61]
 因此，真正的发明艺术并不存在于理论家著作的书页上，而在演说者的心里。[62]


昆体良之后，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关于修辞理论的拉丁著作较少，没有一个对loci
 学说作出重要贡献。不过，从4世纪到6世纪，出现了对拉丁修辞理论兴趣的明显复兴。这个时代写作的一些论著大量提到修辞式论证的loci
 。这些著作以不同的方式简化、补充和修正了早先的拉丁loci
 传统，它们作为将loci
 知识传送至中世纪的主要源头无疑是重要的。维克多里勒（Marius Victorinus）有现存最早的对《论开题》的评注——《西塞罗修辞学注释》，其冗长、细致的评注对中世纪修辞理论家，特别是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注释家有重要影响。维克多里勒适当地复制了《论开题》中的loci
 框架，就其大部分做了广泛而非常有用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保存了原始的西塞罗loci
 系统，并提供了一个组织方式，使后来的作者更易掌握该系统。还有3个修辞艺术的综合评述即哈尔姆（Halm）的Rhetores Latini minores
 、弗图那提亚努（Fortunatianus）和维克多（Julius Victor）的artes
 ，以及来自嘉佩乐（Martianus Capella）De nuptiis Mercurii and Philologiae
 等的论修辞学的章节，也叙述了论证的loci
 。接下来便是波伊提乌集大成论著《论论题种差》。[63]


波伊提乌的标准辩证论式理论

号称“最后一个罗马人”的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对早期经院哲学有重大影响，在基督教哲学家中也是仅次于奥古斯丁的一个权威。他的评注和论著不仅对建立基本拉丁哲学词汇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是中世纪逻辑的某些发展的主要源头，因而被广为引证。《论论题种差》（De Topicis Differentiis
 ）和《西塞罗的〈论题〉》（In Ciceronis Topica
 ）阐述了发现论证的理论，在中世纪逻辑史上有巨大影响
 
[5]

 。此外，波伊提乌还有与论式研究相关的论著——《论划分》（Liber de Divisione
 ）和对亚里士多德《论题篇》的评注。[64]


人们公认，波伊提乌建立了中世纪标准的论式理论。阿尔昆（Alcuin）《辩证法》的一些例子和最高命题有一些对《论论题种差》和《西塞罗的〈论题〉》的引证；9世纪源于圣高尔（Saint Gall）的一系列匿名论著之一对区别整体和部分与属和种的讨论以及拉贝奥（Notker Labeo）论三段论的论著，都受到《西塞罗的〈论题〉》的影响。吉尔伯特10世纪在兰斯的教学依赖《论论题种差》和《西塞罗的〈论题〉》；兰德斯的论著和12世纪初的许多逻辑教科书对波伊提乌式的论式学说非常感兴趣，不过将其理解为论证有效性的担保，而非发现论证的工具。阿伯拉尔《辩证法》广泛讨论了波伊提乌的论式学说，虽然更多地依赖《论论题种差》，但也显示出《西塞罗的〈论题〉》的影响。13世纪早期，唯名论逻辑学家的著作对波伊提乌论式学说的兴趣被降至逻辑教科书的例行章节，论式主要被理解为修辞式推论有效性的保证。之后以及下一个世纪的头十年，当哲学家开始重新考虑先前所接受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证明及其与辩证法关系的观点时，辩证法的哲学分析得以复兴。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在逻辑领域中的衰落，对推论或条件推论的兴趣上升，许多思想潮流汇入14世纪论推论工作的洪流中，包括早期范畴词的研究，推论谬误的分析，关于亚里士多德推论转换观点的考察。不过，这些潮流也与波伊提乌论式学说的经院哲学工作的复杂传统有关系。在奥卡姆、布里丹、萨克森的阿尔伯特以及伪斯各脱的论著中，许多推论的规则与波伊提乌的某些论式极为相似或相同。因此，主要在《论论题种差》和《西塞罗的〈论题〉》中表述的波伊提乌论辩证法的工作，处于从亚里士多德延伸至14世纪的悠久和丰富的思想传统的中心；波伊提乌的论式的名称、本质和逻辑角色缓慢演变，从曾经是发现辩证论证的主要工具，变成只是使某种条件推论有效化的又一个手段。[65]


《西塞罗的〈论题〉》早于《论论题种差》，是对西塞罗《论题》的评论，篇幅超过西塞罗原作，是阐述论式的初级阶段论著，它有《论论题种差》的两倍长。相比而言，《论论题种差》相当简短，风格简明，显然预设人们熟悉论式这一主题，它是波伊提乌高级阶段的论著。西塞罗在《论题》中并没有讨论论式如何援助论证的发现，而波伊提乌在其从容而广泛的评论中却这样做了。直到12世纪中叶，《西塞罗的〈论题〉》依然是构成逻辑研究基础的论著之一。比较而言，经院哲学家更依靠《论论题种差》。波伊提乌建立了中世纪逻辑学的这个部分的题材，教科书的作者对loci
 的讨论都以波伊提乌《论论题种差》为基础。[66]
 《西塞罗的〈论题〉》表明波伊提乌占有和利用了丰富的资料，因而是见证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的宝贵资源。[67]


在波伊提乌《论论题种差》中可以找到中世纪辩证法的根基。在此论著里，某些论式（1185C，1185D）是必然的联系，而别的（比如根据更多和更少）只代表时常发生的联系。而且，辩证的loci
 不同于修辞的loci
 （1215C），因为前者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比如像抢劫这样的事情），后者起源于具有这种品性的事情（具体案例，比如一个特殊的抢劫案例）。《论论题的种差》提出了一种更为精细而复杂的论式理论。该书前3卷处理辩证法，第4卷留给了修辞学。而且，第4卷的修辞学是从前边对辩证论式（dialectical topics）的分析得来的。前3卷试图对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式学说加以说明，进行综合。《论论题种差》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辩证法悠久传统基础之上，它是中世纪晚期许多对辩证法的讨论的一个重要源头。甚至在它被新逻辑教科书[如从13世纪晚期到15世纪末的标准逻辑教科书——彼得的《逻辑大全》（Tractatus
 ）]取而代之时，波伊提乌的著作依然是辩证法的重要间接来源。《论论题种差》的目的是要使辩证法学科更为系统和简明，以便成为易于被人们所理解的发现论证的工具。[68]
 不过，波伊提乌的论式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有一些差异：第一，亚里士多德将他的论式表述为命题，波伊提乌的是种差，他感兴趣的论式被表述为可以膨胀为合适命题的语词或短语。第二，亚里士多德按照谓词把论式划分为4组，然后在每一谓词组内排序。4组论式中的每一组内的排序似乎非常相同，常常可以看到同一种论式出现在所有4组里。比如，关于对立的论式，出现于每一谓词的论式一览表中。而波伊提乌只给出28种论式（弥修斯的种差），非常有序地加以安排。谓词似乎在波伊提乌的论式方法中没有什么作用，他的论式方法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谓词艺术。第三，亚里士多德对每一论式的描述都倾向于用辩论的术语加以表达，但波伊提乌的阐述集中于论证本身，脱离辩论及其参与者，作为例子举出的论证是简要、有序和教科书式的。第四，亚里士多德认为，论式是论辩的一般策略，用于发现和构建一系列不同的论证。而波伊提乌认为，种差是三段论（他的广义三段论）的媒介词或第三词项的属，它给三段论的有效性提供合适的媒介词或第三词项。从亚里士多德到波伊提乌时代论式理论的旨趣从关切口头论辩转移到关心书面论证和准备好的演说，整个转移伴随一种趋向——论式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形式的和有组织的。[69]


波伊提乌说，整个“论述的科学”（ratio disseredi
 ，裁决或决定的理由）包括发现和判断两部分。前者是亚里士多德的论式，后者是“分析”。《论论题种差》讨论3个问题：何为论式？何为论式种差？哪个论式适合哪个三段论（1173C，1-10）？发现论证的方法可以有所变化，就看它是在修辞学中为了法律的或政治的演说而用，还是在辩证法中为了哲学探究而用。他主要关注辩证法里使用的方法，不过在《论论题种差》的第4卷也考察了在修辞学中使用的发现论证的方法及其与辩证法中的异同。无论在辩证法还是在修辞学中，发现论证方法的主要工具是所谓的论式。《论论题种差》考虑了两组不同的论式，西塞罗的论式属于修辞学，弥修斯的属于辩证法。二者的区别在于修辞论题涉及或处理具体问题，使用连贯的话语、省略的推论，说服裁决者；辩证论式则处理一般问题，使用对话形式，完整的推论，对话的一方既是对手，也是裁决者。不过，辩证论式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修辞学家应该进一步诉诸辩证论式，以通过诉求普世性和基础性的辩证理据来确立结论。[70]
 在《论论题种差》中，并没有太多注意一个论式对发现论证起作用的方式，而是描述各种论式，运用例子，最低限度地阐释基本方法。而在《西塞罗的〈论题〉》中，讨论了论式如何对发现论证起作用的方式。

论式是论证的所在地，人们从那里得到适合于所考虑问题的论证，论证是生产有关可怀疑事情的信念的理由（ratio
 ）。证明不确定的事物称为论证（argument），而论证的表达称为论辩（argumentation）。前者是力量、心理内容，后者是用论述（oratio
 ）的手段展开论证（1174D，33-35）。有两类论辩，即直言和假言三段论构成的三段论与从特殊前进到普遍的归纳（1183A-1183B，38）。论据必定比问题更为人所知。论证（论据）和置信的组合情况有4种：使人易于相信（probabilia
 ，合情理）且必然正确，如“给某一事物加上一个特定事物，整体就变得更大”，没有人不同意这个命题，而且它是必然的；使人易于相信且不必然，听者在心中同意但并非牢不可破的真，如“如果她是母亲，她就爱她的孩子”；必然但不易于相信，如“日食的出现是因月亮干扰”；既非易于相信也不必然，如“第欧根尼有角，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从未失去的东西”。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算作论证。辩证法家、演说家、哲学家和诡辩家使用上述不同类型的论证。辩证法家和演说家运用前两类；哲学家运用第一类和第三类；诡辩家运用第四类。论式学说旨在揭示具有真之外貌的论证的丰富手段，它主要服务于辩证法家和修辞学家，也可以给哲学家提供服务（1180C，18-1182B，20）。

论式可部分地理解为最高命题，部分地理解为一个最高命题的种差（1184D，15-29）。在命题中，有一种不存在其证明的那些命题，称为最高的和首要的命题，例如“等量减等量，余数相等”，这是人所共知的。由于这些命题生来就其本身形成恰当的信念，它们不仅不必从外部对信念进行论证，而且是其他事物证明的普遍出发点。所以，最为人熟知的、人人所知的命题，叫做“不可证明的、最高的和首要的”。其他命题则是可证明的、较低的和次要的（1176C，21-1176D，37；1184D，21-34）。比如，假设问题是，“是否被国王统治比执政官统治更好？”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两者都好时，被国王统治比被执政官统治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持续更久的好比持续较短的好更好，因此，被国王统治比被执政官统治更好。这个论辩包括的最高命题是：“持续较长时间的好比持续较短时间的好更值得”。这是如此为人所熟知，不必从外部证明，它本身能成为其他事物的证明。这个命题包含整体证明，而该论证由它而出，所以它合适被称作一个论式，即一个论证的地基（1185B，39-1185C，11）。不过，最高命题还有另一种情形，它置身于论证之外，给论证带来力量。假设任务是证明一个嫉妒的人不是聪明的。一个嫉妒的人是一个贬抑他人美德的人，但一个聪明人并不贬抑他人的美德。所以，一个嫉妒的人不是聪明的。最高命题并没有出现于这个论辩，但它给予该论辩以力量，因为支持这个三段论的信念是由我们所知的这样的命题提供的：其定义不同的事物，它们本身也不同。但是，在嫉妒之人的定义中具有的东西——因他人的美德而痛苦——并没有在聪明人中发现；因此聪明人与嫉妒之人是分隔的（1185C，12-1185D，24）。所以，从某方面来看，一个论式是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原则的、不可证明的并为人人所知的命题，它在论辩中给予论证和命题以力量，它本身或者在命题之中，或者置身于其外。由于既是普遍的也是最高的命题包括其他命题，后果因它们而出现，而且结论得以生效，所以它们被称作论式。作为其本身包括大量东西的一个地点（locus
 ），这些最高的命题在它们自身之内包含着次级命题的力量，结论本身源出于此。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最高命题的种差被称作论式，它们得自组成问题的词项。存在许多所谓的最高命题，在它们中间有所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所形成的所有种差，也称作论式，因为假如最高命题本身是论证的论式，它们的种差必定也是论证的论式（1185D，25-1186A，7）。

波伊提乌试图用两个关键的结构概念——maxima propositio
 （maximal proposition，最高命题）和differentia
 （distinguishing principle，区别原则，种差），使论式学说的描述标准化。最高命题是表明论证者如何识别或找出关于众多词项之一的显著事实的原则：这一事实披露该词项如何可被置入与另一个词项合意的谓述关系中。例如，一个人欲论证，城邦的统治者不应该用抓阄选出。最高命题将是：发生于一件事情上的东西必定也发生于与那件事情成比例的事情上。与这个原则相关的，人们可以注意到，航船的驾驶员并不用抓阄指定，一个航船上的驾驶员的职务与城邦统治者的职务成比例，根据最高命题和两个跟随的事实，就可以得出结论。最高命题是波伊提乌用来组织论式理论的第一基本概念，种差为第二。后者是简单的，是在最高命题之间做出区别的特性，就如一个种差区别一个特定属之内的某一个种和另一个种一样。上例的种差是“根据比例”。就如最高命题帮助定位（找出）可以发展论证的词项之一的突出点一样，种差帮助定位合适的最高命题。最高命题是蒸馏论证之精华的原则；种差是蒸馏该原则之精华的一种标签。[71]
 在波伊提乌看来，论证的发现是一个找到连接两端的中间要素的过程，论式充当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词项是辩证论证的基本单元。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波伊提乌并不以谓词作为归类论式的基础。

波伊提乌的论式分类系统源于4世纪罗马帝国学者弥修斯（Themistius）。所有论式即最高命题的种差，必定得自问题中的词项（主词或谓词）、从外部取得或者是位于这两个之间的中介。这就是内在的、外在的和中间的三类论式。内在的论式来自词项的实质（如在定义或描述的情况下），或者来自该词项密切联系的结果，如在实质或直接发生效果的原因的情况下。外在的论式包括超出该词项的考虑，如在根据相似或对立的论证；中间论式，如基于相同语词变形的那些论式，以某种方式与主题相干或不相干。波伊提乌得出结论，修辞的和辩证的论式的相似性是显然的，“两种能力本质上使用同样的论式”。当然，在修辞的和辩证的论式之间有某些差异，这源于适合于这两个能力的不同题材。辩证法处理抽象的议题或论题，修辞学处理具体议题或假设；辩证论式在范围上更广，它们具体化的推论原则包括与修辞论式相联系的依照具体情况的推论；辩证法处理推论的形式，修辞学表现这些形式。亚里士多德曾把两个能力的论式看作是对应物，但波伊提乌将它们作为相关但独立的发明资源，并安排为一种层级顺序。修辞论式是辩证法理论中所包含的比较纯粹的推论形式之从属的、具体的实例。[72]
 波伊提乌的论式是激励中世纪论式系统发展的最重要资源。[73]


得自问题中的词项的论式有两类：一类得自它们的实体（实质substance），另一类得自跟随其实体的东西。得自实体的那些论式只存在于定义中。例如，假设有一个问题“是否树是动物？”假设有这样一个三段论：动物是有能力感知的、有生命的实体；树不是有能力感知的、有生命的实体，因此，树不是动物。该问题必须处理属，因为该问题是“是否树应置于动物属之下”。以普遍命题形式存在的一个论式是：不属于属之定义的东西就不是所定义的属的一个种。该论式的更高种差称作“根据定义”的论式。现在可以看出，凭借以那些相辅相成的命题为手段的三段论的论辩，这个问题中的“犹豫不决”得以解决。普遍命题本身得自问题中的词项之一——动物的实体，即根据它的定义——有能力感知的、有生命的实体。有两类得自实体的论式；因为论证部分得自定义，部分得自描述。定义不同于描述，因为一个定义包括属和种差，而描述由主词的理解构成，或者通过生成一个特性的某些偶性，或者通过合在一起的实体的种差与有关的属分离开。尽管这些起自偶性的定义绝不表明实体，但根据描述的证明似乎也是得自实体的论式，因为描述常常处于表明实体的真实定义的地位。那些并不得自事物的实体而是得自其名称的意义，也是定义。例如，“是否哲学应该被追求”的问题就会有这类论辩。哲学是爱智慧，无人怀疑它应该被追求，因此，哲学应该被追求。在这里，并非事物的定义而是名称的解释（说明）提供了论据（1787B-1787C，36）。

存在大量跟随词项实体的论式，因为有许多附着于个体实体的事物。论据一般得自任何实体的伴随物：根据整体、根据部分或根据原因（动力因、质料因、形式因或目的因）。得自跟随实体的论式还有：根据效果、毁灭、使用以及根据关联偶性（associated accidents）。

整体有两个意思，一个指属，另一个指由一个以上的部分构成的完整事物。作为一个属的整体常常以这种方式给一个问题提供论据：例如，有一个问题是“公正是否是有益的”，人们生成这样的三段论：每一德行是有益的，公正是一种德行，因此公正是有益的。这里的问题是关于偶性的，即是否有益是公正的一个偶性。最高命题的论题是：对属发生的东西对种也发生，其更高的论式是根据整体即根据属（德行是公正的属）。假设问题是“是否人事由天意主宰？”我们会说，如果世界由天意主宰，而人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人事被天意主宰。该问题必须处理偶性，论式是：适合于整体的也适合部分。最高论题是“根据整体”，即根据部分构成的完整事物，世界是相对于人的整体。根据部分的论证也有两种方式：或者根据一个属的部分即种，或者根据完整事物的部分。人们也能在方式（mode）、时间、数量和地点方面考虑部分和整体。“总是”是时间的整体，“有时”是时间的部分；如果某事物不用限制而予以提出，它就是关于方式的整体；如果某物以某种限制被提出，它就是关于方式的部分；如果我们讨论一切事物（everything），就是在谈论关于量的整体；如果从大量中挑选出某物（something），我们就是在提出量的一个部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地点：处处（everywhere）是一个整体，某处（somewhere）是部分。

假如某人想要表明“正义是自然的”，他可能说：人的社会是很自然的事，人的社会生成正义，因此，正义是很自然的事。该问题必须处理偶性。最高命题：其动力因是自然的那些东西其本身也是自然的。论式是根据动力因，因为任何事物的原因造成它引起的事物。同样，假如某人论证“摩尔人没有武器”，他会说，摩尔人没有使用武器，因为他们没有铁。最高命题：哪里没有质料，那里也就没有用此质料制造的东西。这是根据质料的论式。假设提出的问题是“正义是善吗？”回答它可能是这类论辩：如果善为的是快乐，那么正义也是善，因为按照正义生活的人带来快乐正是正义的目的。最高命题：其目的是善的东西其本身亦善。这是根据目的的论式。根据形式的论式也是类似方式：代达罗斯不会飞，因为按其自然形式他没有翅膀。最高命题：一个事物仅仅胜任其自然形式所允许的东西。根据效果、毁灭和使用也是同样的方式。如果一座房子是好的，那么建造一座房子也是好的；反过来，建造房子是好的，一座房子也是好的（根据生成或根据效果）；如果拆除一座房子是坏的，则一座房子是好的；如果一座房子是好的，那么拆除一座房子是坏的（根据毁灭）；如果一匹马是好的，则骑马是好的（根据使用）。所有这些的最高命题是：其产品是好的其本身也是好的，反之亦然。其毁灭是坏的，其本身是好的，反之亦然；其使用是好的，其本身亦好，反之亦然。当我们考虑不能或一般不脱离其主词的偶性时，根据关联偶性的论据就出现了。例如，假如某人以这种方式说：聪明人不会后悔，因为后悔连接着一个不当行为的发生，但由于做不当行为并不属于聪明人，聪明人也不后悔。该问题必须处理偶性。最高命题：由某个并不内在于一个事物所产生的东西也并不内在于两者中的任一个。

外在的论式包括根据判断、根据相似、根据更多（大）、根据更少（小）、根据比例（关系类比）、根据对立和根据转代比喻（transumption）。

根据判断的论式是说，事物如它们被所有人或大多数人以及被聪明人或那些在任一艺术上知识渊博的人判断的一样。例如，“天空是否可旋转？”根据判断的论证说，它是可旋转的，因为聪明人和大多数有学问的天文学家都这么判断。该问题必须处理偶性。最高命题：对人人或多数人或聪明人似乎为真的不应该被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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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相似的论题。假如一个人怀疑是否有两条腿是人的一个固有属性，我们会说，四条腿内在于一匹马类似于两条腿内在于人，但四条腿不是马的一个固有属性，所以两条腿不是人的一个固有属性。该问题必须处理固有属性。最高命题：如果某物以类似于所谈论的事物的某种不是固有属性的方式存在，那么该存在方式不是两个所谈论的事物的固有属性。根据相似的论式分为两种，因为相似可能由质也可能由量构成。在量方面，它称为相等即相等性；在质方面，它被称为相似性。

根据更大（多）的论式。比如有一个问题，“是否动物的定义是：它能自己移动？”我们会这样说：自然活着的东西比本身能动的东西更适合作为动物的定义，但自然活着的东西也不是动物的定义。因此，看起来更不必说，本身能动的东西的定义不应该被认为是动物的定义。该问题必须处理定义。最高命题：看似更为内在的不是内在的，那么看似较少内在的更不是内在的。

根据更小（少）的论题。假如“两条腿的动物能行走”是人的定义，虽然它看起来比“会死的理性动物”更少是人的定义（假定人的定义是他在别处所说的：两条腿、能行走的东西），那么，人的定义也将是“会死的理性动物”。该问题必须处理定义。最高命题：如果看似较少内在的是内在的话，那么看似更为内在的也是内在的。

根据比例的论式。假设问题是：是否城邦的统治者应该通过抓阄选出？我们或许说根本不应该，因为甚至没有一个航船的驾驶员用抓阄指定，因为存在一种比例：一个航船驾驶员对一艘船的关系就如一个统治者对一个城邦的关系。该论式不同于根据相似的论题（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比较），在一种比例中根据的是某种关系的相似。该问题必须处理偶性。最高命题：在一件事上发生的东西必定也在与那件事成比例的事情上发生。

根据对立的论式是多方面的，因为事物以四种方式对立：作为彼此相反的互相反照、作为丧失和拥有、作为相对关系或作为肯定和否定。这些事物之中的差异在论述十范畴的部分中叙述。根据相反：假设有一个问题“是否被赞美是美德的固有属性？”我或许说根本不是，因为被辱骂不是恶习的固有属性。该问题必须处理固有属性。最高命题：相反匹配相反。丧失和拥有：“是否看是有眼睛的事物的一个固有属性？”我或许说不是，因为发生这样的情况，有那些看的人和那些盲的人，因为丧失和拥有可能是在相同的事物方面，是固有属性的任何东西不能与其主词分离。由于当盲出现时视力就丧失，所以，我们已清晰地表明看不是那些有眼睛的人的固有属性。该问题必须处理固有属性。最高命题：在丧失出现的地方，拥有就不是一个固有属性。根据相对关系的论题：“成为一个生产者是否是一个父亲的固有属性？”我可能说看起来确实如此，因为被生产是一个孩子的固有属性，而相对于他的孩子，一个父亲是被生产事物的生产者。最高命题：相互有相对关系的对立的固有属性的事物本身也有相互的相对关系。肯定和否定：“是否能移动是动物的固有属性？”对此问题可以有否定回答，因为不能移动也不是无生命的东西的一个固有属性。最高命题：对立的事物的固有属性也必定是对立的。

当怀疑从问题中的词项转移到更为人所知的某事物上的时候，转代比喻就出现了。比如，当苏格拉底在说一件事情上的正义可能是什么的时候，他将整个谈论转移到共和国的大尺度上。据此，他确立了它对个体也依然适用。这看起来好像是根据整体的论式，但由于它并不内在于讨论中的词项反而是取自外部，只是因为它似乎更为人所熟知，因为此理由，该论式合适命名为“根据转代比喻”。每当论辩从一个模糊的语词转移到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语词时，有关一个名称的转代比喻也就出现了。比如，假设有一个问题“是否哲学家是嫉妒的？”哲学家这一名称的所指并不为人所知。转移到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语词，我们会说，他不是嫉妒的，因为他是聪明的。“聪明的”比“哲学家”更为人所知。

中间的论题包括根据实例、根据同源词（conjugates）和根据划分。

根据实例是某个最重要名称的副词的词尾变化，比如“公正地”来自“公正”的词尾变化，因此，“公正地”是来自“公正”的实例。所讨论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得自同样的事物，被称作同位或同源词，比如来自“公正”的“公正的事”和“公正的人”。这些被说成是结合的，相互结合以及与“公正”本身结合。因为，如果被公正地做的事情是好的，则公正的事情也是好的；如果一个公正的人是好的，则公正也是好的。这些事物基于一种与最主要名称的相似性而来。这些论式之所以称作“中间的”，是因为如果存在一个关于公正的问题，论据得自实例或同位，那么它们似乎既非直接亦非间接得自实体本身，也非得自处于外部的事物，而宁可说是得自事物本身的实例，即具有某种小变化，得自所引进的事物。所以，将这些论式放在来自事物本身与来自外部的那些论式的中间是合适的。

每一划分或者起自否定，或者起自分割（partition）。当某人宣称“每一动物或者有脚，或者没有”，这是起自否定；当某人做出“每一个人或者健康或者有病”这类划分时，分割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划分是把属划分为种，整体划分为部分，话语分为其适当的含义，偶性分为主词，主词分为偶性或者偶性分为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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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划分为手段的论辩有时起自根据否定的分离，有时起自根据分割的分离。使用划分的那些人或者用直接推理论证，或者源于不可能的某事、荒诞和再次采取他们曾放弃的东西进行论证。研究过《前分析篇》的人会更容易理解这些东西。假设有一个问题：“时间是否有开端？”想要否认的人将必然通过不存在开端的推理来确认，他将以下述方式通过直接推理表明，时间或者有开端或者没有。由于世界是永恒的（为了论证的缘故，暂时允许这个），世界不能无时间而存在，时间也是永恒的。但永恒的东西没有开始，因此时间没有开端。假如有人想要用一种不可能的手段表明同样的事情，他也会这样说，时间有开端或者没有，但假如时间有开端，它就不是永恒的。但时间有一个开端，因此有一个没有时间的时候。但“是”是一个时间的指示词，因此当没有时间的时候存在一个时间。因为假设它采用任何事物作为一个开始，那么某个荒谬和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发生：存在一个时间不存在的时间。所以有一个回归其他部分，它没有开端（1787C，37-1193C，23）。

得自定义、属、种差或原因的论证的大部分都给证明式三段论提供力量和法则；余下的论证给那些具有真之外表、辩证的三段论提供力量和法则。大部分处理问题中事物之实体的论式必须处理谓词的和简单的三段论；余下的论式处理假言和条件三段论（1195A，35-1196A，3）。所有最高命题，包括定义、描述、名称的解释、整体、部分、属、种或其他东西，因最高命题而相互不同。由于它们不同不是在它们是最高的范围内，而是在一个根据定义，一个根据属，其他根据别的论式的范围内；由此，它们被合适说成不同，这些说的是它们的种差（1196A，8-15）。

可以用不同方式划分论式，就如在几何学中对三角形可以有许多划分方式一样。谁也不要惊奇我们以前按照弥修斯给出论式种差，现在按照西塞罗生成不同的种差（1195C，10-18）。波伊提乌认为弥修斯和西塞罗的论式划分是匹配的（1203A，5-7）。他偏向于采用弥修斯的论式系统，而且认为西塞罗论式的整体划分看来包括在弥修斯的划分中。[74]


辩证论证的核心是在一个问题中两个词项之间起媒介作用的词项，即是说，能将该问题的两个词项连接起来的某一词项；连接的方式是，那两个词项能在论证的结论中被相互连接起来。种差提供所需要的这种媒介词项；它们构成风险论证的“合情理路径”。例如，对于争议问题“摩尔人有武器吗？”我们想要论证他们没有武器，要找到一个论证就需要找到问题中两个词项的媒介，某种能加入到两个词项中并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东西。按其步骤的安排，波伊提乌给出的论证是：“摩尔人没有铁，铁是武器的材料（或质料因），没有该质料，也就没有用该质料制造的东西，因此摩尔人没有武器。”摩尔人没有武器是由根据质料因的种差提供的论证，根据质料因的种差本身不是产生该论证的媒介词项，在这个例子中媒介是“铁”，论证的提议者想要连接起来的两个词项是“摩尔人”和“武器”。[75]
 但波伊提乌注意到，根据另一些种差，比如根据定义的论证，能容易形成一个证明性论证。例如，所有民法都是衡平法等，所有衡平法等都是有用的知识，因此，所有民法是有用的知识。在这个论证中，结论中的两个词项是通过亚里士多德式证明性三段论的中词被连接起来的。定义、属、固有属性和原因这些种差，不仅能提供某种问题的两个词项之间的媒介，也能为证明三段论提供中词。由于种差帮助发现媒介词项，因而帮助发现论证。在波伊提乌看来，种差在发现论证中的功能不是提供特殊论证，而是提供发现论证的合情理路径。[76]
 马仁邦也指出两类最高命题的不同。最高命题用一般术语表达，它陈述了使用相关的论式种差形成论证所依赖的推理模式。不过，一个论式性论证（topical argument）的强度取决于其背后的最高命题的强度。某些最高命题是分析性真理，比如“任何事物的原因生成它所引起的东西”；“一旦前件被断定，后件就得出……（即肯定前件）；有些则是对常规情况下的事物的较为隐晦的陈述；像外在的种差（如根据判断的某种论式的最高命题），甚至只能算作有用的经验性论辩规则。[77]


波伊提乌认为，和亚里士多德数百个论式的列举相比，他自己的种差列举简短而详尽，便于记忆。那些牢记这些种差的人想要为某个结论找到一个论据时，就从28个种差的一览表中挑选适合于他想要坚持结论的某个种差，并运用它找到将给予他所需要的论据的特殊媒介词项。[78]
 很显然，波伊提乌眼中的辩证论式和修辞论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前者是论证型式，后者是西塞罗式的题材。约斯特从《论论题种差》中概括出的一个修辞论题一览表几乎与前述西塞罗关于题材意义上的论题的一览表完全相同。[79]


四 标准论式理论与三段论的结合

波伊提乌之后的逻辑教科书大都包括阐述论式学说的部分，例如加兰德、阿伯拉尔、阿威罗伊（Averroes）、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彼得、威廉、兰伯特（Lambert of Auxerre）、布里丹（John Buridan）、伯利（Walter Burley或Burleigh）、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ony）、奥卡姆、Pseudo-Scot等。一方面这些论述理论继承波伊提乌，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与三段论学说相结合，并逐渐被同化于三段论。这一趋向最终在近代导致论式学说在逻辑中彻底消失。

加兰德和阿伯拉尔

波伊提乌之后的论式讨论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判断的艺术吸收发现论证的艺术，使得论式成为判断论证有效性方法的一部分。论式的研究合并于条件句的研究。[80]


加兰德（Garlandus Compotista）的《辩证法》（可能写于1040年之前），是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中世纪逻辑文本。他在好几处地方强调说，不透彻理解波伊提乌的论式学说，就不可能理解无论直言的还是假言的三段论。他依靠自己的论式理论来处理直言的和假言的三段论。在语言、主题内容和材料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加兰德对论式的讨论与波伊提乌极为相像。但是，关于论式的目的和功能的概念，加兰德与波伊提乌颇为不同。按加兰德的说明，论式提供和确认简单假言三段论的条件句前提。他列举和讨论了几乎所有波伊提乌的种差。在他看来，种差的本质在于，它使一个特殊推论成为可接受的；[81]
 种差的功能是要援助真条件句的发现或构建，最高命题是要证明或确认这些条件句之真，而条件前提被表明是作为概括的最高命题所覆盖的实例。论式的研究是假言三段论研究的预备，所有论式都是对假言三段论的一种援助。他认为，直言三段论只是得到根据整体、根据部分和根据相等的论式的援助，而所有论式可以归于根据前件和根据后件的论式，这些种差的最高命题分别是肯定前件和肯定后件的形式。这两个观点表明，加兰德主张所有推论的有效性都依赖论式学说。据斯顿普考察，12世纪左右的论式论著在一些方面与加兰德的著作相似：目录安排、论式的处理和与论式相联系的换位法的细致讨论。而另一些论著与加兰德不同，比如很少或没有对假言命题、假言三段以及换位法论的讨论，而对直言三段论有冗长的叙述，更与唯名论者比如西班牙的彼得的《逻辑大全》相似。[82]


在阿伯拉尔（Abelard）之前，辩证法相当于逻辑中除了保证命题之间的必然推论之外所剩余的部分，甚至担保直言三段论的逻辑规律也用关于属与种关系的规则来处理。阿伯拉尔尝试通过坚持某些推论并不根据任何辩证的关系而仅仅是依据其形式而成立，将逻辑的某些部分和形而上学加以分离。这种分离最终由唯名论者完成。他们认为，辩证推论得自直言三段论，至少在理论上前者可还原为三段论，因此，有效性只是依其形式。唯名论者以这种方式造成了一种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完全分离。阿伯拉尔试图将直言三段论从论式学说中分离出来，与论式性推论区隔开。如同加兰德，阿伯拉尔认为论式对假言三段论研究是重要的，因为任何给定的条件命题的可接受性都依赖论式，但他否认直言三段论以任何方式依赖论式。直言三段论仅依其形式就是有效的，它们是完善的推论；而依赖论式的推论是不完善的推论，它们的有效性不是源于形式而是源于事物的本质。阿伯拉尔著作中的推论方法代表了经院学者论式理论和一般逻辑的变化。[83]
 在中世纪逻辑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如从阿伯拉尔到威尼斯的保罗），研究论式的主要旨趣在于其形式性质。伯德认为，阿伯拉尔对传统论式目录的长期研究，主要关心发现那些展示形式关系的论式，区分对应必然准则的论式和那些只是很可能的论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在赞美其逻辑敏锐的同时，也责备他只对必然论式感兴趣。在辩证推理中，蕴涵着很多逻辑的规律，那些反映必然性论证关系的论式是逻辑有效式。[84]
 9世纪作品出现的一个解释趋向是，将论式理论看作与假言三段论具有特殊的联系，阿伯拉尔深受其影响。他虽然并不拒斥论式理论作为ars inveniendi
 （发现的艺术），但对他而言，论式理论首先是一种判断推理妥当性的技术（ars iudicandi
 ）。作为“论据之源头”（argument source）即论据之所在（argumenti sedes
 ）、“一个合适的论证由其得出”的论式，只是一个狭义的定义。[85]
 按照《辩证法》表述的理论，loci
 是论证中使用的真条件命题和选言命题的源头。之后，阿伯拉尔论证说，locus
 的古典定义“论据的源头”或“获得解决所提出的问题之论据的地方”，对于论辩的理论是合适的，但对于条件句的理论却不然。他自己的新定义似乎把loci
 看成是给一个蕴涵（entai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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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担保的“力量”，[86]
 论式是一个蕴涵的力量，一种推论的担保，一种确保存在蕴涵的考虑。当然，狭义和广义的定义并不冲突，因为担保一个蕴涵的东西或许极为有助于首先发现它。不过，他集中于作为一种推论担保的论式，论式理论主要被用于评价而非发现。[87]


在其《辩证法》中，阿伯拉尔按其成分考察辩证推论的结构，表达必然真的最高命题在结构上与众人之意相联系。偶然和必然真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假设。根据阿伯拉尔的描述，推论的完善性是一种形式的特性。一个三段论的条件化是完善的，因为无论代入什么词项，无论它们是否与其他词项相容或不相容，逻辑的连贯（consecution）都不可能被打破。完善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处处代入保存逻辑的连贯。不完善的推论是没有通过代入检验的条件句，虽然后件在其中从前件必然得出。不完善的推论所需要的是把合适的习惯与真条件句连接起来的原则，这就是论式的最高命题；而论式种差是驻留于与其他事物相关的习惯之中的那个事物构成逻辑连贯的坚实性。[88]
 对于阿伯拉尔来说，论式是帮助人们找到省略三段论或不完善三段论（不是形式上有效的，而是因为词项间的关系成为有效的）中所省略东西的推论规则。一个论式合适被说成是那些不完善推论的仅有力量（force），因此论式的任务是提供推论之完善性所缺少的东西。比如，“如果它是一个人，它就是一个动物”，仅仅用“是人”并不能断定“是动物”，这一推论并不由该结构（即省略式）中所断定的词项之连接的手段来“批准”。但是，当表明前者是后者的属时，证明的方法（从种到属）就被最高命题（即论式）所表达，该推论的必然性就被显现。论式使这样的推论成为形式上有效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以词项所指的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为基础的规则或规律，如谓述种的东西也谓述属。[89]
 假如一个辩证法家被要求证明他对条件句的断定时，会遇到这样一个标准问题：“根据何种locus
 ？”他将回答，“根据种”。人们不是问locus
 是什么，而是问该推论的成立借助关于人的什么事实。[90]


按阿伯拉尔的观点，条件句之前件和后件的推论联结，应该用论式理论的术语来澄清。与提供论证不同，论式建立了检验确证条件句的任务。“如果是一个人，那么就是一个动物”，从人移向动物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回答是：存在一个种。我们现在由此足以辨识论题种差，种差是那个已被确认为对蕴涵关键的前件的词项（人）。种差是人，人被当作处于对另一个词项的种的关系中。第二步辨识和调用最高命题。在已知论式种差的帮助下，辨识最高命题。对于每一种差，都可能存在最高命题的多样性，但只有其中的一个将对当下情况是适合的，它是哪个必须辨认清楚。在上例中，就是“谓述种的也谓述属”。用这个命题，可以确证那个蕴涵，因为我们知道动物是人的属，所以我们就知道所讨论的条件句列示了最高命题，即“谓述种的也谓述属”能被“谓述人的也谓述动物”所列示。我们找到了一个“若是人则是动物”所例示的最高命题，因此可以认为那个条件句被确证。在阿伯拉尔眼里，种差和最高命题可能都是论式，不过，他时常把种差作为论式。上述最高命题（谓述种的也谓述属）作为蕴涵的一个整体系列的一般表达而成立：如果是人则是动物；若是玫瑰则是花；若是红的则是有颜色的；若是珍珠则是石头等。这些蕴涵有不同的词项（人和动物，珍珠和石头，等等），但在词项作为种和属相联系的方面是相像的。我们能看到，每一蕴涵出现都通过把类似的相关词项代入最高命题，以这种方式最高命题可被视为“包括”每一个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最高命题在通过一种“共同的证明方法”确证每一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如我们所见，这从在适当关系指引下分析词项开始：人被当作种，玫瑰当作种，红色当作种，等等。如此分析后，它们成为种差，每一个都引起证明条件句的一个方法，而且在每一情况下都是同样的方法。最高命题对条件句的角色就如三段论规则对三段论的角色：可靠地确认哪个形式标志真正的蕴涵。我们可以泛泛说，论式为不完善蕴涵所做的事即是逻辑形式为完善蕴涵所做的事。但是，最高命题把事物编索引，它们在其中承担的关系的事实，表明它们毫无疑问不是形式的论证型式，而是语义原则；为了把握它需要自然知识，需要对理解特殊词项的意谓有某些把握。这个计划要成功地完成，“必须首先探究事物的特性”。最高命题代表这个探究的最终成果，它们是大自然表现方式的基本原则。一个最高命题产生多个蕴涵，它们本身是大自然的基本关系的表达。由此，阿伯拉尔将论式种差定义为“蕴涵的力量存在于其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的事物”，最高命题定义为“包括许多蕴涵意义，揭示一种那些蕴涵的种差拥有的共同证明方法——由于它们具有同样关系的力量”。[91]


彼得的《逻辑大全》

西班牙的彼得（Petrus Hispanus ，1210或1220—1277）是13世纪三个伟大《逻辑大全》作者中最著名和最成功的。其Tractatus
 后来称作Summulae Logicales
 （《逻辑大全》），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出版最多的逻辑教科书，在1600年之前至少有300个稿本和150个以上的印刷本留存下来。

彼得试图将传统的论式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结合起来。一个论式性论证（topical argument）是一个省略三段论，而论式的功能就是确认这种省略式的有效性。彼得的论式理论属于波伊提乌传统。《逻辑大全》第5章论论式的组织方式与波伊提乌《论论题种差》的相同。首先有一系列定义，然后是配有描述和例子的论式列举。论辩有4种，即三段论、归纳、enthymeme和例证。彼得将enthymeme解释为“不完全的三段论”，仓促的结论从并非全部预先断定的命题推出。重要的是，要懂得每一enthymeme必定被还原为三段论。论证通过论式的手段加以确认；论式是论证的基础，我们从它得到适合争议问题的论证（论据）。论式分为论式准则和论式（论式种差）。论式准则就是准则本身。准则是那种没有其他优先于它的命题（即更为充分知晓）。例如，每一整体都大于其部分；谓述定义的，也谓述被定义的；谓述一个种的，也谓述其属。作为一个准则之种差的论式是一个准则不同于另一个的根据。例如，上述后两个准则之不同在于前者由“定义”和“被定义事物”组成，后者由 “属”和“种”组成，因而这些简单词项被说成是准则的种差。不过，一个论式准则以及作为准则之种差的论式都被称作论式，因为二者都赋予论证稳定性。所以，彼得所使用的术语locus
 类似于自然事物的一个位置，因为就像一个位置给予自然事物稳定性并维持它们存在一样，一个论式类似地确认一个论证。作为准则之种差的论式划分为内在的、外在的和中间的。内在的论式出现于一个论证得自属于一个事物实体的那些东西；外在论式发生于一个论证得自总体上与一个事物的实体分离的那些东西；在一个论证得自某种程度上与用于问题中的词项相一致，某种程度上又有与其不同的事物的时候（比如在单义词项与其派生词的即所谓的词形变化的情形下），一个中间的论式就出现了。彼得对具体论式系统的说明比波伊提乌更为明晰与细致。[92]


彼得所分析的一些论式准则（topical maxims），也可以用逻辑的形式语言来刻画。比如，关于定义的：定义项谓述的也是被定义项谓述的，如“一个终有一死的理性动物在跑，所以，一个人在跑”。伯德指出，论式性的后承（topical consequences）是其有效性依赖于它们的重要词项之间关系的那些论式，在这个程度上，它们不是纯形式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没有形式的元素。使一个论式后承有效化的规则、准则或外在媒介可能构成一种纯形式规则，即一个逻辑规律。[93]
 彼得的许多公理有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的语气。[94]


在许多方面，彼得的论式著作都是唯名论者的代表作。他截然区别了辩证的与证明的三段论。辩证三段论的前提仅仅是可能的，因此只生产意见，而非知识。论式的研究是一门艺术，不是一门科学，因此辩证的或论式性论证显然处于一种次级地位。彼得将论式性推论当作省略三段论（enthymeme），而其使用的论式方法似乎首先只是检验证实省略三段论的速记方法，也能通过把它们还原为有效的直言三段论加以检验。但是，对彼得论式理论的详细考察表明，彼得所使用的保证推论的论式方法比初看起来更为广阔，不完全受制于三段论。

《逻辑大全》是一本论逻辑和辩证法的导论的教科书，是为已对那些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研究相联系的概念有所了解的青少年所写，同时，也加上了形成新的、中世纪非亚里士多德主义发展的那些特殊的逻辑论述。它提出了所有经院哲学中被重复最多的定义：“辩证法是艺术的艺术、科学的科学，掌握着通向所有课程主题原则的道路。”这种说法在13—16世纪的哲学文献中到处出现。没有与这种辩证法不同的逻辑的定义，除了在书名中的“逻辑”之外，甚至没有提及这种逻辑，因此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辩证法和逻辑是一回事，同一个东西。[95]


威廉的《逻辑导论》

威廉（William of Sherwood或Shyreswood，1190—1249）《逻辑导论》第4章是论loci
 或“辩证推理”。灵魂以获得知识的手段执行另一些操作，它们关切论说（discourse）的科学。这一科学有三部分：语法，教人们如何正确地说话；修辞学，教人们如何优雅地说话；逻辑学，教人们如何真实地说话。逻辑学主要关心三段论，理解它需要理解命题；由于每一命题由词项组成，因此理解词项也是必要的。[96]


要透彻理解三段论，不仅要涉及它的定义，还要考虑其划分。一些划分普遍适合于三段论，如一个三段论或者是完善的或者是不完善的；或者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等等。不过，还有些划分将三段论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三段论分为证明的、辩证的和诡辩的。“一个证明的三段论基于必然的前提和对结论最确凿的理由生产科学知识。但辩证三段论基于可能的（probable）前提生产意见。诡辩的三段论或者基于貌似可能的前提进行三段论推论，或者基于可能的前提貌似进行三段论推论；在任一情况下，它追求的只是荣耀和胜利。”[97]
 这一划分也出现在罗吉尔·培根的教科书中。[98]


辩证三段论的确基于可能的前提，但它的可能性来自辩证的根据（ground），因此需要确定辩证根据的本质。在自然对象的情况下，所谓的根据（locus
 ）是，它包括一个事物，而且有可能从它提取该事物。一个辩证的根据（locus dialecticus
 ）是一个论证的根基（sedes argumenti
 ），或者从其便利地引出论证的根基。辩证根据分为准则和准则的种差。作为准则（locus maxima
 ）的根据是人所共知的、包括和确认许多论据的一般命题。准则的种差是一个准则不同于另一个的诸方面。辩证的根据也划分为内在的、外在的和中间的。当有一个遭受某些怀疑的命题时，我们首先将它用问题的形式提出来，然后寻找中项，接着肯定地或否定地进行三段论推论。因此，当该论据从问题中词项之一的内在特性引出的时候，根据就称为内在的；当从外在的特性引出时，根据就是外在的；当从一个中间的特性引出时，根据就叫做中间的。根据内在根据的论证包括，根据实体即根据一个“已接受的定义”，“已接受的定义”适用于一个名词的定义、描述和解释；根据实体伴随物的论证得自伴随主词的或辩证问题之谓词的实体的状态或环境，包括根据属，根据种，根据总体[根据完整的总体、根据量的总体、根据时间的总体、根据位置的总体、根据修饰的（modificational）总体
 
[9]

 ]，根据原因（根据质料因、根据形式因、根据动力因、根据终极因）。根据实体伴随物的根据包括根据生成，根据毁灭，根据用处和根据关联偶性。外在根据的论证包括：根据外在根据的混杂论证（根据权威、根据相似、根据优越者、根据低下者、根据比例），根据对立（根据反对的对立、根据缺性的对立、根据矛盾的对立、根据互相相对的对立），根据转代比喻。根据中间的根据包括：根据并列（coordinates），根据语法上相关的形式，根据划分。[99]


事实上，威廉在解释每一种论式时，总是设法将其还原为直言三段论，但往往勉为其难，甚至费力地削足适履。[100]
 例如，“苏格拉底没在跑，所以苏格拉底没在很好地跑”被还原为第一格的第四式：“没在跑的是苏格拉底，正在很好跑的是在跑，因此没在很好跑的是苏格拉底。”

伯利的推论（后承）规则

唯名论者的论式学说和三段论的著作显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但是，他们之后的13世纪逻辑发展却有这样的特征：逻辑学家对论式学说和三段论态度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受到侵蚀，对后承本质的关注日益增强。[101]
 13世纪同样源于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理论的另一个发展是，义务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提出争辩语境中复杂的推论规则集，争辩语境决定对推论评估的差异。在对后承的研究急速发展和对义务的兴趣日益增长的过程中，被唯名论者狭义化的逻辑形式化又被延伸和扩展。例如，奥卡姆对推论的研究包括了对“义务”的讨论，也考虑了辩证推论的很多种变体。事实上，他模糊了辩证法和证明（demonstration）之间的边界，因此提升了唯名论者给予辩证法的二等地位。与阿伯拉尔相反，他在依据其形式而有效的推论与所有其他推论之间做出了区分，同时给纯粹形式的推论以优越的认识地位。在奥卡姆《逻辑大全》中，三段论、论式理论、义务和不可解问题交织成推论的某种一般说明，它比13世纪唯名论者的说明更为丰富和广阔。唯名论者倾向于迫使包括辩证论证在内的所有非三段论论证，都套进三段论的形式。相反，奥卡姆的推论说明承认非三段论推论的变体，包括辩证的和义务的推论，并没有想把它们纳入三段论形式的模子，三段论只是后承的一个子类。这清晰地表达了逻辑发展的一个进步：向一种既是形式的也能说明许多推论类型的逻辑的发展。[102]
 奥卡姆区分了其有效性依据其结构的形式推论（后承）与那些因为词项之间的特定关系而有效的实质推论；论式使实质推论中从前件到后件的通道有效化。[103]
 伯利和奥卡姆将论式按照中词的类型对推论进行归类，中词可能是外在的（如换位规则）、内在的（比如根据属的论式）、形式的（依靠外在的论式而成立）或者实质的（依靠词项的意义，由一个内在论式予以支持）。

14世纪的逻辑学家认为，所有推论（后承），无论是证明的或辩证的，都依赖topoi
 ，每一个辩证三段论都是因符合论式关系而成立。省略式因可还原为第一格第一式的三段论而成立，而这个三段论遵循的是论式准则：“被假设为量的整体的东西也被假设为量的部分。”这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曲全公理”。伯利（Walter Burley或Burleigh，约1275—1344年）由此认为，每一个三段论都依赖topoi
 。自然的或形式的后承是依一种词项关系（包含）成立的后承，它根据内在的论式（locus intrinsecum
 ）而成立；偶然的（实质的）后承依有关命题的规则而成立，凭借的是外在论式（locus extrinsecum
 ）。这与奥卡姆的理论相似。后承即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总是真的、必然的。因而，原来的一些论式，如根据权威就消失了。由于论式的角色范围既包括辩证的也包括逻辑的后承，因而认为loci
 不仅包括波伊提乌的列举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规则。现在，逻辑规则（阿伯拉尔曾将其与辩证的loci
 加以区分）也被包括在最高（准则）命题之中。由此，伯利混淆了命题之间的关系与词项之间的关系，loci
 的原始意义也丧失了。[104]
 伯利列举了19条后承规则。[105]


中世纪逻辑对论证的topoi
 的很多讨论通常都脱离争辩语境，因而对亚里士多德辩证topoi
 的解释走向了不同于辩证游戏解释的方向。源于《论题篇》辩证论辩的义务争辩理论只是在14世纪的“新逻辑”（logica moderna
 ）中得到发展。[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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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但是，有学者指出，最主要的罗马修辞学教科书几乎只字未提修辞式论证；西塞罗和昆体良只是简单地、看起来有些困惑地提到过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他们的整个重点在于“常理”（loci communes
 ）。参见[英]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郑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2]
 拉丁文locus
 和loci
 对应一系列英语单词：place，territory，locality，neighborhood；position，point；aim point；site； seat，rank，position；soldier’s post； quarters；category；book passage，topic；part of the body；female genitals；ground of proof。西塞罗时而将topos
 译为locus
 ，时而译为sedes
 或nota
 （属性），公元1世纪，昆体良确定为sedes argumentorum
 与loci argumentorum
 ，即辩证所常遇见之处。参见韦卓民《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topos
 、sedes
 和locus
 这些语词在论述逻辑、修辞学和记忆术的文献中使用，基本上指大脑中的定位，它以有序系统为手段，具有可存取功能，就如通过程序使用路由系统在计算机的“记忆”（内存）中检索、归并和辨别信息一样，也像邮政地址或图书馆的书架标记。参见Mary J.Carruthers，The Book of Memory
 ：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3。


 [3]
 中译本的翻译：“……提出过某些确定的规则，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各种论证方法……”这可能有问题。英文本（如William Guthrie译本第二版，第179页）中的loci
 或common-place在译文中不见了，“规则”难以让人想到topoi
 （loci
 ），而且，“各种论证（方法）”可以在loci
 这个论证的“储存地”而非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到。


 [4]
 对西塞罗Topica
 中的topoi
 的名称有不同的译名。此处括号内为徐国栋等《地方论》的译法，其余为王晓朝的译法。


 [5]
 据德·里杰克考证，大约有170个《论论题种差》的现存稿本，时间跨度从10世纪到15世纪，证明该著作的流行和影响。它出现于整个欧洲中世纪图书目录和大学章程中，以Topica Boetii
 而知名。据说，在1431年，卷4在牛津大学的章程中被指定为修辞学必读书之一；1215年的巴黎大学以及1268年和1409年牛津大学再次提到此书。它的前3卷在整个中世纪的逻辑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同一时期，《西塞罗的〈论题〉》有30个稿本。斯顿普的译本是该书其他语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也是这里的讨论所依据的文本。参见Eleonore Stump，Boethius
 ’s De Topicis Differentiis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17。


 [6]
 在这个论证中，种差的特殊实例——有学问的天文学家的意见是“天空是可旋转的”，似乎与问题中的词项都没有关系。Eleonore Stump，Dialectic and 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Logic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52.


 [7]
 关于这些划分的原理和帮助理解的相应例子在《论划分》的第一卷有更为透彻的讨论。


 [8]
 马丁将阿伯拉尔的“inferential”译为“entailment”，因为它要求必然而相关。参见Christopher J.Martin，“Logic”，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belard
 ，Jeffrey E. Brower and Kevin Guilfoy（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58-199.


 [9]
 这种论证只能是破坏性的，一个修饰的总体是没有修饰的使用一个动词，如苏格拉底没在跑，所以苏格拉底没在很好地跑。准则是：没有与关于一个修饰的总体相辅而行的东西，也不与关于一个部分相辅而行。


第九章 论式理论的隐退

在中世纪晚期，论式理论已开始显露败象。威廉的《逻辑导论》就已使论式同化于三段论。当辩证法被看作与逻辑是一回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论证）逐渐被忘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学浪漫情怀使论式蜕变为名言警句式的常理（common places）。发明的一般topoi
 从发现先前未知之事的手段变为熟练引用某种早已知道并受到广泛尊重的陈述。常理被记住而非为发明而使用，在恰当的时机背诵它们，而不是当环境需要时被使用。集句变成警句和美文的汇集而不是发明的艺术。[1]
 拉谟斯将修辞学的领地限缩为修辞格，断送了论式在修辞学中的前程。近代哲学家如洛克和休谟的猛烈批评，更使论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雪上加霜。最终，在近代最有影响的教科书《波尔—罗亚尔逻辑》中，论式的用处被大大贬低。而到了怀特莱《逻辑要义》和《修辞学要义》，论式一词（topoi
 或loci
 ）也彻底消失不见了。现代形式化逻辑的兴起与成熟，更使论式理论在逻辑中被彻底埋葬。只是在20世纪中叶，对数学逻辑作为普遍逻辑之功能的艰难反思，才给论式理论提供了死而复生的契机。之后随着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和发展，古典论式理论得以复兴，诞生了现代论证型式理论。

一 人文主义者的“常理”

古典论式理论的隐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主要的推力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笛卡尔主义的盛行以及经验哲学家的批评都起到了挖墙脚的作用，破坏了论式的理论基础。

培根《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

培根（约1214—约1292）的《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第5卷讨论了修辞发现和论式。逻辑探讨理解和推理（reason），生成解决办法。逻辑艺术按照其目标划分为四个部分：找到人所寻求之物——探究或发现的艺术，判断他的发现——审查或判断的艺术，保持他所认可的东西——保管或记忆的艺术，以及传送他所保存的东西——演讲或传达的艺术。[2]


有两种极为不同的发明（invention），一个是艺术和科学的，另一个是论证和论说的。[3]
 但是，培根以为“论证的发明”其实名不副实。因为发明是发现先前未知的事物，不是记起或确认已知之物。这种发明的功能和运用看来充其量也就是巧妙地从保存在心里的知识仓库取出用于当下目标的东西。对于那些对所论及的问题所知甚少的人来说，论式或“发明的地点”并无用处。而那些掌握题材的人，在没有发明艺术和这种“地点”的情况下，也会找到和生成论证，尽管不是那么容易和方便。因此，这类发明只不过是呼唤记忆而非真正的发明。不过，由于这个术语早已被接受，因而可以仍旧称其为“发明”，就如在公园里和在野外打猎都可被称为打猎一样。

培根区分了为论说取得库存材料的论证方式：论式的方法和仓库的方法。前者用标记，或者指示一个事物的哪些部分要被找寻；后者则是为使用而储存论据，它们被预先组成，涉及那些在争论中频繁遇到的事物。这个方法曾遭到亚里士多德的嘲笑，智者像鞋匠一样，不是教人制鞋的艺术，而是摆出有各种式样和尺寸的大鞋库。古代的修辞家也给演说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常理。因而这个仓库方法不应被忽略，它与修辞学和逻辑都有关系。我们把论式的发明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前者在普通逻辑中被如此丰富而勤勉地处理，以致我们不必细想它们的解释，我们只需遵守，这一论式方法不仅用于论辩和闭门磋商，也用于我们独自冥想或沉思任何事情的时候。然而，特殊论式的发明更为有益于同样的目的，被认为是非常富饶的东西。这种论式发明对于特殊的学科和科学极为有用，这些地方是逻辑与每一科学之特殊素材的某种混合。[4]


培根强调发明规则的动态性。以为发现科学的艺术可以被发明，并从一开始就以完美的方式提出，因而之后只要练习和开始使用就行了，这是一种懒惰，暴露了一种狭隘心智。应该明白，可靠和真实的发明艺术与发明本身一道成长和增加。所以，当人们最初开始透彻考察一门科学的时候，他会有某些有用的发现规则，但是，当在科学本身已经获得重大进步之后，他可能且应该找到发明的新规则，更好地引导他继续前进。这就如在平原上行走一样，在走了一段路之后，你不仅越来越接近你的行程目的地，而且也对它的剩余结果是什么有更清楚的视野。因此，在科学中，研究进程的每一步也给予我们那些所剩之物一个较近的景象：就如我们报告这个特殊论式发明的缺陷一样，我们认为给出重和轻主题里的一个例子是合适的。[5]


培根《新工具》第二部分的三分之二用来论述理性应予特别关注的两大类“享有优先权的事例”（prerogative instances）。这是培根给27个他所辨识的不同环境的术语，在这些环境中，经验资料可能对研究者变成显然的。一类是关于知识的（1—20），其中1—15是帮助理解力的，16—20是帮助感官的；另一类是关于动作的（21—27）。1.孤立的事例（Solitary Instances）；2.转移的事例（Migratory Instances）；3.触目的事例（Striking Instances）；4.隐微的事例（Clandestine Instances）；5.组成的事例（Constitutive Instances）；6.相契的事例（Instances Conformable）；7.独特的事例（Singular Instances）；8.反常的事例（Deviating Instances）；9.跨界的事例（Bordering Instances）；10.人类智慧或威力的事例（Instances of Power）；11.友敌的事例（Instances of Companionship and of Enmity）；12.极限的事例（Subjunctive Instances）；13.联盟或联合的事例（Instances of Alliance or Union）；14.路标的事例（Instances of the Fingerpost）；15.离异的事例（Instances of Divorce）；16.门户的事例（Instances of the Door or Gate）；17.传唤的事例（Summoning Instances）；18.道路的事例（Instances of the Road）；19.补救的或代用的事例（Supplementary or Substitutive Instances）；20.分划的事例（Dissecting Instances）；21.测杆或尺度，范围或界限的事例（Instances of the Rod or Rule）；22.时序的事例（Instances of the Course）；23.分量的事例（Instances of Quantity）；24.斗争的事例（Instances of Strife）；25.暗示的事例（Intimating Instances）；26.多方有用的或普泛应用的事例（Polychrest Instances）；27.幻术的事例（Instances of Magic）
 
[1]

 。《新工具》“五二”对这些事例的分类做了总结。

培根为事物和艺术的发现寻找特殊的topoi
 ，而不是为语词和论据的发明寻找常理。[6]
 “触目的事例”给一个特殊理论提供压倒性的初步证据；“路标的事例”是一种“判定性的事例”，其结果许诺解决竞争理论之争议的实验。培根对非形式推理的辩证传统的贡献已被一些评论家观察到。但是，几乎无人注意到享有优先权的事例。这些享有优先权的事例可以理解为传统逻辑的论式。不过，传统论式构成有关已知问题辩论中的论证发现的程序，而培根的“事例”意在帮助扩展知识。阿伯丁认为，论证型式并不限于培根时代的传统逻辑将其限于论证发现这一修辞任务的范围，这个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将培根的优先权事例重建为论证型式。这一重建不仅生成对培根科学推论说明更深入的理解，也生成论证型式方法论的一种提纯。[7]


阿格里科拉的论式逻辑

在文艺复兴时期，书信被用于文献学的一种新形式的特殊地点所复活，常理进入到在许多论“方法”论著中发展的逻辑、辩证法和修辞学的新版本。[8]
 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的新教科书讨论辩证法或修辞发明的部分提出了对topoi
 的意见。洛伦佐·瓦拉讨论topoi
 只是重新介绍昆体良的材料，将辩证法归为修辞学的一部分。对西塞罗式的现成论据或常理理解的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拉斯谟。在《雄辩术》中，伊拉斯谟以典型的家常风格谈到了敲击每一个主题之门的价值，以便弄明白是否可以使与眼前事例相关的任何论据显露出来。[9]


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94—1555）的《论辩证法的发明》（De inventione dialectica libri tres
 ，写于1479年，出版于1515年）是人文主义者逻辑发展的核心，是广泛使用的逻辑教科书，到16世纪末已有35个版本。亚里士多德是阿格里科拉公开承认的来源，还有西塞罗、昆体良以及弥修斯。正如标题表明的，此书的讨论集中于发明。该书分为3卷。卷一列举并讨论了辩证的loci
 ；卷二讨论辩证法的本质、运用和作为辩证法“内容”的“提问”；也提到了论辩的标准形式，重点是文学的例子和实际情形中论证的使用。处理划分为4部分演说。阿格里科拉在卷二讨论了论辩（argumentation）。有两种完美的论辩即归纳和演绎，也有两种不完美的即例证和省略推论（enthymeme）。卷三处理情感诉求、演说的扩张和限缩、演说的复制（包括虚构活动）、诗歌、历史和课程主题中的材料安排、演说的各部分、问题和论证的顺序以及辩证法的应用和实践，大部分材料来自修辞学手册。修辞学本身被限于文体问题。卷三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由西班牙的彼得所代表的辩证法的整个风气，在许多方面将辩证法艺术吸收进修辞学。这里的辩证法覆盖了整个论说领域，或许用今天的说法，这样取名为妥：“对论说及其如何教授它的思考。”[10]


《论辩证法的发明》的两个最重要的特性是，将发明置于判断之前以及对topoi
 或loci
 的新颖处理。阿格里科拉本人熟悉亚里士多德和波伊提乌，但他引入了方法上的激进变化。在他看来，特殊的topos
 ，比如前件和后件，它们唯一的用处是表达有效的论证形式，因为它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材料。任何最高命题的目的只是表达一个必然的论证，它们完全不适合处理任何可能性的情形；它们对于真正理解topoi
 本质的人没有用。所以，留给我们的只是那些能把材料组织起来的类目或标题。[11]
 瓦拉和阿格里科拉关心提供一种与西塞罗学园的怀疑论而非与亚里士多德确定性相联系的逻辑。他们希望为一个不可决定问题的双方的合情理性提供论辩策略，或者提供一方比另一方更似真的支持。他们因此考虑非演绎策略的变体，替代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主流的形式技术。他们的核心是在topoi
 ，特别是西塞罗和昆体良提出的，似乎提供一种分类非演绎策略的方法，根据的是它们的关键词项而非它们的形式。[12]


辩证法是“论说能力”或“阐述”能力的普通术语，但通常指的是论说艺术本身。完整的定义是，“在主题本质的范围内，就任何主题使用可能性创造确信的论说艺术”。阿格里科拉坚持loci
 只属于辩证法。[13]
 对于那些开始在自己的知识库中为就任何给定主题进行论说寻找可用之物的人来说，topoi
 或loci
 、地点、常理是类目、标题或关键概念。
 因此topoi
 帮助回答问题或者处理简单主题，比如人、动物、身体，等等。阿格里科拉时代的人们比中世纪教育家更注意地点或locus
 的概念。阿格里科拉重要性的标志正是他的定义或描述变成主流。在拉谟斯童年时巴黎出版的以亚里士多德为来源，引证西塞罗、昆体良、阿格里科拉的辩证法这样总结共同的学说：一个地点是一个事物常见的特色标记，在它的帮助下，有可能易于发现证明任何特殊事物的证明或合情理的论证，或者如西塞罗描述的，它是一个论据的所在地。这个定义几乎是《论辩证的发明》的定义一字不差的重复。阿格里科拉指出，事物数量庞大，它们的各种属性以及与别的事物的差异也数不胜数。因此，人的心灵，人的表达不可能包罗每一个体事物、伴随每一事物的所有事物或不伴随它的所有事物。不过，虽然每一事物因其突出标志相互不同，但存在它们共有的东西，在都有自己特有本质的范围内，它们都倾向于性质上相似，都由某些原因引起，都影响某事物。因此，大部分有才华的人从这一事物的丰富变体裁剪出这些共同的类目（headings），比如实体（本质）、原因、结果等，以便在我们开始思考某一事物时，跟着这些类目就可以立刻仔细检查所讨论事物的整个本质和其部分，仔细考察与它一致和不一致的所有事物，从这些类目引出适合所谈论事项的论据。这些东西包括了用来谈论任何事情的共同之物，因此它们包括了所有论据即这些人所称作的loci
 （地点），因为所有建立确信的工具都位于其中，就如在一个容器或藏宝箱里。[14]



topoi
 是《论辩证法的发明》的核心，旨在讨论给定主题的材料发明，主要是论证或论据。以某种方式来看，topoi
 是言语联想的技术。说者被指派一个特殊的主题或命题（比如，庭审中的关键争点，辩论中的移动，被赞美者的名字）。通过将一个特殊的topos
 或类目（如定义或原因）用于指定主题的关键词之一，言说者就能导出另一个语词或概念。通过将“定义”应用于关键词“哲学家”，言说者可以达到“寻求人和神圣事物的知识的人”。通览与特殊关键词相联系的固定的类目序列，生成更多词语和观念（topoi
 描述）的一览表。这个topos
 描述即一个主题的组织化的探索，为论证提供可能的出发点。例如，阿格里科拉提出了“哲学家”的一个topos
 描述，概要如下：

定义　　　　　具有寻求人和神圣事物之德性的人

属　　　　　　人

种　　　　　　斯多葛等

特性　　　　　渴求知识的德性

整体　　　　　与人相同（世界的部分？）

部分　　　　　与人相同（手臂、腿）

词形变化　　　哲学，哲学化

关联　　　　　苍白，精瘦，颤抖，布满皱纹的额头，生活的严谨性，道德的正直，热爱工作，不关心日常事务，蔑视欢乐与悲伤

行动　　　　　研究，熬夜很晚，工作，总是努力做会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

有效因　　　　另一个哲学家，费心、献身于研究

终极因　　　　作品、道德改善、更好的生活、名声

意欲的结果　　由随后的哲学原因产生的一切东西

连接　　　　　某些财富、声望、门徒、尊敬

处所　　　　　出生地，教学地

时间　　　　　年轻或年老

（其他topoi
 最好用于更为具体的情景）

言说者能从这个列举选择进一步探究的主题，其中某些可用于讨论或作为演说的一部分，列举中的项目可被直接用作论证的出发点，或者如果有两个关键词，言说者希望通过一个三段论或某种其他论辩形式将它们连接起来，他也许通过考虑将出现于两个列举中的任何东西作为中词，比较两个词的topos
 描述。并非所有topoi
 的版本都完全像这样工作，或使用这个类目一览表，但它们全都旨在给言说者供应演说和争论中要使用的材料，尤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论证或论据。[15]
 修改loci
 分类在文艺复兴时期极为常见。阿格里科拉计算出西塞罗分类包括17种，弥修斯22种，他自己提出24种，而他的著作的编辑们（如Johann Matthaeus Phrissemius）在自己的《论辩证的发明》版本中会列表显示以上分类系统。

阿格里科拉宣称的目标是要他的辩证法摆脱对形成亚里士多德自己思想主轴的谓词的关心。他说，这个关心不仅干扰《工具论》的其他部分，也遮蔽了《论题篇》本身的讨论。他不关心人这一事物如何适用另一个，只提供它的应用以及这种应用是可教的。辩证法由两部分构成：发明部分解决中词或论据，它使一个结论成为合理的；判断部分就是判断相似性。这就是说，辩证法是由在loci
 中发现中词或论据并将它们融入之后的论说组成的。比如，有人想回答“人有辩证的倾向吗？”这个问题，他搜索loci
 ，发现“理性的”这样一个中词或“论据”，人们承认这是类似于或“符合”辩证倾向的，于是可以论证：人是理性的，而理性存在是有辩证倾向的，因此，人是有辩证倾向的。[16]
 进入16世纪之后，几乎所有企图脱离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阿格里科拉《辩证的发明》的激励。在16世纪初，人文主义者辩证法家中明显有一种要完成阿格里科拉仅仅做了开启工作的事业的愿望。

表9-1 阿格里科拉的loci
 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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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谟斯和拉谟斯主义者的激进观点

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的两本著作《辩证法原理》（1543）和《亚里士多德批判》（1543）都抨击亚里士多德。他的目的在于使各种知识付诸实践。所有学科都需要新的教学方法，以便把所学的东西与生活的现实联系起来。教师的评注应当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而不是依赖古人的意见。他的反对者因而说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17]
 他认为，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性，而在于最大程度的或然性，这就是可信性。判断辩证法命题是否为真的标准不是形式逻辑规则，而是语法规则。辩证法的先驱是西塞罗、昆体良、波伊提乌，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辩证法》一书用简明的说理方式代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是广泛流行的教科书。拉谟斯在回忆他的学术生涯时不无失望地说，在付出那么多时间阅读、讨论和思索《工具论》里的各篇论文之后，我很快发觉，“所有这些论辩术既没有在历史和古代知识方面为我提供更多的学问，没有使我的口才更好，不能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诗人，也没有使我在任何事情上更有智慧一些”。[18]


拉谟斯反对关于逻辑学是与正确推理规则有关的学科这样一种信念，坚决主张它只是一种确定和排列论据的实用技术。所以，他不看重修辞和逻辑的传统区别，致力于发展一种作为探究和传播知识工具的简易程序化辩证方法。阿格里科拉的《论辩证发明》在17世纪30年代的巴黎大学已广为人知。然而正是拉谟斯将方法论的工具加进了逻辑学，也正是拉谟斯主义在16世纪下半期强烈地影响了新教欧洲，每一所新教大学先后都以拉谟斯的《辩证法》为教科书。但是，到17世纪早期，拉谟斯的光环逐渐褪色。实际上，在天主教各个大学里（甚至在他的母校），他的逻辑学从未取代过亚里士多德；而在新教学校中，科学教学也回归于传统道路，或者发展了一种折中性的亚里士多德—拉谟斯课程。[19]
 不过，他对三段论形式的批判，对逻辑实用性、简明性的推崇，以及关于逻辑、语法，修辞统一性的思想，对于人文主义的发展和经院主义的衰落有着重要意义。[20]


拉谟斯承认自己的辩证法源于阿格里科拉，而且他的“方法”也是试图完成阿格里科拉未竟巨作——三卷本辩证的发明的副产品。[21]
 他把辩证法描绘为其枝条上挂着金苹果的知识之树，但被尖叫的、挫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妖怪包围。对于拉谟斯，发现（topoi
 ）和方法（命题、三段论和全部安排）属于辩证法；风格和表达属于修辞学。这反映了阿格里科拉的看法，但拉谟斯对材料的处理更为简单和形式。他的简化使得快速理解辩论的结构成为可能，大多数人文主义作者一起构想修辞学和辩证法，把它们看作是语言使用的教育；他们大多数人使用修辞学和辩证法的原则分析古典文本。辩证法依然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创作包括全部主题的新教科书，他们以topoi
 强调论证的辩证发现。[22]


《辩证法原理》第一句话说，“辩证法是精确论说的能力（power）”。辩证法有三部分：本质、理论和实践。辩证法的功能是发明和部署。发明为找出论据的种类提供途径。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即探究一个可疑的或被怀疑的陈述而提出论据。拉谟斯辨识了14个“发明的模式”（modes），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5个：原因、结果、主体、附属物和反对；第二组包括9个：属、种、名称、记号、词形变化、证言、比较、转换（diversion）和定义。论据发现之后就需要按照判断或部署加以排列。排列的模型是三段论，即依达致一个可疑事物之结论的方式回应一个问题之论据的配置方法。修辞学规则难以掌握的原因是它们没有被合适地排序，因而易于被忘记。由于同样的理由，亚里士多德的混淆使其学说难以掌握。最重要的是，这个辩证法要被使用。[23]


佩雷尔曼像逻辑史家（如昂格）一样，认为不能把拉谟斯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加以严肃对待，尽管他在观念史上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最终，人们认为拉谟斯对今天在教育中用整个修辞格的装饰修辞学取代古典修辞学负有责任。修辞学的这种衰减是一种退化。古代五部分的修辞学一直与信服和说服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析的、科学的逻辑推理与基于意见、可能性并与修辞学紧密联系的辩证法；在西塞罗和昆体良时代，逻辑让路给辩证法。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这两个被同化；从13世纪彼得的《逻辑大全》到15世纪的阿格里科拉，也跟随这一演变。阿格里科拉部分地通过斯图姆（Johann Sturm）这一中介影响了拉谟斯。拉谟斯接受了他们的topoi
 理论，但把topoi
 限于逻辑或辩证法，留给修辞学的仅仅是比喻和修辞格。 他相信，教授所有艺术只有一种方法，辩证法对于它们都是共同的。分析的与辩证的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对论辩研究有深远的影响。经过数世纪之后，逻辑丧失了它与争论和说服的联系。随着后笛卡尔、后培根主义者强调科学论说之清晰性的发展，19世纪中期对数学逻辑和形式逻辑感兴趣，这个过程得以完成。论辩或“新修辞学”旨在填补由此造成的空白。[24]


佩雷尔曼认为，拉谟斯把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的和辩证的判断之间所做出的区分抛在了一边，因为他认为辩证法和逻辑是一个东西。辩证法的范围既包括有效推论的研究，也包括寻找和发现论据的艺术，修辞学的两个基本因素——发明和安排丧失了，仅留下雄辩术——语言的绚丽形式的研究。正是本着这个精神，拉谟斯的朋友达隆（Omer Talon）1572年在科隆出版了第一本仅限于修辞格系统研究的修辞学，而修辞格是“说话的装饰”。按这种方式，古典修辞学逐渐成为这种修辞格的修辞学，这“导致修辞学从恶化到死亡的退步”。从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逻辑在康德和数学逻辑家的影响下发展，逻辑被等同于形式逻辑，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性推理，由于辩证推理与逻辑异质因而完全被忽略了。在这方面，“现代逻辑犯了一个类似于拉谟斯的错误”。尽管，不可否认，形式逻辑是一个独立学科，它像数学一样，把自己规约为操作和演算；但同样不可否认，当我们并不演算的时候我们也还在推理：在私下商议或公共讨论中、在为赞成或反对一个论点给出的论证中、在提出或反驳一个批评中。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并不像在数学中那样进行证明（演证），而是论辩。新修辞学的对象，放大和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工作，是对这些论证以及它们的表达条件的研究。[25]


一般topoi
 是论据的地点或位置；它不是一个论据本身，而是一种启发性建议（advice），根据这种建议，在提出寻找解决办法过程中要考察的区别和关系之前，绝不会有对议题的深思熟虑。不过，某些问题再三出现，一个commonplaces就逐渐意指同一程式或公式（formulae）非反省的重复，成为一个特定解决办法之发明的方便替代。[26]
 最大限度地利用流行的箴言和熟悉的论据来演说和写作的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果之一就是将常理或现成的论据描述为一种所谓的“集句”。loci
 不再是在其中可以找到一般常理的“位置”或“类目”，而是常理或箴言本身。马贝克（Marbeck）的《注解与常理》（Book of Notes and Common Places，
 1581），收集了最虔诚、最博学的学者们有关基督教真正本质的最深刻的言论，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共同的位置”或常理。将这些常理汇集成册就是要建立用警句表达的一般原则的储备库，人们可以从中选用合适的警句来增强特殊论证的说服力。托马斯·库伯《词典》（1565）的序言中也指出，讲述“共同位置”的书的内容应该是可以让“一名勤学的年轻人”从中“为自己收集大量语词、得到认可的短语和说话方式，以便他将来写作或谈及任何东西时都可以使用”。累积的老生常谈存在于数不清的印刷销售的集句书或札记簿（commonplace book）中。伊拉斯谟（Erasmus）在《格言》（Adages
 ）、《警句》（Apothegms
 ）和《对话录》（Colloquies
 ）中汇集数千的老生常谈。常理或集句书为提升言说者、作者对任何情景做出回应的智谋或能力而设计。这种意义上的topoi
 实指论诘实践中反复出现的元素。结果，Common places逐渐被用来指老生常谈或陈腔滥调。培根在《论辞令》的随笔中说，有些人善于谈论某种共同的位置或共同的主题，可是缺乏变化；这种贫乏大半令人生厌，而一旦被人发现，则是可笑的。[27]


人文主义信条的陈述便是常理（common places）及其汇集，这个印象是人文主义者传统的一个可靠指示。不过，人文主义者的常理与修辞学的常理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二者的基本不同是，修辞的topoi
 是论证形式，而人文主义者的常理却不是，或许称作思想形式（thought forms）：在允许用各种方式加以解释的普遍性水平上的思想表达。它们是论点的来源或支持性理由，而非得出推论的规则。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两种topoi
 是相似的。二者看起来在理智上是薄弱的。对那些在修辞学手册中找到的topoi
 列举的详细考察的通常经验，怀疑是否它们真的能生成有说服力的论证。虽然人文主义者的常理加上了某种深度，但它们充其量保留了思想的框架（schematic）陈述。二者都是可用不同方式加以填充的空“位”（places），修辞学典型地提出其早已具体表达的论证形式，这些形式依然足以让修辞家“发明”其他论证，即修辞家能看出某一topos
 所隐含的形式与一组新环境之间的适配。人文主义者常理的框架本质要求作者填充它们，论说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正是如此？”当不同的作者填充相同的常理时，他们可能以并不明显相互兼容的方式完成这种填充。事实上，人文主义者一直被一种散漫型的常理所吸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伊拉斯谟的《名言集》（Adagia
 ），在最后的版本里包括了四千余条目，其中大量是谚语或保存实践智慧的语录。人文主义者的常理或许被看作是二阶箴言。它们也保留了我们已经学会的有关我们力量和经验的东西，不像谚语，它们关切的不是在特殊环境中实践这些力量的合意的或可能的结果，相反，它们代表对我们能力的这种基本使用所蕴涵的东西的反省；它们一起表达了作为人的构造的文化意识，这种构造建立每一次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自昆体良以来的修辞家曾经哀叹，修辞topoi
 从论证形式日益缩小为关于各种主题的库存思想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人文主义者的常理开始于修辞topoi
 缩小到的那种形式。[28]


1300年左右，卢禄提出“伟大法术”，尝试用非常简单化的方式来确定一种应扮演一般科学角色的机械化的“发明”。这个表演主要由5个同心可转动的圆协同完成，其中每一个圆包含9个基本概念。由此出发，青年莱布尼茨的博士论文《论组合术》尝试将17世纪数学的时代精神与流传下来的中世纪思考风格熔为一炉。他设想，人们可以将传统的发明技艺本身置于算术的监控之下，而又不完全清除其基本结构。博士论文的副标题“以此将新的种子也撒播到沉思术或逻辑发明技艺当中”明确表达了他打算基于算术基础建立一门复合和移项的思维学说，以它带给沉思术或逻辑发明技艺新激励。但是，由于日常语言的多义性，莱布尼茨尝试将法律topoi
 学说予以数学化的努力失败了。[29]


二 论式理论在逻辑中的衰落

莱布尼茨继续组合术和普遍性的传统，编辑和评论了尼佐里乌斯（Nizolius）修辞学的形而上学，在组合逻辑和道德科学、法学与历史可能性的证明中为topoi
 找到了位置。他的博士论文的副题许诺它将“播种沉思的艺术或发明的逻辑的新种子”。他把逻辑划分为发明的逻辑或topoi
 与判断的逻辑或分析学两部分。实践科学基于可能性逻辑，即topoi
 或辩证法，在没有分析的情况下使用，是一种估算可能性等级的艺术。但是，发明的艺术没有被发展起来，只有一些能被发现的例子。[30]


笛卡尔的蔑视与洛克和休谟的批评

笛卡尔（1596—1650）的《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1628）和《谈谈方法》（1637）明确否定辩证法家逻辑的用处。辩证法家认为，支配人类理性的那些逻辑系列对达到事物的真理并无多大用处，虽然我不否认它们完全适宜于其他的用途。人的错误绝非来自荒谬推论，而是来自没有很好领悟的假定或没有根据的仓促判断。[31]
 他虽然也号召人们学习逻辑，但经院里的逻辑其实只是一种辩证法，教人如何使别人理解自己所知道的东西，甚至对自己不知之物妄加判断，结果只是败坏良知（分辨真假的能力），不会使理性增加分毫。而真正的逻辑教人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发现真理。[32]
 笛卡尔也将辩证法和修辞学限于论辩范围。辩证论者们所规定的人类理性遵守的某些修辞形式和准则恰恰成为运用这些准则的人的束缚，因此应该抛弃那些称为达致目的之障碍的修辞形式。修辞术的规则和形式不可能发现任何新鲜东西。一般辩证论对于探求事物真理的人毫无用处，“只能用来比较容易地向别人陈述早已知道的道理，为此，必须把它从哲学转移到修辞学中去”。[33]
 他甚至否定修辞学的作用，认为只要一个人推理能力强，会安排自己的思想，就总有办法使别人信服自己的论点，哪怕语言粗俗，从来没有学过修辞学。[34]


在修辞学和逻辑学中，topoi
 系统的一览表和功能基本相同。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逻辑著作《理性规则》（The Rule of Reason
 ，1552）提出24种topoi
 ，在概念和功能上与瓦格纳（Rusell Wagner）《修辞术》（Arte of Rhetorique
 ，1553）中的topoi
 一样。它们都把topoi
 看成是发明过程的完备方法或常规，主要是建议发现或发明一个中词。弗朗斯的《律师逻辑》（1558）是第一本将逻辑理论适用于法律学习的英语教科书，向律师解释拉谟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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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以拉谟斯的《辩证法》为基础，为广泛的读者群（学者、律师学院的成员以及任何喜欢逻辑的人）而写，其中有很多选自斯宾塞田园诗歌的例子，因为弗朗斯发现斯宾塞《牧人月历》（Shepheardes Calender
 ）的简明语言尤其适合逻辑（有97次直接引用《牧人月历》），牧歌的内容为所有辩证法的术语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解释，许多被用于三段论的说明。[35]
 按照拉谟斯主义者的惯例，《律师逻辑》的主体部分分为两卷，即论阐述（Of Exposition）或论发明（共24章），论安排（Of Disposition）或论判断（共17章）。每一章至少包含三部分：拉谟斯主义者学说的英语表述；来自斯宾塞、拉丁以及英格兰早期法律文献的法语掺杂物（Hotchpot French）的一组学说理解；一些释文，用英语或拉丁语，有时似乎是弗朗斯对拉谟斯的评论（虽然通常仅仅是拉谟斯法文本的翻译），有时清楚地说明它们的拉谟斯主义者的或经院学者的来源。此外，常常还包括两至三个其他部分：一组规准或发明与安排的公理，构成弗朗斯到达元逻辑的最近道路；反驳或仿冒论证的驳斥的分类。[36]


弗朗斯讨论谬误是与论式一起讨论的，通过将某种有效论证与其仿冒品并置来讨论每一种谬误。分析“借用的论证”或根据证言的论证是与虚假证言的谬误在一起的，“比较的论证”或根据类比的论证属于错误类比在一起，等等。这个安排策略允许他无须给谬误分类单独的章节或附录形式。由于没有在一个地方集中讨论所有谬误，避免了给予谬误本身特别的注意。弗朗斯发现，一些后斯多葛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注释家曾试图重新安排逻辑论著的顺序，有时将它们归为两部分——“逻辑上确实的”（apodictically）和“辩证的”（dialectical），有时又归为三部分——逻辑上确实的、论式的（topical）和反驳的（elenchtical）。不过，由于弗朗斯坚持艺术、科学和推理顺序是一回事，既要管理可能的论证，也要管理必然的论证，所以他拒斥逻辑上确实的和辩证的（或论式的）之间的区分。对他来说，只有逻辑的不同使用之别，并无逻辑的不同类型之分。而他眼里的第三类反驳的论证根本就不是论证，而是逻辑的滥用和反常。思考一下逻辑的真正概念，就会明白发现诡辩论证的虚假还不够，应该探求其原因。弗朗斯简要讨论每一谬误，而且将它们作为具体逻辑的滥用和反常。外在于语言的谬误中，弗朗斯将一些谬误归于发明，另一些归于安排。发明的谬误或者对所有的地点或论式是共同的，或者是专属于某些地点。乞题或预期理由和过剩（superfluitie）属于第一个。对于这两个共同发明的谬误，在卷1一起处理。但对于一些地点的专属谬误却是分开讨论的（分散在剩余21章里的18章）。比如，在代表从原因到结果论证的“原因”论式之下，包括“非因”谬误，在“整体、部分、一般和特殊”论式之下讨论了组合、分解、部分—整体与整体—部分的谬误。与拉谟斯不同，弗朗斯认为，每一论式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反驳”，实际上他给自己的谬误一览表加上了这些论证的滥用——谬误的新种类，在西方逻辑史上，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错误定义、错误语源、虚假证言和错误类比的作者。弗朗斯处理安排的谬误使用同样的策略，不过没有进一步地划分，这允许他将大多数安排的谬误当作是无效三段论的实例。[37]


逻辑的本质、范围和目的之巨大变化营造了topoi
 系统逻辑地位之衰退的大氛围。这些变化从1550年开始显现，似乎在18世纪达到顶点；现代逻辑史家把这个时期当成是（形式）逻辑发展的一个“完全荒芜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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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与更为重要的时期相区别。这个时期的论著所表述的形式逻辑一般是一种来自较早期的、更为复杂著作的简短选集。正如波亨斯基所言，“其兴趣更多地在于修辞的、心理的和认识论的问题而非逻辑问题”。正是在这个领域混合的语境中，逻辑学家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关于topoi
 系统的争论：topoi
 的议题实际上变成了对修辞学和逻辑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在逻辑中topoi
 的本质和功能遭到批评，那么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修辞的topoi
 。换言之，对逻辑中放弃topoi
 系统的分析理应表示它们在修辞学中消失的主要原因。[38]


18世纪的洛克和休谟，将重点放在认知过程标志着对较早的英国逻辑学家（如威尔逊）所表述的逻辑观的背离。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趋向，将认识论、心理学和逻辑的问题处理为相互依赖的甚或是等同的。这个趋向在洛克和休谟的论著里得以精心阐述。在洛克攻击旧三段论逻辑时，这种变化的程度就明显表现出来了。这导致逻辑史家得出结论，“洛克对形式逻辑很少感兴趣，或者说完全不感兴趣”。[39]
 休谟提出，“逻辑的唯一目标是阐明我们推理能力的原则和运作，我们观念的本质”。洛克和休谟认为，topoi
 系统对修辞学和逻辑是站不住脚的。[40]


新逻辑观的第一个特性是，用认识论的目标校准自己的目标，使得知识和认识的过程成为逻辑的主要关切。按此观点，证明过程本质上认识过程是等同的。向某人证明一个命题的真，很大程度上是折回说服者起初认识过程的步骤。因此，由于认识过程在逻辑上被看作是先于证明，所以新逻辑观将作为旧逻辑之核心的辩护过程和证明过程置于次要地位。探究即是科学探究，发现“新”知识。新逻辑观的第二个特性是，直接或间接猛烈攻击旧的辩护逻辑。一般而言，攻击有三方面。第一，洛克论证，旧的对争议的强调不仅作为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来说是无用的，而且实际上鼓励不良习惯的多血症；第二，按照他们对推理的本质和范围的考察，他们强调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如直觉、知觉和“习惯”，再加上大大缩小证明的范围，实际上排除了旧逻辑的传统应用领域。第三，洛克对三段论的强力攻击。在每一种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对按照其材料和形式要素分析争论的逻辑概念的攻击。新逻辑观的第三个特性是，各种科学的材料、内容或论证实质的直接或间接的任务指派，这与前两个紧密联系。波尔—罗亚尔主义者明显表现这一点，基于这样的假设，所有探究都发生于特殊领域或科学。逻辑的原则和方法适用所有领域，逻辑没有自己的主题内容。“逻辑除了是一种被用于其他科学的工具而外，什么也不是”。新逻辑观的第四个特性是，强调作为推理分析的出发点的认知过程。基于这样的假设：推理是所有人都能做的自然现象；推理的任何原则或规则，必定基于进行判断、推论、推理等时，心灵如何自然运作的经验探究。随着这个立场的发展，他们认为，逻辑并不教我们推理的一般论证，逻辑被扩展到包括与推理相关的所有心理操作，比如回忆。知觉和直觉等也被表征为基本的自动过程。洛克和休谟直接反驳旧逻辑所声称的逻辑的功能，否认旧逻辑能教人们推理，断言人们实际上不管逻辑的规则是否可以更好地推理。这与发明所包括的过程直接相关。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自然（没有艺术的援助）发现论证的材料。类似地，记忆力也人人共享，执行回忆和想起的功能多少也是自然的。因此，绝对否认topoi
 系统履行发现论证材料的功能或从个人经验想起材料的功能。新逻辑观显示的4个主要特性全都暗中破坏topoi
 系统。

洛克和休谟还通过缩小证明的范围对topoi
 系统发起攻击。在传统逻辑中，topoi
 履行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援助搜索发现三段论的中词，即所谓的证明或者结论从中必然得出的论证。但洛克坚持，证明的确实性只能在数学和伦理学的抽象观念中获得。休谟进一步将证明限于数理学科。洛克对三段论的毁灭性攻击容易扩展到我们用来发现三段论材料的topoi
 系统。如果三段论本身被描绘为不必要的，那么先验的、任何援助人们发现三段论材料的系统也是不必要的。对辩护的猛烈攻击直接打击了修辞学和逻辑学中的topoi
 系统的理论基础，因为topoi
 的所有功能或多或少都源自辩护的需求。对于修辞学就相当于说，法庭演说家可能通过使用topoi
 为自己或他这一方发现极好的论证。但是，法庭演说本身是对抗过程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形成关于案件之正义或不正义裁决的正确手段。另外，洛克和休谟认为，topoi
 系统基于理性程序而非认知过程，因而在认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topoi
 不是一种记忆的功能地图，比如休谟提议的关联原则，作为一种记忆系统的topoi
 ，基于理性过程的分析而不是记忆的心理过程，因此在认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洛克和休谟坚持，心灵的分析必定是艺术和科学的基础。[41]


论式理论在17—20世纪逻辑教科书中的沦落

在出版后的两百余年里，《波尔—罗亚尔逻辑》（1662年法文版，1861年英文版）一直是欧洲最有影响的逻辑著作。该书有63个法文版本与10个英文版本，其中1818年版还被用作剑桥与牛津大学教育课程的教科书。[42]
 该书第17章、第18章讨论了论式，但其作者阿诺德和尼柯尔总的观点是，论式或地点、发现论证的方法“没有多少用处”。[43]


阿诺德和尼柯尔指出，修辞学家和逻辑学家称作的（共同）地点（places），loci argumentorum
 ，是些一般类目（heads），它可以缩减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所使用的所有证据（proofs），而所谓“发明”的逻辑部分正是教授这些地点。与拉谟斯认为必须在处理属于安排的论证规则之前阐述属于发明的地点的看法不同，阿诺德和尼柯尔以为，顺序问题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地点处理的顺序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尽管对于安排而言，发现问题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必然要求我们应在学会如何安排它们之前就该学会如何发现。因为，为了学会如何安排的部分，有某种一般的部分作为例子就足够了。对此，心灵和常识足以敷用，没有必要从任何艺术或方法借用它们。所以，有某些部分对应用这些推理规则是必要的，但并非必须通过地点的方法发现那些部分。[44]
 唯有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是推理的一般知识，它足以能使我们理解地点里所说的东西。

两位作者认为，古人炮制了这个方法的巨大神秘性，而事实上，这个方法的效用很值得怀疑：任何一个人能真实地说，当他被迫讨论任何主题时，他已经反思这些地点，找到了所必需的理由了吗？请教世界上所有的拥护者和传道士，所有的言说者和作者，以及总是有足够要紧问题的人，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证明他希望建立的东西而曾经思考做出原因、结果、关联论证的人。即使对这个艺术似乎尊敬有加的昆体良也被迫承认，当我们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必为了获得论据和证明去敲打所有这些地点之门。自然、对主题的专心思考、各种真理的知识，能使我们发现论证，然后艺术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联结起来。作者将奥古斯丁关于修辞学的箴言用到地点上：人们在雄辩家的演说中观察到雄辩的规则，可是从未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思考这些规则。雄辩家实践这些规则，但并不为了雄辩而热爱它们。这就如同教孩童走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何种本质的东西引起我们这样做来很好地形成这些规则，比如刺激神经、运动某些肌肉、共同做出某些移动，两只脚一前一后、踏稳一只再前移另一只，等等，但我们可能从不依靠这些规则的帮助做出这些行动。作者引述拉谟斯对维吉尔所使用的一个有效因的论证分析，说明维吉尔写这些诗的时候，从未梦想到有效因的地点。所以，一个显然的证明是，地点没有重大的用处，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真正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

不仅如此，心灵习惯于这种方法的便利，不再为发现恰当的、具体的和自然的理由而做出任何努力，而这些理由只能通过多主题的专心考虑才能被发现。地点方法使判断更为堕落，比一丛毒草更窒息好的萌芽。那么，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地点的手段所寻求的丰富性是一种极小的优势，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不想要的。我们因无节制比因缺点所犯的错误多得多，我们的论说只是充满了太多的东西。因此，为了亲自生成一个智慧而坚实的雄辩，教他们沉默比言说会更为有用，即是说，抑制和削减粗浅、普通和虚假的思想。

其实，我们就任何主题做出的论证可以缩减成那些类目，即那些一般术语或所谓的地点，但靠这个归类手段并不能发现论证。地点的唯一功用只不过是在发现论证之后，这些技巧允许我们把这些论证归类到若干标题——地点之下。关于地点的分类，阿诺德和尼柯尔认为，与逻辑学家相比，西塞罗、昆体良的分类都不太有条理，拉谟斯也为地点的细分而烦恼。因而，他们采用了“一位非常可靠和明智的”德国哲学家克劳伯格（John Clauberg，1622—1655）的三分法。[45]
 地点划分为语法的、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语法的地点是语源学，语词来自同一词根，在拉丁文中称为conjugata
 。逻辑的地点是普遍词项——属、种、种差、特性、偶性、定义、划分。有共同地点以及与这些地点相联系的某些一般准则，它们为人所共知，但不是因为它们有重大用处，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通的。例如，以下一般准则：

（1）对属肯定或否定的对种肯定或否定。

（2）消除属的，也消除种。

（3）消除所有种，属也被消除。

（4）如果我们能肯定或否定整个种差，我们可以肯定或否定种。

（5）如果我们能肯定或否定任何特性，我们可以肯定或否定种。

（6）我们可以肯定或否定被定义的事物，我们可以肯定或否定该定义。

形而上学的地点属于所有存在，属于许多被谈及论证的某些一般词项，如原因、结果、整体、部分、对立词项。原因有四类，目的因、动力因、质料因和形式因。动力因有多种：上帝是总因（total cause），相对于他们的孩子，父亲和母亲分别是部分因（partial cause），太阳是光亮的合适因（proper cause），也是用其热杀了一个人的偶然因（accidental cause），父亲是儿子的最近因（proximate cause），祖父只是远因（remote cause），母亲是生产因（producing cause），父亲相对于他的孩子是普遍因（universal cause），上帝对这些孩子只是不明确的因（equivocal cause），工人是他的工作的首要因（principal cause），他的工具只是工具因（instrumental cause），人相对于他所做的判断是智能因（intellectual cause），或是燃烧木头的必要因（necessary cause），是燃烧房子的物理因（physical cause），点火的人是道德因（moral cause），等等。质料因是事物形成的原因，就如金是制造金瓶的物质。形式因决定一个事物是什么，区别于他物。就如原因一样，结果也有许多不同种。整体和部分再划分一章讨论。有四种对立词项：相对（relatives），如父亲和儿子，主人和仆人；反对（contraries），如冷和热，健康和疾病；缺性（privatives），如生与死，视力和盲；矛盾（contradictories），如看和不看。有多种比较，相等、不等、较小或不相似，其中的解释提到“更强的理由”。作者在最后还是不忘再次对古代论式理论表达贬损：我们不建议任何人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因为在其各卷有奇怪的混淆，但是，在他的《修辞术》的第一卷有一些与该主题相关的东西，其中提出了知道有用的、合意的、更大或更小事物的各种方式。然而，我们不能以那种方式获得任何非常有价值的知识。[46]


1816年德国牧师克斯特纳（Christian August Lebrecht Kästner）的《论题学或发明的科学》，在波尔—罗亚尔逻辑的论题三分法之上加了“历史论题”。[47]
 所列举的26个通用论题中，一部分来自语法（词源、同义语、同音异议词等），一部分来自逻辑（定义、属、种、差别、特性、属性），另一部分来自形而上学（整体、部分、原因、目的），还有一部分来自历史（证人、事例）。就其内容来看，这个目录是西塞罗式的。

17世纪有一些出名的逻辑教科书，比如桑德森（Robert Sanderson）的《逻辑艺术原理》（Logicae Artis Compendium
 ，1615），科拉坎托贝（Richard Crakanthorpe）的《逻辑》（Logicae Libri Quinque de Predicabilibus
 ，Praedicamentis
 ，1622），沃利斯（John Wallis）的《逻辑原理》（Institutio Logicae，ad Usus Accomodata
 ，1687）和阿尔德里奇（Henry Aldrich）的《逻辑纲要》（Artis Logicœ
 Compendium
 ，1691）。尤其是桑德森和阿尔德里奇的版本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依然在使用。这两本书对逻辑的描述基本相同。逻辑被命名为辩证法，是推理的艺术，或者是工具艺术。对三段论的格和规则的说明仅用了3页，而且将三段论解释为一种论说，而不是基于一种明显的逻辑形式的概念。其中很大的篇幅用于论述topics。桑德森指出有三类论证：证明的或形式的，其前提必然，结果是知识；辩证的或论式三段论，其前提是可能的，结果是意见；诡辩的或谬误论证，其前提是虚妄的，结果是欺骗。[48]
 在辩证的或论式的三段论之下，首先讨论了四谓词论式，提到了准则和准则的种差、修辞的论式以及内在的和外在的论式；然后集中论述了逻辑的论式：因与果、实体和偶性、相异和相似、同源词与记号、整体和部分、属和种、定义和划分以及证言的论式。接着便是谬误、发明的方法和共同的论式的汇集。[49]
 沃利斯的《逻辑原理》则是围绕十范畴讨论论式，用了近80页的篇幅论述了实体、量、性质、关系、活动与情感、地点与时间、姿态、状况、前范畴与后范畴、对立的简单词项、先于与同时、变化与习惯、因和果、主词、宾词与附属、整体与部分、划分与分解、相同与差异、定义与描述。[50]


阿尔德里奇的《逻辑艺术基本原理》（1691年拉丁文版，1849年英文版）曾是牛津唯一流行的逻辑教科书。阿尔德里奇认为，[51]
 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和《论题篇》、《辨谬篇》是逻辑在证明中的必然问题和辩证争议中的偶然问题上的应用，更准确的归属不是作为学院科学或自觉的逻辑（Logica docens
 ），而是属于本能或自发逻辑（Logica utens
 ）
 
[4]

 。在叙述逻辑发展史的过程中，阿尔德里奇指出，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删节形成的《论题》，其目标与其说是辩证法的不如说是修辞学的。在曼塞尔（Rev.H.L.Mansel）编辑的版本中所添加的附录注释A“论谓词”、D“论实质的和形式的推论”与F“论修辞式推论”[52]
 部分的分析与论式有点联系。

不过，维科的第一本原创哲学著作《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1708—1709）试图唤醒修辞学中的论式学说。古代的智慧和雄辩术的意义不要因现代发明和科学之技术的急速同化而被轻易抛弃。现代的论证和精巧装置应该掌握，不过只是被那些受过论式艺术教育的纯熟心灵所掌握。[53]
 维科比较了新、旧两种学习方法。[54]
 旧方法是“修辞的”（topoi
 ），首先是由西塞罗从古代传承的。旧方法的出发点是由常识建立的，其试金石或检验标准属于可能的（合情理的），按照通过调整视角和使用大量推论的修辞topoi
 发挥作用。新方法是“批判的”，是笛卡尔典型代表的思维模型。新方法的出发点是不能被毁坏的甚至被怀疑的第一原理，随之按照几何学方法的模型即按照第一证明科学的标准进行演绎。在维科看来，两种方法各有优劣。新方法的优点在于清晰和精准，但其劣势似乎盖过了优势：慎思洞察力（prudent insight）的丧失、想象力和记忆的萎缩、语言的贫乏和判断力的不成熟，一言以蔽之曰：人性（humane）的剥夺。在维科看来，所有这些问题由旧的修辞方法特别被其核心特性——修辞论式理论予以消除。旧方法提供人类的慎思（prudence），培育想象和记忆，教人们如何从各种不同视角考虑问题，即如何发现大量topoi
 。新思维模式在没有旧思维模式的情况下不能真正发挥作用。[55]
 维科攻击笛卡尔方法，提出的替代纲领是实践记忆、想象和知觉，一种心灵能力，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迅捷的智慧”，中词的立刻感知，天才的或所有水平上的直接感知的能力，把目标词项联系起来的敏感性和智能。他说，今天折磨哲学研究的有害实践之一是通过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学习来介绍哲学。[56]


维科试图保持修辞发明的古典意义和合情理的（probable）认识论。他将语言和观念统一起来，放弃了洛克主义者对语词和观念的分割，拥护一种依赖“语言和思维相互纠缠的”认识论。维科将他的topoi
 发明与笛卡尔批判哲学对立起来为的是克服pathos
 和logos
 的二元性，颠覆发明与判断的二分。智慧和口才也被维科统一于服务社会，topoi
 是共享意识的目录。语言基本上是隐喻的，是文化中常识的基础。与笛卡尔批判思想不同，他强调记忆、天赋、想象和常识以及形成topoi
 思维的能力。思维有三种类型，象形的、符号的和粗俗的，它们分别对应于神、英雄和人的时代。维科认为，发明和诗意的想象在个人的和社会的判断力面前展开。topoi
 艺术、批评和方法分别支配三种心理操作：知觉、判断和推理。鉴于所有知识都是修辞的，维科发展了一种伴随状态逻辑和topoi
 的社会发明的修辞学。维科解构了批判与创造、修辞与科学的二元性，隐喻的崇高艺术构造真理，关注的重心是可能性而非确实性。维科的三角发明概念以历史和语境而定，因而是一种可能性的认识论。拉森（Elizabeth Larsen）论证，发明不是被遗弃，而是随时间从与特殊性质（inventio
 ）相联系的一种特殊行为变形为与教学法性质相联系的一种一般行为（invention）。在拉森看来，杰勒德（Alexander Gerard）《论天赋》把发明看作一种心智能力，一种组合所需复杂能力的人的过程：重新审视，协调判断、想象和归纳。虽然维科的发明理论对他当时的语境有影响，但拉谟斯和培根的工作引导了直到20世纪的发明路线。正如拉谟斯缩小修辞学、排除了可能性王国的修辞推理方式一样，培根的修辞发明观点剥夺了它的认识功能，对修辞学的这两方面削弱持续了数世纪。[57]
 遗憾的是，维科之后topoi
 作为学术分支得到的回响非常稀少，最终被遗忘。

瓦茨（Isaac Watts，1674—1748）《逻辑》（1725）的第三部分“论推理和三段论”的第2章第7节的标题将中词、topics或common places与论据的发现并列在一起。瓦茨说，现在中词常常被称作argument，因为三段论的力量取决于它；我们必须在这里稍加停顿来简要处理一下论式或地点的学说，中词或论据正是从这里得来的。接下来，瓦茨对topics的理解有两个意思：第一，任何艺术和科学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般主题（subjects）或共同的地点（common places），比如语法的主题是语源学、名词、动词、语法结构等，逻辑的主题是属、种、种差、特性、定义、划分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主题有原因、结果、行动、同一、对立、主体、联系、征兆等。当然，伦理学、神学也有自己的主题。[58]
 第二，有一些topics属于在它们的专属科学中储藏的特殊经验、公理、准则或规则，比如语法准则：不同结构的语词获得不同的意思。逻辑中的准则：无论什么对属肯定或否定，都可以对种肯定或否定；形而上学的准则：目的因只属于智能体。在每一独特的学科中，有很多这种准则的庞大目录。如今有一种习惯，逻辑和修辞学教师在教授他们的学科时，咨询一些适合于他们论说主题的topics
 ，翻遍属于每一topics
 的定义、划分和准则，这便是论证的发明。不过，那些通过勤勉和探索而掌握其主题的人，极少需要去叩击他可能熟知的论证或演说问题的所有topics
 之门；只有那些敏感和有判断力的人能善用共同地点或topics
 。瓦茨随后简单论述了“各种论证和证明”，从五个角度对论证进行了划分：按照中词或topics
 来自那个学科分为语法的、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物理的、道德的、机械的和神学的，等等；论证可以是确实而显然的（certain and evident）与可疑而仅仅是可能的（doubtful and merely probable），前者即是演绎性证（demonstrations）；技术的论证和非技术的论证。前者得自事物的本质和环境，后者是他人的证言，包括原初的和传统（他人报告传达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论证。后者包括归谬法、根据更强者（ex mag
 ìs probabili ad min
 ùs
 ）、根据特许的论证（ex Concesso
 ，某事以另一个先前被允许的命题为手段加以证明）；还有一系列有拉丁名称的论证，它们真正的定义源自它们所使用的topics
 或中词，即诉诸我们的常识、信仰、无知、权威、公众和针对人身。接下来，瓦茨叙述了诡辩学说，其中分析的谬误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包括对反驳的无知、乞题、循环推理、非因误为因、偶性、忽视限制、合谬和分谬、语言谬误和错误归纳。[59]
 值得注意的是，瓦茨的谬误列举中并没有包括前述拉丁名称的论证，这意味着他已和当代论证型式和谬误理论站在同一阵线，比20世纪的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高明许多。

虽然在一些逻辑学笔记，如The Hechsel Logic
 （1780）中，康德论及语法的、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论式；在The
 Dohna
 -Wundlacken Logic
 （1790），甚至提到了谚语是常理（loci communes
 ，common places），浓缩的民间智慧，Topic是将一个人的概念置于某些一般概念之下的艺术，一个特殊的语句由于是重言的即常理（locus communis
 ），被称作locus topicus
 ，[60]
 但是，康德亲自审定的《逻辑学讲义》（1800）中并没有论式的只言片语。

边沁的《论司法证据》（A Treatise on Judicial Evidence
 ，1825）论述证据来源时提到了古代的论式，但对其持否定态度。古代的修辞家投身于论式研究，它是辩护士和逻辑家可以从中得到论据的来源。证据来源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分析，形成一个证据来源的完整一览表。但是，这是一项耗力巨大而用处微小的工作。[61]
 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逻辑体系》（1843）、皮尔士（Charles S.Peirce）的《逻辑研究》（1883）、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拉丁逻辑著述的索引中没有loci
 。文恩（John Venn）的《符号逻辑》（1881）和《经验的或归纳的逻辑的法则》（1889）、耶万斯（W.Stanley Jevons）的《逻辑初阶》（1870）、汉密尔顿（Willianm Hamilton） 的《逻辑》（1863）通篇也没有出现论式。

19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理查德·怀特莱为《大主教教区百科全书》（第2版，1849）撰写的《逻辑》
 
[5]

 根本没有提到论式，“发现”也变成“真理的发现”。同样为这一百科全书创作的《修辞学要义》（1828年初版，1830年，1846年第7版），只是略微提及了论证的发明和安排。对论证分类的叙述完全脱离了论式学说的框架。怀特莱将自己的修辞学著作看成是“有道理的论说”（reasoned discourse）的研究，其术语和原则来自逻辑学。逻辑的任务是论证的判断，修辞学直接而合适的范围，唯一的范围，是为证明某一观点而发现合适的论证并对其予以熟练安排。简言之，发明的艺术和论证的安排是修辞学唯一的领域。他论证，可以按不同的原则（陈述论证的形式、论证的主题内容、论证的目的、前提对结论的关系）进行划分，比如不规则的（irregular）和规则的（regular），可能的和必然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或者根据例证的、证言的、从因到果的、类比的，等等。但怀特莱认为，以是否“用于解释所坚持的被假定确实无疑的事实或原则”来划分论证更为方便。用于说明所坚持事实和原则（它们的真被假定得到担保）的论证形式，可称为“由因及果的”（a priori
 ），即从因到果的论证，因为解释或说明任何事物、象征物（signifies）就是指派其原因。另一类论证是不能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论证。后者包括征兆、累进的论证和例证。征兆是某一结果或现象存在的环境或条件。征兆论证是从结果到条件，“根据证言的论证”是它的一个具体类型。累进的论证说的是，一些证言或其他征兆分别来看可能只有少许的分量，但由于它们的巧合，会联合产生超过被分别对待它们各自力量总和的可能性等级。在此情形中，我们注意到论据系列的组合力量源自它们被考虑的顺序、它们对建立某一结论的累进趋向。这个方法能使我们以充分的可能性决定什么结果将从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假说得出，它可名之为根据累进方法的论证（Argument from Progressive Approach）。例证论证说的是一个或更多被了解的事例属于同一类，它们被表达为该类的典型事例，为的是得出相关于该类所有个体成员的结论。包括三个子类：归纳、基于比较的论证和类比。在归纳论证中，我们假定一个大前提，对于我们所提出和诉求的个体或一些个体是真的典型，对于它们所属的整个类也是真的。在基于比较的论证中，初始归纳过程的结果作为推论另一个体情形的前提，例如，“每一科学在首次介绍时可能遭到反对，就像非难宗教一样，因此，地质学也可能遭到反对”。因此，基于比较的论证是由先于演绎步骤的一个归纳步骤构成的混合论证。一般情况下，归纳步骤是隐含的，论证者直接从已知到未知情形推论。类比被视为比率的比较。[62]
 怀特莱的目标是为了向无学识的听众传布基督教信仰的无可争辩的教义，武装布道演说；针对怀疑和攻击，通过武装基督教论辩者来辩护宗教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怀特莱讨论了似真性问题。[63]
 坎贝尔在其《修辞哲学》（1776）中曾经对似真性做出有价值的评论，[64]
 但由于没有从逻辑上分析可能性的两个类别，不必要地脱离似真性的日常用法，有不少混淆。怀特莱指出，似真性是诗人或其他虚构作家瞄准的一种主要的可能性；在这种作品中，常常用“自然的”一词来指称。目标不在于生成信念的这类作者，允许将他们的“原因”当作理所当然的（即假定它们喜欢的任何假设），主要是它们使结果自然得出；用可能被期望的同样方式描绘作为活动着的虚构角色和作为结果的事件，假设所设定的环境都是真实的。因此伟大的批评之父建立了他的悖论性的准则，看起来可能的不可能性要优先于看起来不可能的可能性。因为，正如他公正地观察到的，假设的不可能性，例如在荷马那里，众神与人类常见的交媾，对于所需要的那种可能性（即逼真，貌似真实）不是障碍，如果那些神话中的人类被描绘为以人类在那些环境下会自然做那些事的方式来行动的话。那么，由于这个理由，小说作者所瞄准的可能性并不倾向于生成一个特殊的信念，而只是一个一般的信念，即不是这些特殊事件实际上发生了，而是如此的时间在如此环境下可能地、通常地发生：这类信念是必要的，而且所有必要的信念生成作为作家目标的通感（sympathetic feeling）。

席几维克（Alfred Sidgwick）《谬误：从实践方面看逻辑》（1884）“论证的类型”、“根据例证论证的危险”和“根据迹象论证的危险”以及附录中的“论证类型”图表和“专属于特殊论证类型的危险”图表，[65]
 脱离论式学说轨道讨论的有关问题实际上与论证型式密切相关。

在19世纪的逻辑教科书中，论式学说被褫夺了显要地位。一般情形下也不过是在对四谓词的简述、证据来源的考察、三段论中词和常理的联系、谬误分析、古典辩证法或逻辑史概观等方面与论式有所牵连。甚至发明或发现一词也与论式脱离了干系而另结新欢——与科学观察和发明缠绵一处。即使实际上具体讨论了某些论证型式的教科书，也不在论式的名目之下。例如，在吉尔巴特的《大众逻辑学》（1854）和《银行业的逻辑学》（1859）里，讨论了整体和部分、属和种、因和果（物理因、道德因、条件因和目的因）的关系和根据例证、类比、比较、对照、比喻、寓言、谚语、书面文档的论证以及它们在作为科学和艺术的银行业的应用。但是，论式（topoi
 、loci
 或commonplaces）压根儿就没有出现。

20世纪早期著名的逻辑教科书约瑟夫的《逻辑导论》（1906）虽然有不短的文字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论式，但完全脱离了经典论式理论的轨道——是在归纳部分讨论的！归纳推理依赖原因的定义，而从原因的定义开始所谓原因的论式，据以判断两个现象是否相互联系的规则就如从特性的定义开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特性论式一样，根据那些规则判断是否一个给定的谓词是一个给定主词的特性（proprium
 ）。约瑟夫对论式的集中讨论是从归纳部分的一个问题引出的：科学如何确证自己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论题篇》的很长一部分正是论述该问题的。《论题篇》辩证法的最为独特的用处是审查科学原则之真。在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之后，约瑟夫概括了亚里士多德就归纳所说的三个要点：提出完全枚举归纳；归纳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验的细节向我们暗示它们所例示的原则；在缺少必然洞见和智力保证的地方，我们可以寻找接受或拒斥一门科学所提出的任何原则的理由，这个程序就是辩证法。[66]


三 论式理论在19—20世纪修辞学中的失宠与转移

人们发现，在18世纪晚期的修辞学中有同样的topoi
 系统的使用，如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演说与批评讲义》（A Course of Lectures on Oratory and Criticism
 /sm}}，1777）。其中第二讲论及论式的本质和用处，第三讲论普遍论式，第四讲论特殊论式以及对论式用处反对的回答。所有类别的写作可以归约为两种：叙事与论辩。根据普里斯特利的分析，论式的本质是寻找中词。有一些所谓的共同地点、论式或一般类目，各类论证在其下被归类，对它们的关注可能暗示落入其下的论证。无论我们要证明什么，通过快速察看留存在我们心中的这些论式的标题，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被引至适合我们目标的东西。所有要证明的命题或事物，都可简化为一些形式，比如普遍命题和特殊命题。前者包括所有形而上学和数学主题。这两类主题与论证的topics相对应。普遍的论式与任何特殊的人、时空无关；特殊的论式与特定的人、时空相联系。普遍命题的方便论式是定义、语源、前件、后件、手段、类比、对立、例证和权威。之后，作者分别讨论了这些普遍论式。适合有限命题论证的topics是与特殊事实相关的那些因素，作者建议考虑：人、时间、地点、动机、方式、影响、证据、与它相关的法律，等等。这些类目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细目，比如关于人，可以考虑：性别、年龄、个人资历、财富（如富有或贫穷）、教育、能力（如理解力、学问等）、专业或职业、国家、宗族或家庭等，公共生活的任职，私人生活交往，联系、同伴或党派等，一般品质等。而对于法律，可以考虑法律的精确含义或歧义，它们的意图，它们的惯用格式，等等。普里斯特利最后论述了论式的整体好处并对一些异议做了回答，指出与对原创问题交流中的写作和对那些常常写作的人的用处相比，修辞论式的作用对于建立老一套主题的雄辩的写作和年轻人用处更大。[67]


修辞学家亨利·戴（Henry Noble Day）的《修辞术原理》（1850）在“论发明”的第二部分专设一章讨论了“Topics”。古代修辞学家和雄辩家把修辞学的这个分支视为整个修辞领域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修辞术的论著和每一个修辞学教学系统都包括它。论式落到被弃用的境地，缘由是发明这个分支被普遍地忽视了。戴试图提出一种关于论式的独特看法。论式艺术的目的是通过将各种不同的证据（proof）归到一般类别之下来促进和引导证明过程中的修辞发明。论式的具体实践功用有四：第一，一般地促进证据的搜寻，因为它将所有可能的证据缩减成少数的一般类型，并以系统安排的方式加以展示。因而这种搜寻成为直接的、明确的和智慧的。第二，通过依据证据的固有本质将证据归类，论式立刻显示出关于同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论据的相对重要性和价值。挑选因而变得容易；一些诡辩尤其是最为危险的那些被马上发觉；给定情况下论据必要的数量显示出来。此后，会更为清楚地显示，某些命题只能用某类论据加以证明。而且，一类论据比另一类本质上更有分量。某些论据无法抵抗地迫使人们相信，某些则仅仅建立或大或小的可能性。最为常见而又最成功的诡辩术之一，就是取消可比较分量的大小；取消只是可能的与绝对证明性的证据的区别。第三，论式提供了安排的主要原则。第四，由于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向论据的这个领域的确切部分，他们因而获得了一种了解这些论据各自本质和用法的更为完全而熟悉的手段。

作为证据的命题被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前者是命题之真依赖其中的词项分析，词项的分析提供证据。相反，在后者中，没有词项分析提供证实真的证据。这个最一般的划分原则指明了考虑论证发明的第一步就是，仔细研究命题的词项。分析性证据差不多但不完全对应西塞罗所指的“内在的”证据，包括根据定义、根据种属关系、根据划分或部分的列举。在所有证明（confirmation）中，分析性证据具有最高的有效性和力量。

综合性证据源自两种情况：一是心灵本身在其存在的必然规律之下活动而给出的，二是得自心灵外部。前者是直觉的证据，后者是经验的证据。在数学推理中使用的图表，数字图或字母符号，只是帮助我们的心灵运算。在这种情况下，心灵直觉地感知主词和谓词之间的联结。与分析性证据一样，直觉性证据具有无可置疑的或证明的确实性。

经验证据包括四种：经验、先前的可能性、征兆和例证。来自经验的那些假言证据是最有分量和决定性的；但它们在推理中的运用很有局限。在很少的情况下，证明特殊事实需关注与它们相关的事实。根据先前可能性的证据，以一个原因与它的结果或一般规律与它的特殊结果的关系为基础，一个充分有效原因的缺少不利于推想事件的信念。任何给定的先前可能性的力量都将依赖原因与结果之间连接的确实性程度。如果原因对结果是充分的，实际上也在起作用，或没有阻碍物的干涉，那么证据就是终结性的。相反，如果原因实际上在起作用，或它的运作没有阻碍或干扰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证据力将受到损害。在推想结果的所有原因都缺乏的时候，结论依在此情形中所有可能的原因或机会被排除的程度而获得或多或少的确实性。征兆是从一个事物必然依赖另一个事物而获得其力量的证据。这种依赖可能是一个事件对其原因的依赖，也可能是对原因生成预想结果的运作所需要的机会或条件的依赖。证言和权威都是征兆的子类。证言作为证据的有效性在于，证言预设了这样一个被验证的事实：没有这样的条件，证言不会被给出。戴分析了偏见、机会和观察能力，认为它们都是检验条件。权威与证言的区别在于境况，权威涉及意见问题，证言涉及事实问题。当然，权威的分量因发现决定他们意见的其他原因的影响而降低。并行的证言和并行的权威也属于这种证据。除了对他们个人主张可信性的所有考虑而外，纯粹证人或法官的一致意见往往也是一个终结性的征兆：事实或意见确实如所表达的那样。当然，先前的协调或共同的利益马上损害这个证据的力量。例证是依赖于同一类个体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共同属性或关系的证据。我们从例证到整个类或到该类的另一个个体进行论证，前者是根据归纳的论证，后者是类比论证，即根据属性或关系的相似性进行论证。当两个被比较的事物与第三个事物具有类似的关系时，类比推理是简单的；当两个不同关系被引进时，类比推理是复杂的。例证可以是真实的，得自实际观察或经验；也可以是发明的，具有内在的可能性或其本身是可信的。戴指出，小心提出和评估论证所依靠的相似和不相似的分量是重要的。复杂类比具有多种性质，它们在推理中的力量相对于论据类别的各自特性而被修改。与怀特莱一样，戴也提到了归纳的一种——“根据累进方法的论证”，根据结果方面的增加或减少与在一些例证中某一特殊原因的增加或减少相符合，推出当该原因完美运作或完全消除时，结果的完美完成或整个消除。比如，我们将一个球放在一个粗糙的表面上滚动，不久就会停止滚动；放在光滑的表面，滚动时间相应延长；因此可推论，假如压根没有阻力，滚动就会是永恒的。

虽然经验证据拥有全部等级的可能性，但其本身永远不具确实性。关于各种论据的确实性，戴指出，我们对源自我们自己经验的证据从不怀疑。就其生成的范围来看，它们是终结性的；但是，它们生成的确实性非常不同于由分析性和直觉性推理生成的确实性。先前可能性的论证有时生成完全的确实性。如果原因确实存在，没有阻碍物会出现，那么结果是确实的；该证据是终结性的。只是对有关原因的充分性或其运作的机会产生怀疑的情况下，根据这类证据的推理才会被废弃。征兆具有完全的确实性或高低程度不同的可能性，它们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必然性与它们所证明的原因或机会相一致。作为证据的例证的终结性取决于这样的问题，是否按照将它们作为证据提出的特殊性质，由被设想为产生被证明事物的同一原因决定它们。根据观察到一个植物的组织结构，博物学家将安全地得出关于其他同种植物的结论。但是，他不能得出关于色彩的结论。不过，一个原因可被设想在前一种情形中运作，不同的原因可能在后一种情况中有影响。从各种论据的不同本质来看，一些适用于所有主题，另一些仅仅适合特殊类型的主题。分析性证据显然适用于每一种主题；综合性证据中的直觉类属于数学推理或纯科学；经验证据用于所有与经验问题相关的推理，无论推理是以事实还是以一般真理为依归。[68]


在《修辞哲学》（1858年，1868年新版）中，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将推断的证据分为科学证据与概然推理（moral reasoning）
 
[6]

 。所有演绎或推断的证据有两类来源，或者来自一般概念的不变性质或关系，或者来自事物之间存在的实际的但可能是变化的联系。前者是演证的，后者是概然的（moral）。演证以纯粹的理解为基础，存在于不间断的公理序列中。概然的证据基于来自被经验改进的知觉和共感或常识的原则。概然证据有四种：经验（experience）、类比（analogy）、证言（testimony）和可能性估算（calculation of chances）。经验证据是基于观察的结果，从特定的实例归纳到一般的前提。经验作为理性证据产生的说服力要远远强于其他证据；类比证据是间接经验，以相似性为基础。两个事物类比的效力随两事物（事件）之间相隔的距离与明晰性而变化。类比主要用于防卫，它可以削弱对手的反驳能力（虽然不能加强真理），因而要大量使用类比。证言证据显然在司法活动中大量使用，因为证言与经验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可能性估算的证据自然更为复杂。坎贝尔希望能有一种协助交流者确立概然性的更为有效的方法，以便在经验、类比、证言等因素相互矛盾，难以进一步进行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运用估算方法进行预测。[69]
 不难看出，坎贝尔对四种概然证据的叙述虽然脱离了传统论式的轨迹，但与现代论证型式理论有所契合。

然而，以专门章节论述论式的修辞学著述已属罕见。叔本华的《争论术》（The Art of Controversy
 ，生前未出版，1896年）在讨论古代辩证法、修辞学、争论术（eristic）和诡辩时涉及论式问题。他试图将辩证法描绘为“艺术”，是“为了在争论中获得成功的理智剑术”，并打算描述“所有辩证法的基础”。[70]
 该书的绝大部分论述了38种论证的“计谋”，其中一些取自亚里士多德，一些来自培根，另一些是对边沁的回忆，当然也有一些明显是原创的。[71]
 叔本华从历史考察得出“逻辑”和“辩证法”是同义词。但他宁愿将逻辑定义为“思维规律的科学即推理（reason）方法的科学”，辩证法是“辩论的艺术”。辩证法探讨两个理性存在物之间的交流，由于他们是理性的，应该有共同的思维，但是，当他们停止像两个钟表一样完全保持相同时间那样的意见一致时，就造成了一场争论或理智的争辩。这便是辩论的或争论的辩证法。[72]
 叔本华在介绍争论计谋时常常引证亚里士多德《论题篇》或《辩谬篇》，将它们和某些论辩策略联系起来。例如，扩张：将对手的命题突破原来的限制，尽可能赋予它普遍和广泛的意思；相反，尽可能将自己的主张限于一种意思，用限制予以狭化。歧义词：将一个命题延伸到某个与讨论的问题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共性但词语相似的事物，然后成功反驳它，由此声称原陈述被反驳。把相对当作普遍或绝对来应用：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摩尔人是黑的，但牙齿是白的”。

1600—1800年的英语修辞学，特别在那些以象征派或索隐派而知名的修辞学家的著作中，焦点从发明转移到了风格。不过细致考察能发现，在修辞格和发明之间有一种亲密、有机的关系。其实，大量的topoi
 和格也出现于西塞罗、昆体良、朗吉努斯（Longinus）、伊拉斯谟、谢利（Sherry）、皮查姆（Peacham）、伯吞南姆（Puttenham）等修辞学家的著作中。约瑟夫（Sister Miriam Joseph）《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的运用》（1947）表明，象征学派并不全然关心风格，事实上，无论是传统派还是拉谟斯派，他们在实践上都涵盖了把逻辑学和修辞学工作结合起来的共同基础。为表明风格与论式的紧密配合，约瑟夫将格、语法与三个修辞诉求联系起来：

语法：语词的程式格（scheme）
 
[7]

 ：关于造句

语言恶习（vices of language）
 
[8]



重复的格


Logos
 ：与下述相关的格

（a）逻辑论式：证言、定义、划分、属、种、附属，反对、矛盾、相似、不相似、比较、原因、后果、前件、后件、记号、同源词


Pathos
 ：情感和激情的格


Ethos
 ：显示礼貌、谢意、赞扬、伤害之宽恕的格

在此框架下，约瑟夫把具体程式格或转义格（tropes）与特殊论式和逻辑形式相并列。比如，反讽是一种语体的格，与反对相联系；更大、同等和更少这些程度格与比较的论式相联系；隐喻与相似的论式相联系。

修辞发明从文艺复兴开始一路衰落。不过，在修辞发明以及论式在19世纪似乎销声匿迹的表象之下，我们却发现它们转移到了写作教科书里，采取了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另一种形式：披着发展段落方法的外衣而存在。“发展段落的方法”是古典“推理路线”的具体形式，所不同的是给结构模式加上了启发法的重任。[73]
 如何发展段落，并随之展开更长的论说？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推荐的方法里就包括定义、比较、对照、例示和因果等这些与古典论式极为相似的范畴。在20世纪，这些范畴作为发展“模式”重新在教科书中出现。事实上，这些方法被当作发明策略和之后篇章层次的组织原则。贝恩（Alexander Bain）既写过《英语作文与修辞学》（1867），也著有《逻辑：演绎与归纳》（1887）。在《逻辑》里，没有论述topics，就连“发现的艺术”（附录H）也变成了科学或归纳意义上的发现，与修辞的发明或发现无关。《英语作文与修辞学》虽有“说服”一章，也论及演绎、归纳、类比等，但仍未提及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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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阿伯丁将培根论述的一种总的类型（16—20）“明灯或最初消息的事例”（Instances of the Lamp）也当作与27种并列的一种，故共列出28种。对其中一些重要事例的解释，可参见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282页。


 [2]
 按照科勒的说明，拉谟斯主义有3种含义。此处的拉谟斯主义指第一种含义：代表拉谟斯改革的一般学说的属性，比如严格地将发明和安排归属于辩证法，否认记忆作为辩证法或修辞学的组成部分，等等。参见Kathrine Koller，“Abraham Fraunce and Edmund Spenser”，ELH
 ，Vol.7，No.2（1940），pp.108-120.


 [3]
 但这个时期重要的逻辑论著，比如《波尔—罗亚尔逻辑》，确实创造性地回答了逻辑的本质、范围和内容以及它与修辞学的关系等与有关逻辑的问题。不过，topoi
 也并非完全绝迹。贝维拉夸（Vincent Bevilacqua）曾让华莱士注意，既包括哲学家也包括修辞学家的18世纪经验主义者所使用的某些更宽广的topoi
 范畴，比如相似、不相似、多样、齐一和部分—整体或整体—部分关系。参见Karl R.Wallace，“Topoi and the Problem of Inven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58，No.4（1972），pp.387-395.


 [4]
 这是中世纪逻辑学家使用的一对术语。18世纪的沃尔夫（Wolf）将Logica docens
 定义为一种实践科学，通过教学而获得；Logica utens
 定义为一种艺术，通过练习获得。皮尔士后来也借用它们，说明对非形式论证有效性的并非深思熟虑的判定与深思熟虑之后更严密、精确的判断，比如形式证明。


 [5]
 1859年的新版名为《逻辑要义》。


 [6]
 不少学者将moral reasoning译为道德推理。一般情况下这一译法没错。但对于坎贝尔《修辞哲学》来说，此译绝不可取。因为他明确定义了该词，使用的是moral reasoning的另一个意思：“不确定条件下的推理”，比如法庭上一般做出的推理，这一意思常用另一个短语表达：接近必然的可能性。可参见维基之moral reasoning条目。


 [7]
 修辞格可分为两大类。Schemes（程式格）指语音、语法形式有规律的结构，使格式突出。利奇定义为：有规律的表达方式（expression）的突出。Tropes（转义格）指词语的一般意义或搭配发生转折以产生语义或词汇的异用，如隐喻、提喻等。利奇的定义是：无规律的内容的突出。参见Geoffrey N. Leech，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New York：Longman，1969。


 [8]
 德维托指出，群众语言有许多病征：陈腔滥调、土语、做作的措辞、委婉语、陈腐的隐喻。所有这些语言恶习共有的品性是不精确。它们都是近似的、折中的，或者是更精确术语的替代。参见Joseph A.De Vito，Language
 ：Concepts and Processes
 ，Prentice-Hall，1973，p.253。


第十章 论式理论的当代复兴

20世纪50年代，论式理论在修辞学和逻辑学领域几乎同步开始复兴
 
[1]

 。佩雷尔曼以论辩技术（论证型式）为中心的新修辞学对美国大学修辞与演讲交流系科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图尔敏的实质逻辑被伯德评论为“论式的重新发现”，随后在美国也找到了众多知音。黑斯廷斯应用图尔敏模型对“修辞式论证”（rhetorical argument）的研究实质上开启了当代论证型式研究的逻辑路向，因为它不仅描述了9种论证型式，而且评价了其“推理过程的有效性”。[1]
 后续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辩证法对论证型式的研究基本上追随黑斯廷斯的套路。

一 佩雷尔曼的论证型式系统

对论式理论的复兴是由佩雷尔曼和提泰卡在《新修辞学》（1958）中完成的。《新修辞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阐述论证型式。据说，为了获得这些论证型式，作者耗费了十年之功。为了加强这种理论的影响，佩雷尔曼于1982年专门为英语读者创作了《新修辞学》的“微缩版”——《修辞王国》，其中进一步精练了他的论证型式系统。但是，《新修辞学》出版20年后，佩雷尔曼和提泰卡（1979）对于具体论证型式很少引起注意和研究表示失望。的确，《新修辞学》对实践推理的描述是佩雷尔曼修辞学理论中唯一一直最受忽视的部分。事实上，正如沃尼克指出的，论证型式的类型学特别重要，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论证型式运作的修辞学说明。在新修辞学之前，我们描述推论模式的语汇限于形式逻辑模式（比如直言、选言和假言三段论）和标准的归纳推理分类（类比、概括、因果和迹象），而佩雷尔曼和提泰卡提供了描述推理结构更丰富的语汇。[2]


新修辞学的论辩理论

佩雷尔曼的论辩理论让我们理解了论证者如何发展论证，论辩批评家如何从价值为中心的视角分析论证。

佩雷尔曼在研究正义本质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依靠怎样的过程进行关于价值的推理？流行的哲学和逻辑系统对此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在没有理解如何做出赞成或反对那种价值的“论证”（cases）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达到关于正义或任何其他价值如何与其对立面区别开来的清晰结论。在当时的哲学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对这些论辩过程的充分阐述。佩雷尔曼和提泰卡仔细研究了那些打算让价值或规则占优势的文本，那些表明选择或行动是偏好的文本，分析了道德家、政治家、赞颂这个或那个行为的演说家的作品，主流报纸文章和各种证明（justifications），提出了这样的基本问题：在真实的言语论说里，价值的证明“看起来”像什么？《修辞学王国》用简明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主要发现以及佩雷尔曼后来的一些观察。在此书中，佩雷尔曼继续《新修辞学》开辟的思想路线。如果所要求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不是以合乎形式逻辑的方式出现，那它如何呈现？当人们谈论“通情达理的人”或“排除合理怀疑”时，其中 “合理”的意思是什么？[3]
 论辩技术或论证型式作为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推理的辩证推理可以是呈现合理性的途径。

新修辞学的两个重要部分——辩证推理和听众，可以从佩雷尔曼“新修辞学”名称的缘起看出来。佩雷尔曼解释说，他没有用dialectic（辩证法）称呼自己的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理解的辩证法这个词与辩证推理密切联系，但也存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辩证法，为不致引起误解，所以放弃了辩证法这个称呼；另一个原因是，“论辩研究将导致一种补充形式逻辑学科的发展，我本可将该学科命名为dialectic，但为了强调这些推理总是向一个心灵、向听众论说，以赢得他们对某一提出的论点的赞同，所以我宁愿称作‘新修辞学’”。[4]
 后来，佩雷尔曼还指出，将论辩理论和修辞学聚合起来而没有采取非形式逻辑的方式，是因为听众重要性的缘故。[5]
 对于当今那些对论辩感兴趣的年轻非形式逻辑学来说，“修辞学”这个词依然有贬义
 
[2]

 。

在新修辞学中，辩证推理就是“论辩技术”。修辞学是一种实践学科，其目的不在于生成艺术的作品，而是凭借演讲向听众实施说服行为。新修辞学本质上是一种论辩理论，其对象是研究推论技术，这种技术旨在激发或加强人的心灵认同让他们赞成而提出的论点。它也考察允许论证开始和发展的条件以及由这个发展所产生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定义既指明了新修辞学是古典修辞学的继续，也指出了它与古典修辞学的不同。[6]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提出了普遍听众和特殊听众的区别，并将前者理解为合理性的化身，因而成为论证评价的标准。新修辞学以听众为出发点。论辩的目的是使听众从同意前提向同意结论转化。论辩开始于听众接受的前提。如果语篇要向非专业听众表达，那么它的诉求将是常识和普通原则、共同价值和常见的loci
 。

阿诺德把《修辞王国》关于论证的看法（也是新修辞学的主要看法）概括为六点：第一，论辩不是按照形式演绎与归纳的形式和规则而是非形式地（informally）进行的。第二，论证总是对听众言说的（可能是论证者本人），目的是引出或增强那些听众对所提出的论点的坚持。第三，要成功说服听众，必须从对听众是可接受的前提开始论证。当然，论证者自己也可以成为该听众里的一员。第四，论证活动总是包括某些程序，它们使观念和价值在演说之听众心中具体存在（presence
 ，法语的意思是被制造的现在）。第五，在论证中，模糊性总体上永远不是可避免的，因为必须使用的语言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是歧义的，可利用的语词常常允许一个以上的解释。第六，概念的关系（关联）和态度是由相互不同的言语技术创造和消解的，这些技术主要有：1.准逻辑论证，其合理性来自与形式推理模式的相似性；2.基于实在结构的论证；3.基于例证、例解和模范的论证，它们都蕴涵和代表压倒性规则、规律或原则的运作；4.通过将一个思想（theme
 ）与另一个（phoros
 ）相联系来澄清这个思想，比如在类比或隐喻中；5.通过将一个概念的某些性质从其中分离或孤立出来的过程，原来的概念就可被看成是没有可反对的或不相容的性质——分离；6.概念或价值的增扩或缩限；7.利用概念或论证的特殊次序产生影响。[7]


佩雷尔曼的论辩技术或论证型式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辩证推理实际上是逻辑、辩证法、哲学和修辞学之关系的枢纽。佩雷尔曼认为，要完美地定义和定位修辞学，还必须澄清它与辩证法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形式逻辑之父，也是论辩理论之父。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区分了两类推理——分析的和辩证的。《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是对前者的研究，在哲学史将这一研究看作是形式逻辑的基础。但是，现代逻辑学家并不注重《论题篇》、《修辞术》和《辩谬篇》中研究的辩证推理。这个缺失是他们未能看到后一工作重要性的后果。在前一工作中，亚里士多德研究了有效推论的形式，特别是三段论；它允许我们在给定某些假设的情况下，从其必然推出一个结论。之所以前提真结论就真，是因为它纯粹是形式有效的，不管推论的内容是什么。由于“真”是命题的特性，独立于个人意见，所以分析性推理是演证的（demonstrative）、与个人无关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辩证推理却不是这样。它的前提是由普遍接受的意见（被所有人、大多数人或最著名的以及其中的杰出人士接受的前提）构成的。在某些情况下，被普遍接受的是很可能的。不过，这种可能性不能与可计算的概率相混淆。相反，eulogos
 这个词的意思（“一般说来可接受的”或“可接受的”）是定性的，它非常接近“合情理的”（reasonable）一词而非“很可能的”（probable）一词。我们应该注意，可能性只关心过去或未来的事实或事件，而所讨论问题可能处理无时态的问题，比如“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者“民主制是统治的最佳形式吗？”我们可以立刻看出，辩证推理从普遍接受的这些意见开始，其目的是获得对可能有争议的其他观点的接受。因此，它瞄准说服或信服。但是，辩证推理的实例并不由有效和强制的推论系列组成。它们只是提出或多或少有力的、令人信服的但永不是纯形式的论证。而且，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一种说服性论证是说服论说的目标听众，因而不像分析性推理过程，辩证论证不能是与个人无关的，因为它从其影响某个人的心灵获得其价值。因此，有必要清晰区别分析的和辩证的推理。前者处理真，后者处理可辩护或有理由的（justifiable）意见。每一思想领域要求不同的论说类型。在一个数学家看来，仅仅满足合情理的论证是不恰当的，这就如在雄辩家看来，要求科学证明亦会是不合适的一样。

佩雷尔曼认为，忽略辩证推理是现代逻辑与拉谟斯所犯的相同错误。佩雷尔曼强烈谴责拉谟斯将亚里士多德对分析性论证和辩证性论证之区分的抛弃：古典修辞学逐渐成为这种修辞格的修辞学，导致了修辞学“从恶化到死亡的退步”。如果我们把逻辑构想为对所有形式的推理之研究，那么，很自然，在形式逻辑中发展的演证理论应该被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辩证推理的论辩理论所伴随。论辩理论通过论辩寻求对一个辩论论点的接受或拒斥。新修辞学的对象，放大和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工作，是对这些论证及其表达条件的研究。[8]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考察辩证法时，将修辞学和辩证法对立起来。但是，在《修辞术》中把修辞学视为辩证法的对应物。对他来说，辩证法涉及个体之间的争议或讨论所使用的论证；而修辞学关心演说家在向聚集在公共广场的一群人（既无专业知识，又无跟随冗长论证链的能力）发表演说时使用的技术。新修辞学与古典修辞学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向任何类型的听众表达的演说，这些听众可能是聚集在公共广场的一群人，可能是凑在一块儿的专业人士，可能是某一孤家寡人，也可能是全人类，它甚至可能是在私人沉思的情况下，或者现在所谓的“自我交流”（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中，审查向自己诉说的论证。新修辞学旨在研究非演证性论说，对推理的分析不限于形式正确的推论或程度不同的机械演算。作为新修辞学或辩证法的论辩理论，涵盖以说服（persuasion）和确信（conviction）为目标的所有论说，无论听众是谁，论说的题材为何。论辩的一般性研究依听众的类型和学科特性具体化为法学的或哲学的逻辑，它们是新修辞学对法律或哲学的具体应用。当然，新修辞学并不限于实践领域，对于那些关心在我们的理论中选择定义、模型、类比以及为适应我们的探究领域而精心设计一种合适语言之重要性的人们来说，新修辞学也处于理论问题的中心地位。在此意义上，论辩的角色可以和实践理性相结合。在我们承认实践理性起作用的所有领域，甚至当我们关心理论难题的解决时，论辩的角色都是基本的。[9]


古典loci
 新应用

听众接受的前提构成论辩的出发点。佩雷尔曼将古典loci
 理解为论证前提的一种类型。当一个言说者想要建立价值、层级或强化他所获得的论点时，可以诉求具有一般性质的前提——loci
 。在古代，loci
 是将论（据）证归类的一些类目或标题，因而被定义为论（据）证的仓库。亚里士多德有共同或一般loci
 和特殊loci
 （common topics和special topics）的区分。起初，共同的loci
 以极大的普遍性为特征，可在所有环境中使用。可是，修辞学的退化以及逻辑学对loci
 研究兴味索然，导致它变成常理或现成的论据（commonplace）。昆体良曾反对这种滥用，但收效甚微。Loci
 一语逐渐被用于意指维科所谓的“演说的主题”（oratorical themes），而与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处理的题材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研究了各种locus
 ，并将它们归类为与偶性、属、特性、定义和相同联系的loci
 。它们可作为辩证三段论或修辞三段论的前提。不过，佩雷尔曼的方法有所不同。首先，他不希望自己的视界受到任何特殊的形而上学系统的束缚；其次，仅仅将loci
 概念应用于能成为价值和层级之基础的一般性质的前提，只限于考虑亚里士多德在与偶性相关的loci
 题目下所考察的那类（更可取的）loci
 ，它形成最为一般的前提，实际上常常是隐含的。它们在我们所做的大多数选择的证明（justification）过程中发挥作用。佩雷尔曼将两种意见加以对照：表达已知的或假定的实在之思想与那些表达偏好（价值或层级），或者指示什么是更可取的（更可取的loci
 ）思想。 [10]
 更可取的loci
 起着类似于假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般loci
 是关于在任何环境中都假定有较高价值之物的肯定，特殊loci
 是有关特殊环境中更可取事物的。一般loci
 主要有量和质的loci
 ，其他的包括次序的、存在的、本质的和人的loci
 。[11]


量的loci
 肯定由于数量的理由一个事物比另一个更好。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与量相关的locus
 构成一个大前提。亚里士多德就提到，数目上更大的善比更少的善更值得选择；在一切时候或多数时候，更有用的东西就更值得选择，比如公正和节制比勇敢更值得选择，因为前两者总是有用的，后者只是有时有用（117a，16-17，33-34）。这是在陈述量的一般loci
 。如果我们把某事物看作是独一无二的、珍稀的、不可替代的或者永远不可能再发生，当作是偏爱它的理由提出来，我们就是在陈述质的一般loci
 。次序的一般loci
 肯定在先者优越于在后者，有时原因、原则、目标有优越性。规律和原则对事实、具体有优越性，因为具体似乎是规律或原则的应用。原因是结果的证明，因而原因优越于结果。存在的一般loci
 肯定存在的、实际的、真实的东西优越于只是可能的、偶发的（contingent）或不可能的东西。本质的一般loci
 表明，最佳代表属之本质的个体具有优越性。我们比较具体的个体：我们将展示所有兔子性质的那只兔子称作“纯兔”。[12]
 人的loci
 意味着，与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相关联的东西的优越性。

由此可以看出，佩雷尔曼利用loci
 解决论证的前提问题，解决论证出发点之中与价值、价值层级相关联的那些前提对听众的可接受性问题。这与现代论证型式研究者利用loci
 解决论证的推理形式问题大为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佩雷尔曼分开讨论loci
 和论证型式的缘故。

论证型式系统

新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系统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论证型式有充分的经验基础。它研究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论证。发现广泛使用的论证是为了增强听众对让他们同意的论点之坚持而提出的；关注所使用论证的领域特异性（field specificity）；可辨识的论证型式类型的目录，之后影响了很多对各种语境中使用的论证型式的研究。沃尼克认为，这是新修辞学论证型式研究的三个经验维度。认真考虑论证型式及其使用，对各种语境和学科里的论证结构模式研究和归类，是支持新修辞学认识论完整性的经验手段之一。这些型式构成一种扩展的论式系统的基础，可用于研究当代社会的大量论证实践。第二，论证型式有文化根基。作者研究所收集的论证型式的结构，这些论证是当时诸多领域中使用的，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化语境里的，是“本土的”论证。这些论证依赖那些语境之文化所具有的价值、信念和假设，因而起着非常普遍的作用。[13]
 佩雷尔曼认为，听众接受观点的模式和“普遍听众”的属性，与使用它们的那种文化息息相关；每一文化都有自己关于真实、真理和客观有效的概念。[14]
 新修辞学研究论证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影响的模式，它并不扎根于通常的逻辑架构，而是依赖其他专属于在社会语境中发生的情境性惯例。[15]
 论证的说服力量来自于被认可的前提与将意见和这些前提联系起来的方式——论证型式。论证者通过论证型式（推论形式）将前提和论点联系起来，从而使前提自然衍伸为结论。论证型式通过联合的或分离的过程创造关联。论证型式开发由论证者构建的听众的文化和认知素质（predispositions）。论证型式本身是关于从已接受前提形成新信念之方式的不同的文化信念，因而论证型式本身也是关于论证的“常理”。正是论证型式本身的可辨认性（recognizability）赋予论证说服力量。它之所以能有说服作用，是因为论证者和听众彼此参与的一种共同文化。通过拒斥去历史或去文化的证明，佩雷尔曼与证明的笛卡尔模型的对立得到强调。在佩雷尔曼看来，论证是一种文化上的建构活动，由于其推论是被论证者及其听众的共同文化之共同集体承认的，因而论证型式的运作是修辞性的。这种对论证的推论结构和其文化境遇的关注，意味着佩雷尔曼的理论结合了论证研究的逻辑路向和修辞学路向。论辩理论家应该考察论证型式恰当地应用于相关特殊听众和普遍听众的条件。研究论证型式是为了搞清它们对预期的特殊听众的效果；而当一个演说家做出有关如何使用特殊论证型式的判断时，常常也涉及普遍听众。[16]
 第三，这一论证型式系统主要是描述性的。这一特征也是几乎所有研究论证型式的修辞理论的共性。按照沃尼克的分析，佩雷尔曼设计了一个包括13种论证型式的系统（比《新修辞学》中的更为节俭），代表现代论说——演讲、论文、小册子、文学作品和其他来源中使用的论证式样。《新修辞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描述和举例说明这些型式，[17]
 在《修辞学王国》中也接近这样的比例（占了162页中的89页）。

从历史上的论证汇集而来的论证型式目录对于提议者和回应者作为挑战和回应的论证出发点是有用的。从论证型式的规范力得自它对批评的抵抗力这一视角来看，《新修辞学》提供了宝库。《新修辞学》对特殊地方和历史语境中的论证之情境性的重视，对作为该语境之构成部分的听众重要性的看重，影响了非形式逻辑开始注意围绕逻辑论证抽象文本的听众和论证目的。[18]
 沃尼克也指出，两个topoi
 系统（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28种论题和佩雷尔曼新修辞学中的13种论证型式）的比较，揭示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所使用的推论和20世纪西方社会使用的论证形式的突出差异。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推理不同，后启蒙时代的论证强调统计概率和正义规则，不信任来自传统的论证。两种文化中推论的比较揭示了修辞推论形式中的一种文化嵌入很好地适合于适应听众的语篇。对于求助于发展对主题理解和透彻认识的人们来说，论式是一个源泉。比如，对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来说，要明智地谈论公共政策，就需要知道城邦的税收和支出，军队的规模及其粮食供应等。演说家还要知道，他的听众最珍视的、最害怕的和认为最急迫的东西是什么。[19]
 诸如此类的事实陈述和基本价值偏好，构成了《修辞术》的特殊topoi
 。

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以逻辑的精确方式模型化修辞的topoi
 ，甚至佩雷尔曼和黑斯廷斯也仅仅给出了粗糙的、实用的说明，而非十分精确和形式上成熟的解释。不过，论证型式的有用性以及它在研究日常论辩方面的潜在价值却非常明显。对论证分析家、修辞批评家和其他对论辩实践的修辞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来说，新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系统是有价值的资源。[20]


后来的论辩学者（比如沃尼克等）进一步研究了佩雷尔曼的论证型式系统。研究论证型式的论辩理论家对佩雷尔曼的论证型式理论提出了一些批评。例如，语用—辩证学派提出它四个方面的局限。第一，佩雷尔曼没有严格区分论证型式中的形式与内容，形式和内容（以及语境）在新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系统中被“融化了”，所以范爱默伦等怀疑对论证型式的精确而可靠的解释，因为很可能是，一个听众（解释者）可能在那些论证中看到某一型式，而另一个听众却看见了不同的论证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ata）。第二，论证型式需要重构。论证型式本身是用日常语言和普通说话方式的句法表达的。为了辨识某一个特殊型式的实例，一个论证常常可能必须按照合适的形式被重述或“重构”。特别是准逻辑论证，只能通过重构和归约与其子形式（不相容、同一、相互性、传递性等）相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解释者必须考虑论证词项的数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便确定所涉及的准逻辑论证的类型。第三，佩雷尔曼原来定义和例示的论证型式缺乏精确性和清晰性。《新修辞学》中的许多例子神秘或费解，型式的描述在结构上相当复杂。由于缺乏辨识不同子型式的清晰例子和标准，区别这个范畴和另一范畴是否可能，令人起疑。第四，佩雷尔曼没有在经验上为他们的型式系统打好基础。虽然新修辞学的作者耗费十年之功收集来自各个领域语篇中的论辩例子，但他们的努力依然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用从各种语境抽象出来的话语片段来解说论证型式，因而使人担心是否能够系统地排除扰乱该分类系统的因素。[21]
 此外，佩雷尔曼的论证型式系统描述了人们实际上如何论证，没有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论证，是否这些论证型式的实例有什么优点或证明力。还有批评者指出，佩雷尔曼并没有解决论证技术与听众之间关系的细节；是否某些技术对特定的听众或一般听众有说服力，对技术之间的区别采用了两个不同的标准。

但是，新的经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对佩雷尔曼论证型式系统辩护的可能性。对于第一个批评，沃尼克和克莱恩回应说，使用佩雷尔曼的系统考察论证，的确不可能分离形式和内容。陈述论证的形式仅仅是构成论证型式之布的一条经线。外在于形式的因素，如概念、loci
 、层级、功能和论证语境，也不可避免成为解释和归类论证的一部分。将一个论证仅仅归约为它的形式特性，会暗中破坏新修辞学的核心目标，即重新引入被形式逻辑弃置一旁的文化上可辨识的论证性质。陈述论证的话语和句法也是构成其意义的另一条纬线。在将论证所处的语境与论证者的意图联系起来考虑时，解释方面的大多数变体都能解决。因此，形式和内容的融化并不阻止不同解释者对论证型式的辨认。事实上，敦提研究小组已抽象出了佩雷尔曼（1969）论证型式的38个基本结构
 
[3]

 。另外，虽然新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的处理有时确实是不清晰的，但结合《修辞学王国》等其他作品，可以搞清每一型式的特性，所以，沃尼克和克莱恩构建了每一论证型式的可辨识属性的一个材料集（substantial set），并用实例加以例解。对这些属性的精准辨识，能使我们（作为聆听论证的某一文化的成员）辨认和归类研究所用的5个小组讨论的个体论证型式。这样一来，上述其余三个批评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22]


沃尼克和克莱恩进一步研究了佩雷尔曼论证型式系统的经验基础。1989年冬季由公营广播系统首播美国电视系列伦理学，包括19个小组讨论集。在这个系列中，著名的新闻记者、律师、法官、医生、公司高管和其他公共人物讨论公司收购、政治竞选、出版范围、医学实验和其他实践。在每一个节目中，叙述者向12—17个专家组成的小组提出一系列假设情景，这些专家辩护或证明他们的立场。研究者从中找到622个论证，它们在各领域的分布是：新闻讨论111个，法律讨论118个，医疗讨论126个，政治讨论128个，商业讨论139个（平均124个）。在622个论证中，研究者辨识了1037个论证型式。这些型式在各讨论中也相对平均。新闻讨论216个，法律221个，医疗213个，政治171个，商业216个（平均207个）。由此看来，论证型式的使用在各讨论话题和不同群组人中是相对均匀的。

表10-1 佩雷尔曼论证型式的应用研究结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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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使用最多的是准逻辑的（37.2%）或基于实在结构（41.9%）的论证型式。建立实在结构的论证仅有16%，而分离仅是4%。在准逻辑论证的使用中，最多的是定义（9%），相互性（11%），传递性或者划分（12.5%）。矛盾和不相容性非常少（3%），量的型式为2.5%。使用基于实在结构型式的论证，最多的是序列的或因果型式（22%），共存的关联为12%。象征关联或双层级较少使用（8%）。建立实在结构型式中，范例、例解和模范、反模范为11%，类比和隐喻是6%。分离型式有4%。研究发现，论证型式使用的频率在各种讨论里是相对稳定的。比如，从商业和新闻讨论中的33%到法律讨论中的41%，表明准逻辑型式是一致的。基于实在结构型式的使用也高度一致，范围从商业讨论的39%，到政治和医疗讨论的43%。研究还发现，许多论证使用一种以上的论证型式。622个论证中有231个（22%）论证同时使用两个不同论证型式，135个论证（13%）使用3个或更多的不同论证型式。其实佩雷尔曼早就预见了多种论证型式的联合使用，这种用法可增强论证的力量。

辨识自然语篇中的论证型式总是困难的，因为它们依赖文化、语境和听众。佩雷尔曼本人已认识到，解释的困难不仅由于语言的歧义性质，也因为这一事实：支持论证的跳跃几乎从未被完全地加以描述。不过，其他论证类型学在这点上与新修辞学的型式系统是半斤八两。佩雷尔曼系统的一个新颖之处是对新范畴的介绍。直到最近，我们的教科书和教学法一般来说还是忽视双层级、分离和根据模范和反模范的论证。虽然这些型式在语篇样本中相对稀少（不超过所用型式的12%），但它们确实在某些讨论中扮演关键角色。分离用来解决矛盾和不相容，小组辩论采取双层级来证明价值和道德行为。研究也表明，非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不应限于类比、概括、因果、迹象，因为有很大比例的日常语言论证使用准逻辑型式，这表明它们具有重要性。看来，佩雷尔曼忽视了反驳性论证，因为他们没有研究交互式论证。虽然用于解决不相容性或挑战类比的分离属于反驳的式样，但是在其他场合，反驳可能不容易归类。反驳性论证的价值应该由论辩理论家进一步研究。[23]


二 图尔敏对论式理论的复兴

图尔敏的经典著作《论证的使用》（1958）对传统的逻辑太具颠覆性，因而遭到当时“职业哲学家”的冷遇。[24]
 直到今天还没有一本哲学家所写的逻辑或批判性思维教科书使用图尔敏模型。[25]
 看来，只有赖尔和伯德（Otto Bird）的反应能使图尔敏稍感宽慰，因为前者送书给后者，而后者将《论证的使用》评价为“论式的再发现”。[26]
 图尔敏访问美国时发现《论证的使用》畅销而大感意外，大学里言语和交流系的人把它用作修辞学和论辩的教科书。“但这是在哲学系之外，在演讲或英语的羽翼之下或者在法学院。”虽然因“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兴起，哲学家开始严肃地探究至少是“实践推理”的某些部分，但是，迄今这个运动还面临一种严重的专业障碍。在哲学精英眼里，它的目标似乎是教育的而不是智识的；它仅仅被看成是向较弱学生所建议的一种轻松选择——给那些缺乏智力的人教授导论逻辑的方式，以便将柯比《逻辑导论》处理成比较实用的逻辑。但是，这种印象是一个令人悲哀的误解。非形式逻辑运动背后的实践纲领在于某些明确的学说和论题。[27]
 事实表明，图尔敏模型很符合美国言语交际领域这一源于大学辩论之教练的学科的胃口。该模型是这个领域论辩教科书的固定元素，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该领域对法律推理和论证的研究也接受了该模型。

图尔敏革命性的逻辑观

图尔敏主张自然语言论证不应使用形式的、符号逻辑的实证主义的准绳进行评估。概而言之，图尔敏的以下观点预先表达了非形式逻辑学家的心声，加之他后来与非形式逻辑学家有一些直接互动，其对非形式逻辑理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1.逻辑研究论证的批判性评价。逻辑是怎样的一门科学？一些人的看法是，逻辑关心思维规律，也许不是关心人们实际思考方式的简明普遍原理，因为这些东西变化无穷，并不是有同等权利受到逻辑学家的注意和尊重。逻辑学家和生理学家的研究相类似。按照他的研究目的，生理学家有权对异常人物反常的、变态的躯体过程即“病态的”方面置之不理，因而关心健康身体的智力运作而不是疾病。同样，逻辑学家关心合适的、理性的、正常的思维过程的研究，有权将任何异常的、病态的论证当作不相关的而弃之不顾。对另一些人（例如杜威）而言，逻辑是社会而非心理的发展，逻辑学家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心智现象，而是在社会进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通过双亲和老师一代一代传承的习惯和实践。当然，逻辑学家不只是思维的社会学家，更是恰当推论习惯和理性推论规准的一名学生。还有人认为，逻辑像医学，不单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的任务不是要发现思维规律（在任何科学里“规律”的意义上），而是论证的规律或规则（在对那些想要正确论证的人而言是小窍门的意义上）；它是思维术（art de penser
 ）、推测术（the ars conjectandi
 ），而非思维的科学（science de la pens
 ée
 ）或推测的科学（scientia conjectionis
 ）。因此，逻辑不是一种说明性的科学（explanatory science），而是一种技术；逻辑教科书好像是一种工艺手册。也有人将逻辑看成是一门科学，而且是客观的科学。其规律既非技巧也非暂时的概括，而是建立起来的真理，它的主题内容不是思维，而是理解特殊的一类对象即所谓的“逻辑关系”；其任务是阐述控制这种关系的真理系统。因此，逻辑既非说明性科学亦非技术，而是纯数学。在数学逻辑学家看来，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构成论证的命题之间的形式关系；问一个论证是否有效，即是问它是否有正确的形式，而形式的研究最好采用一种自觉的数学方式。所以，必须把思维和合理性等拒之门外。这个观点是卡尔那普之类的哲学家和许多当代符号逻辑学家实践的明确教义，它自然导致相当不同于其他关于逻辑的本质、范围和方法之观点的独特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逻辑总是以某种方式关心人们思考论证和推论的方式。逻辑作为心理学的分支，涉及人们实际的推论习惯。社会学家的方法也有其优点。逻辑作为技术的观点也有自己的吸引力。[28]


图尔敏认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逻辑是有关apodeixis
 （即结论被确立的方式）的，apodeixis
 的问题，正是关于任何人有机会（在日常意义上）对一种主张和结论做出校验（the proving）、证明或辩护（justification）的问题。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自从逻辑科学诞生以来，我们对该问题答案的理解没有多少进步。事实上，逻辑科学的整个历史倾向于脱离关于处理和批评不同领域论证方式的实践问题，而变成了自足的理论研究，就如纯粹数学的某些分支一样。当然，在逻辑史的每一阶段，都有人准备提出关于逻辑应用的问题。可是，一个核心问题是：逻辑在何种程度上既能被希望是一个形式的科学，又能保持被应用于实际论证的批判性评价的可能性。然而，既要排除对思维的任何涉及，又要不让逻辑丧失它原有的实践应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逻辑的实践。我们从逻辑实践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开始。理论的逻辑可能是什么，我们要建立何种理论？回答是：它是应用所需要的那种逻辑理论。[29]
 推理是公开的、人际的或社会的活动。只要允许公开批评，任何概念或思想就能依据理性（reason）的标准被“理性地”考察和批评。与其说推理是偶然发现思想的方式，不如说是批判地检验和筛选思想的方式。[30]
 在后来的论述中，图尔敏不仅把逻辑理解为一种“论证批评”理论，而且提出了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和论式性推理（topical reasoning）的区分。他认为，论证的理性批评包括两种不同的艺术，一个是“分析的”，另一个是“论式的”。前者是形式逻辑，后者在历史上有很多名称，如论式（topics）、论辩（argumentation）、修辞学（rhetoric）、工具（organon）和方法（method），今天广为流行的称呼是“非形式”逻辑。[31]
 不过，图尔敏提议一个更为肯定性的名称——实质逻辑（substantive logic）。

2.实践推理的标准和价值与数学逻辑和20世纪哲学认识论所依赖的准则和规范之间存在差异。涉及论证评价时，需要澄清源自现有逻辑理论的观念。所有诸如逻辑的、逻辑上必然的、演绎的和演证的（demonstrative）等这些来自形式逻辑的基础概念和术语，与我们论证的实践评价中运作的范畴有系统的分歧。逻辑关心我们做出的主张的合理性（soundness）——关心我们为支持主张而给出的根据（grounds）之真实可靠（solidity），提供的支援（backing）之坚实（firmness）。一句话，关心我们在辩护自己的主张时所提出的那种论证（case）或理由。一个合理的（sound）论证，有充分根据或得到坚实支援的主张，是那种经得起批评的论证，是达到所要求标准的论证，这样它才能得到正面评价。

形式逻辑的范畴是根据对分析性三段论（一种不具代表性的、误导的论证样本）的研究建立的。通过把分析性三段论作为范式，逻辑学家建立了他们的形式理论，发展了他们的范畴。一种理想化的逻辑比如数学模型，导致我们不能保持与其实践应用的密切联系。如果我们设法制造的逻辑就是与时间无关的、公理化的科学，那么，我们就处于终结与论证批评相联系的理论之危险中。实际上，论辩实践事务中使用的范畴与形式逻辑书中分析的那些相应范畴之间存在系统的分歧：判断合理性（soundness）、有效性、说服力（cogency）或论证力（strength of arguments）的标准在实践中是领域依赖的，但逻辑理论家限制这些概念并试图用领域不变的术语来定义它们；在可能性、必然性及类似物在实践中以领域依赖的方式处理问题的地方，逻辑学家同样用领域不变的术语来定义它们，或者最多勉强让步，可以存在别的像“必然”这样的词的不严格的意思，它被用于谈论因果、道德及类似物；在实践中，任何使用保证的论证都能说成是演绎，而逻辑学家再次对此予以反对，并仅仅允许把该术语应用于分析性论证。图尔敏试图表明，“必然”、“可能”、“不可能”，甚至“逻辑”和“逻辑的”这些语词，在与实质论证相关的实践中的含义与形式逻辑中的定义并不相同。例如，在形式逻辑中，“不可能的”和“不一致的”或“矛盾的”相同，而“可能的”和“一致的”和“不矛盾的”相同。而在日常实践中，结论被看作是“必然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是因有着完全不同的理由。[32]


假如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可能的结论吗？”我们需要得到确保的并不只是所提出的命题成功地避免了与我们的事实根据相矛盾；它是一个真正的备选解决办法，它的支援我们必须探究，它的可接受性我们必须评估。任何领域的理性讨论都依靠那个领域中确立推论—保证的可能性：在任何特殊领域存在检验保证的共同的、被理解的人际间程序的程度上，适合我们问题的裁决方法将是可能的。对于把分析性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于所有论证领域不存在证明。在实质论证的情形中缺乏必然推出（entailments），不是弱点的标志，而是实质论证不得不对付的问题的后果。当然，在论证域之间存在差异，理性法庭能够裁决的不仅仅是分析性论证的狭隘领域。在实质论证中，结论不能以逻辑的必然性得出，也不能用概率合乎逻辑地得出。[33]


自17世纪以来，逻辑学科首先在莱布尼茨手上，随后通过布尔、弗雷格和20世纪的符号逻辑学家，越来越数学化。卡尔纳普更执着，逻辑像数学一样，关心的是有关它自己的理论实体——语义关系的、与时间无关的真理。今天，许多逻辑学家很可能把逻辑的数学理念看得比它的实践应用性更为重要。但是，大多数逻辑学家仍旧不时地认为，他们的学科是关于有效推理原则的，即使他们的“演绎”的定义将他们限于有效分析性推理原则的实践。在古希腊，最成功的知识部门是几何学。一些人认为，几何学中讨论的数学关系直接适用于物质世界的可变对象；另一些人则主张，它们是不变事物的独立类。这两个团体都同意接受数学模型作为对逻辑最为合法的理想。对应于前者，一种不太极端的观点是，形式逻辑应是逻辑关系的知识部门，这些关系表达为与时间无关的、无时态的命题，就像其他数学命题，如果在一个时间真，必定在所有时间真；实际命题的真值可能随时间改变，但在逻辑理论中直接讨论的关系本身将是与时间无关的。更为极端的观点对应后者。形式逻辑的命题本身之真应该是与时间无关的。只有将这些逻辑关系转换为不变的、时间独立的对象，逻辑学科才会达到其理想的、数学的条件。因此，一种完全的数学逻辑将由表达无时态“命题”之间的不变关系的、与时间无关的公式组成。但是，这些演算对于论证的实践评价有适用性吗？在这些系统中如此优美地形式化的关系，是否事实上是我们关切的关于论证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影响力和可接受性的实践中所要求的那种关系？其实，在允许陈述进入逻辑之前，把它们冷冻为与时间无关的命题并不必要。我们遇到的论证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境下提出的，必须针对这个背景对它们予以评价。[34]


3.法律论证的程序性样式更适宜作为一般论证的模型。论证可以和法律诉讼相比较。法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刻画法律过程的本质：法律主张被提出、辩论和裁决的程序以及完成这些活动所使用的范畴。我们将以类似的方式旨在刻画用于论证和解决一般主张的所谓“理性过程”、程序和范畴的特性。在法学领域，提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生成具有数学形式结构的理论从未流行开来。认识论的适宜任务是发现科学家、道德家、艺术批评家或技术家的论证可能真正希望达到的真实价值（actual merits）。通过把逻辑处理为一般化的法学，针对我们论证评价的实际活动而非针对哲学家的理念，来检验我们的观念，我们将实质上建立一个非常不同于传统的图景。流行的评价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类比，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逻辑形式理念的竞争模型。论证必定不仅有特殊的外形（shape），而且也必定通过遵守程序基本规则的一系列步骤被提出和表达。一句话，理性评价是一种必然包括形式（formalities）的活动。[35]
 这样，我们就面临数学的和法学的两个竞争的模型。

论证像一个生物体，既有一个总的、解剖的结构，也有细微的、生理的结构。逻辑学家主要关切个体语句层次的细微结构。正是在这个生理学层次上导入“逻辑形式”的概念，最终确立或拒斥论证的有效性。但是，微观论证（micro-argument）时常需要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宏观论证（macro-argument）的视角来考察。论证的微结构常被分析为三个命题，“小前提，大前提，所以结论”。然而，法学的类比自然将我们引向采用更复杂的样式。法律话语有许多不同的功能。主张的陈述，证据的确认，关于有争议事件的证言，条文的解释或其有效性的讨论，一个法律适用的排除，轻判的请求（辩解），陪审团的裁决，宣判，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类的命题都在法律过程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样，如果要以彻底的逻辑公正陈列我们的论证，恰当地理解“逻辑过程”的本质，那么，我们肯定需要使用一种不亚于法律中所要求的成熟的论证模式——论证的布局或样式（layout）。论证一般模型是由六因素构成的：给定根据Ground，我们可以诉求保证Warrant（它依赖支援Backing），在没有某种特殊反证Rebuttals或例外情况
 
[4]

 出现时，来证明（justify）主张Claim或至少证明某一有限制的（Modal qualifiers）结论C。在功能上，论证的根据不同于保证，它们的区别类似于司法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别；作为事实信息的根据和支援也不同。保证有多种类型，它可能是绝对的、普遍的规则，也可能是可废止的、暂时的规则。所得结论具有不同的力量等级源于作为规则的保证所授予的强度或者规则对例外的允许。[36]
 现在，前提和结论的二分区别变成了至少是根据、结论、保证和支援的四分区别。

4.论证有丰富的类型，可以进行多重划分。图尔敏不满逻辑传统中把论证划分为演绎的和归纳的。从一般语词用法来看，演绎出（deduce）与推断（infer）同义，前者并没有纯数学的或形式的意思。如果我们将作为额外前提的假设陈述出来，任何论证都能用演绎形式提出。另外，“归纳”和“归纳推论”倾向于混淆一系列非常不同的区分。当我们问，支持控制每一类论证的一般担保的支援是什么类型的时候，我们可能区分实质学科（如物理学）中的论证与纯粹科学（如几何学）内的论证。这是重要的。比如，试验证据显然在物理学中是相关的，但在“更纯粹的”数学部分却不然。但是，科学的和法律的论证可能（实际也是）以演绎形式提出，就如在纯粹几何学或集合论中的论证一样频繁。所以，演绎的和归纳的划分不可能是关键问题。

图尔敏从自己的论证模型中导出这种划分之外的四重划分。“D； W；所以C”可以是形式有效的。但是，由于支援往往引用具体的材料，比如引用议会法案支援“出生于百慕大的人是英国人”这个担保，因此“D； B； 所以C”毁坏了论证的形式典雅性。在其他领域，明确提到的担保之支援可能采取统计报告、诉诸实验结果或参考分类学系统，这一切都阻止我们把论证写成仅仅根据其形式属性显示其有效性的论证。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形式有效的方式表达形如“D； W；所以C”的论证，但形如“D； B； 所以C”的论证不能这样表达。我们在真实场合使用的大多数论证，是做出关于未来的主张，引用我们对过去事情是如何运作的经验支持它们；我们做出有关一个人的情感或其法律地位的断言，通过参考他的话语、姿态或出生地以及关于国籍的法条来支持该断言。我们采取道德立场，传递审美判断，宣布支持科学理论或政治事业，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所生成的结论的理由或论据是完全不同于结论本身之逻辑类型的陈述。无论我们何时做这些事情，都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结论仅仅被看作是换个说法重述早已在予料和支援中隐含陈述的东西。在达至结论的过程中，我们依据必须依赖的信息——予料和支援所采取的步骤却是实质的论证。因此，在我们的大多数论证中，由D、B以及C所获得的陈述，远不是重言式。这两类论证分别称作“实质的”和“分析的”。一个从D到C的论证称为分析的，当且仅当认可担保的支援明确或隐含地包括了在结论中传达的信息。而担保的支援并不包括结论中传达的信息，“D、B以及C”这样的陈述表达的论证是实质的论证。但是，这个区别由于两个原因而被忽视了。首先，“所有A是B”形式陈述的内在复杂性促使掩盖了分析的和实质的论证之间的整个差异。除非我们不辞劳苦扩展这些陈述，使得它明白显示出是被理解为陈述担保，还是担保的支援，否则我们会忽视易受传统三段论形式表达影响的大量论证。如果要确定在那个场合我们关心的是何种论证，我们就不得不明确做出每一特殊情形中的支援和担保的区别。其次，人们一直不承认，分析性论证其实是多么异常的，要生成一个对过去所有问题的分析性论证多么困难。如果逻辑学家承认这些事实，他们或许不太会准备把分析性论证当作其他论证类型要仿效的模式。数学论证作为一种形式逻辑学家要分析的模型，也许有迷人的典雅，但它几乎没有什么代表性。图尔敏提醒，并非所有大前提或担保中出现“所有”的论证都是分析的，辨识分析性论证的任务不能通过寻找像“所有”和“某些”这样的关键词来完成，它只能通过考察被探究问题的本质以及与问题解决相关的建立担保的方式来进行。第二重划分是形式有效的论证与并非形式有效的论证。第三重划分是使用担保的论证和建立担保的论证。第四重划分是导致必然结论的论证与仅仅导致可能结论的论证。图尔敏实际上已注意到作为概称句的担保。在“准三段论”中，全称量词“所有”和“没有一个”被更为有限的量词“几乎所有”和“几乎没有”替换，担保只能保证最终得到暂时的结论（“几乎肯定C”）。图尔敏还以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分析的精神辨析了分析和评估论证的一些关键概念的含义。比如，逻辑理论家经常试图等同分析性论证与必然或终局性论证，实质论证和假设的、可能的或非终局性的论证。图尔敏指出，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大量场合使用的论证被人们当作是实质的而终局性的。比如，当福尔摩斯说，“我得出结论，小偷必定是某个居住在房子里的人”，此时他不是说他能生成一个分析性论证来建立他的结论。要求任何结论以分析的方式达到必然性对我们是专横霸道的。

论证可以从四五个角度进行区分：分析的和实质的；使用担保或保证的和确立担保或保证的；导致必然结论的和仅导致可能结论的；形式有效的和非形式有效的；用逻辑连接词或量词的术语（如所有、有些、或者等）表达的论证和那些并不这样（如大多数、极少、但是等）表达的论证。传统的演绎和归纳对应于使用保证的论证与建立保证的论证。不过，“演绎”所指更为宽泛：只要有业已建立的保证或指定从根据过渡到结论所依靠的计算程序，就可以有“演绎”。归纳意味着把我们的规律性和相关性的观察用作对一个新颖保证的支援。逻辑学家通过研究三段论特别是分析性三段论的论证，建立了最简单、最紧凑的范畴集，它们可以在进行第一种论证批评时合理地发挥作用。但是，他们把五种区别合并为一种区别，分析性三段论变成了所有自重的论证必须顺从的范式。[37]


5.从理想化的逻辑走向工作的逻辑。要获得逼真的和可用的逻辑，就要用在实际情形中存在的（不再是与时间无关的而是与时间相关的）陈述之间的关系来取代数学中被理想化了的逻辑关系（即与时间无关的、脱离语境的陈述或命题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要抛弃作为“符号逻辑”精心之作的数学系统，只不过是警示具有理智资本投入的人们，不应幻想它们与实践论证有太多的相关性。如果逻辑依然是数学的或纯粹数学的，那么，将它应用于确立实际结论时，也仅仅是关心内在一致性问题。“工作的逻辑和理想化的逻辑”这一对比照性的概念，指的是“实践中的逻辑和理论中的逻辑”。图尔敏认为，将这类数学的分支冠以“逻辑理论”之名并不妥当。因为这个数学分支并没有形成逻辑的理论部分，它与物理学家的数学理论形成物理学的理论部分的方式并不相同。如今，数学逻辑变成了冰冷的演算，没有与评价论证力和令人信服的力量之规准的功能性联系。一直存在另一组被忽视但总是等待被考虑的问题（既非任何数学意义上的形式问题，也非关于论证的基本形式的问题），它们构成所谓的实质的、实践的或应用的逻辑。其实，关于论证力的问题从未被完全遗忘，逻辑学家总是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暗中假定，他们研究的成果能被用于判断实际的、日常论证的说服力量和论证力。但他们把所有这些问题推托给“方法论”，这意味着将逻辑的数学演算应用于实际论证批评的最后一点残余希望最终也必定破灭。图尔敏指出，逻辑是一门规范的学科，与论证评价和论证优劣的辨识相关。法学、伦理学、美学的价值判断不可能用纯粹数学术语进行讨论。在逻辑中，就如在道德中一样，理性评价的真实问题——辨别可信赖的与不可信赖的论证（而非一致的与不一致的论证），需要经验、洞察和判断，在落实这个任务时，数学演算（统计及其类似形式）从未能成为一种比其他工具使用得更多的工具。一旦转向讨论一个论证的真正优劣，关于“逻辑的”可能性、不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问题就不再是关键。而暗示“逻辑必然性”和“逻辑不可能性”无论如何都比“单单物理的必然性”或“所谓道德的不可能性”更坚韧（tougher）或更不可抗拒（ineluctable），完全是误解的结果。哪里有形式演算，哪里就有更多更大这类误解的危险。[38]
 在允许任何形式演算加冕“逻辑”的头衔之前，我们必须小心。

6.结合认识论，比较各领域论证的结构，联系历史和经验，对逻辑理论进行巨大调整。为了使逻辑理论与批判性实践更加一致，一种激进的逻辑理论的调整是需要的。图尔敏提出三个要点：第一，对逻辑和认识论之间修好的需求。它将不是两门学科而变成只是一门学科。无论一个论证被提出来支持一个赤裸的断言，或是支持对知识的一个主张，其充分性都将是一个逻辑问题。第二，逻辑中比较方法的重要性。把所有领域的论证当作同等有趣和正当的来对待，不带任何暗示在一个领域中的论证优越于其他领域的论证来比较和对照它们的结构。第三，把历史的、经验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的考虑，重新引入哲学家更自傲的、净化的学科。

人类理解的起源和发展与三段论和其形式特性是完全不同的学科。认识论能使自己摆脱心理学和生理学，逻辑也能脱离纯粹数学。二者合适的事业是研究不同领域论证的结构，清晰地理解每一论证类型的优劣特性。如果长期以来一直对法律类论证所做的同样是对其他类型的论证所做的，那么，逻辑就会突飞猛进。

认识论和逻辑的联合研究即“应用的逻辑”必定是一种比较的问题。在逻辑理论迄今为止的发展进程中，最大的歪曲因素是把某一领域的论证当作提供优点和有效性普遍标准的做法。自然科学、伦理学和别处的实质论证由于不是分析性的而被看成是负有原罪，它们真正的优点被忽视。必须首先认识到，有效性是领域内的而非跨领域的概念。在任何领域之内的论证能用那个领域内的恰当标准判断，而且有些会不合标准；人们会发现，在一个领域内具有所要求的优点的论证，在另一个领域中却被发现并不是有优点的论证。如果我们询问论证或结论的有效性、必然性、严格性或不可能性，我们必须在某一给定领域的限制之内来询问。我们不能因一只猿不是一个人而谴责它，或因一头猪不是一头豪猪而谴责它。当然，广泛的相似性可能在不同领域中的论证之间存在，既有论证的主要阶段方面的（第一章研究过），也有在它们的微观结构方面的（第三章）。不过，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找寻这种相似性，而要注意观察可能的差异完全一样多。在某些领域，我们会期望发现按照规则的“必然的”结论，在另一些主要是“假设地”结论；被“规律”担保的推论有一种结构，而那些更依赖简单经验相关性的论证会有所不同。我们要谨防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某一领域，其中所有论证同样必定是无效的。换言之，不能因该领域所关切的论证由于没有达到不属于它们要达到的要求而谴责它们。

逻辑将不仅不得不变成更为经验的，也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更为历史的。在任何领域，要发明更新更好的论证方法，不仅要在逻辑也要在实质领域本身之中取得大进步：伟大的逻辑革新是伟大的科学、道德、政治或法律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开普勒、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信念，也改变了我们论证的方式与相关性和证明的标准，因此丰富了逻辑，也丰富了自然科学的内容。格老秀斯和边沁、欧几里得和高斯，也为我们作出了同样的双重功绩。必须研究在各领域当作历史事实加以接受的已确立的论证方式，也要认识到它们作为我们思考方法的革命性进步的后果可能被取代。[39]


作为一般论证型式的图尔敏模型

图尔敏提出了一个动态辩证模型，它的构成组件被构思为对那些挑战者就欲证明的主张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应。[40]
 图尔敏对当代论证型式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模型中所揭示的担保和反证及其二者的关系。他从哈特那里得到可废止性的概念，其本质在担保和反证的互动中得以充分体现。

图尔敏从人们论证一个主张的自然步骤的逐步展开过程得到论证的一般模型。提出主张是为了让别人接受，但这些人并不是轻易就可糊弄，他们只承认或接受那些有根据的看法。所以，一旦对所提出的主张表示怀疑，论证者就要履行辩护义务或证明责任。首先，论证者得表明他的主张（claim）是有某些事实根据的；但是，在事实材料（data）确然真实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与主张是不相关的，即从事实之真（或可接受）不能推出主张之真（或可接受）。所以，还得表明从事实到主张的过渡是得到某种保证的，这就需要一个推论规则将事实和主张联系起来。可是，听众或对话者对从事实根据推出主张所依赖的规则、原则、规律等这些担保（warrant）可能存有疑虑，这就逼迫论证者对担保本身的可接受性予以进一步的支持，通过给担保提供恰当支援（backing）或支撑，那些疑虑现在不复存在。可是，听众或对话者以何种置信度或信心来相信或接受那个主张呢？他是以毫不犹疑的态度完全置信，还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但尚存一丝疑虑呢？从论证者的角度来看，他所履行的证明责任的程度达到了推出绝对肯定结论的地步吗？还是仅仅达到可能的程度？因此，对结论的限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即对接受的置信度必须要与证明力相匹配。所以，需要给结论加上表示对其信心的限定词（qualifier）或模态限定词。模态限定词大致有两类，“很可能”和“假设地”。前一类表明，G、W和B给予C的支持不那么完满，只是部分的或弱的支持，“G，所以，很可能C”表达这种限制。“担保”可能是完全可靠的、全称的概括（如科学和工程中的担保，常常表现为数学公式），也可能是近似的、粗糙的概括（如法律、伦理、政治领域里的担保）。两类担保决定不同的模态限定词：“肯定的”、“必然的”等模态词和“十分可能”、“很可能”等限定词。第二类情况中的限定词（假设地）直接与反证（rebuttal）的概念相联系。它指明这样的事实：只是在那种削弱（即撤销该推论之担保的权威性）该推论的某种特殊例外环境不存在时，推论才得以保证。在没有发现反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地”得出一个结论。例如，“他是常态的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很可能应该服用盘尼西林，不过要看他是否对盘尼西林过敏”。后一类限定词指明了得出结论是有某种条件的，“G，所以，假设地C”这种形式表达此类限制。[41]
 从语用角度考虑，由于担保通常是理所当然的“常理”，因而常常在论证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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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图尔敏模型

这个六因素构成的论证一般模式
 
[5]

 囊括了所有论证类型。当担保是普遍绝对的概括陈述时，它是演绎论证的模式；在担保是归纳统计概括陈述时，它是归纳模式；当担保是允许例外的可废止概括陈述时，它是合情论证模式。而且，在这一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更复杂的论证。比如，可以有多个根据，根据也可以有支援和反驳，反驳也可以有支援和反驳，等等；当论证所依据的理由是多个时，它们可以嵌套在一起构成线性论证、组合式论证和收敛式论证等复杂论证。

学者们几乎都同意，图尔敏模型是论证型式的一般模型。这正如黑斯廷斯等人所做的，任何一类论证型式都可以表达为图尔敏模型的具体形式。例如，黑斯廷斯对因果论证型式提出4个批判性问题：[42]
 原因与结果有一种有效的因果关系吗？以相关为基础，结果有多大可能性？此原因是生成该结果的充分原因吗？有任何其他因素的作用干涉该结果的生成吗？

布罗克瑞德和艾宁格指出，在根据原因的论证中，事实材料（data）由关于人、对象、事件或条件的一个或更多的已接受的事实构成。担保将这些事实归因于一个创造的或生成的力量，指定它们会产生的结果的性质。主张将这些结果与在事实材料中所指的人、对象、事件或条件联系起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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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应用图尔敏模型的因果论证型式图解

图尔敏模型是一种描写和检验论证的合适手段，因以下七个理由，图尔敏模型在描述和检验论证方面较传统逻辑有优越性。传统逻辑典型地关心使用担保的论证（即假设了推论之“跳跃”无可置疑的有效论证），而图尔敏模型特别提供了建立担保的论证（即该模型本身包括通过支援建立推论规则）；图尔敏的分析强调论证的推论的和理性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所有与争议的主张有关的因素（形式的和实质的）都可以在其中组成独立步骤系列的语境；图尔敏模型直接注意到的支援、反证和限定词这些附加元素可能限制或约束一个主张的各种方式；通过强调从事实材料，凭借担保向主张的运动，图尔敏生成了动态的论证概念。从这个结构模型中我们得到一个为建立和证明主张而“工作”的论证的图景，它所使用的功能性术语，引导我们理解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每一论证组成部分的角色；该模型以如此方式展示一个论证：每一步可以被批判地审查；它将论证的每一部分置于与其他部分相联系的具体的地理学或空间的位置，因而使得薄弱之处更可能被发觉；传统逻辑对处理实质有效性的问题只是一个不完备方法，图尔敏使实质有效性成为其完整系统的一部分，清晰地指明事实要素在生成可接受主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44]


有人认为，图尔敏六因素中的主张、根据和担保并不能将实质性论证和分析性论证区别开来；而后三个因素，即支援、模态限定词和反证却能将这两类论证加以区分。比如，一个担保的支援揭示了担保获得其权威性的信念集或知识体系。这种支援在三段论逻辑中是缺席的，因为它假定大前提是事先承认的真理（priori truth）。图尔敏模型通过阐明其情境化的本质，区别了实质性论证和分析性论证。而且，由于允许读者和作者规划那种情境化，该模式为认识每一论证类型的优劣提供了一种格局。写作和言语交流教师已发现图尔敏工作的这个方面对分析和发明论证均有助益。[45]
 图尔敏方法是探究一种新的、当代的、动态的和合用的论证逻辑（logic for argument）的开端。[46]
 阿特金森认为，虽然图尔敏的型式已被证明是一个有影响的贡献，但它缺少用于处理准确辨识论证中冲突的元素。比如，不像与特定论证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图尔敏的型式很少论及攻击论证的方式。虽然该型式的确考虑了由于反证使主张可能遭到挑战，但没有提供一个对手能够明白攻击论证之元素的详细方法。一个论证的对手确实打算质疑和要求提供有关予料、担保、支援和限定词的进一步信息。但是，使用这个型式无法区别不同的攻击类型，比如反驳者（驳倒一个主张的命题）和削弱者（驳倒前提到结论的推论）。价值的概念在图尔敏的型式中没有独立的角色，也可能意味着基于价值的论证通过该型式中的一个担保陈述。但是，担保同样包括关于世界的事实或信念的陈述，在价值和信念之间没有做出范畴区别。此外，图尔敏的型式也没有区别关于信念的论证与关于行动的论证。这两个推理形式有不同的性质，作为推理结果的目标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任何关于实践推理的说明有必要用不同于关于信念推理的方式进行处理。当然，由于引进了图尔敏型式，在按照型式处理论证表征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47]


图尔敏模型的法学解释和逻辑解释

图尔敏模型是从司法论证实践抽象出来的。法律论辩实践和人们实际使用推理的方式（比如在道德论证方面，这是图尔敏实质逻辑的起始点）引起了图尔敏对几何学论证模型和形式有效性评估标准的怀疑。实践推理的标准和价值（“实质的”）不同于数学逻辑和20世纪哲学和认识论所依赖的标准和规范。图尔敏模型中的术语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这些术语的一般意义就是我们在日常论辩中的实际用法；《论证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因选择了这些人人能理解的通俗语词而获得成功。[48]
 另一方面，由于图尔敏模型源于法律论证实践，因而其术语的特殊意义都与法律有密切关系。

Data和Ground均大量出现于《论证的使用》和《推理导论》，都是推论的事实依据。不过区别在于，在《论证的使用》中，图尔敏模型里全都使用Data，《推理导论》中全都使用Ground。从功能来说，这两个词在图尔敏模型中是一样的。但是，从语义分析和图尔敏的用法看，二者还是有所区别。Data（拉丁文datum的复数）意为“所予”，即任何研究或推断由之开始的材料或信息，故有“予料”的译法。予料是不需要进一步理由的信念，它们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必不可少、最低限度的前提。[49]
 因此，图尔敏模型中没有支持data的进一步理由。《推理导论》很多段落同时使用Data和Ground这两个词。有时指一般的“数据”，有时指无争议的事实材料。理由（ground）或根据可能由实验观察、大家都知道的事件、统计数据（data）、人证、先前确立的主张或其他类似的“真实资料”（factual data）组成。“根据（ground）一词指支持一个给定主张所依靠的具体事实（specific facts）”。在论证的早先阶段，大量的时间花在彻查那些起初由回答者或论证者A提供的支持性“事实”（facts）上，因为我必须决定论证者A的哪个理由（ground）被当作予料（data）加以接受；即在继续下一步之前，哪个理由不可能遭受争议；在某些人类活动和探究领域，精确和可靠的决策程序可以在某些给定的无可争辩的予料（data）或理由（ground）的基础上，用来验证结论或辩护主张。[50]
 由此可以理解data与ground的关系，也能明白在图尔敏模式中，为什么只有充当推论规则的warrant带有backing，而作为事实前提的data却没有。如果不这样解释data，那么data本身也需要backing。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不这样理解data的时候，就要在扩展的图尔敏模式中给data也加上backing的缘故。[51]
 Warrant意为担保或保证，即赋予某种权利或授权。在图尔敏的论述中，Warrant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柯兰博也强调将warrant一词用作动词（to warrant）对理解和应用图尔敏模型具有重要意义。[52]


图尔敏发现，法律话语有许多不同功能。法律程序体现的论证步骤或模式可以描写为一种程序性模式，不同论坛中的论证均在使用这种普遍的程序性结构。法律论证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法律主张启动的。主张要得到法庭裁决的支持，一方面需要法律事实或证据，另一方面需要法律的适用；适用这个还是另一个法律规则或原则，需要相应的法律渊源；然而有些案件构成了一个法律规则适用的例外；不同类型案件的诉讼证明标准不同，而且受理上诉的法院频繁而清晰地陈述他们意欲在其裁决中所包含的法律规则的适用力量，法院通常会小心讲明，它们试图想让某一规则普遍地适用，还是仅仅在特定条件或带有特定保留地适用。

《推理导论》论述“事实问题”的部分指出，对立的律师提出证人、文件、展示或任何能合法提出的东西，为的是使裁决者——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确信他们委托人的故事版本是正确的，还举例描述了民事案件的起诉方如何就法律事实争点进行准备。在担保方面，则用图尔敏模型分别说明各种证据类型推出事实结论是如何由相应的担保来保证的；在模态方面，审判中的不同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保留会有所不同。每一方的律师几乎不带保留地提出他们的主张，以令人信服的姿态提出他们的观点正是他们的职业责任；在反证方面，司法审判的结构提供了反证的系统表达。对立的律师总是准备从事反驳。他们提出对另一方做出的每一主张的反证成为正式记录的一部分，以便上诉法院能考虑它们。[53]


《推理导论》第6章专论backing的时候，所举的一个法律诉讼例子（也有图示）表明，当某个律师的担保遭到挑战时，他可能要探究自己原来未予以支持的这个担保，引入另外的证据来确立现时的法条和该法律或先例的拘束力。通常，他通过引证适当的立法相关事实做出一个历史报告，或者引证对当下案例有拘束力的先前的裁决，来实现这个任务。上诉法院的工作集中于关于“法律”的对立论证路线——关于与下级法院所发现的该“事实”相关的法律之准确状态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同时，通过为他们的裁决写下理由，他们有机会影响法律的未来发展。由于法庭的任务就是要依据手头的独特事实和理由来工作，通过估量针对彼此的所有在法律领域可利用的相关担保，直到得出一个裁决，所以，须记住立法史和那些担保的适用性所依赖的其他支援。在挑选用于证成法庭最终裁决的担保的过程中存在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在所谓的普通法传统之内做出的。该传统通过法律裁决以有序和合情理的方式发展了几个世纪而确立下来。当任何案件的具体事实被先前阐明的规则清楚而无疑地涵盖时，规则将控制裁决。哪里存在怀疑的余地，法律学说的更广泛的考虑就引导他们的推理。当该怀疑是实质性的时候，他们的裁决必定努力与法律学说和传统之总体的整个精神相一致。《推理导论》第二版在“法律和事实的相互作用”一节指出，支援所使用的参考是由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出版的法律先例和解释的权威性讨论。[54]
 另外，其他学者也认为图尔敏模型已经涉及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的区别，甚至可以发展为动态的法律裁决论证模型，其中支援可能是支持担保权威性的新论证。[55]


图尔敏模型和佩雷尔曼论证型式系统都从法学类比
 
[6]

 引出。事实上，逻辑在其源头上就与法律相关。古希腊逻辑也是法律论辩和辩证推理孕育的结果。早期的逻辑术语有法律论辩的印记。例如，据施密特考证，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解释篇》（《前分析篇》的预备）里，三段论的基础性概念的术语明显源自雅典法庭。《范畴篇》中所谓的“范畴”，其希腊词最具体的意思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指控”（accusation）或“陈述”（allegation）。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断言性言说和其他语言用法（如提问或请求），理由是只有断言性言说有真假，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三段论的前提就是这种断言的肯定或否定。三段论中的结论是“指控”（accusation），前提是“证言”（testimony）。在希腊语中，一个论证常常称作“证明书”（marturion
 ，即testimonial），表明前提被当作结论的证据。用来概念化前提证据性质的术语，不是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列举的其他类型的基本证据，而是用证人证言的术语。亚里士多德用于归纳过程的术语epagoge
 ，也有具体的法律应用：用于引证证人证言、引用一个作者对一个主张的证言等的行为。[56]
 图尔敏的这种思路与早先弗朗斯从法学思考引申而来的“谬误方法”颇为神似。弗朗斯将法律与逻辑联合起来建立了富有成效的逻辑理论和论辩研究的范式，该范式便是著名的“法学类比”。法律的实践是逻辑的运用，逻辑的方法使法律变得轻松。虽然图尔敏和佩雷尔曼未曾引证弗朗斯，但不能忽略他们看法的概念相似性。他们在论证逻辑（logic of argument）方面的工作代表了《律师逻辑》控制原理非凡的重新铺垫，甚至可以说弗朗斯的谬误方法影响了当代英美非形式逻辑运动。[57]


分析性推理和论式性推理

图尔敏理解的逻辑、方法或论辩是关于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工作中所遇到的论证的理性阐述和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图尔敏在剑桥思考关于合理性（rationality）的一个困难问题：在各种研究、探索和决策领域，我们所依赖的理性（reason）如何发挥其功能，这些功能差异如何影响判断不同领域论证和信念的方式。他的博士论文（1950）对比了科学与道德问题的推理方式。然而，在当时的逻辑和分析哲学中，论证的形式方面，尤其是“有效性”、“必然性”和“蕴涵”（entailment）是关注的中心。[58]
 后来《论证的使用》（1958）的主旨就是要通过对照推理和论证的“实质的”和“形式的”方面，否定形式逻辑的评价标准是普遍适用的理性标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看到所声称的基于证据的知识并不是分析地导致该主张的正确性，就会感到这一主张的正确性有一个“逻辑鸿沟”。对此，哲学家必须找到某种搭桥的或魔法般的驱除方法。结果，围绕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和神学的主张等，出现了一大批认识论难题。可是，一旦承认工作的逻辑和逻辑理论之偏离的来源，这些难题是否应该首先提出就变得成问题了。我们被引诱看到这些主张的缺陷，仅仅因为我们把它们与一个哲学家不现实的理念相比较。认识论的适宜任务不是要克服这些想象的缺陷，而是要发现科学家、道德家、艺术批评家或神学家的论证可能真正希望要达到的实际优点。[59]



logos
 和logikos
 是古希腊的一般语词，意为“推理”（reason）和“通情达理的”（reasonable）。早期哲学家把知识定义为“一个由logos
 所伴随的信念”——具有好得足以赞成它的理由。要考虑的问题本身相当简单：“何种东西算是生成知识层次的信念的足够好的理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不同回答，各自偏爱相当不同的“理性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柏拉图认为，在所有领域，批评论证是相同的，它要求掌握数学（形式几何学）。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任务是多形态的（polymorphous），它要求批评家不仅要理解一个领域里的问题和论证如何与另一个领域中的相似，还要理解它们如何不同。在柏拉图看来，以抽象数学形式提出的理论总是比用日常语言形塑的理论更可取。因此，唯有episteme
 有资格成为真知识；所有doxai
 （意见）是不可靠的表象，要被抛在一边。智者遭到贬斥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论证的只是意见而已。相反，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的问题是如何在意见中进行挑选，告诉人们，得到相关实质理由支持的生物的、道德或政治的观点，如何不同于那些缺少恰当基础的因而是无根基（baseless）的观点。逻辑的范围（理性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不可能只是形式的和普遍的，即所谓的分析学（analytics）；它还包括功能的和特殊的部分，这是topics的主题内容。图尔敏认为，两个人的方法其实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柏拉图要求在任何可利用的地方使用精确的数学理论，作为一种完美的忠告当然很好。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忠告，我们不能让这个数学理念使我们疏离亚里士多德式的任务，为我们面临的实质的意见奠基。遗憾的是，这个关键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理解。柏拉图的观念得到助长，形式的目标为批评实际的、实质的观点提供基础，所以，形式的数学理论（episteme
 ）、实质的理由充分的意见（好doxai
 ）和无根基的意见（坏doxai
 ）之间的三重区分，坍塌为episteme
 （这是一种好思维）与doxai
 （完全是坏东西）之间的二分。[60]


哲学家要能够合法地探究论证之“理性批评”的所有相关方面，就需要表明“有理由的”意见如何区别于“无根据的”意见；或者，“充分的（sound）”和“合情理的”论证如何不同于“不可靠的”或“武断的”意见。这是哲学的合适关切，不能全都被驱逐到修辞学的心理王国。理性批评的理论和技术必须从两个互补的方向（形式的和功能的）连接起来。一方面，可以将命题串称为“论证”，它可以用抽象的形式写在黑板上或思想中；我们可以审查它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蕴涵和矛盾的形式关系，将这些命题编织成逻辑结构。不能否认理性批评的这个“形式的”方面构成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学科的一部分，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对其角色做出恰当的定位。另一方面，论证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实质上被争议立场的陈述，跟随着对可能后果的探索，一种证据交换，一种对该争议的正确（或不正确地）解决。按照这个（第二个）意思，“论证”不是形式上一致（或不一致）的命题串，它是一种人的交换，在实质上是充分的或不充分的。

图尔敏用商业会计师和商业规划师来比拟论证的形式分析和功能分析的关系。形式逻辑告诉我们，任何论证中的命题如何以一种组织缜密的智识骨架“结合在一起”；功能的分析向我们展示，某些论证的元素如何成功地一起“工作”（就像法律的、科学的或常识的论证）。会计将最近一年的活动显示在一个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它是完全的和融贯的，表明我们当时是如何做的；规划师为下一年的活动调查、提出和评价可能的方向，目的是要达到商业需求、雄心和希望之间的一个合情理平衡。一方面，繁荣商业需要好会计，因为不清楚上一年事情如何进行，就不能明确提出下一年的正确方针。因而一个形式上充分的资产负债表对未来方针功能上的成功是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显而易见，会计是好仆人，坏主人；关于未来方针的判断从来不是仅仅启动形式一致性的问题，这种判断总是包括“优先性”和“决定”的基本要素。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完满考虑其他可能行动路线的力量与弱点之后，所选的方针是以开放的、及时的和合情理的方式获得的吗？教给商学学生的技艺之一就是：所有决定是开放的、适时的和合情理的，基于对关于替代方针之可能结果的有效评价的周全考虑。这个关键问题不只是商学院处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广泛被问及的问题：达到或辩护事业方针而不是司法裁决或科学说明时，哪些一般类别的考虑和论证是相关的和合情理的？因此，关于商业方针的关键问题是更为一般的关于“实践推理”之关键问题的一个具体例子，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其关于论式的著作中加以阐述，之后被修辞学传统的作者和教师所追随。对这个问题的更为一般的、尽可能准确的陈述是：什么是讨论的论坛，程序规则，论证技术，相关性标准，证明标准，实践含意，它们都在“论辩”和“一起推理”之内进行，服务于不同的事业目标。所以，一个论证的叙事分析和功能分析的工作，类似于商业会计和规划师的关系。在实际论证的批评中，叙事逻辑的角色是“知识会计学”，运用一致性和矛盾这样概念的能力，对于受欢迎的思维者是必不可少的；阅读资产负债表的能力是商业规划者必备的。叙事逻辑学家能告诉我们，是否我们的论证是融贯的，可能要重构它们以揭示它们所依赖的假设；不过，决定下一次如何推理并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检查和验证先前论证所体现的命题之间的形式关系是一种回顾的（retrospective）技术，形式的考虑，与特殊论证的论题无关；但是，理解在科学、法律或商业规划中哪类论证有一个可靠的、既定的地位，却是预期的艺术。在这里，思考所具有的重要性取决于特殊事业的目的和程序。

据此，图尔敏提出三个“建设性的观点”。首先，论证的理性批评包括两个不同的技艺——“分析的”和“论式的”。第一个的技术关涉这样的问题：我在正确地（或无可挑剔地）论证吗？即我在避免形式不一致性和其他“知识会计”的错误吗？第二个的技术与这样的问题有关：当我们处理这个情境中的这类问题的时候，这些是要使用的合适的（或相关的）论证吗？合适地（rightly）推理的技艺与形式逻辑相关，帮助我们辨识内在矛盾和类似的形式错误。但是，识别和说明“合适”论证的运作本质和模式的技艺，对于专业哲学家来说，今天是不再有名称的一个领域。在历史上，它曾有一打不同的名称。仅当实践推理的讨论转变成合作性辩论时，法律的、科学的和其他技术性论证的论式的批评能成为它所需要的探究的实质模式。在这种合作性辩论中，哲学家准备倾听律师、科学家和其他人，而不仅仅是讲述它们！作为结果的辩论的某些部分可能有点儿技术性，例如试验设计的统计分析或者证据详细规则的法学讨论。但是，至少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覆盖实践论辩的整个版图。这种合作性分析的成果在我们时代对我们所做的恰恰是亚里士多德、赫玛格拉斯和瞄准早期时代的中世纪修辞学家所做的那类事情。“实质逻辑”、“修辞学”、“实践推理”或“论辩理论”的复活，需要哲学家与实践家如律师和医生、科学家和批评家（哲学家反思他们的工作）一起工作。只有实践论辩的实质分析是合作性的，它才值得做。哲学家和实践家一起工作首先要确定，在所有这些不同工作领域里，理性（reason）如何起作用；其次要确认可接受的程序与以论证为结果的论坛是什么；最后要判断，在每一领域中，工作之“成功”和“失败”的可用标准是什么。在这个或那个领域里，我们解释议题的方式之间的差异，既是不可排除的，也是功能性的。它们不能用形式装置就将解释毕其功于一役，例如为每一目的和领域发明独立的真挚的、道义的或认识逻辑的形式系统。实践论辩既有域不变的特性，也有域依赖的特性。某些论式的术语（如根据和担保）在大多数论证域里使用，更专业的术语（如用数字表示的“概率”）仅仅在非常少的领域是相关的。而当我们从一个域转到另一个域时，处于二者之间的论式分析术语的中间范畴——“种类”和“程度”，谬误和类比，原因和定义，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哲学家和专业人士只要花点心思就能完满地掌握这些概念。其次，两个技艺使用不同的词汇，这是非常恰当的。形式逻辑的语言包括前提和结论，蕴涵和推论原则，有效和无效，必然和矛盾等术语；实质逻辑的语言包括，根据和主张，支持和担保，有力的（sound）和虚弱的（shaky），可假定的（presumably）和没理由的（unfounded）等。虽然这些词汇有不少交叠，但最好还是注意保持它们的区别。比如，它们所说的论证并不是同一意义上的“论证”；命题串在前述第一个意思上是“论证”。命题串中的形式联结或强或弱，是就“有效”或“无效”的意思而言的；一个律师或科学家在论坛提出论证，这时论证的意思是通过生成特殊论据给一个主张以实质支持；每个人通过陈述他所生成的论证，提出“人的互动”这一意义上的“论证”（前述第二个意思的论证）。论证或强或弱是在“有力或虚弱的”意思上来说的。两个技艺中使用的非常一般的术语——谬误，其意思也不相同。图尔敏在此得出了与当代谬误理论相似的结论：就形式来说，成功的和谬误的论证极为相似；在实践中，如何区分谬误的类比和富有成效的模型和理论，是一个实质内容问题。例如，深层的原则担保相关理论或模型的事实不同于诉求“未得到保证”的“仅仅是相似”。他问道，“理论”在法律中就如在科学中有同类的作用吗？在什么程度上，诉诸权威在不同推理领域的相同场合是可允许的或谬误的，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吗？在什么条件下，医学中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的论证能被同化于在纯粹科学中关于“因果性”的那些论证？再次，批评论证的技艺基于“论式的”而非“分析的”理由，其前提条件是搞清事情的本质即当下考虑的问题和对解决它们可利用的“论坛”的一般要求。在法律语境中，批评论证的技艺关心不同类型的司法程序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不同法律分支中相关的证据规则以及支配不同类型案件审理的“法定诉讼程序”。今天的法律人比任何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更为明确地注意他们的论证方法；当他们坚持法律论证是服务于法律事业的目标时，他们会比科学家或医生等具有更为清晰的关于必须满足的实质检验的观念。[61]


就历史而言，从笛卡尔到弗雷格的路线与从古代“诚实的”修辞学家到赫玛格拉斯的理论以及决疑法的路线是不同的。柏拉图曾给所有智者和修辞家同样的坏名称。20世纪，弗雷格和罗素用“逻辑”一词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析学”。从此时起，哲学家所讨论的逻辑不是“理性批评的技艺和理论”（既有形式的部分或分析学，也有功能的部分即论题学），而是一个纯粹形式的领域。对他们的目的而言，功能的问题可能也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的话，也肯定不是逻辑任务的一部分。结果，20世纪的逻辑学家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所划定的边界比他们的任何先驱都要狭窄，不必说亚里士多德，比18—19世纪的亚当·斯密斯和威廉·惠威尔的也要窄。自17世纪以来，职业哲学家将“合理性”等同于“逻辑性”，寻找判断所有论证的“合理性”的形式标准。在图尔敏写作《论证的使用》的时，逻辑学完全等同于“分析学”。亚里士多德的topoi
 整个被遗忘了。图尔敏揭示了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两个人在争论中实际上都假定：仅当满足某些形式条件，至少一种弱的条件，科学家获得新颖发现所凭借的论证才可能是真正“理性的”。他们没有耐心等待对“案例本质”的第一手考察，以澄清我们关于实践中的“科学合理性”可能是哪类事情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亚里士多德、赫玛格拉斯和修辞学家从事的是徒然的写作。[62]


图尔敏开始着手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时，重读亚里士多德才使他完全理解伯德当初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的评论——“《论题篇》的再生”
 
[7]

 ——的要害。“假若今天重写此书，我将把亚里士多德‘一般的’和‘特殊的’论式之间的对比作为更清晰地阐明不同实践和论证域所依赖的各种‘支援’的方法。”[63]
 伯德将图尔敏的“担保”和中世纪的topoi
 联系起来，[64]
 指出自然法则可以有益地被视为推论许可证（inference-licences）的看法正在流行起来。赖尔所提出的推论入场券（inference-tickets）的隐喻，被图尔敏应用于阐明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石里克也提出很相似性的概念，他告诉波普尔，这个概念归于维特根斯坦。拉姆齐也说过大致同样的内容。图尔敏在其《论证的使用》中对推论担保做出了完满说明。这个发展，特别是在《论证的使用》中所采取的形式，与中世纪逻辑学里的论式分析（14世纪从阿伯拉尔到萨克森的阿尔伯特的传统中关于论式的学说）有许多相同点。根据这种相似之处，可以说我们正在见证“论式的再发现”。[65]
 对“我们如何从事实根据（Datum）到达主张”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要提供的东西不是更多的事实根据，因为对于它们可能立刻再次提出同样的疑问，而是要提出规则、原则、推论授权，……一般的、假言的陈述，它们能充当桥梁，将那类步骤授权给我们承担责任的特殊论证。论证的支援是“依赖域的”，它是从一个域到另一个域是变化的。[66]
 按照中世纪的逻辑分析，这表明图尔敏关心实质后承而非形式后承。“形式的”意指要处理诸如且、或、若—则、非和量词等助范畴词（syncategorematic terms），而“实质的”指范畴词。实质后承即以某种方式依赖范畴词的逻辑后承的逻辑研究，对于中世纪形式逻辑，这主要是论式的研究。伯德认为，在论式的准则和种差中，有图尔敏担保和支援的传统逻辑的对应物。准则执行和担保一样的功能，并将它描述为“证明一个后承的确证的规则”（confirmatory rule）。也许除了其违背日常语言的口吻外，图尔敏不会反对阿尔伯特的做法。图尔敏本人引证属—种关系（B类包括整个A类）作为一个担保“所有鲸鱼都是哺乳动物”的支援。[67]
 图尔敏的担保是普遍化的关联条件句，它许可任何论证里从所提供的根据到在此基础引出主张的推论。在语义上，担保相当于推理的关联条件句的某种概括：“如果p
 1
 ，……p
 
n

 ，那么c
 。”这里的结论c
 带有限定词，反证被消除。[68]
 图尔敏提供了与非形式逻辑学家一致的论证的概念化。他在多年前就预见到人工智能领域的理论家和认识逻辑领域某些理论家独立获得的某些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并非所有推理和论证都是单调的，因而，很显然需要关于各种可废止推理的逻辑。在论证中使用的担保都代表一个论证型式。加森观察到，每一论证型式都代表一个具体的支持原则。[69]
 布莱尔认为，在图尔敏和佩雷尔曼的观点与论证型式理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论证型式理论成为某些非形式逻辑学家工作的重要元素。担保可以看成是演绎逻辑规律和非演绎有效推论原则的属。因此，论证型式是可废止论证型式和演绎有效论证形式的属。[70]


图尔敏模型是一种灵活而有力的分析工具，尤其擅长段落层次的分析；它也是一种发明手段。因此，它对美国论辩理论的巨大影响不足为怪。20世纪60年代，美国修辞学界为迎合公民参与自由民主社会公共决策活动的需要，推出了大量关于论证或论辩的教科书。人们相信论证生成“批判性”决策，而辩论被视为理性决策或批判性决策的范式。论辩成为一种应用逻辑，论辩域变成了日常语言主张、争议和辩论所基于的逻辑形式的研究。[71]
 名为“论辩和辩论”的教科书讨论各种论辩方法、论证类型和论证型式
 
[8]

 。美国修辞学界从图尔敏的《论证的使用》学到了新论证理论，像艾宁格这样的修辞学家不仅大力推崇图尔敏模型，而且根据该模式中的“担保”（warrant）对论证进行分类。后来，他们根据担保的九个类型，再组合结论的四种断言形式，得出三十个左右的论证型式（其中二十个是可接受的）。从佩雷尔曼开始，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取向，而且论辩教科书中关于推理类型或论式的定义和归类非常杂乱。有鉴于此，黑斯廷斯（1962）不仅提出一个依据担保划分的论证型式分类系统（三大类，九种），而且创造了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这种方法已扩展到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领域，成为论证型式评估的标准方法。

《新修辞学》的历史论证型式资源库给非形式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刚刚开始应用图尔敏担保概念加以解决的难题。《论证的使用》提供了可废止论证的理论模型。其中的担保概念提供了论证的后承关系的概念，它是证明相关性的一个原则，也是论证型式证明功能的关键。人们现在承认，只有在一个相关的担保可能不受质疑的情况下，佩雷尔曼的论证型式才是提供真正证据支持的论证模式。[72]


三 论式在美国修辞学领域的复兴

20世纪50年代，韦弗（R.M.Weaver）的《文章写作》把古典修辞学的“修辞式推论”和“论式”写了进来。五年后，休格斯（Richard E. Hughes）和杜梅尔（P.Albert Duhamel）的《修辞学原理与运用》（1962）比较全面系统地把古典修辞学理论用于写作教学。而科贝特（Edward P.J.Corbett）的《现代学生的古典修辞学》（1965）则是最忠实地复活古典修辞学的写作教科书，除第一章“引言”和第五章“修辞学史概述”外，其余三章“发现论题论点”、“材料布局”和“文体风格”构成该书的主体。[73]
 克罗利（Sharon Crowley）和霍赫（Debra Hawhee）已出五版（1994，1999，2004，2008，2011）的写作教科书《当代学生的古典修辞学》则完全依据古典修辞学教授作文。其中第一部分“发明”（第二章至第八章）的第三章是“争点理论：问合适的问题”，第四章为“一般论式与常理：找到有效手段”。该书论述了古代topics传统和亚里士多德的topics系统，重点讨论了推测、程度和可能性的topics，常理和意识形态以及美国政治修辞学中的常理，使用一般topics和常理发明论证等。作者认为，在古代修辞学中发现的丰富理论和策略，特别是关于如何应对修辞情景，如何发现论证即发明，对于作文过程最为困难的开始阶段，可以给学生很多帮助。此书将近一半篇幅用于发明，反映了修辞家给予发明的极大关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三卷有两卷用于发明；昆体良《修辞学原理》十二卷里有五卷奉献于发明。[74]



Topoi
 的新系统

一些当代修辞学家和理论家的topoi
 系统展现了朝更加抽象和综合的方向发展。尼尔森在其《topoi
 ：人类概念行为的证据》（1969）中指出，威尔逊和卡罗尔《作为一种博雅教育的公开演说》（1964）提出的topoi
 系统（这些范畴类型与波伊提乌、彼得的以及中世纪晚期古典修辞学的topoi
 相似），类似于在罗杰特《国际分类词汇汇编》（International Thesaurus
 ）的观念分类中发现的范畴。[75]


尼尔森指出，意义、认知活动与修辞的论证按照范畴而群聚。范畴化或分类行为并非总是有顺序的，而总是联想的。他概述数十年人类概念思维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范畴化或分类行为（邻接传送contiguity transfer）是人固有的；范畴化行为是一种必然先于语言的倾向；在人的行为之所有形式中，范畴化实际上具有重大的功利主义价值的性质。[76]
 由于这些范畴与修辞发明的演化相联系，先前topoi
 的倍增、分散和分歧导致许多范畴形式的研究和修正。在某一关键点上这些范畴的某些群组开始聚合，聚合导致要素的统一和更新、更高层次的出现和创生。 [77]


博克将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中的所谓常理或论式评论为一种对意见的快速浏览。亚里士多德在论式中编目了可利用的说服手段，它首先是使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编目类，然后是被编目的事物类。事实上，很显然，按照编目和被编目事物的系统归类只有四类可能的论式。博克指出，亚里士多德综述了目的、行动、事物、条件、心态、个人特质等人们认为善与恶、有益或危险、赞美或讨厌的东西。所有这些意见或假设（如今可能在“态度”或“价值”的题目下处理）被编目为说服的有效手段。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人们在想要提议或反对一个政策时他们应该利用的意见类型；人们意见的动机类型导致公正或不公正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还考虑了另一类topics，它们依靠战术程序的操作，依靠遵循发明、发展或转换一个表达，依靠双关语逻辑（pun-logic），甚至依靠徒有其表的和诡辩的论证。意见的材料具体表现为这些技巧，但它们的特征是“topics”，是以抽象某些形式的或程序的元素作为它们的突出标志。这里的“地点”包括：用敌手的话语转而攻击敌手，利用对立转换一个论证，当对一个新情景建议一个政策时，回想敌手在一个情景中所赞成的东西，使用定义，分解一个断言，结果的倾向性选择，夸大，使用征兆，等等。如果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心topics适应现代新闻之条件的话，我们也许会需要编目一种及时的topic，比如讽刺性卡通的topics，它将利用一个暂时本质的常理。暂时性并非由于这样的事实：该表达整个与生活在其他条件下的人们不相容，而是归于这一事实：它们对生活在一种特殊环境下的人们更有说服力。[78]
 五种修辞topics的最高集——行动、场景、行动者、方法和目的，可能包括格语法的深层结构范畴。这些转而能给使用者探究任何主题提供一个有力的topoi
 集。格语法学家使用的典型范畴与每一范畴提出的各种问题如下：verb（什么被做了？），agent（谁做的？），instrument（用什么手段？），manner（以什么方式？），reason（为什么？），locative（在哪里？）和temporal（何时？）。不难看出这些范畴与古典topoi
 具有相似性。

1970年杨格、贝克尔和派克发表教科书《修辞学：发现和改变》，试图将修辞学从强调主要聚焦于风格和安排的、以作品为导向的垂死的“流行传统”模型中解放出来，作者的远大目标是，将发明（invention）恢复到实践修辞学核心的恰当地位，把写作构想为一种发现（discovery）即得到系统启发工具援助的“问题解决”过程。作者发现，来源于精神治疗师罗杰斯（Carl Rogers）的交流策略与他们发展的现代修辞学最为意气相投，尤其是他强调减少一个听众的威胁感以便他们能理解并进而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系统的替代选择。罗杰斯的原则与派克的语言学探究中的“客位的”（etic）和“主位的”（emic）视角的概念颇为契合，即关于语篇生成和感受的“外国的”（alien）和“本土的”（native）视角之间的区别，以及发现共同见地的合适桥梁或“法位”（tagmeme）。根据法位学的观点，每一个修辞家的任务必然相似于“外国的”翻译者在一种新文化环境中遇到的那类挑战：找到一个进入一种特殊语言含糊性、问题或挑战的点，它将为非胁迫的交流提供一个真正的桥梁，并因此或许造成可能的意义改变。因此，用法位学的术语来说，一个修辞的任务包括有意识地对所考虑的数据（data）留下一个默认的“语音学的”或外人的视角，而且，使用启发法援助一个交流者，以接近一个“音位学的”或内部人的视角，有益于达到目标听众（the projected audience）。因此该教科书以四个要素定义写作：（1）准备（preparation）；（2）孵化（incubation）；（3）阐明（illumination）；（4）验证（verification）。在准备阶段，作者力争确认和探究一个难题的本质或感知不协调（felt dissonance），得到系统的启发式研究的援助，这在教科书中用“法位的发现矩阵”举例说明。杨格、贝克尔和派克的《修辞学：发现和变化》（1970）基于法位理论提出了一种发明理论，其核心是六个准则。准则一：人们用可重复的单元感知世界。准则二：经验的单元是分层次构建的系统。准则三：在任何重点水平上，一个单元能被充分地理解，仅当单元的三个方面被知晓：（1）它的对比的特性；（2）它的变异范围；（3）它在更大语境中的分布。该准则处理单元本身的特性——它如何显示差别、如何变化和如何分布。准则四：经验单元可被看成是粒子、波或场。准则四不处理单元，而处理单元的主体自我及其带给单元的视角。因此，准则四把单元当作一种给定的，并要求主体自我从三个不同视角审视它：“宛若它是静态的、动态的，或是一个关系网络、一个更大网络的部分。”[79]
 准则五：只有通过共享性质的桥梁，单元之间的变化才能发生。该准则宣布，作者必须找到他与其听众碰巧共有的经验。准则六：做出语言选择与论域相关。这个准则要人们关注写作之语境。准则三和准则四的结合建立一种启发法或系统探究的方法，它生成有关一个难题的信息和提出富有成效的问题。这些范畴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包容更多的传统修辞范畴。比如，一个理念或对象的静态观产生像描述和定义的论式；一个动态观产生过程与因果论式；一个实在的场观提倡比较、对照和分类的论式。这个启发法程序不仅提出考察经验上流行的、科学上有效的方法，而且比使用者可能在其中必须吸收28个或更多论式的古典修辞学系统更为节俭。

表10-2 杨格等修辞发明（发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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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论式学说转移到写作中，而且结合论式理论形成一些新的写作理论。温特罗德指出，转换生成语法在风格（文体）研究方面极为有用，但对于发明和组织少有应用，也就是说，它仅给形式和连贯的概念投射了弱光。有一种连贯或形式的语法。在任何言说（无论是诗歌、剧本、散文、演说或别的什么）的展开中，形式是内在的一组一致关系。这组关系，比如语法规则描述的关系，必定是有穷数量；按照语法的模型，人们可能寻找某种句子结构规则，它是句子背后的连贯表达，然后寻找同义的词汇规则，最后寻找相当于“转换规则”的东西。作者的主要论证是，句子以上的，更为准确地，转换单元以上的连贯篇章中，只存在六种关系，这些关系起着topics的作用，它们会“自动”生成段落或短文。[80]
 对数千转换单位的逐一分析揭示，在转换单位中存在七种主要的关系：

并列，总是用“且”表达（还有此外、另外、也、又等）；

转折（obversativity），用“但是”表达（同义词：然而、可是、另一方面等）；

使役（causativity）或原因，用“由于”（for）表达；

确证（conclusivity），用“所以”（so）表达（同义词：因此，从而、由于这个理由等）；

选择（alternativity），用“或”表达；

包容（inclusivity），常用冒号（colon）表达；

顺序（sequential relationship），常用“第一……，第二……，第三……”表达（或者，先……后来……；底部……，中间……，顶部……；等等）。

这七种关系可能表达出来，也可能是隐含的。在更大的言说部分也是盛行的。比如，在转换单位层次上应用，七种关系构成无意识生成言说的一系列论式。这些关系可以称作“topics”，构成一种创成式修辞学、启发模型或者形式的语法，应该容易在课堂上应用。[81]
 任何论式集只不过是触发生成性过程的一种方式。那些在论证发明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可以使用这七个项目列举，告诉他紧随其后的可能会是什么。

写作过程的核心是传统修辞学所谓的“发明”，意为作者发现题材。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中，Topics或commonplaces的概念正是发明的心脏。人们会记得，实际上topics是探查或是人们可能为了发现就一个主题要说的话而就该主题所问的一系列问题，它们是一般的，适用于所有题材；所以亚里士多德的topics能够为任何和平而不只是为越南和平生成论证，比如亚里士多德28个论式中的根据对立的论证和根据更强者的论证（根据更多更少的论证）。论式需要从理论的和教学的视角重新考虑。所有论式依其运作的本质属于四类之一（内容取向的非有限集、内容取向的有限集、形式取向的有限集和形式取向的非有限集），这将澄清所有论式的本质，并复活论式的概念。Topics的目的不是提供取代真实题材的冗词赘语，而是生成关于该主题的创意，在这个意义上，topics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启发法。一种启发程序提供一系列问题和操作，它们引导探究和增加发现切实可行解决办法的机会。尤其是它发挥了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在检索储存在探究者头脑里的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它帮助探究者（当我们有一个问题时，我们常常在检索相关信息并使它促进问题解决时遇到困难）；第二，它将注意力吸引到探究者并不拥有但能通过直接观察、阅读、试验等获取的重要信息上；第三，它使探究者的头脑为直觉到一个指挥的原则或假说有所预备。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多少一直在系统地使用“topics”。我们大多数人无意识地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完全自动应用在各类环境中的topics集。[82]
 Topics不应束缚头脑，应该解放头脑。

有学者甚至将发现那些前提的方法名之为“topical thinking”。“每一个修辞家所面临的问题，就如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问题，是发现连接修辞家的主张和听众看法的前提”。今天，我们将topical thinking定义为头脑风暴，在那里，我们设法考虑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每一想法，它是一种使用亚里士多德topos
 技巧的系统，这是生成想法和表达它们结构的智识地点。[83]
 因此，一个topos
 是从某一视角分析的方法，是把听众联结或联系起来的方法。

这些语言学的和修辞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中的新理论汇聚了修辞和写作理论，以提供一种新综合。虽然论式系统对修辞发明的价值一直遭到挑战，一些理论家认为，论式被过度复杂化，扼杀创造性，生成呆滞、琐碎的论说，但论式理论在许多修辞思维的介绍中仍有重要地位，也存在一种功能转移，比如论式理论被结合进修辞批评。

左姆皮惕指出，topoi
 在当代论辩理论中应该有至关重要的角色，topoi
 在四个地方即寻找论证、构建论证、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论证教学法方面是论辩的基本工具。因此，教论证的老师和学论证的学生都能从（重新）发现topoi
 受益。topoi
 是有用而重要的，因为它们帮助我们揭示论证的深层意义，帮助我们更成功地教论证，帮助我们更快更有效地生成论证，帮助我们理解和辨识论证，帮助我们更有力和以更为生产性的方式批评和反驳论证。[84]


按照语用—辩证法论辩理论，论证型式不仅是论辩研究的四大主题之一，而且也是批判性讨论中频繁使用的说服工具，因而在其理性讨论十条规则系统中包括了论证型式规则：如果辩护是凭借正确地应用一般接受的论辩型式（scheme of argumentation）的那种论证手段进行的，那么，一个论点就必须被看作得到了决定性的辩护。论证型式的评估涉及两个方面：论辩的正确性不仅仅取决于论证型式的类型的选择，也取决于其在特殊情况下的具体内容——也自然取决于这个具体的论证型式被如何应用。[85]
 修辞学研究强调论式的文化和语言的共识基础。考察某种文化中的谚语所代表的论证型式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有趣课题。研究者指出，英美文化中的谚语表明了大量的逻辑原则。[86]
 谚语反映了推理或论证型式隐含的类型学；具体说明和评论恰当的推论模式，提醒注意一般和特殊的谬误。它是一种习俗智慧。

黑斯廷斯论证型式分析模式的建立

美国学者黑斯廷斯于1962年在西北大学以演说研究方向的论文《论辩中的推理模式的重新表述》获得哲学博士。他的思想受其导师米尔斯（Glen E.Mills）对论辩中的推理研究的影响。在传统上，修辞学对推理的论述不包括对推理合理性的判断。因为，推理的评价问题即判断，一直被划归于逻辑学。可是，以形式推理为核心的逻辑学又不怎么理会非演绎推理尤其是合情推理。因此，即使在佩雷尔曼那里，对论证型式的评估也不是核心焦点。黑斯廷斯对论证型式理论的最突出贡献在于，他不仅证实了论证型式有其经验基础，而且研究了它们的评估问题并发明了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

黑斯廷斯研究的论证型式是修辞式推理（rhetorical reasoning）的模式。许多修辞学家已观察到，与所有处理必然性的演绎系统不同，修辞学关心可能性。但这不是完全准确的描述。基于因果关系的修辞式推理过程导致可能的结论，是因为它们处理经验问题，而经验是偶然的。不过，那些有语言或语义基础的推理过程（如根据定义的论证）演绎地得出结论，在假定了前提和语义规则的情况下生成确实的结论。另外，由于它依赖语词的意义，前提的实质真和语义真可能受到攻击，结论依然是可能的。修辞式推理的另一特性是可能仅仅存在要遵守的证明过程的含意。听者通过以提倡者暗示的方式利用自己的经验完成论证。如果这个经验证实推理路线，结论就被接受。在根据标准、根据因果的论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这些论证中，听者的经验与提倡者的陈述联合完成该论证。在检验修辞式论证时，需要考虑前提的实质真和推理过程的有效性，即满足证明的逻辑过程。[87]


推理模式或形态（modes）是用于从事实和意见向结论运动的推理进程。在黑斯廷斯之前，论辩学者们提出了论证中使用的推理类型的各种列举。Crocker列举归纳、演绎和因果推理；Braden和Brandenburg确认了五种（根据特殊实例的论证、环境的细节、因果关系、类比和权威）；Kruger也描述了五类（描述性假说、描述性概括、因果假说、因果概括和类比假说），但共同点不多；McBurney、O’Neill和Mills列举四种推理模式（例证、迹象、原因和类比）。论辩教科书普遍承认的推理模式是概括、因果推理和类比。不仅就推理模式的数量和分类存在分歧意见，对这些模式的描述也众说纷纭。比如，有人将因果和迹象论证视为本质上是演绎的，有人却将其描述为归纳的。[88]
 逻辑领域也没有对推理模式提出有用的分析。逻辑学家一般对发展演绎系统或科学发现逻辑的关心远甚于言语行为中的逻辑证明，很少有逻辑学家关注日常论说的推理过程，结果，在逻辑中几乎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演绎系统没有内容，而且是无条件的，不可能适用于论说世界的可能性。发现和在科学上证明命题的归纳包括太复杂的程序以致除了稀少的场合之外难以在论说的范围内使用。虽然近来像斯特劳逊、图尔敏等哲学家对逻辑与日常论说的关系感兴趣，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也关心论证，但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提出广泛得足以覆盖论说中发现的论证范围的分析方法或理论，虽然它们的许多方法和概念有助于当下的研究。一些流行的逻辑教科书触及修辞式推理的问题，但没有对我们所关心的推理的实际模式的分析。所以，那些希望仔细分析演说、论文或其他论说单元中的推理过程的人，几乎没有从修辞学家或逻辑学家那里得到多少实际的帮助，而那些将使用论辩分析一个命题或检验一个建议的人也几乎没有得到建构其推理方面的援助。

鉴于专家们对论辩的数量、名称和推理重要模式的描述没有一致意见，需要对论辩性话语中使用的推理过程，做出完全、准确和一致的表述。[89]
 因此，黑斯廷斯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从前提移向结论的论证所依靠的推理的主要过程或路线是什么？这意味着第一步要辨识推理的各种模式；第二步要描述和分析所有这些过程，即描述相关的推理类型，它如何运作，它的证明要件；第三步是检验每一推理类型的方法，我们把怎样的检验应用于决定论证的力量或可能性？[90]


论证型式研究的材料取自250多个演说、辩论和其他论说（说服性演说、告知性演说、现实生活辩论、讨论、法律论说和学术辩论）中真实的论辩性话语样本。论证被定义为：一个断言被理由支持。通过分析每一个论证样本，发现使从前提到结论的移动权威化的推理过程，然后分组和描述这些过程，并利用来自论辩、修辞学和逻辑理论的公式和概念定义和分析论证类型或范畴。[91]


在分析论证样本时，图尔敏的论证布局模式（layout pattern）是辨识要素及其关系的方便工具，因为与三段论分析相比，图尔敏模型似乎更为清晰和准确地表征了修辞式论证的关系。每一样本都按照该布局模式予以图解。采用四步分析论证：辨识论证（有理由的断言或前提支持结论）；通过补充省略因素使论证清晰起来；将论证安排成图尔敏论证布局模式；按照推理过程（即以担保的权威性为基础从事实材料向结论的移动）分析论证。最后就该过程的评估给出建议，实际上把图尔敏的反证概念发展成为与每一论证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集”的概念。[92]


黑斯廷斯最终发现九个主要的推理过程类型：

1.从例证到描述性概括的推理：事实信息或例证导向一个关于那类事件的一般符号公式。

2.从标准到归类的推理：一个事件被归类或按照其特性而用符号标记。

3.从定义到特性的推理：一个事件或概念被定义，定义的逻辑含义被应用。

4.从迹象到未观察到事件的论证：一个事件的存在蕴涵着另一事件同时或在先存在。

5.从因到果的论证：基于某事件的原因已发生，预见该事件将存在。

6.从环境证据到假说的论证：为了从因果上说明一些真实事件，一个假说被断定。

7.根据比较的论证：关于一个事件得出的结论被应用于一个类似的事件。

8.根据类比的论证：基于一个情境（其中事实并不相似）的相似原则或关系，得出关于一个事件的结论。

9.根据证言的论证：结论被断定为真，因为它被另一个信息源所断定。[93]


上述每一个模式都是明确而相互不同的。其中的7和8分别是逻辑通常所说的性质类比和关系类比。9个推理模式涉及两种主要类型：1—3的结论都基于语义原则，凭借理解语词的意义，从前提得出；4—6的结论都由因果概括所辩护。但是，7—9可用于支持语词的或因果的结论。在黑斯廷斯时代，9个主要推理模式已是最多的列举，而且其中根据标准、根据定义和根据环境证据的论证，未曾有人提出过。另外，鉴于某些理论家的描述与模式的实际推理过程并不相符，黑斯廷斯对根据例证、原因、证言、比较和类比的论证做出重新定义或澄清。

黑斯廷斯认为，他对论辩活动中的推理模式的重述有五方面的贡献：融贯性，经验方法，证明过程的细致描述有益于评估方法，语义和因果结论之间的区别对逻辑研究有所贡献，对思维、推理和语言使用的本质研究有所贡献。而且，他觉得自己的推理模式系统可教、可理解、可应用。不过，从论证型式研究来看，他的贡献主要是经验研究和批判性问题评估方法。[94]


四 汉布林

1970年，澳大利亚哲学家查尔斯·汉布林（Charles Leonard Hamblin，1922—1985）出版《谬误》
 
[9]

 一书，成为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先驱。汉布林在研究谬误这一古老主题的时候，发现形式演绎方法并非万应灵丹，论证的评价可能除了真性标准而外，还有认识的和辩证的标准。一些谬误的解决要求将其置于辩证情境之中，因而需要建立形式辩证法。虽然汉布林并没有直接研究具体的论证型式，但他的理论精神对论证型式理论有重要意义。

《谬误》提出的重要逻辑观点

《谬误》首次严肃考察和批评了教科书的谬误说明，描绘了谬误研究史，清晰地阐述了流行的谬误概念，以现代理论标准对谬误研究状态做出定位：“我们根本没有谬误的理论”，[95]
 论证了好论证的规范必定是辩证的而非真性的或认识的，引入形式辩证法的理念作为对形式逻辑的补充，促进了对话逻辑的兴起。[96]
 《谬误》提出的重要论述包括：

第一，探讨了逻辑史上形成并体现在著名教科书中的“谬误的标准处理”，讨论了各家对亚里士多德13种谬误的解释以及“诉诸……”谬误、“形式无效的三段论”、“科学方法谬误”和“五花八门的谬误”，对后来亚里士多德目录之外的谬误分析作了述评。汉布林提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观点：虽然谬误论述有几乎连续不断的历史，但如今没有人对逻辑的这个角落感到满意，因为从现代标准来看，传统处理太不成系统了；而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样省却它，就会留下无人知道如何填补的缺口；因此，在我们具有正确推理或推论理论的意义上，我们根本没有谬误的理论！传统谬误学说只对古董家有魅力，它对谬误的低劣、破旧和教条的处理完全没有脱离旧传统的樊篱，和现代逻辑格格不入；现代作者虽然都偏好自己的安排，但几乎总是用相同的材料来处理，变成炒冷饭。

第二，汉布林昭示研究谬误的正确道路是辩证法（卡尔纳普称作语用学）。在我们试图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谬误说明时，我们需要放弃倾向于把它们视为纯粹逻辑的，而应把它们理解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出一个竞争论证过程中的移动。甚至后来的《修辞术》仍旧有对话的色彩，因为修辞的从业者要面对他的（作为提问者的）听众提出他的论证。辩证法的明确研究或许给现代学生提供某些东西。谬误的现代处理由于把所有推理处理为非辩证的和脱离语境的，结果使得许多传统的说明无意义，这就如同威廉和其他中世纪逻辑家，远避对话，试图将所有推理压进标准三段论的形式。[97]
 汉布林叙述谬误研究史的过程描绘了在逻辑和修辞学发展史上，谬误学说与论式学说相生相随，二者时而同病相怜，时而却沉浮有别的情况。

第三，西方逻辑和印度逻辑都从论辩研究发源，最后走向对推理的形式研究和形式理论。在任何智力文化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正式辩论是其重要和必要的因素，它是逻辑发展背后的驱动因素。[98]
 当然，论辩和逻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第四，论辩有时也是一种严肃的事情，论式（topics）应该继续被写进逻辑教科书，并与每一个学生讨论。遗憾的是，论式虽然在好几个世纪作为附加物，但最终从逻辑教科书中消失了。作为一种推论理论，当没有更好的东西时，它们就是重要的。当我们看到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它们如何能以一种现代的习语实现时，我们将类似地废除谬误。[99]


第五，形式逻辑极少受到质疑的7个预设在理解谬误材料的过程中可能遭到挑战。首先可以严肃地问一问，是否任何一般的和概要的谬误理论能从形式研究或用形式术语陈述的东西中抽绎出来？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接着再尝试考虑是否存在传统列举中特殊谬误的形式分析：或者多少能用正统的形式术语分析，或者能在为该目标特别构造的形式理论之内分析。汉布林的尝试表明，照搬逻辑的形式规则来处理谬误往往得不到满意结果，引入新的概念或算子又超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或至少扩大了它的范围，但它还是不如将对谬误完全实用的说明包括在内的辩证概念或语境那样大。例如，多问谬误只有在希腊辩论或义务游戏语境中来考察才不至于产生误导；对针对人身、诉诸权威等类似谬误的形式说明鲜有机会，拉普拉斯的证言演算对诉诸权威也难以派上用场，更不用说歧义谬误的形式分析了。[100]


第六，谬误的基础概念“论证”并不等于蕴涵，有效的蕴涵不是一个论证的必要条件。汉布林允许论证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实际的逻辑关系完全可以是任何类型的，比如它们可以是：“因此，合理的结论是……”，“所以，很可能……”或者“所以，假设性地……”。[101]


第七，一个推论过程的可接受性不是凭借它的使用获得结果的完全保证，论证可能有反论证。在根据权威论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平衡互相对立的权威？如何平衡根据权威论证来反对其他来源的另一些论证（比如归纳论证）？使用根据权威的论证来反对一个演绎论证（比如在数学中）总是不合理的吗？在实践中，虽然一个好论证支持其结论，但不可能说这种支持排除了对责备和批评的担忧。情况往往是，存在赞成一个给定结论的好论证，也存在反对它的好论证。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论证独自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论证。我们提议的约定是：一个好论证的结论必定为真的范围不能被无限制地维持。找到一个看起来压倒一切的论证，后来却发现是有缺陷的；可能发现前提之一不真、无充分理由坚持、乞题或者严格说来混淆了要证明的东西等，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惊讶的。[102]


第八，论证评估标准是多元的。估量论证的价值有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冲突，论证也可能冲突。当标准冲突时，一些比另一些显得更不必要；当论证冲突时，需要权衡哪个具有更大的分量。这都表明，论证的理论疏离于形式逻辑，并赋予它别的维度。论证比一个推论模式（schema）更多，有时我们优先依赖其他论证。如果我们依靠著名数学家的话反对我们自己的演算，那就是在依赖权威而不是演绎；如果我们依靠高度证实的经验概括反对一个理论预见，那是在依赖归纳反对演绎。当以形式证明的概念作为论证的标准时，我们是在谈论纯粹理论，而非论证实践。汉布林肯定关心实践的逻辑（Logic of practice），他转向别的或修改了的相关评价标准，因而提出评估论证的真性标准、认识论标准和辩证标准的区别，并倾心于辩证标准。科学和经验（或其他）方法并不废除或忽略论证的辩证标准，甚至科学也必须通过建立在“已接受的”知识上取得进步，每一科学论点需要由一个辩证正确的论证加以支持。[103]


第九，论证了好论证前提的几个重要标准。首先，否定大多数逻辑教科书的论断，“一个有效论证可以建立在完全虚假的前提之上，也可以有一个完全假的结论”。这完全是对论证本性的错误的表达，显然无意义，因为无论教科书说什么，在实践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前提是真的，我们并不把一个有假前提的论证说成是好论证。其次，在实践中，只有前提的概率明显高于结论的先验概率，人们才会对一个可能性论证感兴趣；最后，前提不一定为真，它可以是可接受的，有好理由接受、我接受、你接受或被现代科学接受。尽管我说“X接受S”根本不是与说“S是真的”一样的意思，但是，对论证而言，前者似乎具有与后者完全相同的功能和实践效果。[104]


第十，谬误分析需要扩展形式逻辑的边界，考察论证出现于其中的辩证语境的特性。在标准处理中，虽然列举了常见谬误，但没有对它们的深层原因和引发它们的条件进行深入的考察。形式辩证法是对谬误标准处理的矫正方法，是形式逻辑的补充。辩证法即是一个辩证系统。辩证系统正是受调节的对话或对话家族，在其中有一些参与者（最简单情况下是两个人）从事论辩、讨论或会话，他们按照规则集或惯例轮流说话。该规则可能相对于语境和对话中先前已发生的事情，规定他们言说的形式或内容，支配说话者的语言和他的逻辑以及他的话语的一些特性。辩证系统研究可以是描述性的和形式的。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考察在实际讨论中运作的规则或惯例：如议会辩论、司法审查和质证，风格化的交流系统和其他可辨识的特殊语境。形式方法建立精确、简单的系统而不必是真实的规则。形式系统必须瞄准弄明白实际的可描述的现象。在逻辑能被构思为辩证惯例集的意义上，辩证法（无论描述的还是形式的）是比逻辑更一般的研究。它是某种讨论的理想，在这种讨论中，某种逻辑规则应该被所有参与者遵守，某种逻辑目标应该是一般目标的一部分。在辩证系统之内我们能模型化一些谬误。汉布林认为，所有亚里士多德一览表的谬误都能以某种形态或形式在这个框架内得到分析。[105]


汉布林的《谬误》除了对现代谬误研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之外，其中的辩证系统研究也从谬误被推进到对话论辩的一般理论，并对人工智能产生重大影响。汉布林在辩证框架内处理歧义谬误的方案后来也得以发展，拉尔（Laar，2003）提出了歧义辩证法（ambiguity dialectic）。当然，当代非形式逻辑研究者也对汉布林有关这些重要观点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批评。[106]
 不过，谁都不否认《谬误》的确提出了很多逻辑洞见，不愧是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先驱。

汉布林的理论精神对论证型式理论的意义

拉尔概括出汉布林辩证哲学的三个原则，并认为它们可被用于发展论证型式理论。第一，辩证意义原则：语言实体的所有属性均可根据它们用法的广阔模式来确定。[107]
 在处理歧义、讨论各种措辞和将逻辑演绎型式（如肯定前件）解释为主要是一个辩证程序的时候，汉布林都应用了这个原则。[108]
 按照这个原则，一个论证型式必定被看作是以两种方式获得其意义：对话的参与者实际使用论证型式的方式，或者在一个对话之内控制论证型式使用的规则。第二，辩证评估原则：论证和其他对话贡献的评估要由参与者来决定。“真和有效性是旁观者的概念，预设竞技场的上帝之眼。……逻辑学家并不站在实践论辩之上或之外，或者必须要对它下判决。他不是法官或上诉法庭，不存在这样的法官或法庭：充其量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辩护士。因此，宣示任何陈述的真或任何论证的有效性，并不是逻辑家的特殊职业。”[109]
 因而，论证不应基于外在于当下对话的那种规范进行评估。第三，证明力原则（这是辩证评估原则的一个后果）：从前提到结论的通道必须是一种被接受的类型。[110]
 这是汉布林提出的论证评估的辩证标准之一，它取代了真性和认识论标准。显然这个辩证标准允许大量非演绎的论证型式进入论辩过程，并对争议的解决作出贡献。汉布林以这三个原则为特征的辩证视角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后果；对话参与者本人必须被看作是处于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论证型式的地位，而且，他们也有一套决定一个特殊论证是否满足他们的标准的程序。换言之，什么论证型式是初步（prima facie
 ）可接受的，如何确定一个特殊论证是否满足自选要求，都是由参与者负责的。[111]


从汉布林出发，可以提出一种论证型式的辩证理论，即把论证型式整合进一种对话理论。第一，论证型式被定义为：它是包括一些牵涉一个对话里的特殊（有条件的）义务的推理型式；正是在对话中，这些型式被参与者采用。一个被采纳的论证型式是对话的参与者实际上采用了的论证型式。一个共同采纳的论证型式是在一个特殊共同体或特殊对话种类中被频繁采用的论证型式。 第二，为了控制对话，参与者本人必定选择他们认为与解决分歧意见相关的论证型式，并具体化那些型式的细节（即清楚运用型式的各种制约或保障条件，将型式匹配的假设添加上）。就此而言，在一个特殊对话类别（比如在多少被制度化的论辩行为类型之内执行的那些对话）之内，特殊论证型式可以被当作是恰当的或不恰当的。选择进入某一特殊对话类型意味着这样一种选择：对话者自己承诺与该类对话相伴随的论辩型式。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从前提到结论的通道可以表达为一个独立前提，常常是隐含的，即所谓的“连接前提”（connection premise）。它是一个条件句，其他前提的合取为前件，结论为后件。再将论证型式的假设添加上，这个连接前提的前件可能会很长。第四，被采纳的论证型式的益处。论证型式是提议者的方便装置，因为假如回应者承诺一个型式固定让步或假设，就进一步意味着对例示那个论证型式的任何论证证明力之充分性的假设性承诺。回应者对这样一个论证的证明力的批评将以提供说明性的相反考虑为代价，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是一种验证。如果提议者应用一个未被回应者采用或者仅仅作为自由让步采用的论证型式，或者如果他使用没有清晰例示任何可辨识的论证，那么回应者就可以选择挑战连接前提，而不用承担说明或验证其立场的义务。第五，要使从前提到结论的通道成为可接受的，就要驳倒相应的相反考虑。一个论证在所有它的相反考虑被驳倒或表明是不切实际的时候，就可能被回应者当作被采纳的论证型式的一个合适实例加以接受。在手头的论证例示一个控制对话的论证型式的情形下，这个程序安排能使对话的诸方就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通道是否可接受达成一致意见。第六，由此，拉尔建立一个与汉布林的“为什么—因为问题系统”类似的、名为“论证型式的非对称为什么—因为系统”（asymmetrical why-because system for argumentation schemes，AWSA）。AWSA包括措辞规则、承诺规则、结构规则和赢输规则。系统对对话与其中论证型式运作的描述可用下例说明。S＝今晚会下雨；T＝欧文是气象学家，他说今晚将下雨，这个陈述属于气象学领域；W＝欧文由于年纪大了，也许糊涂了；X＝欧文依然受到同事的尊重；Y＝没人喜欢下雨；Z＝欧文可能受到老板的压力（见表10-3）。[112]


之后，波洛克从认知和人工智能视角研究了一些论证型式，他对可废止推理的认识推进了论证型式的基础理论。波洛克强烈凸显论证的可废止性，将反证概念具体化为削弱和击败。金泡因特纳将现代论证型式和古典论式理论的精华融合起来，提出了当代论证型式理论的雏形。他认为，topoi
 仅仅构成论证型式的构件之一：它们表达受“内容约束的推论规则”（content-bound inferential rules），即证明从论据到结论之通道的正当合理。在作为推论联结所定义的一类论证的一个实例或“相仿物”的范围内，论证获得推论力量。尽管推论联结构成一种分类的可能主题，但是，它们不应和论证型式相混淆。布雷特则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论式原则（topical principles）与现代论证型式的“核心”相等同。不过，里戈梯（2008）表明，从一个locus
 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联结（即所谓的最高命题，在中世纪传统中后来简称为准则），因而locus
 和准则是一对多的关系。事实上，金泡因特纳的分析也暗含这一点。比如，他从根据定义的locus
 得出四个推论联结。金泡因特纳的日常逻辑对重新发现论式传统有所贡献。金泡因特纳还强调论式的启发式阅读，提出它不仅与古代争点理论结合，也与一些现代论证发明艺术（辩论理论、百科全书系统、创造性技术）相结合。[113]
 特别是，他突出loci
 和论证型式之间的关系。

表10-3 “论证型式的非对称为什么—因为系统”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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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当代非形式逻辑学家、语用—辩证法论辩理论家和研究论辩的人工智能学者，开始构造当代论证型式的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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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篇

第十一章 应用范例：法律论证型式

古代论证型式理论即topoi
 
 
[1]

 学说与法律活动特别是法律诉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性（合情理）论证（plausible argument）对古希腊的演说术（修辞学）和法庭论辩举足轻重。那种没有目击证人、书面文件或生成其他不容置疑的直接证据的案件，恰恰是西西里的法庭雄辩家运用这种合情理论证大出风头的良机。亚里士多德将这种论证归为“技艺的”论证。《亚历山大修辞术》和亚里士多德《修辞术》提出了古代法律论证的论题学说。西塞罗的修辞学理论特别是《论题》更是以罗马民法为论题理论的典型应用。之后，论题学说构成中世纪评注法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律辩证法的中枢。菲韦格开拓的当代法律论题学，不仅恢复了论题思维（toical thinking）在法律领域的昔日荣耀，而且使一种法律思维的康庄大道清晰可见。图尔敏和佩雷尔曼从人类合理性的高度为论题推理（toical reasoning）所做的申辩，进一步奠定了当代论证型式理论的坚实基础。非形式逻辑、新修辞学、语用—辩证法等对论证型式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为其在法律领域的更全面更深入的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一种以论证型式为核心的法律论证理论呼之欲出。

从法律裁决证明的深层结构来看，法律论证型式理论不可避免。当人们就法律大前提内涵的解释出现歧见，并需要分别提出对法律解释的论证时，论证型式就登上前台。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支持法律解释的论证并不是演绎论证，也不是科学归纳意义上的归纳论证，而是一种合情（似真）论证。因此，所确定的法条的意思（将在法律大前提中使用）并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真”。这样一来，法律大前提实际上就难以满足严格演绎三段论要求的“真”要件。事实小前提也面临相似情况。在任何法律程序中，证明标准均不需要绝对确定（确信度100%）这一要求，最高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即确信度95%。[1]
 这就是说，任何法律诉讼论证的力量都无须达到（实际上也达不到）对事实的绝对确定的证明标准，原因是证据证明所用的论证也不是演绎推理，只是合情论证，如回溯论证、权威论证、证人证言论证等。因而，事实小前提实际上也不能满足严格演绎三段论要求的“真”要件。由此可以看出，在理解法律论证的两类子论证（法律论证和事实论证）或外部证立时，合情论证或论证型式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

一 法律论题学的四条路线

虽说亚里士多德就已开启了法律论题的道路，但真正构筑法律论题学说之康庄大道的却首推法学家兼修辞学家西塞罗。亚里士多德首先关心理论建构，西塞罗关心的则是业已建构的论题目录的应用。就主要方面而言，看起来后世的论题目录相当程度上紧步西塞罗之后尘。[2]
 菲韦格似乎再次转向，紧扣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问题意识和取向，而将论题目录这样的具体工作留给了后来者。当代论辩学者，特别是非形式逻辑学家重整旗鼓研究论题——论证型式，一种将论题分析和评估熔于一炉的法律论证型式理论初具雏形。

法律论题目录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特殊论题的很大一部分属于法律论题，它给修辞家的法庭论辩活动做出有益的提示。《亚历山大修辞术》实际上相当于法律证据的修辞学。西塞罗《论题》所阐述的论题学说，虽有亚里士多德《论题篇》之名却无辩证论题之实，完全是满足法学家（或律师）之需求的一种法律修辞学。在西塞罗时代，某些最著名的法律论证型式就已博得高度尊敬。比如，相似论证（a simili
 ）、更强者论证（a fortiori
 ）、对立论证（a contrario
 ）、举重明轻（a maiore ad minus
 ）和诉诸荒谬（ad absurdum
 ）。[3]
 三种因素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治下所汇编的法律作品的发现、对之加以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以及在欧洲大学中对于法律的讲授。[4]
 其中第二个因素指的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论题学”方法，它几乎成为11—16世纪欧洲各种学科得以发展的基本手段。[5]
 法学作为实践知识之性格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论题学的论证方法和技术。[6]
 经院辩证法应用于法学便形成了中世纪独特的“法学辩证法”。评注法学极大地发展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功能，而辩证法正是这一发展所依赖的重要工具。注释法学家应用了一些一般熟知的逻辑推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范畴概念（例如，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以及经院学者的近因、远因、本质因和非本质因）以及属、种的规定和区别、划分和再划分的程序，[7]
 尤其是经常运用定义、划分与区别、分解、原因、权威引证和类推这6种逻辑方法。[8]
 显然，这些都属于论证型式的范围。批注之类（headnote-like）的命题起着论题的功能。论题学最终将收集的观点汇为目录并不断得到补充。民法以这类汇集作为其主要目标，采取规则汇编的形态。这种现象被称为规则（原理）法学，常被援引的“加图规则”源出于此。[9]
 从罗马到中世纪，流传一些充当解决法律问题之参考的汇集论题的目录。例如，法学家穆法（Matthaeus Gribaldus Mopha）《学习三艺的方法及策略》（1514）就依据《国法大全》（corpus iuris
 ）提出了一个法学通用论题的目录（按字母顺序排列），其中列举的论题有：如有疑义，宁可选择更加有利的解释；苛责于人的是过错而非案件；宁可选择公共的用途，而非私人的方便；强暴与伤害均不能给自愿者增生利益等。当试图切合实际而无褊狭地理解这里所讨论的思想方式（mode）时，就如专业化论题目录中的情形一样，人们就必定指望这些常用论据的汇编。[10]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常备论据或现成论据意义上的论题。它指一种非严格的但仍值得相信的论证的出发点，是人们普遍接受或大多数聪明人或杰出人士接受的命题、观念或观念组群。[11]


论题学能在中世纪的两种法律语境中提供帮助。第一，法学文献之间存在矛盾时；第二，一种合适的文献与情境的关联在当时如何能够建立起来。文献来源的矛盾导致疑问，生成要求解答的学术争议。可利用的手段有权威的从属关系（谁更权威）、区分、亚区分与此相联系的划分。根据相似和对立的一般论题在此举足轻重。生成文本段落与情境之间的合适关系也是论题学的问题：搜寻和发现观点来证明一个特殊段落的适用性。为教学目的而经常被提及的学术形式给寻找前提的慎思风格提供了一种程式（formula），因此提供了一种论题的型式（scheme）。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典形式是：是否……（问题之确定）；据说……（出现的观点）；可是，与此相反……（对立的观点）；我回答……（回答，解决）；于是，以较为自由的形式处理反对或可能反对该解答的异议。巴尔多鲁（Bartolus）在其所写的法律意见（Consilia
 ）中使用了几乎同样的型式。法律的讲述活动也顺应这种思维型式和相应术语。按照穆法对这种型式的描述，在八个环节中，第七个是“将进一步的评述编列起来形成一般的规则，即所谓箴规（brocardica，看似矛盾的条文背后的一般原则或共通性）、规则、通用论题公理”。这种法学论题目录包含了被学院派所承认的论题或法学的标准论题。[12]
 “意大利方式”（mos italicus
 ）吸收了以前的发展，以论题思维程式为特色，长期被当作正统的法学风格，作为“专业科目”被研读。意大利方式的代表——后注释法学派或评注法学派，像他们的前辈博洛尼亚注释法学派一样熟悉论题学。[13]
 16世纪早期，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法律学者使用中世纪逻辑资源以及亚里士多德推理（三段论、归纳、修辞式论证和例证）的基础形式，辩证论题和原则被具体应用于法律案件。法律学者所构想的辩证法不是纯理论的科学，更多的是论诘或论证的艺术。法律论著专注于处理对法学有用的辩证论题。这一切得到了教育方面的保障。按照当时的教育进程，中世纪法学者在允许转向其专业学习之前，必须学习七艺。[14]
 在其中的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三艺中，他们要接触到论题学。
 
[2]



但是，16世纪前期的人文主义者对注释法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本来，注释法学者的认识意愿与方法源自中世纪鼎盛时期活泼的精神力量，然而，当争论积累数世纪之后，逻辑论证的手段承受越来越多的负担，它就变成日益迟钝、没落的常规工作。评注法学者拖延、浪费时间、无效率的教学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实务工作的要求。以摆脱意大利方式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在17世纪显示出较强的实务特征。课程不再倾向于批注个别的法典条文，而是系统性地介绍制度本身。不过，论题学尚未完全绝迹。事实上，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改革计划依然坚持应用一些范畴，如属、种、原因和环境等。虽然实际上较少引证亚里士多德，更常诉诸西塞罗的《论题》。[15]
 文艺复兴时期采用辩证法样貌的法律论辩著作，继续古代修辞学的一些做法，也开始采用包括“辩证法”的标题。甚至在16世纪晚期，辩证法被看作是法律的预备学科。辩证法旨在支持采取不同选择更合理的结论。这个时代的法律辩证法是以作为论证“处所”的论题概念为主流的。根据相似和根据权威的论题在法律中最为适用，但法律辩证法家也强调根据整体的论题。意大利法律学者甘巴里（Petrus Andreas Gammarus或Pietro Andrea Gambari）1507年出版了一部以论题为核心的法律辩证法的书。他与其追随者受西塞罗的激励发展了一种修辞的辩证法。埃夫拉茨（Dutchman Nicolaus Everardius或Nicolas Everarts）在其1516年的论著Topicorum seu de locis legalibus liber
 中认为，对于所有能证明或否证一件事情的论证而言，论题（loci
 ）是个关键。法律辩证法是一种应用辩证法。[16]
 瑞士巴塞尔名律师克劳迪乌斯·坎蒂翁库拉（Claudius Cantiuncula）的《论题篇》（1520）将辩证原则应用到法律实践，他的论题列举提供了一种把握大量法律意见和评论的方式。论题的知识帮助言说，阐释法典难点和民法以及理解最优秀的作者。他督促对论题用处有怀疑的人透彻阅读阿格里科拉的论著。[17]
 克里斯托弗斯·黑根多夫（Christoph Hegendorff）出版了《法律辩证法》（Dialectica Legalis
 ，1534）和《法律修辞学》（Rhetorica Legalis
 ，1541），明确表述了法律论辩语境中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异同，同时更看重二者的联系。辩证法是居于中心的，因为它是紧缩的雄辩，而修辞学是扩展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一种，但它以语词和事物变化的模式改变其辩证材料的赤裸外表，以一种更为流行和清晰的风格表达事物，更易于广泛公众的理解。他后来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教我们按照某种有序的和安全的方法讨论任何事情，而修辞学提供语言的装饰与语词和事物的亮光，凭借这一手段，赤裸的事实得以装饰和澄清。这一区别并不意味着将修辞学归约为风格而非实质的考虑，修辞学加给辩证法的是对语用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关切，尽管修辞学不限于此。两个领域的不同看来是听众的不同：修辞学处理向更为广泛的听众表达的论说，辩证法聚焦于更为有限的专家讨论的领域。[18]
 即使到了17世纪下半叶，斯特鲁维（Georg Adam Struve）的《普遍适用之民法汇编》在形式上仍有论题学（定义、划分、主体、原因、结果）之遗风。[19]


不过，从亚里士多德论题学说的视角来看，上述以法律论题目录为代表的中世纪法律论题学的核心其实是“实质论题”之中的具体或特殊论题，那些包含在目录中的论题是法律之“常理”或“现成的论据”。从其内部结构看，它们有不断扩张的可能性，最终会导致整个论题目录不堪重负。除了这些“常理”或现成论据意义上的论题之外，法律中还有一些论证型式意义上的论题。相似论证、对立论证、更强者论证等推理名称来源于论题学，它们均可视为法律逻辑的专门论证。[20]
 我们可以说，法律论题目录代表法学论题学的四条路线之一，它集中于特殊法学常理——法律原则，这条路线在当代欧洲也不乏继承者。例如，斯特拉克（Gerhard Struck）提出的法律论题目录包括64个论题，大多数是人们熟知的一般法律原则。如论题1：一个具体法废止一个更一般的（同一主题的）法；论题16：无人能转移比他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更多的权利；论题57：目的；论题58：利益等。虽然他的目录经常受到批评，但应该承认，对于法律论辩和一般论辩领域而言，这是走向更好地理解论题式推理（topical reasoning）的重要一步。[21]
 更有学者设想，我们可以为任一特殊法律领域，比如民法、刑法或人权法，创造一个论题系统，这样的清单可以或多或少再细化。[22]


法律论题学或论题法学

法律论题学的第二条路线是菲韦格开创的问题取向的论题式法学（topical jurisprudence）或法律论题学（legal topics），它将论题学理解为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按照古代传统，修辞式论题学（rhetorical topica
 ）是为说服而发现或发明论证、表述这些论证及平衡正、反论证的艺术，因而从更广义上来说，这是找到最佳问题解决方法的艺术。论题式法学旨在将这种古代修辞式论题学应用于法律文本和法律推理的研究。[23]


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律》（1953）是对人类思考法律问题之方式的一种研究。菲韦格的立场是：法律的确有体系和结构，但法律的体系和结构并非公理性和演绎性的，而是具有论题（topoi
 ）模式的特征。[24]
 换言之，它是一个修辞学的体系。与流行的法律思维的演绎模式相比，位于修辞学中心的论题学技术或艺术是对法律智慧更恰当的描述。法学的目的在于研究某时某地什么是公正的，而这个目的只能通过论题来达到。[25]
 论题学是某种修辞学上阐释问题的特定程序，而论题是适合引导对具体问题的正、反论证的修辞学论辩。因此，菲韦格的法学论题学也被视为当代德国法律哲学中的修辞学理论方向的开端。[26]
 法学的论题就是有利于裁判法律问题的论据。[27]
 法学越来越离开完全从制定法中推导裁判的机械形象，并越来越重视论证，肯定也是菲韦格的一个功劳。[28]
 菲韦格独立开创的路线与佩雷尔曼新修辞学发展所遵循的路线是相似的。他的著作是法律修辞学传统的真正复活的关键来源之一。它不仅对法律而且对一般的人文科学都是一个基础性的方法论贡献。[29]


古典论题学生成关于问题的思想即洞见和论证。在表层上，论题可被理解为在构建演说的过程中要提及的项目或要提出的论证的便利提示或标记。[30]
 但在深层上，它们是在全力对付和解决难题过程中人的创造性和精巧性的出发点。当在某处遇到一个难缠的问题时，人们当然可以直接这样开始进行：用多少有些试验的和有误差的方式随意地选定观点（topoi
 ）。人们以这种方式寻求素材上相关的、丰富的前提，以便得出能够揭示对我们有所启迪的某种事物的结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更为精确的探究将表明，特定的主导性观点（topoi
 ）引导着当下的特殊方向。但这些主导性观点尚未明朗化。这样一个程序称为“第一阶段的论题学”。这种方法的不确定性非常显然，因而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寻求一种资源——其最简单形式总是可作为“观点的清单”（repertoire of views）加以利用，因而topoi
 目录就出现了。使用这类目录的程序可称为“第二阶段的论题学”。[31]
 菲韦格细致研究了推理的论题系统与法律慎思之间的相关性，并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论题方法完全胜任搜寻前提的任务，这些前提能被争议各方当作普遍接受的、相关的、可容许的、可接受的和可辩护的而共享。他也首先注意到，论题方法使法律条文的自然的或普通的语言（通过解释和再解释的手段）针对法律实践做出调整成为可能。[32]


我们注意到，菲韦格对论题学说在法学中的四点突破的论述与当今论证型式理论在法律中的应用面向几乎完全吻合。第一个突破点是，论题学已经渗透到法体系当中，因为解释性思维必须以论题学的风格来运行。法秩序不断经受着变化，解释以及论题学作为协调冲突之启动者的作用就变得更为迫切。第二个突破点在法的适用当中。仍旧用同一体系解决在该体系中不可解决的案件，不求助于立法者，只有反复通过相应的解释才有可能，扩充、限制、适应和概述等手段使体系发生改变。第三个突破点是日常语言的使用。日常语言采取论题学的方式，不断以发明技艺的形式吸收新的观点。第四个突破点是，客观事实的解释也借助论题学。[33]
 当今的论证型式理论表明，法律事实的证明、法律解释的论证、法律适用的辩护等，均运用论证型式来完成。在关键时刻，逻辑学总是一再地退居第二的位置，第一的位置则由发明技艺（ars inveniedi
 ）占据，就如西塞罗指出的那样，论题学先于逻辑学。可见，对论题学一如既往的浓厚兴趣是有理由的。[34]


菲韦格主要根据民法来论证论题学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论。其实，典型的普通法法官比民法法官有更多论题的取向，因而更有理由认为菲韦格的著作对普通法世界更为重要。在精神上，普通法依然比市民传统更为接近智识的论题模式。从早先时代开始，普通法方法论一直受论题路向的强烈影响。在中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学和实践理性的观点深深影响了英国法。虽然按照笛卡尔主义者的理性规则来看，决疑法变得越来越可疑，但论题方法构成推理之决疑模式的核心。[35]
 Topoi
 对于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论证之“座席”。最后，topoi
 的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连接起理论和实践、专业和遵循先例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消除与“一个案件的判决理由”相关的神秘性。而作为先例援引的案例正是一个法律论证的topoi
 。[36]


以颇为中道的立场赞同论题方法的埃塞尔（J.Esser）指出，以激进方式将体系推理和基于论题的推理对立起来没有多少意义，按照一个体系赋予论题本身（事实上是一般规则或原则）合法思维的资格就可以了。在司法领域，一个法官的解释行为尤其是集中于特殊问题（这是论题的特征）之思维的范例情形。论题的功能归结为找到合情理的论证，这种论证帮助解释者恰当地描述与特定案件相关的事实，并做出最后判决，即建立适合于该案件的一个法律规范。克里勒（M.Kriele）认为，法律科学中应用的论题之本质可以概括为三个命题：第一，法律论证不是演绎的；第二，这些论证本质上是由多数人的意见合法化的；第三，它们必须在每一特殊案件中加以分析，不可忽略任何一个看法或意见。齐佩利乌斯宣称，法律论题在关于法律之价值缺口的解释过程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论题能使人们将一般条款应用到一个具体案件。斯太尔马赫和布鲁兹克认为，论题和修辞学开启了构建可实现的（可应用的）论辩哲学的可能性。“论题的元素”作为聚焦于特殊问题（特殊案件）的一个规则不断出现在法律思维（法律论辩）中。[37]
 法律中的论题方法需要尽可能多地考虑论题，因为我们越是能够讨论更多的视角（view-points）或观点，我们就越能做出有见识和公正的裁决。这随之允许决策者对诸方接受所做出的决策进行论证。因此，包括了根据所有论题的论证的法律解释比其他方法更为完善，也更为精准，因为使某些价值论的因素得以考虑，它用某些伦理学的元素丰富了法律。论题学可以理解为：分析问题的手段，一种论辩理论，一种解释理论。根据论题的推理，论题学是一种处理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时更为得心应手的推理。它帮助调适正义观念和法律定义的形式文本。论题方法对法律的应用是填补法律理论和其他人文学科（包括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道德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缺口的一种方式，它也是帮助我们连接起理论和实践之鸿沟的桥梁。[38]


法律论证型式理论

图尔敏和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也是法律论题学的助推力，因为他们二人都看到了亚里士多德辩证推理或论题推理的重要性，而且都提议一种论证模型的法学范式。论题目录和菲韦格的法律论题学都只是从修辞学的视角审视论题，缺乏对各种论题的理性说服力或拘束力的考察。因此，一种完整而合用的法律论题学需要融进逻辑学的规范视角，研究各种论题如何生成证明力，特别是何种条件能保障这种证明力。对论题的逻辑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论题作为推理或论证具有怎样的结构，二是如何区别这种结构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是合情理的论证，还是谬误。就法律论题学的范围考虑，从中世纪的法律论题目录到斯特拉克的论题目录，都偏重于法律领域的一般原则。这些论题的主体不是论证方法或论证型式。就此而言，这种论题学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论题和修辞式论证，更为接近西塞罗的“现成论据”或常理意义上的论题。有学者将这种论题称为“强意义”上的论题，而法律问题解决过程中使用的论证型式是一种“弱意义”上的论题。[39]


当代法律论题学的第三条路线正是以论证型式为核心的法律论证理论。这条路线是由佩雷尔曼和图尔敏开创的。论辩的两个核心构成要素是作为论证出发点之一的论题（loci
 ）和论辩技术。可利用前提的关注焦点在于出发点，包括人们广泛同意的事实、真理、假设、价值或价值层级。这些出发点就其最一般的形式而言，构成了loci
 ，它们在特定社会中往往被看作是人们理所当然的态度和论据。[40]
 佩雷尔曼对论题重要性的认识是从价值角度切入的，而价值的逻辑构成法律逻辑的核心。论题是非常一般性的前提，它可以作为价值和价值层级的基础。[41]
 作为隐含的价值，论题参与到我们所做出的大多数选择的证明（justification）中来。不过，当某些常理（commonplaces）被争论的一方使用时，另一方可能要求对其加以证明。被理解为一种价值的每一论题可能遭到与其对立的论题的挑战，因而任何社会都可以用它所最为珍视的特殊价值来予以刻画，亦可用它对一组相反价值中这个或那个价值的坚持强度来描述。这种把论题理解为价值的方法，不仅能使我们将论题学说当作生成论证来源的便利清单的手段来使用，也将它当成研究法律推理和决策的一种方法论来运用，因为它能使论证安排形成层级，对正、反论证进行平衡，做出一个价值判断（这对任何法律纠纷都是关键）。在法律裁决不能被认为从现存法律规定出发，根据形式逻辑推出必然结论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可以用修辞术语说，它可能是正当合理的（justifiable），因为修辞的语境包括更广的法律文本与正义和社会事实的关系。[42]
 佩雷尔曼实际上把古典论题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常理”，构成论证的前提出发点，但它们是被限缩了的论题。他的loci
 仅仅指亚里士多德“更可取”的那类论题，是涉及价值的论题。第二种是从实际论辩提取出来的法语文化中常用的论证型式系统，实际上相当于亚里士多德辩证论题（推理）和修辞式论证的合并。总的来看，佩雷尔曼对论辩技术或论证型式的处理主要是描述性的，对于这些论证型式的逻辑力量少有具体分析。

佩雷尔曼所理解的修辞学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旨在引起或加强对提交讨论的论点的推论性技术。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定义。不过，他补充了四点：第一，修辞学的目标是依靠论诘的手段使人确信（convince）。在论说过程中，允许人们使用广义的修辞技术（包括论题、辩证法和所有其他在争论和讨论期间应用的技术）；第二，修辞学不使用形式逻辑。在实践论说过程中，人们并不想要找到真理，而是使听众确信，因为不可能证明规范陈述的真或假；第三，作为一个客观范畴，真可被描述为“非个人的”，而确信可被描述为“个人的”，因为确信的行为总是就一个人或人们即某些听众而言的；第四，确信的范畴可以定级。一个与争论价值而非真理相关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接受的程度可能取决于论辩所针对的听众的类型。[43]
 在佩雷尔曼那里，以前区隔开来的两种论辩哲学——修辞学和论题学，现在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融贯的总体，一种新的法律论辩理论。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法律论辩理论是介于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第三条道路”。佩雷尔曼和提泰卡的《新修辞学》复兴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体良为代表的古代修辞学传统。在其后续著作里，佩雷尔曼反复论及与古典论题学和修辞学相联系的话题。晚期著作《法律逻辑·新修辞学》（1976）以新修辞学一般理论框架为基础，阐述了法律论证的两个核心元素：论题（普遍接受的价值）和论证技术（论证型式）。在他看来，论题是每一种可能的论辩理论的基本要素。亚里士多德的“共同论题”（loci communes
 ）是每一讨论过程中要考虑的观点或价值，它们能使言说者明确表述在特定论说过程中所使用的命题、规则或准则。“特殊论题”相对于特殊学科。法律的一般原则只是法律这个特殊学科的特殊论题，而最一般的论题是每一“非专业化反省”的出发点，它在每一论说中担当的角色犹如形式系统中的公理。言说者在选定了“共同论题”之后，必须努力使它们变成他的对谈者或听众意识中的“存在”（present）。这一目标要由各种论说技术来实现。在将“共同论题”植入听众意识的过程中，强化、反复、使用明显的间接言语、视觉化和倒装时态（reversing tenses）等修辞格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佩雷尔曼试图描述法律论题的主要类型，拟订论证型式和法律原则的独立目录。对于前者，他接受塔里洛（Giovanni Tarello，1972）提出的分类，根据职业律师的经验列举了13种能用于法律解释的论证。这些论证并不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因为它们与风格、推理的实质、来自文本之前提的建立相联系。它们与直觉不同，是根据对一种思考过程直接和完整的理解的推论运作（discursive operations）。对于后者，他吸收斯特拉克（Gerhard Struck，1971）法律论题（原则）目录系统。在法律论说中，两种论题起同样的作用，都能使论证的执行和完成以及有效法律的解释成为可能。佩雷尔曼指出，论题并没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它们不是指形式，而是指推理的目标，换言之，它们帮助建立基于有效法律的原则。[44]
 按照菲特丽丝的分析和介绍，舒茨（1991）等分析了法律活动中佩雷尔曼论证技术（论证型式）的应用。[45]
 不过，佩雷尔曼对法律论辩中论证型式的复杂结构与论证型式的合理性评估讨论太少。后续发展起来的法律论证型式理论（沃尔顿、菲特丽丝等）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图尔敏眼中，亚里士多德逻辑是理性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其范围不仅包括所谓形式的和普遍的“分析学”，还包括功能的和特殊的“论题学”。前者是形式逻辑，后者是论题学（topics）或实质逻辑（substantive logic）。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实践问题是如何在意见中进行选择，即如何区分那些得到相关实质理由支持的生物学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看法与那些缺乏恰当基础或无根据的看法。图尔敏对法律论题学或法律论证型式理论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提供了法律论证的一般结构模型（可推广到一般论证），它可以代表所有论证型式（论题）的一般结构；第二，担保（warrant）的概念继承和发挥了古典论题的概念，而反证（rebuttal）的概念开辟了论证型式评估的新方向。担保的概念相当于论题的核心——准则或推论规则，但图尔敏明确指出，担保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必然的、普遍的或绝对的概括与偶然的、特殊的或一般情况下成立的概称句。反证揭示了担保使用的例外情形，从而使得结论只能是假设性的。这两点尤其与法律论证的特性相吻合。此外，图尔敏将论证中具有不同功能的前提加以区分，也与法律论证中的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相对应，支援（backing）则可能与法律渊源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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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具体法律论证型式的一般模型

扩展的图尔敏论证模型可以描述法律论证的动态过程。扩展的模型包括三个构件：第一，可以细化根据到主张这一步骤。实际上，这一步骤除了包括人们所熟知的从予料（data）到主张的步骤而外，也可能包括从给定的证据确立推论的前提（用法律证据证明法律事实）；或者，当有两个对立的担保看来均可适用于案件时，需要为偏好其中之一而作归纳。第二，我们使用支援、限定词和反驳来检验给定担保的权威性。支援、限定词和反证都是检验给定担保之权威性的推论性程序。它们是构成复合论证的子论证。比如，支援事实上是辩护担保权威性的新论证；限定词可能对担保的力量做出限制；反证则检验担保在当下案件中的可适用性。因此，这三个因素帮助精练初始的担保以使其成为可适用的。第三，随着论证的展开，要被适用的担保本身被检验、精练和调节，以适合手头的案例。这意味着，法律论证不是逻辑上静态的，而是一个进化的支持结构，显示为论证进步的逻辑。当然，图尔敏对使用担保和确立担保的论证所作的区别已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预示。从法律论题学的观点看，作为论证型式的论题的核心是其中的推论规则或法律规则——担保。扩展的图尔敏法律论证模型反映了围绕法律规则适用的三个子过程：基于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渊源，初步构造一个担保；根据支援、限定词和反证对担保予以精练；在这种精练过程的特定阶段上，将担保适用于手头案件。[46]
 图尔敏在论述法律论证时将法律裁决问题分为两大类——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两类问题的相关论证都符合他的六因素模型。解决事实问题的论证常常采用的是证人证言、诉诸专家意见、环境证据和物证等相关论证型式。与法律问题解决相关的论证型式，主要是根据先例。[47]
 当然，图尔敏在法律领域之外还讨论了根据迹象、根据概括、根据因果、根据归类（argument from classification）、根据对立（argument from opposites）和根据程度（argument from degree）的论证型式及其错误应用——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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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应用于疑难案件且反映法律论证动态性的图尔敏模型

一种基于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的法律论证型式理论可大致描述如下。

1.法律论证型式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使用的论证结构或方法。其中论证的概念融合了逻辑学（支持关系）、辩证法（对话、意见分歧）、修辞学（语境、听众）和言语行为论（说事和做事、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论证的预设）要素，突出了论证的交际或说服功能。法律论证型式的核心是图尔敏意义上的担保、推论规则，特别是可废止的推论规则。法律论证型式包括法律证据的型式、法律解释的型式和法律适用的型式。

2.法律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模型是六因素的论证基本结构。它是图尔敏从法律论证提炼出来的，有更强的概括力。它区分了前提的不同功能，包容了多样的论证形式（演绎、归纳和合情论证），融进了对话元素（反证）和各种支持力等级（模态限定词）。

3.法律论证型式的规范性力量或证明力并非源自形式（form）结构的保真（truth-preserving）特性，而是来自型式（scheme）的保权（entitlement-preserving）性质：[48]
 在t时，法律事实（G）业经法律证据证明，法律规则（担保W）得到正确的法律解释或法律渊源（支援B）支持（没有发现这两者的有力削弱或压倒性证据），排除了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况（反证R）的条件下，我们有权利得出或至少假设地（模态限定词M）得出某一法律裁决结论（主张C）。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司法三段论是“准三段论”。麦考密克也指出：法律适用的推理是说服性的，而非演证性的（demonstrative）；有些论证确实比其他论证更好，尽管通情达理的和极有经验的法官对要达到的正确结论常常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裁决依然必须做出，它具有终局性但没有不可错性。[49]


4.法律论证型式可以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途径获得。前者是从一般论证型式集出发，通过其在法律语境的应用和适用性检验而作为法律论证型式固定下来。比如，欧洲学者的一个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文本建立论证语料库的计划，利用非形式逻辑学家确认的论证型式，[50]
 考察2006年8—12月的45个英语文档，辨识不同论证型式的使用频率。[51]
 后者是通过建立法律论证语料库，从中抽象出具体的法律论证型式，甚至可以再抽象使其成为普遍适用的论证型式。例如，早先麦考密克和萨默斯等16名学者耗时7年完成的国际研究计划的成果《解释制定法：一种比较研究》（1991），概括出11种英、美、德、法等9国高等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解释论证型式。其中，萨默斯所写的关于美国的报告提出了被用来解决美国高等法院出现的制定法解释冲突的22种论证型式。[52]
 英国敦提大学计算学院论辩研究组也在进行论证型式语料库的建设工作，他们强调从经验概括新的论证型式。该语料库已从真实世界的论辩中概括出25种新的论证型式，其中包括法律领域运用的论证型式。[53]


5.论证型式的组合使用可以增加证明力。威兹德姆和佩雷尔曼对论证型式力量之累积性的比喻——“椅子腿”和“布之线”指明，单个论证型式提供的证明力可能非常弱，它的力量依靠多个论证型式的累积。[54]
 胡恩将这种论证的组合比喻为“论证缆”（cable of argument）。这一隐喻表明，法律论辩是由不同种类的法律论证一起编织成的缆。一条缆的强度，并不取决于个别的线，而依赖它们编织在一起累积的强度。对法律解释而言，当每一种法律论证方法或论证型式（如引证文本、意图、先例、传统和政策的法律论证）指向同一结论时，它就生成必然性（inevitability）的印象。因此，创造有说服力的论证需要使用一种以上的法律论证型式。[55]
 对法律事实的证明来说，论证缆可能与通常所说的证据链相对应。事实上，有些法律推理，比如基于案例的推理，是类比论证、根据语词归类的论证、根据先例、根据规则例外等论证的连续或整合使用。相反，不同论证型式可以构成攻击关系。可以使用另一类论证型式来攻击先前所使用的某一论证型式，此谓“跨类攻击”（cross-type）。这种攻击可以用两种方式。一是，论辩者可以断定，某一论证类型是合理合法的，而竞争的论证类型则相反。这是否定某一论证类型的合理合法性。二是，论辩者断言，某一论证类型绝对地或在语境上盖过了某一不同的论证类型。例如，胡恩引用很多案例说明了文本论证与意图论证、政策论证、先例论证以及先例与政策论证的这种攻击关系。[56]


6.论证型式在法律论辩活动中具有转移局部证明责任的功效。每当论辩的一方利用论证型式得出一个暂时的、假设性的结论，如果另一方不肯就范，那就得承担一份证明责任：他或者揭露那个论证型式的具体应用的弱点，进而削弱其证明力，或者提出更有力的反证据，构成一个证明力更强的论证，颠覆原论证的结论。这两种情况是与批判或攻击论证型式相联系的“削弱”和“反驳”。

7.论证型式的评价通过考察制约其规范力的相关条件或批判性问题来进行。论证型式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纯形式，而是“半形式”或语用形式。对某一论证型式的具体实例的评价，一方面要考虑它是否满足它所例示的论证型式的结构要件，另一方面要考察它是否满足该型式匹配的制约条件或批判性问题所表达的要求。不能保证每一论证型式的任何一次使用都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它们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如此。比如，法庭不可能一概相信证人的证言。是否采信证人证言，要求法官思量保证该证言之可信性的常规条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庭至少从五个因素来考虑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证人在罪行发生的时候看到罪犯的机会；证人在当时注意的程度；证人给出的任何先前描述的准确性；在辨认时，证人表明的确定性程度；罪行发生与辨认之间的时间长短。法庭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后，认为环境（情况）总体表明某个证人的辨认是可靠的。[57]
 甚至在这五个因素中，还可能细化若干子问题，比如，对第二个因素，包括证人的感觉器官在当时发挥正常的功能等。相反，如果诸如此类的条件未予满足，证人的证言就难以采信。法律论辩中的论证者反驳对方的论证，法官对一方论证的不予接受或反驳，都应是从那些制约条件或批判性问题切入的。相反，法律裁决中的推理错误往往是忽略这些条件所致。[58]


8.论证型式和宏观论证结构类型构成更大的法律论证语篇。这些结构类型与另一方回应（质疑）的性质相关联。理由遭到质疑，可能以线性论证回应；证据或前提对结论的相关性遭到怀疑时，可用组合式论证予以消除；证据或前提的充分性遭遇非难时，收敛式论证提供另一角度的支持力量。而每一种论证结构类型要完成自己的论证功能必定又与各种各样的论证型式结合在一起。比如，线性论证与从因到果、根据后果、目标—手段以及滑坡论证等频繁配合。反之，我们拆解这些不同论证结构也可以寻找不同的、有效的突破点。

9.论证型式的谬误绝非因其形式的无效性，而是因为误用了合适的论证型式，使用了错误的论证型式（没有资格作为论证型式），或者是把仅仅适用于某一语境的论证型式非法转移到别的语境。法律论证中大量发生的是合情论证模式的误用，即论证型式的运用没有满足相关制约条件或没有回答或没有满意回答匹配的批判性问题。

10.由于法律制度和程序，一般论证型式在法律语境中的应用涉及一些特殊要素，因而导致分析和评估论证型式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评估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可能不尽相同。一般的迹象论证型式在法律证据证明中，可能具体化为物证、环境证据论证。而另一些论证型式，可能要考虑更多的因素。[59]
 比如，诉诸专家的一般论证型式有六大类批判性问题，每一批判性问题之下又有3—5个子问题。[60]
 但是，从证据法角度来看，似乎需要考虑的批判性问题多得多（11个），其中大部分是新的批判性问题，它们对于考虑法庭上常常被用作专家证言的那类科学证据尤为重要。因此，虽然专门化的法律论证型式基于论辩理论中一般的论证型式，但看来需要法律中运用的专门的诉诸专家证言的论证型式，但它应该更为详尽，特别为法律目的而设计。事实上，最近对医学领域的诉诸专家论证型式的研究也表明，一般论证型式在这个语境中运用时也涉及一些特殊的变化。[61]


11.法律论证型式可以与不同的法律渊源直接联系起来。法律解释中使用的论证型式和法律渊源密切结合，恐怕也是法律论证型式的一个特殊性。法律可以被认为是法律文本本身（引证文本的论题）；法律被看作是把文本颁布为法律的那些人意欲的意思（根据意图的论题）；法律也可以被构想为表达法律是什么的法庭的意见（根据先例的论题）；也许法律被认为是共同体成员早已施行的传统方式本身（根据传统的论题）；法律也可理解为法律要服务的深层价值和利益的表达（根据政策的论题）。对抗制中的法律论证的说服力取决于其经得起对手攻击的能力，所以，在熟知证明中所使用的论证型式外，还需了解对五类法律论证类型攻击的方法。[62]


12.论证型式与某一法律文化的思维特性或法官的思维风格相联系。阿尔尼奥观察到，起源论证（历史论证）的角色在芬兰比在瑞典弱得多。在芬兰，最高法院的裁决包括参考立法史，但该论证只是其中的一个论证而已。[63]
 根据目的的论证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法律解释中广泛使用。在英国，只是有限承认这种论证型式的合理性。而在美国，只是在语义论证不能奏效时才使用目的论证，或者用目的论证强化语义论证。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不同法律文化之下的司法判决风格有所差异，而不只是使用论证型式方面的特点。[64]
 从个体层次来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偏好的分析模式，一种生活哲学。法官的人生观帮助塑造其司法哲学——特定论证形式可以为司法裁决提供合理合法基础的信念。很可能所有法官都倾向于觉得某种或某些论证类型比别的论证类型更有说服力。[65]
 只要研究一下以前的裁判意见，认真在法庭上倾听，就会发现法官偏爱的司法风格。
 
[3]



法律论证所依托的法律诉讼活动的总体结构是：首先确定法律冲突中的主要议题（即所谓争点）；然后，各方按照自己的策略分析案件，在所选用的论题（论证型式）的帮助下构造有利的论证；之后，法庭对所使用的正、反论证进行平衡，调适竞争的价值，做出裁决（并加以证明）以解决冲突。[66]
 法律问题的解决也可分为三个主要环节：事实的证明、规则的解释和规则的适用，这些阶段所有工作的完成都依赖论证型式。[67]
 论证型式研究不仅成为当下法学论题学的一个核心内容，而且在诸如语用—辩证的法律论辩理论、沃尔顿的法律论证理论和人工智能的法律论辩理论中，论证型式也有关键地位，因为它在法律论证结构的重建、法律证据的证明、法律解释的证明以及裁决证明诸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当代法律论证型式研究与非形式逻辑、修辞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有良好的互动。

扩展的法律论题

针对法律论题目录取向的法律论题学，近来有学者主张一种综合第一种和第三种路向的法律论题集。有人指出，法律论题目录或以法律原则为核心的论题是“强意义”上的论题。然而，法律领域尚有这些目录之外更多的论题，比如论证型式。因此，应该坚持一种“弱意义”上的论题，将法律问题解决过程中使用的论证型式也囊括在论题目录之中。[68]
 波兰学者斯太尔马赫（Jerzy Stelmach）和布鲁兹克（Bartosz Broek）综合的一个论题系统可视为这个方向的代表。

法律论题填充实践论诘（practical discourse）的一般规则与有效法律之间的空隙。法律论题包括论证和法律原则。法律论题常常在一个法律论诘中提供可废止的强论证。它们永不担保绝对确实性，因为可能总是出现某一特定论证或法律原则不能适用一个案件的情况。这个规律性的唯一例外也许是法律原则在有效法律规则中明确表达出来。于是，它们就是一个给定法律系统中有效的规范。法律论题的第一大类是论证。大体上，论证是法律逻辑的某些规则（非正式的理解），它们在法律论诘中的可靠性（力量）和可能的适用范围方面差别很大。所有论证（当然是一个并未穷尽的目录）不仅能在法律论诘中使用，亦能用于其他类型的实践论诘。最为重要的论证有16种。另一类法律论题是法律原则，可以对其做出广义或狭义的解释。斯太尔马赫和布鲁兹克接受法律原则的广义概念，将那些并没有直接反映在有效法律条款（规定）里的所有标准和某些一般法律规则（随着时间推移，某些法律原则变成有效法律规则或规范）囊括其中，包括原则、政策、习惯法规范、关于法律的一般论点、法律教义学阐述的考查方法、法律哲学和法理论以及法律“俗语”（sayings）。显然，要草拟一个法律原则的目录几乎不可能。可行的只是将原则划分为一般的、解释的和具体的，以表达法律原则的基本类型。[69]
 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与法律论诘中“非专业化的论题”相联系，它们的使用没有限制，亦可用于其他类型的实践论诘。解释的原则（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如清晰者无须解释，法律不追溯既往等。特殊原则（Special principles
 ）与具体法律领域尤其是民法和刑法相关。

虽然这些扩展的论题系统已对法律论证型式给予一定的重视，但是，从整个法律活动来看，与法律证据证明相关的论证型式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完整的法律论证型式系统应该将其纳入。事实上，古希腊《亚历山大修辞学》早就讨论了与法律证据相关的论证型式，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论题也主要是事实证明的论证型式，西塞罗时代与法律争点相联系的大部分论证型式也是关于证据方面的。

二 法律证据的论证型式

当代法律论证型式研究主要有三个代表——语用—辩证法、沃尔顿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法律论辩理论，它们都以对话为分析框架，以论证型式为核心。一方面强调对法律论证的理性重建，另一方面看重法律论证型式合理性的制约条件，并使用批判性问题评估法。“人工智能与法律”注重法律论证型式的形式化和模型化；语用—辩证法主要研究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论证型式，而沃尔顿的论证型式理论在法律论证领域的应用既包括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论证型式，也包括法律证据的论证型式。传统上，法理学家在法律推理的名目之下重点关注法律解释的论证型式，法律事实证明过程中使用的论证型式问题则留给证据学家。当代法律论证型式理论则将法律证据、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论证型式统一考虑。

法律证据证明的故事型式

从融贯的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上来说，故事需要将案件中复杂的事实群组成一个或多个关于案件中“发生了什么”的假说。然后，用基于证据的可废止推理（链）组成的论证，支持或攻击这些假定的故事里的单个事实。论辩者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按照案件中的证据论证该故事的可接受性，以此为基础决定接受哪个事实。证明过程中所使用的论证常常基于一般知识，比如“专家陈述通常被相信”或“DNA样本分析有证明价值”这类表达的概括。这些概括可能采取的形式是众所周知的论证型式。论证型式是构成论证基础的一般推理模式，匹配相关的批判性问题，这些批判性问题指向怀疑这种论证的典型来源。一个案件论证的可接受性因而可以使用这些批判性问题予以批判地分析；根据对这些问题的（不令人满意的）回答可以构建可能的反论证或抗辩。论证型式也可以点出论证的省略部分。按照证明过程，所发生的故事以一般知识或图式模型（schematic patterns）即所谓的故事型式为基础。比如，一个“故意行为”的故事型式体现关于某一故意行为的典型故事所包含的一个事件类型的模式（例如，动机—行为—后果）；一个“餐馆”型式描述到餐馆吃饭的典型故事所包含的事件模式（如，点菜—进食—付账）。靠着将一个目标当作有关在此情形下发生了什么的可能假说的模板，这些故事型式可以帮助分析家。故事型式还可以指出一个故事的省略部分，人们可以提出与一个故事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对于以辩证的方式批判地分析复杂刑事案件而言，有三类批判性问题：与论证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它们可用于分析以证据为基础的论证；与故事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用它们可以分析关于事实的假设性故事；适用于混合的论证—叙事案件分析的批判性问题，它们可用于分析作为整体的案件，即故事与支持或攻击这些故事的论证的组合[70]
 。贝克斯等提出一种导致最佳说明推论的混合论证—叙事理论，其背后的理念是：对事实作出辩证的和批判的决策时，论证和故事都在起作用。[71]


故事是行为者所经验的有时间顺序的、融贯的一连串事件。判断一个特殊故事有多好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该故事的证据支持，即案件中的证据材料支持一个故事的程度。在混合理论中，通过构建论证来支持故事，从一个或一个以上证据项目开始，朝着一个结论即故事中的一个元素（一个状态、时间或实践之间的说明性联结）进行推理。在这些论证里，与推理步骤相联系的是证明该推论的概括（比较图尔敏的担保和上述论证型式）。因此，按照混合方法，故事可以用论证给出证据上的支持。一个结论不仅有证据支持，也有证据反对它，对一个论证的怀疑来源应该通过给出攻击该论证的抗辩来主动挑战（例如，证人的可信性可能被质疑）。当这样一个抗辩足够强时，由于从证据到故事的元素的推理链被有效地打断，因而证据不再支持故事。而且，论证也能用来否定故事。在不同故事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取决于它们符合证据的程度，也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融贯性，即故事是否符合我们世界的知识。如果一个故事是一致的、完整的（即该故事完成了一个合情理的故事型式），个体的说明关系是合情理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融贯的。如果一个故事不一致（如嫌疑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点），某些相关的部分缺失了（没有给出自杀的动机，或者在盗窃案中，不清楚事实上失窃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故事基于难以置信的因果信息（用一个玩具枪射击某人引起此人死亡），那么该故事就不太融贯。[72]
 可以给出论证支持或攻击一个故事中的说明性的或因果性的关系。比如，通过论证“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因为稍微的意见不同而射杀另一个人”，来攻击这样的故事：“两个人有意见分歧，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开枪，那个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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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根据贝克斯和维尔希基改写的法律证据论证型式关系图

一个或多个前提通过一个或多个连续的推论步骤支持某一结论，这样的论证有一种树形结构，而一个故事是按时间次序的、融贯的一连串事件，因此论证和故事有不同的结构。但是，如果允许论证更广泛的定义的话，这一区别就变弱了。由于在案件分析中，可能强调论证取向的元素，也可强调故事取向的元素，人们可以说，论证和故事就像“连通器”（communicating vessels），一个案件分析的论证取向版本方面的改变需要故事取向分析方面相匹配地改变。证据推理涉及有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大量知识。这种知识并不基于直接证据，而是储存在所谓的“知识库”（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的仓库）中，“储存”在推理者的头脑里。这种知识的某些部分是常识（谋杀者通常需要杀人凶器），另一些需要特殊的专门技术，如关于一个法医报告（DNA比对）证明力的知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允许我们以语境所需要的可靠方式假设或推论新信息，同时，这类知识常常在一个大的共同体中被接受，具有不同的可靠性等级。在混合方法中，关于世界的知识以两种主要方式使用。首先，优良而有效力的运用证据的推理需要实用（不必是形式的）推论规则（担保从前提到结论之推论的概括）的知识。其次，也需要事件的相关情节或事件群的知识。概括和情节可以分别看作是论证型式和故事型式，是编码推理和知识的一般模式。比如，一个证人证言的论证型式对于基于证人陈述的特殊论证是一个一般型式。同样，一个谋杀的故事型式对于特殊的谋杀故事是一个一般型式。[73]


论证型式可以是抽象的，亦可是具体的。标准的肯定前件推论规则是抽象的论证型式，根据证人证言的论证则是更为具体的论证型式。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型式的层级，从抽象的、域独立的规则（肯定前件）到更为域特殊的和语境的型式（证人证言、专家证言），而某些特殊的型式是抽象型式的实例。比如，证人证言和专家证言型式是一般知情地位型式的实例。而证人证言型式的子型式是证人的具体“类型”型式，比如证人宣誓或某一特殊法律系统中的作证。论证型式可以有许多来源，比如逻辑或认识论（例如，波洛克根据知觉或记忆的推理规则）。它们代表有关至少在相关（哲学的）共同体中存在一致同意的常规的（stereotypical）推理方式。法律也给我们指明我们推理中的常用模式。比如在荷兰法律中，证人证言明确被规定为证据的一种，法官可以依据它形成自己的裁决。这意味着，立法者默认相信证人证言概括是假的这一点极不可能。考察常规推理模式的重点之一是，能给出每一型式的某些典型的怀疑来源。对于论证型式，这些怀疑来源表达为批判性问题。批判性问题表明论证可能的弱点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对故事产生浓厚兴趣，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典型故事结构的形式语法。这些故事语法将故事分为开始、发展和结果。在后续研究特别是尚克和阿贝尔森（1977）的研究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故事模式，即所谓的脚本或说明模式（explanation patterns），以帮助理解故事。比如，“餐馆脚本”包括有关某人去餐馆吃饭时所发生的标准的一连串事件，由于它填补故事中并没有明白提及的事件的空白（例如，此人看菜单），因而帮助我们理解关于去餐馆吃饭的某个人的简单故事。脚本和说明模式也可用于说明一个事件，把事件与用于说明之前该事件的说明联结起来。情节、脚本和说明模式可视为故事型式的实例，故事型式是各种形态事件的一般模式，能充当特殊故事的背景。与论证型式一样，故事型式的范围也可以从抽象到具体。比如，开始—中间—结尾的型式是故事非常抽象的型式。彭宁顿和黑丝蒂（1993）提出的故意行为的情节型式是这样一种模式：形成动机—目标—行动—结果，这个模式更为具体。更加具体的型式不仅提及一连串事件，而且提到特殊类型故事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因此，故事型式如论证型式一样是有层级的，具体型式可看作是抽象型式的实例。论证型式指示命题之间的推论关系，故事型式（其中的一连串事件）指示事件或事件类型之间的融贯关系。故事型式除了帮助回溯推论而外，也能用于批判地分析现有的故事，特别是故事的融贯性。比如，由于特殊型式中的某些元素没有在故事中出现（例如，没有提到一个谋杀故事中动机的构成，或者谋杀行为与被害人之死亡之间的因果环节没有解释清楚），使得一个故事不符合某一特殊型式，那么故事的融贯性就降低了。另外，人们可以提出与故事型式相联系的批判性问题。比如，故意行为型式的批判性问题是：可能存在威慑采取该行为的另一个动机吗？该行为可能由其他动机诱发吗？该动机对这一行为是一个合理的（legitimate）动机吗？该行为可能具有所陈述的后果吗？[74]


合理的事实发现匹配以下批判性问题：

1.一个故事中的案件事实被充分明晰起来了吗？一个案件应该包括清晰表达的、充分具体的和融贯的故事，它详述“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故事是要调查或辩论的议题，而且，假如成功地论证了的话，将是案件的结论。

2.故事得到证据的充分支持了吗？或许故事的基本元素并没有得到基于证据的论证的支持。

3.证据给予故事的支持是充分相关和强有力的吗？展开为两个子问题：从故事中的证据到事实的推理步骤得到那种有效而理由充分的概括或明确担保型式的辩护了吗？存在型式和概括使用的例外破坏证据和事实的联系吗？通常，常见论证型式（如证人证言或专家意见型式）不必明确陈述出来，但是，例外的可能性永远不能被忽视。

这三个批判性问题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对事实（故事）有充分清晰的描绘，有尽可能多的支持它们的证据，确立了这些证据的相关性和力量。关于作为整体的案件的论证，可以通过对故事的批判性分析和表明没有可行的替代选择，来进一步加以改善。分析故事的方式之一是考察其融贯性。如上所述，故事型式对决定这种融贯性起重要作用：它们允许我们决定一个故事是否是完整的（即具有对应故事型式的所有基本部分），它们与指向典型怀疑来源的批判性问题相联系。一个故事应该符合一个有效的故事型式，就如一个推论应该给出一个有效的论证型式一样。应该注意故事的三个主要维度：故事的一致性以及故事里个体因果关系和事件的合情理性。但是，总是存在偏爱“好”故事（即融贯的故事）和“真”故事（被强证据支持的故事）的危险。除了分析故事的融贯性，我们还应该决定是否存在反驳该故事的证据，即是否存在攻击该故事的基于证据的论证。

4.故事本身受到充分的批判性评价了吗？展开为三个子问题：（1）故事是充分融贯的吗？有元素被漏掉了吗？有难以置信的事件或因果关系吗？故事是一致的吗？（2）存在反驳该故事元素的证据吗？（3）故事的结果被用于检验该故事了吗？

5.其他可替代的故事被充分考虑了吗？包含两个子问题：（1）不止是在调查阶段，在法庭上进行了对替代说明的充分搜索了吗？（2）替代选项被充分分析了吗？选择一个故事而非其他替代选项有明晰的理由吗？量化故事的性质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故事的比较也是复杂的工作。因此，重要的是，所有故事及其支持论证要用批判性问题予以辩证地分析。

6.所有对立的理由都被考虑权衡了吗？即是说，所有用于权衡对立理由的考虑都予以明确了吗？这个工作是在个体事实和事件的层次和作为整体的故事层次上完成的吗？

在此，沃尔顿的论证型式理论、威格摩尔的证据分析图表以及菲特丽丝的语用—辩证分析方法都是可利用的。混合理论以及相关联的批判性问题表明，在基于证据推理中包含的辩证论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仅仅使用三段论论证不可能予以恰当的模型化。两类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起作用：具体说明哪类理由支持哪类结论的可废止论证型式（如证人证言型式）；具体说明哪些事实和事件群是合情理的、融贯的、可期望发生的故事型式（如餐馆脚本或谋杀故事型式）。[75]


法律事实证明中的论证型式

演绎和归纳逻辑适用于证据推理的潜能有限，这些工具不能充分把握诸如环境证据、证人证言和品格证据这些法律证据的典型形式。这些证据形式基于一种在裁决一个争点时承载某些证明力的推论，这些推论不是终结性的，也不完全对应于给命题指派概率值进行评估的方法。沃尔顿早就注意到“法律证据中的常见论证型式”和“证据法中的其他论证型式”。例如，根据专家意见和证人证言这些可废止论证是法律证据的基础，意即它们是审判中用作法律证据的极为常见甚至典型的论证；诉诸未知的论证型式也在事实证明中应用，特别与证明责任相联系，尤其在刑事审判中，控方和辩方证明责任的不对称涉及根据未知的论证型式。根据未知的论证型式对于对抗制系统中审判的论辩结构来说，也是基础性的。同时，这个论证型式也可能在品格证据中运用。
 
[4]

 根据现象的论证型式也用来说明论证型式在法律证据中如何常见和具有重要性；回溯论证是证据法中另一个重要的论证型式，环境证据、证人证言都可能和回溯论证相联系。当引用品格证明一个动机存在时，关于一个主体品格或过往行为的主张可能被判定为是相关的。一般认为，一个主体在品质上是个坏人，可能是用于影响陪审团的极为有力的论据。这种品格证据往往把针对人身的论证型式作为论证工具。[76]


三 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论证型式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像阿尔尼奥（1977）、阿列克西（1978）、麦考密克（1978）、佩策尼克（1983）和符卢勃列夫斯基（1974）这样的法理论家开始发展法律论辩理论，他们的理论迄今仍影响着现代法律论辩的路向。这些法律论辩理论都试图为评价论辩的质量发展一种规范的理论框架，都把法律论辩构想为一种理性交流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理性讨论所要求的法律论辩必须满足的合理性标准（criteria of rationality）。这一为法律论辩质量之评价而发展的规范框架的理念在麦考密克和萨默斯（1991）的国际研究计划中进一步得以详尽阐述。这一计划旨在对不同国家在制定法规则解释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论证形式作一概览。考察的结果表明，法律论辩的理性重建是从理性评估视角分析各种解释性论证（interpretative arguments）形式的方法。[77]
 类比论证、对立论证（e contrario
 ）、起源论证（历史论证）、目的论论证和融贯性论证，是由各种单个论证构成的复杂论证结构。“人工智能与法律”的代表认为这些论证形式是不同的推理模式（reasoning patterns），而语用—辩证法家和非形式逻辑家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论证型式。[78]


多种多样的论证型式

解释是法律实践论辩的特殊形式。在其中，人们对权威文本或作为证明法律裁决的一种特殊类型理由之材料的一种特殊理解予以论证。解释性论证在法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甚至可以把它描述为“法律的神经”。意义读取和证明的过程基于某种推理，这种推理是可废止的，对它的评估是通过考虑反论证或抗辩进行的。[79]


语用—辩证方法搞清了不同论证型式和论辩复杂形式的精细分析如何能够澄清论辩在其中发生的批判性讨论的底层结构。对这种批判性讨论的底层结构的澄清形成了一种工具，用来表明法官要成功辩护其裁决，他应该对哪些具体的批评形式作出反应。具体说明与各类论证型式和子形式的评估相关的标准，澄清在何种条件下，一个特殊的论证形式能构成对一个法律裁决的合理辩护，在这一方面，非形式逻辑方法也别无二致。当然，人们认为某些法律论证类型，比如根据后果、根据类比和对立论证，有时是不充分的、弱的，甚或是可疑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这些身处更为复杂论辩结构中的论证形式可以形成对一个法律裁决的合理辩护。比如，如果特定的条件被满足，由通过表明历史上的立法者意欲的目标或有效法律秩序客观规定的目标所形成的论证加以补充，后果和目的的论证形式就可能是可接受的。与论证型式相关的批判性问题不仅起着分析辩护类比论证之工具的作用，也有助于分析反对一个具体类比论证的论据。就评估而言，不同的论证型式适用不同的评估标准。通过分析和评估来自真实法律实践的法律论证的复杂形式之实例，表明一种理性重建能澄清作为理性事业的这些法律论证形式的本质，也能澄清从理性讨论视角来看，在什么条件下这些法律论证形式构成法律裁决的合理辩护。[80]


麦考密克和萨默斯《解释制定法：一种比较研究》（1991），概括出11种英、美、德、法等9国高等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解释论证型式。其中，萨默斯在所写的关于美国的报告中提出了被用来解决美国高等法院出现的制定法解释冲突的22种论证型式。[81]
 传统上，法律论题学研究的中心是法律解释使用的论题。佩策尼克在论述“法律推理方法”时，讨论了逻辑的、准逻辑的和字面的解释；系统解释；缩减、限制和扩张解释；类比和法律归纳、根据对立的论证（argumentum e contrario
 ）、根据更强者的论证（argumentum a fortiori
 ）、目的论论证（主观的、客观的和激进的）等。[82]
 萨默斯在所写的关于美国的报告中提出了被用来解决美国高等法院出现的制定法解释冲突的22种论证型式：[83]


1.根据语词的标准日常意义的论证

2.根据语词的标准技术意义的论证

3.根据语境上融贯的意义的论证（包括5种情况）

4.根据先例的论证

5.根据法条类比的论证

6.根据与相关法律部门之内的一般法律概念操作相融贯的论证

7.根据与制定法所在领域的相关权威公共政策操作相一致的论证

8.根据与所提出意义问题相关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论证

9.根据历史上演化了的意义的论证

10.根据制定法最终目的的论证

11.根据立法意图的论证（主观的或客观的）

12.尊重受托应用该法条的主管机关解释的论证

13.根据选择避免宪法争议的意义的论证

14.根据实体理由（如道德、政治、经济等考虑）的论证

15.根据法条所处理现象（如公园、银行、家庭等）的规范属性的论证

16.根据“法治”价值的论证

17.根据公认解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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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论证

18.根据公认法律权威（如法律教授）的论证

19.根据假设性案件的论证

20.根据立法默许先前的行政或司法解释的论证

21.根据法条过时或法条年代的论证

22.根据逻辑形式的论证（如根据更强者的论证、归谬论证、类比等）

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认为前10个很可能是最重要的。[84]
 班科夫斯基和麦考密克的“英国的制定法解释”列举了三大类15种解释性论证型式。[85]


萨默斯后来所写的《制定法解释——一种比较研究》指出，从1991年与麦考密克所编的论著推导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每一主要的解释性论证的类型，都可以用两组关键问题进行相对广泛和系统的分析。这两组问题重新定义整个制定法解释的主题。第一组的主要问题是：1.如何构想和构建一般解释性论证类型的特殊实例？2.要良好构建这类论证的一个实例，应将哪些元素（包括事实、价值、融贯因素，还可能有其他内容）囊括于其中？假如该论证要成为“可用的”，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3.怎样说明这类论证的一个实例何时具有证明力？怎样的价值原理说明能将这类论证认可为制定法解释方面的辩护？4.这样一个论证的实例具有最大整体力量的理想模型会有怎样的特性？5.什么因素能减弱这样一个论证的力量？6.当这样一个论证遭到批评时，形成对如此论证的最重要的批评是什么？7.如果有的话，这类论证系于或依赖所揭示制定法之本质的范围有多大（即它的时代、专一性、主题内容，它是否取代普通法或其他法律，是否有行政机构对执行该法条负有责任，是否该法条曾是学术分析和推论的主题，等等）？可以说这类论证有理想的使用语境吗？若如此，这个语境的特性是什么？8.不同法律系统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有什么重大变化？第二组问题给解释性论证的个体类型（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解释性论证相联系的）的分析提供了相对广泛和系统的路向：1.什么构成了某一类解释性论证，什么构成了解释性论证的主要类型？2.每一主要类型如何在概念上和实际内容上与其他按其性质看来极为相似的类型相区别（比如，根据日常意思的论证如何不同于根据最终目标的论证？在根据日常意思的论证中，如何能恰当地描绘目的，而一个独立的根据最终目标的论证又依然保留是可行的？）？ 3.与其他主要论证相比，所研究的起作用或可利用的论证类型使用频率有多大？……[86]


不难看出，第一组问题主要是两类问题，即关于法律解释之论证型式的结构和评估问题；第二组问题主要涉及论证型式的类型与各种论证型式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之后法律论证型式研究的核心。由菲特丽斯主持的《论辩》2005 年第4期“法律论辩的型式和结构”专号以及《非形式逻辑》2008年第1期法律论证研究专辑，集中讨论了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论证型式的复杂结构和评估方法，如类比论证、根据对立的论证、根据更强者的论证、根据后果的论证、目的论论证、起源论证、根据融贯的论证等。而菲特丽斯本人的研究运用语用—辩证法方法，刻画了后果论证或实效论证、目的论论证等法律论证型式的具体结构和评价它们的批判性问题。[87]


马卡尼奥、沃尔顿和萨托尔基于前提和结论的语义和逻辑关系，将意大利学者塔里洛所辨识的法律解释过程中使用的13种论证归为5组。这种划分方法将法律解释的论证型式与一般论证型式直接联系起来，突出表明二者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解释性论证的这种分析和归类凸显了法律解释推理与论辩理论尤其是抽象论证模式的现代方法及论证型式的关系。[88]


法律解释论证型式的结构分析和评估

法律解释使用的论证不像以往设想的那么简单和纯粹，每一解释使用的论证型式其实都有复杂的结构。其中有基本型式和包含子论证的展开型式。论证型式对于辩护解释或裁决的证明力也取决于一系列语用条件，它的强弱将依这些条件被满足的情况而定。一般论证型式的评估方法——批判性问题评估法在法律解释论证中的应用如鱼得水，因为法律论辩本身就在对抗制的论诘背景中展开，法律论证的力量就在于抵抗批评或攻击的能力。

大多数论证型式具有一种可废止的肯定前件结构，基于条件式的可废止概括（图尔敏的担保）。同样，解释性论证的一般模式亦是如此：

如果一个语句或词项X
 有属性P
 ，那么X
 应该（不）给出意义M
 。

这个语句或词项X
 有属性P
 。

所以，X
 应该（不）给出意义M
 。

希望把握一个论证之逻辑和语义特性的不同论证型式能通过置换前述一般的可废止肯定前件来适应解释的具体领域。这一推论形式可以转换为论证型式。[89]


我们可以引用普拉格对起源论证（genetic arguments）的分析来说明法律解释应用的论证型式的结构和评估。为了通过解释确立一个法律规则的意义，法官可能使用起源论证。这就是说，他们求助于在序文、备忘录或议会辩论期间所交换的争论中被表达出来的立法者意图。以这一方式，立法过程中所提出的观点或论证从政治语境转移到法律语境。在法律文献里，起源论证（或历史论证）被当作频繁使用的解释性论证之一加以讨论，紧随文法论证（参照一个语词的日常意义）或系统论证（根据该法律规则在法律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规则的关系）。麦考密克和萨默斯（1991）表明，起源论证在许多法律系统中广泛使用。在某些法律系统中，甚至该论证型式优先于其他解释性论证。[90]


法官频繁引用立法者意图的论证来辩护解释性决定。通过这些引用手段，根据政治的论证重现于法律论辩之中，其中所谓的起源论证也许不同。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差异，阿列克西所区别的起源论证的两种类型，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起源论证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揭示构成该论证之基础的论证型式来澄清。利用语用—辩证法论证型式分类可以看出，起源论证是以征兆论证和实效论证为基础的。鉴于该论证的评估，深刻理解论证型式特别重要，因为每一论证类型有不同的正确性标准。对起源论证的两个形式的深层结构的重建揭示了这种论证的复杂性，也使立法者的意图可能处于论辩的不同层次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引证议会文档作为论据处于证实立法者意图的较低层次。因为这一层次的论证基于征兆关系，论证必须满足由这个论证型式产生的正确性标准。为了获得起源论证的整体正确性，提及立法者意图和引证议会文档应该由论说法律程序和立法过程中提出的相关批评的论证加以补充。对付议会文档中的反论证会增加起源论证的复杂性，就如对起源论证之使用的预期批评一样。[91]


麦考密克和萨默斯的研究使我们看清，在区分起源论证和历史论证的法律系统中，历史论证似乎常指考虑自从法令颁布以来所发生的所有相关历史发展的一种解释；起源论证看来指的是在颁布之前或颁布之时的历史条件。在这个论证中，构成立法预备材料的文本被认为对于确定法律规则的解释有重要帮助。

起源论证的第一个形式直接参考立法者的意图。第二个形式主张，立法者将R采纳为促成某一目标Z的手段。前者的结构是：

论点：解释R′

因为：根据议会文档，看来是立法者意欲R′

而且：立法者的意图表明一个法律解释的可接受性

实际上，论证的结构分为两个层次：

[image: ]


图11-4 起源论证型式结构图

第一个形式直接诉求权威——立法者，根据权威的论证是征兆论证的子类。由于一个权威性来源说是如此，因而给命题被当作是可接受的，即是说，来源的权威性被视为归属于这个来源的命题是可接受的一个标志或迹象。对于这种征兆论证型式，要问的批判性问题是：引证是正确的吗？从议会讨论引证的东西典型代表立法者设定的意图吗？该引证或许也典型代表立法者的其他意图？存在指示立法者意图的其他引证吗？R′是否真的是立法者意欲的？立法者的意图是否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关于引证议会文档的批判性问题当然也适用于第二个形式的第三层次论证。这些问题可以用于评估法院所采用的解释决定。[92]
 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与法律文化的差异相关。

起源论证的第二个形式的结构为：

论点：解释R′

因为：解释﹁R′导致﹁Z

而且：Z是合意的，因为议会文档表明立法者意欲Z。[93]


该论证型式有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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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起源论证型式三层次结构图

第二个形式虽然也提到了立法者，但表达解释的论点直接由提及解释之后果来辩护，因而论证型式不是征兆论证，而是实效论证，这是因果论证的一个子类。在这一论证型式中，论点建议某一行动路线，论证由总结采取（不采取）那个行动路线的合意（不合意）后果所组成。对这种实效论证的评估需要提出的批判性问题是：论证中所提到的后果是否的确是不合意的？该后果是否实际上发生是所提议的行动路线的一个结果？[94]


马卡尼奥、沃尔顿和萨托尔认为心理的论证（真实立法者的意图）有一些特殊性。比如，法律的陈述是来自上级权威之命令的表达，因而法律陈述的解释相当于该权威之命令的重建。但是，如果立法者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威（比如国王或皇帝），而是众多的人（比如像参议院或众议院的集合），那么，该论证实际上是将独特的意图归于人的共同体，这些人可能因不同的理由和意图给该法律陈述投票。需要区分两类权威论证：根据权威（专家）的论证和法律的（de jure
 ）权威论证。立法者显然不是专家。后一种论证的力量在于，基于权力的权威，这种权力源自一种超级角色或某种官方身份，他们有权做出在一个立法架构内有拘束力的裁定。因而，这种诉诸权威的论证在结构和评估上有所变化：

小前提：L
 是涉及（通过、起草、修改）源陈述（source-statement）A
 的一个权威

大前提：L
 （通过、起草、修改）源陈述A
 意欲M


条件前提：如果L
 是一个涉及（通过、起草、修改）源陈述A
 的一个权威，且L
 意欲意义（解释）M
 ，那么把M
 当作正确的意义（解释）可能是合情理的

结论：把M
 当作正确的意义（解释）可能是合情理的

马卡尼奥、沃尔顿和萨托尔把塔里洛（1980）的分析概括为下述关键的批判性问题：

1.角色问题：在此情况中，谁的意见有效地代表L
 的意见（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最典型的）？

2.意见问题：L
 通过断定A
 意欲表达M
 吗？

3.一致性问题：M
 与通过同一法律的其他L
 的意图一致吗？

4.融贯问题：M
 导致该法律系统的任何矛盾或不融贯吗？

关键而最有争议的难题之一是如何确定集体的意图，特别在法律陈述被具有不同目的的不同政治集团投票的情况下。理解意图是另一关键问题。为了分析立法机关支持法律陈述而给出的理由，立法准备材料或立法史被使用。显然，意图的重建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支持，有可能诉诸进一步的权威。[95]


后果论证在法律论辩中是实效论证（pragmatic argumentation）。实效论证的一个特殊形式是目的论论证（teleological argumentation）。在语用—辩证方法看来，实效论证的基本形式是：

1.行动X
 是合意的

1.1a 行动X
 导致Y


1.1b Y
 是合意的

这个型式背后有一个隐含前提：

1.1c 如果行动X
 导致Y
 ，且Y
 是合意的，那么行动X
 是合意的

CQ1
 .在这个语境中，实效论证是恰当的辩护方式吗（辩护经验陈述构成的论点，实效论证就不恰当）？

CQ2
 .结果Y
 是合意的吗？

CQ3
 .行动X
 导致结果Y
 吗？
 
[6]



目的论论证的基本形式：

论点：规则R
 必须被解释为R
 ′因为：R
 ′是达到目的G
 的手段

而且：目的G
 是该法律应该促进的一个目标

主观—目的论论证

1.规则R
 必须被解释为R
 ′

1.1a R
 ′是达到目的G
 的手段

1.1b 规则R
 被历史上的立法者预定为实现目标G
 的手段

客观—目的论论证

1.规则R
 必须被解释为R
 ′

1.1a R
 ′是达到目的G
 的手段

1.1b 目标G
 是由有效法律命令客观规定的合理目标

按照语言论证、系统论证和目的论论证的层级顺序，目的论论证只有在其他论证并不提供可接受的解决时才是可接受的。当法官使用这种论证时，有责任证明为什么另外两个论证形式并不提供可接受的解决。因而，第一个相关的批判性问题是：

CQ1
 .法官说明了为什么一个语言的和系统的解释并没有提供规则R
 的可接受的解释吗？

CQ2
 .目标G
 是合意的吗？

CQ2.
 1s
 （适合主观型式）目标G
 确实是历史上的立法者意欲的吗？

CQ2.
 2o
 （适合客观型式）目标G
 确实是由有效法律命令客观规定的合理目标吗？目标G
 基于法律命令背后的一般法律原则或价值吗？

CQ2.2.
 达到目标G
 不是与其他目标G
 ′，G
 ″等不一致吗？

CQ2.3.
 如果存在规则R
 应该实现的更多目标，那么，为什么实现目标G
 优先于实现其他目标？

CQ3.
 解释R
 ′导致实现目标G
 吗？

CQ3.1.NC.
 （必要手段）R
 ′是实现目标G
 的唯一手段吗？有实现目标G的其他解释（R
 ″，R
 ）吗？

（如果实现目标G
 的不同解释之间存在着优先顺序，那么随之而来的批判性问题是：为什么所提议的解释提供了实现目标G
 的更好方式？）

CQ3.1.SC.
 （充分手段）是否存在这样的因素，它们必须与R
 ′一起出现构成实现目标G
 的充分手段？

CQ4.
 R
 ′作为实现目标G
 的手段是合意的吗？

CQ4.1.
 解释R
 ′有任何不合意的副作用吗？

CQ4.2.
 R
 ′与相关法律价值和原则是融贯和一致的吗？[96]


规则适用也是一种论证型式（r
 是规则的名称，P
 为前提，Q
 为结论）：


r
 ：P
 1
 …P
 
n

 ⇒Q


P1
 …Pn


　　　Q


该型式匹配两个批判性问题：

CQ1
 ：r
 是有效的吗？

CQ2
 ：r
 适用于眼前的案例吗？

对CQ1
 和 CQ2
 的否定回答引起削弱性抗辩。[97]


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论证型式密切相关。一个法律规则能否适用某一具体案件，既与案件性质之归属（根据归类的论证）有关，也与对该规则的理解有关，而且这两方面的互动才能最终解决规则适用问题。其中，要解决归类论证里的前提问题，可能要用到类比论证这样的子论证。因此，作为法律裁决最终使用的论证型式——根据规则的论证，只不过是论证型式（比如，根据归类、定义、类比、对立等）之一系列使用的扫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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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法律推理或论证研究中，一般将topoi
 译为“论题”。所谓“论题学”里的论题既包括作为法律原则的论题，也包括作为论证型式或论式的论题。本章尊重法律论题学的习惯，采用topoi为论题的译法，以便能涵盖法律原则和法律论证型式。


 [2]
 有趣的是，哥白尼在天文学研究中运用的一些方法和论证，得益于他在博洛尼亚所受的法律教育，这种法律教育的课程中包括辩证推理或辩证论题的学习和练习。


 [3]
 例如，在美国最高法院里，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擅长用文本和传统论证；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er），肯尼迪（Anthony Kenndy）和苏特（David Souter）大法官则倾向于使用先例论证；而对于布雷耶（Steven Breyer）大法官来说，基于立法意图和政策分析的论证是要优先使用的。在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里，布兰克（Hugo Black）是文本论者；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常常引证传统，而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和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主要凭借政策分析。参见Wilson Ray Huhn，The Five Types of Legal Argument
 ，Durham，North Carolina：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2，pp.18，190-191。


 [4]
 假如没有坏品格的证据被发现或被证人报告，这种发现的缺少可能被当作好品格的证据。


 [5]
 萨默斯在此提到3个这样的解释规则，第一，ejusdem generis
 ，即“属于同一类”，指的是文本列出了一系列的物，包含在列表中的通用名词应当理解为限于同一类属的物品。比如，如果使用“大头钉、装订机、螺丝刀、钉子、铆钉和其他物品”，这里其他物品就是通用名词，当然就要理解为是指其他的扣件。第二，noscitur a sociis
 ，其字面意思是“从其上下左右断其意”；它体现的原则就是一个词的含义要根据其周围的字获得。如果你告诉我说“我把船从港湾里开出来”，我理解“港湾（bay）”是指哪样东西，如果你对我说“我给马上了鞍”（I put the saddle on the bay），我就知道“bay”是指另一件东西。第三，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
 ，表达某一个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他。其含义就是：如果看到标识显示：十二岁以下的孩童可以免费进入，就不必问主人十三岁的孩童能不能免费进入。包括一个类别即是默示排除其他类别。参见安东尼·斯卡利亚《民法法律体系中的普通法法院：美国联邦法院在解释宪法与法律中的角色》，蒋天伟译，北大法律信息网。


 [6]
 佩蒂（R. E.Petty）和卡希欧波（J. T. Cacioppo）曾提出实效论证型式的6个批判性问题：实施所提倡的行为产生的正面或反面后果有多么合意或不合意？提到的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所提倡行为的所有相关的有利或不利条件（包括代价）都被考虑到了吗？所提倡行为是可行的或行得通的吗？所提倡行为的益处远超过不利和代价吗？经过估量所提倡行为的利与弊，它比所考虑的类似不同行为更可取吗？参见 Peter Jan Schellens and Menno De Jong，“Argumentation Schemes in Persuasive Brochures”，Argumentation
 ，Vol.18，No.3（2004），pp.295-323。


第十二章 论证型式分析范例：诉诸权威

在对具体论证型式的研究中，没有哪一个论证型式能像诉诸权威的论证那样得到研究者持久的青睐。特别是不计其数的案例分析，大都以此型式作为范例。沃尔顿奉献了研究诉诸权威的专著——《诉诸专家意见：根据权威的论证》（1997）；《论辩》（2011年第25卷第3期）最近开辟了“反思根据专家的论证”专号（包括10篇文章）。诉诸权威论证之所以成为论证型式剖析之标本，缘故在于它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论证型式的一般特性，而且在各个学科和社会生活中频繁使用，况且还有社会文化和认识论方面的深厚根基。

一 诉诸权威论证型式概说

在论证评估过程中，往往涉及认识信赖（epistemic trust）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头开始研究每一个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议题，因而我们常常相信别人特别是权威或专家的看法。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条件下，这种认识信赖会不可靠，或者说，与这种认识信赖对应的概称原则（比如，专家所言一般是对的）可能被颠覆。当然，这是一个与语境密切相关的问题。人们对诉诸权威论证的态度曾经走向两个极端：或者盲从权威，或者将诉诸权威贬斥为谬误。当代论辩理论所促成的一个重大转折是，诉诸权威的论证发生于一种对话背景里，是一种可废止的论证型式，它要经受一系列批判性问题的检验；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不同的批判性问题；论证将随着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应程度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研究历史线索

在古希腊，尚无我们今天所理解意义上的职业专家（比如拥有大学学位等的科学家），而是有一些被承认的各类专门家（specialists，比如木匠或石匠）。医生也是有特殊技能的人，要说有精确知识的学科的话，那就是几何学。在对话里，苏格拉底通常并不明说他在使用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但事实上他暗中承认诉求专家意见是一种合情理的论证。例如，在《拉刻斯篇》（184E）中，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承认有知识或掌握特殊技能的人是一种意见的最好来源；在《卡尔米德篇》（171A-171D）中，苏格拉底假定了医生的确具有某种专门的知识，因而当他被咨询，被某个不是医学专家的人请教意见的时候，这种知识给他的意见赋予特殊地位。同时，苏格拉底强调诉诸专家意见的脆弱性：非专家提问者与专家来源之间的逻辑缺口，前者并不能区别真正基于知识的意见与假冒的意见。[1]
 不过，根据他的辩证法（反驳方法），苏格拉底相信门外汉能批判地考察一个知识领域中专家的意见，该专家所提出的意见被知道是真的，或者在专家知识领域被接受。[2]
 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所描述的辩证推理，正是将根据包括专家意见在内的众人之意作为推论的前提。在根据更值得选择或更好的topos
 中，“更持久或更稳定的东西比那些更不持久或更不稳定的东西更值得选择”的topos
 ，就有诉求专家的topos
 ：那些在专门领域具有知识的人，或者他们中的多数人或一切人，例如在医学中的多数医生或一切医生更愿选择的（116a，1-20）。《修辞术》（1398b，21-1399a，5）topoi
 的第11个“根据先前的判断”是根据有智慧的人、有权威的人、众神或父亲的判断进行论证。[3]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归类，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不属于证明性论证，但也不是生来谬误的。它是既被建设性地使用的辩证论证的一个重要类别，也是很可能被滥用的一类论证。[4]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代topoi
 系统开始明确将诉诸权威作为一类topos
 。公元2—3世纪的一些希腊修辞学手册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Anonymus Seguerianus
 而知名的作者，在以“论证明或说服手段”为题的那一卷中，保存了一个相对完整和清晰的topoi
 说明。古典修辞学研究家曾经推断，诉求权威必定是所有罗马市民演说的最典型的特性。4世纪罗马帝国学者弥修斯（Themistius）的“外在的”topoi
 中也包括“判断”，对应于Anonymus Seguerianus
 中的判断：判断得自上帝、英雄、散文家、哲学家和诗人。[5]
 西塞罗的《论题》构建的loci
 系统把诉诸权威归为“外在的”loci
 ，而且是唯一的外在locus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第11章末分析了权威的loci
 ，确认它是外在的证明来源。晚期拉丁修辞学家维克多（Julius Victor）和弗图那提亚努（Fortunatianus）把判断（实际上相当于昆体良的“权威”）作为“后于事物的”（post rem
 ）范畴的元素之一，用它替换了西塞罗的“后果”（consecutio
 ）。波伊提乌的topoi
 有三个类别，内在的、外在的和中间的。根据判断（包括诉诸权威）与根据相似、根据更多（大）、根据更少（小）、根据比例（关系类比）、根据对立和根据转代比喻（transumption）均属于外在的topoi
 。根据判断的topoi
 是说，事物如它们被所有人或大多数人以及被聪明人或那些在任一技艺上知识渊博的人判断的一样，这个topoi
 对应的最高命题是：对人人或多数人或聪明人似乎为真的不应该被否认。西班牙的彼得也采用三分法topoi
 系统，诉诸权威的topoi
 属于外在的。权威是就其自己知识领域之内进行判断的聪明人，“根据一个事物的判断”是一个权威与被权威证明的东西的关系。准则是：任何真假应该在其自己知识领域内被相信。在威廉的《逻辑导论》中区别了三种辩证推理（topoi
 ）：在论点中提到的主词所固有的那些topoi
 （定义）；以某种方式与主词相关的topoi
 （比较、属—种、因—果和矛盾）；与主词不相关的（外在的）topoi
 （根据权威的论证）。总的来看，中世纪逻辑学和修辞学是肯定诉诸权威的论证价值的。

但是，中世纪过度尊崇古代权威。当伽利略公布他用自己的望远镜所观察的结果支持哥白尼的理论时，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权威与经验科学的主张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当然，伽利略在其《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承认诉诸权威是一种合理的论证类型，但同时也强调，它必须以理性的方式来执行：如果一个人诉求一个权威，更为恰当的是不仅要考察权威的结论，也要考察他的理由和论证。伽利略要求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而不是拘泥他的字面意思。按照沃尔顿，伽利略对诉诸权威论证的看法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诉诸权威是有用的，但本质上是可质疑的、非终局性论证；它是一种有理由的论证，针对其他证据和对抗的论证被质疑和检验；论证是交换观点的对话。但是，一旦科学思维成为建立起来的被接受的知识架构，任何权威之所言可能与基于观察和实验的科学发现相冲突。权威的“主观”意见必须给科学上验证了的、客观知识的硬证据让路。因此，科学知识优先于权威的意见，这暗示诉诸权威也许并不是非常可靠的论证类型，它可能是误导的、诡辩的或谬误的。

《波尔—罗亚尔逻辑》将诉诸权威列入谬误清单，并从心理上分析了“权威的诡辩”。虽然作者还是肯定宗教权威或制度权威，但承认这类权威与基于真假知识的权威的区别。在两类权威发生冲突时，给予宗教权威更高的价值权重。沃尔顿提醒注意作者关于诉诸权威两个重要观点：在评价诉诸权威论证时，要考虑种种环境情况。常常有一些客观证据是可利用的相当于给予我们一种环境，它可能与权威给出的问题说明相冲突，或者支持该说明。在评估诉诸权威论证时，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证据支持或破坏它。另一种证据是权威对同一主题所作的宣示或陈述支持当下所讨论的意见或与该意见不一致，这种证据也可用于评估特定情形下诉诸权威的证据价值。[6]


培根提出的知识剧场的幻象怀疑权威的理性力量，洛克首先在其“诉诸”论证的列举中将诉诸权威置于首位。谬误研究常常引述洛克的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
 来指诉诸权威的谬误。但是，洛克本人事实上并没有将ad verecundiam
 描写为一种谬误。当然，洛克也清楚地指出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
 可能被谬误地使用，在某些情况下成为诡辩计策。北美学者一般认为洛克的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
 的原意不是现代谬误研究中所解释的那种意思。亚里士多德在说明“根据先前的判断”的topoi
 时，最后论列了这样一种形式：与之相反对的判断将属于不得体的那些判断者（如众神、父亲或教师）的判断。例如，赫格西波斯在奥林匹亚求过神谕之后，又去德尔斐问神，问（阿波罗）神的意见是不是跟他父亲一样，言下之意是指说与父亲相反的话是可耻的。[7]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的描述与此是重叠的。这是一种说与之相反的话是可耻的或不体面的权威。古德温认为，洛克只不过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风尚。如果一个人不尊重高贵或尊严（dignity），那他就是无耻的，会遭到某种公共羞辱。发表抨击尊严的话主要不是不听话或鲁莽，而是表露出无礼，应该是不害臊的问题。由此得出，它是权威的第三类型：[8]
 既非命令的，亦非专门知识的，而是“尊严的权威”
 
[1]

 。与仅仅基于根据讨论中的另一方的“羞愧”（shamefaceness）的推论不同，洛克提出的第四种论证是基于知识和可能性的“准事酌理的论证”（argumentum ad judicium
 ）。ad verecundiam
 被描绘成比ad judicium
 差的一类论证。按照沃尔顿的观点，洛克似乎暗示，ad verecundiam
 是论证的主观类型，与更为客观的ad judicium
 不同。正是洛克对ad verecundiam
 的说明影响了后来逻辑教科书中诉诸权威谬误的处理。

瓦茨《逻辑》（1725）的“各种论证和证明”包括一系列有拉丁名称的论证，它们真正的定义源自它们所使用的topics
 或中词，即诉诸我们的常识、信仰、无知、权威、公众和针对人身。[9]
 边沁《谬误》第一部分用六章节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权威的谬误”。在第一章“权威的分析”中，边沁首先指出四个因素决定权威的分量或影响。第一，正在谈论中的那个人（他的意见或假设的意见构成谈论中的权威性）的相对和足够的智力程度；第二，此人相对正直诚实的程度；第三，此人意见涉及的主题与手头问题之间的接近度或远离度；第四，传达假设的意见之媒介的保真度，包括正确性和完整性，权威正当合理的说服力量由此形成。边沁还区分了正当合理说服力量的可能性等级：专业权威的正当合理说服力量，这是最高等级；源自权力的权威；源自富裕的权威（富裕是权力的一个工具）；源自名望。[10]
 边沁的第二章名为“我们祖先的智慧或中国式论证，ad verecundiam
 ”。在怀特莱的《逻辑要义》（1832）谬误分类表中，ad verecundiam
 属于非逻辑的或实质谬误的子类——“不相关结论”，即所推得的结论并非所欲得出的。ad verecundiam
 被解释为诉求对某个受尊敬的权威、庄严的制度或机构的敬畏。在分析针对人身谬误之后总结说，谬误依赖欺骗或试图欺骗，接着将此总结推广到其他不相关结论身上：“同样的观察将适用于argumentum
 ad verecundia
 和其他不相关结论谬误”，除此而外再无关于诉诸权威的只言片语。虽然在讨论从观察、证言等获得信息时提到“我们容易同意一个可敬之人的证言，他告诉我们部队已获胜”，我们因他所提供的信息而准备感谢此人，但这并不是能使我们探知的智慧或学习，并没有与诉诸权威的论证联系起来。[11]
 德摩根《形式逻辑》（1847）第八章“论谬误”主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十三类谬误来叙述，未论及诉诸权威论证。

在逻辑领域，除了个别情况，比如戴维（Joseph Devey）《逻辑：论推论之科学》（1854）将权威看作构成广义真之标准的六个证据来源之一，[12]
 大多数情况下诉诸权威被归为谬误。不过，在修辞学领域，诉诸权威作为证言论证的一种形式，其合理性普遍得到承认。例如，普里斯特利的《演说与批评讲义》（1777）的“普遍命题的方便topoi
 ”中包括权威等；[13]
 亨利·戴的《修辞术原理》（1850）在讨论“Topics”的章节中，把证言和权威都当作根据征兆论证的子类。当然，权威的分量因发现决定他们意见的其他原因的影响而降低。[14]
 黑斯廷斯把根据权威的论证（与根据证言论证合在一起）当作9种普遍使用的修辞式推理之一，不仅给出了推理过程的定义，结构描述（图尔敏模型），而且匹配了若干批判性问题：该来源能够观察到该情景吗？该权威在这个领域是能胜任的权威吗？该权威愿意积极达成其准确性吗（包括诚实、无偏见等）？结论为真的内部证据是什么（比如内在一致性，合逻辑性，说明结论如何获得，使用了什么程序等）？证言满足与准确性高度相关的因素吗？[15]
 当代逻辑教科书一般情况下把诉诸权威归为谬误，但也有少数例外。比如韦斯利·萨尔蒙（Wesley Salmon）、图尔敏等。萨尔蒙在其《逻辑》（1963）中，将诉诸权威视为非经典的统计三段论：E
 就主题S
 所作的绝大多数陈述是真的，A
 是E
 就S
 主题所作的一个陈述，所以，A
 是真的。然而，这个推论的有效性评估并不利用统计分析，它是否成为谬误推论取决于5个因素：（1）权威可能被误引或误释；（2）权威可能只是有魅力、威信或声望，而不是具有专门知识领域的能力；（3）A
 可能在关于S
 的能力领域之外；（4）所表达的意见也许是以该权威不可能拥有任何证据为基础的；（5）有同等能力的权威可能意见不一致。[16]
 图尔敏等《推理导论》（1979）简要论述了论证的“其他可能的分类”，其中包括根据权威的推理。它是“以特殊人或情景的权威性为基础的论证”。在一些情景下，权威的地位直接用于确立一个主张。比如，美国总统说，“这是美国的……政策”。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诉诸权威只不过要求我们尊重该资源之所言，因为他能在相关领域做出聪敏而精辟的判断。[17]


作为更一般的研究主题，权威在认识论领域也得到研究。它也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题目。

权威及其类型

研究人类专家行为多年的保罗·约翰逊提出，典型的专家有以下特性：由于其训练和经验，专家能够做门外汉不能做的事情；专家不仅精通某类行为，而且能顺利而有效地加以实施；专家不仅知道得很多，而且掌握适用于他们所了解的问题和任务的诀窍与警告；专家擅长剔选不相关信息以便抓住基本问题；专家善于识别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否是自己所熟知的那类问题的实例。构成专家行为之基础的是有效知识体（the body of operative knowledge），即我们所说的专业知识（expertise）。[18]
 安娜·哈特（Anna Hart）指出专家的三个性质是：效能——在使用知识解决问题方面有较高的成功率；效率——专家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问题；通晓限制——专家知道而且将会承认何时他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或不知道如何回答一个问题。专家的功能有：信息的提供者——专家能够回答问题；问题的解决者——能识别一个解决，或给出可能引导一个解决的信息；解释者——专家应能够解释他达到结论的推理路线。斯塔克提交于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专门知识与合理性》一文还指出，专家与合理性的联系以及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仅仅用“专家咨询”的概念来理解远远不够。专家与合理性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专家具有允许他们以柔性的、不遵从规则的方式熟练地处理事务的能力，这为从仅仅以遵循理性原则达致信念的合理性概念摆脱出来提供了动力。诉诸专家更重要的是模仿专家的能力，这是我们达到不是武断的而是合理的信念和行为的一个源泉。[19]


权威有多种类型。在合适的语境中，各种各样的人都可能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双亲、警察、老师、军官、汽车机械师或老妇人。像“命令”这样的言语行为动词指的是权威实践的主要情形。不过，有时“忠告”和“指导”也是如此。权威有认识的（epistemic）、传统的、名人（celebrity）的和道义的（deontic，包括法律的、宗教的和行政的）。有一些不同但相似的分类，比如理论的/实践的；认知的/行政的；认识的/执行的，等等。按照不遵从权威通常会引起的反应，可以区别出三种权威：命令的权威、专业知识的权威和尊严的权威。不遵从命令的权威会引起遭到惩罚；不遵从专业知识的权威，难以理解和解决问题；不遵从尊严的权威会遭到羞辱或自感可耻（古代和洛克所理解的ad verecundiam
 ）。

最近，威格曼斯在概览对权威的定义和分类之后，从论辩视角做了一个总结。“专家”是论证者相信听众给予其某种理智信任的那些人。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是，通过宣称一个意见被一个专家断定而使得该意见成为（更）可接受的那种论证。用技术性的术语来说就是：以O
 指称一个意见，E
 指称一个专家。相关论点的命题内容“O
 是真的或可接受的”，得到具有“O
 被E
 断定”这样命题内容的某个论据的支持。一个由不同权威类型所决定的根据权威论证的分类系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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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权威的类型

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被当作根据权威的论证的一个种。沃尔顿曾区分了诉求de facto
 （认知的、认识的）权威即诉诸专门知识或专家意见与诉求de iure
 （行政的、道义的）权威即诉诸命令执行的权力。由于专家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他们的知识，因而在“根据专业性专家意见的论证”与“根据经验性专家意见的论证”之间作出区别。[20]


诉诸权威的两难问题

外行感到要依靠专家，但他没有知识和技能决定谁是专家，专家所言是否正确。由此看来，依赖专家是必需的但又不是理性的。或许这就是哲学传统将诉诸专家贬为谬误的缘故。怀疑论者反对独断论时提到了有关诉诸权威论证的种种疑难和反驳。倾听贤哲（权威）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由于存在观点对立的贤哲，我们该相信什么样的贤哲呢？ 第二，假定我们相信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智慧的那个人，首先得确定谁是这样的人，这势必有些争议。即使确认了这样一个人，由于智慧容易发生巨大的、几乎不可测算的发展或衰退，可以推想，总会有更加智慧的人随后出现，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我们不得不等待未来那个更智慧的人的判断，而永远不认可当下的任何高人。第三，即使假定现在、过去或将来不会有任何比我们所认定的贤哲更加智慧的人，相信此贤哲仍有问题：该贤哲可能提出貌似合理或真实但其实不合理的教义，他会把假命题当作真命题来维护。[21]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谜题根本就不是谜题。我们早已普遍地依靠专家意见，而且至少有几许成功，显然我们早已知道如何评价它，有合理评价它的方法。在沃尔顿那里，该方法就是批判性问题评价法，而在古德温看来，这种方法以更为一般的专家交流的理论为基础。外行评价专家意见时，面临经济学和相关学科中所谓的“委托与代理问题”。这种“交易”的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对付委托与代理问题的实践策略。而在诉诸专门知识的情况下，这些策略导致沃尔顿所列举的批判性问题。

一种“委托与代理问题”理论的解释，既能说明为何批判性问题能帮助解决诉诸专家谜题，也可对诉诸权威的批判性问题做出更为精准、有序、扩展或批判性的表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学领域有大量文献，研究在某个参与者不能充分评价别人能力和执行的情况下，交易如何能进行。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可以成为理解诉诸权威问题的有用模型。比如，委托人和代理人构成的委托和代理关系实际上可以超出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买家和小车经销商、股东和经营的CEO、健康承保人和投保人、立法者和官僚之间都存在不对称信息，构成对各种交易的威胁。当然，医生、律师、会计和其他知识专业人员也涉及委托—代理问题，专家建议也是如此。不过，问题不单是专家代理人在某个主题上比委托人知道得更多，而是专家更了解他自己，才出现委托—代理难题。除了专家的一阶主题内容知识，专家也有独特的关于知识的二阶信息（他有多少知识，他计划如何勤勉地应用它）。这种二阶知识对于准确评价专门知识是必要的，请教专家的门外汉缺少的必定是这一信息。对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普遍承认，参与者面临两种挑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前者指的是代理人能力的误传。代理人可能在其被雇用的时候声称拥有某种技能或能力。逆向选择的产生是因为委托人不能完全验证这些技能或能力。当一个研究科学家声称拥有某一科学专长方面的经验时，雇主没能力判断是否真的如此。道德风险指代理人不够努力。代理人也许甚至没有付出双方共同议定的努力，即代理人在卸责或偷懒。比如，一个研究科学家在工作时间搞自己个人的研究，而该研究如此复杂以致公司管理人员无法察觉该科学家事实上在干什么，这时道德风险就发生了。这两个挑战在专家—门外汉交易中显而易见。挑战是实践的。解决之道因语境而不同，或因语境而调节。结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一系列的应对方法。

古德温将诉诸权威意见在概念上重建为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实例。沃尔顿评价专家意见的批判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解释和表达对诉诸专家的最重要挑战。批判性问题可以重新构造为对特定交易中出现的逆向选择（决定谁是一个专家）或道德风险（卸责和其他坏行为）的探查或者某些解决办法的列举。

假如有怀疑道德风险出现的理由，请教专家的人可能想要付出某些精力监督专家的执行。他不得不依靠常识基准，这使他自己并不需要难以企及的专家知识。沃尔顿抓住了一个关键的监督形式，即所谓的“一致性问题”。对于专家意见的质量，一个可获得的征兆是它与其他专家公布的看法相符合，因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寻找第二个专家意见。为了阻止卸责或偷懒，门外汉可能想要监督专家正在付出的努力，他可以直接观察，也可以请求专家叙述他自己做出判断的过程。这样做的时候，门外汉不是在寻求事后批评专家判断或检讨有利自己的证据，而是专家详细叙述其判断之根据的显著能力可以给门外汉某种信任：有理由认为他是尽心竭力的。虽然沃尔顿也许没有刻意论述它，但类似的监督方法能包容在他的“支持证据”问题中，它指导门外汉问“专家的断言基于证据吗？”就逆向选择（决定是否依靠作为专家的某个人）而言，沃尔顿的批判性问题建议门外汉问：“他是一个真正的专家吗？”这需要给出证据表明，所引证的个体已经达到熟悉这个领域的水平。第一个批判性问题“E
 作为一个专家资源如何可靠？”是调查所谓专家之作为专家的可信性。这显然是在指导门外汉评价所谓专家值得怎样信任或依靠，而不是评价所谓专家掌握知识的程度。完成这样的工作不需要任何专门知识或专门技术。断定我们所对付的那些人是否值得信赖是一种日常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有许多策略。批判性问题的子问题给门外汉评价专家提出的建议是，比如审查他的职业、学位、同侪证言和发表的作品等，也可能指向考虑更大范围的事项。在此类情况下，门外汉是在依靠第三方，他们很可能有相关专门知识，因而能评价所谓专家的真实的知识。这些第三方人士充任“看门人”，假定只对那些真正合格的人予以雇用、发表其作品、颁授学位或赋予好声誉。可以看出，在判断是否依赖某人之所言的过程中，门外汉不是在评价知识，而是在评价所谓专家的可信度。正是从注意评价知识到评价可信度的转移，让非专家躲过了前述两难。总的来说，可以将许多批判性问题大致组织为两个松散的集群，一个与逆向选择相联系，另一个与道德风险相联系。[22]


二 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结构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诉诸权威论证结构的认识颇为模糊。而一些对其结构的误认，导致了将一个合理的论证型式打入谬误的冷宫。所以，确认诉诸权威论证的结构直接决定对其逻辑性的评估。

不同推理模型的刻画

汉布林在讨论形式方法对谬误分析的适用性时提到了诉诸权威的演绎模型：


E
 所说的一切均为真，


E
 断定A
 ，

所以，A
 真。

按照雷歇尔（1976）以及后来沃尔顿的分析，如果将此模型视为演绎有效的，那么就会导致矛盾。假设有两个专家E
 1
 和E
 2
 ，E
 1
 说A
 ，E
 2
 说非A
 ，按照演绎模型，我们必定得出结论，A
 为真，非A
 也为真。但这是一个矛盾。当然，如果我们加上一个前提“A
 与其他专家所言相一致”，就可以阻止这个矛盾结果。但是，只要存在与其他专家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对任何E
 而言，“E
 所说的一切均为真”就不可能在字面上为真。显然，这个模型依赖一种像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的专家概念，它公然违抗以诉求专门知识为基础的论证之评估的实际方法。因此，就典型情况而言，实际的诉求专门知识按其基本结构本质上并不是演绎的。合乎实际地讲，诉诸权威最好被看作是先天可错的。[23]


不过，在某些情形中，我们假定一个专家的资源是终极的，并拥有关于主题领域的完全知识，它们是某种行动所依据的前提。比如，我们依据火车时刻表来决定我们的行程。尽管火车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晚点或早点，但我们假定火车时刻表是指导我们行动的一个权威性资源。以E
 代表专家或权威性资源，S
 为关于某一铁路系统的知识域，A
 为一个命题，则有演绎的诉诸权威论证模式：


E
 就S
 主题所断定的一切都是真的（或可被假定是真的），


E
 断定A
 是真的，

所以，A
 是真的。

类似地，有演绎的否定形式，但又加上了一个“封闭世界假设”（closed world assumption）：所有相关的、肯定的信息都已包括在知识集中。因此，否定的形式是：


E
 关于主题S
 的知识集K
 中的所有命题都是真的（真条件），

所有关于S
 主题的但不在E
 的知识集K
 中的命题都是假的（整全性条件，相当于“封闭世界假设”），


E
 被问到A
 是否为真，


E
 回答A
 不是真的（就E
 目前所知而言，A
 不在K
 中），

所以，A假。

使该模型演绎有效的是第二个前提——整全性条件。该论证的核心是，由于应答者没有在知识集中找到询问项目的信息（一个命题），因此作出结论：该命题（被猜想为）是假的。

但是，从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来看，这种“知识缺乏的推论”（a lack-of-knowledge inference）也常常并不是严格的演绎模型。假设有一个被称为SCHOLAR
 的地理学知识集，其范围包括不同区域产业的知识，SCHOLAR
 对被问及的一个相关问题——“橡胶是圭亚那的主要农产品吗？”回答如下：“橡胶是秘鲁和哥伦比亚的主要农产品。我完全知道，我倾向于相信橡胶并不是圭亚那的主要农产品。圭亚那的主要农产品是食糖和木材。” SCHOLA
 并不知道圭亚那是否出产大量橡胶，因为该命题及其否定都不在SCHOLAR
 的知识集中。但SCHOLAR
 的确知道秘鲁和哥伦比亚是橡胶的主要生产国；以圭亚那并没有包括在该知识集中为基础，SCHOLAR
 可以间接推论或猜想：圭亚那不是南美的主要橡胶生产国。这一推论有一个隐含的反事实假设作为前提，即如果圭亚那是主要橡胶生产国，那么这一事实极可能包括在SCHOLAR
 的知识集中。这有点儿像“封闭世界假设”，但它是可能性的那一种。在此情况下，不足以绝对肯定是在主张“封闭世界假设”，也不肯定SCHOLAR
 的知识集是绝对完全的。因此这一推论是有限制的、不确定的，SCHOLAR
 会作出一个聪明的猜想——“据我所知它不是，因此可能它不是”。甚至SCHOLAR
 会回答“不知道”。

梅里丽·萨尔蒙将诉诸权威当作统计三段论的一个具体类型。

权威a
 就主题S
 所说的绝大多数是正确的（correct），


a
 就S
 主题说了P
 ，

所以，P
 是正确的。

她认为，诉诸权威论证应满足3个条件，即被引用的权威是相关知识领域的专家；该领域的专家对当下的问题有一致意见；权威所做出的陈述属于他的专长领域。[2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论证模型的逻辑评估并不能利用统计分析。事实上，这个归纳模型本质上也会遇到演绎模型类似的问题。根据概率演算的否定规则，一个命题非A
 的概率是1减去A
 的概率值。当专家们有明显分歧时，根据归纳模型，一些专家所主张的A
 很可能是真的，即高概率为真；对立的一些专家所主张的非A
 也是很可能是真的，即同样高概率为真，因而A
 和非A
 的概率之和超过了1，违反了否定规则。可见，诉诸权威的归纳模型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结果开启了诉诸权威结构分析的第三种可能性，即雷歇尔（1976）对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的分析。命题A
 和非A
 的同样可以是似真的。确实，诉求专门知识的整个理念本质上是主观的，但是，有时实践上合理的论证类型强烈建议将其解释为似真推理的一个实例：假设性论证。事实上，专家系统中的专家推理过程的本质也是基于既非演绎亦非归纳的似真推论规则。[25]


其实，汉布林在讨论形式方法对谬误分析的适用性时指出，形式地分析诉诸权威的谬误没有“多少机会”，根据权威的论证被形式逻辑学家不公正地忽视了。除了诉诸权威的演绎有效型式，我们可以期望发现较弱的但并非“谬误的”诉诸权威论证型式，在这个论证中，形如“X
 是如此这般类型事实的一个权威”的前提给予结论P
 某种支持。拉普拉斯的证言演算很可能也没用；某种证言演算必定有些用处，但在实际情形中那些因素是无法计算的。[26]


伍兹和沃尔顿认为，诉诸权威论证的模式是如下假设性形式（presumptive form）：


X
 是K
 领域的可靠权威，


p∈K
 ，


X
 断定p
 ，


p
 与从其他因素获得的相关信息相一致，

∴p
 。

在论辩上正确的诉诸权威伴随5个恰当性条件：权威必须被正确地解释；权威必须事实上有某一领域的专业资质，不仅仅是有魅力、威望或名气；权威的判断必须事实上在其有资质的专业领域之内；直接证据必须在原则上是可利用的；裁定同等资质权威们的不同意见需要达成共识的技术，比如德尔菲法。[27]


根据权威的论证实际上发生在一种三层结构的对话框架里。第一，是说服性对话（批判性讨论），其中一方即提议者试图向另一个有怀疑的一方证明一个有争议的论点Q
 。第二，当提议者在辩护Q
 的过程中，诉求某个专家证人E
 的时候，根据权威的论证就出现了。提议者和专家证人进行逻辑上在先的“信息寻求”对话，提议者一般不是D
 领域的真假专家，他试图从关于D
 的专家E
 那里收集专家证言，即P是真的（有时P
 等于Q
 ，有时不等于）。第三，这个交换本身预设了进一步不同的论辩过程，即在其中，E
 本身收集P
 是D
 领域为真之主张的证据。这三个对话交换有不同的目标，需要提出的不同的批判性问题取决于一个特殊的互动何时，以及如何变成争论的或变成问题的。在对话框架里，诉诸权威论证型式可以采用以反映合理性制约条件的批判性问题为核心的对话格式进行评价。而且，这些批判性问题是与上述对话三个层次相联系的。比如，支持证据问题就与第三层次相关；专长问题与领域问题与第二层次的信息寻求对话相关。

诉诸权威论证可废止型式的5个版本

诉诸权威的论证型式所依赖的推论规则或担保是一种概称概括，允许例外。如果遇到非常规的或例外、异常情况或境况，该论证型式就可能丧失其证明力或合理性。这些撤销或废止该论证型式的因素从正面角度来看也就是制约该型式之规范力的条件。如何在诉诸权威的论证型式里反映这些制约条件，可能形成该型式的不同版本。

根据专家意见论证的型式版本1：[28]



E
 是D
 领域的专家，


E
 断言A
 已知为真，


A
 在D
 之内，

因此，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的。

这个型式版本只反映了一个制约条件：专家断言的命题（A
 ）与该专家（E
 ）同属一个专业领域（D
 ）。当我们把制约条件反映在推论规则或担保中时，就有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版本2：[29]


大前提：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在内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

小前提：E
 断定命题（S
 领域里的）A
 为真（假），

条件句前提：如果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在内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且E
 断定命题A
 为真（假），那么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假）的，

结论：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假）的。

这个型式版本揭示了诉诸权威具有可废止肯定前件的结构。不过，它与版本1一样，只反映了相同的一个制约条件。如果在担保中将制约条件全部加以反映，就会有如下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版本3：[30]


大前提：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在内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

小前提：E
 断定命题（S
 领域里的）A
 为真（假），

条件句前提：如果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在内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且E
 断定命题A
 为真（假），且E
 作为一个专家来源是可靠的，且E
 是A
 所在领域的一个专家，且E
 断定了A
 或断定了蕴涵A
 的一个陈述，且E
 就自己作为来源而言是可靠的，且A
 与其他专家断言相一致，且E
 的断言基于证据，那么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假）的，

结论：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假）的。

显然，这个版本使得条件句前提看起来累赘而难以记忆。如果将条件句中反映的某些制约条件用前提的形式反映出来，就会有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版本4
 
[2]

 ：

大前提：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在内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

小前提：E
 断定命题（S
 领域里的）A
 为真（假），

条件句前提：如果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在内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且E
 断定命题A
 为真（假），那么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假）的，

专长前提：E
 作为一个专家来源是可靠的，

领域前提：E
 是A
 所在领域的一个专家，

意见前提：E
 断定了A
 ，或做出了蕴涵A
 的一个陈述，

可信赖前提：E
 就自己作为来源而言是可靠的，

一致性前提：A
 与其他专家断言相一致，

支持证据前提：E
 的断言基于证据，

结论：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假）的。[31]


在这个版本里，所有制约条件都表现为前提。沃尔顿认为型式本身是完全的，看来不再需要批判性问题的计策。不过，在我们看来，面对一个诉诸权威论证型式，评估者依然要考察这些前提是否均成立，变化仅在于将所有审查制约条件的问题全部转换成了评估前提的问题。如果将诉诸权威的型式简化到底，所有制约条件表述为是否问题
 
[3]

 ，隐去推论规则或担保（因为它是常理或常识，或论辩双方的默认：“专家所言一般是真的或正确的”），就有版本5：

权威E
 断言A
 ，

所以，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的。

保障论证型式合理性或规范力的制约条件：


E
 作为一个专家来源是否可靠，


E
 是否是A
 所在领域的一个专家，


E
 是否真的断定了A
 ，或做出了蕴涵A
 的一个陈述，


E
 就自己作为来源而言是否可靠，


A
 是否与其他专家断言相一致，


E
 的断言是否基于证据。

在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这些不同版本里，沃尔顿钟情版本2。因为这个版本有三个优势。第一，它展示了对诉诸权威意见最核心、最基本的东西，突出了一个良好的平衡。它向使用者指明，那些基本要素给予该论证型式的力量就在于，它通过将假设从对话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承载要求理性同意的力量。然后，批判性问题给使用者（对谈者、分析家、评估者和学生等）提供探求这种论证之弱点的策略。第二，像传统topoi
 一样，版本3有记忆策略的功能。当我们遵从专家的时候，会有考虑提出恰当批判性问题的压力。使用者可能在标准批判性问题清单中快速寻找，找到最能表达自己怀疑的批判性问题，或者找到他不理解专家之所言的一个批判性问题。第三，版本2也是论证图解的最有吸引力的选择。要把版本4的所有隐含前提包括在一个图解里，会引来不必要的复杂性。版本3的复杂的担保不太容易弄清该论证的结构。相反，用一个型式标志一般的、典型的结构，然后允许在分析过程中接近该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允许分析家有一种灵活性，可以把批判性问题包括在原始文本所包括的前提之处，但把它们留在不需要它们的图解之外。批判性问题的完全集被保留在型式的定义中，使分析家想起正在做出的假设，帮助评估过程。这是图解软件南洋杉（Araucaria
 ）采用的方法。[32]


诉诸权威与其他论证型式的关系

按照沃尔顿的归类，诉诸权威论证是根据知情地位论证的一个子类，也属于根据证人证言的论证。当根据处于关于某事知情地位的知情者的言说来推断某一结论时，如果据以推断的言说涉及专业技术话语，那么知情地位论证就具体化为诉诸专家或权威的论证。当提供证言的人是以专家身份出现时，根据证人证言的论证就成为诉诸权威论证。而在语用—辩证法的三分法论证型式系统中，诉诸权威属于根据征兆的论证。征兆关系的一般论证型式是（语用—辩证法刻画论证型式习惯将结论置前，前提置后）：Y
 对于X
 适用，因为Z
 对X
 适用，且Z
 是Y
 的征兆。据此，根据专家意见论证的型式是：[33]
 1.意见O
 （X）是真的或可接受的（Y
 ）。1.1.意见O
 （X
 ）被专家E
 断定（Z
 ）。1.1′.被专家E
 断定（＝Z
 ）是成为真的或可接受的一个指示（＝Y
 ）。

诉诸专家的论证也可能表现为实践推理咨询论证。根据专家意见论证的实践形式是两个人的实践推理。在这种论证里，主体有一个要达到的实践目标，他询问专家有关实现该目标的条件和手段的问题，其型式是：X（主体）打算实现A，并将此告诉Y（专家），按照Y对该情境的理解，B是实现A的一个必要（充分）条件，且Y将此告诉了A，因此，X应该完成B，除非他有更好的理由不这样做。[34]
 此外，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还可能与根据知识缺乏的论证、根据后果的论证等联系起来。

从论证批评或反驳的角度来看，一些别的论证型式构成对诉诸权威论证的攻击。这实际上在诉诸权威的批判性问题集中就可感觉到。比如，可信赖问题常常与针对人身的论证型式相联系。质疑者可以提出被引证的权威由于某种特殊环境而滋生偏见（环境的针对人身），权威的说法前后不一（根据不一致承诺）等。针对人身的子类“你也一样”（tu quoque
 ）的论证的实践版本——根据伪善的论证（arguments from hypocrisy）揭露一种实践的不一致，即E
 的行为与E
 明白支持的建议相矛盾。这种论证可以基于他关于议题的诚实性或能力来挑战言说者的权威性。根据伪善的论证还可以成为对手之建议无法实施的证据。[35]


三 诉诸权威的评估

对诉诸权威论证基础结构的不同刻画可能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演绎模型给它披上完美的合理性外衣；教科书的谬误论则将诡辩的污名强加于它。这两个极端评价，都不符合诉诸权威论证的实际使用情况。其实，诉诸权威论证作为一种可废止论证，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有时是合理的，有时是谬误的，取决于相关的恰当性条件是否被满足。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区分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合理运用与谬误。

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制约条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注意到，证明被认可专家权威之判断的可接受性，需要满足若干条件。曼德（A.E.Mander）提出四个条件：被引证的专家必须被确认；他必须被认可为那个特殊领域的专家；如果已故的权威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流行的权威，那么我们可以只接受一个已故（即历史上有影响的）权威的判断；权威必须是无偏见的。这四个条件若有任一不得满足，所讨论的陈述就不能被当作依赖“被认可的专家权威”加以接受。50年代著名非形式逻辑教科书作者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指出三个条件影响根据权威论证的合理性。一个言说者并不是在依靠不合理的权威，仅当他给出相信所引证意见的理由是通过这样的人达到的：此人拥有相关信息；他凭借训练和能力，能思考相关问题；在思考过程中，他是公正无偏见的。[36]
 著名谬误研究者费恩赛德（W.Ward Fearnside）和霍瑟尔（William B.Holther）在《谬误：论证的赝品》（1959）中表述了权威的个人可靠性和作为一个专家的资质条件。个人的可靠性需满足三个条件：有理由相信证人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或者至少没有理由猜测他在说谎；有理由相信证人无利害关系，或者至少没有理由推想他受偏见影响。一个很有偏见或偏袒的报告，即使是出自众人认可的专家，通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学术混淆；有理由相信证人是严肃认真的，或至少没有理由推想他未曾注意问题，费心收集资料。但是，如果证人的因果陈述是从他太仓促或太懒惰的探究得来的，就不应该当作权威的。满足五个条件才有资格成为专家：权威被清楚地确认，不提及专家名字其资质就不能被审查；权威具有职业声望，专家的资质由同行专家做出合适判断；权威是现时的；权威在其特殊才能领域之内表达意见；所引意见上的权威必须持有他所在领域的代表性看法。费恩赛德的《论思维》（1980）也有类似论述。摩尔（W.Edgar Moor）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1967）指出，在接受权威意见之前，应该问三个批判性问题：权威对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有多少了解？对于所论问题，权威是客观的吗？其他权威关于该问题得出了什么结论？[37]
 著名哲学家韦斯利·萨尔蒙（Wesley Salmon）在其《逻辑》（1963）中也提出了误用诉诸权威的五种情况，实际上也是制约条件。

在70年代，对制约条件的分析愈加细致。拜尔利（Henry C.Byerly）《逻辑初阶》（1973）提出，判断权威资质要考虑三个条件：要清晰地确认权威而不是含糊地泛指；专家应该掌握所论及领域的现状；权威应该表达该领域内专家的主流看法，否则应该公开承认该意见的争议性质。克罗斯利（David J.Crossly）和威尔逊（Peter A.Wilson）《如何论证：逻辑思维导论》（1979）认为，对论证中所引证的权威应该问三个问题：所引证的人真的是一个权威吗？该权威所谈论的事情在其能力所属的具体领域之内吗？存在竞争的权威吗？卡帕尔迪（Nicholas Capaldi）《欺骗术》（1971）对引证权威意见提出的要考虑的条件有八个之多：你应该确保所引证的权威不被认为是一个说谎者；该权威不应与你所讨论之事有巨大利益相关；该权威应该被认为是认真的，细心关心细节；该权威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该权威必须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该权威尽可能既是现在的也是历史的；该权威的意见应该是他所在领域一般专门知识的代表；如果引证一个以上的权威，权威们应该是许多的、多样的，尽可能不同。在《逻辑思维》（1972）里，普提尔（Richard L.Purtill）提出五个问题，用于决定给予专家之权威多大分量：谁？首先要知道专家是谁。在广告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不知其名的专家（faceless expert）；什么？我们必须了解该专家是关于什么领域的专家，有何资质；哪里？专家的地理位置以及他的陈述打算适用的区域。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热带国家的专家，可能不熟悉热带之外的环境，他的专门知识不可应用于他不熟悉的环境；何时？专家做出他的陈述有多长时间了，特别是知识急速增长的领域，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在判断专家证言之价值的时候，专家证言的动机可能是重要的。如果专家从做出某一陈述中获得好处，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个事实。伍兹和沃尔顿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五个条件（见上文）。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和布莱尔在他们的教科书《合乎逻辑的自辩》（1983，第2版）中，以规则的形式阐述了恰当诉诸权威的五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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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1：如果诉求权威支持一个陈述Q，那么Q必须属于某个构成一个知识域的可指明的陈述集S。规则2：如果把M当作Q方面的一个权威来诉求，那么Q必须属于陈述集S，M是关于它的一个权威。规则3：如果Q所属的S内的专家之间不存在一致意见，那么在任何诉诸关于Q的权威时，必须注意到这种一致意见的缺乏，结论因而也有所保留。规则4：其判断被诉求的权威M必须不处于关于Q的偏颇或利益冲突的情境。规则5：如果把M当作S的一个权威来诉求，那么M必须被确认。[38]


凯利（David Kelley）《推理艺术》（1988）提出诉诸权威可信性的三个条件：所谓的权威是有能力的——关于所讨论主题的专家；所谓的权威是客观的；该问题需要常人并不具有的专门知识或技能。索希欧（Douglas J.Soccio）和巴里（Vincentive E.Barry）《实用逻辑》（1992）认为，一个主张依靠作为知识来源的权威时，要问三个问题：权威是那个领域被承认的专家吗？该领域的权威们相一致吗？我们能自己检核权威的主张吗？拉索（Lilly-Marlene Russow）和马丁·柯德（Martin Curd）《推理原则》（1989）给出了三大条件，还包括一些批判性子问题：1.检核权威的合法性，子问题包括，1.1此人在相关领域吗？他经受过哪个领域的训练？1.2此人有那种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的背景、教育和经验吗？1.3此人在该领域的地位如何？他是著名的或受到同领域其他专家的尊敬吗？2.试图使用证言时，要考虑权威之间有或没有一致意见。3.寻找好证言时记得权威的可信性。在提出某类证言或以某种方式提出证言有既得利益，将削弱一个权威的可信性。利特尔（J.Frederick Little）、格罗尔克和廷德尔《好推理问题》（1989）提出一个好的诉诸权威论证与五种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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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陈述你引用其意见的那个人或群体的资历（credentials）。如果你没有陈述它们，倾听你论证的人就没有理由接受你所认可的那个人或群体的看法；你必须澄清，所陈述的资历与讨论的议题是相关的；你必须确保你所诉求的权威没有偏见。最明显的偏见来自这种情况：当他们表达某个看法或做出某个主张时，个体有既得利益；你必须确保该主张在相关专家中间存在广泛的一致意见；你必须确保该主张属于这样一个知识领域：由于在这个领域存在普遍接受的形成判断的标准，一致意见在原则上是可能的。[39]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沃尔顿《非形式逻辑：批判性论辩手册》（1989）第七章“诉诸权威”对诉诸权威论证制约条件的研究予以集大成，提出了当今普遍认可的六个基本条件及其若干子问题。1997年出版的诉诸权威研究专著《诉诸专家意见：根据权威的论证》奠定了当今处理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基本架构。[40]


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集

按照日常论辩中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用法，它的最简单型式是：

权威或专家E
 断言A
 ，

因此，可合情理地（似真地）把A
 当作真的。

这样一来，该型式赖以得出可接受结论的假设或制约条件全部转换为批判性问题。不过，廷德尔认为，有三个“非常基本的批判性问题”：

1.所提名的人或来源是一个真正的权威吗？

2.该权威做出归结于他的那个主张了吗？

3.该权威和所做出的主张与讨论的主题相关吗？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证明责任问题。论证者有责任给一个专家说了什么的主张提供支持，或者给出让一个批判的评价者能探究该来源的手段。后者一般通过提供一个清晰的可发现该专家之言说的参考处或来源。[41]


在满足了三个基本问题的要求之后，诉诸权威的论证型式具备了恰当论证型式的身份。然而，要得出合理的可接受的结论，还需排除异常情况的存在。当今的诉诸权威批判性问题集，反映该型式的种种制约条件，总是把基本问题和排除异常情况的问题混编在一块儿，给出一个批判性问题清单或一览表。普遍认可的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集是：[42]


1.专长问题（expertise question）：E
 作为一个专家资源有多可靠？

2.领域问题（field question）：E
 是A
 所属领域的一个专家吗？

3.意见问题（opinion question）：E
 所断定的东西蕴涵A
 吗？

4.可信赖问题（trustworthiness question）：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资源的E
 是可信赖的吗？例如，有偏见吗？

5.一致性问题（consistency question）：A
 与其他专家的断定一致吗？

6.支持证据问题（backup evidence question）：A
 是基于证据的断定吗？

对这些问题做出恰当的回答，就等于排除了影响或可能反驳该型式的种种例外因素，满足了该型式得到合理结论的制约条件。从常理来讲，排除合理怀疑使得一个论证的结论可以作为合理假设来接受。如果主张者对提出的这些批判性问题不回答，或不是引用必要的证据予以适当的回答，那么诉诸权威论证就被评估为弱的或可疑的。反之，如果给出适当的回答，该论证就被评估为合理的（plausible），或者说，在对话中占有一定的分量。究竟有多大的分量取决于对话的类型、出发前提有多强以及批判性问题回答得有多好。根据探查的深度，评估一个诉诸权威的论证可能有三个辩证的层面：第一是诉诸权威论证以上述形式提出时出现的评估问题；第二是批判性问题的提出以及做出回答或不予回答；第三是那些批判性问题的子问题。

不过，这六个问题是否穷尽了诉诸权威论证型式评估的所有可能问题，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考虑，所谓的权威涉及的“专门技术领域”是不是一个合法化的领域或学科？一个人宣称的专门技术领域也许没有作为知识或研究的有效性或合法性，在如此领域中作出的主张并不可靠。比如“大师心灵学”。与沃尔顿不同，在“领域问题”中，廷德尔论述的是某一领域作为知识领域及其专家的合法性问题：权威所在的领域应该构成一个知识体，说某人拥有专业知识是恰当的。这涉及一个领域作为合法科学研究领域或具有知识体的领域。比如，外星人研究是否构成一个合法的科学研究领域，诉诸此类专家可能尚存疑问。[43]
 布莱尔从另一角度也提出对“领域问题”的新考虑。[44]
 他建议加上：CQ7
 .恰当性问题：A
 所属的领域S
 是一个知识领域吗？布莱尔指出，对于口味或道德价值的问题，诉诸专家意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判断超出了任何人的认识权威的范围。可见，诉诸权威论证依赖这样的假设，该型式适用于论证所讨论的问题。布莱尔还建议加上适用于所有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它检验论证型式之担保的初步的（prima facie
 ）合法性：CQ8
 .担保检验问题：如果一个命题被某个该命题所属领域的专家断定为真（假），那么人们可以（即有正当理由或有权利）假设，在其他情况均等的条件下该命题是真（假）的，这是似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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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相当于语用—辩证法论证型式规则要求的“使用正确的论证型式”。此外，廷德尔还提出一个“后果问题”：具有更严重后果的主张应该给予更大的重视。即考虑什么是接受权威所言的后果或者忽视权威所言的后果？这个问题也是决定是否接受诉诸权威论证的一个因素。[45]


由此看来，沃尔顿的六个批判性问题也可能只是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核心批判性问题。威格曼斯也认为，六个批判性问题是一个完全的清单，包括了论辩对手可能怀疑可接受性之传递的所有可能方式。

从纵深角度考虑，在诉诸专家论证型式的六大类核心批判性问题之下，又可展开若干批判性问题的子问题，换言之，每一核心批判性问题的满意回答可以通过细化了的子问题来详细检验。沃尔顿曾不厌其烦描述了六个核心批判性问题的子问题。[46]


1.专长问题：E
 作为一个专家资源有多可靠？

1.1.E
 的姓名、工作或职位、工作机构和雇主是什么？

1.2.E
 具有什么学位、专业资格或签发机构的证明？

1.3.能给出同一领域的对等专家的证言来支持E
 的能力吗？

1.4.什么是E
 在D
 中的实践技能的经验记录或其他指示？

1.5.E
 是对D
 的知识贡献或同行评审出版物的记录吗？

2.领域问题：E
 是A
 所属领域的一个专家吗？

2.1.被引证的专业领域是诉求支持一个主张的真正的知识领域，还是技能领域？

2.2.如果E
 是一个与诉求中被引证的领域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领域的专家，那么，在这两个领域的专业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

2.3.所涉及的议题是任何领域的专家知识都直接与决定该议题相关的那种问题吗？

2.4.所引证的专业知识领域是有技术变化或新知识急速发展的领域吗？若如此，该专家紧跟最新发展吗？

3.意见问题：E
 所断定的东西蕴涵A
 吗？

3.1.被引证的E
 断定了A
 吗？所给出的引证参考资源可以证实E
 实际上说了A
 吗？

3.2. 如果严格地说，E
 并没有说A
 ，那么，E
 断定了什么？A
 如何被推出？

3.3.如果对A的推论基于一个以上前提，那么可能一个前提来自E
 ，而另一个前提来自其他专家吗？若如此，存在两个专家（分别）断定的东西之间有分歧的证据吗？

3.4.E
 所断定的东西清楚吗？若不，使用E
 之意见的回应者就A
 所做的解释过程得到证明了吗？其他的解释合情理吗？重要的限定可能被遗漏吗？

4.可信赖问题：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资源的E
 是可信赖的吗？

4.1.E
 是有偏颇的吗？

4.2.E
 是诚实的吗？

4.3.E
 是尽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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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致性问题：A
 与其他专家的断定一致吗？

5.1.A
 在D
 中被普遍接受吗？

5.2.若不，E
 能解释为什么不，且能给出为什么存在赞成A
 的好证据吗？

6.支持证据问题：A
 是基于证据的断定吗？

6.1.专家本人达至作为其结论的那个意见所使用的内部证据是什么？

6.2.如果存在外部证据（比如，独立于该专家而报告的物质证据），该专家能恰当地处理它吗？

6.3.能够表明给出的意见是科学上可证实的意见吗？

批判性问题的另一种系统化

威格曼斯最近从语用—辩证法视角来考虑诉诸权威论证型式批判性问题的系统化。他将诉诸权威的论证型式整理如下：

来源前提：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

断言前提：E
 断定（在S
 域中的）命题A
 是真的（假的），

担保前提：如果来源E
 是包括命题A
 的主题领域S
 的一个专家，且E
 断定（在S
 域中的）命题A
 是真的（假的），那么，A
 可合情理地被当作真的（假的），

结论：A
 可合情理地被当作真的（假的）。

威格曼斯指出，沃尔顿的批判性问题与诉诸权威论证型式以什么方式相联系并不总是清晰的。显然，可信赖问题、一致性问题和支持证据问题与担保前提相关。但是，专长问题和领域问题确切地说与来源前提的哪个部分相关，并不清楚。意见问题似乎同时与来源前提和断言前提相关。其次，并非所有的批判性问题都适合于以一种清晰和不含糊的方式来评估论证的质量。人们假定，对CQ2
 、CQ4
 、CQ5
 和CQ6
 的肯定回答导致该论证的正面评价。但与这些本质上封闭的、二元的问题不同，CQ1
 要求一个渐进的陈述作为回答；CQ3
 要求一个完全命题作为回答。在这些情况下，究竟什么时候回答是令人满意的，并不清楚。而且，CQ6
 似乎并不属于证据的质量，而仅仅是证据的存在。总而言之，虽然沃尔顿的方案包括了看来对发展评价根据专家论证的工具相关而重要的元素，但是所建议的批判性问题仅仅部分地与所表述的论证型式相关，并非所有的批判性问题都同等适合于评估的目的。威格曼斯认为，关于论证型式与其相关联的批判性问题之间关系的一个更为系统的方法是语用—辩证的论辩理论的方法。在这个理论中，批判性问题总是从属于明晰论证的证明力（the justificatory force）。当然，相比之下，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语用—辩证的说明更为系统，但不太具体。只有一个批判性问题，在预见对那个问题的怀疑或批评方面，没有论证者可能提供的论据的细致说明。威格曼斯试图将沃尔顿和语用—辩证法的说明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评价根据专家意见论证的综合工具。[47]


在威格曼斯看来，论据可以解释成对批判性问题的回答，它们可以给命题内容以及早已提出的任何论据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按照语用—辩证法刻画论证型式的方法，一个融进沃尔顿批判性问题的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型式是：

1. O
 是真的或可接受的。

1.1. O
 被专家E
 断定。

1.1.1.a E
 是相关领域F
 内的专家。

1.1.1.b 来源S
 证明O
 被E
 断定。

1.1′ 接受“O
 被E
 断定”使“O
 是真的或可接受的”成为可接受的。

1.1′.1.a 就个人而言，E
 是可靠的。

1.1′.1.b E
 能给O
 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1.1′.1.c O
 与F
 领域其他（各类型）专家的断言相一致。

威格曼斯自认这个型式清晰地表明各种各样的论据如何与论点以及在这个语境中提出的其他论据相联系。论据1.1.1.a和1.1.1.b理解为支持论据1.1.的命题内容的证据。论据1.1.1.a组合了专长问题和领域问题，表达了对手对E
 作为一个专家之可信性的可能怀疑。论据1.1.1.b由意见问题激发，表达了对手对提议者的O之表述的准确性（或E
 究竟断定了O
 没有）的可能怀疑。论据1.1′.1.a、1.1′.1.b和1.1′.1.c被解释为支持根据专家意见的具体可接受性传递原则的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表达在1.1′里的1.1的证明力。这些论据由可信赖问题、支持证据问题和一致性问题激发，它们表达对手关于这些议题的可能怀疑。当然，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对手可能怀疑可接受性之传递的所有方式的详尽清单，根据手头的议题，给该型式的这个部分添加上其他论据可能是合适的，这应该在限制性条款之下来做。[48]


具体学科中的诉诸权威论证

在司法活动中，频繁使用专家证言。一个普通目击者有资格出庭作证是因为他拥有关于现场或者交易的第一手信息。专家证人出庭的原因则不同，因为专家具有知识或技能，他们能够从事实推出结论。但是，法律中的诉诸专家论证也有很多问题。例如，专家可能偏向争议中的这方或那方，因为专家可能有所获益。这属于批判性问题可信赖问题的子问题之一。对审判中专家的最频繁批评之一是他们显示过分的党派性，他们甚至被讥讽为“受雇的吹手”，而不是科学真理的客观代言人。即使是受雇的“真正”的专家，也会涉及一些更为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来自证据的选择性表达等。[49]
 为了克服诉诸专家的种种缺陷，美国最高法院曾提出所谓的多伯特标准，要求从四个方面审查专家证言：1.可检测性：专家证言所凭借的证据、理论或技术是否能（且已经）被检验；2.差错率：该理论或技术已知的或潜在的差错率是否可被接受；3.同行评议：该理论或技术是否已经过同行评议并发表；4.普遍接受：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是否被相关科学共同体明确认可，并在该共同体内明了接受的特殊程度。之后的2000年，最高法院对《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做了修正，表述了三项规则：1.证言基于充分的事实或资料（data）；2.证言是可靠原则和方法的产物；3.证人将这些原则和方法可靠地应用于案件事实。戈登和沃尔顿（2006）认为，除了多伯特标准，《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修正相当于提出了下述标准：1.专家正就某事项提出的作证，产生于他们独立于该诉讼而完成的自然而直接的研究，还是特意为该作证目的而形成的他们的意见；2.是否该专家从一个已接受的前提无理地推导一个无根据的结论；3.是否该专家已充分地说明了显著的替代解释；4.是否该专家像在他的付费诉讼咨询之外的正常专业工作中一样仔细小心；5.是否由该专家所宣称的该专门知识领域众所周知能达到该专家将给出的那类意见的可靠结果。[50]
 沃尔顿最终概括出从证据法角度来看需要考虑的十一个批判性问题：

CQ1
 ：专家提出的意见基于某种理论或技术吗？

CQ2
 ：专家提出的理论或技术能加以检验吗？

CQ3
 ：专家提出的理论或技术已经检验过了吗？

CQ4
 ：该理论或技术已知的或可能的出错率有多高？

CQ5
 ：该理论或技术已被同行评审过、发表了吗？

CQ6
 ：在与该专业领域相应的科学共同体之内接受程度如何？

CQ7
 ：该专家意见来自独立于该诉讼而实施的研究，还是为了作证目的而专门开发？

CQ8
 ：专家根据已接受的前提不合理地推测一个无根据的结论吗？

CQ9
 ：专家对替代解释予以充分说明了吗？

CQ10
 ：专家像他在通常的专业工作中一样认真小心吗？

CQ11
 ：大家知道该专家所声称的专业技术领域获得了所考虑的那类意见的可靠结果吗？

这些问题看起来与一般诉诸专家意见的六个批判性问题有所交叠。不过，大部分表征新批判性问题，当考虑法庭上常常被用作专家证言的那类科学证据时，这些批判性问题尤其重要。因此，出现的问题是，是否需要法律中运用的基于专家证言论证的专门论式。这种专门化的法律论式基于论辩理论中最初使用的论式，但它应该更为详尽，特别为法律目的而设计。[51]


专家证言心理学也提出，法庭心理专家应该被问下述问题，这些问题属于诉诸专家论证的第一个批判性问题：你的专业是什么？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你先前的职位是什么？你专门研究心理学的任何一个特殊领域吗？在这些专业实践领域你的经验是什么？把你所受的教育描述一下。你得到批准了吗？你第一次被批准是何时？作为一个执业心理学家意味着什么？你获得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的认证了吗？何时获得的？认证意味着什么？你通过怎样的过程获得认证？你是任何专业组织的一个成员或会员吗？你发表过著作、论文或文章吗？你有编辑职位吗？你在心理学领域有过任何独立研究吗？你获得过支持你研究的任何资助吗？你得过心理学领域的任何奖项或荣誉吗？你以前有专家证人的资格吗？在哪个法院？关于什么主题的？[52]


诉诸权威也在医学中有广泛应用。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可能通过提供支持医嘱的论证来设法克服病人的踌躇不安。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具有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而病人拥有关于他自己身体、症状和处境的知识和专长，因而医生和病人可能利用不同领域的知识和专长支持他们自己的主张。一个医生可能明确地强调他对某种治疗的经验，以支持病人将要经受的那种治疗的医嘱。在这里，医生可能提出一种凭借权威的论证（argument by authority）来支持医学主张。由于医生拥有医疗问题的知识和专门技术，因而在与病人的会话中将这种知识或专业技术作为一个论证提出来。医生利用凭借权威的论证可能实际上拒绝病人请求支持医嘱的更多论证（病人想，如果我现在不接受医嘱，医生会认为我怀疑他的专业能力）。用古典修辞学术语来说，医生诉求品格（ethos
 ）即他自己的能力或使论点更可接受的品质。不过，与一般的权威论证不同，医生提及的权威不是讨论之外的权威而正是他本人，因而用引用权威的论证（argument from authority）和凭借权威的论证（argument by authority）。后者提到的权威是提出论证的讨论当事人。[53]
 与此相应，满足引用权威论证的正确性条件的权威论证不见得总是满足凭借权威论证的正确性条件。所以，需要构想凭借权威的论证的具体正确性条件。首先，按照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的分析，凭借权威的论证的一般正确性条件是：[54]


1.提出凭借权威论证以支持一个论点的提议者在对手要求他辩护该论点的时候，有义务继续辩护该论点。

2.提议者不可炫耀自己的品质以躲避提出有关争议论点的论证。

3.如果辩护是通过诉求他的权威发生的，而他的权威实际上并不担保该论点得到所提出的凭借权威论证的支持，那么提议者不可将一个论点视为终局性的辩护。

（1）对手应该承认提议者是真正的权威；

（2）对手应该承认提议者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4.提议者应该以正确的方式提及他自己的权威。

（1）提议者应该对在他参与论辩性讨论之前所表达的意见予以正确地引用。

（2）提议者应该在该论说的某一相关点上提出凭借权威的论证。

在医学咨询中，医生凭借权威的论证可具体化为：[55]


1*.如果在医生的凭借权威论证之后，病人仍不同意那种治疗，也没有退出讨论，那么提出一个凭借权威论证支持医嘱的医生有义务继续辩护该医嘱。

2*.提出一个凭借权威论证支持医嘱的医生，不可为了逃避提出与所建议治疗相关的论证或相关的替代治疗而炫耀自己的品质。

3*.如果关于医学咨询期间的治疗建议，病人已经就这方面该医生之权威的名副其实或相关性表示怀疑，那么，医生不可将一个治疗建议当作由医生的凭借权威论证给予终局性的辩护。

4*.医生应该以正确的方式提及自己的权威。

（a）医生应该对在他参与医学咨询的论辩性讨论之前所表达的意见予以正确地引用；

（b）医生者应该在讨论治疗建议之该论说的某一点上提出凭借权威的论证。。

四 诉诸权威的谬误

对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评估将会得到三种可能结果：合理的、弱的或可疑的和谬误的。人们也许只关注两个结果，即诉诸权威论证是合理的还是谬误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需要在仅仅是可疑的（suspect）或允许批判地质疑的型式与谬误的型式之间做出区别。需要牢记的是，诉诸权威的论证基本上是假设性的、可废止的论证类型。弱论证不一定就是谬误的论证。从沃尔顿的思路看，在对话框架中，仅当以教条的（绝对的和终极的）方式使用诉诸权威论证型式，以阻挡进一步的批判性问题和回答的对话交换可能性的时候，根据权威的论证才变成谬误。

对诉诸权威谬误的不同理解和处理

首先，鉴于以往将合理的论证型式与其相应的谬误名称混为一谈的情况，有必要考虑用不同的名称标记这两种情形。比如，诉诸权威、根据专家或权威意见的论证是论证型式的名称，滥用权威是谬误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拉丁名称被许多人直接用作谬误的标签，但其原意不见得全都是否定性意义。

在一些教科书里，倾向于放弃诉诸权威的谬误观念。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诉诸权威这种论证之正确性或合理性的要件（制约条件）或各种批判性问题，那么，在特定情形下，如果所有要件被满足，就应该将诉诸权威论证评估为恰当的、可靠的或正当合理的就完事。如果某些要件没有满足，就应该把该论证评估为弱的、不完全的或不恰当的。科尔曼甚至认为，不要说诉诸权威是谬误，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兼职谬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有时是谬误）也是错误的。诉诸权威是欺骗的坏论证是因违反作为言语行为之论证的某些恰当性条件，而不是因为使用了一个坏的推论原则。这种论证可能出错的多样性方式反映了有关它的恰当性条件的复杂结构，而非冗长而无原则的未表达前提的列举。根据权威的论证使用一种好的推论原则，因而不存在根据权威的谬误。[56]
 另一些教科书作者则认为，一些诉诸权威论证不止于未满足某些要件，它坏到阻挡整个论证交换，因而称其为谬误是合适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诉诸权威谬误不是要用有没有满足六个批判性要件来辨识，而是要依据在给定情形下的论说文本的对话里，诉诸权威是如何被提出的来确认。谬误的诉求是被如此教条地或绝对地提出的，它排除了提出赞成或反对该立场之论证的考虑。这暗示，封闭批判性问题使得这种诉求权威成为谬误的。把诉诸权威当作不可挑战的论证、关于某一主题的终极话语提出来，可能产生阻止批判性讨论的恶果，因而是一种特别严重的缺陷。教条地诉诸权威的情况下，论证者企图避开提供权威之可靠性的任何证据的要求。教条式运用诉诸权威就是把权威当作是终极的、不可更改的、绝无错误的，不需要为他的特别宣称提供任何理由或证据；教条的方式不允许批判性审查；意味着对话结束了，论争解决了，另一方质疑这个诉诸权威论证是不合适的。该谬误旨在利用另一方对权威的唯命是从或恭顺。[57]
 这种谬误的起因在于，人们有时忘却了诉诸权威的本质：它是一种可错的、可废止的、允许批判性质疑的论证类型。按照语用—辩证法的批判性讨论规则，诉诸权威和诉诸强力（“棍棒”）、针对人身等一样，压制他人的探究或质疑，剥夺对话权利，因而是违反“自由规则”的谬误。按沃尔顿新辩证法观点，一个谬误不只是一个弱的或可疑的论证，也是一个被用来阻止或干扰论证者所从事的对话类型的合法目标。[58]
 教条式地运用诉诸权威满足这个标准，因而扣上一顶谬误的帽子恰如其分。

像科恩和安格尔这样的学者强调，诉诸权威的谬误源于混淆认知的权威与制度的或行政的权威。前者总是遇到批判性质疑，后者本质上常常是更为强制的和绝对的。智识的或认知之权威的运用必须允许挑战，因而依赖它的论证本质上是暂时的和主观的。虽然它们具有假设的分量，但是，在考虑出现的新证据时，它可能必须被撤回。相反，行政的或制度的权威通常是不可更改的、强制执行的，因而它不允许用同样的方式来挑战。所以，当诉诸权威是前一类型时，却被当作是后一类型来支撑一个论证，就会造成诉诸权威的严重的和系统的误用。[59]


沃尔顿指出，诉诸权威论证评估工具除了批判性问题外，还可以利用对话剖面（profile of dialogue）。对话剖面是对话中相对短的问答序列，可以将其描绘成树形图，展示一个合理对话能够进行的各种方式，亦可用于分析讨论谬误或批判性移动。在对话剖面中，可以看出在对话里提议者如何提出一个论据，回应者如何回答或撤回提出的论据。对于诉诸权威论证的评估来说，谬误的标志是提议者以教条或抑制性的方式提出论证，在下一步或接下来的若干步，不给回应者留下提出批判性质疑的余地，阻挠回应者问恰当的批判性问题。例如，在提议者主张A
 之后，有这样一个对话序列（对话剖面）：

回应者：为什么A
 ？

提议者：因为E
 断定A
 ，E
 是一个专家。

回应者：E
 的断言基于证据吗？

提议者：你怎样评估这种证据？你并不是这个科学领域的专家。

回应者：不是，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我肯定有权利问他的意见基于什么证据。

提议者：对这类临床证据的评价是科学家的庄严责任。你连科学家都不是！

按照辩证移动和对话剖面，当回应者提出诉诸权威的第六个批判性问题时，提议者恰当的回答有三种选择：引用该专家断言所基于的证据；他承认不知道这样的证据；承认未曾有这样的证据被给出。[60]
 但是，提议者没有选择可能的恰当回答，阻塞了后续合理对话步骤，因而是谬误的。

诉诸权威谬误的系统

早有学者试图将诉诸权威论证的谬误系统化。例如，希伯（Edith W.Schipper）和舒（Edward H.Schuh）《现代逻辑入门》（1959）在“不合法地诉诸权威”一般标题下列举了五种诉诸权威的谬误：笼统的权威——来源没有充分的具体说明，或者没有识别是谁；教条的权威——权威被坚称是终极的或不可错的；误置权威——领域是错误的；误表达权威——权威之所言的意思被改变了；令人尊敬的权威——尊敬或魅力取代了真正的权威。[61]


沃尔顿提出诉诸权威论证之谬误的系统学说。首先，一个合理的或得到担保的诉诸权威论证必须按照前述合适的型式提出。其次，当被问及六个批判性问题中某一个或多个时，如果提议者不予回答，或没有使用必要的证据给予恰当的回答，诉诸权威的论证就可评估为弱的或可疑的。如果给出了恰当的回答，论证就可评估为合情理的，或者说在该对话中具有假设性的分量。沃尔顿认为诉诸权威论证的评估因而有三层：第一回合发生在论证以合适的型式提出时；第二回合发生在恰当的批判性问题被提出和回答（或不回答）时；第三回合发生在一个批判性问题的子问题被提出时。再次，当论证者以教条方式（阻挠问恰当的批判性问题）提出诉诸权威论证时，就有诉诸权威的谬误。判断教条方式有一些证据可用。比如，论辩指示词，像“肯定地”、“必然地”、“无可怀疑”、“显然”等；还有语境证据。如果专家或使用专家意见支持其论证的那些专家的拥护者拒绝支持合适的批判性问题，那么这就是存在诉诸权威谬误的语境证据。得到这类证据需要研究对话剖面。沃尔顿提醒注意，对话的参与者通过说“如此的问题并不合适”，企图阻止提出批判性问题。[62]


在沃尔顿眼中，诉诸权威的一般谬误是把这种论证当作一种恫吓诡计，它不公正地利用权威人物的受尊敬地位，暗示专家应该被看作是提供所讨论主题的终极性话语。因此，诉诸权威谬误通过强制提前关闭批判性的交互式对话来破坏论辩的目的。在这个总的诉诸权威谬误概念之下，沃尔顿提出最为重要的五类子谬误。

1.如果批判性问题1被阻止，就有非权威的谬误（fallacy of nonauthority）：

1.1.诉诸名声的谬误（fallacy of appeal to celebrity）。

1.2.身份不明的权威谬误（fallacy of unidentified authority）。

前者利用名人效应，所谓的权威其实没有相关资格；后者没有给出专家的名字。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诉求假定，不必给出该名字，要求给出名字将是不恰当的。

2.批判性问题2之下的谬误：错置权威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authority），即将属于另一不相关领域的专家当作相关的专家予以引证。

3.涉及批判性问题3的谬误：曲解权威的谬误（fallacy of misrepresented authority），以一种欺骗的方式改变了E
 之所言的意思。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改变了专家意欲的真实意思，将意义的改变用作一种欺骗性论证。

3.1.错引权威的谬误（fallacy of misquoting an authority）。

3.2.脱离语境的歪曲引用权威的谬误（fallacy of wrenching what an authority said out of context）。

4.涉及批判性问题4的谬误有三个子谬误：

4.1.隐瞒权威不诚实的谬误（fallacy of concealing the dishonesty of an authority）；

4.2.隐瞒权威偏见的谬误（fallacy of concealing the bias of an authority）。

4.3.隐瞒权威未尽责的谬误（fallacy of concealing the lack of conscientiousness of an authority）。

5.涉及批判性问题5的谬误：

5.1.德摩根谬误（DeMorgan’s fallacy）。

指把两个命题合在一起（它们是不同的、独立的专家的意见），并依据这两个命题推出一个结论（第三个命题），说这“得到权威们的担保”。

5.2.隐匿专家意见反常性的谬误（fallacy of concealing deviancy of an expert opinion）。

指把专家意见表述成好像是相关领域内普遍接受的，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或“独行其是”的意见，并不是该领域普遍接受的。[63]


涉及批判性问题6的谬误：一般地，一个被诉诸的专家意见是可接受的，首先是因为专家必定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他所属领域的真实的、客观的证据之上。但是，这些证据对于使用者并非总是可利用的。因此，当对专家意见的基础产生怀疑时，通过要求证据来对该主张的基础发问是合理的，应该在对话中有相应的适当的回应。当有专家断言的明显的、更为全面的反例时，如果依然坚持这个断言，就会出现谬误。[64]


就如很多论证型式之间有所联系一样，诉诸权威的谬误也与其他谬误相关。比如，一般诉诸权威谬误与忽视限制（secundum quid
 ），二者都有明显教条主义的性质。诉诸权威谬误像人身攻击一样，都是基于来源的论证类型，有相似的结构。只不过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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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洛克《人类理解论》第4卷第12章第19节的汉译将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
 直接译为“剽窃名言”，好像洛克本人将此视为一种谬误。其实，汉译的文字内容与剽窃名言这个称呼并不相符。参见[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85页。


 [2]
 戈维尔的《论证的实践性研究》将“适宜的权威”作为可接受前提的来源之一。她所勾勒的诉诸权威也将制约条件作为前提：1.专家X断定主张P。2.P属于专业领域K。3.K是一个真正的知识领域。4.K中的专家就P有一致意见。5.X是K中的一个专家或权威。6.X是诚实、可靠的。7.所以，P是可接受的。参见Trudy Govier，A Practical Study of Argument
 ，Belmont：Wadsworth，1992，pp.127-128。格罗尔克和廷德尔的《好推理问题》也采用类似型式：前提1：X是一个有资格c的权威，他相信并陈述y。前提2：资格c与y相关。前提3：X没有偏见。前提4：在有关y的相关专家中间有广泛的一致。前提5：y是一个在其中一致意见是可能的恰当领域。结论：y应该被接受。Leo A.Groarke and Christopher W.Tindale，Good Reasoning Matters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Critical Thinking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67.


 [3]
 沃尔顿的《非形式逻辑》最初也采用是否问题来表述诉诸权威的制约条件。参见Douglas N.Walton， Informal Logic：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94-196。不过，有些子问题直接用一般疑问句形式。此书新版使用了《诉诸专家意见：根据权威的论证》（1997）的6个批判性问题。参见Douglas N.Walton，Informal Logic
 ：A Pragmatic Approach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8。


 [4]
 在最新版本中，提到恰当诉诸权威的条件有四个：诉求必须是合适的（诉诸权威的适用范围）；权威必须是有能力的，即权威必须胜任，必须有机会决定该陈述的真；有关此类事情领域之内的权威之间必须存在相当广泛的共识；权威必须是可靠的。Ralph H. Johnson and J.Anthony Blair，Logical Self
 -defense
 ，New York：International Debate Education Association，2006，p.172.


 [5]
 此书第三版同样提出“一个好的根据权威论证五个必须满足的条件”，表述稍有不同：一个强的根据权威论证必须识别所诉诸的权威，陈述他们的资格；一个强的根据权威论证依赖具有与所讨论议题相关的资格；一个强的根据权威论证诉求没有偏见的权威；一个强的根据权威论证仅当在相关专家之间存在广泛一致时才是可能的；一个强的根据权威论证必须诉求属于这样一个知识领域的权威：由于在该领域存在普遍接受的形成判断的标准，权威之间的一致意见在原则上是可能的。Leo A.Groarke and Christopher W.Tindale，Good Reasoning Matters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Critical Thinking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366-367.


 [6]
 布莱尔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对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如果推论原则不成立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类论证型式的合理形式。最近，麦兹拉西对诉诸权威论证型式的合法性提出严重挑战，认为经验证据表明，从某一权威E
 说A
 ，并不能得出A
 更可能为真。参见Moti Mizrahi，“Take My Advice—I am not Following It：Ad Hominem Arguments as Legitimate Rebuttals to Appeals to Authority”，Informal Logic
 ，Vol.30，No.4（2013），pp.435-456.


 [7]
 比尔从社会—组织视角提出可信赖问题的三个子问题，这是在原有的清单中没有明确包括的、依然主要被当作是个人禀赋的问题。他相信，有理由按照社会—组织的术语表述可信赖问题。可信赖问题的子清单可能包括以下问题：1.该专家在其他场合恰当地对待他的责任，包括避免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的不适当的结论传递吗？2.该专家在输出结果上有个人利益，或者他与这样做的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盟吗？3.存在充分的制衡来阻止专家以任何方式滥用他的看法吗？ 参见Frans A.J.Birrer，“Expert Advice and Argumentation： Some Remarks on the Work of Douglas Walton”，Argumentation
 ，Vol.15，No.3（2001），pp.267-275.


第十三章 论证型式汇集

迄今为止，研究者已从各种论辩性文本中发现并提炼出大量论证型式。一些研究团队还在建设论证型式语料库，以期捕捉新的论证型式。不过，大多数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是论辩语篇（日常论说、法律和科学语境等）里最为常用的论证型式。由于生成论证型式的严格分类系统极为困难，论证型式的汇集只能大致归类或分组，以便在汇集中能反映核心的或基本的论证型式与其子类或子型式的关联。匹配每一型式的批判性问题（critical question，CQ）也不是某一型式的全部可能的批判性问题，毋宁说是该型式最为典型的批判性问题。本章的论证型式汇集以沃尔顿等新著《论证型式》（2008）为基础，参考佩雷尔曼（1969）、金泡因特纳（1992）、波洛克（1995）、格瑞安（1997）以及英国敦提大学计算学院的论证型式研究组（2006）等的论著，并将沃尔顿等（2008）和廷德尔（2007）的批判性问题综合起来考虑。

一 依据信息源的论证型式

在这种论证型式中，前提涉及某种信息来源的状况，比如主体的处境、知识、社会角色或承诺、影响、个人品性等。结论的可接受性是由信息来源的性质决定的。

1.根据知情地位的论证

知情地位前提：a
 处于了解包括命题A
 在内的某一主题领域S
 之事物的地位。

断言前提：a
 断定A
 是真的（假的）。

结论：A
 是真的（假的）。

CQ1.
 a
 处于知道A
 为真（假）的地位吗？

CQ2.
 a
 是一个诚实的（值得信赖的、可靠的）来源吗？

CQ3.
 a
 的确断定了A
 是真（假）的吗？

2.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

没有人是万事通，很少有人能不用专家论证。因为，要我们获取直接证据往往并不实际，而专家具有我们所不拥有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承认专家的权威，也认定他们按照专业标准和程序行事，他们比非专家所做的判断有高得多的成功率和准确性。不过，我们必须在公共和个人决策中依靠专家证言与发展我们自己作为批判性思维者的能力之间进行平衡。[1]


大前提：E
 是一个包括命题A
 的学科领域S
 之内的专家。

小前提：E
 断定命题A
 是真（假）的。

结论：A
 是真（假）的。

CQ1.
 专业性问题：作为一个专家来源的E
 有多可靠？

CQ2.
 领域问题：E
 是A
 所属领域的一个专家吗？

CQ3.
 意见问题：E
 之所言意味着A
 吗？

CQ4.
 可信赖问题：作为来源的E
 本人是可靠的吗？

CQ5.
 一致性问题：A
 与其他专家的断言一致吗？

CQ6.
 支持证据问题：E
 的断定基于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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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证人证言的论证

知情地位前提：证人W
 处于知道A
 是否为真的地位。

说出真相前提：证人W
 在说出真相（就W
 所知之事）。

陈述前提：证人W
 陈述A
 是真（假）的。

结论： A
 可被合情理地当作真（假）的。

CQ1.
 内部一致性问题：证人W
 所说的话语之间是一致的吗？

CQ2.
 外部一致性问题：证人W
 的陈词与案件的已知事实一致吗？（基于证人W
 作证之物以外的证据）

CQ3.
 证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证人W
 的陈词与其他证人（独立地）作证一致吗？

CQ4.
 偏见问题：证人W
 给出这一陈词是因他有某种偏见吗？

CQ5.
 合情理问题：证人W
 所断定的陈述A
 有多大的合情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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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流行意见的论证

普遍接受前提：人们普遍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

假设前提：如果人们普遍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那么就有赞成A
 的一个理由。

结论：存在赞成A
 的一个理由。

CQ1.
 有什么证据，比如说一种民意测验或对常识的诉求，支持“人们普遍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这一主张？

CQ2.
 即使普遍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存在怀疑它为真的任何好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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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证型式有很多子型式，例如：

4.1.流行的型式

前提：一个特殊参照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拒斥）A
 。

结论：A
 是真（假）的，或者你应该接受（拒斥）A
 。

4.2.知情地位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这个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A
 。

前提 2：这个群体G
 处于知道A
 为真的特殊地位。

结论：A
 为真是合情理的。

4.3.专家意见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这个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A
 。

前提 2：G
 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群体。

结论：A
 是真的。

4.4.商议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A
 。

前提 2：群体G
 理智而广泛地商议过是否接受A
 。

结论：A
 （可能，合情理）是真的。

4.5.道德证明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每一个好人或代表具有好品质之群体G
 的人都接受政策P
 。

前提 2：你的目标是（应该是）成为一个好人或具有好品质之群体G
 的一员。

结论：你应该接受P
 。

4.6.道德证明的（宽恕子类）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做x
 （或接受作为一个政策的命题A
 ）。

前提 2：做x
 （或接受A
 ）表明x
 （或政策A
 ）对G
 是可接受的行为规范。

前提 3：我（言说者）是G
 的一个成员。

结论：我做x
 （或接受A
 ）被证明是道德上可接受的行为（或政策）。

4.7.势利诉求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A
 （或具有某一特性、拥有某个物体）。

前提 2：群体G
 是社会精英，即属于它的每个人都有声望。

前提 3：对你（回应者）而言，声望是一个重要目标。

前提 4：如果你接受A
 （或获得特性P
 、买物体O
 ），那么你将成为群体G
 的一员。

结论：你应该接受A
 （等等）。

4.8.诉求虚荣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受人羡慕的（受欢迎的）人之群体G
 中的每一人都接受A
 （拥有P
 等等）。

前提 2：如果你完成行动x
 ，你就属于这个群体G
 。

结论：你应该完成行动x
 。

4.9.归属感修辞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A
 。

前提 2：对你（回应者）而言，成为群体G
 之一员极为有价值。

前提 3：如果你不接受A
 ，你就不在群体G
 中。

结论：你应该接受A
 。

4.10.普通人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我（言说者）是一个平常人，即我与你们（听众）有共同的背景。

前提 2：群体G
 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A
 。

结论：你应该把我之所言当成是更可信的或可接受的。

4.11.普通人（群体子类）的诉诸大众论证

前提 1：我（言说者）是一个平常人，即我与这听众（群体G
 ）的成员有共同的背景。

前提 2：你（回应者）是这听众（群体G
 ）的一个成员。

结论：你应该接受我之所言。

5.根据通行做法的论证

这是根据流行意见型式的变体。

前提 1：在熟知关于A
 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那些人中间，A
 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或实践。

前提 2：如果在熟知关于A
 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那些人中间，A
 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或实践，那么就给予认为A
 是可接受的一个理由。

结论：在此情形中，A
 是可接受的。

CQ1.
 有什么行为或其他指示表明绝大多数人接受A
 ？

CQ2.
 即使绝大多数人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但是，在这里有什么根据证明接受A
 是正当合理的？

6.根据无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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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无知论证是基于反对某一结论之证据的缺乏而得出该结论的论辩策略。这种论证的一个有趣特性是，它具有颠倒或反转证明责任的效果。在法律领域，存在使用这类论证的合理方式，比如证明有罪的证据的缺乏被当作无辜的证据。在科学活动中，为了看看某个假说是否为真，科学家进行假说检验。预期要在实验中出现的结果却没有出现即验证失败，被视为反对该假说的证据，这是一个失验（disconfirmation）的证明。在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两点：第一，结论只是在努力探究或检验以发现证据之后才得出的，所以否定性的发现得到恰当的支持。第二，不止于把对X的证据缺乏作为反对X的否定性证据，还存在反对X之真的证明性证据，因此X必定是假的。廷德尔提醒注意三种情形：基于证据缺乏得出的结论；混淆证据缺乏与否定证据；用没有满足评判者自己也从未准备满足的证据标准评判他人。[2]
 沃尔顿提出的型式是：

大前提：如果A
 真，则A
 会被知道是真的。

小前提：并非A
 被知道为真。

结论： A
 不是真的。

6.1.根据常规例外的否定推理

大前提：如果情境是常规的，则A
 将是真的。

小前提：并非A
 是真的。

结论：因此该情境不是常规的。

6.2.否定的实践推理

前提1：我不知道是否A
 是真的。

前提2：我必须按照A
 要么真要么假的假设来行动。

前提3：如果基于A
 是真的假设来行动而A
 却不是真的，那么将伴随B
 后果。

前提4：如果基于A
 不是真的假设来行动而A
 却是真的，那么将伴随C
 后果。

前提5：后果B
 （C
 ）比后果C
 （B
 ）更严重。

结论：我基于A
 不是真的（是真的）假设来行动。

CQ1
 .搜索证据的进程行进了有多远？

CQ2
 .对话的哪一方有全局的证明责任？换言之，最终要证明的东西是什么以及谁该证明它？

CQ3
 .承担证明责任的这一方为了成功地完成证明责任需要做出多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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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无知的认识论论证

前提1：并没有确立所有在D
 中的真命题都包括在K
 中。

前提2：A
 是这样一类命题，如果A
 是真的，A
 将通常被期望在K
 中。

前提3：A
 在D
 中。

前提4：A
 不在K
 中。

前提5：所有包括在D
 中的A
 或真或假。

结论：假设A
 是假的（在D
 中得到进一步探究）是合情理的。

8.根据承诺的论证

8.1.版本1

承诺证据前提：此情形表明，按照a
 之所言或所为的证据，他承诺命题A
 。

承诺前提的联结：一般地，当论证者承诺A
 时，就可推出他也承诺B
 。

结论：在这个情形中，a
 承诺B
 。

8.2.版本2

大前提：如果论证者本人a
 在对话的某个点上承诺了命题A
 ，那么可以推出他也承诺命题B
 ，B
 是否为真的问题将变成对话的一个议题。

小前提：论证者本人a
 在对话的某个点上承诺了命题A
 。

结论：在对话的某个后续点上，B
 的议题出现，论证者a
 可被说成是承诺了命题B
 。

CQ1.
 在该情形中，什么证据支持a
 承诺A
 的主张，它包括指示a
 或许不承诺A
 的相反证据吗？

CQ2.
 在此情形中，是否有质疑的余地：存在承诺A
 意味着承诺B
 这个一般规则的例外吗？

9.品格论证

大前提：如果x
 是一个有优良（低下）道德品格的人，那么，x
 所言应被当作更合情理的加以接受（当作更不合情理的加以拒斥）。

小前提：a
 是一个有优良（低下）道德品格的人。

结论：a
 之所言应被当作更合情理的加以接受（当作更不合情理的加以拒斥）。

CQ1.
 a
 是一个有优良（低下）道德品格的人吗？

CQ2.
 品格问题在对话中是相关的吗？

CQ3.
 所主张的假设能得到给定证据的有力担保吗？

据米兹拉希介绍，萨尔蒙（M.H.Salmon）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导论》（第5版，2007）认为，针对人身论证得出一个陈述是假的结论，因为该陈述是由一个特殊的人或人群做出的。她将正确的针对人身论证构建为统计三段论的形式：个体a
 就一个特殊主题S
 所说的话大多数是假的，a
 就S
 说了p
 ，所以，p
 是假的。因而这样的论证只有在有理由相信某人或某人群就某个主题的特定方面所做出的大多数主张是错误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但萨尔蒙加注说：我们通常不可主张一个人就某一主题所说的大多数话是假的，因为几乎没有人就某一主题一直说谎，或几乎总是错的。由于型式中的那个统计前提几乎从来不真，所以针对人身的合理论证案例少之又少。她指出一些合理的针对人身论证可能出现于其中的环境：针对科学怪人的宣称；针对销售人员的夸大主张；针对宣过誓但曾经说谎的证人的可信性。[3]


达尔曼提出针对人身论证的一般定义：针对人身论证是基于一个人P
 的某一属性A
 ，做出关于此人P之可靠性（reliability）的论证。这种论证指出，P
 有属性A
 ，并宣称由于P
 有属性A
 ，P
 在执行某一功能F
 方面的可靠性相当于等级D
 。针对人身论证的基本形式是：

（1）P
 具有A
 ；

（2）如果P
 具有A
 ，那么，P
 在执行F方面的可靠性是D
 ；

（3）P
 在执行F方面的可靠性是D
 。

针对人身论证以一个特殊主张为目标，得出的结论是：P
 所具有的属性A
 影响P
 的可靠性，造成这个目标主张成为假的。因而，一个扩展的形式是：[4]


（1）P
 具有A
 ；

（2）如果P
 具有A
 ，那么，P
 在执行F方面的可靠性是D
 ；

（3）如果P
 在执行F
 方面的可靠性是D
 ，那么目标主张是假的；

（4）目标主张是假的。

扩展形式有三个前提，即来自基本形式的属性前提、效果前提，以及添加的第三个可叫做反驳的前提（rebuttal premise
 ）。

10.起源的针对人身

品性攻击前提：a
 是一个有坏品格的人。

结论：a
 的论证α
 不应被接受。

CQ1.
 在品格攻击前提中做出的断言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吗？

CQ2.
 在使用该论证的对话语类型中，品格问题是相关的吗？

CQ3.
 论证的结论是，即使支持α
 的其他证据已被提出，α
 也应该被（绝对地）拒斥，还是结论仅仅（相对主张）是，相对于可利用的全部证据，应该给α
 指派一个降低了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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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语用的不一致

前提1：a
 赞成以命题A
 作为其结论的论证α
 。

前提2：a
 完成了一个行为或一组行为，该行为意味着a
 亲自承诺非A
 （A
 的对立或否定）。

结论：a
 的论证α
 不应被接受。

CQ1.
 a
 在以一种强烈的方式赞成论证α
 指示他亲自承诺A
 吗？

CQ2.
 按照描述此行为的语言，该描述蕴涵着a
 亲自承诺A
 的对立吗？

CQ3.
 为什么对CQ1
 和CQ2
 的满意回答所指示的语用不一致是不接受论证α
 的一个相关理由？

12.根据不一致承诺的论证

初始承诺前提：a
 宣称或指明他承诺命题A
 （一般地，或依据他过去所说的）。

对立承诺前提：在特殊情形下的其他证据表明，a
 并不真正承诺A
 。

结论：a
 的承诺是不一致的。

CQ1.
 表明a
 承诺A
 的证据是什么？

CQ2.
 为表明a
 没有承诺A
 ，在此情形中所宣称的进一步证据是什么？

CQ3.
 来自两个前提的证据如何证明存在承诺的冲突？

13.环境的针对人身

论证前提：a
 赞成以命题A
 作为其结论的论证α
 。

不一致承诺前提：a
 亲自承诺A
 的对立（否定）命题，这通过他的个人行为的承诺或表达这个承诺的个人环境表现出来。

质疑可信性前提：作为相信他自己论证的真诚的人，a
 的可信性（由于以上两个前提）变得成问题。

结论：a
 的论证α
 的似真性被降低或摧毁。

CQ1.
 存在能被辨识的一对承诺，即由A
 的承诺和a
 在实际中所表明的证据所证明的东西，是不一致的吗？

CQ2.
 一旦作为攻击焦点的实际的不一致性被辨识，它能通过进一步的对话被解释或解决吗？由此保持论证者的承诺在对话中一致，或者表明a
 的不一致承诺并不支持a
 缺乏可信性的主张。

CQ3.
 在对话中，品性是一个相关问题吗？尤其是a
 的论证取决于他的可信性吗？

CQ4.
 结论是一个较弱的主张，即a
 的可信性是可疑的，还是一个较强的主张，即α
 的结论是假的吗？

14.根据偏见的论证

大前提：如果x
 是有偏见的，那么，x
 就不太可能在得出结论A
 的过程中考虑过两方面的证据。

小前提：论证者a
 是有偏见的。

结论：a
 不太可能在得出结论A
 的过程中考虑过两方面的证据。

CQ1.
 说者与听者是在从事何种类型的对话？

CQ2.
 为证明说者是有偏见的，已经给出了什么证据？

15.偏见的针对人身

前提1：论证α
 的提出者a
 是有偏见的。

前提2：a
 的偏见在于，没有诚实地参与包括α
 在内的对话类型D
 。

前提3：因而a
 是一个道德上的坏人。

结论：α
 不会被给予在它没有该偏见时那么多的可信性。

CQ1.
 a
 有偏见的证据是什么？

CQ2.
 如果a
 是有偏见的，那么，它是妨害a
 诚实地参与D
 的坏偏见，还是对（α
 在其中提出的）那种对话类型而言是恰当的正常偏向？

二 实践的论证型式

实践论证的前提涉及对一定实践行为的考察，其中包括实践目标的实现条件、实践行为产生的具体结果以及一定实践行为的已有代价等。

16.实践推理

阿特金森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实践推理的型式和匹配的16个批判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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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R
 中，我们应该实施行动A
 以实现新环境S
 ，新环境S
 将实现某个目标G
 ，该目标G
 将提升某价值V
 。批判性问题是：

CQ1
 .被相信的环境是真的吗？

CQ2
 .在假定该环境的情况下，该行动具有所陈述的结果吗？

CQ3
 .在假定该环境和该行动具有所陈述结果的情况下，该行动会实现所欲的目标吗？

CQ4
 .该目标能实现所陈述的价值吗？

CQ5
 .存在实现相同结果的其他替代方法吗？

CQ6
 .存在实现同一目标的其他替代方法吗？

CQ7
 .存在提升相同价值的其他替代方法吗？

CQ8
 .实施该行动有降低该价值的副作用吗？

CQ9
 .实施该行动有降低另一些价值的副作用吗？

CQ10
 .实施该行动提升另一些价值吗？

CQ11
 .实施该行动妨碍另一些会提升别的价值的行动吗？

CQ12
 .该环境如所述的那样可能吗？

CQ13
 .该行动是可能的吗？

CQ14
 .结果如所描述的那样可能吗？

CQ15
 .意欲的目标能实现吗？

CQ16
 .该价值确实是一个正当合理的价值吗？

不过，沃尔顿的实践推理论证型式似乎将阿特金森的型式拆分开来，分别给出具体的型式和批判性问题。

16.1.实践推论

大前提：我有目标G
 。

小前提：完成这个行动A
 是实现G
 的一种手段。

结论：我应该完成这个行动A
 。

CQ1
 .我的与G
 可能冲突的其他目标应该考虑吗？

CQ2
 .那些与A
 不同但也将实现G
 的其他行动应被考虑吗？

CQ3
 .在A
 和其他行动之中，哪个可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

CQ4
 .对我采取A
 ，存在证明它在实践上可行的理由吗？

CQ5
 .我采取A
 的何种后果也应被考虑？

16.2.必要条件型式

目标前提：我的目标是产生A
 。

备选前提：我理智地考虑了给定的信息，至少产生[B
 0，B
 1，…，Bn
 ]之一对于产生A
 是必要的。

选定前提：我把成员Bi
 选为对A
 可接受的，或者选为最可接受的必要条件。

实践前提：就我所知，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东西阻止我产生Bi
 。

副作用前提：产生A
 对我来说比不产生Bi
 更可接受。

结论：我产生Bi
 是必需的。

16.3.充分条件型式

目标前提：我的目标是产生A
 。

备选前提：我理智地考虑了给定的信息，至少产生[B
 0，B
 1，…，Bn
 ]之一对于产生A
 是充分的。

选定前提：我把成员Bi
 选为对A
 可接受的，或者选为最可接受的充分条件。

实践前提：就我所知，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东西阻止我产生Bi
 。

副作用前提：产生A
 对我来说比不产生Bi
 更可接受。

结论：我产生Bi
 是必需的。

16.4.基于价值的实践推理

前提1：我有目标G
 。

前提2：G
 被我的价值集V
 支持。

前提3：产生A
 对于我产生G
 是必要的（或充分的）。

结论：我应该（实践上的应该）产生A
 。

CQ1
 .我有与G
 可能冲突的其他目标吗？

CQ2
 .G
 得到我的价值V
 多大的支持（或者至少与V
 一致）？

CQ3
 .对于像A
 一样也将产生G
 的何种替代行动也应被考虑？

CQ4
 .在产生A
 和这些可替代的行动中，按照其产生G
 的功效来看，可证明哪个是所有之最佳？

CQ5
 .在产生A
 和这些可替代的行动中，依据我的价值V
 ，可证明哪个是全部之最佳？

CQ6
 .有什么理由证明，对我来说产生A
 在实践上是可能的？

CQ7
 .我应考虑我产生A
 所形成的后果具有的负面价值可能甚至比G
 的正面价值还大吗？

16.5.根据目标的论证
 
[8]



前提1：实施行动A
 对目标G
 有所贡献。

前提2：个人a
 有目标G
 。

结论：个人a
 应该实施行动A
 。

16.6.根据目的与手段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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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1

前提1：x
 是目标y
 的手段。

前提2：y
 是好的（坏的）。

结论：x
 是好的/不太差（坏的）。

变体2

前提1：手段x
 应被看作是一个目标（目标x
 应被看作一种手段）。

前提2：目标比达成它们的手段更重要。

结论：x
 应该（不应该）被看作是更为重要的。

变体3

前提1：x
 是目标y
 的手段。

前提2：x
 容易（不容易）达成。

结论：y
 是好的（坏的）。

17.人际间的实践推理

前提1：a
 想要实现A
 ，并告诉了b
 。

前提2：如b
 对情况的认识，B
 是实现A
 的一个必要（充分）条件，而且b
 告诉了a
 这一点。

结论：a
 应该实施B
 ，除非他有更好的理由不这样做。

CQ1
 . a
 有与G
 可能冲突的（或更优先的）其他目标吗？

CQ2
 .对a
 来说，存在实现A
 的其他可利用的替代手段吗？

CQ3
 .实施B
 的已知副作用可能与a
 的其他目标相冲突吗？

CQ4
 . 对a
 来说，实施B
 是可能的吗？

CQ5
 . 对于a
 实现A
 来说，不亚于B
 的另一个行动也是需要的吗？

18.根据浪费的论证

前提1：如果a
 现在停止努力实现A
 ，那么a
 先前为实现A的所有努力将被浪费。

前提2：浪费a
 先前为实现A的努力是一件坏事情。

结论：a
 应该继续努力实现A
 。

CQ1
 .实现A
 可能吗？

CQ2
 .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忘掉不能挽回的损失，适时地做出对设法实现A
 的成本和收益的一种评价吗？

19.根据沉没成本的论证

前提1：在t
 2
 存在A
 与非A
 之间的选择。

前提2：在t
 2
 我已预先承诺了A
 ，因为我自己在t
 1
 所做或所承诺的事情。

结论：我应该选择A
 。

20.根据后果的论证

20.1.根据积极后果的论证

前提：如果A
 被产生，那么，好的后果很可能出现。

结论：A
 应被产生。

根据消极后果的论证

前提：如果A
 被产生，那么，坏的后果很可能出现。

结论：A
 不应被产生。

20.2.根据消极后果的推理

前提1：如果我（一个主体）生成（不生成）A
 ，那么B
 将产生。

前提2：B
 是坏的结果（根据我的目标来看）。

结论：我不应该（就实践上讲）生成A
 。

20.3.根据消极后果的论证（审慎推理）

前提1：你正在考虑不做A。

前提2：但是，如果你不做A
 ，某个对你非常坏的后果B将出现或可能出现。

结论：你应该重新考虑，（在其他均等的情况下）你应该（审慎地）做A
 。

CQ1
 .提到的后果将（可能、必定）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CQ2
 .什么证据支持所提到的后果将（可能、必定）出现的主张？这种证据对支持该主张是充分的吗？

CQ3
 .应该考虑存在其他相反的后果（比如，与好后果相反的坏后果）吗？

21.根据选择的实效论证

前提1：要么你（回应者）必须生成A
 ，要么B
 将发生。

前提2：从你的观点来看，B
 是坏的或不合意的。

结论：你应该（就实践上讲）生成A
 。

22.根据威胁的论证

前提1：如果你生成A
 ，某个被引用的坏后果B
 将出现。

前提2：我处于生成B
 的地位。

前提3：我因此断言，事实上我将必定做到如果你生成A
 ，B
 将出现。

结论：你最好不要生成A
 。

根据选言的诉诸威胁的论证

前提1：要么你（回应者）必须生成A
 ，要么我（提议者）保证必定使B
 发生。

前提2：从你的观点来看，B
 是坏的或不合意的。

结论：你应该（就实践上讲）生成A
 。

23.根据恐惧诉求的论证

前提1：如果你不生成A
 ，那么D
 将出现。

前提2：D
 对你而言是极坏的。

前提3：因此，你应该尽可能阻止D
 。

前提4：但是，你阻止D
 的唯一办法是生成A
 。

结论：你应该生成A
 。

24.根据危险诉求的论证

前提1：如果你（回应者）生成A
 ，那么B
 将出现。

前提2：B
 对你而言是一种危险。

结论：（斟酌之下）你不应该生成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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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据需要帮助的论证

前提1：对所有x
 ，y
 而言，如果x
 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境之中，y
 也能帮助，而这种帮助又不会使y
 付出太大代价的话，那么y
 应该帮助x
 。

前提2：x
 处于一种y
 的某一行为将帮助x
 的情境之中。

前提3：y
 能完成A
 。

前提4：y
 完成A
 对y
 不会是太大的代价。

结论：y
 应该生成A
 。

CQ1
 .所提到的行为真的帮助x
 吗？

CQ2
 .y
 完成A
 可能吗？

CQ3
 .完成A
 对y
 的否定性副作用会太大吗？

26.根据痛苦的论证

前提1：个体x
 处于痛苦中。

前提2：如果y
 生成A
 ，就会解除或帮助解除这个痛苦。

结论：y
 应该生成A
 。

CQ1
 . x
 真的处于痛苦中吗？

CQ2
 .y
 生成A
 真的帮助或解除这个痛苦吗？

CQ3
 .y
 生成A
 可能吗？

CQ4
 . y
 生成A
 的否定性副作用会太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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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根据行动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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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变体1

前提 1：个人P
 完成了行动A
 。 前提 2：实施行动A
 具有价值V
 的属性。

结论：个人P
 是V
 。

27.2.变体2

前提 1：个人P
 是V
 1
 （一个判断值）。

前提 2：如果个人P
 是V
 1
 ，则他的行动A
 是（现在是、曾经是或将来是）V
 2
 （取决于V
 1
 的判断值）。

结论：P
 的行动A
 是（现在是、曾经是或将来是）V
 2
 。

28.根据价值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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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变体1：正面价值

前提 1：价值V
 被主体A
 判断为正面的（判断值）。

前提 2：价值V
 是正面的这一事实影响主体A
 之目标G
 的解释和评估（如果价值V
 是好的，它就支持对目标G
 的承诺）。

结论：V
 是保持对目标G
 的承诺的一个理由。

28.2.变体2：负面价值

前提 1：价值V
 被主体A
 判断为负面的（判断值）。

前提 2：价值V
 是负面的这一事实影响主体A
 之目标G
 的解释和评估（如果价值V
 是坏的，它就反对对目标G
 的承诺）。

结论：V
 是撤销对目标G
 之承诺的一个理由。

29.根据牺牲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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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1：对事物x
 ，牺牲S
 被做出。

前提 2：如果一个巨大的牺牲为x
 做出，那么x
 的价值V
 将更大（反之亦然）。

前提 3：一个巨大的（小的）牺牲S
 已为x
 做出。

结论：x
 有一个巨大（小的）价值V
 。

三 因果论证型式

因果联系并不被看作是两个事件之间的某种绝对的或逻辑的必然联系。某种可废止推理所基于的因果联系相对于某种由“其他条件均同”的说法所固定的环境（其中一切均被认为保持不变）。因果关系可能是客观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可能是人格与行为的联系。

30.从因到果的论证

大前提：一般地，若A
 发生，那么B
 将（可能）发生。

小前提：在此情形下，A
 发生（可能发生）。

结论：在此情形下，B
 将（可能）发生。

CQ1.
 因果概括有多强？

CQ2.
 所引用的证据（如果存在的话）强得足以担保因果概括吗？

CQ3.
 存在其他会干预或抵消在此情形中产生那个结果的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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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从相关到因果的论证

前提：A
 和B
 之间存在正相关。

结论：A
 引起B
 。


CQ
 1.
 在A
 和B
 之间真的存在正相关吗？

CQ2.
 有任何理由认为，该相关不只是同时发生吗？

CQ3.
 可能存在某个既引起A
 又引起B
 的第三因素C
 吗？

32.根据征兆的论证

具体前提：A
 （一个发现）在这个情景中真。

一般前提：B
 一般被指示为真，当它的征兆A
 真时。

结论：在这个情景中B
 真。

CQ1.
 征兆与其所指示物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有多大？

CQ2.
 存在其他更可靠说明该征兆的事件吗？

33.回溯的论证型式

33.1.后退的论证型式

前提1：D
 是事实集或在一个案例中被假定的事实集。

前提2：A
 1
 ，A
 2
 ，…，A
 
n

 说明集的每一个都能成功说明D
 。

前提3：A
 
i

 最能成功地说明D
 。

结论：在这个案例中，A
 
i

 是最似真的假说。

CQ1.
 不管对话中迄今可利用的备选说明，A
 
i

 本身作为D
 的说明有多么令人满意？

CQ2.
 与迄今为止对话中可利用的备选说明相比，A
 
i

 好多少？

CQ3.
 对话行进了多远？若对话是一个探究，案例研究中的搜索深度如何？

CQ4.
 在此点上，不是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进一步继续对话会更好吗？

33.2.前行的论证型式

前提1：D
 是事实集或在一个案例中被假定的事实集。

前提2：有论证图解集G
 1
 ，G
 2
 ，…，G
 
n

 ，在每一论证图解中，D
 表征一个论证的前提，补充似真的条件句和作为省略式的未表达部分起作用的其他陈述，导致各自的结论C
 1
 ，C
 2
 ，…，C
 
n

 。

前提3：G
 
i

 代表最似真（最强）的论证。

结论：C
 
i

 是这个案例中最似真的结论。

从行为到人格的回溯论证

前提：主体a
 所做的某事情可归类为某一特殊的人格素质。

结论：a
 有这种人格素质。 33.3.从人格到行为的回溯论证

前提：主体a
 具有某种已定义的人格素质。

结论：如果a
 在未来实施某一行为，这个行为可能被归类为那种人格素质。

CQ1.
 所讨论的人格素质是什么？

CQ2.
 该人格素质是如何定义的？

CQ3.
 所讨论的那个行为的描述符合该人格素质的定义吗？

33.4.根据过往行为辨识一个主体的回溯型式

事实前提：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显得是由某个主体a
 生成的。

人格前提：生成这个事件符合某一人格素质Q
 。

主体品质前提：a
 有Q
 。

结论：a
 生成上述事件。

CQ1.
 所讨论的品质Q
 是什么？

CQ2.
 如何定义Q
 ？

CQ3.
 所讨论的那个行为的描述真的符合Q
 的定义吗？

CQ4.
 那些也能生成这个事件和有同样人格素质的其他主体的参照类有多大？

34.从证据到假说的论证

34.1.根据证实的论证

大前提：如果A
 （一个假说）是真的，那么B
 （报告一个事件的命题）将被观察到是真的。

小前提：在给定实例中，B
 被观察到是真的。

结论：A
 是真的。

34.2.根据证伪的论证

大前提：如果A
 （一个假说）是真的，那么B
 （报告一个事件的命题）将被观察到是真的。

小前提：在给定实例中，B
 被观察到是假的。

结论：A
 是假的。

CQ1.
 在此情形下，若A
 真则B
 真吗？

CQ2.
 B
 被观察到是真（假）的吗？

CQ3.
 可能存在B
 为何为真的某个理由，而不是因A
 是真的吗？

35.根据渐进论的论证

前提1：命题A
 是真的（对回应者是可接受的）。

前提2：有一个介于中间的命题序列，B
 1
 ，B
 2
 ，…，B
 
n

 -1
 ，B
 
n

 ，C
 ，下述条件句为真：若A，则B
 1
 ；若B
 1
 ，则B
 2
 ；…；若B
 
n

 -1
 ，则B
 
n

 ；若B
 
n

 ，则C
 。

前提3：条件句“若A
 ，则C
 ”本身，即从A
 到C
 的较短序列，对回应者不是可接受的。

结论：命题C
 是真的（对回应者是可接受的）。

36.滑坡论证

第一步前提：人们准备好把A
 0
 当作初看起来像是应该被产生的某事物的一个提议。

递归前提：实现A
 0
 将可能导致（在我们所了解的环境中）A
 1
 ，A
 1
 将依次导致A
 2
 ，依此类推，导致整个序列A
 2
 ，…，A
 
n

 。

坏结果前提：A
 
n

 是可怕的（损失惨重的、坏的）结果。

结论：A
 0
 不应被产生。

CQ1.
 在A
 0
 与A
 
n

 相连接的序列中，什么干涉命题实际上出现了？

CQ2.
 为了使事件序列是似真的，哪些其他步骤需要填入其中？

CQ3.
 该序列中最弱的链环是什么，对它应该提出是否一个事件会真的导致另一个的批判性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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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先例的滑坡论证

断言例外状态前提：情况C
 0
 被确定为规则R
 的一个例外（可豁免的或例外的案例）。

相关案例前提：案例C
 0
 类似于案例C
 1
 ，即假若C
 0
 被认为是例外，那么C
 1
 也必须被认为是例外（为了保持相似情况予以相似对待的一致性）。相似的成对案例序列｛C
 
i

 ，C
 
j

 ｝约束我们对序列C
 0
 ，C
 1
 ，…，C
 
n

 保持处理案例的一致性。

无法忍受的后果前提：把C
 
n

 当作规则R
 的一个例外来处理将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各种可能相关的理由）。

结论：情况C
 0
 不能被判定为该规则的例外（可豁免的或例外的案例）。

CQ1
 . C0

 将树立一个先例吗？

CQ2
 .有何证据表明，在中介序列中所提及的每一先例会发生？

CQ3
 . Cn

 像所描述的那样无法容忍吗？

38.连锁推论的滑坡论证

始基前提：ak

 有P
 显然无可争辩地是真的。

一般归纳前提：若a
 
k

 有P
 ，则a
 
k

 -1
 有P
 。

重复应用序列：肯定前件子论证的序列，即从清晰区域到灰色区域将前提和结论连接起来的一个前提集。

结论：ai

 可能有P
 ，正如我们所知（或能证明）。

39.语词的滑坡论证

前提1：个体a
 1
 具有性质F
 。

前提2：如果a
 1
 有性质F
 ，则a
 2
 有性质F
 。

前提3：性质F
 是含混的，故一般地，若a
 1
 有F
 ，则你不能否认下一个紧邻的个体a
 
n

 有F
 。

前提4：然而，十分明显，a
 
n

 有F
 是假的。

结论：所以，你不能真正说a
 1
 具有性质F
 。

40.完整的滑坡论证

初始前提：作为一个初始假设的案例C
 0
 是暂时可接受的。

序列前提：存在一个案例系列C
 0
 ，C
 1
 ，…，C
 
n

 -1
 ，通过因果、先例或类比的步骤，每一个都导致下一个。

群体意见前提：有一种社会风气，一旦人们开始将每一步当作合情理的加以接受，他们也会被导向接受下一步。

坏结果前提：A
 
n

 是可怕的（损失惨重的、坏的）结果。

结论：C
 0
 不是可接受的（与初始前提的假设相反）。

CQ1.
 论证有多强？

CQ2.
 为了完成其证明责任，论证需要有多强？

CQ3.
 一旦人们开始接受每一步，他们就会被导向接受下一步是合情理的吗？

41.根据知觉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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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某人a
 有一个φ
 印象（可知觉性质的印象）。

前提2：有一个φ
 印象（可知觉性质的印象）是相信该环境例示φ
 的一个初步（prima facie）理由。

结论：相信φ
 是如此是合理的。

CQ1.
 环境是如此：有一个φ
 印象并不是φ
 的一个可靠指示？

42.根据现象的论证

前提：这个物体看起来是能被归类到语词范畴C
 之下的物体。

结论：这个物体能被归类到语词范畴C
 之下。

CQ1.
 这个物体看起来能被归类到语词范畴C
 之下的表象是因某个理由被误导的吗？

CQ2.
 尽管它看起来能被归类到语词范畴C
 之下，可能存在理由指示将它归在另一个范畴D
 之下或许更为正当合理吗？

43.根据记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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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某人a
 记起。

前提2：记起是相信的一个初步理由。

结论：相信是合理的。

CQ1.
 原来所基于的信念是虚假的吗？

CQ2.
 原来并不是因其他理由被相信吗？

CQ3.
 记起的主体表达对的怀疑了吗？

四 规则—案例的论证型式

该类论证型式基于案例和规则的关系，可能是前提涉及对特定情形中个案的考察，其中包括不同个案之间的比较、个案成为某一规则的例外、例外建立一个先例以及与适用规则密切联系的归类等；也可能是从案例得出一般规则或特殊结论。

44.根据范例的论证

前提：在特殊情形中，个体a
 有性质F
 ，也有性质G
 。

结论：一般地，如果x
 有性质F
 ，那么它也就有性质G
 。

CQ1.
 前提中所主张的命题事实上是真的吗？

CQ2.
 所引用的范例支持a
 被假定为其实例的那个概括吗？

CQ3.
 该范例是那个概括所覆盖的那类案例的典型吗？

CQ4.
 这个概括有多强？

CQ5.
 该范例的具体环境削弱它的普遍性吗？

以下是根据范例论证的子型式：

44.1.根据例解的论证

前提 1：通常，如果x
 有性质F
 （属于F
 类），那么它就有性质G
 。

前提 2：在此案例中，k
 有性质F
 和性质G
 。

结论：上述规则是有效的。

44.2.根据模范的论证

前提 1：个体a
 对个体b
 而言是有威望的，或受其羡慕。

前提 2：a
 实施行为A
 。

前提 3：如果a
 实施行为A
 ，那么A
 是值得被b
 效仿的。

结论：b
 应该做A
 。

44.3.根据反面模范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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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1：个体a
 对个体b
 而言不是有威望的，或不受其羡慕。

前提 2：a
 实施行为A
 。

前提 3：b
 想要不同于a
 。

结论：b
 不应做A
 。

45.根据类比的论证

45.1.一般型式

相似性前提：一般地，案例C
 1
 类似于案例C
 2
 。

基础前提：命题A
 在C
 1
 中为真（假）。

结论：命题A
 在案例C
 2
 中为真（假）。

CQ1.
 在C
 1
 和C
 2
 之间存在差异，它会破坏所引用的相似性的作用吗？

CQ2.
 A
 在C
 1
 中是真（假）的吗？

CQ3.
 存在另一案例C
 3
 ，它也相似于C
 1
 ，但在其中A
 是假（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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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根据类比的实践推理（肯定型式）

基础前提：在S
 1
 中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完成行动x
 。

相似性前提：S
 2
 类似于S
 1
 。

结论：在S
 2
 中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完成行动x
 。

45.3.根据类比的实践推理（否定型式）

基础前提：在S
 1
 中做错误的事情就是完成行动x
 。

相似性前提：S
 2
 类似于S
 1
 。

结论：在S
 2
 中做错误的事情就是完成行动x
 。

看来，沃尔顿在这里没有区分“同域”类比（性质类比）和“异域”类比（关系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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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异域”类比中，两次出现的A（命题或行动）其实不同，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实在领域，应该标示为A和A*
 。这样，沃尔顿的CQ1
 就成为关键问题：在关系类比中，案例1与案例2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要害是这些重要差异如此势不可当使得类比论证成了一种谬误。[5]


异域类比的基本结构是C：D＝A：B，当然可变化为涉及三词项的B：A＝C：B。例如，在神看来，人是幼稚的孩童，就如人眼中的幼儿一样。这就是人：神＝儿童：人。也可以有六词项的类比：C：D：E＝R：S：T，如婚姻：配偶1：配偶2＝监狱：狱吏：囚犯。金泡因特纳提出异域类比的两个版本，其描述是：

大前提：一般来说，案例C
 1
 类似于案例C
 2
 ，且C
 1
 和C
 2
 （整个地）属于不同的实在域。

相关的相似性前提：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C
 1
 和C
 2
 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关的。

小前提：命题A
 在案例C
 1
 中是真的（假）的。

结论：命题A
 *
 在案例C
 2
 中是真的（假）的。

规范的版本是：

大前提：一般来说，案例C
 1
 类似于案例C
 2
 ，且C
 1
 和C
 2
 （整个地）属于不同的实在域。

相关的相似性前提：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C
 1
 和C
 2
 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关的。

小前提：在案例C
 1
 中做A
 是对的（错）的。

结论：在案例C
 2
 中做A
 *
 是对的（错）的。

CQ1.
 在C
 1
 中，A
 是真（假）的/做A
 是对的吗？

CQ2.
 在所引用的方面，C
 1
 和C
 2
 是相似的吗？

CQ3.
 在C
 1
 和C
 2
 之间存在重要的（即最为相关的）差异（不相似）是压倒性的，以致不允许得出关于跨越C
 1
 和C
 2
 所属的不同实在域的结论吗？

CQ4.
 存在相似于C
 1
 的案例C
 3
 ，A
 *
 在其中是假（真）/做A
 *
 是错（对）的吗？

为了更准确地区别类比论证的合理型式与谬误运用，金泡因特纳还提出五个语用参数（pragmatic parameters）辅助评估论证。参数一关注不同实在域之间的远与近的平衡。如果类比的相关词项彼此拉得太远，即如果它们属于有共享相似性的领域，但缺少相关的相似性，就是把毫不相关的东西硬凑在一起作比较，犯了错误类比的谬误；如果类比的相关词项彼此太近，我们假装做出一个异域类比，其实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比如“威尔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是音乐的普契尼”，而真正的异域类比如“阿姆斯特丹是北欧的威尼斯”。两个都有“X是Z之Y”的结构，但前者不恰当地使用了这个结构，因为歌剧乐曲与音乐太近。参数二关心指派给异域类比论证的证明责任。如果这些论证当作独立的论辩手段使用，它们就承担大部分证明责任，因此更易受到批评的伤害；但是，如果它们被用作证明的附加元素（或者，仅仅作为表达计策），支持其他提出的论证来证明一个争议论点，或者使该论点似乎合理可信，那么，它们就承载证明责任的一小部分，或者只是打算与这些其他论证一起转移证明责任。虽然当作独立论辩手段使用的异域类比不见得就是类比谬误，但在没有其他论证的情况下，它要转移证明责任会变得更为困难。第三个参数处理作为正反论证使用的异域类比。如果根据异域类比的论证被当作怀疑对手论点的论辩手段使用，那么，比起打算对自己论点的充分证明或对对手论点的反驳、归谬来说，它没有太大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就是说，有时异域类比只不过意在成为对敌手论辩的一个反对，而不是作为支持与敌手观点相对立论点的论证。参数四涉及异域类比的“教导”价值。如果根据异域类比论证被用于给高度复杂的争议问题提供一种简单的入口，那么它们的论辩价值不能被简单地否定。参数五必须处理类比论证的“严肃性”。如果论证想作为幽默或讽刺的论辩手段，倾向于娱乐或发泄怒气，而不是严肃的论证，那么，就不能像对待作为严肃的论辩手段那样予以判断。这些语用参数有助于澄清异域类比论证的价值。[6]


46.构成性规则主张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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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物理世界前提 版本1

前提 1：一个W
 是一个D
 。

前提 2：任何时候表达式的外延指称相同，它们就是同义的。

结论：“W
 ”与“D
 ”意思是一样的。

CQ1.
 前提1不是一个必然真理而使得前提2不再适用了吗？

46.2.物理世界前提 版本2

前提 1：关于I
 （一种受规则制约的制度，如一种比赛）的官方规则手册说D
 算作是W
 。

前提 2：官方规则手册正确地报告了该规则有效。

结论：D
 算作是W
 。

CQ1.
 自该规则手册发布以来该规则已改变了吗？

46.3.心理世界前提

前提 1：语言L
 的言说者相信“W
 ”与“D
 ”意思是一样的。

前提 2：一般来说，关于一种语言中的语词定义，这种语言的言说者是正确的。

结论：“W
 ”与“D
 ”意思是一样的。

CQ1.
 在对一个词的指称或特性之本质的理解不正确的情况下，言说者依然能在正确的物理和语法语境中使用“W
 ”这个语词吗？

47.根据规则的论证

47.1.根据已确立规则的论证

大前提：如果实施包括A
 在内的那类行动对x
 是已确立的规则，那么（除非该情况是一个例外），x
 必须实施A
 。

小前提：实施包括A
 在内的那类行动对a
 是已确立的规则。

结论：a
 必须实施A
 。

CQ1
 .
 该规则要求实施包括A
 作为其实例的那类行动吗？

CQ2.
 存在或许与该规则相冲突或者优先于该规则的其他已确立的规则吗？

CQ3.
 当下的情况是一个例外，即是说，可能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或者有不遵守该规则的辩解吗？

47.2.根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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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提：如果A
 是如此，那么一个评估E
 是正当合理的，或行为C
 是被要求的。

小前提：A
 是如此。

结论：E
 是正当合理的，或行为C
 是被要求的。

47.3.调节性规则前提义务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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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1：A
 被禁止（是义务）。

前提 2：人们必须不做（做）被禁止的事情。

结论：S
 必须不做（做）A
 。

CQ1.
 S
 有充分的辩解或有限的责任吗？

48.对例外情况进行论证

大前提：如果x
 的情况是个例外，那么，已确立的规则在x
 的情形中可以放弃。

小前提：a
 的情形是一个例外。

结论：已确立的规则在a
 的情形下可以放弃。

CQ1.
 a
 的情形是一种被认可的例外类型吗？

CQ2.
 如果它不是一个被认可的例外情况，那么，能给出为什么已确立规则不适用于它的证据吗？

CQ3.
 若a
 的情形是一个边界情形，能引证一个可比较的案例吗？

49.根据先例的论证

大前提：一般地，按照已确立的规则，如果x
 有性质F
 ，则x
 也有性质G
 。

小前提：在这个恰当的情形中，a
 有F
 但没有G
 。

结论：该规则的一个例外必须被承认，而且该规则必须适当修改或限制。

CQ1
 .
 已确立的规则真的适用这种情形吗？

CQ2.
 所引用案例是合乎惯例的或能被解释为只是表面上违反该规则吗？

CQ3.
 所引用案例能按照不需要改变规则的早已认可的例外范畴处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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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根据恳求原谅的论证

前提1：通常，规则R要求或禁止一类行为或不作为T
 ，它的实施伴随一种制裁（惩罚）S
 。

前提2：我（答辩人）犯了T
 。

前提3：但我能引用特殊环境构成一个原谅E
 。

结论：在这个实例中，我应该豁免S
 。

CQ1
 .
 E
 属于被认可的原谅范畴之内的那类情形吗？若如此，能证明此情形下的这种包含吗？

CQ2.
 如果E
 不属于被认可的原谅范畴，那么，关于这个情形的特殊性证明豁免的要求吗？

CQ3.
 如果E
 不属于被认可的原谅范畴，那将建立一个先例，若如此，这在未来会提出一个难题吗？

51.根据语词归类的论证

个体前提：a
 有特性F
 。

归类前提：对所有x
 ，如果x
 有特性F
 ，那么x
 可被归类为有特性G
 。

结论：a
 有特性G
 。

CQ1.
 与指明有余地怀疑a
 应被如此归类的证据相反，存在确定a
 有特性F
 的证据吗？

CQ2.
 归类前提中的归类仅基于遭到怀疑的关于语词用法的一个假设吗？

52.从定义到语词归类的论证

定义前提：a
 符合定义D
 。

归类前提：对所有x
 ，如果x
 符合定义D
 ，那么x
 可被归类为有特性G
 。

结论：a
 有特性G
 。

CQ1.
 存在D
 是一个恰当定义的证据，按照其他备选定义可能排除a
 有特性G
 吗？

CQ2.
 归类前提中的归类仅基于遭到怀疑的约定定义或带偏见的定义吗？

53.根据语词归类之含混性的论证

前提1：如果一个论证α
 在一个要求某种程度精确性的对话语境中发生，但在α
 中出现的某一性质F
 却以一种太含混的方式定义因而不能满足那种精确性程度的要求，那么，α
 应该被当作有缺陷的加以拒斥。

前提2：α
 在一个要求某种程度的精确性的对话语境中（这种精确性对该语境是恰当的）发生。

前提3：在α
 中出现的某一性质F
 却以一种太含混的方式定义以致不能满足适合于该语境的那种精确性程度的要求。

结论：α
 应该被当作有缺陷的加以拒斥。

CQ1.
 α
 在其中出现的那个对话语境要求所用的某些关键词项的特定精确性程度吗？

CQ2.
 在α
 中出现的某一性质F
 太含混以致不能满足精确性标准的适合程度吗？

CQ3.
 为什么这个含混性程度是与α
 在其中提出的那个对话相联系的问题？

54.根据语词归类之武断性的论证

前提1：一个关键性质F
 出现于论证α
 ，如果这个论证α
 发生于要求F
 的某种程度的非武断的定义，而F
 却在α
 中以一种武断的方式加以定义，那么，α
 应该被当作有缺陷的加以拒斥。

前提2：α
 在一个对话语境中发生，该语境要求出现于α
 的一个关键性质F
 是非武断定义的。

前提3：对α
 中出现的某一性质F
 的定义方式是武断的。

结论：α
 应该被当作有缺陷的加以拒斥。

CQ1.
 α
 在其中出现的那个对话语境要求F
 的非武断定义吗？

CQ2.
 在α
 中出现的某一性质F
 是用一种武断的方式定义的吗？

CQ3.
 为什么这个定义的武断性是α
 在其中提出的那个对话的一个问题？

五 其他论证型式

有一些论证型式不好归入以上几类，所以单独列举如下。

55.根据合成的论证

55.1.一般的合成

前提：X
 的所有部分有性质Y
 。

结论：X
 有性质Y
 。

CQ1
 .
 关于集合体X
 ，性质Y
 在合成上是遗传的吗（当组成X
 的每一部分都有性质Y
 时，那么X
 整体有性质Y
 ）？

55.2.包含在整体中的部分

前提1：y
 是X
 的一个种（部分）。

前提2：X
 是A
 。

结论：y
 是A
 （不如X
 那样是A
 ，因为它是X
 的部分；它不如X
 那样是A
 ，因为它是X
 的一个较小部分）。

56.根据分解的论证

56.1.一般的分解

前提：X
 有性质Y
 。

结论：X
 的所有部分有性质Y
 。

CQ1
 .
 关于集合体X
 ，.
 性质Y
 在分割上是遗传的吗（当整体X
 有性质Y
 时，那么组成X
 的每一部分都有性质Y
 ）？

56.2.整体分解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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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X
 是x
 1
 ，x
 2
 ，…，x
 
n

 （x
 1
 ，x
 2
 ，…，x
 
n

 是整体X
 的部分）。

前提2：仅当x
 1
 或x
 2
 或…x
 
n

 是A
 ，X
 是A
 。

前提3：x
 1
 是A
 （无x
 是A
 ），

结论：X
 是A
 （X
 不是A
 ）。

很显然，既存在合理的整体—部分推理，如“这把椅子是白的，所以，这把椅子的椅子腿是白的”；也存在不合理的推理，如“这把椅子是沉重的，所以，这把椅子的衬里是沉重的”。可见，并非每个性质都是“遗传的”，或者用范爱默伦的话来说，整体和部分的属性并不总是相互可转移的。这个困难造成了合成与分解的论证型式的合理性判断的复杂性。解决该困难就要找到制约推理合理性的条件。范爱默伦和加森发现，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相关属性的可转移性。这种可转移性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被转移属性的本质；第二，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属性有绝对与相对之分。在绝对属性的情况下，原则上它能独立地加以决定，无论某人或某物是否具有那个属性。指称绝对属性的词项、语词或表达式包括颜色或制造某物的材料或质料的名称，必须处理形式或固定事实的形容词（如易燃性或毒性）。但在相对属性的情形中，总是存在明示的或隐含的比较，可能是只针对某个别的东西，也可能针对一种标准、规格或规范。指称相对属性的词项与某人或某物的重量、度量（长、宽、深、大小、容量等）、强度、价格和品性、外貌或其他突出特性等有关。[7]


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非结构化的整体，另一种是结构化的整体。非结构化的整体是无序的整体，不过就是一起构成整体的元素的汇集，整体可以说就是部分的合计。例如一个罐子中的豌豆、一个水池中的水滴、一堆沙子中的沙粒。结构化的整体是有序的整体，不只是部分的总计。在元素的汇集和这些元素构成的整体之间有质的差异，在这一意义上，结构化的整体是不同的。例如，小说中的句子、足球队里的队员、一台机器的部分。因而有“无序汇集的元素”，它对应非结构化的整体；也有“融贯整体的部分”，它对应结构化的整体。某些属性是结构独立的（structure-independent）属性；另一些则是结构依赖的（structure-dependent）属性。大量青豆自动构成仍是绿色的集合体，无论豆子是独立放在一个盘子里，还是装在一个罐子里。但是，可食的佐料并不自动构成可食的饭菜：佐料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混合才行。细致地分析发现，绝对或相对属性，属性的结构独立性的和结构依赖性与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属性可转移性有如下关系：[8]


表13-1 合成与分解论证型式合理性所依赖的关系

[image: ]


看来，只有1a和2a组合才导致一个可转移的或可遗传的属性，据此形成一个合理的合成或分解论证。因此，整体—部分推理的一个核心的批判性问题其实是：相关属性是绝对的且结构独立的吗？

不过，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分析和判断。比如，一般而言，“是轻的”不能从部分转移到整体或反过来，因为“轻”是相对的和结构依赖的属性。但是，在有合适限制的语境中，“轻”的属性是可转移的。例如，“这辆自行车是轻的，因为它的部件是轻的”。如果加上语境信息，论证者是在比较这辆自行车和另一类自行车，论证实际上是：这辆（专业）竞赛自行车相对轻，因为它的部分是轻的（与一般竞赛自行车相比）。在限制了“轻”的用法的情况下，转移是允许的。不过，这类限制不一定被明示。同时，一个属性是结构依赖的，还是结构独立的，一开始并不清楚，这也造成判断的困扰。如，“天然的”在其部分以一种不成问题的方式合在一起的情况下，该属性能从部分转移到整体：“这个沙拉包括天然产品（土豆、黄瓜、胡椒），因此它是天然的。”在该萨拉没有包含别的东西的情况下，结论可以安全得出。但是，同一形式的推理可能有问题。比如，“这个洗发精包括天然产品（芦荟、葵花油和杏油），因此它是天然的”。但生产洗发精比混合某些蔬菜做成一个沙拉要复杂得多，甚至涉及改变材料性质的化学工艺，因此这时的“是天然的”就不再是结构独立的。[9]


57.根据群体与其成员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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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变体1

前提1：群体G
 的成员M
 有性质Q
 。

前提2：如果M
 有Q
 ，则G
 就会有Q
 。

结论：G
 有Q
 。

57.2.变体2

前提1：群体G
 有性质Q
 。

前提2：M
 是G
 的一个成员（观念、习惯、品性、方法）。

前提3：如果G
 有Q
 ，则其成员M
 （观念、习惯、品性、方法）就会也有Q
 。

结论：M
 是Q
 。

58.根据对立的论证

58.1.描述性型式

大前提：如果X
 显示谓词P
 ，那么X
 就不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显示对立的（矛盾、反对、不相容的）谓词P
 ′。

小前提：X
 显示P
 。

结论：X
 不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显示谓词P
 ′。

或者

大前提：如果X
 不显示谓词P
 ，那么X
 必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显示矛盾的谓词P
 ′。

小前提：X
 不显示P
 。

结论：X
 必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显示谓词P
 ′。

58.2.规范型式

大前提：如果X
 获得评估W
 ，那么X
 就不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获得对立的评估W
 ′。

小前提：X
 获得评估W
 。

结论：X
 不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获得评估W
 ′。

59.根据对立的修辞论证

59.1.规范型式

大前提：如果需要以Y
 对待主体X
 ，那就需要以相反的Y
 ′对待相反的主体X
 ′。

小前提：需要以Y
 对待主体X
 。

结论：需要以相反的Y
 ′对待主体X
 ′。 59.2.描述型式

大前提：如果X
 与Y
 有R
 关系，那么Y
 就可能与X
 有逆关系R
 ′。

小前提：X
 与Y
 有R
 关系。

结论：Y
 可能与X
 有逆关系R
 ′。

60.根据选项的论证

60.1.认知型式

大前提：情况可能或者是X
 ，或者是Y
 。

小前提：情况可能不是X
 。

结论：情况可能是Y
 。

60.2.规范型式

大前提：可能需要的是X
 ，或者Y
 。

小前提：需要X
 。

结论：不需要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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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廷德尔列举了7个批判性问题，比沃尔顿多出的一个问题是“后果问题”：具有更严重后果的主张应该给予更大的重视。即考虑什么是接受权威所言的后果或者忽视权威所言的后果？这个问题是决定是否接受诉诸权威论证的一个因素。而且，在“领域问题”中，廷德尔论述的是某一领域作为知识领域及其专家的合法性问题：权威所在的领域应该构成一个知识体，说某人拥有专业知识是恰当的。这涉及一个领域作为合法科学研究领域或具有知识体的领域，比如关于外星人研究是否构成一个合法的科学研究领域，诉诸此类专家可能尚存疑问。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5，137-138。布莱尔则提出给沃尔顿的6个批判性问题再加上两个： CQ7.恰当性问题：A
 所属的领域S
 是一个知识领域吗？CQ8.担保检验问题：如果一个命题被某个在该所属领域为专家的人断定为真（假），人们可以（即有正当理由或有权利）假设，在其他情况均等的条件下它是真（假）的，这是真的吗？CQ7与廷德尔不谋而合。正如布莱尔指出的，对关于口味或道德价值的问题诉诸专家意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判断超出了任何人的认识论权威的范围。可见，诉诸权威论证依赖这样的假设，该型式适用于论证所讨论的问题。CQ8.实际上是适用于所有论证型式的批判性问题，它检验论证型式之担保的初步的（prima facie）合法性。这个相当于语用—辩证法论证型式规则要求的“使用正确的论证型式”。参见J.Anthony Blair， Groundwork in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Selected Papers of J.Anthony Blair
 ，New York：Springer，2012，pp.128，130。


 [2]
 舒姆在诚实性（veracity）的标题下处理这些因素：与不诚实相关的前科、与不诚实相关的其他不端行为、与诚实有关的品格证据以及证言偏见，把客观性作为评价证人可信性的一个独立因素。舒姆和莫里斯区分了评价证人证言的两个基本范畴：作证能力和可信性。在能力范畴之下引证了4个因素：合适的来源、能够观察、理解被观察的东西、有能力传达。可信性之下包括3个因素：诚实性、客观性和观察的灵敏性。他们强调，混淆这两个主要范畴常常导致一系列推论错误。这个分类方法极为重要，不仅因为它是舒姆和莫里斯为评价证人证言所开发的“权杖”系统（the Mace system）中使用的推论结构的基础，也因为它与自1352年以来我们的法律系统中所积累的关于证人证言的经验相符合。参见Douglas N.Walton，“Visualization Tools，Argumentation Schemes and Expert Opinion Evidence”，Law
 ，Probability and Risk
 ，Vol.6，No.1（2007），pp.119-140。


 [3]
 廷德尔就诉诸大众（argumentum ad populum
 ）提出3个批判性问题。第一个要看所诉求的流行信念或通行做法是否成为常识，如若是常识，质疑它的人就要负起证明责任；第二个与沃尔顿的第一个相同，强调支持大众意见或做法的证据，比如民调；第三个强调，在论证出现的语境中，所诉求的大众性或流行性与结论的相关性。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08。


 [4]
 麦卡格诺也提出根据无知论证的几种形式，如原因的知识缺乏、归类的知识缺乏、说明的知识缺乏。Fabrizio Macagno，“Dialectical and Heuristic Arguments： Presumptions and Burden of Proof”，in Dialectics
 ，Dialogue and Argumentation
 ： An Examination of Douglas Walton
 ’s Theories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
 ，Chris Reed and Christopher W.Tindale（eds.），London：College Publications，2010，pp.45-57.


 [5]
 廷德尔的3个批判性问题有所不同。第一个处理辨识问题。诉诸无知的论证的前提指的是支持或反对一个主张之证据的缺乏，结论以某种方式断定，由于没有表明相反的因而议题被证明。比如，在化石记录中没有显示某个“缺失的一环”，被当作是反对如此一环的证据，也是反对某人相信的需要这一环的进化论理论的证明。因而，CQ1
 是“得出某事物是或不是如此的结论是基于缺乏表明相反情况之证据的缺乏吗？”CQ2
 关涉积累了多少否定性证据，防止仓促概括，警惕根本没有打算收集任何证据：“为搜寻证据付出合情理的努力了吗？或者，支持或反对某事物证据之缺乏真的是来自表明相反情况之企图的否定性证据吗？”第三个问题涉及语境问题。“对什么应该算作证据的期望在该语境中是合情理的吗？”参见 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20。


 [6]
 理论家常常将品格攻击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攻击品格，如“人们都知道X是个酗酒者，所以X是个坏人”。另一种是因为某人的某种品格或环境而质疑此人的论证或此人赞成的一个命题。这里的三种因素不可混淆：某人，某人对一个命题或主张的赞成，命题或主张本身。非谬误的针对人身论证是那种通过引入有关某人的相关信息，试图影响听众对此人拥护某命题或主张的态度。换言之，所有好的针对人身论证所做的是，表明一个人对某一主张的拥护，并不是相信该主张的一个好理由；也不是要表明那个主张是假的。由此看来，谬误的针对人身就是，仅仅基于某人对一个所讨论的主张或命题的拥护就否定它们。廷德尔配置的4个批判性问题关切的是：第一，是否论证的确存在从立场到人的转移。第二，完全避开某人的论证或主张只对付此人，是一个严重的不相关联的问题。无论一个人有什么缺陷，都有其论证被予以考虑的权利，辩论中的其他人也有责任允许那个论证表达出来。第三，针对人的材料对所提出的立场的相关性。一般来说，品格主张必须与某人的立场有一种直接的关系，由此，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因为这种关联而开始质疑那个立场。当然，在针对人身引入的材料是与某人所持的立场相关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有理由相信材料本身事实上是正确的，这里就产生了证明责任的问题。第四，重要的是，针对人身论证并不表明一个立场是错误的，只是由于提倡某一立场的人的品格缺陷而弱化了我们坚持那个立场的理由。总之，提出针对人身论证的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某个丧失信誉的人断定某个结论，此结论不应被接受。要想论证得比这更多，就会陷于谬误。另外，廷德尔针对人身论证包括4个子类：侮辱的、环境的、“你也一样”和“牵连犯罪”。侮辱的针对人身常常伴随侮辱的语言，常常不太可能给人留下寻找好理由的印象，因此容易在第二个批判性问题方面出问题。环境的针对人身很可能涉及利益相关人，评估者需要小心考虑环境因素对论证得出的结论的影响。“你也一样”暗示一个人之所言与其所为不一致（语用的不一致），或者他过去说的与当下所建议的不一致。也就是说，此人所坚决非难的正是他正在做的。评估这种针对人身需要考虑是否此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牵连犯罪”指基于某人与另一个人、组织或思维方式所具有的联系，来表明由于相关联的那些事物有所描述的“罪过”，因此那个做出论证的人受到了感染。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86，89-97。


 [7]
 最近，阿特金森与本奇—卡彭合著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这16个批判性问题。参见Trevor J.M.Bench-Capon and Katie Marie Atkinson，“Argumentation Schemes： From Informal Logic to Computational Models”，in Dialectics
 ，Dialogue and Argumentation
 ： An Examination of Douglas Walton
 ’s Theories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
 ，Chris Reed and Christopher W.Tindale（eds.），London： College Publications，2010，pp.103-113.


 [8]
 该型式是维尔希基提出的。参见Bart Verheij，“Dialectical Argumentation with Argumentation Schemes：An Approach to Legal Logi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 Vol.11，No.2-3（2003），pp.167-195。


 [9]
 这一型式的三个变体来自佩雷尔曼。参见Chaïm 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273-278。


 [10]
 22—24三种论证型式没有列出批判性问题，是因它们都有类似于根据消极后果论证的结构，差别只在于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之诉求的本质。参见Douglas N.Walton，Chris Reed and Fabrizio Macagno，Argumentation Schem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2-106.廷德尔提出的3个批判性问题是：CQ1
 这是一个基于所提出或确认的消极后果而做出威胁的论证吗？CQ2
 这是一个按照通常程序是恰当的策略而且是引入的威胁与该程序的合情理行为相关的那种语境吗？ CQ3
 对另一方而言，存在为了避免该消极后果而顺从的明确方法吗？CQ1
 要求辨别威胁与给出忠告。CQ2
 是核心问题。威胁是否在相关的时间以相关的方式被引入，哪些语境允许提出威胁。威胁有助于对争议或问题的解决，还是对问题的解决不利？CQ3
 涉及命令或威胁的合情理性，例如在劳工谈判中。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2-113。


 [11]
 25和26是对“诉诸怜悯”论证的拆分。廷德尔在诉诸怜悯的题目下有3个批判性问题：CQ1
 .论证者诉求怜悯是为了支持一个主张的真，还是建议采取某个行动？CQ2
 .这是情感诉求在其中是相关的那种语境吗？ CQ3
 .可怜的前提与提出的结论是相关的吗？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5-116。


 [12]
 两个变体型式均为佩雷尔曼提出。参见Chaïm 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296-305。


 [13]
 两个变体型式是沃尔顿从本奇—卡彭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 参见Douglas N.Walton，Chris Reed and Fabrizio Macagno，Argumentation Schem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21. Trevor J.M.Bench-Capon，“Persuasion in Practical Argument Using Value-based Argumentation Frameworks”，Journal of Logic and Computation
 ，Vol.13，No.3（2003），pp.429-448。


 [14]
 佩雷尔曼提出的。参见Chaïm 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248-254。


 [15]
 早先，沃尔顿配置的批判性问题是7个。参见Douglas N.Walton，Informal Logic
 ：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30. Douglas N.Walton，A Pragmatic Theory of Fallac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5，p.142. Douglas N.Walton，Argumentation Schemes for Presumptive Reasoning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6，p.72.在后来的论述中采用简化了的3个批判性问题，将涉及因果方向、相关性范围等问题剔除了。参见Douglas N.Walton，Fundamentals of Critical Argum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03. Douglas N.Walton，Chris Reed and Fabrizio Macagno，Argumentation Schem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29.廷德尔也提出3个大致相同的批判性问题。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82。


 [16]
 廷德尔配置的3个批判性问题是：CQ1
 .每一因果步骤都是似真的吗？CQ2
 .人们可以停止和返回或者“坡”显然是滑的吗？CQ3
 .所谓的结果真的是否定的吗？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87。


 [17]
 这个型式来自波洛克。参见John L.Pollock，Cognitive Carpentry
 ： A Blueprint for How to Build a Person
 ，Cambridge，MA：MIT Press，1995，p.53。


 [18]
 这个型式来自波洛克。参见John L.Pollock，“Defeasible Reasoning”，Cognitive Science
 ，Vol.11（1987），pp.481-518。


 [19]
 模范和反面模范的论证型式都是佩雷尔曼提出的。Chaïm 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357-368.


 [20]
 廷德尔所提出的3个批判性问题强调的是，第一，必须确定某一论辩使用了类比论证，而不是仅仅在一段推理中插入的某一性质的比较；第二，要考虑相似性的质量。当比较不合情理、太宽松，或者仅仅基于相似性的偶然性质，都可能导致类比谬误；第三，无论何种类比，都不应有破坏结论的相关的不相似性。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0-201。


 [21]
 异域类比（different-domain analogies）一般名称是比喻性类比（figurative analogies），指援引属于完全不同实在领域的实体之间相似性的论证。另一种类比是求实的类比（Literal analogies），指根据同域实体之间相似性的类比。威兹德姆（John Wisdom）曾区分了两类类比——归纳类比和假设的或先验的类比。前者是通过与一种实际了解的情况的比较做出对另一种情况的预见。后者却并不是从真实例子得出，而倾向基于思想实验，参见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96.戈维尔使用先验类比（a priori analogies）的叫法，我国逻辑界一般用性质类比和关系类比，这与古代的两种类比——比较和比例相对应。这些不同角度的划分是否完全对应需要研究。学术界对先验类比的证明力量或逻辑力量颇有怀疑。


 [22]
 这个型式是格瑞南提出的。参见Wayne Grennan，Informanl Logic
 ：Issues and Techniques
 ，Montreal &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96。


 [23]
 该型式源自谢棱斯和德·忠格。参见Peter Jan Schellens and Menno De Jong，“Argumentation Schemes in Persuasive Brochures”，Argumentation
 ，Vol.18，No.3（2004），pp.295-323。


 [24]
 这个型式是格瑞南提出的。参见Wayne Grennan，Informanl Logic
 ：Issues and Techniques
 ，Montreal &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96。


 [25]
 廷德尔认为，根据先例的论证比根据类比的论证有更多的元素，与后果相联系。配置的批判性问题是两个。CQ1
 .该论证提议一个行动或建议会使我们同样对待其他案例，并因而导致一个不合意的后果吗？CQ2
 .隐含的（或明确的）诉求一致性得到一个好类比论证的支持了吗？参见 Christopher W.Tindale，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04。


 [26]
 两个子型式都是佩雷尔曼提出的。参见Chaïm 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231-233。


 [27]
 这个型式是佩雷尔曼提出的。参见Chaïm 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3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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